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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感谢读者在“当代心理科学名著译丛”前驻足和浏览。


  我们为什么要译介和出版这套丛书？


  学术会通时代。科学与技术从来都在为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助跑，这在我们身处之时代尤为显著。在这新纪喷薄、百业腾骧、中华数千年文明将再现辉煌的历史时刻，中国的心理学工作者应该有所作为。


  心理学正日益走近和踏入我们的生活。目前它几乎已成“热学”。林林总总冠以“心理学”名谓的出版物不断更新着书店和读者的书架。心理学不再神秘。但也不必讳言，从“心理学”这棵大树繁衍开来的过度茂密的枝蔓，使其主干倒显得有些不明了。严肃的心理学工作者应该做些修枝整叶的工作。没有心理学主干的承托，心理学之树的常绿是不能长久的。培本固干是本译丛的宗旨。


  我们的目光还应看得更远。国内外均有学者断言，心理学将成为21世纪的“显学”。我们同意这一观点。这并非心理学家的自大，某种意义上，这是科学发展史的必然走向。心理学是研究人类自身奥秘的科学，即使在近代科学诞生之前的所谓“前科学”的粗放时代，人类就已开始或一直在关注自身（我）。先哲们深刻的理性思考中蕴涵着无数实质为心理学的问题。仅就“知”的领域而言，以当代著名心理学家、发生认识论者皮亚杰的理论分析，所谓“格物致知”，实际包含着一种“双向建构”的过程。人类的知识，不管是群体，还是个体，其构成都是这一双向建构的产物，即人（类）在认识世界的同时，自身的认知结构也得到了提升，而且，人（类）又不断使用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锤炼的“认知结构”这一利器，反身解剖自己的认识（甚至包括认知结构本身），并及于其他专属于“人”的领域——意识的、思想的、情感的、人际的、个性的诸多方面。这种自我解剖的功能，唯有“地球上最美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才能做到，它是人类精神的本质所在。而且，随着人类自身的发展，它会变得越来越自觉和深入。心理学地位的日益凸显正是与此相伴随的。


  当今社会的发展已为之提供了许多佐证。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紧迫呼唤科学心理学的介入，因为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大厦须以“人”为支撑点。以现代人的智慧、理性、道德和情操，才能真正构成现代的文明。这对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当代中国来说，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


  试看：当人们惊呼知识濒于“大爆炸”之时，必然更期望破解知识获得过程之谜以实现真正的学习的革命；当教育终于从应试模式的藩篱中解脱出来回归素质教育的正确方向时，就更要求教育的过程符合人才成长的自身规律；当培养新一代学子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关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大业时，充分发掘智力的潜能和探索其有效的培养途径必然更显重要。人们面临的问题似乎也更多了，例如：当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特质日益改变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时，如何才能保持人们自身的健康身心和塑造健全的人格？当现代生活的压力在人与家庭、人与群体、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注入了新的特征时，如何正确处理这些关系以达于彼此的和谐与适应？当本由人所创造和发明的外化的技术却在与人的颉颃中，显现出凌驾于人的态势时，如何重铸人的尊严和恢复精神力量的能动地位？当愈益先进的技术把人导入愈益复杂的人机系统时，究竟是“物从于人”，还是“人从于物”，或是“人物相容”，又怎样相容？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心理学作出回答。


  当然，就心理学目前的发展水平而言，它为这些问题所能提供的答案和解释，与人们对它的要求相比，尚有相当的距离。有学者认为，心理学是一门“准科学”（Almost Science），或至少目前是如此。一来是因为心理学受到研究方法的制约，缺少有效的研究手段。例如，在脑电图的记录成为可能之前，要想研究梦的生理基础几乎是天方夜谭；二是因为心理学的研究还受到诸多实际操作和伦理的限制。心理学不可能为了探明感知觉的关键期而人为地将婴儿幽闭于光、声隔绝的环境。正是基于这样一些原因，同物理、化学等纯粹的自然科学相比，心理学从来都不是那么“过硬”。但是，我们同样应该看到，在科学心理学诞生以来的百余年中，科学技术已有了长足的进步，自然科学各分支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为心理学研究突破禁区提供了可能。尤其是大脑和神经科学的新进展为探讨心理学的生理机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社会的发展、人类自身文明程度的提高以及社会科学的繁荣与深入，又为打破传统的禁忌和藩篱创造了条件。另外，随着哲学（尤其是认识论）和科学发展史以及科学哲学研究的日益深入（比如进化论思想在心理发生发展中的应用），也为心理学构筑正确的理论框架提供了启发与指导。心理学的研究无论从方法还是从内容看，都已今非昔比。自冯特创立科学心理学至今，心理学度过了发展的婴儿期，现已长成蹒跚学步的幼童。惟其尚幼，才会有21世纪的青春可期。心理学已成为当今蓬勃发展的生命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终将在科学之林尽显风骚。


  让我们再把视线收至当代。一个不讳的事实是：由于近代科学心理学发端于西方，西方学者比我们稍稍领先了几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是积极的拿来主义者。我们希望从一种多元的视野中，以某种开放的气息，吸纳他人之长处，此所谓“大道多容”的心态，当为今日中国学人所取。


  当然，我们在做这件“拿来”的工作时，应该保持一分清醒，这又与心理学的学科特色不无关系。心理学是一门既具一般性，更具多样性的学科。一般性主要体现在人的心理活动规律的普遍性上，心理学以揭示此规律为己任。多样性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学科的多样性。心理现象并非缥缈之物，它是在人的诸多实践领域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因此，人的实践活动领域的多样性决定了它必然分枝繁茂，且多有交叉。另一多样性则与文化有关。不同的文化势必会在它们所研究和表述的心理学上打上各自的烙印，甚至在心理学的基础部分也难以避免，在那些与社会文化关系密切的领域则更是如此。这样说并不否认其普遍性。规律的普遍性和文化的特殊性（多样性）的共存关系，恰如生物体基因型和表现型的统一。


  因此，心理学也许是一门最具多样性的学科了。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科技发达的西方，在各个重要的心理学分支领域，产生了一些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的心理学流派，出现了一些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的心理学家及其代表性著作。在最能体现一般性和普遍性的基础心理学部分，更诞生了一批成熟的、经受了时间考验的专著。所有这些，均应被视为人类知识库中的财富。把它们介绍给中国的学术界，可为中国的心理和教育工作者打开一扇瞭望当代心理科学发展现状和研究成果的窗口，从而更好地把握心理科学的发展脉络。我们认为，这无论从促进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提高中国心理学的教学和研究的整体水平，壮大我们的学术队伍，还是从推广、普及和深化心理学知识在智力开发与训练、人才培养与评估、人事与组织管理、心理健康与教育等实践领域的运用，都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


  因此，基于上述种种思考，选译当代西方心理学名著的想法就自然产生了。而且我们设想，它应是一套成系列的丛书，其范围应尽可能地涵盖各个主要的心理学领域，以名家名著为取材对象，以学术性和权威性为入选的标准，试图使读者能从这套丛书中形成关于科学心理学的“主干”形象，并为当前国内心理学界的研究提供借鉴与指导。我们的这些想法首先在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的几位教授中酝酿并取得共识，旋即得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的赞同，继而迅速组成了选编委员会及其工作班子。基于出版同类丛书国内尚无先例，为慎重计，我们又拜访了中国心理学界几位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陈立、荆其诚、张厚粲、王甦教授，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对出版这套丛书的计划均表肯定与赞许，且欣然应允担任丛书的顾问。他们还对选编工作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原则和建议，一再鼓励我们要把“好事做好”，其语殷殷，其情切切。无疑，这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完成这一任务的信心。


  本套丛书名曰“当代”，具体指近十余年来的作品，或是问世稍早，近年又再版流行者。时间是判断学术著作之生命力的良好尺度。但立足“当代”，与判断名著的时间间距的要求，两者之间显然是矛盾的。我们试图从中寻找某种平衡点。确定选择的时限不超过20世纪80年代，就是对两者的兼顾。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作品的内在学术价值的把握。这正是编委会的工作重心所在。因此，那些既反映某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又对后继的学科发展具有前瞻性启示意义，且为当今学者所公认的有影响的作品（含某些成熟的基础心理学的教科书），为本丛书的选择目标。全套丛书容量约25种，内容涉及教育与发展心理学（含智力理论）、普通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等方面，在三五年内陆续出版。


  现在，从动议至今仅及年余，“当代心理科学名著译丛”的首批作品就奉献于读者面前了。选编委员会和译校者都尽了全力，当然不足之处终所难免。我们诚恳期盼心理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的批评与指正。在此译丛成书之际，我们尤其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出版社领导人的远见和决断使丛书得以迅速面世。出版社社长朱杰人教授和副总编辑阮光页教授还亲自参加了选编委员会选编工作组的工作，从而保证了选编委员会工作的高效运转。这是一次愉快的合作。


  最后，我们想表达我们全体选编委员会同仁们最诚挚的愿望，这也是我们编译这套丛书的最核心的初衷：今日播种西方译丛，为的是来年收获中国的名著！随着新世纪曙光的到来，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高歌猛进，中国的心理学家既有能力也有信心，贡献于世界科学与文明更多创造性的成果。我们深信，待以时日，“当代中国心理学家名著译丛”也会出现于西方！


  “当代心理科学名著译丛”选编委员会


  1999年10月15日


  
中文版序言


  D·M·巴斯


  能为《进化心理学——心理的新科学》的中文版作序，我感到非常荣幸。在我自己的学术生涯中，中国扮演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角色，这可以追溯到我所主持的第一项大规模的实验研究（Buss，1989）。那是一项关于择偶偏好的研究，主要考察了男性和女性在选择婚姻伴侣时最看重对方的哪些品质。那项研究的被试来自全球37种不同的文化背景，总的参与人数多达10047人。其中，我有幸获得了来自中国大陆四个地区的样本以及一个来自台湾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样本。


  从这些中国样本中得出的结果非常耐人寻味。其中最有趣的发现是，中国被试对婚姻伴侣的贞洁（处女）特别重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贞洁的重视程度是差别最大的。瑞典的被试最不看重贞洁，他们认为贞洁对于他们选择婚姻伴侣“无关紧要”。相比之下，中国被试对贞洁的重视程度最高，他们认为贞洁是婚姻伴侣“必不可少”的特征。从中国被试身上得到的结果对我非常重要，因为它提醒了我，跨文化的变异性在人类择偶领域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此后，我和我的同事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来探讨择偶活动的文化差异（Gangestad & Buss, 1993; Gangestad, Haselton, & Buss，出版中），它与研究人类择偶的普遍性同样重要。


  我真诚地希望，《进化心理学》（中文版）的出版能对中国心理学的思维方式和教学产生影响。进化心理学的理论框架确实为我们理解心理学的各个分支提供了一个统括性的框架。它为心理学研究提供了一种非常重要的视角，也为我们探索人类的心理机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另外，我还希望这本书能对中国的心理学研究者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国的心理学家能够在这门关于心理的新科学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可以从进化的视角来进行具体的研究工作，并对进化心理学作出重大的贡献。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人性的普遍性，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化对心理机制的不同作用，因而是必不可少的。我期盼着中国的心理学家与我和我的同事取得联系，共同商讨在研究上的合作。我们由衷地期待中国科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能够出现在本书的下一版当中。


  现在，从事进化心理学研究是一件非常激动人心的事情，因为新的研究成果正在不断地涌现。我殷切地希望中国的学生能感受到这股兴奋，理解进化心理学的重要性；而其中的一部分人，能够立志成为未来的进化心理学家。


  
Preface to the Chinese Edition


  David M. Buss


  It is an honor and a privilege to write a new preface for the Chinese edition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the New Science of the Mind. China has played special place in my own theorizing and research, starting with the first large-scale empirical study I conducted (Buss, 1989). This was the study of mate preferences—the qualities that men and women most desire in a marriage partner. That study contained 37 cultur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a total of 10,047 participants. I was fortunate to obtain samples from four locations within mainland China and one sample from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The findings from the Chinese samples proved fascinating.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findings centered on the value Chinese participants placed on chastity (virginity) in a marriage partner. The value placed on chastity turned out to be the most highly variable value across cultures. The low end was anchored by Swedish participants, who placed virtually no value on chastity, rating it as "irrelevant" in selecting a marriage partner. The high end was anchored by Chinese participants, who rated chastity as "indispensable" in a marriage partner. Thus, the findings from China proved pivotal in alerting me to the critical importance of cross-cultural variability in the realm of human mating. Since then, my colleagues and I have devoted much effort to understand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mating (Gangestad and Buss, 1993; Gangestad, Haselton, & Buss, in press), which are as important as understanding the human universals in mating.


  It is my sincere hope that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hinese edition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will have an influence on thinking and teaching about psychology in China. The framework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truly provides the overarching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all of the different branches of psychology. It provides a critical lens through which to view psychology, an approach to exploring the mechanisms of the human mind. It is also my hope that this book will influence psychological researchers in China. Chinese psychologists can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conducting empirical studies from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and thus mak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new science of the mind. These studies will be crucial for understanding both the universalities of human nature, as well as the ways in which cultures differ in their underlying psychology. Indeed, I hope that Chinese scientists will be motivated to contact me and my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colleagues for potential research collaborations. It would be most rewarding to be able to include, in the next edition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coverage of new empirical work from Chinese scientists.


  It is a tremendously exciting time to be working in the field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today because new discoveries are being made at a rapid rate. I hope that Chinese students will sense this excitement,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for some, become motivated to become evolutionary psychologists themselves.


  
序 言


  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在当今时代，能够成为一名进化心理学家是一件特别令人兴奋的事情。大多数科学家都只是在那些确立已久的范式下进行研究工作。相反，进化心理学是一门革命性的新科学，它是心理学和进化生物学的现代理论的真正综合。通过对这个领域的仔细考察，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以一种适宜的方式来完成一次科学革命，并为新千年的心理学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自从《进化心理学——心理的新科学》的第一版在1999年出版以来，进化心理学领域又涌现出了许多新的研究。有关进化心理学的新杂志陆续创刊发行，而主流的心理学杂志中有关进化心理学的文章数量也在稳步上升。世界各地的大学都纷纷开设了进化心理学这门新的课程。尽管科学知识中的诸多隔阂依然存在，但是每一次新的发现总会提出很多新的问题和领域值得我们去探索。进化心理学是一个充满活力、令人兴奋的领域，它充满了经验性的发现和理论上的创新。事实上，正如哈佛大学Steven Pinker教授所言：“在对人的研究中，如果想要对人类经验的某些主要领域——比如美、母性、亲属关系、道德、合作、性行为、攻击性——进行解释，那么只有进化心理学才能提供比较连贯的理论。”（Pinker, 2002, p. 135）


  查里斯·达尔文可以被看作是第一位进化心理学家。他在《物种起源》（1859）这本经典著作的结尾这样预言：“在遥远的将来，我会看到许多更加重要的研究领域就此展开。心理学将会拥有全新的基础。”140多年后的今天，在历经诸多歧途与停滞之后，作为一门科学的进化心理学终于出现了。这本书的目的，正是为了介绍这门新科学的基本原理，以及进化心理学家们已经获得的令人着迷的研究发现。


  当我在1981年第一次主持进化心理学的研究时，我还只是哈佛大学的一名年轻助教。当时已经存在很多关于人类经验的进化假设，但是却鲜有实际的研究结果来支持这些推断。这个问题的部分症结在于，对进化问题感兴趣的科学家们都未能在宏大的进化理论和对人类行为进行实际的科学研究之间建立起一座合适的桥梁。现在，这两者之间的隔阂已经慢慢消融了。这不仅因为在理论概念上产生了重要的突破，而且也因为出现了大量来之不易的研究成果。当然，许多令人激动的问题仍然需要进行详细的实际验证。不过，现有的研究成果是如此丰富，以至于我必须面临一个实际的问题——既要公平地考虑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观点和实证依据，又要将这本书的篇幅限定在一个合适的范围之内。尽管本书确实是为本科生所写，但它对其他人群也是适用的，比如非专业人员、研究生，以及想获得最新的进化心理学观点的其他专业人员。


  我在写这本书的第一版时还有另一个目的——坦白说，是一个革命性的目的。世界各地的许多大学教授都在思考进化与人类行为的问题，并且撰写相关的文章。我之所以想写这本书，正是为了激发各个大学能够正式地开设进化心理学课程，并将它列为心理学的必修课。目前，进化心理学已经吸引了许多非常优秀而聪慧的青年学子和研究人员。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加快这种趋势，并且为实现Darwin的预言尽绵薄之力。


  在对第一版进行修订的时候，我心里有两个目标。第一，我希望能够提供比较重要的最新研究结果。正是如此，我们增添了200多条新的参考文献。第二，我试图对第一版中的重要疏漏进行补充。比如，在本版中认知心理学的主题范围变得更加广泛了。还增加了两节新的内容：人类进化历史的里程碑和各种相互竞争的关于人类起源的理论（走出非洲理论和多地域连续性理论）。不过本书的基本结构还是保持原样，全书的组织形式还是按照各种适应性问题来排列的，比如生存、择偶、抚养、亲属关系和群体生活等等。


  很多老师和学生在用过《进化心理学》第一版之后，都给我发来了书信和电子邮件。这让我深受鼓舞，同时我也希望将来的读者也能够分享到他们的热情。探究人类的心智是一件崇高的事业。随着进化心理学的逐步成熟，我们将会为许多神秘的问题找到合理的答案。千百万年以来，这些问题一直深深地吸引着我们：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和其他的生命形式有何关联？使得我们成其为人的心理机制到底又是什么呢？


  
致 谢


  能够完成这本书，我必须感谢那些对本书内容作过直接评论的同事。此外，我还要感谢那些对我自己在进化心理学领域进行长达20多年的探索历程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我对进化的兴趣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地质学本科课程。当时，我第一次知道有些理论是专门来解释事物的起源的。我在进化心理学上的第一次探索，是1975年的一篇学期论文。在那篇论文中，我通过对灵长类的比较研究（现在看起来很可笑），从而推测男人已经进化了一种追求地位的动机，这主要是因为更高的地位能够带来更多的性接触机会。


  当我在加州大学Berkeley分校的研究所工作时，我对进化和人类行为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不过，后来我发现研究进化最优越的环境是在哈佛大学。哈佛大学在1981年为我提供了一个心理学助教的职位。在那里，我开始采用进化理论讲授一门关于人类动机的课程，尽管教案上很少提到进化。我的课程主要基于Charles Darwin、W. D. Hamilton、Robert Trivers和Don Symons的著作。我和Don Symons取得了联系，许多人认为他在1979年所写的书是第一部关于人类进化心理学的现代著作。我要特别感谢Don。事实上，在我有关进化心理学这一主题的所有论著中，都充满了Don友善而又深刻的评论。正是受到了Don的影响，我在1982年开始了我的第一个进化心理学研究项目——人类择偶。后来，这个项目犹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壮大，最终的研究对象遍及全世界37种不同的文化背景，被调查的人数多达10047人。


  至此，有关我对进化心理学非常感兴趣的消息不胫而走。这时，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敲开了我办公室的大门，然后向我进行了自我介绍。她就是Leda Cosmides。Leda当时还是哈佛大学的研究生，那是我们第一次对进化和人类行为进行讨论（事实上有很多是争论）。后来，Leda向我介绍了她的丈夫兼合作者——同样优秀的John Tooby。他们试图更正我的观点中的一些明显错误——其实，直到今天他们仍然保留着这个习惯。通过Leda和John，我结识了Irv DeVore、Martin Daly和Margo Wilson。Irv Devore是哈佛大学著名的人类学家，他在位于Cambridge的家里主持一项“猿类研讨会”。而Martin Daly和Margo Wilson则是在他们来哈佛大学休假时才有幸认识的。当时（20世纪80年代早期到中期），Leda和John还没有出版过任何有关进化心理学的论著，也没有谁被人称作是进化心理学家。


  对我的研究生涯影响甚大的另一件事情，是我有幸成为了位于Palo Alto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一员。在研究中心主任Gardner Lindzey的鼓励下，我提交了一份题为“进化心理学基础”的特别项目。在该项目获准之后，我和Leda Cosmides、John Tooby、Martin Daly以及Margo Wilson花了两年的时间（1989和1990）来探讨进化心理学的基本问题，其间甚至经历了海湾地区的地震。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欠了很多人情：Leda Cosmides、John Tooby、Don Symons、Martin Daly和Margo Wilson。他们是进化心理学这个新兴领域的开路先锋和奠基者。


  哈佛大学和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都为成长中的进化心理学家们提供了慷慨的资助，不过我还必须感谢另外两个研究机构及其成员。首先，密西根大学在1986—1994年为“进化与人类行为”研究小组提供了资助。我要特别感谢Al Cain、Richard Nisbett、Richard Alexander、Robert Axelrod、Barb Smuts、Randolph Nesse、Richard Wrangham、Bobbi Low、Kim Hill、Warren Holmes、Laura Betzig、Paul Turke、Eugene Burnstein以及John Mitani在密西根大学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其次，我要感谢位于奥斯汀的得克萨斯大学心理学系。该校心理学系很有远见地在“个体差异与进化心理学”这一主题下开展了全世界最早的进化心理学研究程序之一。在此我要特别感谢Joe Horn、Dev Singh、Del Thiessen、Lee Willerman、Peter MacNeilage、David Cohen以及心理学系主任Randy Diehl和Mike Domjan，感谢他们在得克萨斯大学发挥的重要作用。


  我要向那些对本书观点作过贡献的朋友和同事表示深深的谢意。他们是Dick Alexander、Bob Axelrod、Jerry Barkow、Jay Belsky、Laura Betzig、George Bittner、Don Brown、Eugene Burnstein、Arnold Buss、Bram Buunk、Liz Cashden、Nap Chagnon、Jim Chisholm、Helena Cronin、Michael Cunningham、Richard Dawkins、Irv DeVore、Frans de Waal、Mike Domjan、Paul Ekman、Steve Emlen、Mark Flinn、Robin Fox、Robert Frank、Steve Gangestad、Karl Grammer、W. D. Hamilton、Kim Hill、Warren Holmes、Sarah Hrdy、Bill Jankowiak、Doug Jones、Doug Kenrick、Lee Kirkpatrick、Judy Langlois、Bobbi Low、Kevin MacDonald、Neil Malamuth、Janet Mann、Linda Mealey、Geoffrey Miller、Randolph Nesse、Dick Nisbett、Steve Pinker、David Rowe、Paul Rozin、Joanna Scheib、Paul Sherman、Irwin Silverman、Jeff Simpson、Dev Singh、Barb Smuts、Michael Studd、Frank Sulloway、Del Thiessen、Nancy Thornhill、Randy Thornhill、Lionel Tiger、Bill Tooke、John Townsend、Robert Trivers、Jerry Wakefield、Lee Willerman、George Williams、D. S. Wilson、E. O. Wilson以及Richard Wrangham。


  我要感谢那些对本书第一版给与反馈信息的评论者，他们是鲍林格林州立大学的Clifford R. Mynatt、史考司代尔学院的Richard C. Keefe、密西根－弗林特大学的Paul M. Bronstein、麦柯马斯特大学的Margo Wilson以及亚利桑那大学的W. Jake Jacobs和A. J. Figueredo。同时，我还要感谢第二版的评论者，他们是宾州杜博瓦的John A. Johnson、加州大学长滩分校的Kevin MacDonald和佛罗里达亚特兰大大学的Todd K. Shackelford。


  本书第二版的诞生得益于我和许多朋友和同事的讨论以及他们所给予的非凡建议和杰出评论。他们是Petr Bakalar、Clark Barrett，Leda Cosmides、Martin Daly、Richard Dawkins、Todd DeKay、Josh Duntley、Mark Flinn、Barry Friedman、Steve Gangestad、Joonghwan Jeon、Doug Kenrick、Martie Haselton、Bill von Hippie、Rob Kurzban、Peter Mac Neilage、Geoffrey Miller、Steve Pinker、David Rakison、Kern Reeve、Paul Sherman、Valerie Stone、John Tooby、Larry Sugiyama、Candace Taylor、Glenn Weisfeld和Margo Wilson。我必须单独感谢Josh Duntley，他毫无保留地和我分享了他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我还要感谢Allyn & Bacon出版社Carolyn Merrill的建议、坚持和深谋远虑。


  感谢我过去的和现在的学生，他们正在进化心理学这个领域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是April Bleske、Mike Botwin、Sean Conlan、Todd DeKay、Josh Duntley、Bruce Ellis、Barry Friedman、Heidi Greiling、Arlette Greer、Martie Haselton、Sarah Hill、Russell Jackson、Joonghwan Jeon、Liisa Kyl–Heku、Anne McGuire、David Schmitt和Todd Shackelford。同样地，我还要特别感谢Kevin Daly、Todd DeKay、Josh Duntley、A. J. Figueredo、Barry Friedman、Martie Haselton、Rebecca Sage、Todd Shackelford和W. Jake Jacobs，他们慷慨地为全书提供了详细的评论。


  还要感谢Cindy。


  
第一部分 进化心理学基础理论


  这两章介绍进化心理学的基础理论知识。第一章主要追溯导致进化心理学产生的科学运动。在这章的开篇，我们描述了进化论发展历史中的里程碑事件：从达尔文以前的进化论，一直到当今生物学界所广泛接受的现代进化论。接下来，我们考察进化论所受到的三种普遍误解。最后，我们回顾心理学领域的重大事件，从达尔文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一直到现代认知心理学的主要观点。


  第二章介绍进化心理学的概念基础，以及各种用来检验进化心理学假设的科学工具。第一节讨论人性起源的理论。接着，我们为“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这一核心概念给出了定义，并且大概描述了这些机制的特征。在第二章的中间部分，我们介绍用于检验进化心理学假设的主要方法，以及这些检验所基于的证据来源。由于本书的其他章节都是围绕着人类的适应性问题而展开的，所以在第二章的结尾，我们主要讨论进化心理学家用来确认适应性问题——比如从生存问题到群体生活等——的各种工具。


  
第一章 导致进化心理学产生的科学运动


  在遥远的将来，我会看到许多更加重要的研究领域就此打开。心理学将会拥有全新的基础，这个基础对于我们逐步获得每种心理能力都是必需的。


  ——Charles Darwin, 1859


  当考古学家抹去覆盖在出土的骨骼上的灰尘和碎屑时，她看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在这副骨架上，头骨的左边有一个很大的凹痕，很明显是因遭受致命敲打而导致的；而且，同样地在左边的胸腔上还插着一根矛头。科学家将这个骨架带回实验室继续研究，最后发现这个骨架是一个尼安德特人的。他大概死于5万年前，是现在已知的最早的凶杀受害者。从头骨和胸腔的伤口看来，凶杀者当时应该是右手握着致命的武器。


  有关受损头骨的化石记录揭示出了两种惊人的普遍模式（Trinkaus & Zimmerman, 1982; Walker, 1995）。首先，男性骨骼上的骨折和凹痕远远多于女性。其次，伤口主要分布于头骨和胸腔的左前方，这说明攻击者是右利手。单从头骨的化石记录中，还不足以让我们确信男性之间的争斗是人类祖先社会生活的一种主要特征。此外，它也不能确切地告诉我们男性之所以更加好斗，完全是因为进化的缘故。但是，残存的骨骼仍然提供了大量的线索，它引发了一系列令人着迷的问题，那就是：我们从哪里来？将我们塑造成现在这样的力量是什么？我们心理的本质又是什么呢？


  人类的大脑大约有1350立方厘米，它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有机结构。从进化的视角来理解人类的大脑—心理机制，正是进化心理学这门新兴学科的主要目标。进化心理学集中探讨这四个关键的问题：（1）心理为什么被设计成现在这个样子？也就是说，哪些过程将人类的心理塑造成当前的形式？（2）人类心理是如何被设计的？也即是，人类心理的机制或组成部分是什么？它们是如何组织起来的？（3）心理的组成部分和组织结构拥有什么功能？即心理是被设计来干什么的？（4）来自当前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的输入信息，是如何同人类心理的设计特征相互作用，从而产生可观察到的行为的？


  思考人类心理的奥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就曾经写过关于这个主题的论著。近代，关于人类心理的理论已经引起了心理学家的广泛关注，比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斯金纳的强化理论和最近的联结主义理论等。


  然而，只是在最近一二十年当中，我们才拥有了某些概念工具，让我们能在一种统一的理论框架下面对现有的心理学理论进行综合。这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就是进化心理学，这门学科将来自各个领域的针对心理的研究结果会聚在了一起，比如脑成像研究；学习与记忆；注意、情绪和激情；吸引力、嫉妒和性行为；自尊心、地位和自我奉献；抚养子女、说服和知觉；亲属、战争和攻击行为；合作、利他和帮助行为；伦理、道德和医学；承诺、文化和意识。这本书介绍进化心理学的基本知识，并且为这门关于心理的新科学提供了一个全貌。


  在本章开头，我们将追溯进化生物学历史上的主要里程碑事件，它们对于进化心理学的出现至关重要。随后，我们将会转向心理学的历史，看看导致这种局面——需要将进化论和现代心理学进行整合——的前进过程是如何实现的。


  进化思想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我们对进化思想史的考察，将从达尔文之前的进化思想开始，然后是从那时起一直到20世纪末这段时间，进化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的重大事件。


  达尔文之前的进化


  进化是指有机体的（生命）结构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的过程。早在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他的经典著作《物种起源》之前，科学家就已经假定生命形态会发生变化（见Glass, Temekin, & Straus, 1959; Harris, 1992，对历史的论述）。


  Jean Pierre Antoine de Monet de Lamarck（1744—1829）是最早使用“生物学”（biologie）一词的科学家之一，他认识到对生命的研究应该属于一门独立的学科。Lamarck认为有两种主要原因导致了物种的变化：第一，每个物种都有向更高形态发展的自然趋势；第二，可获得性状的遗传。Lamarck曾说，动物必须为了生存而斗争，而斗争又会促使动物的神经分泌出一种液体来增大斗争过程中所要用到的器官。比如说，长颈鹿进化了长长的脖子，是因为它们想要吃到更高的叶子（近期证据表明长脖子在求偶竞争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Lamarck相信，脖子发生的变化会遗传给后代，也就是所谓的“可获得性状的遗传”。关于生命形态发生变化的另一种理论是由Baron Georges Léopold Chrétien Frédérick Dagobert Cuvier（1769—1832）提出的。Cuvier的理论叫作灾变说（catastrophism），该理论认为，由于突发性的大灾难（比如陨石），物种会周期性地灭绝，然后被不同的物种所取代。


  达尔文之前的生物学家也注意到了物种的纷繁复杂性，而且某些物种之间拥有惊人相似的身体结构。比如，人、黑猩猩和猩猩的每只手和脚上都有5个指头。鸟类的翅膀和海豹的鳍非常相似，也许其中一种是从另一种变化而来的（Daly & Wilson, 1983）。将物种进行比较后，我们就会发现，生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个问题曾经引起了某些科学家和神学家的激烈讨论。此外，化石记录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来表明，生命形态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


  另一个证据来源出自于对不同物种的胚胎发育的比较研究（Mayr, 1982）。生物学家注意到，尽管物种之间迥然相异，但它们的胚胎发育过程却惊人地相似。比如，在哺乳动物、鸟类和青蛙的胚胎中，在靠近支气管裂口的地方都有一根不同寻常的环形动脉。这项证据也许意味着，这些物种很有可能来自于很久以前的同一个祖先。在1859年之前出现的所有证据，似乎都已经表明生命并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那些信奉有机生物结构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的生物学家自称为进化论者。


  另外，达尔文之前的许多进化论者还观察到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不同物种所拥有的各种特征似乎都有一种目的。比如，豪猪的刺让它免受捕食者的伤害；海龟的壳为它壳下的软组织提供保护；而许多鸟类的鸟喙都被塑造来凿开坚果。这些显而易见的功能特性在自然界是十分常见的，所以也必须给予解释。


  尽管达尔文之前的进化论者贡献良多，但他们未能发展出一种理论来解释生命的变化是如何随着时间发生的，以及那些具有特殊功能的结构（比如长颈鹿的脖子和豪猪的刺）是如何产生的。我们需要一种因果机制或过程来解释这些普遍的生物现象。达尔文提出的理论正是这样一种因果机制。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


  达尔文的任务远比我们乍看起来的要困难得多。他不仅想解释生命形态为什么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而且还要说明生命变化的特殊方式。他想弄清楚新物种是如何出现的（所以他的书名才叫《物种起源》），旧物种又是如何消亡的。达尔文希望能解释动物的某些身体部位——比如长颈鹿的脖子、鸟的翅膀和大象的鼻子——为何以现在这种特殊的形式而存在，这样的形式又有何目的，而它们又为什么会有助于有机体完成特定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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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尔文通过自然选择理论在生物学界开创了一场科学革命。他的著作《物种起源》（1859）不仅理论丰富，而且资料翔实，他为这本书的资料收集花了整整25年的时间。


  这些谜团的答案可以追溯到达尔文在剑桥大学毕业后的一次航海旅行。在1831年，达尔文以博物学家的身份登上Beagle号，开始了为期整整五年的环球历程。在这次旅行当中，达尔文在太平洋的加拉帕哥斯群岛上搜集到了大量鸟类和其他动物的标本。回来之后，他开始研究这些加拉帕哥斯鸟类，最后他推测这些鸟类都是同一个物种，只不过因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才被归入到了不同的物种当中。而实际上，每一个加拉帕哥斯岛上的鸟类都属于不同的种。然而，达尔文认为这些不同的鸟类拥有共同的祖先，只是由于每个岛上的生态条件的差别才开始分道扬镳。这种地理差异对于达尔文得出这样的结论——物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发生变化——至关重要。


  那物种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这是另一个挑战。达尔文考察了关于生命变化起源的其他几种理论，但最终放弃了这些理论，因为它们都未能考虑一个关键的因素：适应器的存在。达尔文当然想解释生命的变化，但也许更重要的是，他想解释有机体为什么会被设计来适应它们所处的环境。


  很明显，其他的理论都未能解释为什么每一种有机体都能很好地适应它们的生活习性。比如说，啄木鸟和树蛙会爬树，种子能借助动物的爪子和羽毛而传播。这样的适应器总是让我叹为观止，所以在能够对这些适应器加以解释之前，我觉得任何试图通过间接的证据来证明物种发生变化的努力都是没有意义的。（Darwin，出自他的自传；引自Ridley, 1996, p. 9）


  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1798年出版）让达尔文找到了揭示适应器谜团的要害。达尔文从这本书中得知，有机生物体的存在的数量要远远多于能够生存和繁殖的有机体的数量。那么就必然会出现“生存竞争”，这样，有利的变异倾向于留存下来，而不利的变异则会慢慢绝迹。当这个过程一代接着一代重复上演时，最后的结果就是新物种的出现。


  更加正式地来说，达尔文为这些生命谜团找到的答案就是自然选择理论，以及它的三个必要组成部分：变异、遗传和选择。(1)首先，各种生物体在许多方面都千差万别，比如翅膀的长度、鼻子的力量、骨骼的大小、细胞的结构、战斗能力、防御能力和社交策略等。变异是进化过程得以运作的必要成分，它为进化提供了“原材料”。


  第二，只有一部分变异是可以遗传的——也就是能稳定地从亲代遗传到子代身上，然后代代相传。而其他的变异，比如说因环境偶然性所导致的翅膀变形，则不会遗传给后代。所以，只有那些得以遗传的变异才能在进化过程中发挥作用。


  达尔文理论的第三个关键概念就是选择。拥有某些遗传特征的生物体将会留下更多的后代，因为这些特征对生存和繁殖非常有帮助。比如，如果一个环境中的主要食物来源是树上的坚果，而有些鸟儿的嘴巴拥有比较特殊的形状，更容易啄开坚果从而获得食物，那么这些鸟儿将比其他鸟儿更容易存活下来，并把这种特征遗传给后代。


  然而，虽然生物体能生存多年，但却不一定能将遗传特征传给后代。为了做到这一点，它还必须繁殖才行。所以说，差异繁殖成功率（differential reproductive success）才是自然选择导致物种进化的“关键”。其中，由于个体拥有不同的遗传特征，使得他们生存和繁殖的机会都不相同，所以也就出现了差异繁殖成功率。差异繁殖成功率是某一个体相对于其他个体而言的。因此，如果某个生物体繁殖的后代比其他生物体要多，那么他所拥有的特征也更有可能出现在将来的后代身上。由于生存是繁殖的必要条件，所以它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达尔文的性选择理论


  达尔文有一个非常好的科学习惯，那就是乐于关注与他的理论不一致的事实依据。他观察到几个例子，而这些例子似乎刚好和他的自然选择（也叫作“生存选择”）理论相矛盾。首先，他注意到某些奇妙的身体结构似乎和生存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孔雀的华丽羽毛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显而易见，孔雀的羽毛将会消耗大量的能量。此外，华丽的羽毛就像一面招摇的旗帜，很容易引来捕食者的攻击。面对这些不同寻常的事实，达尔文迷惑了，他曾经这样说：“每次当我看到孔雀尾巴上的羽毛时，它都让我非常不解！”（引自Cronin, 1991, p. 113）达尔文还注意到，有些物种的雌雄两性的体型和结构都相差很大。达尔文不禁寻思，两性为何有那么大的差别？难道它们不是面对着诸如觅食、御敌和抵抗疾病等相同的生存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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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尔文最初看到孔雀时非常困惑，因为孔雀华丽的羽毛似乎没有任何生存价值，不能用他的自然选择理论来加以解释。最终，达尔文提出了性选择理论来解释孔雀的羽毛，所以当再次看到孔雀的羽毛时，他不再感到困惑了。


  为了解决自然选择理论所面临的窘境，达尔文提出了第二个进化理论：性选择（sexual selection）理论。自然选择理论主要集中于因生存问题而进化的适应器，而性选择理论则不是如此，它主要关注因求偶行为而产生的适应器。达尔文假设性选择有两种主要的运作方式。第一种方式叫作同性竞争（intrasexual competition），是指同一性别成员之间的竞争，主要竞争目标在于与异性的交配机会。两只雄鹿用鹿角来打架，就是同性竞争的典型例子。胜利的雄鹿要么直接获得和雌鹿交配的机会，要么获得雌鹿所喜欢的领地或资源。失败的雄鹿则失去了交配的机会。导致生物体在同性竞争中获胜的每一种特征——比如体型更大、更强壮或运动能力更好等——都将通过胜利者的繁殖活动而传给下一代。那些导致失败的特征则不可能得到传递。所以说，进化——也就是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其实是因为同性竞争而导致的。


  性选择运作的第二种方式是异性选择（intersexual selection），或者叫做择偶偏好选择。如果某一性别的成员一致认为异性的某些特征正是他们想要的，那么拥有这些特征的异性更有可能获得配偶。而那些不具有这些特征的异性，则得不到配偶。如此说来，进化的改变之所以会发生，只不过因为被异性所看重的那些特征遗传给后代的频率更高而已。比如说，如果雌性更喜欢那种提供交配礼物的雄性，那么那些促使雄性在寻找交配礼物中取得成功的特征在雄性后代身上出现的频率将会随着时间而增加。达尔文把异性选择过程又称之为“雌性选择”（female selection），因为他观察到在动物界的许多物种中，都是雌性在对她们的潜在配偶进行挑选。不过，我们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将会看到，其实两性都有自己的择偶偏好，都在为争夺合意的异性配偶而相互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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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鹿之间用鹿角相互攻击，这就是性选择的一种形式——同性竞争。由于胜利者能够获得更多的交配机会，所以那些有利于同性竞争的特性将通过繁殖传播到更多的后代身上。


  达尔文的性选择理论成功地解释了曾让他寝食难安的反常现象。比如，雄孔雀的尾巴之所以得以进化，完全是因为异性选择的缘故——雌孔雀更喜欢选择羽毛艳丽的雄孔雀作为配偶。另外，雄性一般比雌性的体型更大，因为雄性往往为了争夺配偶而相互格斗，而这正是同性竞争的过程。


  尽管达尔文相信自然选择和性选择是两个分离的过程，但我们现在知道，其实这两个过程都来自于一个相同的基础过程——因遗传差异而导致的差异繁殖成功率。不过，有些生物学家认为对这两种选择进行区分还是非常有用的，因为这种区分清晰地表达出两种不同适应器的重要性。一种是因对生存有利而进化而来的（比如对糖和脂肪的味觉偏好有助于食用某些特定的食物；对蛇的害怕反应让我们免受毒蛇的咬伤），另一种则是因对繁殖有利而得以进化（比如拥有更强的战斗能力）。在第四、五、六章，我们将会看到，性选择理论为我们解释人类择偶策略的进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自然选择和性选择在进化论中的地位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和性选择理论说起来很简单，但直到今天它们仍然受到很多误解。在这一节，我们将澄清选择理论的一些重要观点，以及它对于我们理解进化过程的作用。


  首先，自然选择和性选择并不是进化的唯一原因。比如，有些变化是由一种叫作“遗传漂变”（genetic drift）的过程所导致的，遗传漂变是指群体中的基因结构发生的随机变化。引发随机变化的原因有这样几种：突变（DNA发生的一种随机的遗传变化）、建立者效应（founder effect）和基因瓶颈（genetic bottlenecks）。建立者效应会产生随机变化。当群体中一小部分个体建立起一个新的聚居地时，新的聚居地的建立者不能完全代表原始群体的基因特征，这时建立者效应就会产生。比如说，200名开拓者移居到一个新的小岛上，碰巧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红头发，那么当小岛上的人口增长到2000人时，他们当中红头发的比例肯定比开拓者原来所属的原始群体中的红头发比例要高。所以，建立者效应能够产生进化上的变化，在上面这个例子当中，也就是红头发的基因将会增加。基因瓶颈也会导致相似的随机变化。当群体数量急速缩减时（也许因为随机灾难，比如地震），基因瓶颈就出现了，因为灾难中的幸存者只携带了原始群体中基因样本的一部分而已。总之，尽管自然选择是生命变化的主要原因，并且也是适应器产生的唯一原因，但它并不是变化的唯一原因。基因漂变通过突变、建立者效应和基因瓶颈等方式，也能促使群体的基因组成发生变化。


  其次，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并没有任何预见性，它并不是“有意向的”。长颈鹿并不是因为发现更高的树枝上有更加多汁的树叶，然后才“进化”了长长的脖子。而实际情况是，由于遗传的原因，有的长颈鹿脖子更长，所以它们在获取高处的树叶时拥有更大的优势。正是如此，脖子稍长的长颈鹿的存活几率更大，从而更有可能将它们稍长的脖子遗传给下一代（近期研究表明长颈鹿的脖子可能还有其他功能，比如和同性搏斗）。自然选择仅仅只是在那些碰巧存在的遗传变量上发挥作用。进化并不是一个有意向的过程，不可能放眼未来，预测到以后的需要。


  再次，选择的另一个关键特征在于它是逐步发生（gradual）的，至少在我们人类的一生当中是微乎其微的。长颈鹿的短脖子祖先并不是一夜之间就进化了长脖子，也不是少数几代就能完成的。这个过程往往需要经过几十代、几百代或几千代才能实现，而在某些情况下，想要塑造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有机结构，甚至要历经百万代的选择过程才行。当然，有些变化发生得非常缓慢，而有些变化则十分迅速。有时候可能长时间都没有任何变化，但接下来却出现一个非常突然的改变，这种现象称作“间断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Gould & Eldredge, 1977）。然而，即便是这种“迅速”的变化也是由于每一代的不断积累所致，所以通常也需要经过几百代或几千代才会出现。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为许多奇妙的生命现象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解释，而且自然选择对于新物种的出现十分重要（尽管达尔文未能认识到地理隔离对于新物种形成的重要性；现在，地理隔离被认为是自然选择的前兆，参见Cronin, 1991）。自然选择理论阐明了有机体结构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过程，而且还告诉我们，这些有机体结构的组成部分都拥有明显的目的性特征——也就是说，它们都是被“设计”来解决特定的生存和繁殖问题的。


  也许最令人惊讶（对某些人可能是骇人听闻）的是，在1859年，自然选择理论一下子将所有的物种联结成了一棵宏大的进化之树。这在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认为每一个物种都和其他物种相关联，并且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比如，人类和黑猩猩的98％的基因是相同的，他们是从600万年前的同一个祖先发展而来的（Wrangham & Peterson, 1996）。更加令人震惊的是近期的发现——人类的许多基因被证明和一种叫做线虫（Caenorhabditis elegans）的透明蠕虫的基因十分接近，它们的化学结构惊人地相似。这似乎意味着，人类和这种蠕虫都是从很遥远的同一个祖先进化而来的（Wade, 1997）。简而言之，达尔文的理论让我们能够确定人类在进化之树上的位子，这个位子表明了我们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生物的关联。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引发了轩然大波。Lady Ashley是与达尔文同时代的人，当他听说人类是从猴子进化而来的时候，他这样说：“我们希望这不是真的；不过，如果真是如此，那我们希望不会有太多的人知道它。”在牛津大学的一场著名辩论中，Wilberforce主教刻薄地质问他的辩论对手Thomas Huxley，他的“猴子”祖先是来自祖母这边还是来自祖父那边。


  当时，即使是生物学家也对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表示深刻怀疑。一种反对意见是，达尔文式的进化缺乏相应的遗传理论。达尔文本人更倾向于“混合”遗传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子代是其父母的混合产物，就好像粉红色是红色和白色的混合物一样。我们现在知道这种遗传理论是错误的，在后面讨论Gregor Mendel的贡献时我们将会谈到这一点。所以，早期的批评家认为自然选择理论缺乏稳固的遗传理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另一种反对意见是，有些生物学家难以想象一种适应器在处于进化早期阶段时会给有机体带来什么好处。比如，如果翅膀还未进化完全，根本不足以让鸟儿飞翔，那这种未进化完全的翅膀对鸟儿又有什么好处呢？同样地，未进化完全的眼睛又会给爬行动物带来什么益处——如果它还不足以让动物看见东西的话？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要求，适应器在进化的每一步当中都应该对当前的个体有好处。所以，尚未进化完全的翅膀和眼睛必须拥有某种适应性的优势，即使在它们还没有变成真正的翅膀和眼睛时也是如此。现在我们知道，那些尚未进化完全的生理形态也能为有机体带来好处，比如说翅膀雏形能帮助鸟儿保暖，而且让鸟儿在捕捉猎物或避免被捕食时更为灵活，尽管它还不能让鸟儿飞翔。所以，这种对达尔文理论的反对意见是不成立的（Dawkins, 1986）。此外，值得强调的是，正是由于生物学家和其他科学家很难想象出进化的特定形式——比如翅膀雏形有什么用处——所以对这种已经进化了的形式来说，这根本就算不上一种好的反对观点。这种“出于无知的观点”，或者像Dawkins所说的“出于个人怀疑的观点”，不管它听起来多么有说服力，但它根本就不是什么好的科学观点。


  第三种反对观点来自宗教的创世论者，他们认为物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所有的物种都是上帝创造出来的，而不是通过自然选择一步步地进化而来的。此外，达尔文的理论暗示着，人类和其他物种的出现都是“盲目的”、毫无计划的，都只是通过自然选择的缓慢过程逐步积累而实现的。这与创世论者的观点刚好相反，他们认为人（和其他物种）都是上帝的伟大计划或有意设计的一部分。达尔文已经预测到会出现这样的反应，所以他延迟了著作的出版时间，部分原因还在于他担心会引起妻子的不安，因为他妻子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尽管达尔文的进化理论经过修正以后，在生物学界已经被广为接受，但是正如达尔文曾经预见的那样，当把进化论运用到人类身上时，仍然面临着巨大的阻力。然而，虽然我们不愿意像分析其他物种那样来分析我们自己，但人类本身不可能免受进化过程的洗礼。最终，我们拥有了完成达尔文革命的概念工具，形成了关于人类物种的进化心理学。


  当今的进化心理学能够利用达尔文时代的研究者所不知道的理论见解和科学发现。第一项重要的科学成果就是遗传的生理基础——基因。


  现代综合：基因和颗粒遗传


  当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的时候，他并不知道“遗传”机制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事实上，就像前面曾经提到的那样，当时主流的看法是，遗传是由父母两人的某种“混合”构成的，后代具备的特征则是父母的平均产物。比如说，如果父母一高一矮，那么根据混合理论，子女的身高应该是不高不矮。不过，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理论是错误的。


  一位名叫Gregor Mendel的奥地利神父揭示了该理论为什么是错的。Mendel认为，遗传不是混合式的，而是“颗粒式”（Particulate）的。也就是说，父母的特征并不是相互混合的，而是以独立的结构原封不动地传给下一代，这种独立的结构就是我们所说的基因（genes）。此外，父母遗传给后代的基因也是在他们自己出生时就拥有的；基因不可能通过后天经验而获得。


  Mendel通过豌豆杂交的试验证明了遗传是颗粒性的，但是遗憾的是，他的遗传理论直到30多年之后才为科学界所知晓。Mendel曾经将他的研究报告寄给达尔文，但达尔文很可能没有看他的报告，或者并没有意识到Mendel研究的重要意义。


  基因（gene）是最小的遗传单位，它既不可能分裂，也不会相互混合，而是原封不动地遗传给后代。这就是Mendel的主要观点。相反，基因型（genotypes）则是个体内部的所有基因的集合。基因型与基因不同，它不会原封不动地遗传给下一代。比如在有性生殖的物种（如我们人类）中，基因型每次传给下一代时都会发生断裂。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基因都有一半是来自父亲的基因型，而另一半则来自母亲的基因型。不过，我们分别从父母那里继承的特定基因和父母本人所拥有的那部分基因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基因是以独立的单位原封不动地传播的。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和颗粒遗传理论的结合，在1930—1940年间掀起了一场名为“现代综合”的科学运动（Dobzhansky, 1937; Huxley, 1942; Mayr, 1942; Simpson, 1944）。“现代综合”运动抛弃了许多错误的生物学观点，比如Lamarck的获得性状遗传理论和混合遗传理论。这次运动有力地证实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并为达尔文的理论找到了更加稳固的理论根基——颗粒遗传理论。


  习性学运动


  对有些人而言，用进化论来解释生理结构似乎是明白无误的。比如，我们知道海龟的壳是一种保护适应器，鸟儿的翅膀是一种用于飞翔的适应器。我们认识到我们人类和黑猩猩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大部分人也能比较容易地相信人类和黑猩猩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尽管关于头骨的古生物学记录还不完整，但是现有的证据已经足以让我们看到生理结构的进化，从而承认生命形态确实随着时间发生了变化。然而，一直以来，行为的进化很难获得科学家和门外汉的认可。毕竟，并不存在关于行为的任何化石。


  达尔文很早就预测到他的自然选择理论将会被应用到行为（包括社会行为）上，就好像它在生理结构上的应用一样。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如下：第一，所有的行为都需要潜在的生理结构。比如，两足行走（bipedal locomotion）是一种行为，它需要的生理结构包括两条腿，以及当身体直立时能用于支撑这两条腿的大量肌肉组织。第二，有些物种可以通过选择过程而被培育出某些特定行为特征。比如，狗就能通过人工选择而被培育出攻击或温顺的特质。这些证据都表明，行为也不可能逃脱进化的雕刻之手。第一个从进化的视角来研究行为的学科领域就是习性学，而习性学家所证实的最早现象之一则是印刻（impr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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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nrad Lorenz是习性学的奠基者之一，他因为发现了印刻现象而广为人知。比如，小鸭子会依恋和跟随它们出生后看到的第一个移动物体。在大多数情况下，小鸭子的印刻对象是它们的妈妈，而不是科学家的腿。


  小鸭子会对它们出生后见到的第一个运动的物体产生印刻效应，也就是在发展的关键期形成一种联结。通常情况下，这个物体是小鸭的妈妈。印刻效应产生之后，不管印刻的对象去哪里，小鸭子都会紧随其后。很显然，印刻是一种学习行为，它是小鸭子和鸭妈妈之间形成的一种联结。然而，这种学习是“预先编制好的”，它是小鸭子进化形成的生物结构的一部分。尽管很多人都看过这样的图片——小鸭子紧随妈妈之后，但如果它们看到的第一个运动物体是人腿的话，那它们将会跟随这只人腿。Konrad Lorenz最先观察到这种现象，他发现如果让鸟儿在出生后的关键期看他的腿，那么小鸟会一直跟着他好几天，而不是去跟随它们的妈妈。Lorenz（1965）建立了进化生物学的一门新的分支学科——习性学，其中鸟类的印刻行为是激发这门学科得以产生的重要现象。


  就某些方面而言，习性学运动是对当时美国心理学中极端的环境决定论的一种反抗。习性学家关注四个关键的问题，习性学的创始人之一Niko Tinbergen曾将它们总结为行为的四个“为什么”，这种说法现在已经广为人知。这四个关键的问题是：（1）行为的直接影响（immediate influences）（比如妈妈的运动）；（2）行为的发展影响（developmental influences）（比如在鸭子的生命过程中发生的事情会让它们的行为发生变化）；（3）行为的功能（function），或者说它所满足的“适应性目的”（比如让小鸭子紧跟在妈妈后面，从而有利于存活下来）；（4）行为的进化起源或种系起源（evolutionary or phylogenetic）（比如是哪些进化事件导致了鸭子的印刻机制的出现）。


  习性学家提出了一系列概念来描述那些他们认为是动物先天就具备的特性。比如，固定行为模式（fixed action patterns）是指动物表现出来的刻板行为序列，通常能被特定的刺激所激发（Tinbergen, 1951）。一旦固定行为模式受到激发，动物就会完整地执行这套行为。例如，向公鸭子呈现一只木头雕刻的母鸭子，将会激起公鸭子的一系列献媚行为。像固定行为模式这样的概念还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习性学家能够用它们将一连串的行为（stream of behavior）划分为独立的单元来加以分析。


  习性学运动促使生物学家开始关注适应器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习性学对进化心理学贡献良多。实际上，在Lorenz的早期著作中就曾经闪现过进化心理学的微光，他这样写道，“我们的认知和知觉范畴，完全先于我们的后天经验，它们是适应于环境的。这就好比在马儿出生前，马蹄就是适应于平原的；在鱼儿从卵中出生前，它们的鳍就是适应于水的”（Lorenz, 1941, p. 99；引自I. Eibl-Eibesfeldt从德文原版的翻译，1989, p. 8）。


  不过，习性学存在下面三个问题。第一，习性学的很多描述都更像是给行为模式贴上标签而已，而不是深入地去解释这些行为。第二，习性学家倾向于关注那些可观察到的行为——这一点与美国的行为主义者倒是很像——而没有去探究动物“大脑内部”导致这些行为的潜在机制。第三，尽管习性学同样关注适应器（Tinbergen的四个关键论点之一），但它却未能建立严格的标准去发掘适应器。不过，习性学还是得出了很多有用的发现和记录，比如说鸟类的印刻现象和其他动物的固定行为模式等。习性学还迫使心理学家重新考虑生物学在研究人类行为中的作用，为一场重要的科学革命奠定了基础。这场革命是因对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的重新认识而引发的，其理论成果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内含适应性理论（inclusive fitness theory）。


  内含适应性革命


  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一位名叫William D. Hamilton的年轻研究生正在伦敦的大学学院忙于他的博士论文。Hamilton提出了一种激进的进化理论，也就是他所谓的“内含适应性理论。”据说，Hamilton的导师当时未能理解这篇博士论文，或者说未能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也许因为论文的数学味太浓了），所以他的论文起初被否决了。不过，当Hamilton的文章最终于1964年发表在《理论生物学杂志》上时，他的理论马上点燃了一场革命，并且遍及整个生物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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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iam D. Hamilton在1964年发表的内含适应性理论在进化生物学界引发了一场革命。后来他还在很多不同的研究主题上作出了非常重要的理论贡献，比如恶意（spite）的进化和有性繁殖的起源等。


  Hamilton认为“经典适应性”（classical fitness）——指个体将基因遗传给后代的直接繁殖成功率——这一概念的含义太狭隘了，根本不足以描述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他提出了这样的理论：自然选择将倾向于那些能促使有机体的基因得以传播的特性，而不管有机体是否能直接繁殖出后代。亲属身上携带着我们的基因拷贝，所以我们才会对亲属给予照顾，而亲代投资（指对子女的投资）则得到了重新解释——它只不过是照顾亲属的一种特例而已。有机体可以通过帮助他的兄弟姐妹、侄子、外甥等亲属的生存和繁殖来增加他的基因的繁殖成功率，因为上述亲属身上都可能携带着该有机体的基因。Hamilton的天才之处在于，他认识到经典适应性的定义太狭隘了，应该被拓展为内含适应性。


  从技术上讲，内含适应性并不是指个体的某种特性，而是指其行为或影响（effect）的某种特性。因此，内含适应性可以被看作是个体自身的繁殖成功率（经典适应性），加上个体行为对其遗传亲属的繁殖成功率的影响。对于这第二种成分，个体对亲属的影响可以通过他们之间的遗传相关度来评定。比如说，和兄弟姐妹是0.50（因为他们有50％的遗传相关度），和祖父母和祖孙是0.25（遗传相关度为25％），和第一代堂表亲是0.125（遗传相关度为12.5％）（见图1.1）。


  内含适应性革命引发了一场新纪元，通常被称之为“基因之眼看世界”（gene's eye thinking）。如果你是一个基因，你怎样让自己得以生存和繁殖？首先，你得保证你的宿主的生存和健康。其次，你可以直接制造出许多你自身的拷贝（经典适应性）。第三，你可以帮助携带着你的拷贝的宿主成功地生存和繁殖（内含适应性）。当然，基因是没有思维的，上述过程不可能有意识地发生。但关键在于，基因是最基本的遗传单位，它在繁殖过程中会被原封不动地遗传给下一代。所以，适应器是通过内含适应性的过程而产生的。那些能增加自身的复制成功率的基因，将会取代其他的基因，从而随着时间得以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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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 不同亲属之间的遗传相关度。


  内含适应性理论预测，利他行为会更多地指向那些遗传相关度更高的个体。根据Hamilton（1964）公式推测出来。


  从基因的视角来考虑自然选择，为生物学家们提供了巨大的好处。内含适应性理论对于我们如何考虑家庭、利他、帮助他人、群体的形成、攻击行为等问题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对这些问题分别加以讨论。在20世纪60年代，对Hamilton理论的科学引用次数每年只有3—4次，但到20世纪70年代，每年的引用次数高达数千次之多。至此，Hamilton的理论在进化生物学领域得到了应有的认可。至于Hamilton本人，他最初在密歇根大学工作，后来牛津大学为他提供了一份优厚的工作。不幸的是，Hamilton在刚果的丛林中染上疾病，最终于2000年去世。他去刚果的目的，是为一个关于艾滋病毒的起源的新理论去寻找实际的证据。


  澄清适应和自然选择


  内含适应性革命在进化生物学界之所以发展得如此迅猛，还要归功于一个人，他就是George C. Williams。Williams在1966年出版了一本现在仍被奉为经典的著作《适应与自然选择》。这本开创性的著作至少让进化生物学家们对下面三个问题的观点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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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rge C. Williams是20世纪最重要的生物学家之一。他的著作《适应与自然选择》因影响巨大而广为人知。该书促使群选择理论逐步衰落，澄清了进化适应器的主要概念，引导研究者们在基因水平上进行新的思考。


  首先，Williams（1966）挑战了当时流行的群选择（group selection）观点。群选择理论认为，由于不同的群体在生存和繁殖上的成功率是不同的，所以那些对群体有利的适应器才能得以进化（Wynne-Edwards, 1962）。这与只有那些对基因的繁殖有利的适应器才能得以进化的观点完全相反。比如说，根据群选择理论，一个动物会限制它自己的繁殖率，使群体的成员数量保持较低的值，从而避免破坏整个群体所倚仗的食物来源。同样地，根据群选择理论，只有当物种拥有某些对他们群体有利的特性时，这些种群才能存活下来。而那些自私的种群则由于过度地开采整个群体所赖以生存的食物资源，最终会消亡殆尽。Williams令人信服地证明，尽管群选择观点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它在进化过程中只是一种非常微弱的力量。这种说法是有原因的。想象一下，如果一种鸟群中包括两种不同倾向的鸟儿：一种为了避免食物资源被耗尽，所以通过自杀的方式牺牲了自己；另一种则不管食物还剩多少，都自顾自地狂吃不已。那么在下一代中，哪种鸟儿的后代会更多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自杀的鸟儿将会死光，根本没有繁殖的机会，而那些拒绝为群体牺牲自己的鸟儿则会存活下来并繁衍后代。换句话说，对种群内的个体差异进行操作的选择力量，破坏了对整个群体进行操作的选择力量。在《适应与自然选择》出版五年之后，大多数的生物学家都放弃了群选择的观点。不过，近年来对群选择的潜在力量的研究兴趣开始慢慢复苏（Sober & Wilson, 1998; Wilson & Sober, 1994）。


  Williams的第二个贡献在于，他将Hamilton高度量化的内含适应性理论变成了浅显易懂的文字叙述。一旦生物学家们理解了内含适应性理论，他们就开始着手将这个理论应用到具体的领域。这里可以举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内含适应性理论部分地解决了“利他行为的问题”：如果进化青睐那些自我复制的基因，那利他行为（为他人提供繁殖收益但自身要付出繁殖代价）是如何得以进化的？内含适应性理论解决了这个问题（至少部分地），因为如果获得帮助的人是提供帮助者的遗传亲属的话，那么利他行为就能够得到进化。比如说，父母会牺牲他们自己去挽救孩子的性命，因为孩子身上携带着父母的基因拷贝。这一逻辑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个体对其他遗传亲属（比如姐妹或堂表亲等）所作的牺牲行为。当然，亲属在适应性上获得的收益，必须比他自身所付出的代价更高。如果满足了这个条件，那么亲属之间的利他行为就能够得到进化。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有证据表明，遗传相关度确实是人类利他行为的一个强有力的预测指标。


  《适应与自然选择》的第三个贡献是，Williams详细地分析了适应器这个他称之为“麻烦的概念”的含义。适应器可被定义为通过进化形成的对某些特定问题的解决方法，因为成功地解决这些问题将会对有机体的繁殖行为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好处。比如，汗腺就是一种适应器，它有助于解决调节体温的适应性问题。味觉偏好也是一种适应器，指导我们成功地摄入有营养的食物。同样，择偶偏好这种适应器则有助于我们成功地选择配偶。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确定有机体的哪些特性是适应器，而另一些却不是呢？Williams建立了几条评定适应器的标准，他认为，只有在必要情况下，我们才能求助于适应器这一概念来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比如，当看到鱼儿跃出水面，然后又落入水中的情景时，我们没必要说鱼儿有一种“回到水里”的适应器。因为这种行为可以经由物理学的重力理论得到更为简洁的解释——重力理论告诉我们，上去的物体肯定会下来。


  Williams不仅说明了使用适应器这个概念的前提条件，而且还提出了确定适应器的三条标准：可靠性（reliability）、有效性（efficiency）和经济性（economy）。对特定的物种而言，在正常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所有成员是否都拥有这种机制，并能否在相应的情境下稳定地表现出来（可靠性）？该机制能够很好地解决特定的适应性问题吗（有效性）？该机制能够不太费事地解决适应性问题吗（经济性）？换句话说，当我们采用适应器这个概念时，不仅要能够解释一种生物机制的用处，而且还要解释那些不可能的用处（Pinker, 1997）。本质上来讲，有关适应器的假设也就是一种概率陈述——即为什么一组可靠、有效而又经济的设计特征不可能是偶然性的产物（Tooby & Cosmides, 1992; Williams, 1966）。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深入探讨适应器的主要概念。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Williams通过其著作所阐述的观点使得群选择理论慢慢衰落，他浅显易懂地解释了Hamilton的内含适应性理论，并且为适应器的概念赋予了更为严格、更为科学的根基。所以，我们可以说，Williams的著作使得科学界向达尔文革命又迈进了一步。


  Trivers的开创性理论


  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哈佛大学一位名叫Robert Trivers的研究生研读了Williams在1966年的著作中关于适应器的论述。当时，在基因水平上思考问题已经在整个进化生物学领域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这给年轻的Trivers留下了深刻的印象。Williams的著作和Hamilton的文章中的一句话或者一个小段落就有可能蕴育着思想的种子，只要适当地加以培育，这些种子都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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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ert Trivers因为他提出的三种理论而广为人知。这三种理论是本书后面几章的基础——亲代投资理论（第四章）、互惠式利他理论（第九章）和亲代—子代冲突理论（第七章）。


  Trivers的三篇重要论文，都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第一篇提出了非亲属之间的互惠式利他理论：互惠式的交换关系在何种条件下能够得以进化（Trivers, 1970）？第二个是亲代投资理论。亲代投资理论认为，在某些条件下，性选择在两种性别身上都有可能出现（1972）。第三个是亲代—子代的冲突理论——即便是父母和子女之间也存在着各种冲突，因为他们仅仅只共享了50％的基因（1974）。比如说，父母在孩子希望断奶之前就会给孩子断奶，因为他们还要将资源投资到其他孩子身上。更一般地说来，子女认为的最佳策略（比如更多地享有父母的资源）并非是父母认为的最佳策略（比如将资源更平均地分给每个孩子）。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深入地讨论这些理论，因为它们已经对数千项研究产生了实际的影响，而且其中有些研究是以人类为对象的。讨论这些理论的具体章节分别为第四章（亲代投资理论）、第七章（亲代—子代的冲突理论）和第九章（互惠式利他理论）。


  社会生物学的争论


  在Hamilton关于内含适应性的重要论文发表之后的第11个年头，一位名叫Edward O. Wilson的哈佛大学生物学家在学术界和普通民众中引发了巨大的骚乱和愤慨，其影响程度甚至可以与1859年达尔文所引发的反应相媲美。1975年，Wilson出版了一本名为《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的著作，该书在长度和内容上都非比寻常。这本书将近700页，而且是双栏印刷的。它综合了来自分子生物学、整合的神经生理学、习性学、比较心理学、群体生物学和行为生态学领域的知识，而且所考察的物种从蚂蚁一直到人类。这本书还宣称，基本的理论解释其实同样可以用在所有的物种身上。


  一般来说，《社会生物学》一书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基本的进化理论。它的大部分理论工具——比如内含适应性理论、亲代投资理论、亲代—子代冲突理论以及互惠式利他理论——其实是别人早就提出来的（Hamilton, 1964; Trivers, 1972, 1974）。这本书所做的工作就是，将来自方方面面的科学发现聚集到一个框架之下，并为这个即将出现的领域赋予了一个具体的名称——社会生物学。


  《社会生物学》最后一章的讨论对象是人类自身，虽然这章的长度不过29页而已，但却是大家争论的焦点所在。Wilson在公开演讲时，有听众对他大喊大叫，甚至有人曾经往他头上泼水。Wilson的著作让他饱受攻击，攻击者既有马克思主义者、激进派、宗教人士，还有其他的科学家——有些人甚至是他在哈佛大学的同事。这些争论部分是因为Wilson关于本性的观点所引起的。Wilson断言社会生物学将会“吞噬掉心理学”，这当然不可能令大多数心理学家信服。此外，他还推测，许多大家特别珍爱的人类现象——比如文化、宗教、伦理，甚至是美学——最终都能用社会生物学这一新的综合来加以解释。这些观点和当时社会科学界的主流理论格格不入，因为社会科学往往认为我们人类是独一无二的。对于社会科学家而言，像文化、学习、社会化、理性和意识等等，都是我们人类所特有的现象。


  尽管Wilson声称社会生物学能够解释人性（human nature），但他并没有多少关于人类的实际证据来支持他的观点。大多数的科学证据都来自于非人动物，其中许多物种在种系进化树上和人类相距甚远。大多数社会科学家根本不知道蚂蚁和果蝇与人类有什么关系。尽管科学革命总是会碰到阻碍，有时候这种阻碍甚至来自于那些功成名就的科学家本身（Sulloway, 1996），但是Wilson关于人类的证据不足也确实是个问题。


  此外，很多人之所以极力反对Wilson将人类放在进化理论的框架下进行讨论，是因为他们对进化论及其在人类身上的应用存在几个普遍的误解。在开始讨论心理学中促使进化心理学产生的重大事件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这些误解进行澄清。


  对进化理论的常见误解


  尽管选择的进化理论看起来非常简单，但这些理论还是产生了大量的误解。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简洁性，才使得人们在浅尝之后——比如在读了一两篇通俗文章之后——就认为他们已经完全理解了进化理论。其实，即使是进化生物学领域的专业人员，有时也会陷入这些误区的泥潭。


  误解1：人的行为是遗传决定的


  遗传决定论（genetic determinism）认为，行为完全是由基因控制的，很少或者根本不受环境因素的影响。许多人反对用进化理论来解释人类，主要源于他们错误地将进化理论和遗传决定论等同起来了。而实际情况则刚好相反，其实进化理论的解释框架完全是交互作用式的。如果缺乏这两种必要的成分：（1）进化形成的适应器和（2）促使适应器得以发展和激活适应器的环境输入，人类的行为将不可能发生。以茧子为例，如果没有进化形成的茧子生成机制，以及环境因素对皮肤的反复摩擦，那么茧子将不可能出现。所以，当采用进化理论来解释茧子的时候，我们从来不会说“长茧子完全是由遗传决定的，和环境没有任何关系”。其实，茧子是环境输入（皮肤反复受到摩擦）和适应器（对反复摩擦很敏感、并且包含特定的指令让皮肤受到反复摩擦后长出额外的新皮肤细胞）交互作用的具体产物。实际上，适应器能够得以进化的原因，正是在于它们为有机体提供了与环境中的适应性问题作斗争的工具。


  所以，遗传决定论——行为完全由基因决定而与环境没有任何关系——显然是错误的。进化理论并不意味着遗传决定论。


  误解2：如果行为是进化来的，那我们就无法改变它


  第二个常见的误解就是，进化理论暗示着人类的行为是无法改变的。再来考虑上面关于茧子的例子。人们能够创造出某些物理环境，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免受摩擦之苦。这些没有巨大摩擦的环境就是我们人类自己所设计出来的变化，这种变化阻止了潜在的茧子生成机制的激活。理解了这些适应器以及能将它们激活的环境输入，那我们就能够改变我们的行为，从而减少茧子的产生。


  同样地，如果我们理解了我们进化形成的社会心理适应器，以及能将这些适应器激活的社会输入，那我们就拥有了强大的力量，能按照实际所需的目标对我们的社会行为加以改变。看看下面这个例子。有证据表明，男性在推断性意图上的阈限通常比女性要低。当一个女性对一个男性微笑时，男性观察者往往比女性观察者更倾向于认为该女性对那个男性有兴趣（Abbey, 1982）。男性很有可能拥有一种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这种机制能够激发男性去搜寻偶然的性交机会（Buss, 2003）。


  然而，有关这种机制的知识能够让人们的行为发生变化。比如说，如果男性知道了他们推断性意图的阈限比女性更低的话，那么在原则上，他们就能够利用这些知识，从而减少错误推断性意图的次数，并减少他们不必要的对女性作出性接近的次数。


  我们的行为并不是不能改变的。只要知道了我们进化形成的心理适应器，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社会输入，我们就能够在特定的范围内对行为加以改变。不过，这并非意味着行为的改变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我们对进化的心理机制了解得越多，那我们改变行为的能力将会越大。


  误解3：当前的机制是最佳设计


  适应器的概念，即机制总是拥有进化了的功能，这一观念在20世纪已经引发了许多重大的研究发现（Dawkins, 1982）。然而，这并非意味着现代人类所拥有的适应性机制就是“最佳设计”。工程师可能会对我们机制的构成方式感到汗颜，但有时候，机制似乎又是零零碎碎地拼装起来的。实际上，有许多因素让我们认识到现存的适应器的设计远非是最佳的。这里我们仅考虑两点（参见Dawkins, 1982，第三章）。


  最佳设计所遇到的限制之一在于进化的时间间隔（evolutionary time lags）。回想一下进化的含义，进化是指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环境的每一次改变都会带来新的选择压力。由于进化过程发展得非常缓慢，往往需要选择压力在数千代中不断地出现，所以现代人类其实是先前环境的设计产物。换句话说，我们拥有石器时代的大脑，但却生活在现代社会中。比如，对脂肪的强烈需求，在过去那些食物资源稀缺的环境中是具有适应性的，但在现代社会它却能够导致动脉阻塞和心脏病。在塑造我们心理机制的环境（即狩猎—采集者时代的大量选择性环境）和当前的环境中间存在着巨大的时间间隔，这就意味着我们拥有的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对于当前的环境而言并不是最佳设计。


  最佳设计的第二种障碍，与适应器的代价有关。请考虑一下驾驶汽车所带来的生命危险。原则上讲，如果我们强制要求每个人都驾驶装甲车，车内填充10英尺厚的保护材料，而且将行驶速度限制在时速10公里以内，那我们就能将驾驶风险降到接近于零（Symons, 1993）。但是，这种解决方案的代价是非常巨大的。同样地，我们可以假设这样一个例子——选择已经在人类身上塑造出一种对蛇的极度恐惧感，以至于人们根本不敢出门。这种情绪反应确实能降低人们被毒蛇咬伤的可能性，但它带来的巨大代价也让人望而却步。此外，这种反应还会妨碍人们去解决其他的适应性问题，比如去采集水果、植物等必需的食物资源。简而言之，现代人类拥有的怕蛇反应并不是最佳设计——毕竟，每年还是有数以千计的人被毒蛇咬伤，其中有些人最终死去了。但是总体上看来，这个机制的运作成效还是非常不错的。


  所有的适应器都包含一定的代价。相当于其他设计而言，如果一种设计带来的收益远大于它所引发的代价，那么选择将会青睐这样的机制。所以，尽管我们拥有的大量进化机制都能够非常有效地解决相应的适应性问题，但它们远非是最佳设计，因为每一种适应器都要受到代价的限制。进化的时间间隔和适应器的代价，是适应器为什么并非最佳设计的两个主要原因（Williams, 1992）。


  总之，有些人反对用进化理论来研究人类自身，主要源于对进化理论的几种常见误解。与这些误解相反的是，进化理论并不意味着遗传决定论；我们在大自然面前也并非完全无能为力；我们现在拥有的适应器也并非是最佳设计。澄清了这些常见的误解之后，我们下面将转而探讨现代人类的起源问题，以及心理学领域中促使进化心理学得以出现的重大事件。


  现代人类起源的里程碑事件


  在探索现代人类心智的艰难历程当中，最引人入胜的工作之一就是努力去揭示那些在我们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曾经发生过的重大历史事件。表1.1列出了这些里程碑事件中的一部分。从表中可以得知，最有趣的事情莫过于时间跨度是如此之大。从地球上的第一个生命出现开始，到我们人类现在所生活的21世纪，足足花去了将近37亿年的时间。


  人类属于哺乳动物（mammals），而最早的哺乳动物出现于2亿年前。哺乳动物是温血动物，它们拥有调节内在体温的进化机制。所以，不管环境的温度如何变化，它们都能将体温保持在一个恒定的水平。这种恒温特性赋予哺乳动物一种优势，使得它们身体的新陈代谢能在一个恒定的温度上进行。除了某些海洋类哺乳动物（比如鲸）之外，大多数哺乳动物都长有皮毛，这一适应器有助于它们保持体温恒定不变。哺乳动物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它们喂养幼崽的唯一方法就是依靠乳腺分泌出来的奶汁。实际上，“哺乳动物”（mammal）这个词源于拉丁文“mamma”，意指乳房。雄性和雌性都有乳房，但只有雌性的乳房拥有哺乳功能。这种适应器一直可以追溯到2亿年前，而人类的乳房只不过是它的一种现代变体而已。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发展大约发生在1亿1千400万年前，这时胎盘类哺乳动物开始出现了。与卵生的非胎盘类动物迥然相异的是，胎盘类哺乳动物的胎儿通过胎盘吸附在母亲的子宫内壁，而且依靠胎盘直接吸收来自母体的营养。在出生之前，它们一直吸附在母亲体内，而卵生动物的后代在出生之前，则必须依靠卵内有限的营养物质得以存活。这些长有皮毛的哺乳动物具有温血特性，而且刚出现时体型小巧，它们组成了一条新的物种分支，并最终进化成为现代人类。


  表1.1 人类进化历史上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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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这些日期基于不同的信息来源，包括Johanson & Edgar（1996）、Klein（2000）、Lewin（1993）、Tattersall（2000）、Wrangham et al.（1999）。参考文献列在本书末尾。


  大约8500万年前，哺乳动物中进化出了一个新的分支，那就是灵长目动物（primates）。早期的灵长目动物体型很小，大概只有松鼠那么大。它们发展出带有指甲的手和脚，而不是爪子。它们的手指（有时是脚趾）演变成相对应的模式，从而大大增强了它们手部的抓握和操作能力。灵长目动物拥有发达的面向前方的立体视觉，所以它们能在一根根树枝之间跳跃自如。相对于其他非灵长目哺乳动物而言，灵长目的头部在全身所占的长度比例很高，它们的乳腺减少到两个（而不是几对）。


  从灵长目到现代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大约发生在440万年，那就是两足行走（bipedal locomotion）的出现。两足行走是指用两条腿大步地行走的能力，而无需将四条腿全部派上用场。尽管我们还不清楚两足行走的进化动力到底是什么，但毋庸置疑的是，这种运动方式为当时非洲大草原上的灵长目动物带来了诸多益处。两足行走的灵长目动物能够精力充沛地穿越更远的距离，拥有更广阔的视野来探测捕食者和猎物的情况，同时还减少了被太阳有害光线直射的皮肤面积。不过，也许最重要的是，两足行走将灵长目的双手解放出来了。这样，从四足行走的桎梏中被解放出来的双手，不仅有利于灵长目动物将食物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而且还为后来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进化创造了极大的可能性。正是在这种两足类的灵长目动物身上，我们看到了早期人类的萌芽（见图1.2）。很多科学家都相信，两足动物的进化为人类后来的进化发展——比如制造工具、大型的狩猎活动、脑量的迅速增长——铺平了道路。


  然而，又过了大约200万年的时间，第一批粗糙的工具才开始出现。相关的化石证据表明，这些工具大概出现在250万年前。这些奥尔德沃（Oldowan）石器工具非常简陋，只不过在石头上削出一道利刃而已（见图1.2）。这些工具能将猎物的肉和骨头分开，还能从较大的骨头中取出富含营养的骨髓。尽管奥尔德沃式的石器工具非常简单粗糙，但从当今的现代视角看来，即便是训练有素的黑猩猩也无法达到制造这些工具所需的技能水平（Klein, 2000）。显然，奥尔德沃石器工具在技术上还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在随后的100多万年当中，祖先们一直沿用这些工具，基本上没有任何改进。而且，这些工具和第一群人属（Homo）动物有着莫大的干系，我们将它们称作能人（Homo habilis）或“巧手人”。能人的发展史从250万年前开始，在150万年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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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 左边：暂定的人类家族发展史（或子家族发展史，如果我们接受非洲大猿猴和现代人类能被归于一个家族的话）（修改自Strait et al., 1997, p. 55）。右边：在非洲和欧亚大陆发现的关键性解剖特征和行为特质的时间跨度，以及旧石器时代的主要文化地层学单位（major Paleolithic culture-stratigraphic units）的时间跨度。上述发展史中争议最少的地方可能是，傍人（Paranthropus，“强壮型”南方古猿）和现代人类的祖先在300万年前到250万年前之间发生的分离。每个时期关于人种数量的问题都极具争议，因此这里的发展史所列出的日期都是折衷后的结果。来源：Klein, R. G.（2000）．《考古学和人类行为的进化》。《进化人类学》，9，17—36。版权（2002）归Wiley所有。经允许采用。


  大约180万年前，能够制造工具的两足灵长目动物成功地进化为一个新的分支——直立人（Homo erectus），而且开始了从非洲朝亚洲迁徙的漫漫旅程。180万年前的化石证据已经在爪哇和中国被发现（Tattersall, 2000）。这里的“迁徙”（migration）一词可能有误导之嫌，因为它的本意是指移居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而实际的情况很可能是，“迁徙”之所以出现，完全是由于人群向那些资源丰富的领地慢慢扩张的结果。现在还不清楚这类直立人群体是否懂得如何使用火种。尽管在非洲发现的证据表明，最早的火种出现在160万年前，但是在欧洲大陆发现的火种证据却比非洲晚了100万年之久。第一批走出非洲的直立人的后代占据了亚洲的许多地区，随后达到欧洲，最终进化成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


  下一个主要的技术进步，是150万年前的阿舍利时期（Acheulean）手斧的出现。这些斧子在大小和形状上都大相径庭，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它们的具体用途。斧子的共同特点是，它上面两个相对的表面都被削得很薄，从而在工具的边缘形成了一道锋利异常的石刃。制造斧子的技巧比制造粗糙的奥尔德沃石器工具要复杂很多，这些斧子往往表现出标准的对称设计，这在以前的早期工具中是从没有过的。


  大约120万年前，人属分支的大脑容量开始急速增长，足足增加了一倍多，最后达到1350立方厘米，几乎接近现代人类的脑量。大脑容量增长最快的时期发生在50万年前到10万年前之间。关于快速增长的原因，研究者们有很多推测：比如制造工具、使用工具、复杂的交流行为、合作性大型狩猎活动和复杂的社会交往等实践活动的兴起。这些因素可能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遗憾的是，大脑本身不可能存在化石证据。我们可能无法知晓我们的大脑是如何形成的，但很有可能的是，大容量的脑子所产生的功能使得其他所有的人属分支都慢慢绝种了。


  大概在20万年前，尼安德特人统治了欧洲和西亚的许多地区。尼安德特人的下巴削瘦，前额后缩，但它们厚实的头骨里容纳的脑量高达1450立方厘米。它们必须忍受严酷的生活和寒冷的气候；它们四肢短小但身材壮实，它们的骨骼和肌肉远比现代人类要发达得多。它们的工具很先进，狩猎技能也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它们的牙齿上有严重磨损的痕迹，这说明它们经常咀嚼坚硬的食物，或者经常用牙齿软化皮革来做衣服。还有证据表明，尼安德特人甚至会掩埋死者。它们经受了寒冷的折磨，最后在整个欧洲大陆和中东地区发展起来。它们就是像你和我这样的人类。但是，在3万年前发生了一些剧烈的变化。尼安德特人经历了17万年的繁荣期之后，突然销声匿迹了。它们的离奇消失和另一个重要事件相吻合，那就是现代智人（Homo sapiens）的突然出现，也就是所谓的现代人（Homo sapiens sapiens）。但这是为什么呢？（见栏目1.1）


  栏目1.1


  走出非洲—多地域起源：现代人类的起源


  10万年前，三种不同的原始人类分散在世界各地，它们是欧洲的尼安德特人、亚洲的直立人和非洲的智人（Johanson, 2001）。但是3万年前，这种多样性急剧减少。因为从3万年前到今天这段时间中的所有人类化石，都拥有相同的解剖结构——与其他动物不同的头骨形状、脑容量很大（1350立方厘米）、有下巴，而且体格轻盈。三种原始人类突然变成了同一种形式，而促使这一剧烈变化的原因也一直是科学家们争论的主题。有两种相互竞争的理论试图对之进行解释，它们是多地域连续性理论（multiregional continuity theory, MCT）和走出非洲理论（Out of African theory, OOA）。


  根据MCT理论，自从180万年前直立人第一次从非洲向亚洲迁徙之后，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不同人群都平行地开始慢慢进化，最后都变成了现代人类（Wolpoff & Caspari, 1996; Wolpoff, Hawks, Frayer, & Huntley, 2001）。MCT理论认为，现代人类并不是出现在某一单个区域，而是在原始人类分布的不同地域都出现了，所以才叫做“多地域起源”。该理论还认为，不同的原始人群之所以会变成同一种现代人类的解剖形式，是由于不同人群之间通过杂交使得基因在它们之间流动，从而阻止了群体之间多样化的继续发展。


  OOA理论则完全相反。该理论认为，现代人类都是最近在同一个地方（非洲）进化而来的，然后才迁移到欧洲和亚洲，最终取代了其他的所有人种，甚至包括尼安德特人（Stringer & McKie, 1996）。换句话说，OOA理论认为现代人类只在非洲出现，然后通过迁移慢慢取代了生活在亚洲和欧洲的其他人种。根据OOA理论，不同的种群（比如尼安德特人和智人）已经进化成为迥然不同的种族，所以杂交根本不可能或者很少发生。总之，OOA认为现代人类的起源只发生在10万年前的非洲，这与MCT的多地域起源刚好相反。


  科学家提出三种证据来源来检验这两种理论：解剖证据、考古学证据和遗传证据。解剖学证据表明，尼安德特人和智人存在巨大的差异。尼安德特人有很大的颅部穹隆、突出的眉骨、大量的面部骨骼、被严重磨损的大门牙、突出的颧骨（mid-face），但它们没有下巴、身材矮小、体格强壮。与此相反的是，早期的智人看起来和现代人类很相似。它们有垂直的前额（而不是倾斜的），面部骨骼较少且没有突出的颧骨、下颚更低、有很明显的下巴、体格更清瘦，不如尼安德特人那么强壮。这些明显的解剖学差异表明，尼安德特人和早期的现代人类是相互隔离的，它们有可能进化成两种不同的种族，所以不可能有杂交行为。这似乎支持OOA理论。


  人类学证据（遗留下来的工具和其他人造物）表明，在10万年前，尼安德特人和智人非常相似。它们都有石器工具，但都没有用骨头、象牙和鹿角制造的工具；狩猎对象仅限于那些不太危险的动物；人口密度很低；火炉雏形出现；都还没有表现出对艺术和装饰的喜爱倾向。但是，在4万年前到5万年前之间，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研究者们通常将它称之为“创造性激增（creative explosion）”（Johanson, 2001; Klein, 2000; Tattersall, 2000）。工具变得纷繁多样，并有其专门的用途。葬礼变得更为复杂，陪葬品也开始出现。猎人们开始将目标对准危险的大型动物。人口密度迅速增长。艺术和装饰开始繁荣起来。无人知晓在文化上的这种剧烈变化是出于何种原因。也许，大脑内部出现了一种新的适应器，从而导致了艺术和技术的迅速发展。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尼安德特人并没有参与其中。这种“创造性激增”现象仅仅表现在智人身上。简而言之，考古学证据也支持了OOA理论。


  新的基因技术让我们能对很多假设加以检验，这在10多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比如说，现在我们可以“确实地”研究尼安德特人和智人骨骼的DNA，还可以比较现代人群之间的各种遗传变异模式。到现在为止，用于DNA研究的最早的尼安德特人是于4万2千年前居住在克罗地亚的尼安德特人。当然，当时它们自己肯定不知道它们的骨头会用于将来的科学研究。DNA证据表明，首先，尼安德特人的DNA和现代人类非常不同，所以这两个分支也许在40万年之前就已经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一发现意味着两个种群之间不可能发生杂交行为。第二，如果现代人类的DNA中包含有尼安德特人的DNA，那么我们可以推断后者的DNA应该和欧洲人最为接近，因为欧洲人现在就生活在当年尼安德特人生活的土地上。但是通过比较发现，尼安德特人和欧洲人的DNA相似度，并不比它们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的DNA相似度更高。第三，现代人类群体的遗传变异极其低下，这表明我们来自一小群在基因上更具同质性的祖先。第四，现代非洲人群的遗传变异比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群都要高。这似乎支持了这样的观点：现代智人最先在非洲进化成功，然后才迁移到新的大陆，因为它们在非洲有更多的时间来累积基因的多样性。显然，大量的基因证据也支持了OOA理论。


  公平地讲，现在大多数科学家都赞同单一起源的走出非洲理论。所有的现代人类似乎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那就是生活在22万年前到12万年前的非洲人。用一个OOA理论的支持者的话来说，我们都是“拥有不同肤色的非洲人（Africans under the skin）”（Stringer, 2002）。但是，关于人类起源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比如，支持MCT理论的研究者对基因证据的解释方式提出了挑战，因为用于支持OOA理论的很多证据都是异常证据（比如澳洲化石）（Hawks & Wolpoff, 2001; Wolpoff et al., 2001）。有些科学家认为，基因证据其实与这两种理论都是相容的（e.g., Relethford, 1998），而且最近的基因证据似乎对MCT理论更为有利（Marth et al., 2003）。此外，所有的理论对许多问题仍然一无所知。比如，我们还不知道尼安德特人为何会突然灭绝。难道是我们的高超技术让我们能够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吗？是不是因为我们进化了复杂的语言能力从而拥有更好的组织技能，并能够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我们是否发展出有用的衣物和复杂的居所来克服气候的千变万化？我们和尼安德特人杂交过吗？我们是否将它们从资源丰富的地方驱逐出去，以至于它们只能生活在资源贫瘠的区域？更为残酷的是，是不是因为我们发明了复杂的武器来对付尼安德特人，哪怕它们体格强壮如斯仍然无法抵抗？也许，科学的进步最终能为我们揭开这些谜团，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是我们而不是尼安德特人能够一直延续到今天。


  心理学领域中的里程碑事件


  自从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以来，进化生物学一直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而心理学则在另一条道路上缓慢前行。Sigmund Freud在达尔文成名几十年之后才开始崭露头角，他深受达尔文自然选择的进化理论的影响。William James也是如此。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心理学界出现了一个大转折——心理学远离了进化理论，而被激进的行为主义统治了大约半个世纪之久。随后，许多重要的研究发现又使得激进的行为主义难以为继，从而迫使心理学重新回归进化理论的怀抱。在这一节，我们将简要回顾进化理论在心理学领域产生的影响。


  Freud的精神分析理论


  在19世纪末期，Sigmund Freud以性欲为基础提出了他的心理学理论，一下子震惊了整个科学界。对于维多利亚文化而言，Freud的理论确实算得上惊世骇俗。Freud认为，性欲并非成人独有的动机力量，而是人类所有行为的驱动力。所以在Freud看来，性欲也是初生婴儿和耋耄老者的行为动机，而我们所有的心理结构，都只不过是宣泄性欲的渠道而已。


  在Freud最初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其核心内容就是他所提出的本能系统（instinctual system）。Freud的本能系统包括两种基本的本能。第一种是求生本能（life-preservative instincts），比如对空气、食物、水和居所的需要，以及对蛇、高处和陌生人的害怕等等。这些本能拥有生存功能。


  Freud的第二种动机主要由性本能（sexual instincts）组成。他是在广义上使用“性”这个概念，所以性并不仅仅指成年人的性行为，而且还包括婴儿吮吸母亲的乳房（口欲期），以及打喷嚏、吐口水和排便（肛欲期）等。根据Freud的理论，“成熟的性欲”在成人发展的最后阶段——生殖期——才到达顶点，其本质特征就是会直接导致繁衍行为。


  聪明的读者可能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熟悉感。其实，Freud的两种本能几乎刚好对应于达尔文的两种进化理论。Freud的求生本能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也被称作“生存选择”——相对应，而他的性本能理论则是和达尔文的性选择理论异曲同工。


  Freud在晚期对他的理论进行了修正。他把求生本能和性本能合在了一起，并称之为“生本能”，另外还加上了另一种本能，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死本能”。Freud试图把心理学建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且他的思想离最初的达尔文观点越来越远了。


  William James和本能心理学


  William James于1890年出版了他的经典著作《心理学原理》，其时正逢Freud发表关于精神分析的一系列文章。James的理论核心也是“本能”系统，只不过在许多方面比Freud的理论更加复杂。


  James把本能定义为“一种行为官能，它能够以某种方式产生特定的结果，但它对结果没有预见性，之前也不需要任何学习”（James, 1890/1962, p. 392）。但是，本能并不是盲目的，也不会完全地表达出来。本能可以被经验加以修正，或者被其他本能抢占先机。James认为，其实我们拥有的许多本能都是相互矛盾的，所以不可能都表达出来。比如，我们有性欲，但我们也害羞；我们有好奇心，但同时也会胆怯；我们既有攻击性，也有合作的一面。


  毫无疑问，James的理论最受争议的地方在于他列出的本能种类。和Freud一样，当时大多数心理学家都认为人的本能是很少的。比如，一位和James同时代的研究者曾说过，“人的本能行为少之又少，而且在成年之后，除了与性欲有关的本能行为之外，我们很难观察到其他的本能行为”（引自James, 1890/1962, p. 405）。但是James则不那么想，他认为人的本能非常之多。


  James按照人的成长过程列出了许多种本能。我们“出生时就会啼哭、打喷嚏、抽鼻子、打鼾、咳嗽、叹气、呜咽、呕吐、打嗝、凝视、移动肢体和吮吸……然后是咬、抓握东西并将它们送到嘴里、坐起来、站立、爬行和行走”（p. 406）。到了2岁的时候，儿童的本能系统开始疯长。


  发展仍在继续。随着儿童的成长，模仿、发声、竞争、好斗、害怕某些事物、害羞、社交、游戏、好奇心和对知识的渴求等本能会陆续出现。接下来是成年期，成人的本能行为有狩猎、谦虚、爱和抚育子女等。其实，每一种本能当中还包含着我们先天的心理特征中更具特殊性的成分。比如说，害怕本能就包括对陌生人、陌生动物、声响、蜘蛛、蛇、孤独、黑暗的地方（比如黑洞）和高处（比如悬崖）等事物的害怕。这些本能的关键之处在于：它们都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来的，是用于解决特定适应性问题的适应器。


  和一般人的看法相反，James相信人比其他动物拥有更多的本能：“其他任何动物——即使是猴子——也没有这么多的本能。”（p. 406）也正是由于James提出的本能太多，他的理论难得人心。当时的许多心理学家认为，如果人类果真拥有这么多的先天特性，那将是一件非常荒唐的事情。到了1920年，这些怀疑论者发现他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理论来解释为何人类的本能是如此之少而且又是非常通用的，这个理论就是行为主义者的学习理论。


  行为主义的兴起


  如果说William James相信人类的大多数行为都是由各种不同的本能来驱动的，那James B. Watson的看法则完全相反。Watson非常强调一种叫做“经典条件反射”（classical conditioning）的一般性学习机制，其中，经典条件反射是指两种先前并无关联的事物慢慢变得联结起来（Pavlov, 1927; Watson, 1924）。举例来说，如果将一个中性刺激（比如铃声）和另一个刺激（比如食物）进行配对，在多次成对出现之后，铃声本身就能够让狗和其他动物分泌唾液（Pavlov, 1927）。


  在Watson发表其主要著作十年后，一位名叫B. F. Skinner的年轻的哈佛大学研究生，开创了一场被称之为激进行为主义（radical behaviorism）的新型环境决定论，而且还提出了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根据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行为的强化结果是后续行为的关键原因。得到强化的行为将会反复出现，而没有得到强化（或者受到惩罚）的行为将会越来越少。所有的行为（随机行为除外）都能用强化的“后效”（contingencies）来加以解释。


  Skinner的行为主义包括对人性的基本假设。首先，与James这样的本能主义者截然相反的是，行为主义者认为人类的先天特性是非常少的。他们认为，所谓的先天特性，无非是一种能通过强化结果进行学习的一般能力（general ability）而已。只要将强化物和行为进行配对，学习都会无一例外地发生，而不管是何种强化物和行为。所以，任何一种行为都能够通过对强化的后效进行操作而被塑造出来。


  尽管并非所有的行为主义者都认可这些原理，但行为主义的基本假设——很少的先天特性、一般的学习能力和环境中强化的后效的力量——却统治了心理学长达半个世纪之久（Herrnstein, 1977）。行为主义主张，人性的本质就在于人类没有任何本性。


  文化变异性的惊人发现


  如果人类是一般性的学习机器，没有任何先天倾向的话，那人类行为的所有“内容”——情绪、激情、渴望、愿望、信念、态度和投资——必定都是在后天的生活当中形成的。所以，如果说学习理论为我们确认成年人行为的形成过程提供了保障，那么文化人类学家则为这些形成过程提供了实际的操作内容（比如具体的思想、行为和仪式等）（Tooby & Cosmides, 1992）。


  我们大多数人都对异域文化的故事很感兴趣。通常，如果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人和我们差别越大，那么故事也将更为有趣。比如，美国人带耳环和戒指，而有些非洲人则在鼻子上穿上骨刺，在嘴唇上文身。中国大陆人特别推崇婚前贞洁，而瑞典人却认为处女有点儿奇怪（Buss, 1989a）。许多伊朗妇女会用面纱遮住她们的头发和面孔，而美国妇女（特别是南加州人）却穿“牙线”（dental floss）比基尼，甚至一丝不挂。


  同样地，从野外工作归来的人类学家，会因他们所发现的文化多样性而倍受赞扬。也许最有影响的例子就是Margaret Mead，她声称自己发现在某些文化中“性别角色”是完全相反的，性嫉妒也根本不存在。Mead描述了一个天堂般的热带岛屿的生活，那里的人们和平相处，慷慨地共享性伴侣，自由开放地恋爱，而没有我们所熟知的竞争、强奸、暴力和凶杀。


  人类学家在北美文化和其他文化之间发现的差异越多，他们就更加欣喜、也更加频繁地在教科书和新闻媒体中叫卖他们的发现。如果其他文化中的人能够如此和谐地生活，那我们身上存在的问题（比如嫉妒、冲突和竞争等）就可以归咎于美国的文化、西方的价值观或者资本主义。人类心理具有“容纳文化”的能力，但是填满我们心理的动因者（causal agent）正是各种特定的文化。


  但是，近期的详细调查发现在热带文化的天堂中也有毒蛇。后来的研究者发现，许多关于热带文化的原始报告是假的。比如，Freeman（1983）发现萨摩亚（Samoan）岛屿——即Mead曾经描述过的理想天堂——也存在激烈的竞争，而且其谋杀率和强奸率甚至比美国还高！而且，男人们表现出强烈的性嫉妒倾向，这与Mead曾经描述的“自由爱情”截然相反。


  Freeman对Mead研究发现的披露引发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争论，他本人也饱受来自社会科学界的尖刻批评，因为当时的社会科学家仍然信奉文化人类学家（比如Mead）所塑造的“神话”。但是，后来的研究证实了Freeman的发现。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者们发现人类的许多特性都普遍存在于各种文化背景当中（Brown, 1991）。比如，男性的性嫉妒就是一种普遍现象，在许多文化中，它都是发生婚内凶杀的首要原因（Daly & Wilson, 1988）。在那些没有电视和电影的文化中，人们也能识别出不同的表情，比如害怕、愤怒和高兴等。即使是爱情，也具有非常广泛的普遍性，而之前人们一直认为它是欧洲白种人在几百年前的发明。


  不过，有人仍然坚持文化的无限可变性神话。正如Melvin Konner所言：“我们从来不会完全放弃这样的观点——既然有些人能和大自然和其他人和谐相处，那么如果不是由于西方文化的腐朽影响，我们同样也能如此生活。”（1990）


  积累的证据愈发使得社会科学家们曾经描绘的美好画面难以为继。此外，新的运动在其他学科分支不断涌现，使得这种观点——人类拥有“容纳文化”的能力，人类心理的所有内容都是社会环境的输入所带来的结果——面临着更加严峻的问题。


  Garcia效应、既设的害怕和激进行为主义的衰落


  对行为主义的怀疑和不满来自Harry Harlow。Harlow（1971）在实验室隔离抚养了一群猴子，这些猴子出生后从未和其他猴子接触过。实验室里有两个“母亲”，都用金属丝制作而成，只不过其中一个“母亲”的金属表面覆盖有一层厚绒布。猴子从金属妈妈那里获得食物，而绒布妈妈则不提供食物。


  根据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由于猴子是从金属妈妈那里获得食物这种一级强化物，所以在受到惊吓时，猴子应该更倾向于依附在金属妈妈身上。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小猴子确实是从金属妈妈那里获得食物，但其余的时间它们却更愿意和绒布妈妈呆在一起。当受到惊吓时，小猴子不是奔向有食物强化的金属妈妈，而是“触感舒适”的绒布妈妈。很明显，除了食物这种一级强化物之外，猴子身上肯定还发生了其他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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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ry Harlow的实验表明，尽管所谓的“一级强化”（通过食物）非常重要，但它并不是所有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在这个例子中，尽管小猴子从金属妈妈那里获取食物，它们更喜欢依附在绒布妈妈身上。这与行为主义的假设截然相反。


  另一种怀疑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John Garcia。在一系列的研究中，Garcia喂给老鼠食物，几个小时之后通过一定剂量的辐射让老鼠恶心（Garcia, Ervin, & Koelling, 1966）。尽管老鼠在进食几个小时之后才发生呕吐反应，但一般来说，老鼠只需要一次试验就学会了不再去吃刚才喂给它们的那种食物。它们似乎“意识到”是这种食物导致它们恶心。然而，当Garcia用蜂鸣器或闪光灯来和呕吐反应配对时，他却未能让老鼠学会避开这些伴随刺激。换句话说，老鼠似乎预先编制好了能学会某些事情（比如避开与呕吐有关的食物），而学会另一些事情却异常困难。


  有机生物体天生就已经通过进化预设定（prepared）来学习某些事情，这个命题是Seligman提出来的。Seligman及其同事发现，人们非常容易对某些事物（比如蛇）建立起害怕的“条件反射”，但对于另一些非自然类的事物（比如电插座或汽车），想建立起害怕的条件反射则非常困难（Seligman & Hager, 1972）。


  总之，很多研究都已经证明行为主义的基本假设是错误的。而且，我们从中得出了两个重要的结论。第一，老鼠、猴子，甚至是人类自身，似乎都“布线好了（wired）”轻易地学会某些事情，而很难学会另一些事情。第二，外部环境并不是行为的唯一决定因素。在考察行为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生物体的大脑和心理内部发生的事情。这些结论和科学界的其他力量相结合，最终使得激进行为主义逐步衰落了，而关于人类心理的一种新模型则悄然出现。


  探究黑箱：认知革命


  心理学领域中的几股力量逐步融合，将人们的视线重新转向大脑内部，去探究构成行为之基础的心理活动。第一种力量来自对基本学习“定律”的越来越多的批判。第二种力量来自语言学的研究：Chomsky有力地论证了存在一种普遍的“语言器官”（language organ），其潜在的结构在不同的语言背景中都是相同的（Chomsky, 1957; Pinker, 1994）。第三种力量来自计算机和“信息加工隐喻”的兴起。这三种力量的结合，构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


  认知革命让心理学转而重视探究人的“大脑内部的活动”，而不仅仅只关注外部的后效强化。这场革命之所以会发生，部分原因在于，单独依靠外部的后效强化已经无法成功地解释观察到的行为现象。而且，随着计算机的兴起，心理学家能够更直接地探讨他们所提出的因果过程。


  现在，认知革命或多或少地被等同于信息加工。信息加工是一种认知描述，它详细阐明了一种机制以何种信息作为输入，该机制用何种程序来转换这些信息，这些程序所操作的又是何种数据结构（表征），而且会生成何种表征或行为作为输出（Tooby & Cosmides, 1992, p. 64）。


  有机生物体完成某种任务时，它必须解决大量的信息加工问题。比如说，想要成功地完成看、听、两足行走和归类等任务，就需要大量的信息加工机制。尽管视觉对我们而言不费吹灰之力，我们睁开眼睛就能看，但是实际上，视觉过程涉及到数以千计的专门化机制——晶状体、视网膜、角膜、瞳孔、专门的边缘探测器、杆体细胞、锥体细胞、专门的运动探测器和视神经等等。心理学家逐步认识到，要想揭示人类行为的因果基础，就必须先理解我们大脑的信息加工机制。


  信息加工机制——认知机制——需要一定的硬件基础，心理活动的硬件基础就是大脑的神经生物组织。不过，对一种机制（比如眼睛）的信息加工描述，却不同于对潜在的神经生物基础的描述。以一种单词加工软件为例，通过在计算机上进行模拟，该软件包括的程序能够实现如下功能：删除句子、移动段落，以及把字变为斜体等等。这套程序既能在IBM计算机上运行，也能在苹果机上运行，还能在任何一种计算机上运行。尽管机器的硬件不尽相同，但是对程序的信息加工描述却是一样的。理论上，我们能够通过模拟制造出一种机器人，让它具有和人相同的“看见”能力，但是其硬件实现却和人脑的神经生物机制大为不同。所以说，认知水平的描述（比如输入、表征、决策规则和输出）不仅非常有用，而且也是必要的。至于潜在的硬件实现，则有些无关紧要。


  随着行为主义的衰落和认知革命的兴起，探究人脑的“内部活动”逐渐受到重视。研究内部的心理状态和过程不再被看作是“非科学”的行径，相反，研究者们认为这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不幸的是，大多数心理学家仍然怀揣着从行为主义范式沿用下来的基本假设：领域一般性的等势（equipotentiality）假设（Tooby & Cosmides, 1992）。行为主义者提出的领域一般性的学习过程，仅仅只是被领域一般性的认知机制所取代了。大部分研究者都没有意识到，不同的认知机制是被专门设计来加工某些特定的信息的。


  人类的认知机制，就像一台被设计来加工各种输入信息的大型计算机。计算机可以通过程序来下棋、做算术、预测天气、操作符号和炮弹制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计算机就是一种领域一般性的信息处理器。但是在解决特殊的问题时，它必须拥有特定的程序设计才行。比如，下棋的计算机程序就需要数以百万计的“如果……那么……”指令。


  领域一般性（等势）的信息加工假设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组合性激增（combinational explosion）。如果一个领域一般性的程序缺乏专门化的加工规则，那它在具体的情况下可以作出选择的数量将是无限的。进化心理学家John Tooby和Leda Cosmides（1992）提出了下面的例子。假如你在下一秒可以实施的可能行为有100种，比如继续看这本书、吃苹果、眨眼、梦想未来等等。在第二秒钟，你同样可以有100种选择。那么仅仅在两秒钟之内，可以选择的行为组合就已经高达一万种（100×100）。三秒钟之内，可能的行为序列就窜到一百万种了（100×100×100）。这就是组合性激增——两种或者多种连续的选择组合到一起时出现的急速增长现象。


  当人或计算机在解决具体的任务时，特殊的程序设计必须对无数种可能的选择给予严格的限制。所以，如果没有特殊的程序设计，哪怕是最简单的任务，人和计算机都不可能完成它。当然，计算机能否漂亮地完成各种令人惊奇的任务，主要还取决于程序员本人的智慧和技巧。那么人呢？我们是如何被设计的？我们拥有1400立方厘米的大脑容量，那我们“被设计”来用它去解决哪些特殊的信息加工问题？


  在心理学的认知革命中，几乎没有人认识到，人类心理是被设计来加工某些特殊的信息加工问题的。人类从白板（blank slates）变成了一般目的（general-purpose）的计算机，而心理则从留在白板上的书写印记（后效强化的学习理论）变成了文化写就的软件程序（认知理论）。正是这种巨大的差距，再加上不断累积的来自不同学科的实验证据，最终使得进化心理学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进化心理学详细阐明了人类心理被设计来解决的各种信息加工问题——即生存和繁殖问题——从而弥补了这一难题中的缺失部分。


  小 结


  进化生物学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多重大的事件。进化是指有机体随着时间发生的变化，它在达尔文出现之前就一直存在。但是在达尔文之前，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解释有机体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是他对进化生物学的最高贡献，该理论包括三种必要成分：变异、遗传和选择。当某些遗传变异比其他遗传变异带来了更高的繁殖成功率时，自然选择就会发生。简而言之，自然选择被定义为由于遗传变异的不同繁殖成功率，从而导致有机体的性状随着时间发生变化。


  自然选择为生物科学提供了一种统一的理论，而且还解决了几个重要的难题。首先，它阐明了有机体结构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的因果过程。第二，它提出了一种理论来解释新物种的起源。第三，它把所有的生命形式都统一到了宏大的进化之树上，同时指明了人类在这张生命谱系上的位置。尽管很多人试图寻找自然选择理论的缺陷，但是到现在为止，它已经在科学界存活了将近一个半世纪。这一事实足以证明，自然选择理论确实是一个伟大的科学理论（Alexander, 1979）。


  除了自然选择（有时被称为“生存选择”）之外，达尔文还提出了另一种进化理论：性选择理论。性选择被用来解释那些有利于择偶成功的人类特性的进化过程，它一般通过两种过程来发挥作用，即同性竞争和异性选择。在同性竞争中，胜利者能够获得更多的交配机会，从而更有可能繁殖成功。而在异性选择中，如果个体拥有异性所偏爱的特性，那它就更有可能繁殖成功。性选择的这两种过程相互交织，导致了进化的发生——即由于交配成功率的差异而发生的性状改变。


  很多生物学家拒绝接受达尔文理论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达尔文缺乏一种可行的遗传理论。不过，后来在一场被称为“现代综合”的科学运动中，生物学家们认识到Gregor Mendel著作的重要性，并将他的理论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进行了综合，从而得出了新的遗传理论。根据这种理论，遗传并不是父母性状的混合，而是具有颗粒性。也就是，最基本的遗传单位（即基因）是离散存在的，它们不会相互混合，而是原封不动地从亲代传到子代身上。颗粒遗传理论提供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所缺失的必要成分。


  在“现代综合”之后，两位欧洲生物学家Konrad Lorenz和Niko Tinbergen开创了一场新的运动——习性学运动。习性学家从进化的视角来研究动物的行为，主要集中于动物行为的功能和起源。


  1964年，William Hamilton发表了两篇革命性的文章，对自然选择理论进行了重新诠释。Hamilton认为，选择的操作过程不仅包含经典适应性（直接繁殖），而且还有内含适应性。内含适应性是指个体的行为对遗传亲属的繁殖成功率的影响，它能够通过相应的遗传相关度来加权获得。内含适应性理论促使研究者们用“基因之眼”来看待进化过程，从而对自然选择的过程进行更为精确的诠释。


  1966年，George Williams出版了一本现在仍被奉为经典的著作——《适应与自然选择》。这本书产生了三大影响。第一，它导致了群选择理论的衰落。第二，它促进了Hamilton革命。第三，它对我们确认适应器提供了严格的标准，比如有效性、可靠性和简洁性。在20世纪70年代，Robert Trivers在Hamilton和Williams著作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种开创性的理论——互惠式利他理论、亲代投资理论和亲代—子代冲突理论。这三种理论直到现今仍然非常重要。


  1975年，Edward O. Wilson出版了《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这本书试图对进化生物学的重要发展进行综合。Wilson的著作激起了巨大的争论，很大原因在于他在此书的最后一章中对人类自身进行了探讨，他提出了大量的假设，但缺乏实证依据。


  很多人之所以讨厌Wilson的书，反对用进化理论来解释人类行为，是因为他们对进化理论产生了误解。然而，与这些误解截然相反的是，进化理论并没有说人类的行为是由遗传决定的，也没有说人类的行为是不可改变的。而且，人类的行为也并非是最佳设计。


  来自不同学科的大量证据，让我们知道了现代人类在进化历史过程中曾经发生过的重大事件。人类属于哺乳动物，但哺乳动物起源于2亿多年前。灵长目动物在8500万年前才开始出现。我们的祖先在440万年前开始两足行走，在250万年前制造出粗糙的工具，在160万年前开始使用火种。随着我们祖先的大脑容量不断增长，我们发展出更为复杂的工具和技术，并开始向世界上的其他地区迁移。关于现代人类的起源，有两个相互竞争的理论，即多地域起源理论和走出非洲理论。根据走出非洲理论，现代人类是起源于非洲，然后迁移到亚洲和欧洲，渐渐取代了其他的人种（包括尼安德特人）。有些人认为，解剖学证据、考古学证据和基因证据都支持了走出非洲理论。但另一些人则相信，基因证据其实和这两种理论都是相容的，而且最近的基因证据似乎对多地域理论更为有利。尽管17万年前尼安德特人曾经在欧洲大陆繁盛一时，但它们在3万年前却消失殆尽，这似乎与智人的到来有关。而尼安德特人为何突然灭绝，这仍然是一个未解的科学之谜。


  在进化生物学内部正在发生变化的同时，作为进化心理学的必要成分之一，心理学领域也正在悄然发生变化。Sigmund Freud强调生存和性行为的重要性，他提出了求生本能和性本能理论，这两种理论刚好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和性选择理论相对应。1890年，William James出版了《心理学原理》，提出人类拥有大量的特殊本能。


  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远离了进化的观点，开始推崇激进的行为主义。根据行为主义的观点，几条高度一般性的学习原理就足以解释人类的复杂行为。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据表明一般的学习定律并非总是有效。Harry Harlow证明，尽管猴子从金属妈妈那里获得食物这种一级强化物，但它们却并没有因此就更喜欢金属妈妈。Garcia的研究表明，生物有机体能够轻易地学会某些事情，而不能学会另一些事情。所以，有机体的大脑内部肯定发生了某些事情，外部的后效强化根本不可能单独地解释这些现象。


  这些研究结果不断累积，最终引发了认知革命，而心理学家也重新开始对“大脑内部活动”进行探讨。认知革命以信息加工隐喻为基础，信息加工是对心理机制的认知描述，即输入信息的具体形式、通过决策规则对这些信息加以转换，以及生成行为作为输出。


  人类可能在出生时就已经预先设置好来加工某些特定的信息，并对其他信息不作反应。这种观点为进化心理学的出现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而进化心理学则代表了现代心理学和现代进化生物学的真正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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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自然选择理论是由Alfred Russel Wallace（Wallace, 1858）和达尔文分别独立发现的。Wallace和达尔文在林奈协会的一次会议中共同提出了这个理论。


  
第二章 作为新科学的进化心理学


  在过去的20年间，进化心理学是行为科学最重要的新发展之一。


  ——Boyer & Heckhausen, 2000, p. 917


  进化心理学家Karl Grammer组织了一个研究团队，在半自然的背景（单身酒吧）下研究性信号的表达特征（Grammer, 1996）。Grammer安排一组观察者打入酒吧内部，并用专门设计的评定表格记录酒吧里的女性被男性接触的频率。另一组研究人员的任务则是看到女性离开酒吧时，过去询问该女性是否愿意参与到研究中来。同意参与这项研究的女性成为被试，研究者要对她们进行拍照，并让她们完成一个简单的问卷，比如是否采取了节育措施、上次月经是什么时候等等。接下来，Grammer将照片进行数字化处理，并用计算机计算出每个女性裸露的皮肤比例。


  在没有服用口服避孕药的女性中，单身酒吧里的男性更有可能去接触那些正处于最高繁殖期的女性，即正处于排卵期的女性。相反，那些不处于排卵期的女性，被搭讪的可能性较少。所以，与我们通常的看法相反的是，男性也许能够觉察到女性是否处于排卵期的某些微妙线索。但是，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处于排卵期的女性会通过她们的着装表达出更多的性信号——比如穿着比较紧身和暴露的衣服，以及较短的裙子，这样的着装往往会露出较多的皮肤。因此，也许男性根本就不能觉察女性何时处于排卵期，倒是处于排卵期的女性会更积极地传达某些性信号。这种解释得到了另一项研究的支持。那项研究表明，排卵期的女性比处于月经周期中其他时段的女性更多地引发性接触。


  这些新的研究方法体现了进化心理学这门令人激动的新学科所包含的几个特征。其一，进化心理学致力于探索人类的繁殖特征（此处指女性的排卵期）和外在行为之间存在的某些前所未知的关联。第二，进化心理学是一门非常活跃的前沿学科，它所引发的新的研究发现正在以十分迅猛的速度增长。第三，思考心理的适应性功能（adaptive function）——比如男性是否拥有能觉察女性何时排卵的适应器，或者女性是否拥有某种适应器来对自己的排卵状态产生反应——是这些新研究的主要推动力。


  这一章主要介绍进化心理学的基本逻辑和研究方法。进化心理学是现代进化生物学和现代心理学的全新综合。一方面，它利用了进化生物学的最新理论成果，比如内含适应性理论、亲代投资理论和性选择理论等，而且还建立了非常严格的标准来评估某种适应器是否存在。另一方面，进化心理学也整合了心理学在概念和经验证据上的最新进展，比如信息加工模型、人工智能的相关知识、情绪表达的普遍一致性（Ekman, 1973）、人们对动植物进行分类的普遍一致性（Atran, 1990; Berlin, Breedlove, & Raven, 1973），以及人们对他人进行归类方面的普遍一致性（White, 1980）。本章的目的在于介绍这门新学科的概念基础，后面的章节全都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我们首先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心理学为什么需要和进化生物学相结合。


  人性的起源


  关于复杂适应性机制的起源的三种理论


  如果你光着脚走几个星期，你的脚底板上准会长出厚厚的茧子来。当脚底板受到反复地摩擦时，它会生成大量新的皮肤细胞，这种产生茧子的机制能让你的脚底板免受伤害。但是，如果你开几个星期的车，你的车胎却不会变厚。这是为什么呢？


  脚和车胎都要遵循物理规律。摩擦会让物理对象遭受磨损，而不是越磨越多。但是和轮胎不同的是，你的脚还要遵循另一种规律——有机体的自然选择规律。你的脚之所以拥有产生茧子的机制，完全是拜自然选择所赐。自然选择的进化活动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产生茧子的机制就是这种创造过程的适应性产物。这种机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过去的进化历史中，那些拥有某种基因（能诱发产生茧子的机制）的祖先能够在他们的皮肤受到摩擦后长出另外的新皮肤。与那些没有这种基因的个体相比，这种额外因素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存活下来，并产生繁殖行为。作为这些成功祖先的后代，我们身上肯定携带着曾经促使祖先获得成功的适应性机制。


  在20世纪，人们提出了三种理论来解释适应器（比如产生茧子的机制）的起源（Daly & Wilson, 1988）。特创论（creationism）就是其中的一种。特创论认为，从海洋中最大的鲸鱼到最小的浮游生物，从单细胞的变形虫到复杂的人类大脑，世上所有的植物和动物都是由上帝创造出来的。特创论称不上是一个“科学的理论”，这主要基于下面三个原因。第一，我们不能对它进行检验，因为从它的主要前提中我们无法得出具体的实验假设。任何事物的存在理由，都只因为是上帝创造了它们。第二，特创论并没有指导研究者做出新的研究发现。第三，特创论并不能科学地解释现已发现的生物机制。所以，特创论只是宗教信仰，而不是科学。它不能被证伪，也不是一种有预测力和解释力的理论。


  第二种理论叫作“播种理论”（seeding theory）。该理论认为，最初的生命并不是在地球上产生的。根据某个版本的播种理论，生命的种子是通过陨石来到地球的。而另一个版本则认为，来自其他星球或星系的智能生物在地球上播下了生命的种子。然而，不管种子起源于何处，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仍然会发挥作用，从而使种子最终进化成人类以及其他现存的生命形态。


  理论上讲，播种理论是可以加以检验的。我们可以对陨石进行研究，如果研究发现了生命迹象，那我们倒是可以说生命确实有可能起源于其他的地方。我们可以在地球上搜寻外太空生物着陆的痕迹。我们还可以去太阳系外去寻找智能生物的存在。但是，播种理论仍然面临三大难题。第一，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地球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播种”事件。第二，播种理论既没有带来任何新的科学发现，又不足以解释现存的科学谜团。不过最重要的是，播种理论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它只不过把生命起源的因果解释在时间上提前了一步而已。即使地球上的生命确实是外太空的智能生物播种所致，那这些外太空的智能生物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而且，地球上的生命从种子发展成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生命形态，这其中的因果过程又作何解释呢？


  所以我们只有第三种选择，那就是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evolution by natural selection）。尽管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被称作是一个理论，但它的基本原理已经被证实过无数次，而且还从未被驳倒过，所以大多数的生物学家已经把它当作一个事实来看待（Alcock, 1993; Mayr, 1982）。遗传的设计差异所带来的繁殖成功率的差异，是自然选择的主要操作成分。实验室证据和野外观察都表明，这种操作过程是行之有效的。比如说，在Galapagos各个不同的岛屿上，鸟类的鸟喙大小存在明显的差异。这是因为，每个岛上的鸟儿都已经进化了与当地的主要食物（种子）的大小相适应的鸟喙（Grant, 1991）。当种子较大时，大的鸟喙比较合适；而当种子较小时，小的鸟喙则更具优势。自然选择理论拥有一个真正的科学理论所具备的优点：（1）它能将已知的事实组织起来；（2）它能够引发新的科学假设；（3）它能为科学探索的重要领域提供指导。


  所以，在这三种理论（特创论、播种理论和自然选择理论）之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竞争。在对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令人惊奇的生物多样性现象进行解释时，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是唯一已知的科学理论。尽管将来可能有更好的理论出现，但是目前，只有自然选择才能将所有的生物——植物、动物、昆虫和鸟类，从海洋中最小的单细胞有机体一直到陆地上最复杂的哺乳动物——统一在这棵宏大的进化之树上。而且，它也是唯一一个能够解释复杂适应性机制（从茧子产生机制一直到复杂大脑）的科学理论。正是这些复杂的适应性机制，构成了人类的本性。


  进化的三大产物


  如表2.1（Buss, Haselton, Shackelford, Bleske & Wakefield, 1998; Tooby & Cosmides, 1990）所示，进化过程带来了三大产物——适应器（adaptations）、适应器的副产品（by-products），以及随机影响（random effects）或叫噪音（noise）。我们先从适应器开始讨论，它是进化过程的基本产物，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产物。


  表2.1 进化过程的三大产物


  [image: ]


  适应器是一种通过遗传获得的、能够稳定地发展起来的特性。它是通过自然选择形成的，因为在进化过程中，它有助于有机体解决生存和繁殖问题（见Tooby & Cosmides, 1992, pp. 61—62；也参见Thornhill, 1997）。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定义的核心成分。适应器必须拥有“相应”的基因，因为只有基因才能将这种适应器从亲代传到子代身上。所以，适应器拥有某种遗传基础。当然，大多数的适应器并不能被追溯到单个的基因上，而是许多基因的合作产物。比如说，人类的眼睛就是由几百种基因构成的。不过，我们说适应器拥有相应的基因基础，并非意味着人类的行为就是“遗传决定”的（参见第一章的误解1）。尽管过去的环境选择出了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基因，但个体的生存环境仍然是适应器得以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且，在适应器发展起来之后，它也需要当前环境的激活才能发挥作用。


  适应器必须在所有处于“正常”环境中的成员身上都能可靠地发展起来。也就是说，真正的适应器必须在有机体生命中的合适阶段以一种完整无损的形式出现，并最终成为大多数或者全体成员所广泛拥有的特性。当然也存在某些重要的例外，比如有些机制就只存在于某一种性别成员身上，或者存在于特定的子群体当中。这些问题我们在后面会专门谈到，在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记住大多数的适应器都具有种属特殊性（species-typical）。


  适应器总是能可靠地发展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适应器必须在出生时就显现。实际上，很多适应器都是在出生很久之后才发展起来的。行走是人类拥有的一种能稳定地发展出来的特性，但大多数人都是在将近一岁时才开始学着走路。乳房是女性的一种稳定特性，但也要等到青春期才开始发育。那些暂时的、短暂的、很容易受环境影响或仅在少数成员身上出现的特性，并不是稳定的发展特性，所以不满足适应器的限定标准。


  适应器是由选择过程所塑造出来的。选择就像一只筛子，它作用于每一代，将那些无助于繁殖的特征过滤掉，而那些有助于繁殖的特征则被保留下来（Dawkins, 1996）。这个筛选过程一代代地反复出现，以至于每一个新的子代都和亲代存在少许差别。这种自然选择过程对于适应器的形成是必需的。


  在每一代中，通过这一筛选过程而形成的那些特性之所以做到了这一点，是因为它们比群体当中存在的其他（竞争性的）设计特征更有利于解决有关生存和繁殖的适应性问题。适应器的功能是指它进化而来以便解决的适应性问题，也就是说，它恰好是如何致力于生存和繁殖的。适应器的功能常常通过“特定的设计”来得以确认和证实，由此这些“设计特征”或设计成分能以一种精确的方式来解决特殊的适应性问题。我们在第一章中曾经提到，用来评估一个适应器的功能的标准通常包括有效性（efficiency，以一种高效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经济性（economy，以一种划算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精确性（precision，所有的组成部分都专门用于达到特殊的目的）和可靠性（reliability，在相应的环境下能稳定地表现出来）（见Buss, Haselton, Shackelford, Bleske, & Wakefield, 1998; Tooby & Cosmides, 1992; Williams, 1966）。


  每种适应器都有其自身的进化时期。刚开始时，突变（mutation，DNA某个片断结构的自发性变化）只发生在单个个体身上，它是由于DNA的复制错误而产生的。尽管大部分的突变都会阻碍个体的生存和繁殖，但有些偶然的突变也会给个体的生存和繁殖带来益处。如果一种突变给有机体带来的繁殖优势超过了群体中的其他成员，那它就能够生育更多的后代。所以，在下一代中，有更多的个体拥有了这种突变基因所表现的特性。如果这种基因一直拥有繁殖优势，那么在历经许多世代之后，这种突变基因将会扩散到整个群体身上，每个成员都会拥有这种突变基因。


  适应器的进化环境（environment of evolutionary adaptedness, EEA）是指在适应器的进化时期所存在的促使适应器得以产生的选择压力的统计总和（Tooby & Cosmides, 1992）。换句话说，每种适应器的EEA是指在长久的进化历史中将该适应器塑造出来的那些选择力量（或者说适应性问题）。比如，眼睛的EEA就是那些在几亿年当中一直存在的特定选择压力，它们塑造了整个视觉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而直立行走的EEA所涉及到的选择压力的持续时间则短得多——大概可以追溯到440万年前。值得提醒的是，EEA并不是指特定的时间或地点，而是指塑造该适应器的选择压力。所以，每一种适应器都有其独一无二的EEA。所谓适应器的进化时期（period of evolution），无非是指它一点一点地发展起来，并最终成为种属的普遍设计特性的时间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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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脐眼并不是适应器，它并不能帮助我们捕获猎物或避开捕食者。但它是一种适应器——脐带——的副产品。脐带的功能在于让胎儿从母亲那里获得营养。


  虽然适应器是进化过程的主要产物，但它并不是唯一的产物。进化过程还带来了适应器的副产品。副产品既不能解决适应性问题，也不具备功能性设计的特征。它们之所以和那些具备功能性设计的特征“关系密切”（carry along），是因为它们碰巧和适应器结合在一起，就好像灯泡散发的热量就是其照明设计的副产品一样。


  想想人类的肚脐眼。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肚脐眼本身会对人类的生存和繁殖有帮助，它在捕获食物、觉察捕食者、避免毒蛇、寻找好的居所和选择配偶等方面均无用武之地。而且，肚脐眼似乎和适应性问题的解决方法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但是，肚脐眼是一种适应器的副产品。这种适应器就是脐带，它负责为胎盘的发育提供必需的营养。所以，当假设一种现象是适应器的副产品时，我们需要确认该适应器到底是什么，并且弄清楚副产品的存在理由（Tooby & Cosmides, 1992）。同时，假设一种现象是副产品时，就像假设一种现象是适应器一样，也需要满足严格的科学标准。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能够从每个副产品假设中获得具体的经验预测，并能用实验方法对之加以检验。


  进化过程的第三种产物——也是最后一种——是噪音或者叫作随机影响。突变（大部分都是随机的）、环境中突发的空前变化和个体发展过程中的意外情况等都可能产生随机影响。有时，这些随机影响会损害有机体的正常功能，就好比当你把活动扳手扔进机器里，或者把滚烫的咖啡泼洒到电脑的硬件上时，机器和电脑的功能特性就会受损。有些随机影响是中性的，它们没有任何贡献，也不会带来什么坏处。另外，还有些随机影响则是对有机体有益的。比如说，由于加工材料的瑕疵和生产过程的纰漏，灯泡的玻璃壳常常不够平滑，而会包含某些缺陷。但是，这些问题不会影响到灯泡的功能；不管有没有这些毛病，灯泡还是能同样地发挥照明作用。噪音和意外形成的副产品是不同的，因为它和适应性的设计特征是完全独立的，没有任何关联。而且，噪音也不具备种属特殊性。


  总之，进化过程产生了三大产物：适应器、适应器的副产品和随机影响。理论上，我们能够对一个物种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分析，从而确定哪些是适应器，哪些是副产品，而哪些又是随机影响。但是，进化科学家们在对这三种产物的数量评估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有人认为，即使是我们人类所独有的某些特征（比如语言），也仅仅只是我们大脑的偶然性副产品而已（Gould, 1991）。而另一些人则列举出压倒性的证据来表明，人类的语言是一种卓越超群的适应器，同时还表现出上面所提到的适应器的所有特征（Pinker, 1994）。幸运的是，我们不必完全依赖于科学家们的一面之词，因为我们可以直接地检验他们的观点。


  尽管很多研究者对这三种进化产物的数量多寡颇有微辞，但是所有的进化科学家们还是能在这个基本观点上达成共识：适应器是选择进化过程的主要产物（Dawkins, 1982; Dennett, 1995; Gould, 1997; Trivers, 1985; Williams, 1992）。即便是像Stephen Jay Gould这种对进化心理学持批评态度的研究者，也明确表示说“既不要否认适应器的存在和重要性，也不用否认它是自然选择的塑造产物……除了自然选择之外，我还不知道有哪一种科学机制能够建立起这些拥有各种惊人设计特征的结构来”（Gould, 1997, p. 53—58）。那些特性之所以能够历经几百年、几千年甚至是几万年时间，能够在一代一代中通过选择性的筛选，都只是因为它们确实有助于有机体去解决各种生存和繁殖问题。


  所以，所有动物（包括人类）的本性都是由一大批适应器所组成的。其中，有些适应器是感觉器官——眼睛、耳朵、鼻子和味蕾——它们是我们接收环境中适应性信息的重要窗口。有些适应器能让我们在环境中行进自如，比如直立骨架、腿骨和大脚趾等。然而，进化心理学家则倾向于关注那些构成人类本性的适应器——即心理适应器及其副产品。不过，在考察这些适应器之前，让我们先看看进化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概念：进化心理学的分析水平。


  进化心理学的进化分析水平


  任何一门科学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形成假设。在进化心理学中，具体的假设主要集中于适应性问题及其解决方案。更具体地说，它集中于我们祖先所面对的适应性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适应性心理解决方案。为了明晰地看清楚进化心理学家们是如何形成这些假设的，我们必须描述进化心理学的不同分析水平，如图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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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1 进化分析的水平。图表显示了进化心理学中的一种分析水平等级。在这个等级表中，一般的进化理论占据了最高的位置，它常被理解为现代内含适应性理论。中级水平理论必须和一般的进化理论相一致，但并不是从它那里衍生而来的。关于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或行为的具体进化假设，都来自于某个中级水平理论。而且，每一个具体的进化假设都能生成许多具体的、可加以检验的预测。根据经验证据的不断累积，研究者决定每一个假设和理论是否得到了支持。


  一般的进化理论。第一个分析水平是一般的进化理论。正如第一章所描述的那样，一般的进化理论常常被理解为它的现代形式——内含适应性理论。适应器由于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个体的内含适应性，所以才被选择出来（Hamilton, 1964）。回忆一下内含适应性的定义，内含适应性是指个体繁殖后代的直接适应性与个体对遗传亲属适应性的影响的总和。


  在这个一般水平上，尽管我们谈论的是进化“理论”，但它基本上被进化科学家们当作一个事实而接受。虽然进化心理学的大部分研究都是从这个假设——进化理论是正确的——出发的，但是实际的研究通常都不会去直接检验这个假设。而事实上，选择的基本进化过程已经在实验室和野外被发现过很多次，而且还从未被某个研究结果驳倒过。


  比如说，选择的进化过程在培育攻击型的狗和温顺的狗、聪明鼠和愚笨鼠（迷津任务）上表现得非常成功（Plomin, DeFries, & McClearn, 1997）。实际上，研究者已经通过选择原理在实验室中繁殖出了新的生物品种，包括狗和植物（Ridley, 1996）。


  理论上讲，可能存在某些现象能够对一般的进化理论证伪。如果科学家观察到在很短的时间（比如七天）里出现了复杂的生命形态，而自然选择决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挥作用，那么一般的进化理论就能被证明是错误的。如果科学家发现有些适应器的功能会给其他物种带来益处，那么进化理论也能被驳倒（Darwin, 1859; Mayr, 1982; Williams, 1966）。但是，我们还没有发现存在这样的现象。


  一般的进化理论是整个生物学领域的主导范式，同样也是进化心理学的主要研究范式。所以，当进化心理学家在检验一个进化假设时，他们并不是在检验“一般的进化理论”，因为一般的进化理论被假定为正确的。由于在过去的一百年中还没有出现其他可与之匹敌的理论，也因为存在压倒性的证据支持了一般的进化理论，所以这种假定还是比较合理的。


  中级水平的进化理论。在下一个分析水平，我们看到了很多中级水平理论，比如Trivers的亲代投资理论和性选择理论等。这些中级水平的理论仍然非常宽泛，几乎覆盖了整个功能领域。这些理论同样也能接受公平的科学检验，也有可能被证伪。让我们通过一个理论实例来说明这一点——Trivers的亲代投资理论是性选择背后的驱动力。亲代投资理论是对达尔文性选择理论（1871）的继承和发展，它提供了一种关键的因素来预测配偶选择和同性竞争的操作过程。撇开具体细节（参见第四章）不谈，Trivers认为，如果某种性别的个体（通常是雌性，但也有例外）在后代身上投入了更多的资源，那么这种性别的个体在挑选配偶时会表现得更加谨慎和敏锐。相反，投资较少的那种性别将不会如此挑剔，但它们会表现出很强的同性竞争倾向，主要是为了争夺更有价值、投资更多的异性。换句话说，有机体在繁殖上的投资越高，那它选择一个糟糕的配偶所付出的代价也就更高。


  Trivers的亲代投资理论的基本要旨已经得到了来自大量物种的经验证据的强烈支持（Trivers, 1985）。在很多物种当中，雌性对后代的投资要远远高于雄性，我们人类也是如此，所以雌性在选择配偶时往往更为谨慎和挑剔（Buss, 1994; Kenrick, Sadallan, Groth, & Trost, 1990; Symons, 1979）。不过也存在少许例外，也就是雄性的投资多于雌性的情况。比如在某些物种当中，雌性将卵植入雄性体内，而后代在出生之前都是一直由雄性照管的。在摩门蟋蟀、巴拿马箭毒蛙和海岸尖嘴鱼中，雄性对繁殖的投资就远远高于雌性（Trivers,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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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门蟋蟀和其他很多物种不一样，它们的雌性比雄性更大、更强壮，也更具攻击性。这和亲代投资理论的预测完全相符。在这个物种当中，雄性的亲代投资较为繁重，所以雌性身上有利于和其他雌性竞争的特征（比如形体大小和其他身体特征）被选择出来了。


  雄性尖嘴鱼从雌性那里获得卵子，然后把卵子放在它的与袋鼠类似的育儿袋中（Trivers, 1985）。雌性尖嘴鱼之间会为了争夺“最好”的雄性而大动干戈，而雄性则对配偶更为挑剔。这种“性别角色倒错”的物种为Trivers的理论提供了支持，它说明并不是“雄性”或“雌性”本身导致了配偶选择的性别差异，而是因为两性在亲代投资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结果。所以，不断累积的证据为Trivers的中级水平理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个理论认为亲代投资才是配偶选择中挑剔倾向和竞争性的决定性因素。


  如果再看看图2.1，你肯定会发现，Trivers的中级水平理论和一般的进化理论其实是相容的；他所提出的观点也都满足进化规律这个前提条件。然而，尽管亲代投资理论并没有偏离一般进化理论的逻辑，但是内含适应性理论中也确实没有任何关于亲代投资的观点。所以，中级水平理论不仅要与一般的进化理论相容，而且还必须拥有自身的价值。


  具体的进化假设。让我们再次转到图2.1，看看下一个分析水平，并考察具体的进化假设。比如，有关人类的一种假设就是，女性已经进化了对资源富足的男性的特定偏好（Buss, 1989a; Symons, 1979）。这个假设的逻辑是这样的：第一，女性对子女投资巨大，所以她们进化了非常挑剔的择偶倾向（从亲代投资理论中得出的标准预测）。第二，女性选择的内容应该反应了进化历史中能够增加她们子女的存活和繁殖成功率的因素。所以，研究者假设女性已经进化了对这种男性的偏好：拥有资源并愿意把资源投资在她们及其子女身上。我们把它称之为一个进化心理学假设，是因为它提出了一种特定的心理机制——对拥有富足资源的男性的愿望。这种心理机制被设计来解决女性所面临的特定的适应性问题，那就是寻找那些能够为子女进行投资的男性作为配偶。


  这个具体的进化假设可以得到实际的检验。科学家们可以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进行研究，看她们是否都确实中意那些拥有资源并愿意把资源投资在她们及其子女身上的男性。然而，在对这个假设进行检验之前，我们必须看看它所生成的具体预测——也就是图2.1中分析等级的最低水平。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作出如下预测：（1）女性比较看重男性身上与获得资源相关的特定品质，比如社会地位、智力和较大的年龄；（2）在单身酒吧对女性的目光注视情况进行观察，看女性是否更多地注意那些拥有资源的男性；（3）如果有些女性的丈夫未能提供资源，那她们离婚的可能性比其他女性更大。


  这些预测全都来自上面那个进化心理学假设——女性已经进化了对资源富足型男性的特定偏好。假设的价值正是在于，我们能够从中推导出用于科学检验的具体预测。如果预测未能得到证实——倘若女性并不看重男性身上与获得资源有关的个人特质，在单身酒吧也并没有更多地注意那些拥有资源的男性，而且和未能提供资源的丈夫离婚的可能性也高不到哪里去——那么上面的假设就没有得到支持。相反，如果预测是成功的，那么假设也就得到了支持，至少暂时得到了验证。


  当然，上面只是一种高度简化的说法，实际研究中往往还会涉及到另外几种分析水平。我们可以对解决适应性问题（如寻找有投资能力的男性）所必需的信息加工机制进行更为详细的分析，并将我们祖先在过去的环境中解决问题时所使用的线索作为我们现在研究的指导。比如说，由于我们知道人类在99％的进化历史中都过着狩猎—采集者的生活（Tooby & DeVore, 1987），所以我们可以预测在女性进化的择偶偏好中，就应该包含有成功狩猎所必需的特定品质，比如运动能力、良好的手眼协调能力和长途狩猎所需要的耐力。


  科学的所有标准条件都可以用来约束对这些预测的检验。如果预测未能成功地得到验证，那么这些预测所基于的假设就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关键的假设因为预测失败而陷入困境，那么形成这个假设的中级水平理论的真伪也会让人质疑。当理论不断地得到证实，特别是如果它们还带来了有趣而又富有成效的研究方法，那么这些理论就会被人们广泛认可。而那些未能产生这些研究方法的理论，或者未能作出成功预测的理论，就会被抛弃或被其他更好的理论所取代。


  分析的等级水平在回答这样的问题时非常有用：哪些证据能够驳倒进化阐述？关于某种心理机制的特殊假设可能是错误的，即便推出这个假设的上层理论是完全正确的。比如，即使Trivers的亲代投资理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女性并没有进化出对资源富足型男性的特定偏好——Trivers的中级水平理论仍有可能是正确的。也许与女性择偶偏好有关的基因突变并没有发生过，也许远古的女性根本没有自由选择配偶的权利。


  同样地，即使具体的进化心理学假设是正确的——在这个例子中是女性已经进化了对资源富足型男性的偏好——但这并不能保证从中得出的每一个预测也都是正确的。比如有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女性确实喜欢男性身上与获得资源有关的品质，但她们却又不能和无能的丈夫离婚，她们不得不和未能提供资源的丈夫一起生活，也许是因为法律禁止离婚，又或者女性知道自己离婚后不会比现在更好，所以她们宁可得过且过。也许她不想让她的孩子没有父亲，哪怕她丈夫不能提供经济资源。这些预测都能够将我们的具体预测驳倒。关键在于，对进化阐述的评估不必依赖于某一个预测是否成功，而主要看进化理论的证据累积量。进化假设在经过恰当的系统阐述后非常具有可验证性，当证据未能支持从假设中得出的预测时，那么进化假设就毫无疑问地能被证伪（见Ketelaar & Ellis, 2000，对可证伪性问题的精彩探讨）。


  形成和检验进化假设的两种策略。图2.1的分析水平等级展现了形成进化假设的一种科学策略。这种策略被称为自上而下或理论驱动的方法。我们可以从最上端的一般进化理论出发，从中得出假设。比如，我们可以通过进化理论的内含适应性阐述来作出如下预测：人类应该会更多地帮助较近的遗传亲属，而不是较远的遗传亲属或者陌生人。另外，我们也可以根据Trivers亲代投资的中级水平理论形成一个具体的假设。这些方法都是从上一级到下一级、从一般到特殊的过程。


  自上而下的研究策略表明，在很多时候理论是非常有用的。理论不仅为我们形成具体的假设提供了一系列操作前提，而且还提供了一个框架来指导研究者去探索比较重要的领域（比如对亲属和子女的投资）。


  其实，还有另一种形成进化心理学假设的策略（见表2.2）。这种策略并不是从理论出发，而是从观察开始着手。一旦观察到某种现象，我们就能够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来形成一个关于该现象之功能的理论。由于人类非常善于观察他人，所以即便没有正式的理论作为指导，人们还是经常能够发现很多事情。比如说，大部分人都不需要有一种理论来告诉他们人类是通过口语交流、用两条腿直立行走、有时还会对其他群体发动战争等等。一般的进化理论中也没有包含这样的假设，语言交流、直立行走和群体之间的战争等已经进化出来。


  表2.2 形成和检验进化假设的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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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观察到很多关于我们自己和其他物种的现象，但这些现象并不是因为进化理论的提前预测才被观察到的。观察结果并没有对理论本身构成损害，不过它带来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解释这些现象？进化的思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些现象吗？这些未曾被预测的现象能够纳入进化心理学的宏大理论体系中去吗？还是落在这个体系之外呢？


  以一个常见的现象为例，而且科学家已经对它进行了科学的研究。这个现象就是，女性的外貌是男性对她们产生欲求性的重要因素。这是许多人都曾经观察到的事实，根本不需要什么科学理论的指导。甚至你的祖母就曾经告诉过你，大多数男人都更喜欢漂亮的女人。但是，从进化的视角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往往会想得更深，我们想知道为什么会如此。


  最常被提到的进化假设就是，女性的外貌是她们生育力的可靠线索。根据这个假设，男人们认为非常有吸引力的地方，应该是和生育力有关的特定身体特征。在进化历史中，如果有些男性被女性身上表现出来的生育力线索所吸引，那他们就能比那些没有被这些线索吸引的男性，以及对女性的外貌漠不关心的男性拥有更高的繁殖成功率。


  心理学家Devendra Singh提出了这样一种特征——腰围与臀围的比率，也叫作腰臀比（WHR）（Singh, 1993）。低腰臀比是指腰围比臀围更小，它常常与高生育力有密切关联。原因有二：第一，临床表明低WHR的女性比高WHR女性更容易怀孕；第二，高WHR的女性往往更有可能存在心脏病和内分泌问题，而这两种因素又和低生育力关系密切。所以，Singh认为男性应该会更喜欢低WHR的女性，而且男性应该已经进化了对与生育力有关的女性身体线索表现出高度的敏感和喜爱的偏好。


  在一系列跨文化研究中，Singh向男性呈现不同WHR的女性素描。有些素描上的女性的WHR是0.70（腰围是臀围的十分之七），有些是0.80，而另一些则是0.90。实验者要求被试在他们认为最有吸引力的图片上画圈。在选取的所有样本（包括非洲、巴西和美国人）中，不同年龄的男性都认为WHR是0.70的女性最有魅力。所以，尽管男性看重女性的外貌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但我们仍然能够从中形成具体的进化假设，并对这种现象的发生原因进行检验。


  从这种“自下而上”的形成和检验假设的策略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一般性的结论。第一，科学家们先观察到现象，然后形成关于这些现象的原因和功能的假设，这种思路是合情合理的。比如，在解剖学中也是观察先行，然后解释这些现象的理论才开始出现。可以说，这两种策略是相辅相成的，自下而上策略是对“自上而下”（理论驱动）策略的有益补充。


  第二，一个进化假设的价值部分地取决于它的精确性。假设越精确，那我们也就越容易从中得出具体的预测。这些预测通常都建立在对假设的适应器的“设计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就这样一步一步、一个预测接着一个预测，最后，那些未能得到证实的假设被抛弃，而不断得到证据支持的假设则被保留下来。所以，整个过程表现出一种不断积累的科学特征，它让我们一步步地去揭示进化心理机制的存在、复杂性和功能特性。


  人性的核心：进化心理机制的基本原理


  在这一节，我们主要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来讨论人性的核心组成。首先，所有的物种（包括人类）都有一种能被描述出来并加以解释的本性。其次，我们为进化的心理机制给出了一个定义，这些机制正是构成人性的核心单元。最后，我们将考察进化的心理机制的某些重要属性。


  万物皆有本性


  雄狮的本性部分地表现为：四条腿走路，长有长长的鬃毛，并以捕猎其他动物为食。蝴蝶的本性部分地表现为：最初时变成蚕蛹，作茧自缚，后来破茧而出，翩翩起舞，挥舞着翅膀去寻找食物和配偶。豪猪的本性之一是用刚毛保护自己，臭鼬的防御措施是依靠它喷出的恶臭气体，雄鹿靠的是鹿角，而海龟则是通过龟壳来保护自身。万物皆有本性，而本性皆不相同。在漫长的进化历史中，每个物种所面临的选择压力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它们所要解决的适应性问题也迥然相异。


  人也有本性，这些特征让我们在自然界中变得独一无二。所有的心理学理论都暗示着本性的存在。对Sigmund Freud而言，人性由强烈的性冲动和攻击冲动所组成。对William James而言，人性包括几十种或者几百种本能。即便是最狂热的环境决定论，也认为人类确实拥有一种本性——比如B. F. Skinner的激进行为主义，也承认人类拥有少数几个一般性学习机制。所有的心理学理论都需要某种人性观来作为其核心前提。


  由于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是产生人性基本组成成分的唯一已知的原因，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所有的心理学理论都是进化式的理论。尽管许多心理学家并没有在他们的理论中详细地探讨人性的进化过程，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种心理学理论认为人性是通过其他的因果过程而产生的。


  如果人也有本性，而且是由于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而产生的，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通过对人类的进化起源进行考察，我们能够揭开人性的本质吗？我们能否通过考察进化的过程从而得知该过程所产生的结果？正是这些问题的答案，构成了本书后面章节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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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种物种都拥有其独特的本性——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独特适应器。豪猪、臭鼬和海龟都能够抵御捕食者的攻击，但它们采用的方式却大不相同。


  进化生物学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它要对有机体的所有构成部分进行进化分析。进化心理学则不是这样，它主要关注有机体的心理层面——即对人类的心理进行分析，看它拥有哪些进化形成的机制，激活这些机制的背景信息是什么，这些机制又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所以，下面我们直接讨论构成人类心理的那一类适应器：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


  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的定义


  一种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evolved psychological mechanism），也就是指有机体拥有的一组加工过程，它包含如下特性：


  1．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之所以表现为当前的这种形式，是因为它在进化历史中解决了某种反复出现的与生存和繁殖有关的特定问题。这也就是说，一种机制的形式——即机制的设计特征——就好像是为一把特殊的锁而专门配置的钥匙（Tooby & Cosmides, 1992）。我们知道，钥匙的打造必须和锁的内部特征相符，同样地，一种心理机制的设计特征的塑造，也必须和它所要解决的适应性问题的特征相符。未能成功地解决适应性问题，也就意味着该机制将不能通过进化的选择之网。


  2．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被设计成只接收一小部分特定的加工信息。比如说人的眼睛，尽管我们张开眼睛就能看见东西，但是实际上，眼睛只能接收到电磁波光谱中的一小部分光线，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可见光谱。可见光谱在整个电磁波光谱中所占的比例简直微乎其微。我们看不到X射线，它比可见光的波长更短；我们也看不到无线电波，它们往往比可见光的波长更长。


  然而，即使在可见光谱中，我们的眼睛也只是被设计来加工一小部分信息（Marr, 1982）。人类的眼睛拥有特定的边缘探测器和运动探测器，前者专门加工物体的对比反射信息，后者则专门加工运动信息。人眼还配备有专门的锥体细胞，它被设计来识别彩色的物体。所以，眼睛并不是一种万能的可视装置，它只是被设计来在更大的潜在信息范围中对一小部分信息进行加工，比如特定频率范围内的光波、边缘和运动等等。


  前面曾经谈到，人类拥有一种怕蛇的先天倾向。同样地，这种心理机制也只接收一小部分的加工信息——细长而光滑的自我推动式的运动物体。我们进化形成的对食物、风景和配偶等的偏好机制，也都只对无限的潜在输入信息中的一小部分进行加工。能够激活每种机制的线索是非常有限的，它们要么是在适应器的进化环境中反复出现的相关线索，要么就是现代环境中存在的与远古线索非常相近的线索。


  3．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所获得的输入信息，能够向有机体预示他正面临的适应性问题。当看到一条蛇时，视觉的输入信息告知你，你正面临一个特殊的生存问题——受伤或者中毒身亡。食物所散发出来的不同气味——腐坏变质或甜美芳香——会告诉你，你正面临一个食物选择的适应性生存问题。简而言之，输入信息能让有机体知道他正面对的是哪一种适应性问题。不过，这个过程往往是无意识地发生的。人们在闻到一张香喷喷的披萨饼时，并不会这么想：“哈！我正在面临一个食物选择的适应性问题！”实际上，气味无意识地激活了食物选择机制，而且这种无意识过程也是人类所必需的。


  4．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根据决策规则将输入信息转换成输出信息。看到蛇的时候，你可以发起攻击，可以马上逃走，也可以站立不动。闻到刚刚出炉的披萨饼时，你可以美美享受，也可以顾自走开（也许你正在节食）。决策规则是由“如果，那么”指令所组成的一套程序，它让有机体在不同的情况下采取不同的策略。


  5．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所产生的输出，可能是生理活动，可能是其他心理机制所需的信息，也可能是外显的行为。看到蛇的时候，你的生理活动马上被唤起，并产生恐惧反应（生理输出）；你可以用这种信息来评估你的行为选择，比如站立不动或马上逃走（作为其他心理机制的输入信息）；而评估的结果则是产生外显的行动，比如逃走（行为输出）。


  我们还可以看看另一个例子：性嫉妒。比如说你和你的配偶去参加一个晚会，然后你离开房间去喝酒。当你回来的时候，你发现你的配偶正和另一个人交谈甚欢。他们站得非常靠近，而且深情地看着对方的眼睛，偶尔还会有轻微的身体接触。这些线索能够激活一种我们称之为性嫉妒的心理反应。这些线索作为性嫉妒心理机制的输入信息，向你预示你正面临一个适应性问题，即有可能丧失配偶。接下来，你根据一套决策规则来对这些输入信息进行评估。一种选择是忽略他们两人，假装自己漠不关心。另一种选择是威胁你的竞争者。第三种可能的情况是你勃然大怒，然后攻击你的配偶。当然，你还可以对你们的关系进行重新评估。所以说，心理机制的输出结果可能是生理活动（唤起），可能是行为（对抗、威胁和攻击），也能够作为其他心理机制的输入信息（重新评估你们的关系）。


  6．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所产生的输出结果，直接指向特定适应性问题的解决方案。正如配偶的潜在不忠行为的线索预示着一个适应性问题的出现一样，性嫉妒机制的输出结果则直接指向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受到威胁的竞争者可能会离开晚会，你的配偶可能不再和其他人调情。又或者，通过对双方的关系进行重新评估，你决定还是分手为妙。这些方案都可以帮助你解决所面对的适应性问题。


  我们说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的输出结果会为适应性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但这种说法并不意味着这些解决方案就是最佳的或成功的。竞争者可能不会被你的威胁所吓倒。尽管你表现出嫉妒，但你的配偶仍然有可能继续和别人眉来眼去。所以，我们的主要观点并不是说心理机制的输出结果总是会成功地解决问题，而是说心理机制的输出结果在平均水平上能比当时的进化环境中存在的其他策略更为有效地解决问题。


  需要记住的是，在进化历史中能够成功解决适应性问题的机制，不一定能在现代环境下成功地解决同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有一种爱吃肥肉的强烈偏好。很明显，这种机制在进化历史中完全是适应性的，因为肥肉是非常有价值而且富含卡路里的稀缺资源。但是现在，汉堡包和披萨饼随处可以买到，脂肪类食物不再是稀缺资源了。所以，我们对脂肪类食物的强烈偏好会让我们过度肥胖，更容易患上动脉阻塞和心脏病，从而对我们的身体甚为不利。进化的机制之所以拥有当前的形式，是因为它们在远古的进化环境中能够较好地解决适应性问题。至于它们在当下的环境中是否仍然具备适应性——即是否能够促进有机体的生存和繁殖——却是一个未知之数，还要视具体的情况而定。


  总之，一种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是指有机体拥有的一套程序，它被设计成只接收一小部分特定的信息，按照决策规则把这些输入信息转换成输出结果，而这些输出结果能在远古的环境中较好地解决某个适应性问题。这种心理机制之所以存在于现在的有机体身上，是因为在总体上讲，它能够让我们的祖先成功地解决某个特定的适应性问题。


  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的重要特性


  这一节将考察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的几个重要属性。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为我们“在心理的天然连接点上对其进行划分”（carving the mind at its natural joints）提供了非任意（nonarbitrary）的标准；进化的心理机制具有问题特殊性，它们数量繁多，而且精巧复杂。这些特征相互结合，使得我们现代人类的行为拥有很大的灵活性。


  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为我们在“心理的连接点上对其进行划分”提供了非任意的标准。进化心理学的一个中心前提在于，用于确认、描述和理解心理机制的主要非任意方式，就是去阐明这些机制的功能——即确定它们被自然选择设计来解决的适应性问题。


  以人的身体为例。理论上来讲，身体机制可以用无数种方式来加以描述。但是，解剖学家为什么会把身体划分成为各种相互分离的机制（肺、心脏、手、鼻子和眼睛等）呢？是什么原因使得解剖学家放弃其他的划分方式，而采取了上述这种方式呢？其中的奥妙就在于机制的功能。我们知道，肺部所执行的功能和心脏和手是不同的。眼睛和鼻子虽然彼此毗邻，但它们所实现的功能是不同的，所加工的输入信息也大相径庭——分别是可见光谱中的电磁波和气味。如果解剖学家把眼睛和鼻子划分到一个类别，那将是非常滑稽可笑的事情。所以，要想理解身体各个组成部分，那就需要确认各个部分的独立功能。功能为我们理解这些组成部分提供了一种明智的非任意方式。


  进化心理学家相信，同样的道理可以应用到对心理机制的理解上。尽管我们划分心理的方式也有无数种，但大多数的划分方式都是任意而武断的。要想对人类的心理进行强有力地确切分析，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功能。如果心理的两个组成部分所执行的是不同的功能，那么我们就能把它们看作是独立的机制，哪怕它们还以其他的方式发生相互作用。


  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具有问题特殊性。比如说，有人向你问路，他想从纽约市到加州San Francisco的某条街道去。如果你指给他一个大概的方向（比如“朝西走”），那么那个人最后很可能会到达南方的Texas，或者北方的Alaska。这种一般性的方向将不能确保问路者到达他想去的那个州。


  现在，我们假定那个人已经到了他想去的那个州。但是，“朝西走”这种指示是没有用处的，因为加州的西面是大海。这种一般性的方向不可能让那个人找到San Francisco，更不用说某一条具体的街道了。所以，为了让问路者到达他想去的那个州、那个城市、那个街道，以及街道上的某个位置，你必须提供更为详细的信息。另外，虽然到达目的地的路线有许多种可供选择，但肯定有某些路线比其他路线更为便捷，花费的时间也更少。


  寻找一个特定的适应性解决方案，就好比在一个国家搜索一条特定街道的地址。正如街道的地址一样，适应性问题都具有特殊性——避免被毒蛇咬伤、选择一个水资源充足且易于藏身的栖息之所、避免食用有毒的食物、选择一个有生育力的配偶等等。不存在所谓“一般的适应性问题”（Symons, 1992），所有的问题在内容上都具有特殊性。


  由于适应性问题具有特殊性，所以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具有特殊性。正如一般性的方向不可能让你到达正确的目的地一样，一般性的解决方案也不可能让你正确地解决适应性问题。看看下面的两个适应性问题：选择正确的食物（生存问题）和选择正确的配偶（繁殖问题）。这两个适应性问题的所谓“成功的解决方案”是完全不同的。成功的食物选择包括，确认那些富含卡路里和特殊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且避开那些有毒的食物。然而，成功的配偶选择则要求个体找到一个有生育能力、并将成为一个好父母的异性伴侣。


  对这两个适应性问题的一般性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它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两个问题吗？比如说这样一种一般性解决方案：“选择看到的第一个对象。”但是，这种方法所带来的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因为你有可能会摄入有毒的植物，和一个没有生育力的人结婚。如果在人类的进化历史中，有人曾经发展出这种一般性解决方案来处理各种适应性问题，那他（她）不可能成为我们的祖先。


  为了合理地解决这些选择问题，我们需要更多关于食物和配偶的重要特征作为具体的指导。比如，成熟的新鲜水果往往比腐烂的水果包含更好的营养物质。一般而言，年轻健康的人总会比年老体弱的人拥有更强的生育能力。所以，为了成功地解决这些选择问题，我们需要特定的选择标准，而这些标准正是我们的选择机制所包含的一部分特征。


  机制的特殊性通过错误可得到进一步的说明。如果你在食物选择中犯了一个错误，那么将会出现一系列的机制来纠正这些错误。比如，当你吃到变质的食物时，食物的味道会非常糟糕，你肯定会将它吐出来。如果食物试图通过你的味蕾，你会产生作呕反应。而且，如果食物已经不慎被吃进了吐子，那你可能会呕吐——这是一种被设计来排出有毒或有害物质的特定机制。但是，如果你在择偶时犯了错误，你不会有恶心、呕吐等反应（至少很少见）。不过，你可以采用其他方式来更正你的错误，比如和他或她分手，选择其他人作为配偶，或者直接告诉对方你再也不想见到他或她了。


  总之，问题特殊性的适应性机制通常比一般性的机制更具优势，因为（1）一般性的解决方案未能指导有机体形成正确的适应性解决方案；（2）即便一般性的解决方案能够正确地指导有机体的行为，但它们也会带来许多的错误，从而使有机体面临巨大的代价；（3）对于每个问题而言，所谓“成功的解决方案”是千差万别的（比如说选择正确食物的标准和选择合适配偶的标准就大相径庭）。简而言之，适应性解决方案所包含的程序和对内容非常敏感的成分，使得它能够成功地解决相关的适应性问题。


  人类拥有许多进化来的心理机制。与大多数有机体一样，人类也要面临大量的适应性问题。单单就生存所涉及到的适应性问题，就有上百种之多——比如温度调节问题（太冷或太热）、避免捕食者和寄生虫、摄入维持生命的食物等等。而择偶所包含的问题也不少，比如选择配偶、吸引配偶、留住好的配偶和放弃坏的配偶等。另外，还存在抚养子女的问题，比如哺乳、断奶、社会化、满足每个孩子的不同需要等等。最后，还有亲属投资的问题，比如兄弟、姐妹、侄子女、外甥子女；应付社会冲突；抵御外敌入侵；努力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等。


  因为特定的问题需要特定的解决方案，所以大量的问题就需要大量的特定解决方案。我们的身体包含有千余种特定的机制（比如泵血的心脏、呼吸氧气的肺部、排除毒素的肝脏等），按照这种思路，心理也同样包含有成千上百种特定的机制。由于少数几种机制根本不可能解决这些数量巨大的适应性问题，所以人类的心理也必定是由大量的进化来的心理机制所组成的。


  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所拥有的特殊性、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人类的行为具有灵活性。心理机制的定义，包括输入信息、决策规则和输出结果等关键的组成部分，突出地强调了适应器为什么不像严格的“本能”那样通过稳定不变的行为表现出来。回想一下前面提到的茧子生成机制，这种机制主要进化来保护皮层下的生理结构。你可以对你的环境进行设计，以至于你不再受到反复的摩擦。这样，你的茧子生成机制就不会被激活，因为机制的激活取决于环境中输入的背景信息。同样的道理，所有的心理机制都需要特定的输入信息才会被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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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进化心理学家相信，正如人体包含着很多专门化的复杂生理解剖机制一样，寓于大脑中的心理也包括很多专门化的复杂机制。


  我们的心理机制并不像本能那么死板，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决策规则。决策规则是由“如果，那么”语句所组成的程序，比如“如果看到一条蛇，那就赶紧逃命吧”，或“如果我喜欢的那个人对我表现出兴趣，那就微笑并向他（她）靠近”。对大多数机制而已，其决策规则至少包含几种可能的选择方案。比如在遇到毒蛇的例子中，你可以选择用木棒打蛇，或站立不动等着毒蛇自己溜走，或者直接逃命。一般来说，机制越复杂，它的反应选择也就越多。


  以木匠的工具箱为例。木匠之所以能够做到灵巧自如，并不是因为他拥有一种能用于切、戳、锯、旋、拧、转、刨、量和锤的“高度一般性工具”，而恰恰在于他拥有大量专门化的特定工具。这些专门化的特定工具能够进行很多种组合，其效果是一个拥有高度“弹性”的一般性工具所望尘莫及的。实际上，我们很难想象“一般性”工具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根本没有所谓的“一般性木匠问题”。同样的道理，人类也是由于拥有大量复杂而特异的功能性心理机制，才使得我们的行为表现出很好的灵活性。


  每当心理中增加一种新的机制，有机体就能够执行一种新的任务。鸟儿能用双脚走路，但有了翅膀之后它就能够飞翔。有了鸟喙，鸟儿就能够凿开种子和坚果的外壳，获得有营养的果核。每当出现一种新的机制时，鸟儿就能够完成一种先前所不能实现的任务。鸟儿既有双脚，也有双翅，这就为鸟儿的行为带来了灵活性，它变得既能走又能飞了。


  这让我们得出了一个与人类直觉完全相反的结论。我们大多数人通常都认为，如果拥有大量先天的心理机制，那么行为一定会变得非常死板。然而，实际情况却刚好相反。我们拥有的机制越多，我们能够执行的行为范围也就越广，所以我们行为的灵活性也就越好。


  超越领域特殊性的心理机制。上面已谈到的所有观点都表明，人类必须拥有大量的专门化心理机制，每一种机制只负责解决特定的适应性问题。这一结论已经在进化心理学领域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实际上，它正是从进化视角来对所有的物种进行研究的基本原则（Alcock, 2001）。正如一位进化心理学家所言，“如果一种单个的一般性机制拥有深度知觉能力、能控制双手、能吸引配偶、能抚养子女、能躲避捕食者、能比猎物更为聪明，而不包含哪怕一点点的专门化特性，那就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与其说大脑是依靠其‘可塑性’解决了这些问题，还不如说它通过魔法解决了这些问题”（Pinker, 2002, p. 75）。不过，最近有些进化心理学家认为，除了存在大量的特殊性机制之外，人类还进化了少数几种领域一般性的机制（e. g., Chiappe & MacDonald，出版中；Geary & Huffman, 2002; Livingstone, 1998; Mithen, 1996）。这些研究者提出的一般性机制包括一般智力、概念形成、类比推理、工作记忆，以及经典条件反射（见第一章）。


  支持领域一般性机制的研究者认为，尽管适应性问题反复出现的特征已经选择出了专门化的适应器，但是人类还必须面对许多新颖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频率并不规律，所以不足以促使产生特定的适应器。此外，我们知道人类常常能够用非常新颖的方式来解决远古的适应性问题。比如，我们从自动贩售机中获得食物，在因特网上寻找配偶，从五金店里买得工具。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明白，即便在那些与适应器的进化环境差别甚大的生存背景中——“一个远离更新世（Pleistocene）并且不断发生变化的世界（Chiappe & MacDonald，出版中，p. 6）”——我们人类也能顺利地繁衍生息。Chiappe和MacDonald（出版中）认为，诸如一般智力这样的领域一般性机制，是进化来“解决进化过程中不经常出现的问题的（P. 3）”，或者发展出对老问题的新颖解决方案。


  Chiappe和MacDonald的主要观点是，在人类的进化历史中，人类必须应付千变万化的环境，比如不可预测的天气变化、冷冰川时代和温暖天气之间的波动、火山或地震带来的剧烈变化等等。同样地，Geary和Huffman（2002）认为，人类进化历史中的许多信息模式都是非常易变的，这使得一般性的心理机制也拥有某种进化优势。这些理论家提出，领域一般性的机制对于处理新颖的、不可预测的以及非常易变的问题是必不可少的。


  不过，有些进化心理学家对于领域一般性的机制是否真正能够得以进化仍然持保留态度（e. g., Cosmides & Tooby, 2002）。人们确实能够完成很多新颖的任务，比如上网冲浪、驾驶汽车等，但这并不意味着让我们能够完成这些任务的适应器本身就是领域一般性的。这就好比，你可以训练灰熊骑脚踏车，可以训练海豚闻歌起舞，但这并不是说完成这些行为的适应器就是领域一般性的。在进化心理学这门学科现在所处的历史时刻，任何关于存在领域一般性机制的结论都有点为时过早。明摆着的事实是：在探索人类心理的重要机制的过程中，以领域特殊性假设为出发点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某些引人入胜的研究成果。本书后面的章节就是对这些科学发现的详细阐述。以领域一般性机制为前提的研究程序是否已经取得了能与之媲美的研究发现，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但是，同样很明显的是，人类的心理不可能完全只由相互分离的领域特殊性机制所组成。自然选择所青睐的功能特殊性机制，肯定是能够以各种排列组合方式进行协同运作的机制。可以说，适应器在“进行相互交流”。有些机制所获得的信息，能够为其他机制提供所需的信息。比如，来自看、闻和内部饥饿状态的所有信息都可以成为决策规则的输入信息，然后有机体才决定食物到底能不能吃。从这个意义上讲，进化心理学家并没有将“信息封闭（information encapsulation）”作为进化心理机制的一条限定特性，这与其他研究者在谈到“模块性”时的观点是有差别的（Fodor, 1983）。不同的心理机制之间是如何共享信息的呢？这其中的奥秘是将来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另外，人类还有可能拥有调节其他机制的上层机制（superordinate mechanisms）。假如说，当你在森林里行走时，你突然遇到了一只饥饿的狮子、一颗长满成熟浆果的灌木，以及一个吸引你的潜在配偶。那你会怎么办？你可能会选择先避开狮子，哪怕放弃浆果和配偶也在所不惜。但是如果你已经饥肠辘辘，你可能会冒冒风险，在逃走之前先摘些果子。显然，进化的心理机制常常以非常复杂的方式发生相互作用。这些机制时而开启，时而关闭；它们能在不同的背景中被激活，但我们还没有完全揭开其中的奥秘。所以，人类可能拥有进化形成的上层调节机制，不过，这个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检验进化假设的方法


  一旦形成了关于进化心理机制的清晰的系统化假设，并且得出了与之相连的具体预测之后，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对它们进行实际的检验。进化心理学家在研究中采用了广泛的科学方法。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进化心理学的科学基础并不依赖于某种单一的方法，而是将来自各种方法和数据来源的证据进行会聚和整合（见表2.3）。


  表2.3 检验进化假设的方法和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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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不同的物种


  对在某些维度上存在着差异的物种进行比较，是检验功能假设的证据来源之一。比较法的重点在于，“研究者在试图理解某种动物的行为时，不是仅仅去考察这种动物本身，而是去检验某种特质在与之相关的不同物种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差异”（Alcock, 1993, p. 221）。举例来说吧。比如下面这个精子竞争假设：有机体产生大量精子的好处在于，它能够取代雄性竞争对手的精子，从而增加让雌性怀孕的机会。


  检验这个假设的策略之一，就是去比较那些精子的竞争程度差别很大的物种。在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物种中，精子竞争现象很少见，或者根本不存在。比如，在有些鸟类（比如斑尾林鸽）和哺乳动物（比如长臂猿）中，雄性和雌性结合后共同抚育后代，很少有“婚外情”发生。但是，在另一些物种中（比如倭黑猩猩），雌性会和许多雄性发生性行为（Small, 1992）。在倭黑猩猩中，精子竞争现象就非常激烈。所以我们就能预测，精子竞争现象在杂交物种中十分常见，而在一夫一妻制物种中非常少见。


  下面就是对假设进行检验。我们可以按照精子竞争的激烈程度列举出不同的物种。比如在灵长目动物中，大猩猩的杂交行为最少，其次是猩猩和人类，而黑猩猩则是杂交行为最多的灵长目动物。接下来，我们可以通过睾丸的重量来获得关于这些物种的精液容量的比较数据。当然，由于这几种灵长目动物的身材大小不一，所以研究者用体重对睾丸的重量做了相应的矫正。从精子竞争假设中得出的预测是，精子竞争比较激烈的物种应该拥有更重的睾丸（表明精液容量更大），反之亦然。


  比较数据得出了下面的结果：雄性大猩猩的睾丸重量占体重的0.02％；猩猩的是0.05％；人类的是0.08％；而在黑猩猩样本中，睾丸重量占到体重的0.27％（Short, 1979; Smith, 1984）。总之，精子竞争最为激烈的物种拥有最大的睾丸容量，而精子竞争最少的物种则拥有最小的睾丸容量。所以，比较法支持了精子竞争假设。


  当然，对不同的物种进行比较时，我们并不仅限于比较精子竞争和睾丸容量。我们还可以比较每个物种所面临的独特的适应性问题。比如说，我们可以对悬崖山羊（cliff-dwelling goat）和普通山羊进行对比，来检验这个假设——为了能在悬崖上生活，悬崖山羊应该拥有专门的适应器（比如更好的空间定向能力）来避免跌下山崖。我们可以比较那些需要面对不同捕食者的物种，看它们是否拥有特定的适应器来对付不同的捕食者（比如看到捕食者时发出特定的叫声）。总之，比较不同的物种是检验适应性功能假设的一种有效方法。


  比较雄性和雌性


  有性繁殖的物种会形成两种形态：雄性和雌性。对雌雄两性进行比较，为我们检验适应器的假设提供了另一种方法。其中，一种比较策略就是去分析两性所面临的适应性问题的不同特征。比如在雌性受孕的物种中，雄性面临着一个“父子关系的不确定性”的适应性问题。雄性从来不可能完全“确定”他们自己到底是不是子女的真正父亲。但是，雌性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她们“知道”是她们自己的卵子受孕了（而不是竞争者的卵子），因为体内的卵子肯定来自她们自身。


  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能够对雌雄两性进行比较，看雄性是否进化了特定的适应器来增加他们的父亲身份的真实性。我们将在第五章对这些适应器进行详细的探讨，不过在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雄性的性嫉妒。总体而言，两性身上都存在性嫉妒现象，但是研究表明男性的性嫉妒比女性要强烈得多。而且，男性的性嫉妒是由性背叛的特定信号而激活的，所以这种反应可以作为父亲身份不确定性的一种解决方案（Buss, Larsen, Westen, & Semmelroth, 1992）。一旦性嫉妒机制被激活，那它就会引发特定的行为模式，比如击退竞争者，或者劝阻配偶的不忠行为等等。特别的是，男性的嫉妒是由性背叛线索（而不是感情背叛线索）所激发的。这一事实指出了男性心理的一个侧面，这个侧面对应于与性有关的适应性问题——即父亲身份的不确定性。女性则不可能拥有这样的适应器，因为她们无需面对这样的适应性问题，她们的母亲身份是确定无疑的。总之，对两性进行比较，是检验进化假设的一种有效方法。


  比较物种内的不同个体


  第三种方法是比较物种内部的不同个体。以年轻女性和年老女性为例。十几岁的女孩拥有很多年的时间来繁殖后代，但是年近不惑的妇女的繁殖年限却所剩无几。我们可以用这些差别来形成关于适应器的假设，并对之加以检验。


  比如说，你得出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没有男性愿意承担责任并给予投资，那么年轻的女性更有可能比年老女性将怀着的胎儿流产掉。其中的进化逻辑是这样的：由于年轻女孩还有很长的生育时间，所以她们能够“承受”放弃当前这个孩子.所付出的代价，并且等待更加适宜的时间去繁殖新的后代。但是，年长妇女再次怀孕的机会却寥寥无几了。所以，对这两个女性群体的堕胎率、流产率和杀婴率进行比较，为我们检验这个假设提供了一种思路。


  当然，在比较物种内的不同个体时，并不仅限于年龄这个因素。我们可以比较贫穷的个体和富有的个体来检验这个假设：穷人会采用“更为冒险”的策略来获取资源；而富人为了保护他们的资源通常显得更加“保守”。我们可以比较拥有很多同胞兄弟的女孩和独生女孩，看独生女孩是否更容易受到其他男性的欺侮。我们还可以比较拥有不同吸引力的个体，比较那些身处不同家庭规模中的个体。总之，物种内的比较也是我们检验进化适应器假设的有效方法之一。


  比较不同情境中的同一个体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比较同一个体在不同情境中的反应。例如，在Bolivia西部的Siriono，有一位男性狩猎特别不成功，于是他的妻子们便向其他狩猎技术较好的男性投怀送抱。并且，由于拙劣的狩猎技术和被妻子们抛弃的局面，他本人在群体中的社会地位也随之而降低。后来，人类学家A. R. Holmberg和这个人一起打猎，把捕获的猎物给他，并告诉其他人说这是他自己捕到的。接着，Holmberg教给他如何用枪来捕杀猎物。最后，由于这个男人在狩猎上的成功，他的社会地位又上升了，吸引了几个女性作为性伴侣，而且他一改被人侮辱的惨况，开始去侮辱其他人（Holmberg, 1950）。


  比较身处不同背景条件下的同一个体，是揭示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的一种有效方法。我们可以考察个体在两种不同条件下所面对的适应性问题，以及每一种条件下所激活的到底是哪一种心理机制，从而形成相应的假设。在上面这个例子中，那个Siriono男人的社会地位从低变高，都是因为他的狩猎能力发生了变化；而社会地位的提高又会让他更加自信。此外，社会地位的提高似乎还影响了其他Siriono男人的心理机制，先前他们对他侮辱有加，后来倒是毕恭毕敬了。


  不幸的是，有时研究者很难等到研究对象从一种情境到另一种情境的变化过程。所以，研究者通常是发现一个小生境，然后一直等在那里。另外，即使研究对象所处的情境确实发生了变化，但同时许多事情也都发生了改变，这就使得研究者很难分离出每一种变化因素的特定原因。比如说在Siriono男人的例子中，其他男性对那个男人的前后态度存在着巨大的反差，这到底是因为他捕获到了猎物，还是因为他吸引了女性呢？也许仅仅因为他手里多了一把枪？正是由于存在着要分离出各种具体原因的难题，所以科学家们有时试图通过心理学实验对情境加以“控制”。


  实验法


  在实验当中，研究者通常对一组被试进行“操纵”，而对另一组被试进行“控制”。比如说我们得出这样一个假设：受到威胁会增加“群体内的凝聚力”。这个假设认为，人类已经进化了一种特定的心理机制，其功能就是对来自群体外的威胁（比如外族入侵）作出适应性反应。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群体的凝聚力会上升，主要表现为对群体内成员的偏爱增加，而对群体外成员的偏见也同时增加。


  在实验室实验中，研究者随机挑选一组被试，告诉他们不得不去一个更小的房间，因为另一组被试已经提前占用了他们现在的房间。在他们离开之前，研究者给他们100美金，作为参与这些研究的报酬。但是，研究者告诉他们这100美金包含了两组被试的所有报酬，所以要求他们将这笔钱分成两份，但他们可以随意决定划分的比例。在控制组中，被试也要将100美金分成两份，但他们并未被告知另一组被试占用了他们的房间。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控制组和实验组是如何来分配这笔钱的。如果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分配比例没有差异，那就说明我们的预测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受到威胁的被试组将更多的钱分给自己，同时减少另一组的分配额，但控制组被试却将钱平均分配的话，那么我们的预测就得到了证实——即外部的威胁增加了群体内的凝聚力。


  检验进化假设的数据来源


  进化心理学家拥有大量的数据来源，来检验他们形成的进化假设。这一节简要介绍其中的几种数据来源。


  考古学记录


  在世界各地发现的骨头残片，向我们揭示了一份充满各种有趣人造物的古生物学记录。通过碳元素年代测定方法，我们可以获得关于头骨和骨骼年代的粗略估计，并追溯大脑尺寸的进化过程。在祖先的露营地发现的大型动物的骨头，向我们表明我们的祖先是如何解决获取食物这个适应性问题的。粪便的化石为我们考察祖先的其他饮食特征提供了非常有用的信息。对骨头残片的分析，也可以发现祖先们受伤、生病和死亡的原因。考古学记录提供了一组独特的线索，这些线索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是如何生活和进化的，而且还能揭示我们祖先所面临的适应性问题的特征。


  来自狩猎—采集者社会的数据


  现在关于传统群体——特别是那些和西方文明比较隔离的群体——的研究，也为我们检验进化假设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数据来源。比如，人类学家Kim Hill和Hillard Kaplan（1988）发现，成功的狩猎者并不会从他们的劳动中直接获利，因为捕获的肉类是整个群体共同分享的。但是，这些猎人能够在与繁殖有关的其他方面得到好处。他们的子女往往获得了来自群体的更多关注和照料，所以身体状况非常好。而且，成功的狩猎者对女性有更强的吸引力，他们通常拥有更多的情妇和妻子。


  当然，从当代的狩猎—采集者部落中所取得的发现还不是非常可靠。不同的部落群体往往表现出许多巨大的差别。但是，将这些研究发现和其他的数据来源相结合，我们就能够形成关于人类的进化心理学假设，并对之加以检验。


  观察


  系统性观察是检验进化假设的第三种方法。人类学家Mark Flinn设计了一种行为扫描技术（behavioral scanning technique）来系统性地收集在Trinidad观察到的现象（Flinn, 1988a）。他每天都要到那个村子去，拜访每个家庭，并将他的观察结果记录下来。比如，他能够检验这个假设：如果妻子处于高繁殖期，那么她们的丈夫将表现出更为强烈的“配偶监督”倾向；但如果妻子正处于低繁殖期（比如怀孕了或年纪较大），那她们的丈夫将不会有很强的监督倾向。通过行为扫描技术，Flinn发现，如果一个男人的妻子正处于高繁殖期，那他和其他男性发生的武力冲突也越多；反之亦然。观察数据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可能来自像Flinn这样训练有素的观察者，可能是研究对象中的丈夫或妻子，可能是朋友或亲戚，也有可能是临时认识的人。像所有的数据来源一样，观察数据也包含潜在的瑕疵和偏差。观察者可能对他想要观察的对象有很多先入为主的观念，从而歪曲了他的观察记录。另外，观察者可能不便于去探究某些非常重要的行为领域——比如性行为——因为人们都不想随意透露隐私。所以，研究者必须对这些偏差来源非常敏感，并通过其他数据来源对他们的观察结果进行补充。


  自我报告法


  被试的自我报告是一种不可替代的数据来源。自我报告的数据可以通过访谈或问卷的方式来获得。有些心理现象只能通过自我报告法来进行考察，比如说性幻想。性幻想是一种非常私人化的经历，它无法留下化石，也不可能被外人所观察到。在一项研究中，进化心理学家Bruce Ellis和Donald Symons试图对男女两性的性幻想差异进行检验（Ellis & Symons, 1990）。他们发现，男性的性幻想涉及更多的性伴侣，更换幻想对象的频率更高，而且以视觉信息为主。但是，女性的性幻想则较为神秘和浪漫，更多地涉及感情的表达和曼妙的情境。所以，如果没有自我报告法的话，这样的研究根本不可能得以实行。


  在检验关于择偶偏好（Buss, 1989a）、夫妻之间的家庭暴力（Daly & Wilson, 1988）、欺骗策略（Tooke & Camire, 1991）、提升社会地位等级的策略（Kyl-Heku & Buss, 1996）、合作和帮助模式（McGuire, 1994）等领域的进化心理学假设时，自我报告法常常大显身手。


  和其他的数据来源一样，自我报告的数据也存在一定的偏差和局限。人们通常不愿意泄露某些私人化的行为或想法（比如婚外情或不寻常的性幻想），因为他们担心会受到批评和指责。所以，人们有可能会说谎。而且，即便他们没有说谎，他们也不可能意识到自己应该提供哪些信息。因此，被试可能会刻意地陈述一些事情来迎合实验者，或者破坏这项研究。正因为这样，进化心理学家不能完全依赖于自我报告法。通过对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整合，我们往往能得出更为可信的结论。


  生活史数据和公共记录


  公共记录是各个年代的人们的生活写照。公共记录包括结婚和离婚、出生和死亡、犯罪和不良行为记录等等。在一系列的研究中，进化生物学家Bobbi Low深入地挖掘了瑞典在几个世纪之前各个教区的结婚、离婚和再婚的数据。这些教区的牧师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对这些公共事件的详尽记录。看看四百年前的结婚和离婚率，我们就能够发现，当今的婚姻模式到底是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呢，还是现代社会的独特产物？Low运用这些数据检验了许多进化假设。比如，她证实了这个假设：与较穷的男性相比，富有的男性倾向于和更年轻的女性（生育力更高）结婚（Low, 1991）。而且，男性的年纪越大，他和新娘之间的年龄差距也越大，这个现象在当今的各种文化背景下都随处可见（Kenrick & Keefe, 1992）。


  总之，在检验进化假设时，公共记录是一种不可替代的数据来源。不过，公共记录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比如，公共记录的统计数据可能并不准确，存在一定的偏差。而且，研究者很难从公共记录提供的信息中排除其他潜在的理论解释。但是，如果将公共记录和其他数据来源结合起来，那它对于极具创造性的研究者而言可真是无价之宝。


  人类产物


  人类制造的东西其实是我们进化形成的心理的产物。比如说，现代的速食餐厅就是我们进化形成的味觉偏好的产物。汉堡包、炸薯条、冰激凌和披萨饼中包含有大量的脂肪、糖分、盐和蛋白质。这些食物特别畅销，因为它们符合（或者说利用了）我们进化形成的对这些物质的偏好。所以，食品加工揭示了我们进化形成的味觉偏好。


  人类的其他产物也反应了我们进化心理机制的设计特征。比如，色情文学和言情小说就是日常想象的产物。男性通常购买“色情杂志（skin magazines）”，而女性则是言情小说的主要消费者，这些现象向我们揭示了男性和女性进化形成的性心理的部分特征（Ellis & Symons, 1990; Symons, 1979）。戏剧、绘画、电影、音乐、歌剧、小说、肥皂剧和流行歌曲等等，都反应了我们进化形成的部分心理机制（Carroll, 1995）。所以，人类的创造物是检验进化假设的另一种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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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所处的饮食环境和我们的味觉适应器的进化环境完全不同。脂肪和糖曾是非常稀缺的资源，但现在却随处可见。这种环境上的变化带来了很多适应不良的行为，而这些行为会妨碍我们的生存。


  超越单个数据来源的局限


  所有的数据来源都有其局限性。化石记录常常是不完整的，中间存在很大的时间间隙。在对当代狩猎—采集者社会的研究中，我们不知道现代社会的生活（比如电视）到底对他们当下的实践活动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影响。采用自我报告法时，人们可能会撒谎，或者根本不知道应该陈述什么事实。在观察研究中，研究者可能会忽略很多非常重要的行为领域，而且，观测数据也很容易因观察者的偏见而受到歪曲。实验室研究往往带有很大的人为性，而且其研究结果到底能否应用到真实世界的情境中去，研究者仍然不得而知。来自公共记录的生活数据看起来非常客观，但它也很容易产生系统偏差。甚至对于人类产物的研究，也必须通过一连串的推断过程才能加以解释，而这些推断过程本身是否有效却还是个未知之数。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在检验进化假设时应该采用多种数据来源。如果从不同的来源所得到的数据表现出一致性，而且不存在共同的方法学局限，那么这些研究结果将非常具有说服力。通过采用多样化的数据来源，研究者就能够克服单个数据来源的局限性，从而为进化心理学奠定更加牢固的实证基础。


  确认适应性问题


  和其他物种一样，人类在进化历史中也面临着数量巨大的适应性问题，并且产生了许多非常复杂的适应性机制。所以，接下来的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如何确定这些适应性问题到底是什么？


  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严加斟酌。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部概念性著作能够明确地列出人类曾经面临的所有适应性问题。之所以存在这种不确定性，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我们不可能让时光倒转，回到远古时代去看看我们的祖先所面对的所有问题。第二，每一种新的适应器本身都会引发新的适应性问题，比如说如何与其他适应器协同工作等。所以，确认人类的所有适应性问题是一项非常巨大的工程，科学家们将会为它耗费几十年的时间。不过，下面的几条指导方针倒是为我们开辟了道路。


  以现代进化理论为指导


  现代进化理论本身就是一种指导方针。它告诉我们，为设计差异进行编码的基因的差异复制（要么直接繁衍后代，要么帮助遗传亲属繁衍后代），正是进化过程的推动力。所以，从理论上来讲，所有的适应性问题都必须和繁殖活动有关，并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增加有机体的繁殖成功率。


  比如说，我们可以考虑下面这些范围广泛的适应性问题：


  1．生存和成长的问题：让有机体存活到能够繁殖的年龄。


  2．择偶问题：选择、吸引并留住配偶，进行繁衍所必需的性行为。


  3．抚养问题：帮助后代生存和成长，让后代存活到能够繁殖的年龄。


  4．帮助遗传亲属的问题：帮助拥有你的基因拷贝的遗传亲属获得繁殖成功。


  这四种问题为我们的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起点和一套可行的指导方针。不过话说回来，这些适应性问题太过一般化了，它们并不能告诉我们，和其他有性繁殖的有机体相比，人类到底曾经面临什么样的适应性问题。


  以人类普遍结构的知识为指导


  第二种确认适应性问题的指导方针，来自不断累积的关于人类结构的普遍的知识。除了极个别的隐居者之外，所有的人类都是群居的。认识到这种现象之后，我们就能够推断，我们人类肯定已经进化了对一系列潜在适应性问题的解决方案。比如，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如何保证自己融入群体而不被驱逐出去（Baumeister & Leary, 1995）？另一个问题是，群居就意味着各个成员之间生活得非常接近，所以个体之间必然会为了获取生存和繁殖资源而发生更加激烈的竞争现象。


  在现已知道的所有人类群体中，无一例外地存在着社会等级现象，这是我们人类的另一种结构特征。等级制度在人类身上是非常普遍的，这涉及到另一类适应性问题（见第十二章）。这些适应性问题包括：超过他人（因为地位高的人能得到更多的资源）；防止地位下滑；防止其他人觊觎你的位子；地位更高的人会因你的地位提升而受到威胁，从而给你带来麻烦等。总之，识别人类在社会交往中的普遍特征——比如群体生活和社会等级——为我们确认人类的适应性问题提供了一种指导。


  以传统社会为指导


  第三种指导来自于传统社会，比如狩猎—采集者社会。显然，与现代社会相比，这些传统社会和我们祖先的进化环境更为相似。比如，大量证据表明，人类99％的进化历史都处于狩猎—采集者社会形态，而农业社会的出现仅仅只是1万年前的事情（Tooby & DeVore, 1987）。另外，大型猎物是人类狩猎最常见的目标。所以，对狩猎—采集者社会进行考察，能为我们探讨祖先所面临的各种适应性问题提供大量的线索。


  毫无疑问，在枪和其他武器出现之前，独自捕杀大型的猎物是完全不可能的。在狩猎—采集者社会当中，大型狩猎活动无一例外地需要群体的通力协作。而为了成功地进行合作，猎人们必须解决大量的适应性问题，比如如何分配工作、如何协调群体的力量等等。这两种问题都需要进行清晰地交流才能实现。


  以古考古学和古人类学为指导


  第四种指导来自于出土的石器和骨头。比如，对人类祖先的牙齿的分析，揭示了祖先饮食习惯的重要特征。对骨骼折断的分析能够揭示我们祖先的死因。而且，骨头还能提供很多线索，告诉我们远古人类曾经受到何种疾病的困扰，从而向我们揭示了祖先所面临的另一组适应性问题。


  以我们现在的心理机制为指导


  第五种信息（也是非常有用的信息）来自现代人类所拥有的心理机制的特征。比如，各种文化背景下的大多数人都害怕蛇、怕蜘蛛、怕高、怕黑、怕陌生人，但并不害怕汽车和电源插座，这些现象向我们提供了关于祖先生存问题的大量信息。它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进化了对远古危险物的害怕倾向，但对现代危险物却不会如此。另外，性嫉妒的普遍性也表明，远古时代的男性和女性不一定对其配偶非常忠诚。如果每个人都非常忠诚的话，那么男性根本就不需要拥有这样一种如此强烈的心理机制——性嫉妒。众所周知，性嫉妒常常是婚内虐待和婚内谋杀的主要诱因（Daly & Wilson, 1988）。总之，我们现在的心理机制，为我们探究祖先们所面对的适应性问题提供了一扇窗口。


  以任务分析为指导


  一种确认适应性问题的更加形式化的方法就是任务分析（Marr, 1982）。任务分析通常从对人类结构的观察（比如人类群居生活且拥有地位等级）或一种已知的现象（比如人们乐于帮助遗传亲属）入手。任务分析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当这种结构或现象出现时，有机体必须解决什么样的认知任务和行为任务？


  我们来看看这个现象：人们倾向于帮助遗传亲属，而不是那些没有遗传关系的人。如果你是个大学生，你的父母会以各种方式来资助你，比如学费、住处、伙食费、衣服和交通工具等等。他们不大可能去资助你们邻居家的孩子，即使他们再喜欢那个孩子也不会如此。人们通常乐于帮助那些携带着他们基因拷贝的遗传亲属，父母的资助只是这种广泛趋势的一种特例而已。另外，人们更乐于帮助遗传关系更加接近的亲属，而不是更远的亲属，这种现象在性命攸关的情境中尤为突出（Burnstein, Crandall, & Kitayama, 1994）。


  任务分析就是去分析一种现象，然后确认当这种现象出现时，有机体必须解决哪些认知任务，而且他只能采用远古环境中所能得到的信息。比如，人们需要一种方式来确认哪些人身上携带着他们的基因拷贝——即亲属识别的问题。但是，他们只能采用当时所能得到的信息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外貌特征等等。另外，人们还需要解决这个问题：评估各个亲属的遗传相关度的大小，即亲属的亲疏问题。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不会有意识地来考虑这些事情；它们常常是自动地发生的。总之，任务分析能让我们在观察到某种现象时，去考察该现象发生后，有机体必须解决的适应性问题。


  适应性问题的组织


  这本书是围绕着人类的适应性问题以及人类已经进化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心理机制而组织起来的。我们从生存问题开始入手，因为没有生存就不可能有繁衍。然后，我们直接转入对择偶问题的探讨，其中主要包括选择、吸引和留住一个中意配偶所涉及到的问题。接着，我们考察了择偶的产物——孩子。如果没有父母的帮助，人类的孩子根本不可能存活下来并且发育成长。所以这个章节主要探讨了父母对子女的投资方式。上面这些活动都发生在同一个大型的亲属群体中，群体成员都是享有共同DNA片断的遗传亲属。


  然后，本书开始探讨我们生活中更大的社会领域。合作、攻击性、两性之间的冲突，以及社会地位等主题构成了这个部分的主要内容。


  本书的最后一章将镜头拉回到一个更加宽广的视界。在这一章中，我们试图运用进化的视角来对心理学的主要分支进行重新建构。我们考察的主题有推理（认知心理学）、支配（人格心理学）、精神病理学（临床心理学）和社会关系（社会心理学）等等。


  小 结


  这一章涵盖了四个主题：（1）形成关于我们进化心理机制的假设的逻辑；（2）进化过程的产物；（3）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的特征；（4）我们检验这些假设所能采用的科学程序。


  在讨论形成进化假设的逻辑时，我们最先考察了四个水平的分析过程。这四个水平从最一般到最具体分别是：一般的进化理论、中级水平的进化理论、具体的进化假设，以及从这些假设中得出对实际现象的具体预测。形成假设的一种方法就是从较高的水平到较低的水平。中级水平理论能够产生多个假设，而每一个假设又能够形成若干可进行检验的预测。这个过程可以被称作是形成假设和预测的“自上而下”策略。


  第二种方法是从已知的或观察到的现象开始着手，比如男性比较看重女性的外貌。从这个现象出发，我们就能够形成关于这种设计特征的潜在功能的假设。这种自下而上的方法被称为倒序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它是自上而下方法的有益补充。因为实际情况是，我们常常是先观察到人类活动的很多现象，然后才发展出可靠的科学理论去解释它们。


  进化过程产生了三大产物：适应器、适应器的副产品，以及随机影响。尽管这三种产物都非常重要，而且进化科学家们在对这三者的数量多少进行评估时表现得大相径庭，但是进化心理学家主要关注的还是适应器本身。更具体地说，他们主要集中于那些构成人类本性的特殊适应器——心理机制。


  心理机制也就是信息加工装置，它们之所以表现出现在这种存在形式，是因为它们曾在人类的进化历史长河中，成功地解决了许多反复出现的有关生存和繁殖的适应性问题。经过进化选择的设计之后，心理机制变得只加工特定的信息，按照决策规则对信息加以转换，并以生理活动的形式产生输出，或生成能为其他心理机制所用的信息，或直接生成外显的行为。进化的心理机制所得到的输出结果，通常就是某种特定的适应性问题的解决方案。进化的心理机制为我们“在心理的连接点上对其进行划分（carving the mind at its joints）”提供了非任意的标准；心理机制具有问题特殊性，它们数量繁多，并拥有某种功能特性。


  一旦形成了关于某种进化的心理机制的假设，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去检验它。检验进化假设需要倚仗比较的方法，去弄清楚所研究的群体是否像预测的那样拥有某种独特之处。这种方法致力于比较不同的物种，比较同一物种内的雄性和雌性，比较同一性别中的不同个体，以及同一个体在不同情境下的差异，从而对进化假设进行检验。


  在确定了具体的比较研究设计之后，下一步就是决定应该使用哪些数据来源。进化心理学拥有大量的潜在资源可供使用，其中包括考古学记录、当代的狩猎—采集者社会、自我报告、观察者报告、实验室实验中从被试身上得来的数据、来自公共记录的生活史数据以及人们制造的产品。


  每一种数据来源都有其优势，但同样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每一种数据来源提供的信息，都是其他来源所不能提供的。而且，每一种数据来源都拥有各自独特的缺陷和弱点。所以，从经验上来说，如果一项研究采用了两种或者更多的数据来源，它将会比只采用一种数据来源的研究更好，因为它建立了一种更为稳固的实证基础。


  本章的最后一节简要介绍了几种主要的适应性问题。有四种适应性问题是从现代进化理论中直接得出的：生存和成长问题、择偶问题、抚养问题和遗传亲属问题。确认适应性问题的其他方法来自于有关人类普遍结构的知识、传统的部落社会、古考古学、任务分析以及我们现在的心理机制等。现在的心理机制——比如恐高、爱吃富含脂肪的食物、偏爱与大草原相似的风景——提供了一扇窗口，让我们得以考察过去的适应性问题的主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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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生存问题


  这个部分仅仅包含一个章节的内容，这一章主要介绍了人类用以解决各种生存问题的适应器。达尔文创造了一个短语——恶劣的自然条件（the hostile forces of nature）——来描绘那些阻碍生存的各种力量。我们的祖先正是由于成功地克服了这些力量，从而得以繁衍生息。在第三章的开头，我们讨论了获取食物并对之加以选择的问题。关于我们的祖先是如何获取食物的问题，主要存在三种假设：狩猎假设、采集假设和食腐（scavenger）假设。我们也对这三种假设进行了分析探讨。接着，我们讨论了人类的另一种适应器，即对栖息之所（habitat）和生活环境的选择偏好。然后，我们分析了害怕、恐惧症、焦虑以及其他一些适应器。这些适应器是主要用来应付各种危险情境的，比如蛇和疾病等等。随后，我们探讨了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人是否注定（programmed）要死”？在第三章的结尾，我们尝试着对一个真正的进化之谜进行了探讨，那就是“为什么有人会自杀”？


  
第三章 克服恶劣的自然条件


  ——人类的生存问题


  为了生存下来，有机体不仅要决定吃什么，还要避免自己被捕食。


  ——Todd, 2000, p. 951.


  没有哪一个身体器官能够永远不出问题。


  ——Randolph Nesse and George Williams, 1994, p. 19.


  差异繁殖是进化过程的“底线”，是自然选择的驱动力。为了繁殖，有机体必须存活下来，至少存活一小段时间。达尔文精辟地总结道：“只要繁殖出来的个体数量超过了所能存活的数量极限，那么为了生存而进行的竞争将会无处不在。这样的竞争不仅存在于同一物种的个体之间，也存在于不同物种的个体之间，还存在于生物个体与所生活的自然条件之间。”（1859, p. 53）所以，考察有关生存的适应性问题，应该是探讨人类进化心理学的一个合理的起点。


  生存带来了一个问题，或者说一系列的问题。尽管当前的生活方式让我们远离危险，但是每个人仍有可能遇到那些威胁到我们自身生存的情境。达尔文称之为“恶劣的自然条件”，主要包括气候、天气、食物短缺、毒素、疾病、寄生虫、捕食者和同一物种内的激烈竞争。


  对人类而言，这些恶劣的自然条件产生了一系列的适应性问题。在进化的历史长河中，这些适应性问题反复地出现在每一代身上。这些适应性问题对于能否成功地存活下来至关重要，它们就像一个过滤器，将那些未能度过诸如疾病、寄生虫、捕食者、荒芜的冬季和长期干旱的夏季等难关的个体淘汰出局。正如达尔文所言：“在伟大的生命之战中……每一种生物体的结构都以最必需的而又隐蔽的方式和其他生物体的结构相关联，这样就出现了对食物和居住地的竞争，而且，碰到某些生物体时应该躲避，而碰到另一些生物体时则要捕食。”（1859, p. 61）


  这意味着，人类总是必须以高度专门化的方式来与生物世界相互作用。我们必须知道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有毒；哪些物种可以捕食，哪些物种将会猎杀我们。实际上，过去十几年间的科学著作确实表明，人类普遍地表现出拥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常识生物学”（folk biology）知识（Atran, 1998; Berlin, 1992; Keil, 1995）。常识生物学的核心是指，人们直觉地认为生物体拥有专属于不同物种的、功能分离的信息包，而且每一物种都拥有一种内在的“本质”（essence），正是这样的本质使生物体得以生长发育，并赋予该生物体以身体功能、外在形式和特殊的力量。荨麻的内在本质让它长出能扎人的刺，而狮子的本质则让它长出能够杀人的犬齿和利爪。


  这种常识生物学知识在个体早期就开始出现，并且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比如，全世界的人都自然而然地将所有的生物划分为植物和动物（Atran, 1998）。学龄前的儿童就已经对各个物种的内在本质表现出非常复杂的信念。比如说，他们相信，如果你去掉一条狗的内在属性，那么这条狗将会丧失其“本质”，不再是一条真正的狗——即不会叫唤和咬人。相反，当你去掉狗的外在特征或者改变狗的外部形象，以至于看起来不再像一条狗时，儿童却相信它仍然拥有其本质的“狗性”（dogness）。学龄前儿童认为，如果小猪仔是由母牛抚养长大的，那当它长大后，它会哼哼地叫而不会哞哞地叫。更进一步，儿童的常识生物学知识甚至包含了一种功能感。比如，三岁的儿童相信，玫瑰花之所以有刺是因为刺对玫瑰花有用，但是他们并不认为钓鱼竿上的鱼钩对装钓鱼的线有用。


  很有可能，普遍的常识生物学及其核心信念（即认为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都拥有共同的内在因果本质）是一种进化形成的认知适应器（Atran, 1998）。常识生物学在个体早期就已经出现，而且父母并未给予明确的教导（Gelman, Coley & Gottfried, 1994）。这种知识在世界范围内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Atran, 1998）。而且，它对于解决很多生存问题至关重要，比如我们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适应性问题——哪些东西有营养，哪些东西有毒；哪些物种可以捕食，哪些物种可能会猎杀我们自己。


  下面，让我们看看构成人类生存系统的一系列迷人的适应器，即进化来克服各种恶劣自然条件的身体机制和心理机制。第一个问题就是取食。


  食物的获得和选择


  如果没有食物和水，我们将无法生存。“食物是构成或限制一个物种的适应系统的主要因素。”（Tooby & DeVore, 1987, p. 234）确实，在觉醒状态下，大部分动物花在寻找、捕猎和取食上的时间比其他活动都要多（Rozin, 1996）。就像寻找配偶对于繁衍的意义一样，寻找食物是生存所必需的。在现代社会，如果饿了，我们可以去商店或者餐馆寻找食物。但是对于我们漫游在热带大草原的祖先而言，寻找食物可没那么容易。从早上起床时的饥肠辘辘，到晚上睡觉时的吃饱喝足，我们的祖先必须跨越诸多障碍。


  在食物选择中，最为紧迫的问题就是如何获取足量的卡路里和特殊的营养成分（比如钠、钙和锌），同时还要避免摄入能够迅速致死的危险毒素（Rozin & Schull, 1988）。这就需要寻找食物，然后认出、获得并处理食物，以至于消化食物并吸收其中的营养。另外，这些活动必须与个体对自身内部新陈代谢状态的评估保持协调，比如他是否正在遭受负能量平衡（即卡路里的消耗量多于摄入量），或者是否缺乏某些特定的营养成分（Rozin & Schull, 1988）。


  选择食物的问题对于杂食动物特别重要，因为它们不仅吃植物，也吃动物。人和老鼠就是这样的杂食动物。杂食动物的食物丰富多样（包括植物、坚果、种子、水果和肉类等），这就增加了中毒的机会，因为毒素在植物界是广泛存在的。一种精辟的进化观点认为，植物的毒素本身就是一种适应器，它有助于减少植物被吃掉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似乎可以这么说，虽然毒素帮助植物免于被食，但它们却对以这些植物为食的人类和其他动物有害。事实上，我们的祖先一直在和植物抗争。


  老鼠对食物的选择


  老鼠是科学家研究最多的杂食动物之一，它为我们阐述有关选择食物和液体（fluid）的适应性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幼鼠从母鼠的乳汁中获取所有必需的卡路里，这种取食方式成功地让幼鼠避开了摄入致命毒素的危险。幼鼠这种解决取食问题的方式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它们学会自己寻找食物为止。


  老鼠已经进化出对甜的食物的味觉偏好，并且尽量避免去吃苦的食物。这是因为甜的食物能够提供丰富的卡路里，而苦的食物则通常含有某些毒素。老鼠能够根据不同的内部状态来适应性地调节它们的进食行为，其中至少存在这样三种内部状态：缺乏水分、缺乏卡路里和缺乏盐分（Rozin & Schull, 1988）。实验表明，当老鼠感觉到体内盐分不足时，它们会马上表现出对盐的喜好。而且，当它们体内的能量和液体即将耗尽时，它们则会增加糖和水分的摄入量。这些进化形成的特殊机制，似乎是被设计来解决有关食物选择的适应性问题的，而且让老鼠的进食行为与其身体需要保持协调（Rozin, 1976）。


  然而，事实远非仅此而已。老鼠表现出一种惊人的新恐惧症（neophobia），也就是说对陌生食物的强烈抗拒。一般情况下，老鼠摄入新食物的剂量非常微小，而且当它们在品尝食物时，它们从来不会一股脑将多种陌生食物一起吃下去。通过将各种新食物分开、并以小剂量的方式品尝，老鼠就能够知道到底是哪种食物有问题，从而避免过量摄入某些潜在的致命毒素。有趣的是，如果老鼠在一次进食活动中同时摄入新食物和旧食物，而且引发了身体的不良反应，那么老鼠将不再食用那种新食物，但对旧食物却照吃不误。看起来，似乎老鼠已经“推断”出熟悉的食物是安全的，而陌生的食物却是患病的起因。


  所以，即使老鼠这样的动物，都已经进化出了一套精巧的机制来解决食物选择的适应性问题。另一种杂食动物——即我们人类——对食物问题的适应性解决方案绝不会比老鼠差。


  人类对食物的选择


  世界各国的人们在食物上的花费都比其他实际活动的花费更高。像美国和德国这样的西方国家，人们在食物上的花费占他们收入的21％，仅次于在休闲娱乐活动上的开销（Rozin, 1996）。而在不那么富裕的国家（比如印度和中国），人们将50％的收入都用在了吃饭上。不过，全世界的人们都把婴儿抚养期作为食物选择的核心阶段。这是因为，如果想要在生命早期存活下来，那么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决定吃什么和不吃什么（Rozin, 1996）。


  分享食物是人类的一项主要的社会活动。在某些社会中——比如位于北美西北海岸的夸扣特尔族群（Kwakiutl）——富人们会举行“冬季赠礼节（potlatches）”，他们为来宾提供所有的食物和酒，而人们也通过他们的慷慨程度来评价其社会地位（Piddocke, 1965; Vayda, 1961）。有的文化中包含特定的词汇来表示各种不同的饥饿，比如Botswana的！Kung San人就有专门表示“很想吃肉的饥饿”的词汇（Shostak, 1981）。分享食物也是一种求偶策略、一种亲密关系的象征，或者是在发生冲突后表示和解的一种方式（Buss, 1994）。在美国，当感恩节之类的团聚节日到来时，人们通常都会举行丰富的家庭盛宴，全家人齐聚一堂，共享火鸡、食物配料、酸果蔓和南瓜饼等美味佳肴。


  渔夫会向人讲述他们捕获的鱼，农夫会谈起他们收获的蔬菜的大小，而猎人则会炫耀他们在猎杀某个大型动物时的英勇行为。对于一个男人而言，找不到食物将会使得他在群体中的地位节节败退（Hill & Hurtado, 1996; Holmberg, 1950）。而且，对于中非的干达部落、桑格部落和尼日利亚沿海的阿善堤区域的妇女而言，和未能提供食物的丈夫离婚并非什么稀罕之事（Betzig, 1989）。甚至在各种文化的神话和宗教故事中，也有很多都涉及到食物和酒。比如夏娃和亚当偷吃禁果，耶稣变水为酒，用三条鱼和两张饼就喂饱了几千人，还有禁食猪肉等等。


  食物和进食行为也经常被用在比喻当中。我们觉得吹牛大话“难以下咽”，晦涩的散文“难以消化”，意外的好运让人“美滋滋的”（sweet），一本好书让人“兴味盎然”（juicy），而社会的失望让人“苦不堪言”（bitter）（Lakoff & Johnson, 1980）。总之，食物无不弥散在我们的心理偏好、口头语言、社会交往和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的宗教信仰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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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许多物种而言，食物短缺是最重要的“恶劣条件”之一。人类不仅依靠食物来为身体提供养料，而且还通过分享食物来增强自身的求偶吸引力和巩固社会关系。


  人类已经进化了抵抗自然毒素的机制。比如，我们觉得有的东西特别难闻，而且味道也很苦，其实这并不是偶然的事情。呕吐和反胃是一种保护性的反应，它们被设计来防止我们摄入有害的食物，并且吐出那些越过了味觉和嗅觉防御所能承受的东西。事实上，许多小孩都不喜欢吃花椰菜（broccoli）和球芽甘蓝（brussels sprouts），这并非凑巧之事。这些蔬菜包含一种名叫异硫氰酸烯丙酯（allylisothiocyanate，芥末油的主要成分）的有害化学物质，特别是对小孩而言（Nesse & Williams, 1994）。


  在一项跨文化的研究中，研究者让美国人和日本人列出他们最讨厌的东西（或事情）。结果表明，粪便和其他身体排泄物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占到总体比例的25％（Rozin, 1996）。众所周知，粪便中藏匿了很多有害成分，包括大量的寄生虫和毒素，这些成分对人类危害巨大。毕竟，粪便是人体的排泄物。在这项调查中，人们最讨厌的还有简陋的卫生条件（容易传播疾病）和身体上的伤害（比如伤口、非意愿的性行为以及死亡）。面对这些跨文化的证据，Rozin（1996）认为所有的人类都普遍拥有上述这些厌恶反应，而且，我们人类和动物之间具有某些共性。不过，看起来人类似乎已经进化了一种对某些特定事物的厌恶倾向（比如粪便和其他疾病载体等），这些事物都有可能危及到我们的生命。根据适应论者的观点，这些厌恶反应能够防止我们摄入或者接触那些对我们的健康和生命有害的东西。


  现在，我们还不能断言Rozin（1996）的解释或者适应论者的解释（抑或其他的解释）足以揭示厌恶反应的性质和运作模式。这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有关厌恶的研究实在是太少了。Rozin（1996）曾经提到，在8本最为权威的心理学导论教材（平均篇幅为668页）中，用于讨论人类吃什么和为什么吃这些东西的平均篇幅都不足半页。我们期待未来的研究能够揭示出人类用于解决食物选择问题所使用的适应器的本质特征。


  人类为什么喜欢香料：抗菌假设


  人必须吃饭，但是讽刺的是危险会随之而来。摄入食物的同时，危险的微生物和毒素也获得了进入体内的机会。这些有害物质几乎存在于我们所吃的每一种食物当中，而且我们大多数人也曾经体会过这些有害物质所产生的后果，那就是因“食物中毒”而带来的“胃部不适”或呕吐。


  在现代社会，我们可以将这种危险减小到最低。但是请想象一下我们祖先的环境，当时食物稀少，必要的卫生条件十分低下，而且还缺乏冰箱或储藏食物的其他人造装置。降低这种危险的最常见的方法就是烹饪，它能够杀死食物中的大多数微生物。烹饪涉及到火的控制和使用，实际上，广泛采用烹饪技术的历史至少有33万年之久，而其发端甚至可以追溯到160万年前（Wrangham et al., 1999）。最近，Paul Sherman及其同事提出了另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那就是香料（spices）的使用（Billing & Sherman, 1998; Sherman & Flaxman, 2001）。


  香料一般来自于植物，比如花、根、种子、灌木和水果等。由于含有所谓“次级化合物”的化学物质，香料通常会散发出特有的气味，并且有十分独特的味道。植物中的这些化合物是非常有效的防御机制，它们能够保护植物免受巨生物（草食动物）和微生物（细菌）的吞噬和袭击。根据已有的文字记载，人类使用香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很多探险家——比如Marco Polo和Christopher Columbus——都曾经冒着巨大的风险去寻找盛产香料的陆地。现在，在我们随处可见的任何一本烹饪书中，已经很难找到一道没有任何香料的菜了。人类为何对食物中的香料如此在意呢？


  抗菌假设（antimicrobial hypothesis）认为，香料能够杀死食物中的微生物或者抑制微生物的生长，而且能阻止毒素的生成。这样，香料就帮助我们人类解决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存问题，即避免因摄入某些食物而生病或死亡（Sherman & Flaxman, 2001）。还有其他的证据也支持这一假设。第一，在30种已经做过严格分析的香料中，每一种都能杀死多种产生于食物中的细菌。你试着猜猜哪些香料是最有效的杀菌剂？它们是洋葱、大蒜、多香果和牛至。在实验室试验中，这四种香料都能杀死每一种单独的细菌。第二，气候越炎热的地区，香料也放得越多，因为炎热地区的食物更容易变质，这就加快了有害微生物的繁殖速度。比如在气候较热的印度，通常情况下菜里面要放9种香料，而在天气较冷的挪威，人们通常只在菜里放2种香料，甚至更少。第三，荤菜里的香料比素菜里放得多（Sherman & Hash, 2001）。这可能是由于有害微生物更容易在未冷藏的肉类中繁殖，而死去的植物则相反，它们内部包含有物理化学的防御机制，因此也更不容易遭受细菌入侵。最后一个例证是，日本因细菌导致的食物中毒的发生频率较高（每100000人中29人），而韩国则低得多（每100000中3人）。其原因是，日本人使用香料较少，而韩国人则使用了较多更具抗菌性能的香料。传统日本料理的原材料大都取自当地的新鲜水产，但是现在，这些水产必须依靠进口，所以细菌的繁殖时间也加长了。


  抗菌假设的提出者并未声称人类已经进化了一种专门用于使用香料的适应器，尽管他们也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其实，人类之所以食用某些香料，更有可能是试验或者偶然事件的结果。比如，人们发现在剩饭中加入某些芳香的植物果实后烹饪出的食物比普通食物更好，而且这些食物降低了人们生病的可能性。然后，抗菌香料的使用会随着文化交流（比如模仿或口头描述）传播开来。使用香料的文化传播可能是“横向”的（比如传播给朋友或邻居），也可能是“纵向”的（比如传播给下一代，因为使用香料者的后代有可能更健康）。


  人类为何喜欢喝酒：进化的残留物？


  灵长目动物食用水果的历史至少有2400万年。实际上，大多数的灵长目动物确实以水果为主要食物，比如黑猩猩、猩猩和长臂猿等。熟透的水果往往最受欢迎，它们富含两种物质：糖和乙醇。而且，水果散发出来的“乙醇香味”是果实成熟的极佳线索。所以，灵长目动物（包括人类）通过熟透的果实来消耗低浓度乙醇为时已久。


  然而，在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中，几乎找不到乙醇含量如此低的酒类。要知道，水果中的乙醇含量通常只有0.6％（Dudley, 2002）。通过合理的推算，人们在食用水果后血液中的乙醇含量仅为0.01％，这远远低于通常的法定酒精浓度限制0.08％。我们的祖先没有一桶桶的啤酒和一瓶瓶的白酒和威士忌，这些酒都含有高浓度的酒精。根据食果副产品假设（frugivory by-product hypothesis），人类对酒的迷恋并不是一种适应器，而是喜欢成熟的果实这一适应行为的副产品（Dudley, 2002）。也就是说，所有的人类都已经进化了喜欢成熟水果的食欲机制，但是这些机制和我们现在的高酒精含量的酒类相遇时却出现了问题。事实上，当今的酗酒行为很有可能是因过度沉溺于食果机制而导致的适应不良。因此，当你下次喝酒的时候，你也许会想到你的祖先们曾经也开过晚会——围坐在一棵果树下吃着甘美的熟果。


  孕妇的妊娠病症：胚胎保护假设


  在孕期的头三个月中，孕妇通常会得一种妊娠病。她们对某些特定的食物高度敏感，并伴有呕吐反应，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晨吐”。所有的孕妇当中，声称有过上述反应的人占到75％（Brandes, 1967）到89％（Tierson, Olsen, & Hook, 1986）不等。真正有过呕吐反应的比例则会低很多，大约有55％的孕妇报告她们有过这种症状。Profet（1992）认为有两个原因使得这些数据可能低估了妊娠病的普遍程度。首先，这些调查是在妊娠病的高峰期过后才进行的，所以孕妇们提供的可能是前几周或前几个月的情况。其次，上述所有的研究都把妊娠病定义为恶心和呕吐反应，而没有包括厌食反应。Profet相信，如果加上厌食的话，在头三个月中有过妊娠病的孕妇比例有可能接近100％。


  有妊娠病的孕妇会千方百计减轻这些反应，不管是使用民间偏方还是医师的药方。尽管“病”这个字似乎意味着某种功能失常，但近期的研究证据却刚好相反。继Hook（1976）之后，Profet已经找到了强大的证据来表明妊娠病是一种适应器，它能够阻止孕妇摄入或吸收致畸剂（teratogens）——即不利于胎儿发育的有害毒素。


  如前所述，许多植物都能产生毒素来防御草食动物的袭击。这些毒素分布很广，甚至存在于我们经常食用的植物当中，比如苹果、香蕉、土豆、橙子和芹菜等。黑胡椒粉是我们常用的香料，它包含一种既能致癌又能诱发基因突变的物质（sarole）。人类在孕期所面临的特殊问题就是，如何从植物中获得有用的营养物质，同时避免毒素对胎儿的伤害。


  植物和以植物为食的动物似乎是共同进化的（Profet, 1992）。植物通过化学物质来表示它们的毒性。比如卷心菜、花椰菜、椰菜和球芽甘蓝就因为包含异硫氰酸烯丙酯而散发出强烈的味道，而大黄的叶子中则含有草酸盐（Nesse & Williams, 1994）。人类发现这些化学物质味道苦涩难以下咽，其实这就是一种适应器，它能帮助我们避免摄入那些毒素。同时，化学物质也帮助植物免于被动物所食。


  孕妇认为难吃的食物有咖啡（400人的样本中有129人）、肉（124）、酒精（79）和蔬菜（44）。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只有3名孕妇讨厌吃面包，而没有孕妇讨厌吃谷类食物（Tierson et al., 1985）。对100名正在经历第一次怀孕的妇女所做的另一项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Dickens & Threthowan, 1971）。100名孕妇中有32人讨厌咖啡；18人讨厌蔬菜；16人讨厌肉类和鸡蛋。许多人闻到油炸或烧烤过的食物后都会呕吐，而这类食物中通常含有致癌物质。有的孕妇闻到变质的肉类后几近昏厥，因为这些变质的肉中滋生了大量的致命细菌。如果孕妇食用了这些食物，她们更有可能会呕吐。呕吐反应阻止了毒素进入孕妇的血液，从而保证胎儿赖以生长的胎盘不受侵害（Profet, 1992）。


  Profet认为妊娠病是一种适应器，它能阻止孕妇摄入致畸剂。其实，还有许多其他证据支持他的这个假设。第一，在孕妇们讨厌的食物中，往往包含了大量的毒素。比如，肉类通常因为真菌和细菌分解，从而含有较多的毒素，而孕妇在头三个月中似乎拥有专门化的“厌食肉类”的机制（Fessler, 2002）。另外，卷心菜、花椰菜和球芽甘蓝等蔬菜中包含异硫氰酸烯丙酯这样的致癌物质（Buttery, Guadagni, Ling, Seifert, & Lipton, 1976）。第二，妊娠病往往发生在胎儿最容易受到毒素入侵的时期，大概是受精后的2到4个星期。这个时候，胎儿的大多数器官都已经发育成形了。第三，大约第八周左右，妊娠病开始减轻，到第十四周时基本上完全消失了，而此时也正好是器官发育的敏感期尾声。


  最有力的证据也许来自怀孕成功本身。头三个月没有妊娠病的孕妇，其自发性流产比有妊娠病的孕妇要高三倍之多（Profet, 1992）。在一次对3853名孕妇的调查中，仅有3.8％的曾经有过妊娠病的孕妇发生了自发性流产，而这一比例在那些没有妊娠病的孕妇中却高达10.4％（Yerushalmy & Milkovich, 1965）。所以，曾经有过妊娠病的孕妇更有可能怀孕成功，并且顺利生产。总之，看起来似乎有一种适应器阻止孕妇食用那些可能对发育中的胎儿有害的食物。


  适应器应该是普遍的，所以跨文化的证据也很重要。尽管其他文化中对妊娠病的研究并不多见，但是人种志的记录表明，这种现象在Botswana的！Kung、扎伊尔的EfePygmies和澳大利亚的原住民中是广泛存在的。一位名叫Nisa的！Kung女人的妈妈说，她之所以怀疑Nisa怀孕了，是因为“如果你也像她这样呕吐的话，那你的肚子里肯定有个小东西”（Shostak, 1981, p. 187）。最近一项对27个传统社会的研究表明，在其中的20个社会中，都观察到了妊娠病和晨吐现象。不过，也很有可能是因为这20个社会的孕妇食用了肉类，因为肉类食物往往比植物含有更多的病原体和寄生虫（Fessler, 2002; Flaxman & Sherman, 2000）。所以，想要清楚地检验胚胎保护假设，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跨文化研究证据（见Pike, 2000，他对68名居住在非洲肯尼亚的Turkana孕妇所做的调查未能支持这一假设）。


  Profet对妊娠病的分析凸现出了适应论思想所带来的好处。以前，妊娠现象常被看作是一种病，它意味着某种功能障碍，而且应当尽量避免。但是现在看来，妊娠病似乎是一种精巧的设计机制，让我们与恶劣的自然条件相抗衡，并解决了小孩在出生之前就要面临的生存危机。


  狩猎假设


  从进化的视角看来，食物获得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能够解释现代人类的味觉偏好，而且还因为祖先们获得食物的方法和现代人类的迅速出现是紧密相连的。比如，狩猎在人类进化中的重要性，就一直是人类学和进化心理学探讨的主要问题。研究者广泛接受的一种观点是“男性—狩猎者”模型（Tooby & DeVore, 1987）。这种观点认为，从简单的觅食行为到大型的狩猎活动的过渡，是人类进化的主要推动力。因为随着狩猎活动的开始，一系列新生的活动纷至沓来，比如广泛地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人类大脑的发展，以及在狩猎活动中相互交流所必需的复杂语言能力的进化。


  现已知的所有人类社会中，对肉类的消耗量都比其他灵长目动物要高得多。比如，黑猩猩食用的肉类仅占它们食物总量的4％。而在人类这里，这一比例大约占到20—40％，遇到寒冷季节或者狩猎旺季，肉类的比例甚至高达90％。即使人类社会摄入肉类的最低比例值，也比其他247种灵长目动物的最高比值要高得多。另外，人类很难仅从素食中获得所有必需的营养物质，譬如维生素B12等（Tooby & DeVore, 1987）。这意味着数千代以来，肉类一直是人类食物的主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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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狩猎活动通常需要狩猎者之间的合作和交流。根据狩猎假设，大型狩猎活动是人类进化的主要推动力，而且还衍生出其他结果：制造工具、使用工具、语言、脑容量的增加。


  现代的部落社会通常都把狩猎作为获得食物的主要方式。比如生活在中非共和国的热带雨林中的Aka Pygmy人，几乎将他们56％的时间用于狩猎，27％的时间用于采集，17％的时间用于加工食物（参见Hewlett, 1991）。再比如Botswana的！Kung人，！Kung人都是非常优秀的猎人，他们将大量的时间用来狩猎和谈论狩猎。一般而言，狩猎为！Kung人的食物提供了约40％的卡路里，而在狩猎淡季和旺季，这一比例会分别低于20％和高达90％以上（Lee, 1979）。


  ！Kung男性的狩猎能力有很大的个体差异，但是他们对自吹自擂有很严格的约束。！Kung人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策略来促进食物分享和合作行为，他们说“箭的主人就是猎物的拥有者”（Lee, 1979, p. 247），即使射中猎物的并非箭的主人也是如此。实际上，！Kung人经常共享他们的箭，这能够增强合作，并有助于分配狩猎任务。箭的主人拥有猎物的分配权，他通常将获得的肉分给他的亲属、配偶和朋友们。吝啬的人将会面临社会声望和地位急剧下降的局面。


  我们的身体就像“会走路的档案馆”，它里面的资料表明我们人类食用肉类的历史由来已久（Milton, 1999）。比较一下人类和类人猿的肠道吧。类人猿的肠道主要由结肠组成，那是一根很大的弯曲管道，专门被设计来消化由坚韧的纤维所组成的植物的。相反，人类的肠道主要由小肠组成，这一点将我们和其他所有的灵长目动物区分开来。小肠能将蛋白质迅速分解，并吸收其中的营养物质。这说明人类很早就开始食用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肉类。


  远古人的牙齿化石记录为我们祖先的食谱提供了另一条线索。人类牙齿化石上的牙釉质并未表现出磨损，相反这种磨损现象在主要以纤维植物为食的动物中却十分常见。


  维生素证据提供了第三条线索。人体不能自行产生维生素A和B12，但它们对人的生存却又至关重要，而这两种维生素都能在肉类中找到。


  第四条线索来自在非洲坦桑尼亚的Olduvai Gorge出土的大量骨头，这些骨头是三位研究者（Richard Potts, Pat Shipman和Henry Bunn）于1979年独立发现的（Leakey & Lewin, 1992）。这些骨头非常古老，大约有200万年的历史。骨头上面布满钻切的痕迹，应该可以证明当年就已经发生过屠宰行为。这些线索通通表明，人类祖先以肉类为必要的食物，确实拥有一段久远的进化历史。


  提供食物假设。狩猎假设的提出者认为，他们的观点能够解释人类进化过程的许多不寻常的特征（Tooby & DeVore, 1987）。其中，也许最重要的就是狩猎假设能解释这样的现象：人类男性在子女身上的亲代投资非常巨大，这在所有的灵长目动物中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是所谓的提供食物假设（provisioning hypothesis）。由于肉类是非常经济而浓缩的食物，所以很方便带回家去喂养子女。相反，远距离地携带低卡路里的食物则是很不划算的。所以说，狩猎能够很好地解释男性通过提供食物从而在子女身上的巨大投资行为是为何出现的。事实上，在不食用肉类的哺乳动物中，雄性对子代的巨大投资行为是极为罕见的（Tooby & DeVore, 1987）。


  尽管提供食物常常被认为是对狩猎得以进化的一种适应性解释，但是狩猎假设也能解释人类身上特有的其他现象。其一便是牢固的男性同盟，它在全世界的人类社会中都十分普遍（Tooby & DeVore, 1987）。男性倾向于形成同盟，而且会合作很长时间，这是必须给予解释的，而狩猎似乎刚好能够解释这一现象（虽然黑猩猩也形成雄性同盟，但为时并不长久，通常是暂时性的和投机性的；参见de Waal, 1982）。因为大型狩猎活动需要合作者之间的配合行为，单个人的力量很难在大型狩猎中取得成功。当然，除了狩猎假设之外，其他观点也能解释男性同盟的出现。比如，群体和群体之间的攻击和防御、小集团的政治联盟等活动都可能将牢固的男性同盟选择出来（Tooby & DeVore, 1987）。


  狩猎也能够解释牢固的互惠式利他行为和社会交换是如何在人类身上出现的。人类表现出广泛的互惠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持续几年、几十年，甚至是一生的时间，这在灵长目动物中是独一无二的（Tooby & DeVore, 1987）。大型狩猎活动中捕获的肉的数量远远超出了一个狩猎者的食量。此外，能否狩猎成功也变数颇多，这一周成功逮到猎物的人在下周也许毫无收获（Hill & Hurtado, 1996）。这些条件催生了人们将狩猎得来的食物与他人分享。一个猎人会将他一下子吃不完的肉分给其他人享用，因为他自己吃不下，而肉很快就会变质，所以他实际付出的代价很小。然而，当他后来从别人那里得到回馈时，他却获得了巨大的收益。本质上，猎人只是将剩下的肉“储存”在他朋友和邻居的肚子里而已（Pinker, 1997）。因此，狩猎假设能用于解释人类特有的长期社会交换是如何出现的。


  狩猎也为劳动的性别分工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解释。男性体型高大身体强健，能够精确地远距离投射，所以非常适合狩猎（Watson, 2001）。而古代的女性则不大适合狩猎，她们通常忙于生育和抚养子女。即使在现代的狩猎者—采集者社会当中，劳动分工也是非常明确的：男性狩猎，女性采集（常常带着孩子）。两性之间可以交换食物，男性提供打猎所得的肉，女性则提供采集来的植物或果实。总之，狩猎为现代人类表现出来的劳动分工提供了一种解释（Tooby & DeVore, 1987）。


  最后，在解释石器工具的出现时，狩猎假设也是一种强有力的观点。石器工具通常和大型动物的骸骨在同一地点被发现——当然是200万年前的地方（Klein, 2000）。祖先们似乎用它们来猎杀动物，并将动物身上的肉和骨头以及软骨组织割裂开来。简而言之，只有我们的祖先才使用精致的石器工具，而狩猎为石器工具的出现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总之，尽管研究者们通常假定，为女性和子女提供食物是狩猎活动出现的主要原因，但狩猎假设还能解释许多其他的现象。除了解释男性巨大的亲代投资行为之外，狩猎假设至少还能部分地解释男性间的牢固同盟、朋友之间的互惠式同盟和社会交换，以及劳动的性别分工和石器工具的发展。


  炫耀假设：男性间的地位竞争。狩猎带来的食物资源是非常独特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狩猎获得的肉通常是集中而来的，其数量有时会超出狩猎者及其直系亲属所能消耗的总量。其次，肉的数量是不可预料的。有时候猎人在一周之内可能成功地捕获两只大型动物，但接下来的很长时间里他可能什么都逮不到（Hawkes，O'Connell, & Blurton Jones, 2001a, b）。这些原因为狩猎者创造了条件，使得他们愿意超越自身家庭的界线，与家庭成员之外的人共同分享肉类。而且，这种周期性的“幸运”将变得为群体中的每个成员所熟知（Hawkes, 1991）。


  这些因素使得人类学家Hawkes提出了他所谓的炫耀假设（showoff hypothesis）（Hawkes, 1991）。Hawkes认为，女人们都更喜欢和炫耀者——即出去寻找那些虽然稀少但非常有价值的肉类食物的男性——为邻，因为她们能够从他那里分到一小部分肉来食用。如果女性从中受益（特别是在食物短缺时），那她们会对该男性给予回报。比如，在发生争端时支持他，帮忙照顾他的子女，甚至有可能以身相许。


  因此，采取冒险的狩猎策略的男性可以在这几个方面获得收益。由于更能讨得女性欢心，所以他们繁殖的后代也倾向于更多。另外，邻居对他们子女给予的额外照顾，也增加了其子女存活和繁衍的成功机率。最后，采用炫耀策略的男性所付出的代价并不巨大。尽管大型狩猎活动不可避免地存在风险，但是每次获得的肉往往超出了狩猎者及其家庭的消耗量，所以他不会因分享食物而蒙受巨大损失。


  支持炫耀假设的其他证据大多来自对Ache人（巴拉圭东部的土著居民）的深入研究（Hill & Hurtado, 1996；Hill & Kaplan, 1988）。从历史上来看，Ache人一直是游牧民族，一般通过狩猎和采集来获得食物。人类学家Hill和Ache人一起生活了数年之久，并于1980—1985年间直接观察到Ache人在森林里进行集体觅食的相关数据。Ache人在集体觅食时都是小队小队地活动，并且几乎每天都换一个新营地。他们典型的生活就是，很早从营地出发，以小队为单位活动，但个体之间有序地分散开来。男性主要打猎或寻找蜂蜜。打猎的时候，男性之间会保持一段距离，这样他们不会因视野重叠而浪费搜索精力，但距离也不能太远，以便于需要进行大型狩猎时及时地获得支援。


  Ache人将采集来的大部分食物留给采集者及其直系亲属食用，而狩猎获得的肉类食物则必须由整个群体共同分享。实际上，有时候狩猎者本人分到的肉甚至要少于其核心家庭成员之外的人（Kaplan, Hill, & Hurtado, 1984）。Hawkes（1991）发现，男性获得的84％的食物都被拿去和直系亲属（指他本人、妻子和子女）之外的人共享。相反，这一比例在女性采集的食物中只占到58％。甚至他们劳动所得的食物，也有很大的区别。男性更倾向于去寻找那些一揽子而来的、能广泛分享的食物，比如蜂蜜等等，而不是棕榈淀粉和virella水果（Hawkes, 1991）。


  支持炫耀假设的近期证据来自Hadza的觅食者，他们生活在非洲坦桑尼亚的热带丛林里面（Hawkes et al., 2001a, 2001b）。狩猎是Hadza男人的工作，男人们每天大概花4个小时的时间进行捕猎，特别是大型的狩猎活动。和Ache人一样，狩猎得来的肉通常是大家共同分享的，狩猎者及其亲属分到的肉并不比其他人多。这一发现为提供食物假设带来了麻烦。不过，成功的Hadza猎人会因为分享食物而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这种威望有利于形成强大的社会联盟、其他人对他的尊重和服从，从而最终得到更大的择偶成功。


  炫耀假设和提供食物假设似乎是相互对立的，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Hawkes认为，男人狩猎并不是为了供养他自己的家庭，而是为了通过与他人共享食物从而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其实，成功的Ache猎人能够获得更多的性交机会，他们的子女也更容易存活下来，这些现象恰恰支持了炫耀假设。正因为此，Hawkes才下结论说，“男人们之所以选择冒险的活动，部分原因在于这种风险使他们有机会通过炫耀来获得性交机会”（1991, p. 51）。不过，这两个假设并非完全不能兼容。男人打猎不仅为了供养家庭，同时也是为了在家庭之外获得其他收益，比如社会地位、性交机会和联盟等。事实上，最近对Botswana和纳米比亚丛林中的！Kung居民的研究证据正好支持了这种观点，即成功的猎人能够从中广泛受益（Weissner, 2002）。


  总之，狩猎假设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观点来解释人类特有而其他灵长目动物所不具备的诸多行为特征，比如男性巨大的亲代投资、男性同盟的形成、广泛的互惠行为和社会交换、劳动的性别分工，以及石器工具的使用等。尽管如此，狩猎假设仍然受到了各方面的攻击。例如，有研究者指出，即便在狩猎者—采集者社会中，大多数的卡路里仍然是通过采集来的食物而获得的。在这些社会中，狩猎得到的食物所提供的卡路里不超过20—40％（Lee, 1979; Tooby & DeVore, 1987）。这些证据导致了另一种说法，即采集在人类进化中占据了主要地位，狩猎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采集假设


  上面曾经提到，男性的狩猎行为是现代人类得以进化而来的主要推动力。另一种观点则完全相反，它认为女性的采集活动才是人类进化的关键因素（Tanner, 1983; Tanner & Zihlman, 1976; Zihlman, 1981）。根据这一假设，石器工具并不是被发明用于狩猎的，而是用于挖掘和采集各种植物的。采集假设认为，正是由于石器工具让采集食物变得可行而且更为经济，所以人类才经历了从森林到热带丛林再到大草原的过渡（Tanner, 1983）。在发明了采集食物的石器工具之后，盛放食物的容器和用于狩猎、剥皮和屠杀动物的精致工具才被发明出来。根据采集假设，使用石器工具来获得食物的行为才是现代人类得以出现的主要的进化推动力。狩猎活动的出现要晚得多，因此不可能在现代人类的出现过程中发挥作用。


  狩猎假设仅仅集中于男性的狩猎活动在人类进化中的作用，而采集假设正好提供了一种有用的矫正，它有助于解释这样的事实：我们的灵长目近亲和类人猿祖先拥有类似的进食习惯，即主要食用植物。而且，采集假设还能解释现代狩猎者—采集者社会的人们所食用的50—80％的食物为何都是采集来的植物。最后，这一假设强调了男女两性在进化过程中都是同样重要的；因为女性在现代人类的进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经常被忽略了（Hrdy, 1999）。


  全世界的女性都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寻找食物和抚育子女（e. g., Hrdy, 1999; Hurtado, Hill, Kaplan, & Hurtado, 1992; Shostak, 1981）。有时候，这两项活动是相互冲突的。比如，在亚热带的森林里采集时，婴儿和儿童会面临重大的危险。Ache儿童的常见危险通常来自蚂蚁、蜜蜂、黄蜂、蛇、蜘蛛、有毒的毛毛虫、蚊子、小昆虫和虱子的袭击和叮咬（Hurtado, et al., 1992）。当母亲穿过灌木丛觅食时，小孩常常有可能被荆棘和荨麻等戳伤。因此，如果我们说带着很小或者很多孩子的母亲能用于采集的时间要比其他女性少，那应该没有人会感到意外（Hurtado et al., 1992; Lee, 1979）。由于采集到的食物更少，所以这样的母亲会牺牲一些卡路里，以便于更好地照顾小孩。


  此外，女性花在觅食上的时间往往取决于对她丈夫能带回来的食物数量的预测。如果丈夫带回来的食物较多，那么这些女性的觅食时间会较少（Hurtado, et al., 1992）。女性似乎能够调整她们的行为来满足适应性的需要。当丈夫带回来的食物很少，她们会增加采集时间；而当食物充足时，她们会将更多时间放在孩子身上，让孩子远离环境中的潜在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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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在每一个传统社会中，群体的所有成员所消耗的大多数卡路里都来自于采集得来的食物。根据采集假设，采集活动导致了石器工具的产生和使用，所以它才是现代人类得以进步的主要推动力。


  比较狩猎假设和采集假设


  尽管女性的采集活动十分重要，但采集假设还是受到了众多批评，有些研究者认为它未能成功地解释人类为什么会从灵长目中分化出来（参见Tooby & DeVore, 1987）。事实上，全世界的男性都狩猎。如果采集是唯一的方法，或者说是人类获得食物的最有利的方法，那男性何不去采集、要将时间浪费在狩猎上呢？换句话说，采集假设不能解释劳动的性别分工这一跨文化的普遍现象，亦即男性狩猎女性采集的事实。


  相反，狩猎假设能够解释这种劳动分工现象。女性之所以不去狩猎，是因为她们要生育和抚养小孩，狩猎对她们而言是一项更具风险而收益有限的觅食方式。简而言之，女性参与狩猎活动的代价比男性更高。此外，劳动分工也使得人类能够全面地开发这两种资源——动物和植物。


  采集假设的另一个问题是，类人猿同样也从事采集活动。当然，工具的使用让我们的采集更有效率，但这还不足以解释从类人猿到现代人类过渡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比如，采集假设未能解释人类男性巨大的亲代投资、人类男性为何出现牢固的同盟，以及人类为何会生存于缺乏植物的环境当中（比如爱斯基摩人几乎完全以动物肉类和脂肪为生）。此外，采集假设也未能解释人类的肠道结构为何被专门设计来消化肉类，而食用植物的灵长目动物的肠道则不是如此（Milton, 1999）。


  采集假设在解释如下现象时也是有疑问的——人类为何能够形成长达数十年之久的牢固的互惠式联盟。它也不能解释女性为何愿意将她们的食物和男性共享（这样男性似乎成了榨取女性劳动成果的寄生虫），除非男性能够给予回馈，比如肉类（参见Wrangham et al., 1999，他认为古代男性会偷窃女性采集的食物）。不过，如果男性提供肉类和女性交换，那么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何女性情愿将采集的食物分给男性。


  总之，很明显的是，在灵长目和人类历史的数百万年间，古代女性是进行采集活动的。毫无疑问，石器工具会使采集植物变得更有效率，而且采集有可能在两性的互惠式交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采集假设却未能解释某些已知的人类现象：两性的劳动分工、男性巨大的亲代投资行为，以及人类和类人猿之间的显著差别。


  显然，肉类对人类的进化非常重要。但是，也许我们并非经常狩猎，我们可以食用其他捕食者捕获的猎物。这就是关于人类获得食物的第三种假设：食腐假设。


  食腐假设


  食腐假设认为，在我们祖先所食用的肉中，至少有一部分是通过寻找腐肉（scavenging）——其他动物杀死的猎物残骸——而获得的（Isaac, 1978；Shipman, 1985）。也许，在动物骨头附近找到的石器工具是被设计来处理腐坏的残留物的，而不是用来屠宰刚刚捕获的猎物的。


  我们来看看都存在哪些证据。在非洲Olduvai Gorge的“石窖（stone cache）”发现的许多动物骨头上，除了存在钻切痕迹之外，还有很多啃咬过的痕迹。这表明，其他动物曾经也享用过这些骨头（以及骨头上的肉）。那么，这些骨头是来自于古代人所捕获的动物吗？或者，古代人只是以其他动物捕获的猎物残骸为食？


  不幸的是，相关的证据并不明确。有时候，啃咬痕迹位于钻切痕迹之上，这意味着是人类捕获了猎物，吃完后将残留物丢弃，然后其他动物过来食用。但有时候，钻切痕迹却位于啃咬痕迹之上，这样情况就会完全相反。几乎所有的骨头上都同时存在这两种痕迹，大约有一半是钻切痕迹在啃咬痕迹之上，另一半则相反（Leakey & Lewin, 1992）。


  这些发现表明，人类可能既是食腐者，又是狩猎者。事实上，我们很难找到纯粹的捕食者（猎豹除外）和纯粹的食腐者（秃鹫除外）。大部分的肉食动物都是身兼两职。也许，我们人类的祖先也是如此。


  不过，食腐假设仍然存在不少漏洞，因为它暗示着食腐是我们祖先获得肉类的主要来源（Tooby & DeVore, 1987）。首先，在任何地域，大型捕食者所捕获的猎物都是比较稀少的。那么根据食腐假设，人类必须穿越非常远的距离才能找到足够的腐食以供整个家庭食用。第二，食腐行为取决于捕食者吃完后所残留的肉的多寡。这样，我们的祖先不得不走得更远才能找到足够的食物。


  第三个问题是，为了获得这么点儿少量的残留物，人类必须同许多其他物种竞争，比如昆虫、秃鹫、微生物、哺乳类食肉动物等，也许还有猎杀此猎物的捕食者或其亲属（Tooby & DeVore, 1987, p. 221）。大多数的哺乳类食腐者本身也是捕食者，所以我们的祖先有可能必须和它们竞争。这些激烈的竞争对我们的祖先而言是非常危险的。


  第四，肉类经过一段时间后会迅速腐烂，滋生出大量微生物和蛆虫，食用这样的肉类无疑会危害到我们祖先的生命。实际上，灵长目动物很少食用动物尸体，除非该动物是它们自己猎杀的（DeVore & Hall, 1965; Strum, 1981）。此外，现代的部落社会也很少食用腐肉，尽管他们能够通过烹饪杀死其中的许多寄生虫（Tooby & DeVore, 1987）。


  总之，食腐假设在解释人类获得食物这一问题时显得困难重重。我们的祖先可能偶尔会采用食腐策略，但它不可能和狩猎这个获得食物的主要途径相抗衡。


  争论仍在继续。有人认为，没有哪一种假设能够单独地阐明我们祖先的食物获得模式。更确切地说，获得食物的技术（采集、食腐、狩猎和捕鱼）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没有哪一种假设能完全解释这所有的事实。


  这些争论往往充满了意识形态的矛盾，意识形态的偏见所带来的谴责指向了所有理论假设的提出者。有人认为，“男性—狩猎者”的观点是对男人的过誉赞扬，因为它暗示着男性主导的狩猎活动比女性的采集活动重要得多。所以，这种观点支持“父权制”思想，强化了男性的统治地位和优越性。其他人则认为，采集假设完全来自相反的偏见，采集假设的提出者是为了美化女性在觅食活动中的贡献。这样看来，我们必须超越意识形态的纠葛，合理地看待狩猎和采集（偶尔食腐）在人类进化历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总之，尽管争论还没有完全解决，但研究者们广泛认同的是，人类的祖先是杂食动物，肉类和植物都是重要的食物来源。在传统社会中，男性狩猎女性采集是非常盛行的生活方式，尽管还缺乏确切的证据，但这些数据提供的另一条线索表明，这两种活动都是人类实际获取食物所采用的方式。


  采集和狩猎的适应器：特定空间能力的性别差异


  如果女性专门从事采集而男性专司狩猎，那么我们可以预测女性和男性已经进化了相应的认知能力来从事这些活动。Irwin Silverman及其同事提出了空间能力的狩猎者—采集者理论，并得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实验证据（Silverman, Choi, Machewn, Fisher, Mora, & Olshansky, 2000; Silverman & Eals, 1992）。这个理论认为，男性应该在那些有助于狩猎活动的空间任务中表现出较好的能力：


  跟踪和猎杀动物所面对的空间问题和采集植物的问题是不同，所以，穿越进化的历史长河，男女两性应该已经进化出拥有不同空间能力的适应器……根据特定物体和地点（包括实际走过的或想象中的）来确定自己方位的能力，以及执行心理转换的能力，这些能力对于运动中的精确定向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这些空间能力有利于男性穿越陌生的地域去追捕猎物，也能够通过精确的投掷来杀死或者打晕猎物。（Silverman & Eals, 1992, pp. 514—515）


  由于狩猎活动通常需要男性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所以自然选择肯定会倾向于那些能够找到回家之路的狩猎者，而淘汰那些容易迷路的人。


  Silverman认为，寻找和采集可食用的坚果、浆果、水果和块茎，则需要一组完全不同的空间技能：


  ……再认和回忆物体的空间轮廓；那就是，能够迅速地习得和记住物体的内容以及物体之间的空间关系。对周围环境的知觉和对物体及其方位的记忆，常常会给觅食带来很大的帮助。（Silverman & Eals, 1992, p. 489）


  简而言之，这个理论预测，女性进化出一种采集适应器，让她们拥有更好的“空间方位记忆”能力；而男性在辨别方向、解读地图和心理旋转上的能力则更强，因为它们有利于男性远距离地射中动物。


  现有的许多研究结果都证实空间能力确实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在涉及方位记忆和物体排列（见图3.1所示）的空间任务上表现得更为出色（Silverman & Philips, 1998）。女性这种占优势的记忆能力还能扩展到那些不常见和不熟悉的没有言语标记的物体上（Eals & Silverman, 1994）。相反，男性在需要心理旋转和在陌生地域中辨别方向的空间任务上表现得更好。在一项研究中，实验者带领被试穿过一块树木茂盛的区域，途中要经过一条蜿蜒曲折的路程。实验者时不时地停下来，让被试说出他们目前的所在地与他们的出发点之间的相对位置。然后要求被试将实验者带回出发点，且必须走那条他们认为是最直的路线。一般而言，男性在这些任务中的表现普遍比女性好。另外，男性在心理旋转的任务中也要优于女性，比如想象从另一个有利位置去观察某个物体。最后，在指明方位时，女性倾向于使用更加具体的标志物，比如树木和具体的物体等。而男性则倾向于使用更为抽象的欧几里德方位词，比如“北方”和“南方”等（Dabbs, Chang, Strong, & Milun,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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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1 用于检验物体定位记忆的刺激物。


  女性在定位记忆测验中的成绩比男性好，研究者假定这种性别差异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女性拥有一种用于采集的适应器。来源：《适应性心智：进化心理学和文化的产生》，由Jerome H. Barkow. L. Cosmides和John Tooby主编。牛津大学出版公司（1992）。经允许使用。


  综合起来看，所有的发现都支持了这个结论：男女两性已经进化了不同的空间适应器，一个有利于狩猎，而另一个有利于采集。这些结果也表明，认知系统包含了许多专门化的信息加工机制，每一种机制都被设计来解决不同的适应性问题。


  寻找栖息之所：居所和风景偏好


  试着想象你正在进行一次野营旅行（Orians & Heerwagen, 1992）。早上醒来时，你腹中空空且急于小便。当你继续行走时，烈日当空，口干舌燥，你希望马上能够找到清澈的溪流以便解渴。但是，到了该扎营的时候了。你整理装备，环顾四周。你正在朝哪个方向行进？有些东西看起来美极了。这些引人入胜的美景意味着奔流的溪水、丰富的鱼类和可口的蔬菜，还有一个安全的宿营之地。当然，你肯定还是面临某些危险，比如野兽、悬崖和炎炎烈日。


  现在，请想象一下这个野营旅行不是几天或者几个星期，而是持续整整一辈子！这正是我们祖先所面临的生活，他们徘徊在非洲的热带大草原，不断地寻找可以居住的地方安顿下来。由于选择一个贫瘠的居所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比如食物短缺且环境恶劣），而选择一个好的居所却会带来巨大的收益，因此我们可以假设自然选择已经在我们身上塑造出专门的适应器，让我们能对栖息之所作出明智的选择。这个假设正是进化心理学家想要验证的主题（Kaplan, 1992; Orians & Heerwagen, 1992）。


  热带大草原假设


  Orians（1980，1986）提出了关于居所偏好的热带大草原假设（savanna hypothesis）。这一假设认为：自然选择已经在祖先身上选择出特定的偏好、动机和决策规则来寻找那些资源丰富而且环境安全的地域用于居住。非洲的热带大草原——一般被认为是人类的起源地——正好满足这些条件。


  热带大草原上生存着大量的陆生动物，包括狒狒和黑猩猩这样的灵长目动物。与热带森林相比，大草原提供了更多的猎物，也拥有更多的青草用于放牧，其开阔的景色对游牧民族的生活风格非常有利（Orians & Heerwagen, 1992）。


  对风景偏好的研究结果为大草原假设提供了支持。在一项研究中，来自澳大利亚、阿根廷和美国的被试需要对生物学家Gordon Orians摄于肯尼亚的一组关于树木的图片进行评价。每一张照片上都只有一棵树，照片都是在标准化的条件下（比如相似的光照和天气）拍摄下来的。该研究中所选用的树木在这四个特征上存在差异：树荫形状、树荫稠密程度、树干高度和树枝模式。来自三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被试都作出了相似的决断。所有的人都对类似大草原的树木表现出强烈的偏好——即那些树荫稠密程度适中、树干分为两个分支并接近地面的树木。同时，被试倾向于讨厌那些树荫不足或太过稠密的树木（Orians & Heerwagen, 1992）。


  相当多的证据表明，自然环境总是比人造环境更受欢迎（Kaplan & Kaplan, 1982）。Kaplan（1992）对30项不同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总结。在这些研究中，被试需要在一个五点等级量表上对彩色照片或幻灯片给予评分。各项研究之间差异甚大，所用的景色取自澳大利亚西部、埃及、朝鲜、不列颠哥伦比亚和美国等国家。被试不仅包括大学生，还有青少年；不仅有朝鲜人，也有澳大利亚人。根据Kaplan总结的数据，自然环境普遍比人造环境更受青睐。而且，当人造环境中包含树木和其他植物时，被试对它的评价比对其他人造环境更高（Ulrich, 1983）。让处于紧张状态的人观看自然景色的幻灯片时，他们的生理不适感倾向于降低（Ulrich, 1986）。这些结果也许并不稀奇，但是它们支持了这种观点：人类已经进化出了具有普遍性的跨文化的风景偏好，而且，不同的风景会对我们的心理和生理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对热带大草原假设的进一步扩展中，Orians和Heerwager（1992）提出了选择居所的三阶段理论。阶段1可以被称之为选择。当第一次碰到某个居所时，关键的决策就在于是选择留下来探索还是选择离开。最初的反应通常是非常情绪化的。毫无遮掩的开放式环境根本不会予以考虑，然而，完全封闭的森林居所因为妨碍了人类的活动和视野，也会被马上放弃。


  如果阶段1的选择是留下来，那么人们就会进入阶段2，即所谓的搜集信息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主要考察环境中的资源和潜在的危险。有一项研究表明，人们在这个阶段非常喜欢那些较为神秘的特征（Kaplan, 1992）。比如，人们更喜欢蜿蜒的小路，直到它一路曲折渐渐地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人们还喜欢山，因为山后面可能存在某些东西。搜集信息也包含对潜在危险的评估。蜿蜒的小路意味着丰富的资源，但它也可能会带来狮子和蛇。所以，这个阶段的搜索必须包括寻找一个供自己和家人使用的藏身之所。而且，藏身之所必须满足这样的条件，即包含多个观察视角和逃跑的出口。


  阶段3可被称之为开发（exploitation），它涉及到另一个决策：是否值得在这个地方停留较长的时间，以便获得环境所提供的所有益处。这个决策包含着权衡过程，因为提供食物的地方同样存在着其他食肉动物所带来的危险（Orians & Heerwagen, 1992）。陡峭的悬崖很方便监视其他食肉动物，但人类自己也会面临坠落悬崖的险境。所以，当最后决定是否值得长期留下来时，人们需要非常复杂的认知计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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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似乎更喜欢那些与大草原相似的环境，因为这些环境能提供丰富的资源和栖身之所。


  另一套计算过程涉及决策的时间范围（Orians & Heerwagen, 1992）。这里的时间范围，有的非常短暂，有的则涉及数年之久。天气情况对于短时间的决策至关重要。比如当雷声和闪电来临时，人们必须找个地方暂时地躲避一下。人类在晚上的视觉能力非常低下，所以当夜幕降临时，人们不得不找个可靠的地方隐蔽起来。此外，太阳落山时一般会变得更红，其影子也会变得更长，这些线索都能激发人们去选择一个地方作为暂时的宿营地。


  季节的更迭则是较长的时间范围。季节的变化带来了新的信息，而人们必须对这些信息进行评估。春天时，翠绿的树木竞相发芽，预示着会带来成熟的果实。秋天，草木开始发黄，意味着冬天转眼也就到了。热带大草原假设预测，人们应该更加喜欢那些拥有丰收征兆的地域，比如绿草成荫、树木发芽和灌木上硕果累累等。相反，如果树木分支甚少、草黄叶枯，那么这样的地方肯定不会讨人喜欢。正如Orians和Heerwagen所言：“我们的超市里面常年供应各种水果和蔬菜，所以，我们很难去理解绿草成荫硕果累累对我们古代祖先的重要性。”（1992, p. 569）


  花儿也受到普遍的喜爱，尽管以花为食的现象并不常见。在万物凋零的冬季，花儿意味着草地和果实将会在来年出现。其实，带着鲜花去医院探望病人确有其实际的目的。有研究表明，在病房里面放些花儿，可以提高病人的康复速度，还能赋予病人一种非常积极的心理状态（Watson & Burlingame, 1960）。


  尽管研究者们对热带大草原假设的检验工作刚刚开始，而且该假设的许多观点和预测仍然有待证实，但是到目前为止，已有的研究结果还是相当喜人的。考虑到寻找栖息之所（从暂时的藏身处到永久性的居所）对于我们祖先的生存是如此的重要，所以，如果说进化过程未能在我们祖先的环境偏好上留下任何痕迹，那将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自然选择已经塑造了我们对环境的偏好。尽管我们居住的现代社会和热带大草原相距甚远，但是我们仍然会按照古代居所的特征来修饰我们的生活环境。人类建造的建筑物常常模仿类似生活在树木遮蔽下的舒适感觉。我们喜欢美景，不喜欢住在地下室里面。当我们生病住院时，如果能够看到窗外的树木，那我们也会康复得更快（Ulrich, 1984）。而且，我们乐于用画笔和相机记录下那些美妙的风景，享受和我们祖先的居住环境相似的景致（Appleton, 1975）。


  抵御捕食者和环境中的其他危险：害怕、恐惧症、焦虑和“进化的记忆”


  每个人都曾面临过某种危急情境，因而也必然有过焦虑和害怕的体验。害怕这种情绪对人类的适应性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它让我们及时处理所面临的危险，以便存活下来。这种观点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并反映在最近的一本书当中。这本书名叫《害怕：保护我们免受伤害的生存信号》，曾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雄踞数周之久（De Becker, 1997）。这本书主要告诫大家应该聆听害怕的直觉特征，因为它是我们避开危险的最重要的向导。


  心理学家Isaac Marks（1987）清楚地道出了害怕的进化功能：


  害怕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进化遗产，它促使有机体避开危险，具有明显的生存价值。害怕是察觉到现有的或即将发生的危险时所产生的一种情绪体验，一般都属于正常的反应。如果一个人感觉不到任何害怕，那他不可能在自然条件下存活较长的时间。当面临险境时，害怕促使我们的腰部肌肉绷紧以便迅速采取行动，并且警告我们在应激情况下不出差错。害怕帮助我们打退敌人、小心驾驶、安全跳伞、参加考试、和一个重要的人物交谈，以及在爬山时站稳脚跟。（p. 3）


  可以这样给害怕（fear）下个定义，害怕是“当面临实际危险时所产生的一种不快的情感，通常是一种正常的反应”（Marks, 1987, p. 5）。害怕和恐惧症（Phobia）不同。恐惧症也是害怕，但其程度和实际的危险不成比例，远远超出了应该产生的情绪反应。另外，恐惧症患者往往不能自主地控制自己的害怕情绪，因而会躲避那些让他害怕的场景。最近，进化心理学家开始发展关于害怕和恐惧症进化的具体理论。


  Marks（1987）概括了害怕和焦虑为我们提供保护的四个步骤：


  1．站住不动：这种反应有助于警觉地对情况进行评估，帮助我们躲过捕食者的注意，有时还能抑制我们的攻击行为。因为，如果你还不确定自己是否已被发现，或者还不知道捕食者的确切位置，那么站住不动可能比攻击或逃走更好。


  2．逃走或避开：这两种反应都可以让有机体远离具体的危险。比如当你碰到一条蛇时，逃走是避免被蛇咬伤的最简单而又安全的方法。


  3．以攻为守：通过向有威胁的捕食者发起猛烈的攻击，使之受伤或逃走，从而脱离危险。毫无疑问，这种保护模式必须建立在对情况的准确评估上，即必须认识到面前的捕食者是否能被成功地征服或赶走。比如说，蜘蛛就比一头重两千磅的饥饿的熊要容易对付得多。


  4．投降或让步：如果威胁发生在同一物种的成员内部，那么投降这种策略倒是比较常见。在黑猩猩当中，如果普通黑猩猩向头领雄黑猩猩表示服从的姿态，它就能有效地免受头领雄黑猩猩的攻击。同样地，人类也是如此。


  除了这些行为反应之外，害怕还会产生一系列可预测的进化形成的生理反应（evolved physiological reactions）（Marks & Nesse, 1994）。比如，害怕会刺激肾上腺素的产生，当你受伤的时候，肾上腺素将会作用于某种血液受体，促进血液的凝固。此外，肾上腺素还会作用于肝脏，使之释放出葡萄糖，为肌肉提供必要的能量以便于有机体发动攻击或逃走。心率加快，促进了血液的循环和流通。而且，血液流通的模式是，让流向胃部的血液转向肌肉。这就是说，如果你正碰到一只狮子的话，消化活动能够停下来等待。人的呼吸也会加快，甚至变得非常急促，因为这能够增加氧气的吸入量以满足肌肉的活动，同时加速呼出二氧化碳。


  人类最常见的害怕对象


  表3.1列出了人类最常见的害怕对象（或类型），同时还假设了这些害怕反应在进化过程可能涉及的适应性问题（Nesse, 1990, p. 271）。Caries Darwin在1877年曾经简短地预测100年后心理学会面临一场运动，他说，“我们毫不怀疑……儿童的害怕反应不依赖于经验，完全是遗传了对……古代原始时期的实际危险的反应模式”（Darwin, 1877，pp. 285—294）。大量的证据表明，当面对古代环境中也存在的危险时，人们更容易发展出害怕反应，而面对仅存在于当前环境中的危险时，结果则完全相反。比如在大城市里面，蛇根本不成问题，而汽车却是。但是，我们很少听说有人会害怕汽车、枪、插座和香烟等，因为这些事物都是最近才出现的，以至于根本不足以选择出相应的害怕情绪。此外，去精神病学家那里就诊的城市居民，有一部分是怕蛇或害怕陌生人，很少有害怕汽车或插座的。这种现象为我们探究我们祖先的环境中存在的危险提供了一扇窗口。


  表3.1 害怕以及相应的适应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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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R. M. Nesse在《人性》中的《情绪的进化解释》，1:3 (1990)。(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Copyright 1990, Walter de Gruyter, Inc.


  在人类个体的发展过程中，人的害怕反应似乎是和危险出现的时间保持一致的（Marks, 1987）。比如，怕高和怕陌生人一般出现在婴儿六个月大的时候，而这个年龄的婴儿刚刚开始试着离开妈妈去爬行和探索（Scarr & Salapatek, 1970）。有一项研究调查了学习爬行超过40天的婴儿，其中有80％的婴儿都拒绝爬过“视崖（visual cliff）”（看起来是悬崖，其实铺有坚固的玻璃）到妈妈那边去（Bertenthal，Campos, & Caplovitz, 1983）。婴儿学会爬行后，有时候妈妈未能在身边给予保护，那婴儿就可能会从高处摔下来，或者遇到陌生人。所以，在这个发展时期，婴儿表现出对高度和陌生人的害怕，似乎和适应性问题的出现是相一致的。而且，许多不同的文化中都有关于人类婴儿害怕陌生人的记载，甚至包括危地马拉、赞比亚、！Kung的丛林地带和霍皮（Smith, 1979）。事实上，婴儿遭到陌生人的杀害确实是一种常见的“恶劣的自然条件”，这在人类（Daly & Wilson, 1988）和非人类灵长目动物（Hrdy, 1977; Wrangham & Peterson, 1996）中都是如此。有趣的是，人类的儿童通常更加害怕陌生的男人，而不是女人。这种反应模式完全符合这样的事实：从历史上来看，陌生的男人通常比陌生的女人更加危险（Heerwagen & Orians, 2002）。


  分离焦虑（separation anxiety）是另一种害怕反应，它在9个月到13个月大的婴儿身上最为常见，而且具有广泛的跨文化证据（Kagan, Kearsley, & Zelazo, 1978）。在一项跨文化研究当中，实验者让小孩的妈妈离开房间，然后记录哭泣的小孩所占的比例。在分离焦虑的高峰年龄段，62％的危地马拉小孩、60％的以色列小孩、82％的安提瓜岛小孩和100％的非洲丛林小孩都表现出这种明显的分离焦虑。


  害怕动物（animal fears）通常出现在小孩2岁左右的时候，这个时候小孩开始广泛地探索他周围的环境。广场恐惧症（agoraphobia）则出现得较晚，它是指当身处公共场合或那些难以逃生的地方所产生的害怕反应，通常在小孩能够离开家里的时候才出现（Marks & Nesse, 1994）。总之，出现害怕反应的发展时期，似乎是和适应性问题的出现准确对应的，因为这些适应性问题往往会对我们的生存带来威胁。这就解释了这样的观点：能称之为进化适应器的心理机制，并不一定要在“出生”时就表现出来。特定的害怕反应就像青春期一样，只有到一定的年龄发展阶段才会出现。


  害怕的进化心理基础不仅涉及到情绪反应，而且还反应在我们注意和觉察世界的方式上。在一组令人着迷的研究中，实验者采用了两种实验材料：与害怕有关的图片（比如蜘蛛和蛇）和与害怕无关的图片（比如花儿和蘑菇）。实验者让一组参与者将混在中性图片中的害怕图片搜索出来，而另一组则相反，需要将混在害怕图片中的中性图片挑出来（Ohman, Flykt, & Esteves, 2001）。结果，人们搜索蛇和蜘蛛的速度比中性事物要快得多。实际上，不管图片的排列如何混乱，也不管干扰项有多少，人们都能更快地发现害怕图片。看上去似乎是蛇和蜘蛛从呈现的图片集中“跳”出来了，因而能被参与者自动化地感知到。当我们在一个开阔的地方四处张望时，我们的信息加工机制让我们觉察到“暗藏的敌人”（snake in the gr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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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汽车、枪和电插座这些现代社会中的危险物相比，人类似乎更容易发展出对蛇的害怕，因为蛇是我们进化过程中一直存在的危险物。


  人类对古代危险物的注意偏向也发生在另一个迷人的现象当中：我们的声音知觉。进化心理学家John Neuhoff提出了他所谓的“声音运动知觉的适应性偏向”。Neuhoff发现，我们对“接近的”（approaching）声音和“远去的”（receding）声音的知觉有显著的不对称性。当发生变化时，接近的声音比远去的声音更容易被人觉察出来，尽管两种模式下声音的变化量是相等的。此外，接近的声音常常主观地被认为比等量的远去的声音在开始点和终止点的距离上更为靠近。Neuhoff认为，这种“听觉偏向”是一种知觉适应器，专门被设计来让我们在避开正在接近的危险（比如捕食者）时拥有一种更为安全的反应。我们所听到的东西，偏向于让我们能够适应性地避开环境中的危险。总之，我们的生存适应器——比如我们对危险物的快速视知觉和听觉偏向——都影响了我们对世界的感知方式。（参见栏目3.1关于害怕的其他理论）


  儿童抵御捕食者的适应器


  捕食者很有可能是人类进化历史中反复出现的生存威胁。危险的食肉动物通常包括狮子、老虎、豹子和狼，还有诸如鳄鱼和巨蟒之类的爬行动物（e. g., Brantingham, 1998）。虽然对于祖先们遭遇到捕食者的发生频率和受到伤害的严重性，我们只能做些推测，但是从祖先头骨所受的损伤中可以发现，人类头骨上的穿孔等痕迹是和豹齿非常吻合的。这些证据表明，我们祖先遭到捕食者攻击的事情时有发生。在现代社会中，一项对巴拉圭的Ache觅食者的研究表明，6％的人死于老虎的攻击，而12％的人则是因被毒蛇咬伤而毒发身亡（Hill & Hurtado, 1996）。考虑到这些潜在的危险因素，如果说自然选择没有在人类身上塑造出抵御捕食者的适应器，那就是十分奇怪的事情。


  尽管前面已经提到过儿童会害怕动物，而且这种害怕很有可能是防御系统的一部分，但近期的研究一般集中于躲避捕食者所必需的信息加工机制（Barrett, 2002）。Barrett及其同事认为，儿童至少需要三种技能：（1）能对“捕食者”或“危险动物”进行分类，它是抵御捕食者的防御机制的基石；（2）能推断捕食者是否有吃被捕食者的动机或“愿望”，这种推断能用于预测捕食者的行为（比如，如果捕食者很饿而且正看着被捕食者，那它很有可能会追赶并试图猎杀被捕食者）；（3）能理解和捕食者搏斗可能会导致死亡。能够理解死亡意味着，儿童应该知道死去的被捕食者丧失了行动能力，而且这种能力的丧失是永久性的、不可逆转的。


  在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中，Barret（1999）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三岁大的儿童就已经发展了对“捕食者—被捕食者”相遇事件的完整理解能力。来自现代的工业社会和传统的狩猎—园艺社会的儿童都能自发地描述出捕食者和被捕食者相遇后的一系列事件，而且他们的描述非常符合实际的生态学模式，和“传说”或神话故事没有太大的联系。此外，儿童知道当狮子咬死一个猎物后，该猎物再也不会活过来了。它不能吃，也不能跑了，死亡状态是永久性的。有趣的是，这种对死亡的理解在儿童3—4岁时就已经发展完全了。


  总之，这项对儿童理解死亡的研究，还有上面对害怕、对蛇和蜘蛛的选择性视觉注意，以及对听觉偏向的研究，都表明人类已经进化了一系列的生存适应器，这些适应器能用来处理那些危及我们祖先生命的各种问题。


  栏目3.1


  关于害怕的适应性保守主义假设


  焦虑障碍患者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有一种过度概括化的趋势——即对某些物体或情境表现出过度的害怕（Marks, 1987; Mineka, 1992）。特别地，这种过度概括化很有可能是通过时间的流逝而慢慢发展出来的。比如，一个广场恐惧症患者最开始只是害怕拥挤的人群，但是慢慢地，恐惧症愈加恶化了，以至于他（她）可能会害怕去商店。最后，他（她）可能对自己的院子都感到害怕，最极端的情况是，他（她）甚至不敢离开房间了。有人提出了适应性保守主义假设（adaptive conservation hypothesis）来解释这种过度概括化的现象（Hendersen, 1985; Tomarken, Mineka, & Cook, 1989）。为了理解这一假设，请考虑以下两个场景。在场景1中，一个人认为某物没有危险，但他被咬了，死掉了。在场景2中，那个人认为某物是危险的，而其实它没有任何危险。根据适应性保守主义假设，错误地假定某物是安全的所付出的生存代价，比错误地认为某物是危险的要大得多。因此，过度概括化可能是适应性的，尽管它有时让我们错误地避开那些本来无害的东西。有几项研究支持了适应性保守主义假设。在其中一项研究中，给女性被试呈现一组包含危险物的图片（比如蛇和蜘蛛）和一组中性图片（比如花或蘑菇）的幻灯片（Tomarken, Mineka, & Cook, 1989）。被试看完每一张图片后，都要接受下面的某一种刺激：电击（带来疼痛）、听到一个声音，或者什么也没有。这三种刺激是随机安排的，即受到电击的机会是1/3，听到声音和什么都没有的可能性也是各占1/3。但是，当询问被试在看到蛇之后遭到电击的发生频率如何时，她们都高估了这个条件概率。被试对看到蛇后被电击的概率估计是42—52％，而实际上它确实只占33％。而且，这种反应偏差在那些被诊断为恐蛇症的女性身上特别强烈。当实验条件不变，只是将害怕图片上的动物更换成进化历史上新近出现的危险物（比如电插座）时，这种高估效应却并没有出现。被试对看到插座后受到电击的可能性估计为34％，这与实际比例33％惊人地一致。这些结果表明，害怕和知觉之间存在系统性的偏差，这些偏差使得人们高估了害怕的事物导致消极后果的可能性。尽管还需要更充分的研究，不过现有的结果还是支持了适应性保守主义假设。人们似乎“布线好了（wired）”会对进化历史中的危险事物产生过度概括化的消极后果，而对新近出现的危险物则不会如此。害怕机制更倾向于加工那些能证实某种事物的危险性的信息，而这又能够维持或增强害怕反应。这种过度概括化的倾向把人们变成了适应性的保守主义者，人们尽量避开那些进化历史中的危险事物，即使犯错误也在所不惜。


  抵抗疾病


  人在一生当中会多次受到疾病的威胁。人类已经进化了抵抗疾病的适应器，只不过其中一些适应器并不那么显而易见。达尔文医学这门学科的出现，推翻了很多传统的观念，比如我们如何应付诸如发烧之类的疾病。发烧会导致出汗，减少我们血液中的铁元素含量，这两种反应都只不过是感染疾病后产生的自然结果而已（Williams & Nesse, 1991）。


  发烧。如果你发烧了去看医生，传统的方法就是让你服两片阿司匹林，然后一觉睡到大天亮。每年，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通过服用阿司匹林或其他药物来退烧。但是近期的研究却表明，这些退烧药可能会延长患病时间，因为发烧是一种自然的抵抗疾病的有效方式。


  当冷血蜥蜴生病后，它们通常会爬到一块滚烫的石头上去晒太阳。这种方法能够增高它们的体温，从而抵抗疾病。那些未能找到温暖地方晒太阳的蜥蜴更有可能死去。研究者在兔子身上也同样发现了体温和疾病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如果给兔子吃退烧药，那么患病的兔子不但没好，反而更容易死亡（Kluger, 1990）。


  在20世纪早期，一位名叫Julia的医生就观察到了这种现象：在疟疾横行的地区，梅毒倒是很少发生（Nesse & Williams, 1994）。当时，身患梅毒的人中99％都会死去。Wagner-Jauregg有意地让梅毒患者染上疟疾，疟疾会产生发烧症状，最后有30％的梅毒患者存活下来了。这一比例远远高于没有刻意染上疟疾的病人的康复率。很明显，疟疾产生的发烧症状有助于杀死致命的梅毒病菌。


  一项更新的研究发现，因水痘而发烧的儿童，如果服用镇痛退热剂的话，其患病时间比未服药的儿童几乎多了一天（Doran et al., 1989）。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者故意让被试感染感冒病毒，给一半被试服用退烧药，另一半只服用安慰剂（不包含任何活性物质的药片）。结果，与后者相比，前一半被试的鼻塞症状较为严重，抗体反应较差，而且感冒的康复时间略长一点（Graham et al., 1990）。


  血液铁含量下降。我们知道，铁元素是细菌的食物。细菌通过铁元素才能繁衍生息。很明显，人类已经进化了一种釜底抽薪的方式来“饿死”这些细菌。当一个人遭到感染后，身体会产生一种能减少血液中的铁元素含量的化学物质（白血球内源介体）。同时，人们自发地降低了含铁食物的摄入量，比如火腿和鸡蛋等。而且，不管摄入了多少铁元素，人体也会自发地降低对铁元素的吸收量（Nesse & Williams, 1994）。所以说，这些自然的身体反应试图断绝细菌的食物来源，从而为抵御疾病和身体康复铺设了一条道路。


  尽管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得出了这些结论，但实际上这些信息只为很少的医生和药剂师所知（Kluger, 1991）。大多数的医生和相关的从业人员还是沿用老办法，为患者提供补充铁元素的处方，其实这与我们进化形成的抵抗疾病的方法是相矛盾的。


  在马赛人的部落中，不到10％的人所患的疾病是由阿米巴变形虫引起的。让其中一部分人服用补充铁元素的药品后，有88％的人病情反而加重了（Weinberg, 1984）。索马里的游牧民族会自然地减少含铁食物的摄入量。当调查者试图更正这种做法，让他们服用含铁药物时，感染机会在一个月之内增加了30％（Weinberg, 1984）。在美国，老人和妇女常常通过服用含铁药物来克服这种“血液铁含量降低”的现象，其实这种荒唐的做法只能增加他们的患病机率。


  总之，人类已经进化了自然的防御机制来抵抗疾病，比如发烧和血液中铁含量下降等。如果人为地干扰这些机制的运作，试图退烧或提高血液含铁量的话，那将会对患者的康复更为不利。


  人类注定会死？


  由于生存对于繁殖是如此重要，所以我们才拥有这么多的适应器来让我们得以存活。但是，我们为什么又免不了一死呢？为什么自然选择没有塑造出某种机制让我们长生不老，或者至少多活几百年呢？另外，为什么有人会自杀？因为自杀行为看起来似乎和进化是背道而驰的呀。在本章的最后一节，我们来探讨这些令人迷惑的问题。


  衰老理论


  衰老理论为这些不解之谜提供了部分解释（Williams, 1957）。衰老（senescence）并不是一种疾病，而是随着有机体变老而出现的全身机理的退化现象。衰老理论始于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自然选择的力量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急剧下降。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请想象一个20岁的女人和一个50岁的女人。自然选择在年轻女性身上的作用更大，因为在她身上发生的任何变化都有可能影响到后来的繁殖行为。比如说，如果一种基因能够削弱女性的免疫系统，而它却刚好在20岁被激活了，那它就有可能会损害女性的整个繁殖能力。相反，如果这种基因在50岁时才得以激活的话，那它几乎不会对女性的繁殖能力产生影响。自然选择在年长女性身上的作用是非常微弱的，因为她的大部分繁殖活动早就已经完成了（Nesse & Williams, 1994）。


  Williams（1957）以这种现象为出发点，形成了关于衰老的基因多效性理论。多效性（Pleiotropy）是指一个基因同时拥有两种或多种效应。比如说，一个促进男性睾丸激素分泌的基因，能让男性在生命早期（20或30岁）和其他男性的地位竞争中获得成功。但是，睾丸激素的增加又会在老年时表现出一种负面影响——增加了患前列腺癌的危险。这种多效性基因之所以能被选择出来（即在后代身上的出现频率不断增加），是因为男性在年轻时获得的地位所带来的收益要远远超过年老时所付出的生存代价。通过这种多效性过程，我们已经进化了大量的基因，这些基因在我们年轻时让我们大受裨益，但当我们年老时，这些基因则会带来多效性的恶果，因为此时，选择的力量已经变得非常微弱或者干脆不存在了。


  衰老的多效性理论不仅有助于解释我们所有的身体器官为何会在年老时同时退化，而且还能解释男人为何总比女人死得早（Williams & Nesse, 1991）。选择的作用在男性身上更为强烈，因为男性的繁殖活动的变数更加复杂。换句话说，从实际情况来看，生育能力最强的女人毕其一生所能生育的子女的最大数目也是非常有限的（大概是12个）。相反，男性的后代可能达到数十个之多，也有可能完全没有任何繁殖机会（即一个后代都没有）。由于男人在繁殖上的变数更大，所以自然选择对男性的影响也就更为强烈。特别地，自然选择总是倾向于那些让男人在年轻时更有可能获得成功的基因，因为这样男性就能够繁殖更多的后代，不至于完全被排除在繁殖活动之外。


  有利于男性在求偶竞争中获得成功的基因容易受到自然选择的青睐，即使它意味着这样的基因对于我们的晚年生活会产生有害的影响。尽管男性的繁殖时间往往长于女性，但是衰老理论还是能够解释为何男性的晚期繁殖活动比早期繁殖活动所受到的影响更小。有利于在求偶竞争中获得成功的基因将会被选择出来，这种作用在男性身上更为强烈，同时必须以年老时的生存为代价。这种对生命早期利益的强烈选择，产生了能导致人们死得更早的多效性基因。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言，“男性的死亡率总是比女性高，因为他们早期已经享用了更多潜在的繁殖行为，而且，自然已经选择出来的很多特质，它们既与积极的高繁殖成功率相连，又不得不付出早逝的代价”（Trivers, 1985, p. 314）。总之，男性似乎注定比女人早死，而衰老理论有助于我们解释为何如此。


  总体看来，选择在生命早期是最有影响的，因为早期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能影响到一个人后来的整个繁殖期。但是，当人变老的时候，选择的力量减弱了。最极端的例子是，当你步入老年，在你死亡之前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几乎都不会对你的繁殖能力产生任何影响。这意味着选择将青睐那些在生命早期产生利益的适应器，即使这些适应器有可能在后期带来沉重的代价。这些代价在衰老过程中不断积累，从而导致我们的所有身体部位几乎同时开始退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机体可以说是注定要死的（be programmed to die）。


  自杀之谜


  有机体不断衰老，最终导致死亡，这可能是无法避免的。但是，进化心理学还面临一个更加难以解释的谜团：为什么有人会故意结束他（她）自己的生命？进化理论告诉我们，繁殖是进化过程的动力，而生存则是繁殖的必要条件。那么自杀又是怎么回事呢？


  进化心理学家Denys de Catanzaro（1991, 1995）探讨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关于自杀的进化理论。他们采用大量的被试样本来检验他们的理论，包括普通老百姓和“高风险人群”（比如老人和精神病患者）。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理论的逻辑。Catanzaro的核心观点就是，当个体实现其自身的内在适合度的能力急剧下降时，自杀行为最有可能发生。能力急剧下降的指标包括预感自己未来的健康状态不好、慢性疾病、丢脸或失败、对成功的异性恋爱关系不抱希望，而且感觉自己成了家庭的负担。在这些条件下，个体要想将其基因传播下去，较好的方式莫过于让其亲属有更好的繁殖机会和条件。如果一个人成为其家庭的负担，那么其亲属的繁殖和他（她）自己的适合度都可能会因他（她）的存在而受到损害。


  为了检验这个自杀的进化理论，de Catanzaro考察了自杀念头（suicidal ideation）：你是否考虑过自杀，最近是否考虑过自杀，一年以来是否计划过自杀，是否曾计划过自杀，以及是否实行过自杀行为。因变量就是对这些项目的总体反应。自杀念头当然不同于真正的自杀，因为许多人曾经考虑过自杀，但并没有实际的自杀行为。虽然如此，但由于自杀通常都是一种有预谋的行为，一次实际的自杀行为之前总会出现许多的自杀念头，所以自杀念头可以作为代表实际自杀行为的一个合理指标。


  在问卷的另一部分中，de Catanzaro向参与者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感觉自己给家庭带来的负担、自己对家庭和社会的重要性、性生活的频率、是否能与异性成功交往、同性恋、朋友的数量、他人如何对待自己以及自己的经济情况和身体状况等。被试必须在一个7点量表上（从－3到＋3）对这些项目作出反应。参与者的取样来源差别很大，包括一个大样本的普通人群、一组老年人、一组精神病患者、一组在最高安全中心照顾那些有反社会行为的罪犯的人，以及两组同性恋人群。


  研究结果支持了de Catanzaro关于自杀的进化理论。De Catanzaro把自杀念头的测量结果和问卷上其他项目的反应结果进行相关计算，得出了下面的结果。(1)在所有的样本中，与自杀念头最为相关的项目是成为家庭的负担，而且男性通常是因为找不到配偶。比如说，对于普通人群样本中18岁到30岁的男性而言，与自杀念头的相关分别是：成为家庭的负担（＋.56），上个月的性活动（－.67），成功的异性恋爱关系（－.49），曾经有过性行为（－.45），异性恋爱关系的稳定性（－.45），去年的性活动（－.40），以及子女的数量（－.36）。对于同一个样本中18岁到30岁的女性而言，研究者得到了相似的结果，只不过相关不像男性那么强烈：成为家庭的负担（＋.44），曾经有过性行为（－.37），以及对家庭的贡献（－.36）。


  在年龄较长者当中，身体的健康状况所带来的负担似乎更受关注，这个项目和自杀念头的相关非常显著。比如，对于普通人群样本中50岁以上的男性而言，各个项目和自杀念头之间的相关分别为：健康（－.48），未来的财政问题（＋.46），成为家庭的负担（＋.38），同性恋（＋.38），朋友的数量（－.36）。同一样本中的超过50岁的女性也表现出相似的结果：孤独（＋.62），成为家庭的负担（＋.47），未来的财政问题（＋.45）和健康（－.42）。其他样本中也能找到类似的结果。


  这些结果得到了其他独立研究者的支持。Michael Brown及其同事采用了一个164项目的问卷来检验Catanzaro的自杀理论，研究对象是175名美国大学生（Brown, Dahlen, Mills, Rick, & Biblarz, 1999）。他们发现，那些繁殖潜能较低的大学生（比如认为自己对异性没有吸引力），以及给亲属带来很重负担的大学生常常拥有更多的自杀念头，也更加沮丧和绝望。


  总而言之，不同的研究者所得出的结果初步地支持了Catanzaro关于自杀的进化心理学理论，尽管更为精确的检验还有待实行。也许，接下来应该去研究那些确实有过自杀行为的人。不过在这里，我们可以在理论上认为，确实存在某些条件能将促使人们自杀的心理机制选择出来。这些条件主要包括未能在恋爱关系中获得成功，以及成为家庭的沉重负担等。当人们面对这些削弱自身的内在适合度的社会情境时，更有可能产生自杀的念头。


  小 结


  很多恶劣的自然条件——比如食物短缺、毒素、捕食者、寄生虫、疾病以及极端的气候等——反复不断地困扰着我们的祖先。人类已经进化了许多适应性的机制来克服这些障碍，以便能够存活下来。获得食物是最重要的生存问题之一。食物的获得和消耗是非常艰难而复杂的问题。除了食物短缺之外，有机体还必须面对的问题就是，该吃哪些食物，不该吃哪些食物，以及如何获得那些能吃的食物。人类进化成杂食动物，不仅食用植物，而且还以许多动物为食。人类较为明显的适应器包括：对富含卡路里的食物表现出特定的偏好；拥有特定的机制来让我们避免摄入有毒的东西（比如对粪便的厌恶反应）；拥有特定的机制来排出毒素（比如呕吐、咳嗽、打喷嚏、腹泻和妊娠反应等）。人类还采用香料来杀死食物中滋生的细菌，这一实践活动很有可能是通过文化交流而传播开来的。人类使用香料的普遍现象支持了杀菌假设。我们之所以喜欢喝酒，有可能是起源于我们祖先对成熟水果的偏爱，因为熟透的水果中往往包含有少量的乙醇。


  关于人类进化的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就是，我们的祖先究竟是如何获得食物的。研究者们提出了三种基本的假设：狩猎假设、采集假设和食腐假设。现有的所有证据都表明祖先的取食模式大概是这样的：男性狩猎，女性采集，或许偶尔食用动物的腐坏尸体。空间能力的性别差异反应出狩猎和采集的适应器不同。一般而言，女性在空间定位的记忆能力上强于男性，而男性在物体的心理旋转、辨别方向和阅读地图的任务中要比女性表现得更好。研究者认为，女性的适应器让她们在采集坚果、水果和块茎时更有效率，而男性拥有的上述种种能力让他们在狩猎中更为优秀。


  生存的另一个适应性问题是，寻找栖身之所。人类已经进化了对资源丰富而且视野开阔的风景的偏爱，这些特征通常模仿了我们祖先在非洲大草原的居住环境。


  但是，所有的居所都含有威胁到生命的恶劣条件，即便那些资源丰富而且便于逃走的居所也不例外。所以，人类已经进化了对许多事物的害怕反应来避免这些危险。比如，人类怕蛇、蜘蛛、怕高和陌生人。这些适应性的反应模式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而且只在特定的发展阶段才会出现。比如说，怕高和陌生人的反应通常在婴儿开始学会爬行的时候出现，因为爬行有可能导致摔伤或被陌生人伤害。除了害怕反应之外，人类的注意模式也表现出某种可预测的偏向：他们能从一堆非危险物的图片中轻易地挑选出蛇和蜘蛛来。我们还拥有一种听觉偏向，它让我们在听到危险声音来临时能更早地作出反应以避免危险。最后，年仅三岁的儿童就已懂得人与捕食者相遇后可能产生的一系列后果，并能理解死亡所表示的复杂含义。


  疾病和寄生虫是大自然中普遍存在的恶劣条件，对于寿命较长的生物体而言更是如此。人类已经进化出许多适应性机制来抵抗疾病和寄生虫。与传统的治疗思路相反的是，人类提高体温导致发烧的机制，其实是人类抵抗疾病的一种自然身体功能。服用阿司匹林或类似的药物，往往会适得其反，延长患者的患病时间。


  既然生存对于有机体是如此重要，那人为何还会死呢（或者说为何不能活得更久呢）？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谜团。衰老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基本上，选择作用在生命早期更有影响，因为生命早期发生的任何事件都有可能影响到一个人后来的整个繁殖期。但是，当人变老的时候，选择压力减弱了；更为极端的情况是，你死之前所发生的厄运几乎不会对你的繁殖行为产生任何影响。这就意味着，选择倾向于那些在生命早期带来巨大收益的适应器，即使它们有可能让人类在晚年时付出沉重的代价。比如，男性的睾丸激素的产生保证了人们在年轻时拥有更高的求偶成功率，但它后来却会带来不良的后果——诱发前列腺癌。


  自杀也许比“人注定要死”这一事实更令人迷惑。自杀是指一个人有意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它似乎和进化是势不两立的。那么，自杀的心理机制有可能得以进化吗？根据一位进化心理学家的观点，答案是肯定的。自杀念头在这些人群身上最为普遍：繁殖潜能较低（未能在异性恋爱中获得成功）、身体状况不好、未来的经济情况不妙，或者认为自己成了家庭的重大负担。尽管这一主题尚需更多的研究，但现有的证据表明，人类有可能已经进化了对情境十分敏感的心理机制，用于评估自己未来的繁殖可能性，以及自己为家属带来的净代价。


  上述所有的心理机制都有助于人们生存足够长的时间，从而达到成年期。但是，到达成年期之后，人们仍然会遇到许多妨碍生存的恶劣条件。不过，他们还会面临一系列新的适应性挑战，那就是择偶问题。这正是我们在下一部分所要讨论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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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相关系数用于描述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其大小从＋1.00到–1.00。正相关意味着，当一个变量增大时，另一个变量也会增大。负相关则是指，当一个变量增大时，另一个却减小了。


  
第三部分 性行为和择偶行为的挑战


  由于差异繁殖是推动进化过程的动力，所以与繁殖相关的心理机制就成了选择的特别强有力的目标。如果选择没有塑造出那些被设计来解决由性和择偶提出的适应性问题的心理机制，那么进化心理学还没诞生就要“失业”了。在这一部分，我们将讨论择偶问题，并考察进化心理学已经在该领域建立的经验基础。


  第三部分分为三章。第四章研究女性如何择偶。目前，已有大量的跨文化研究验证了进化心理学的假设。在进化的历史过程中，女性必须解决众多复杂的适应性问题，因此女性的择偶偏好是纷繁复杂的。这一章还涵盖了女性的欲望如何影响实际择偶行为的研究。


  第五章研究男性的择偶偏好以及他们如何解决另一系列的适应性问题。进化心理学的元理论预测，男性和女性仅仅在某些领域存在差异。这些领域的差异是由于男女两性在进化历程中面临的不同适应性问题而形成的。然而在其他所有领域中，男女两性都颇为相似。这一章着力讨论男性面临的独特的适应性问题，例如选择一个能生育的配偶，以及保证长期关系中父子关系（paternity）的确定性。


  第六章集中讨论人类择偶行为中相对隐蔽的一面——短期的性关系策略。这一章综合了近期关于精子竞争和女性性高潮的科学发现，这些发现为证明远古历史中非一夫一妻制的存在提供了生理线索。人类能够同时采取短期和长期的择偶策略，因此表现出比其他物种更宽的灵活度。个体采取何种策略往往取决于情境因素。这一章的最后讨论了影响个体采取不同的择偶策略的主要环境变量，包括个体的配偶价值（mate value），以及择偶群体中的男女比例。


  
第四章 女性的长期择偶策略


  在某种特殊程度上，雌性的择偶偏好可能决定了物种进化的方向。因为雌性是择偶行为的主宰者，她们决定了何时交配，和谁交配以及交配的频率。


  —Sarah Blaffer Hrdy, 1981


  没有哪个地方的所有成员都一样受异性欢迎。任何地方都有人受欢迎，也有人被冷落。想象一下远古时代祖先的生活——生火取暖，狩猎捕食，采集坚果、草莓和香草，逃避猛兽和敌人的追捕。假如我们选择一个不能提供生活资源，风流而懒惰，同时还缺乏狩猎技巧，喜欢虐待的人作为配偶，那我们的生存将会举步维艰，我们的繁殖也将十分渺茫。相反，一个能提供丰富生活资源，勇于保护我们和子女，愿意为家庭投入时间和精力的配偶则是一个极大的支持。正是由于我们的祖先明智地选择配偶，才获得了这种生存和繁殖上的优势。同时，许多特殊的欲望也随之进化而来。作为进化过程中胜利者的后代，现代人类也继承了一系列特殊的择偶偏好。


  科学家们同样证明了非人类物种也有进化而来的择偶偏好。非洲织巢鸟就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Collias & Collias, 1970）。当雌性织巢鸟接近一只雄性织巢鸟时，雄鸟就会倒挂在一旁，用力扑腾翅膀以展示自己的窝巢。若此时雌鸟被打动，就会飞入它的窝巢，或推或戳以检查建筑材料是否牢靠，用时约十分钟之久，雄鸟则在一旁歌唱助兴。一旦雌鸟发现鸟巢不符合要求，就会立即离去，继续寻找其他雄鸟的窝巢。一般说来，如果窝巢连续被不同雌鸟拒绝几次，就会被推倒重建。雌性织巢鸟倾向于选择那些善于筑巢的雄鸟，是为了给后代的生存提供保护。这种偏好是进化而来的，因为善于选择的雌鸟比其他雌鸟能获得更多的繁殖收益。


  女性，就像雌性织巢鸟一样，也更偏爱“会筑巢”或拥有其他优势的男性作为配偶。想一想进化过程中女性必须面临的问题：怎样选择一个愿意维持长期关系的男性。假如一个女性选择了轻浮冲动、感情不专的男性，她会发现关系很难维持，最后只好独自抚养子女，得不到任何物质帮助和保护。相反，假如她选择了一个更加可靠而信守承诺的男性，那她的子女就会有更好的生存发展环境，后代的数量也会更多。随着千万世代的更替，女性进化出这样一种偏好，更青睐那些愿意并有能力承诺的男性，就如同雌性织巢鸟倾向于选择善于筑巢的雄鸟。这种偏好恰好解决了关键的繁殖问题，就如同食物偏好解决了关键的生存问题一样。


  择偶偏好的进化的理论背景


  这一部分将讨论对于理解择偶偏好的进化至关重要的三个理论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进化生物学中最大的谜团之一：有性繁殖是如何进化而来的？第二个问题是有性繁殖物种的两种性别——雄性和雌性——的定义，以及亲代投资（parental investment）会对择偶特征产生何种影响。第三个问题涉及作为进化的心理机制的择偶偏好。


  无性繁殖和有性繁殖


  因为人类的繁殖方式是有性繁殖，所以我们也许很难意识到，这仅仅是自然界物种繁殖方式的一种。实际上，许多物种采用无性繁殖，例如某些微生物、等足目和轮虫纲物种，它们都只有一种性别。它们的后代就是自身的复制，除了极少数的变异外一般与自身完全相同。无性繁殖有许多优点（Williams, 1975）。首先，无性繁殖的物种可以完全免去寻找和选择配偶的难题。其次，所有基因都可以毫无损失地保留下来。无性繁殖的这些优点恰好是有性繁殖的缺陷。有性繁殖的物种面临着择偶和求偶的难题，这些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资源。而且，有性繁殖的物种只有一半的基因遗传给后代，较之无性繁殖的物种损失了50％。


  既然有性繁殖要花费这么大的代价，为什么还会被进化而来呢？这是进化生物学最大的谜团之一，目前已有多种理论对此作出了解释。简单说来，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就必须回答，有性繁殖有哪些足以抵消其损失的繁殖收益。


  众所周知，有性繁殖最重要的就是产生了基因多样化的后代。较之于无性繁殖的后代与父母完全相同（除了突变），有性繁殖的后代与父母的基因有所不同，后代之间亦是如此。平均而言，同胞之间也只存在50％的基因关联。


  大多数有关性的起源的理论都是围绕基因多样化的后代所带来的潜在优势而展开的。一种理论解释说，基因多样性的后代可以增加其同时拥有的生态位数量。这里理解的关键在于，基因相同的个体往往对食物、居所等有相同的需求，而基因多样化的个体则有不同的生存需求，因而有更广阔的生存环境（Trivers, 1985; Williamms, 1975）。这也意味着，基因多样化的同胞之间很少为了生存而彼此直接竞争。


  占主导地位的性起源理论——寄生虫理论——并不如上述理论那样通俗易懂（Hamilton, 1980; Tooby, 1982）。大多数人都认为是性行为导致了寄生虫的存在，因为寄生虫繁殖于性传播的疾病。恰好与此相反，该理论认为寄生虫是性产生的原因！寄生虫的存在给寿命较长的生物提出了一个大的适应性难题。在这些生物短短的一生中，寄生虫能繁殖成百上千甚至百万代后代，只要有相同的生存环境，它们就能从一个寄主（host）传播到其他寄主身上去。因为无性繁殖的物种群内成员都十分相像，所以寄生物能够轻易地传播，得以旺盛地繁殖。然而，这对寄主来说并无益处。因为进化到一定阶段，寄生物就有可能突破寄主的防护机制，威胁到寄主的生存。


  寄生虫理论解释说，这就是有性繁殖的来源。有性繁殖能产生基因多样化的后代，这对寄生虫来说是相对于原寄主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因此，寄生虫的生长就得以抑制。它们必须适应一个新的环境，而寄主的下一代又产生基因变化，寄生虫的适应过程就又得重新开始。


  在这场持久的进化之战中，寄生虫和寄主间展开了一场军备竞争——适应与反适应的相互作用过程（Dawkins, 1982）。也许有性繁殖是寄主一个极关键的适应器，能够帮助寄主及其后代对抗寄生物。单从这一点，有性繁殖那些代价都显得微不足道了。


  每一个新的适应器都会带来新的挑战。有性繁殖带来的最大的挑战就是寻找配偶。


  亲代投资和性选择


  生物学上的性别只是简单地依据性细胞的尺寸大小来定义，这是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成熟的繁殖细胞被称为配子（gametes）。每个配子都有潜能与异性的配子结合形成受精卵（zygote），即受精后的配子。尺寸较小的配子被定义为雄性，尺寸较大的配子被定义为雌性。雌性配子养分较多，较固定，而雄性配子则流动性更大。尺寸以及流动性上的差异导致了两种配子数量上的差异。男性可以生产无数的精子，约每小时可产一千两百万个。相对而言，女性一生中生产的卵子数量就固定得多，约四百个。


  女性的贡献并不止于卵子，人类亲代投资的关键阶段如受孕、怀孕过程都发生在女性体内。一次性行为只需要最少的男性投资，却有可能令女性付出九月怀胎的代价，此间丧失了其他的择偶机会。此外，在有些社会里，母乳喂养还要持续四年之久（Shostak, 1981）。


  动物世界里并不存在雌性动物必须比雄性动物投资更多这样的生物法则。事实上，有些物种如蟋蟀、海马、巴拿马毒蛙等，是雄性投入更多（Trivers, 1985）。例如，雄蟋蟀生产大而富含营养物的精囊。当食物缺乏时，大精囊对雌蟋蟀而言异常宝贵，同时雄蟋蟀也需要大量食物才能生产精囊。雌蟋蟀通常相互竞争以接近高投入的雄蟋蟀来争夺最大的精囊。在这些所谓的“性角色倒置”的物种中，雄性在择偶时常常比雌性更挑剔。特别地，那些被选中的雌性通常比那些被拒绝的储存有多出60％的卵子（Trivers, 1985）。不过，对于所有的4000多种哺乳动物以及200多种灵长目动物而言，受精以及怀孕都是在雌性动物体内完成的。


  在幼体的生命初期，雌性动物往往付出更多的亲代投资，因而可以说雌性动物拥有宝贵的繁殖资源（Trivers, 1972）。怀胎、分娩、哺乳、抚养、保护以及喂食等都是不可以随意分配的重要繁殖资源。影片《经济学101》（Economics 101）告诉我们，拥有宝贵资源的一方不可能随便付出。在进化历程中，因为女性性行为要冒着上述一系列投资的风险，所以进化更青睐那些择偶挑剔的女性。如果女性对配偶不加分辨，那很可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她们的繁殖更少成功，后代也更少能够存活到生育年龄。而男性在一次几小时甚至只有几分钟的性行为后可能就轻率地离开，这样男性的繁殖成功也就得不到保障。在进化过程中，女性冒着怀孕的风险，她们可能因为一个决定而花上数年的代价。


  现代节育技术已经改变了这种状况。在当今的工业化国家里，女性对怀孕的恐惧减少，也会发生短期的性关系。但是，当代避孕技术发明之前，人类的性心理就已经存在，它是历经成百上千万年的时间，为了处理古老的适应问题进化而来的。所以，尽管现代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人们潜在的性心理仍然在发挥作用。


  总之，Trivers（1972）的亲代投资和性选择理论作出了两个意义深远的预测：（1）为后代投资更多的一方（通常是雌性，但不完全是）在择偶时会更挑剔；（2）投资更少的一方在争夺异性时会更具竞争性。对人类而言，很显然女性必须付出更多必要的亲代投资。要得到一个孩子，女性必须忍受九月怀胎的痛苦，而男性只需要花上几分钟时间。然而论及长期配偶关系或者婚姻，男性和女性为后代付出的实际上一样多。根据亲代投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两性应该同样挑剔。


  作为进化的心理机制的择偶偏好


  假定一个远古的女性，面临着在两位男性面前作出选择。一个慷慨大方，一个吝啬小气。在其他条件都一样的情况下，慷慨的男性对她来说更为有利。他可以和她分享狩猎获得的肉食，帮助她的生存；可以牺牲时间、精力和资源抚养子女，帮助她成功繁殖后代。从这些方面来说，慷慨的男性比吝啬的男性更有优势。假如在进化过程中，男性的慷慨反复地展现出它的优点，而这一特性的线索又是可见而可靠的，那么性选择就会青睐这种慷慨的配偶。


  这样说来，性选择对于“慷慨”的进化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至少有两个因素影响着“慷慨—吝啬”维度的个体差异。首先，慷慨也许和资源的拥有相关。一个富翁相对于乞丐来说当然更容易支付一顿晚宴。掌握资产的不同造成了各人慷慨程度的差异。其次，男性在选择另一半与其共享资产时特别挑剔。一个男人可能对一个女人吝啬而对另一个慷慨。可以说，任何男性的慷慨都会随情境而变。因此，女性可能对那些只对自己慷慨的男性有特殊的敏感。


  现在我们来考虑更复杂也更现实的情况——男性不仅在“慷慨度”上有所差异，而且在择偶的诸多重要方面都有更显著的差异。他们在身体素质、运动技能、抱负心、勤奋度、亲和力、同情心、情绪稳定性、智力水平、社交技巧、幽默感、家族网络、社会地位等诸多方面都存在不同。在维持配偶关系所花费的代价上来看，男性也有很大不同：有的人已有小孩，可能还负有重债，也可能有脾气暴躁、自私以及花心等特点。另外，在与配偶无关的方面，男性也千差万别。经过成百上千万年的进化，性选择机制像激光一样精准地把所有这些差异都集中于女性的择偶偏好，即女性欣赏那些最具有适应价值的特征。缺乏相关的特殊适应偏好的远古女性不可能成为我们的祖先，因为更善于选择的女性才拥有更多的后代。


  然而，人们所偏好的品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会随时间而变化，择偶者可能看重一个候选者的未来潜力。一个医学院的学生现在缺乏资源，但可能会有光明的前景。一名男士可能有很高的抱负，但已经达到了事业的顶峰。某位先生以前有过孩子，但其子女业已独立不再依赖他。所以评估一位男性的择偶价值时，不能只看当前的情形，更要考虑未来的发展潜力。


  总之，进化使女性形成了这样一种偏好，青睐那些拥有对自己有益的品质的男性，而摒弃那些需要女性付出更多的男性。每种不同的品质都构成了男性对于女性的择偶价值的特殊成分。女性的每一个择偶偏好都是针对其中一个重要的成分进化而来的。


  择偶偏好使某些特殊成分变得更有优势，但却不能完全解决择偶问题。选择配偶时，女性还必须学会鉴别和评估线索，看看男性是否确实拥有某种资源。有的男性假装拥有很高的地位，或者轻许虚假的诺言以欺骗女性，这时鉴别评估就显得极为重要。


  最后，女性必须学会整合潜在配偶的信息。假定一位慷慨大方但情绪不稳定，另一位情绪平稳但吝啬小气。那应该选择哪一个呢？这时就要求设计出一种心理机制来赋予每种品质以相应的权重然后加权。最后作决定时，选择还是拒绝某人，有的品质会显得比其他品质更重要。资源的拥有量就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女性择偶偏好的内容


  了解理论背景后，让我们来看看女性择偶的具体内容（见表4.1）。就像前面讨论所说，择偶是一项复杂的任务，我们不能期望由一个简单的答案就了解女性想要的是什么。这是一个长期存在而且备受关注的问题，也许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主题受到过如此多的关注，然而现在我们或许已经找到了某些合理而且确定的答案。


  表4.1 长期择偶的适应性问题以及假设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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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经济资源的偏好


  在进化过程中，雌性对雄性的资源的偏好也许是动物界雌性择偶最古老、最普遍的偏好了。让我们来看看伯劳鸟——一种居住在以色列内盖夫的鸟——的例子（Yosef, 1991）。每当繁殖季节到来前，雄伯劳鸟就开始囤积像蜗牛一类的食物和羽毛、布料一类的物品，从90到120件不等。它们把这些物品挂在自己领地内的荆棘或其他突出物上面。雌鸟环顾所有候选雄鸟的领地，然后选择拥有最多物资的雄鸟配对。Yosef试着拿走某些雄鸟的部分物品，增加给其他雄鸟，然而此时，雌鸟仍选择拥有更多物资的雄鸟。一无所有的雄鸟就只能落得孤家寡人的下场。无论何时何地，雄性拥有资源的多少都是雌性择偶偏好的一个重要指标。


  对人类来说，女性要进化出对男性物质资源的择偶偏好，还必须满足三个前提条件。首先，在进化历程中，资源必须是由男性积累、保护并控制的。其次，男性祖先在资源的掌控以及对女性和子女投资的意愿上也一定是存在差异的，因为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存在差异，女性也就无需进化出相应的偏好。再次，一夫制比多夫制有更大优势。


  这些条件对人类来说都很容易满足。在世界范围内，人类的两种重要资源——领土和工具——都是由男性获得、保护、占有并控制着。男性对这些资源的掌控存在巨大的差异：有人无家可归，有人则拥有私人飞机。男性在维持长期关系时投资时间和精力的意愿也存在很大差异。有的男性偏好多妻制，对每个人都投入很少。有的男性却愿意为一名女性及其子女倾其所有（Belsky, Steinberg, & Draper, 1991）。


  在人类的进化历史中，女性通过唯一的配偶获得养育子女的资源往往比从多个暂时性伴侣那里获得的资源多得多。在灵长目动物中，人类男性对妻儿投入的精力之多是绝无仅有的。其他的灵长类雄性动物都极少与配偶分享资源，雌性动物都只能靠自身的努力获取食物（Smuts, 1995）。而人类男性还肩负着提供食物、寻找居所、守护领地和子女的重任。他们还要传授给子女运动技能和社交技巧，让他们学会狩猎、搏击，学会沟通，获得友谊，在社会上赢得一席之地。女性通过短期的性关系根本不可能获得这诸多收益。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丈夫都能提供这样的帮助，但经过百万年的进化，女性更愿意选择那些能够提供这些帮助的男性作为配偶。


  现在我们已经摸清了女性对资源的择偶偏好的发展历程。但女性还需要掌握线索以确认男性的优势。这些线索可能是间接的，如表现男性上进心的人格特征。这些线索也可能是生理上显而易见的，如运动技能和健康状况。线索还包括声誉，如他的同伴对他的评价。不过，经济资源的多少还是最显著的线索。


  对好的经济前景的偏好


  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择偶偏好为我们研究人类祖先的择偶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视角，正如我们对蛇的恐惧和恐高为研究祖先的危险提供了线索一样。来自几十项研究的证据表明，当代美国女性在择偶时的确比男性更看重经济资源。以1939年美国的一项研究为例。要求男性和女性分别为18项个人品质作出择偶重要性的等级评分，范围从“无关”到“必不可少”。女性虽然没有把良好的经济前景作为必备品质，但也把它列入重要级别。而男性只把这评为一项优点，但不是很重要。1939年的研究表明女性对经济条件的重视程度是男性的两倍，这项结果在1956年和1967年的研究中得到了重复验证（Hill, 1945; Hudson & Henze, 1969; McGinnis, 1958）。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性革命也未能改变这种性别差异。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研究者重复了几十年前的研究，用相同的问卷调查了1491名分别来自马萨诸塞州、密歇根州、得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人。要求他们为18项个人品质的择偶重要性评分。像几十年前一样，女性对经济条件的重视程度仍然是男性的两倍。例如1939年，在量表的范围从0（无关）到3（必不可少）中，女性把“好的经济前景”评为1.80；男性把它评为0.90。1985年，这个品质的重要性是1.90，而男性仅仅把它评为1.02——两性之间仍然存在两倍的差异（Buss, Shackelford, Kirkpatrick, & Larsen,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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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1 人们在不同的感情水平上可接受的最小赚钱能力。女性对配偶的经济能力的最低标准相对维持在较高的标准上，在长期择偶背景（婚姻）下达到峰值。来源：《人类求偶的进化、特征和阶段：量化的亲代投资模型》。Kenrick，E. K. Sadalla，G. Groth, & M. R. Trost，《人格杂志》，58, 1990, 97—116。经授权采用。


  在各种不同的背景下，女性对于经济资源的重视程度都得到了证实。Douglas Kenrick和他的同事设计了一种有效的方法来测量人们选择婚配对象时对不同品质的重视程度。这种重视程度通过人们可接受的“最低百分位数”（minimum percentiles）来表示（Kenrick, Sadalla, Groth, & Trost, 1990）。百分位概念是这样来解释的：“就赚钱能力这一维度而言，处于第50百分位数的人是指高于其他50％，而低于其他49％的人。”（第103页）美国女大学生对丈夫的赚钱能力可接受的“最低百分位”是70％，就是说可接受的范围是所有高于70％的其他男性，然而男性对妻子要求的“最低百分位”仅为40％。如图4.1所示，女性在选择约会对象、性伴侣，以及稳定配偶时，对对方的赚钱能力都有较高的要求。


  对报纸以及杂志上刊登的征婚广告的研究结果表明，女性在征求配偶的时候确实很注重男性的经济资源。一项对1111例征婚广告的研究发现，女性征婚者对经济资源的要求约为男性的11倍（Wiederman, 1993）。总之，资源偏好的性别差异并不仅仅局限于大学生，也不受研究方法的约束。


  这种女性对资源的偏好不仅仅发生在美国社会、西方社会或者资本主义社会。一项国际性的跨文化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这项研究遍及六大洲和五个岛屿的37种文化，参与者从澳大利亚沿海居民到巴西当地人以及南非贫民区的祖鲁人（Buss, Abbott, Angleitner, et al., 1990）。一些参与者来自一夫多妻制社会（允许一名男子配娶多名女子的婚姻制度），如尼日利亚和赞比亚。而更多参与者来自一夫一妻制的社会（一名男子只能配娶一位女子的婚姻制度），如西班牙和加拿大。研究地区还包括一些同居现象非常普遍的社会，如瑞典和芬兰，以及坚决反对同居的社会，如保加利亚和希腊。这项研究选取了37种文化下的共计10047名参与者，见图4.2（Buss, 198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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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2 一项国际性择偶研究项目的37个文化区域。图上展示的是这项国际性男女择偶偏好研究的37种文化的分布区域。作者和他的同事调查了分布六大洲和五个岛屿的10047名参与者的择偶要求。迄今为止，此研究的结果是人类择偶偏好研究领域最全面的数据资源。来源：Buss，D. M. （1994a）。《人类择偶策略》，来自《美国科学家》，82，238—249。经同意转载。


  该研究中，要求男性和女性参与者对潜在配偶和婚配对象的18项品质的重要性进行评分，从“不重要”到“必不可少”划分等级。结果得出，不同洲际、不同政治体系（包括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同种族、不同宗教团体以及不同婚配制度（从极端的一夫多妻制到假定的一夫一妻制）下的女性都比男性更看重对方的经济前景。总体看来，女性对经济资源的评分比男性高出100％，约为男性评分的两倍（见图4.3）。当然，各地的评分存在一些文化差异。尼日利亚、赞比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哥伦比亚以及委内瑞拉的妇女对经济资源的评分都稍稍高于南非（祖鲁人）、荷兰以及芬兰的妇女。例如，日本女性对经济资源的评分比男性高出150％，而荷兰女性仅比男性高出36％，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女性都低。不过总体看来性别差异还是一致的：世界范围内，女性对婚配对象的经济资源的要求高于男性对经济资源的要求。


  这些发现为人类择偶心理的进化基础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广泛的跨文化证据。这种进化假设认为，远古女性承载着体内受精、九月怀胎和哺乳婴儿的重大负荷，而选择资源丰富的配偶就可以获得相当大的支持。今天的女性就是有这些择偶偏好的远古女性的后代，正是这些偏好帮助我们祖先解决了生存和繁殖的适应性问题——跨文化研究的数据支持了这样一种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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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3 对婚配对象的经济前景的偏好。来自37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参与者对该变量进行等级评分。使用四分评定量表，从0（无关或不重要）到3（必不可少），考察他们对潜在的长期配偶或婚配对象的该变量（研究共有18项变量）的重视程度。N＝样本大小。小于.05的p值表明性别差异显著。来源：Buss, D. M., & Schmidt, D. P.（1993）。《性策略理论：一种人类择偶的进化观点》，来自《心理学评论》，100，204—232。版权归美国心理学会（1993），经授权采用。


  对高社会地位的偏好


  传统的狩猎采集社会是我们研究远古社会最为接近的向导。对它的研究表明，远古男性已经能够清晰地根据资源的多少来由高而低地定义地位等级（Betzig, 1986; Brown & Chia-yun, n. d.）。从跨文化研究来看，美拉尼西亚人、古埃及人、苏美尔人、日本人以及印度尼西亚人都把手握重权享有声望的人称为“头头（head men）”或“大人物（big men）”。例如，在多样的南亚语言中，“大人物”在梵语、北印度语和德拉维语中都能找到。在北印度，bara asami是指“伟大的人，地位或等级高的人”（Platts, 1960, pp. 151—152）。在北美洲和墨西哥北部的一些部落，例如Wappo、Dakota、Miwok、Natick，Choctaw、Kiowa、Osage，也存在“大人物”以及类似的词汇。同样，在墨西哥和南美洲的Cayapa、Chatino、Mazahua、Mixe、Mixteco、Quiche、Terraba、Tzeltal、Totonaco、Tarahumara、Quechua、Hahuatl，也发现了“大人物”以及与此高度相关的词汇。从语言学上的分析，可以发现许多文明都认为有必要创造出一些词汇来描述地位高的男性。


  语言学的分析表明，这些词汇能够指称那些位高权重的重要人物（Brown & Chia-yun, n. d.）。它们用于指代社会顶层的人或该群体内的社会精英，表明了人的社会地位，为人们判断财产和资源提供了有力的线索。


  女性往往偏好社会地位较高的男性，这是因为社会地位是判断资源控制量的最通用的线索。较高的地位就伴随着较好的食物、更广袤的领地以及更优越的健康护理。社会地位更高的男性还能给子女提供更多机会。就世界范围而言，地位较高的家庭的男孩往往能接触到更多更好的配偶。一项对186种社会的研究得出，高地位的男性一般都拥有更多财富和妻子，他们的子女一般也能得到更好的抚养（Betzig, 1986）。


  一项考察短期择偶和长期择偶的研究试图发现，与选择潜在性伴侣相比，选择潜在配偶时人们更看重哪些品质（Buss & Schmitt, 1993）。参与者是密歇根大学的男生和女生，对他们来说，暂时的性关系和婚姻择偶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Little, 1989）。几百个参与者对他们想要的以及不想要的67项配偶的品质进行了评估，按照－3（最不合意的）到＋3（最合意的）的量表评分。女性把职场成功和有发展前途评为择偶时最想要的品质，平均等级分别高达＋2.60和＋2.70。然而，在选择随意的性伴侣时，平均等级却分别只有＋1.10和＋0.40。显然，相对于选择暂时性伴侣，女性在选择婚配对象时更加看重那些表示对方未来地位的线索。美国妇女还很注重对方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水平，这些品质也和社会地位密切相关。


  女性看重对方社会地位这一点不仅仅局限于美国社会甚至是资本主义社会。一项对37种文化的国际性的择偶研究表明，不论是处于共产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非洲人还是亚洲人，信仰天主教还是犹太教，处于南方热带还是北方区域，女性都比男性更注重对方的社会地位（Buss, 1989a）。例如，中国台湾女性对社会地位的评分比男性高出63％，赞比亚女性高出30％，西德女性高出38％，巴西女性高出40％（见图4.4）。


  等级性是各种人类社会的共同特征，资源往往积聚在那些社会高层人士手中。从历史上看，远古女性偏好高地位的男性，也许能在某种程度上解决获取资源的适应性问题。现代女性就是那些繁殖成功的祖先的后代，因此也继承了她们的择偶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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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4 选择婚配对象的社会地位偏好。来自37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参与者对该变量进行等级评分。使用四分评定量表，从0（无关或不重要）到3（必不可少），考察他们对潜在的长期配偶或婚配对象的该变量（研究共有18项变量）的重视程度。数据来自于Buss, D. M., Abbott, M., Angleitner, A., Asherian, A., Biaggio, A.，以及其他合作者（1990）。N＝样本大小。小于.05的p值表明性别差异显著。NS表示性别差异不显著。


  对年长男性的偏好


  男性的年龄也为鉴别他的资源数量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就像年幼的雄狒狒只有在成年后才有可能进入狒狒社会的高阶层一样，人类社会的青少年和年轻人也很少能拥有成熟男性的声望和地位。最极端的就是原始部落（Tiwi）的例子，它分布于澳大利亚北部海岸的两个岛屿上（Hart & Pilling, 1960）。Tiwi实行老人政治，最年长的老人拥有最高的权力和最大的威望，并通过复杂的联姻网络控制着部落的择偶系统。甚至在美国文化里，地位和财富往往也随着年龄增长而积聚。


  在那项国际性择偶研究的所有37种文化中，女性都偏好年长的男性（见图4.5）。平均而言，女性偏爱年长约3岁半的男性。在不同的文化中，这个年龄差别也存在差别，加拿大说法语的女性选择的丈夫年长不到2岁，爱尔兰女性选择的丈夫年长5岁以上。世界范围内新娘和新郎的年龄差是3年，这表明女性的婚姻决策与她们的择偶偏好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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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5 自己与配偶间所偏好的年龄差异。参与者记录下她们自己与潜在配偶所偏好的年龄差异。这张表格显示的年龄轴上的正值表示偏好更年长的配偶，负值表示偏好更年幼的配偶。N＝样本大小。来源：Buss, D. M., & Schmitt, D. P.（1993）。《性策略理论：一种人类择偶的进化观点》，来自《心理学评论》，100，204—232。版权归美国心理学会（1993），经授权采用。


  要理解为什么女性更看重年长的男性，我们必须考察随年龄而变化的事物。最普遍的变化之一是资源的增长。在当代西方社会，人们的收入一般都随年龄而增长（Jencks, 1979）。这种身份地位的发展趋向不仅局限于西方社会。在Tiwi这样的一夫多妻制的社会里，男人至少要到30岁才有足够的社会地位以迎娶第一位妻子（Hart & Pilling, 1960）。很少有人在40岁以前就拥有一个以上的妻子。年龄与资源和地位的联系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


  在传统社会中，这种变化或许还部分地和男性的体力以及狩猎本领相关。男性的体力往往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强，一般在20岁末和30岁初达到顶峰。尽管现在还没有系统研究证明年龄与狩猎能力的关系，但人类学家相信男性的狩猎能力将在35岁左右达到顶峰，随后他们体力会轻微下滑，而此时增长的知识、耐心、技能以及智慧可以弥补这种损失（Kim Hill，私人交流，1991）。所以在资源对生存至关重要的狩猎—采集时代，远古女性更偏好年龄较长者，现代女性的择偶偏好可能就源于此。


  在37种文化的研究中，一个很典型的偏好是，二十几岁的女性更愿嫁给比自己稍稍年长又差距不大的男性。而事实上男性的经济实力只有在他们四五十岁时才能达到顶峰。年轻女人不愿直接选择这种“年长许多”的男性的原因之一也许是，更年长的男性死亡的风险更大，一旦他们死亡，就不能继续为子女提供资源和保护了。而且，年龄跨度太大带来的潜在的不相容性可能导致夫妻冲突，从而增加离婚的概率。也许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年轻女人更愿意选择仅年长几岁的有发展前景的男性，而不是选择已经位居高职但无甚前途的年长许多的男性。


  所有的这些线索——经济资源、社会地位以及稍长的年龄——其实都提供了同一种信息：男性获取并控制资源的能力。男性的这种能力可以为远古女性自身及其子女带来莫大的收益。然而，仅仅拥有资源还是不够的。女性还要求男性拥有某些特质，使得她们随着时间推移还能够不断地索取资源。男性的抱负就是其中的一种特质。


  对抱负和勤奋的偏好


  人们怎样在日常生活中获得成功？在所有策略中，勤奋工作是预测过去或未来的收入和晋升的最佳指标。比起工作不够努力的男性，那些他们自己及其配偶都一致声称其工作努力的男士往往都拥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更高的年薪，而且他们有望获得更多的薪水以及晋升机会。勤奋而有抱负的男士比那些懒惰缺乏上进心的男士更容易维持高职位（Jencks, 1970; Kyl-Heku & Buss, 1996; Willerman, 1979）。


  美国女性看上去更注重这种联系，因为她们对那些拥有成功品质的男性特别青睐。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5000名大学生被要求列出他们对潜在配偶的品质要求。女性比男性更多地要求配偶热爱工作、具有职业导向、勤奋并且具有抱负心（Langhorne & Secord, 1955）。另一项国际性的择偶研究显示，852名美国单身妇女和100名已婚妇女都一致把抱负和勤奋评为重要的或必不可少的品质（Buss, 1989a）。在长期关系与短期关系的择偶研究中，女性把缺乏抱负心的男性认为是最没魅力的人，然而男性对未来妻子有无抱负却没有太多的要求（Buss & Schmitt, 1993）。当一个男人处于失业、缺乏目标或者做事懒散的状态，女人就极可能结束与他的长期关系（Betzig, 1989）。


  女性对有抱负且勤奋的男性的偏好不仅只限于美国或者两方社会。在绝大多数文化中，女性都比男性更看重这两种品质，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的评分差异中看出。例如，中国台湾女性对抱负和勤奋的重要性评分比男性对这两者的评分高出26％，保加利亚女性对此的评分高出男性评分29％，巴西女性评分高出30％。


  这些跨文化、跨时代的证据支持了关键的进化论假设，即女性的择偶偏好是进化而来的，她们偏爱能够获取资源的男性，排斥缺乏这种能力的男性。该偏好有助于远古女性解决资源保障这一关键的适应性问题，也有助于在缺乏直接和易观察到的资源信息时增加获取未来资源的可能性。甚至在资源直接可辨的情况下，男性的抱负和勤奋仍是这些资源的可持续性的极佳信号。这些证据都表明，现代女性就是拥有这种偏好的远古女性的后代。


  对可靠性和稳定性的偏好


  在择偶的跨文化研究所评估的18种品质中，爱情位居第一位，之后分别是可靠性、情绪的稳定性或成熟性。在37种文化的21种中，男性和女性对配偶的可靠性都有同样的偏好（Buss et al., 1990）。在剩下的16种中，有15种文化中的女性比男性更看重可靠性。平均而言，在这37种文化中，女性把可靠性品质评为2.69，而3就表示“必不可少”；男性评为2.5，接近“重要”的程度。在情绪稳定性或成熟性上，性别差异更为显著。23种文化中的女性明显比男性更看重这种品质；在剩下的14种文化中，男女的偏好程度相同。就所有文化平均而言，女性对此种品质的评分为2.68，而男性为2.47，女性对可靠性和稳定性都很看重，评分等级从“重要”到“必不可少”不等，这对所有文化都是有效的。


  这些品质对全世界的女性都如此重要的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这些品质是资源将持续不断地得到提供的可靠指标。第二，缺乏信任感和情绪不稳定的男性会给配偶带来反复无常的、充满冲突的情绪负担（Buss, 1991）。他们往往是自我中心化的，习惯于垄断资源。此外，他们常常霸占着妻子的大部分时间。他们显示出高于平均程度的性嫉妒，要求妻子满足他们所有要求，甚至看到妻子和其他男性交谈都会发怒。他们往往更容易恶语伤人甚至使用武力。他们往往粗心大意，例如不能准时赴约，并且比那些情绪稳定者更加喜怒无常，常常不明原因地哭泣。他们甚至更容易产生外遇，这对其配偶意味着时间与资源的进一步分散（Buss & Shackelford, 1997）。所有这些代价都表明这样一个男人可能会消耗女方的时间和资源，而把时间和资源分散在其他地方，以至于无法稳定地提供资源。可靠性和稳定性这两种品质可以提高女性资源不被男性夺取的可能性。


  如果一个男人情绪多变、喜怒无常，这将会让女性付出更多的代价，从而阻碍关键的适应性问题的解决。倘若资源的供应很不稳定，那么女性在完成生存和繁殖所必需的目标时就会产生混乱。一个不可预测、变化多端的配偶可能在打猎的最后时刻决定打个盹，而不是继续追逐猎物，这一突然的决定让他们白白丧失了就要到手的肉类食物。本来有指望的食物却无法获得，这可能会带来许多麻烦。其中的原因在于，当资源的供给比较稳定，而且可以预测时，它所产生的收益最大。相反，当资源供应不稳定时本来应该通过肉类来满足的营养需求则只能通过代价更大的其他方式来实现，这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另外，如果资源的供应比较稳定，那么女性就可以更加有效地分配资源，以解决日常生活中必须克服的适应性难题。


  女性看重配偶的可靠性和情绪稳定性，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她们能够从中获得长期稳定的资源供给。在人类进化的早期阶段，如果女性选择了稳定可靠的男性，那么这样的女性将会更加确信配偶获取和维持资源的能力，从而确保自己和子女的生活。而且，作出此种明智之举的女性还可以避免不可靠或不稳定的男性所带来的损失。


  对运动能力的偏好


  女性择偶中身体特征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在动物界也是如此。好斗的雄蛙（male galdiator frogs）肩负着建筑窝巢与保护幼卵的责任。大多数求偶过程中，雌蛙往往要对雄蛙考验一番，故意用很大的力撞击它，有时甚至会把它撞翻或者吓走。假如此过程中雄蛙离窝巢过远或者逃跑，雌蛙会很快离开以寻找其他可能的配偶。而那种被撞击后还牢牢占据原地的雄蛙是很少会被拒绝的。雌蛙正是借助撞击这种策略来评价配偶是否能成功地保护她的居所。这种撞击考验是为了验证雄性保护雌性的身体能力。


  女性有时面临着更大更强的男性在身体上的支配，这种身体优势可能导致伤害与性支配。这些情况无疑在远古时代也呈规律性地发生。确实，许多非人类灵长类群体的研究表明，雄性对雌性的身体和性的支配是灵长类动物遗传中一种反复出现的特征。灵长类动物学家Barbara Smuts在非洲稀树大草原上和狒狒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此间研究了它们的择偶模式（Smuts, 1985）。她发现雌狒狒会周期性地和雄狒狒形成“特殊的友谊”，雄狒狒会为她们及其子女提供身体庇护。作为回报，雌狒狒在发情期会特别地为“朋友”提供性服务。本质上，雌狒狒是用性来换取保护。


  类似地，女性的长期择偶的收益之一也是男性能够提供身体上的保护。一个男人的魁梧、力量、身体素质和运动技能都是判断其能否提供保护的线索。有证据表明，女性的择偶偏好刚好与这些线索相符。在一项短期和长期择偶的研究中，美国女性为一系列的身体特质评定等级。不管是短期择偶还是长期择偶，矮个子男性都被评为“不具性魅力”的一类（Buss & Schmitt, 1993）。相对地，高大强壮的运动型男性被评为“极具性魅力”的潜在婚配对象。例如，使用从－3（完全没有魅力）到＋3（极具性魅力）的评定量表，女性把“身体强壮”这一品质评为1.50（介于“稍具性魅力”与“很有性魅力”之间），然而男性仅把该品质评为0.87——男女之间具有显著差异。


  对另一组美国女性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出这样的偏好。平均而言，女性会选择身高为5英尺11英寸或者更高的男士为结婚对象。不论是选择约会对象还是结婚对象，高个子男人都比矮个子或者平均身高的男人更有性魅力（Ellis, 1992）。此外，早期对征婚广告的两项研究揭示，80％的对身高有要求的女性欲寻求身高6英尺或者更高的男士（Cameron, Oskamp, & Sparks, 1978）。更有说服力的也许是个头较高男士的征婚广告往往会收到更多的回应（Lyrnn & Shurgot, 1984）。高个子男士比矮个子男士约会更多，并拥有更多的潜在配偶。女性确保安全以防止其他攻击性男性的侵犯，就难免会倾向于选择身材魁梧、强壮有力的男性作为配偶。


  这种偏好不仅仅局限于西方文化。人类学家Thomas Gregor（1985）发现，在巴西亚马逊的Mehinaku部落，摔跤是男性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技能，它的重要性在竞技场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个肌肉壮实、身材魁梧的男子更有可能交到许多女朋友，而一个矮个子的男士常常会被轻蔑地看成是生活艰难的（peristsi）。这种身高上的优势还造就了许多可见的优势……据村民们说，一个威武有力的摔跤手，是令人胆颤的……他是令人敬畏的。对女人来说，他又是“美”的（awitsiri），有资格成为情人或丈夫。和在爱情中一样，他们也更容易在政治上取得成功，冠军摔跤手被认为是最有男子气的。失败者则不会这么幸运了。一个在摔跤场上连续失败的男子，不管他拥有多少其他美德，都会被嘲笑为傻瓜。他摔跤时，其他男人挖苦笑骂……女人们在观看家门口的比赛时会更安静些，但她们也冒着被笑话的风险。当自己的情人或丈夫沦为败者，没有一个女人会为他而骄傲。（pp. 35, 96）


  Barbara Smuts认为，在人类进化历程中，身体上的保护是男人能为女人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一些攻击性的男性妄想在身体上支配女人，并欺骗女人作出性选择，也许这确实给远古女性带来了重要压力以至于影响到择偶偏好。只要想一想许多文化中都存在的性强迫和强奸事件，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配偶是否有安全感仍是择偶标准之一。许多女性在街上行走没有安全感，而一个高大强壮的运动型配偶对那些有性侵犯企图的男性就具有威慑力。进化心理学家Nigal Barber在总结女性择偶偏好的依据时说：“男人身体结构的特质，例如身高、肩宽、上身肌肉都对女人具有性吸引作用，对其他男人具有威慑作用。”（Barber, 1995, p. 406）


  对健康和外貌的偏好


  对我们祖先来说，和一个身体欠佳的人在一起生活需要承担许多适应性上的风险。第一，不健康的配偶身体虚弱，不能提供例如食物、身体保护、健康护理、子女抚养等诸多适应性收益。第二，不健康的配偶死亡几率更大，一旦去世就可能失去物资来源，另一方就不得不寻找新的配偶。第三，不健康的配偶有可能传染疾病或细菌，影响到另一方的生存与繁殖。第四，不健康的配偶有可能传染群体中的孩子，危及他们的生存与繁殖。第五，假如健康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是可遗传的，那么选择不健康的人就有可能要冒着把不健康的基因传给子女的危险。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不论男女都十分重视未来配偶的健康问题了。


  在37种文化的研究中，按照从0（无关）到＋3（必不可少）的量表评分，女性和男性都把“健康”评为非常重要的。平均而言，女性评分为＋2.28，男性评分为＋2.31（Buss et al., 1990）。按照另一种方法，要求参与者从最重要（1）到最不重要（13）对13个品质排列等级，不论男女都把“健康”列为第4位。前3位分别是（1）“体贴、善解人意”，（2）“聪慧”，（3）“令人激动的个性”。


  在动物世界中，并不是只有人类才如此关注健康问题。一些物种会显示出一些庞大喧闹、华而不实的特质，这些特质对于生存来说如此浪费，但它们却象征着健康与生命力。想想雄孔雀华彩炫目的羽毛，它们看上去完全违背生存法则，被人们称为“孔雀羽裳之谜”，现在谜底即将解开。有人提出，雄孔雀以及其他鸟类绚丽的羽毛是一种寄生物较少的信号（Hamilton & Zuk, 1982）。雄孔雀如果羽毛色彩黯淡，表明它身上寄生物较多。雌孔雀看上去偏好羽毛色彩绚丽的雄孔雀，也许是因为绚丽的色彩提供了健康的信号。


  Randy Thornhill, Steve Gangestad, Karl Grammer, Todd Schackelford, Randy Larsen和其他人都发现了与健康有关的一些重要的身体信号：面孔和身体的对称性（Gangestad & Thornhill, 1997; Grammer & Thornhill, 1994; Shackelford & Larsen, 1997; Thornhill & Moeller, 1997）。他们从进化的观点推理说，纷繁复杂的环境事件以及遗传应激源（genetic stressors）都可能导致身体的对称性发生偏离，从而产生不对称的面庞和身体。一些个体能够比其他个体更好地承受这些事件和应激，即能够表现出发展的稳定性（developmental stability）。面孔和身体的对称性是一条重要的健康线索，反映了个体承受环境和遗传应激源的能力。因此，可以假设，女性对身体更对称的男性的偏爱是进化而来的。对称性不仅增加了找到配偶的几率，同时还降低了子女被疾病感染的概率，这种优势可以直接遗传到下一代。对女人来说，选择一个更对称的男人，其实就是为她的孩子选择更优秀的基因。


  有大量证据证明这种假设，即对称性确实是一种健康的线索，而且女性特别重视配偶的这种品质（Gangestad & Thomhill, 1997; Thornhill & Moeller, 1997）。第一，面孔对称的个体在生理测验、心理测验以及情绪健康测验上都取得了较高得分（Shackelforld & Larsen, 1997）。第二，对两性而言，面孔对称性和性魅力的评分之间存在正相关。第三，相对于其他人，面孔更对称的男人往往被女性评论为更性感，一生拥有更多性伴侣和更多外遇，而且性经验开始得更早。最近一些独立的研究者还在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寻找支持面孔对称性和身体健康度之间存在关联的证据（Jones, Little, Penton-Voak, Tiddeman, Burt, & Perrett,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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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女性发现具有对称的面孔的男性，例如演员Denzel Washington（左图），比起较不对称的面孔的男性，例如音乐人兼演员Lyle Lovett（右图），更有吸引力。根据假设，对称性是一个健康信号，标志着体内相对较少的寄生虫，对寄生虫的遗传抵抗力，或者发展过程中相对较少的环境损伤。


  另一个健康线索也许是肌肉特征。成年男子和成年女子的面孔在许多基本方面存在差异。男性的下巴往往更长更宽更低，额骨更强壮，颧骨更突出，这主要是青春期激素例如睾丸激素作用的结果。Victor Johnston和他的同事们设计了一套精密的实验工具以控制改变这些特征，实验以1200帧的QuickTime格式的影片剪辑形式进行（Johnston, Hagel, Franklin, Fink, & Grammer, 2001）。计算机程序让被试在包含几百张面孔的多维空间内进行搜索，这些面孔在男性化、女性化以及其他特征上都有所不同。参与者使用“滚动控制”（slider control）和单帧按钮可以实现在1200帧的影片中前后移动，以便锁定包含最佳目标的那一帧，例如“最具性魅力的长期配偶”。研究者测试了从18岁到35岁的42位女性，她们那时都没有服用避孕药，并事先做了月经周期点的估计。


  Johnston和他的同事获得了一个重大发现：所有女性，不论处于月经周期的什么阶段，都偏爱比平均水平更有阳刚之气的面孔。为什么女性觉得阳刚的男性更有性魅力呢？Johnston指出，因为男子气的特征是健康的信号。我们已经知道，高水平的睾丸激素的分泌对人的免疫系统是有害的。根据Johnston的观点，只有非常健康的男性才能够担付得起分泌高水平的睾丸激素的代价。不够健康的男性则必须抑制睾丸激素的分泌，以防威胁到本来就脆弱的免疫系统。结果，健康的男性分泌了更多的睾丸激素，从而形成了更具男性气质的面孔。假如Johnston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女性对更阳刚的面孔的偏好从本质上来说是对健康男性的偏好。


  这个观点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在Johnston的1200帧的影片剪辑实验中，他再次要求女性从中挑选出“最健康”的人。女性们选出来的和她们评为“最具性魅力”的没有显著差异，这支持了更有男子气的面孔因象征健康而受女性青睐的理论观点。


  总之，几种证据都表明了女性择偶中健康的重要性：37种文化的长期择偶中对健康有共同的要求；男性面孔和身体的对称性标志着健康，均对女性具有性吸引力；迷人的具有男性气概的面孔同时也被认为是健康的。健康可以给对方带来诸多收益，包括环境和遗传方面的收益：更长的寿命、更可靠的物质供给、更低的患病率以及给子女遗传更好的基因。从这些收益可看出，健康对择偶而言非常重要。


  爱情与承诺


  女性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的一个适应性问题是，不仅要选择一个拥有生活必需资源的男性，还要选择一个愿意为她及其子女作出资源承诺的男性。这个问题也许比看上去复杂得多。尽管资源是直接可辨的，但是承诺却不能。要确保承诺，可以转而寻找标志未来忠诚度的线索。爱情可能就是承诺的最关键的线索之一。


  根据社会科学的一般看法，“爱情（love）”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词，是几百年前浪漫的欧洲人引入的（Jankowiak, 1995）。根据这个观点，爱是西方文化的特有产物，因而不能推广到那些远离欧洲影响的其他社会。最近的研究表明，上述传统观念完全是错误的。有证据表明，爱的思想、情绪和行为是全世界任何文化中的人一一从非洲南部的祖鲁人到阿拉斯加北部寒冷地区的爱斯基摩人——的共同体验和表现。在一项对世界范围内168种不同文化的调查中，人类学家William Jankowiak和Edward Fischer得出证明爱之广泛存在的四种证据来源：各地情歌的流传，违背父母意愿的私奔现象，报道个人痛苦和对爱情渴慕的文化传媒以及描述缠绵悱恻的爱情的民间传说。这些现象可以证明，浪漫的爱在88.5％的文化中都存在（Jankowiak, 1995; Jankowiak & Fischer, 1992）。社会学家Sue Sprecher和她的同事们调查了来自俄国、日本和美国的1667名男性和女性，他们发现当时俄国人中有61％的男性和73％的女性正在恋爱（Sprecher, Aron, Hatfield, Cortese, Potapova, & Levitskya, 1994）。而日本人中有41％的男性和63％的女性在恋爱，美国人中有53％的男性和63％的女性在恋爱。很显然，爱是一种不单单局限于美国或者西方文化的现象。


  根据社会科学的一般看法，“爱情（love）”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词，是几百年前浪漫的欧洲人引入的（Jankowiak, 1995）。根据这个观点，爱是西方文化的特有产物，因而不能推广到那些远离欧洲影响的其他社会。最近的研究表明，上述传统观念完全是错误的。有证据表明，爱的思想、情绪和行为是全世界任何文化中的人一一从非洲南部的祖鲁人到阿拉斯加北部寒冷地区的爱斯基摩人——的共同体验和表现。在一项对世界范围内168种不同文化的调查中，人类学家William Jankowiak和Edward Fischer得出证明爱之广泛存在的四种证据来源：各地情歌的流传，违背父母意愿的私奔现象，报道个人痛苦和对爱情渴慕的文化传媒以及描述缠绵悱恻的爱情的民间传说。这些现象可以证明，浪漫的爱在88.5％的文化中都存在（Jankowiak, 1995; Jankowiak & Fischer, 1992）。社会学家Sue Sprecher和她的同事们调查了来自俄国、日本和美国的1667名男性和女性，他们发现当时俄国人中有61％的男性和73％的女性正在恋爱（Sprecher, Aron, Hatfield, Cortese, Potapova, & Levitskya, 1994）。而日本人中有41％的男性和63％的女性在恋爱，美国人中有53％的男性和63％的女性在恋爱。很显然，爱是一种不单单局限于美国或者西方文化的现象。


  为了精确定义什么是爱以及爱与承诺的关系，有一项研究分析了爱的行为（Buss, 1988a）。无论对于男人还是女人，承诺都被看作是爱的最核心的部分。这种行为包括放弃与其他人的关系，开始谈婚论嫁，以及表达共同拥有孩子的愿望。如果一个男人表现出这些爱的行为，就意味着他愿意为她及其子女作出承诺。


  然而，承诺有很多方面，即有很多种分享资源的特殊方式。其中主要的一个方面是忠诚，即分居两地仍忠于对方。忠诚意味着只对单一对象的性的承诺。承诺的另一个方面是，对爱人的物资付出，例如赠与贵重的礼物。这种行为意味着对长期关系的郑重承诺。情绪上的支持是承诺的另一个方面，这表现为一方有困难时另一方能及时赶到并耐心倾听。承诺还意味着时间和精力的投入，牺牲个人目标而尽量满足对方的需求。还有，繁殖行为也代表了对对方的繁殖的直接承诺。所有这些方面都被认为是爱的基本要素，它们分别表明了对另一方在性、经济、情绪以及基因资源上的承诺。


  爱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同时，爱的行为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它们象征着承诺，因此有人预测女性在选择长期配偶时特别重视爱。为了验证该预测，Sue Sprecher和她的同事调查了美国、俄国和日本的学生，询问她们是否愿意嫁给一个拥有她们理想配偶的所有品质但彼此并不相爱的人（Sprecher et al., 1994）。89％的美国女性和82％的日本女性声称她们还是需要爱才能结婚，即便其他所有条件都满足。俄国人中有59％的女性声称不会嫁给彼此无爱的人，不管那个人拥有多少可贵的品质。在这三种文化中，大部分女性都把爱看作是婚姻决策中至关重要的因素。


  那项国际性的择偶研究也肯定了爱的这种跨文化的重要性。在18种品质中，相互吸引或者爱是择偶时两性最为看重的，女性给出了2.87，而男性给出了2.81的评分（Buss et al., 1990）。几乎所有男性和女性，从南非部落的少数民族到巴西城市的闹市居民，都给爱评出了最高等级，这表明爱是婚姻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


  由于女性在分娩和哺育孩子方面投入更多，如果她们随意与人发生性关系，损失就会比男性大得多。因此，对爱的需求正是她们确保能获得与她们为男人付出的代价相当的资源承诺的一种方式。


  对愿意为子女投资的人的偏好


  女性选择长期配偶的另一个适应性问题是衡量男性为子女投资的意愿。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有两个原因：（1）男人有时会寻找多样的性关系，从而更可能为其他女人付出（为择偶而努力）而不是对子女付出（为孩子而努力）（详见第六章）；（2）男人会评估自己是孩子生父的可能性。当知道或者怀疑孩子并非亲生，他们往往会对自己的投入有所保留（La Cerra, 1994）。这两个因素就决定了男人为某个孩子投资的意愿会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差异造就了女人偏好的进化，促使她们偏好那种更愿意为子女投入的男人。


  为了检验这种假设，即女人对愿意为其子女投入的男人的偏好是进化而来的，心理学家Peggy La Cerra设计了一组幻灯片，上面是几个不同情景下的男人：（1）一个男人独自站立；（2）一个男人与18个月大的孩子互动，包括微笑、眼神交流以及和孩子的身体接触；（3）一个男人对哭泣的孩子视而不见；（4）一个男人和孩子面对面（中性的情况）；（5）一个男人正在用吸尘器打扫客厅。所有的情境都由一个模特饰演。


  在观看了所有的幻灯片后，240名女性被要求分别列出每个图像里的人物作为约会对象、性伴侣、婚配对象、朋友以及邻居的性魅力。评分量表从－5（完全没有性魅力）到＋5（极具性魅力）。在对潜在配偶的评分中出现了大量有趣的结果。第一，女性认为和孩子积极互动的男人作为婚配对象更有性魅力（平均性魅力等级是2.75），超过同一个独自站立的男人（得分2.0），或中性地站在孩子旁边的男人（得分2.0）。第二，女人发现选择婚配对象时，那种无视孩子痛苦的男人没什么性魅力（1.25），是所有得分中最低的。第三，能和孩子积极互动的男人之所以更有性魅力往往并不是因为他显示出了顾家倾向。女性发现打扫卫生的男性比独自站立的男性更没有性魅力，后者得分2.0，而前者得分仅1.3。从La Cerra的研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选择潜在配偶时，女性对男性性魅力的评分和男性对待孩子的态度是有关的。如果男性对孩子表现出喜爱，则性魅力增加，如果他们对孩子漠不关心，则性魅力下降。”（La Cerra, 1994, p. 67）


  该研究表明，女性偏好选择更愿意为子女投入的男性作为婚配对象。然而究竟是人类两性都拥有这种偏好，还是仅女性拥有呢？为了查明这个问题，La Cerra进行了下一项研究，这次使用女性做模特而男性做评分者。和第一项研究中男模特一样，女模特也要做出不同情景下的几种造型——独自站着，与孩子积极互动，无视悲伤的孩子，中性的态度，用吸尘器清理地毯。和第一项研究一样，要求240名男大学生对此评分，分别列出每个图像里的人物作为婚配对象、约会对象、性伴侣等的性魅力。


  该研究的结果与女性研究的结果有极大不同。男性认为独自站立的女性和积极与孩子互动的女性一样吸引人，平均得分都是2.70。实际上，变化的情景并没有让男性对女性的评分产生多大的差别，不管女性是忽略小孩，站在小孩旁边，打扫卫生，还是和小孩积极互动，男性对女性性魅力的评价具有跨情景的一致性。


  总而言之，女性对那些愿意为孩子投入的男性有一种特殊的偏好，觉得他们更有性魅力，然而男性并没有这种偏好。在La Cerra的个人笔记中，她写到研究的动因是来自于一张海报——一个怀抱婴儿的迷人男士——这个形象吸引了她的注意，也就证明了在针对女性市场时这项广告技术的确有效（La Cerra, 1994, p. 87）。倘若远古女性不能注意到男性是否愿为孩子投入的线索，比起那些能注意到该线索并采取有效行动的女性，她们将处于更不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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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Cerra（1994）研究发现女性觉得和孩子积极互动的男人作为婚配对象更有性魅力，这表现了一种择偶偏好，即对那种愿意为孩子投入的男性的偏好。相似地，让男性对女性照片进行评价，无论女性是忽视孩子还是与孩子积极互动，都不会影响男性对女性性魅力的评价。


  女性择偶偏好的背景影响因素


  从进化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择偶偏好并不是盲目产生的，并非与背景或情景无关。就像人类对食物的需求（例如，成熟的水果）也依赖于背景（例如，这个人是饱还是饿）一样，女性的择偶偏好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相关背景。目前为止，人们探索了四种背景影响因素：女性在寻找配偶之前拥有的资源，择偶的时间背景（要求有承诺的还是随意的择偶），生理周期以及女性自身的择偶价值。


  自身的资源对女性择偶的影响


  进化心理学理论对女性偏好拥有资源的男性曾有这样一种理论解释——结构性资源缺乏假设（structual powerlessness hypothesis）（Buss & Barnes, 1986; Eagly & Wood, 1999）。根据该理论假设，因为权力和资源一般由男性掌控，女性被排除在外，所以她们要选择有权有势、能挣钱的男性。女性试图嫁给地位更高的男性，是因为地位为她们提供了获取资源的途径。而男性择偶时则不像女性那样看重经济资源，因为他们已经控制了资源，也因为不管怎样女性拥有的资源总是比他们少。


  对非洲西部喀麦隆的Bakweri社会的调查描述了女人拥有实权时的择偶情况，该研究对上述理论提出了质疑（Ardener, Ardener, & Warmington, 1960）。Bakweri的女性拥有更多的资源，比男性需要更少的供给，因此她们拥有更多的个人权力和经济权力。女性通过种植作物获取资源，同时也通过随意性关系来赚取收入。在那里，平均每100位女性对应236名男性，这种两性比例的不平衡是由于该国其他地区的男性持续地流入该地的种植园工作而造成的。由于这种不平衡，女性的行为尺度可以相当宽泛，以便选择合适的配偶。因此，女性比男性拥有更多财富，还拥有更多可供选择的潜在配偶。尽管如此，Bakweri的女性仍旧选择资源更多的男性。妻子们常常会抱怨丈夫的物质支持不够。确实，经济来源不足是女人离婚时最常用的理由。当Bakweri的女人找到一个能提供更多金钱、支付更多礼金的男人，她们往往会毫不留情地更换丈夫。当女人的进化偏好可以得到满足时，她们也会这样做。对她们来说，即使拥有经济资源的主导权，也无法消除这种择偶偏好。


  在美国，职场和经济上都成功的女性也同样看重男性的资源。有一项对已婚夫妇的研究先测定女性的薪金和收入，然后比较低收入妇女和成功妇女的择偶偏好（Buss, 1989a）。经济成功的女性一年能赚50000美元，少数人还能赚到100000美元，她们一般都受过优良教育，拥有高等职位，有很高的自我评价。该研究发现，成功女性甚至比一般人更挑剔，她们要求一个职位高，有地位、聪明、独立、自信且高大的男士。根据可靠的统计数据，女性本身的收入和她们理想配偶的收入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31，和对大学学历的要求的相关系数为＋0.29，和高职位的要求的相关系数为＋0.35。这些结果与结构性资源缺乏假设相反，高收入女性对高收入男性表现出比一般女性更强的偏好。


  在另一项独立的研究中，心理学家Michael Wiederman和Elizabeth Augeier对女大学生的调查显示，那些期望毕业后赚钱更多的人比期望不那么高的人更看重未来丈夫的经济前景。事业成功的女性，例如医学或法学毕业生，同样非常看重配偶的赚钱能力（Wiederman & Allgeier, 1992）。此外，经济条件欠佳、社会地位不高的男性，在择偶时和经济条件好的男性一样，对配偶的经济资源一般都不怎么重视（Townsend, 1989）。综合看来，这些证据都不支持结构性资源缺乏假设，而是直接反驳了它。


  时间背景对女性择偶的影响


  配偶关系有时能够维持一生，但有时也十分短暂。在第六章中我们将具体讨论短期关系，这里要强调的是，女性的择偶偏好随时间背景（temporal context）而变化的情况。在一项研究中，Buss和Schmitt（1993）让女大学生分别对长期配偶和短期配偶的67种品质评分，评分量表从－3（最不合意的）到＋3（最合意的）。女性认为以下几种品质在婚姻关系中比在短期性关系中更重要：“抱负和职业导向”（平均得分，长期关系2.45对短期关系1.04），“大学毕业”（2.38对1.05），“有创造性”（1.90对1.29），“对你忠心”（2.80对0.90），“喜爱孩子”（2.93对1.21），“善良”（2.88对2.50），“善解人意”（2.93对2.10），“责任心”（2.75对1.75）和“乐于合作”（2.41对1.47）。这些结果表明，时间背景对女性影响很大，她们的择偶要求会依据是寻找婚配对象还是暂时性伴侣而发生变化（Schmitt & Buss, 1996）。


  在另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Joanna Scheib（1997）设计了一组照片作为刺激物，每张照片都配有个人的特征描述，诸如值得信赖、忠诚、善良、成熟、有耐心等等。这些照片和个人特征描述成对地呈现给160名异性恋女性，年龄从18岁到40岁不等（平均年龄26岁）。其中有60名女性已婚或曾经结婚，或者即将结婚。研究者向每位参与者呈现5对照片，要求从每对照片中选择一个。询问一半被试更愿意选择哪一个做丈夫，询问另一半被试更愿意选择哪一个为暂时性伴侣。


  在不同的时间背景下，女性的选择有很大不同。选择潜在丈夫时，她们往往挑选诸如可信赖、善良、成熟等性格好的人。而挑选暂时性伴侣却往往不顾及这么多条件。特别地，在5对选择中，大部分女性都选择了4个性格特征更好的，而不是长相更好的男性。通过实验操纵，研究者硬性要求参与者在性格特征和长相英俊之间作出权衡时，研究结果也出现了对背景偏好的敏感性。在长期择偶背景下，女性往往更看重性格特征而不是长相。


  月经周期对择偶偏好的影响


  最近的科学研究还发现了另一种对女性的择偶偏好有重大影响的因素：28天一次的排卵周期。从理论上讲，排卵周期非常重要，因为周期内不同时期女性的受孕几率有很大不同：在接近排卵期的卵泡期后期几率最高，在排卵后期即黄体期几率最低。研究者假设卵泡期后期的择偶偏好将会影响后代“优秀基因”的选择。


  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是本章前面所讲的用1200帧影片剪辑做的实验（Johnston et al., 2001）。一般而言，尽管女性都会被更具男子气的面孔所吸引，但处于月经周期的高受孕期的女性比那些处于低受孕期的女性更偏好男子气的面孔。此外，在关于男子气的心理测验中得分较低的女性往往显示出强烈的周期性偏好变化，她们比一般女性更欣赏有男子气的面孔。女性在生理周期的高受孕期对富有男子气的面孔有着特别的偏好，这个结论已经得到了反复验证。另一组在大不列颠进行的对139名未服用药物的女性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效应（Penton-Voak & Perrett, 2000）。女性在高受孕期往往比那些处于低受孕期的女性更偏爱有男子气的面孔。


  两组研究者都认为，这些效应支持了“优秀基因”假设。当女性更有可能怀孕时，她们就会觉得某些男性特别有魅力，这些男性富有男子气的面孔代表了高水平的睾丸激素，标志着健康的免疫系统。


  研究发现，随生理周期变化的还有女性的嗅觉。女性嗅觉比男性更敏感，她们的嗅敏度往往在排卵期或之前几天达到峰值。这种现象有其进化的机制吗？Steve Gangestad和Randy Thornhill要求对称性不同的几位男性连续两个晚上穿同一件T恤，其间不准洗澡也不准使用除臭剂（Thornhill & Gangestad, 1999）。还要求他们不能吃任何辛辣食物——包括胡椒、大蒜、洋葱等等。两天后，研究者把他们的T恤搜集过来，让女性被试到实验室闻这些衣服，并对气味评分，而她们对实验的目的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这些T恤的主人是谁。结果很有意思，那些对称性更好的男性穿过的T恤被认为更好闻（对于某些女性来说更难闻！），不过女性也只有在排卵期时才能够区分。排卵期的女性会认为对称性更好的男性更性感——或者至少比那些对称性不够好的男性要性感。这种效应已经得到了不同文化中的独立研究者的反复验证（Rikowski & Grammer, 1999）。在现代社会，嗅觉的效果被大大削弱，因为现代人经常洗澡，还可以用除臭剂除去自然体味。但是即便如此，未来的研究仍有可能揭示人类择偶中体味的其他重要功能。


  总之，现在我们已发现的与女性生理周期有关的重要背景效应有两种。在女性更有可能受孕时，她们的择偶偏好会转向更有男子气的男性面孔以及对称性更好的男性的体味。这两种周期性的变化可能反应了两种适应器，它们有助于女性寻找最健康的男性作为配偶。


  女性的配偶价值对择偶偏好的影响


  对于男性而言，性魅力和年轻是女性配偶价值（mate value）的两个指标，或者说正是男性所想要的东西（见第五章）。因此，那些更年轻更迷人的女性往往会有更多选择，她们也变得更加挑剔。但是女性的配偶价值会影响她的择偶偏好吗？为了找到答案，进化心理学家Anthony Little和他的同事们让71名女性对自身的性魅力评分，随后给她们看男性的面孔照片，这些男性的面孔在男性化—女性化维度上存在不同（Little, Penton-Voak, Burt, & Perrett, 2002）。女性自我评价的性魅力与她们对男性化面孔的偏好呈显著相关：这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为＋0.32。在Little的另一项研究中，参与者是91名女性。研究结果表明，那些认为自己很有魅力的女性同样也表现出对更对称的男性面孔的更显著偏好。而在控制条件组中，研究者发现，女性自我评价的性魅力与她们对更对称的女性面孔的偏好之间并没有相关性。这表明，对男性面孔的偏好的变化并不能归因于一般的性魅力的判断的变化，而是一种特殊的择偶偏好的变化。


  最近对加拿大、美国和波兰的征婚广告的研究发现，配偶价值更高的女性——即更年轻更迷人的女性——对潜在配偶的要求更多而且更高（Pawlowski & Dunbar, 1999a; Waynforth & Dunbar, 1995）。巴西（Campos, Otta, & Siqueira, 2002）和日本（Oda, 2001）的研究也得出了一致的结果。此外，调查问卷的结果显示，自认配偶价值更高的女性往往对长期配偶的个人品质的最低标准要求更高，包括显赫的地位、智力水平和家庭取向（Regan, 1998）。


  综合看来，这些研究都指向同一个普遍性的结论：配偶价值更高的女性往往更偏好配偶价值更高的男性。她们看重的男性特征包括对称性、男子气概以及其他与性魅力有关的品质。


  总的说来，我们已经研究了四种背景因素下女性择偶偏好的变化。第一种背景因素是女性自身的经济资源。研究结论刚好和结构性资源缺乏假设相反，拥有较多资源的女性往往更加重视而不是轻视潜在配偶的个人收入和教育背景。第二种背景因素是关系的持续时间。多项研究表明，选择未来丈夫时，女性往往更重视对方的个人品质而不是性魅力，例如忠诚、可靠性、善良等个人特征往往比外貌重要得多。


  第三个影响女性择偶偏好的背景因素是生理周期。处于怀孕几率更大的时期的女性，往往更欣赏富有男子气和对称性更好的男性形象——因为这两个线索都暗含了身体健康。第四个背景因素是女性自身的配偶价值。比起配偶价值较低的女性，配偶价值更高的女性往往更偏好富有男子气和对称性更好的男性，例如在刊登的征婚广告中她们通常会对相关特征提出大量的要求。


  最近正在研究的第五个背景因素是地理位置。生活在密集地区和高消费地区的女性在征婚广告中往往要求更多的资源（McGmaw, 2002）。综合起来看，这些背景效应表明，女性的择偶偏好恰好反映了人类进化适应的标志：人类必须设计特殊的偏好来解决复杂的择偶适应性问题。


  女性的择偶偏好如何影响实际的择偶行为


  进化而来的偏好势必影响实际的择偶决策，因为只有实际行为才能影响繁殖活动。然而有很多原因导致实际择偶行为并不能与个人偏好完全一致。确实，由于种种原因人们不是总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首先，非常合乎心意的潜在配偶的数量是有限的。其次，个人的配偶价值往往也限制了与高配偶价值的异性的接触机会。一般而言，只有少数最漂亮的女性才能吸引最迷人的男性，反之亦然。再次，父母和其他亲戚有时也会影响个人决策，而不管个人偏好如何。尽管存在这些因素，女性在进化历程中的择偶偏好必然并已然对她们实际的择偶行为产生了影响，否则这些偏好就不会进化而来。下面是偏好影响择偶决策的一些证据来源。


  女性对男性征婚广告的反应


  一项证据来源于女性对男性在报纸上刊登的征婚广告的反应。假如女性的偏好确实影响到了她们的择偶行为，就可以预测说，她们对经济富足的男性会做出更多反应。Baize和Schroeder（1995）使用分别来自美国西部海岸和中西部地区的120份征婚广告作为样本进行了研究，结果验证了这种预测。研究者向刊登启事的男性寄出一份问卷，要求填写的信息包括社会地位、回复率以及人格特征。总共收回92份有效问卷，这些男性平均年龄为37岁，其中约一半人未婚，另一半人离婚或者分居（有一名男性回复目前已婚）。


  几个变量可以有效预测男性收到的来信数量。首先，年龄是一个有效的预测指标，女性对较年长的男性比对较年轻的男性反应更多（r＝＋0.43）。其次，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也是有效的预测指标，因为女性通常对薪水更高（r＝＋0.30）和受教育程度更高（r＝＋0.37）的男性反应更多。Baize和Schroeder用一种幽默的方式结束了他们的文章，引用了Tim Hardin一首著名的民谣里的歌词：“假如我是一个木匠，你是一个淑女，你会不顾一切地嫁给我，为我生儿育女吗？”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这个问题最有可能的回答就是：不会。


  在荷兰对551名男性征婚广告的反馈率的研究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Pawlowski & Koziel, 2002）。教育水平更高、年龄稍长、身材较高或者资源更充足的男性比其他男性收到的女性回复要更多。


  女性与高职位男性的婚姻


  第二项证据来源于男性所青睐的女性，她们通常是外貌迷人的女性，自身的择偶资源丰厚，通常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见第五章）。她们的择偶条件有哪些呢？在三项独立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外貌迷人的女子往往嫁给那些社会地位高、经济富足的男性（Elder, 1969; Taylor & Glenn, 1976; Udry & Ekland, 1984）。在一项研究中，女性的性魅力和她们丈夫的职场威望有关（Taylor & Glenn, 1976）。不同组的研究结果都是正相关，相关系数位于＋0.23到＋0.37之间不等。


  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Berkeley）人类发展研究所主持了一项纵向研究（Elder, 1969）。先让一群未结婚的女性在她们青少年时期对自己的性魅力评分。然后，两名研究者分别对她们评分，评分信度在＋0.90以上。此后，研究者跟踪调查这组女性样本成年并结婚后的情况，并对她们丈夫的职场地位进行评估。


  研究者分别研究了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女性。调查结果显示了女性青少年期的吸引力和近十年后她们丈夫的职位等级之间的相关系数，工人阶级女性和中产阶级女性分别为＋0.46和＋0.350这两种情况下的相关系数具有统计性显著差异。就整个样本而言，女性的性魅力和丈夫的地位有更大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43，而其他变量例如阶级出身和智力分别只有＋0.27和＋0.14的相关度。总之，女性的性魅力似乎是往社会地位更高处升迁的重要途径；那些有资本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的女性，似乎总会选择一个有钱有势的男人——而这正是大部分女性所渴望的东西。


  女性与较年长男性的婚姻


  女性实际择偶行为的第三种数据来源于人口统计中新郎与新娘的年龄差异。让我们回想一下，女性偏好年龄稍长的男性。特别地，在一项涉及37种文化的国际性跨文化研究中，平均下来，女性偏好比自己大3.42岁的男性（Buss, 1989a）。该研究从对人口统计数据的分析中获得了37种文化社会中新郎新娘的年龄差。从这个样本中，平均的新郎与新娘的年龄差是2.99岁。平均而言，每个国家中，新郎都比新娘大几岁，从爱尔兰的2.17岁到希腊的4.92岁不等。总体看来，女性对年龄稍长的男性的偏好确实转化成了行动。当然，男性的偏好也与此相关——他们偏好年轻女性（见第五章），我们可以预期男性的偏好同样也影响了新郎与新娘的实际年龄差。概言之，女性的实际择偶行为和她们表现出来的偏好完全一致。


  小 结


  我们现在已经大致解开了人类女性在长期择偶中的偏好之谜。现代女性继承了她们成功的祖先择偶时的明智和谨慎。较之于善于择偶的女性，那些不加区分就选择配偶的女性可能会更少成功地生育后代。一个长期配偶能够给女性带来一笔宝贵的资产，挑选合适的人选也必须作出相当复杂的努力。女性形成的众多择偶偏好内容各异，但都与资源相关，以帮助解决重要的适应性问题。


  很显然，女性一般从配偶那里获取资源。但资源并非总是直接可辨的，因而女性的择偶偏好对于某些品质很敏感，这些品质显示出可能的财富，或者未来的前景和资源。的确，与抱负、智慧和年龄等能带来资源的品质相比较，女性更少受到金钱的影响。女性通常会对这些个人品质细致考察，从而去挖掘一个男性的潜力。


  然而，光有潜力是不够的。因为许多拥有丰富资源潜力的男性本身也非常挑剔，有时会有随意的性关系。这使得女性面临承诺的问题，解决手段之一是要求对方的爱。爱的行动标志着一个男性从事实上对某个女性作出了承诺。


  不过，如果获得一个在竞技场上被轻易击败的男性的爱和承诺，对于远古女性来说也很难说是一个优势。嫁给一个瘦小的、缺乏威力和勇气的男性，女性就要冒着被其他男性侵犯或抢夺财产的危险。而高大强壮的运动型男性能给她们以保护，这样一来，也就给她们以及孩子的幸福提供了保障。现代女性就是那些根据身体条件成功选择了配偶的远古女性的后裔。


  最后，如果丈夫染上疾病或者突然死亡，或者说夫妻之间难以和谐、貌合神离，那么所有的资源、承诺和保护对这个女性来说都是没用的。因而，妻子通常悉心照料丈夫的健康以确保能长期受益，同时迎合丈夫的个性和兴趣以保证忠诚和家庭稳定。如今，女性择偶偏好的许多方面都还和千万年前祖先择偶面临的适应性问题保持着完美的对应。


  女性的择偶偏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以下至少5个背景因素作出适应性的变化：她们的个人资源、关系的持续时间、月经周期、她们的配偶价值、她们的居住地对资源的需求程度。择偶偏好也会随着性取向而发生变化（见栏目4.1）。结构性资源缺乏假设预测，拥有许多个人资源的女性不会像缺乏资源的女性一样看重男性的资源。然而这个假设并没有得到已有的经验数据的支持。实际上，比之收入低的女性，收入高的女性更看重未来配偶的收入和教育程度，而不是更不看重。女性也显示出对长期关系还是短期关系背景中择偶的敏感性。特别地，在长期择偶背景下，配偶必须是一个好的资源提供者和好的父亲。这些品质在短期择偶背景中却远远没有那么重要。女性的月经周期对择偶偏好也有影响。相比于那些不太可能受孕的时期，她们在最有可能怀孕时偏好选择更有男子气、对称性更好的男性。最后，配偶价值更高的女性往往对于更有男子气和对称性更好的男性有更强的偏好，因而在刊登征婚广告以寻求长期配偶时往往会有更多要求。


  既然择偶偏好是进化而来的，它们对实际的择偶行为必然会有实际的影响。当然，由于种种因素，我们并不能期望女性的心理偏好和行为完全一一对应。人们的欲望不可能总是被满足。不过，几组研究结果显示，择偶偏好对行为确实有影口向。女性对经济实力强的男性的征婚广告有更多的反应。而那些符合男性需要的女性（例如有性魅力的女性）在择偶时往往最有优势，因此她们的择偶行为最能说明问题。几项研究表明，具有性魅力的女性往往嫁给收入更高地位更高的男性。人口统计数据进一步表明，从世界范围来看，女性往往嫁给年长的男性，这与她们的偏好刚好一致。在这些研究基础上，我们有理由认为，女性的择偶偏好对她们的实际行为有着实质性的影响。


  栏目4.1


  女同性恋现象是怎么回事？


  虽然已经有几种理论尝试着对男同性恋现象作出解释（见第5章），却不曾有人对女性中占1％到2％的同性恋现象进行解释（Bailey et al., 1997）。许多理论家例如Mike Bailey，Frank Muscarella和James Dabbs都曾指出，同性恋不是异常的现象。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现象看上去非常不同：男同性恋现象往往发生在生命的较早阶段，而女同性恋现象却灵活得多，任何阶段都有可能发生（Baumeister, 2000）。以后的理论家们可能会注意到，目前被归为“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的人群中其实存在着巨大的个体差异。例如，认为自己“男性化”的女同性恋者中就存在多种择偶偏好（Bailey, Kim, Hills, & Linsenmeier, 1997; Bassett, Pearcey & Dabbs, 2001）。在女同性恋中充当男性角色（butch）的一方往往更有男子气，她们居于支配地位而且更为自信，而充当女性角色（femme）的一方往往更为敏感、开心和女性化。差异不仅仅存在于心理上，还表现在生理上。比起她们的女性化伙伴，男性化的女同性恋者的睾丸激素水平更高，腰臀比率更加男性化，对随意性关系的态度更加宽容，而且生育子女的欲望更小（Singh, Vidaurri, Zambarano, & Dabbs, 1999）。女性化的女同性恋者更加看重长期配偶的经济基础，对更有性魅力的情敌会感到嫉妒。而男性化的女同性恋者不那么看重对方的经济基础，而是对更富有的竞争对手怀有更强烈的嫉妒。这些心理上、形态上以及激素水平上的差异都表明，“男性化”和“女性化”也许并不是一个武断的标签，它们确实反映了一些天然的个体差异。尽管最新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已经开始重视对同性性取向和同性性行为的理解和解释，但这些现象的起源仍然是科学之谜。目前的进展也许只是让我们能更早意识到，根本没有一个现有理论能够独立完整地解释男女同性恋现象（gay males and lesbians），更不用说去解释同性恋取向的人群中复杂的个体差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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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男性的长期择偶策略


  为什么那种特殊的处女情结可以颠倒人们的理智？


  ——William James（1890）


  由于性选择产生了一种心理机制使得男性倾向于结婚，对一个女性付出数十年的精力，因此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合理的假设，即至少在某种环境下长期择偶的策略是有其适应性优势的。这一章主要讲述男性的长期择偶策略的逻辑与证据。首先我们研究男性长期择偶偏好得以进化的理论背景，其次是男性择偶偏好的内容，最后一部分探讨影响男性长期择偶策略的背景因素。


  男性择偶偏好的进化理论背景


  这一部分涵盖了两个主题的理论背景。第一个研究主题是男性为什么会结婚——远古男性从婚姻中能得到哪些潜在的适应性收益？第二个研究主题是男性多种欲望的复杂性以及性选择如何产生了特殊的男性择偶偏好。


  为什么男性能从承诺和婚姻中受益


  要解开男性同样寻求婚姻的谜团，可以从女性制定的基本规则入手。很明显，许多远古女性在同意发生性行为之前都要求男性给出可信的承诺，不能给出承诺的男性必然要在择偶市场上受挫。那些对承诺没有兴趣的男性根本吸引不到任何女性。女性要求的承诺对那些只采取短期择偶策略的男性来说显然代价不菲。从繁殖的经济角度来说，对大多数男性而言，没有长期配偶，想成功繁殖后代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婚姻的另一个收益是能够提高男性吸引女性的各种品质。如第四章所述，那些愿意承诺长期的资源供给、身体保护以及子女抚养的男性更容易得到女性的青睐，因此愿意承诺长期关系的男性就有更大的择偶空间。这是因为一般而言女性都想要一种长久的关系，不过有魅力的女性最有可能得偿所愿。


  婚姻的第三个潜在收益是可以增加父子关系的可信度。通过婚姻一个男人可以获得反复的性接触（repeated sexual access）——大多数情况下这是唯一的途径。如果没有这种反复的或者说唯一的性接触，父子关系的确认就很难得到保证。因此结婚的男性获得的另一个繁殖收益是可以更加确信父子关系。


  婚姻的第四个潜在收益是能够提高子女的存活率。在远古生存环境下，婴儿和幼童在没有双亲或者亲属呵护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会夭折（Hill & Hurtado, 1996）。即便在现在，例如巴拉圭的Ache印第安人，一位父亲如果死去，即使母亲还在世，其他的村民也会一致表决处死他的几个孩子。调查中说，Ache人坚持认为，大部分受害儿童即便活着也不可能顺利地长大成人。他们说，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将“一直以乞讨为生”（Hill & Hurtado, 1996, p. 68），活着只会消耗群体其他人的资源。大体上，丧父的Ache族孩子的死亡率比其他孩子高出10％。当然Ache只是一个例子，我们必须更加谨慎防止以点概面。这里的关键之处在于，有父亲的孩子的存活率更高表明这是一种适应性收益，而这正是远古男性在长期婚姻关系中投资的结果。


  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失去父亲的孩子即使存活于世，但由于缺乏父辈教诲以及政治联盟，也将历尽艰辛，因为这两方面对他们日后的择偶问题的解决也颇有益处。在古今中外的许多文化中，父亲对促成子女的美满婚姻都是强有力的支持。没有父亲的帮助对孩子来说是一种伤害。这种进化压力经过上千代的传递，很可能赋予已婚男性一种适应性收益。


  总而言之，男性之所以愿意给出婚姻的承诺是因为婚姻存在以下五种强大的潜在适应性收益：（1）增加吸引异性的成功概率；（2）有助于吸引一个更迷人的配偶；（3）增加父子关系的可信度；（4）提高子女的存活率；（5）通过亲代投资促进其子女的成功繁殖。


  如果说这些强大的适应性收益使得男性愿意付出承诺，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男性追求的女性需要具备哪些品质？


  评价女性的生育力或繁殖价值的问题


  要成功繁殖，远古男性就必须娶有生育能力的女性为妻。一个能生育多个子女的女性很显然比那些不能生育的或者生育能力弱的女性更占有繁殖优势。但男性不能直接观测到女性的繁殖价值，所以性选择使得男性形成了对女性繁殖价值的相关品质的偏好。


  黑猩猩是人类最近的灵长目近亲，我们发现把人类和黑猩猩相比，雌黑猩猩处于繁殖期时会发生惊人的变化。当它们可能怀孕时，便进入了称为发情期的阶段——这期间它们排出卵子，生殖器肿胀，呈鲜红色，并散发出极具诱惑力的气味以吸引雄性。尽管不是全部，但黑猩猩的大部分性行为都发生在该阶段，即在雌性最有可能怀孕的时期。


  人类则显示出完全不同的择偶形式。首先，女性的排卵期是隐蔽的或者说是秘密的。不同于黑猩猩，女性在潜在繁殖期排卵时并不会伴有生殖器的显著肿大。其次，大部分人类的性活动遍布整个排卵周期。不同于黑猩猩，人类的性活动不单单集中在女性最易怀孕的阶段。


  从昭然若揭的发情期到隐蔽的排卵期的转变给远古的男性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适应性难题。对于雄性黑猩猩来说，要探测雌性是否处于繁殖期很容易：它们所要做的只是寻找发情期的公开信号。然而人类的排卵期并没有公开告示，男性怎么确认女性处于繁殖期呢？简言之，排卵期的隐蔽性把问题从识别女性是否处于排卵期转移到了判断哪些女性有可能生育——即判断女性的繁殖价值或生育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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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1 典型的繁殖价值曲线。该图显示了女性在特定年龄可能生育的子女的数量。数据来源于Symons（1979）; Williams（1975）。


  繁殖价值（reproductive value）是指在一定年龄和性阶段的人在未来可能拥有的子女数量。例如，一个15岁的女孩，比一个30岁的女人的繁殖价值要高，因为平均而言，更年轻的女性比起更年长的女性在将来可能生育更多的子女，当然个别女性除外。15岁的女孩可能决定永不生育，而三十几的女性可能已经拥有了6个孩子。繁殖价值的关键在于，它是指处于一定年龄和性阶段的人的未来子女数量的平均期望值。典型的女性繁殖价值曲线可参见图5.1。


  生育力（fertility）不同于繁殖价值，它被定义为实际的繁殖成果，以存活的后代数量来衡量。对人类而言，女性25岁左右生育的子女往往最容易存活，所以说女性的生育力在25岁左右达到顶峰。


  我们可以比较15岁的女子与25岁的女子，以便解释生育力和繁殖价值的差异。更年轻的女性的繁殖价值更高，是因为从统计意义上说她未来的繁殖数量的期望值更高。相比较，25岁的女性的生育力更大，因为就平均而言，25岁左右的女性比其他年龄段的女性生育的孩子更多。


  然而，要判断女性的生育力或繁殖价值比最初表面上看起来的还更困难些。一个女性在一生中可能生育的孩子的数量并不能预先得知。当然这并不影响女性的名誉，因为即便是女性自己也难以确定她们的繁殖价值。


  然而，远古男性可能已经进化出了相应的心理机制，他们对于与女性繁殖价值相关且可直接观察到的品质非常敏感。有两种可观察到的潜在线索就是女性的年轻与健康程度（Symons, 1979; Williams, 1975）。很显然，年老体弱的女性不能像青春健康的女性一样生育后代。但是人们要更准确地区分，究竟哪些可观察到的品质预示着女性的年轻与健康呢？而且男性对婚配对象的喜好是否大多集中于她的生育能力呢？


  男性择偶偏好的内容


  在某些方面男性和女性的择偶偏好非常类似。和女性一样，男性也希望对方聪慧、善良、善解人意而且健康（Buss, 2003）。同样，男性也希望对方和自己有共同的价值标准、类似的生活态度、性格以及宗教信仰。但是远古男性面临着一系列与远古女性不同的适应性择偶问题，因此据预测，他们的后代即现代男性就会拥有一些不同的择偶偏好，这正是适应的结果。而在这些偏好中，首当其冲且判断女性繁殖期的最有力线索就是她们的年龄。


  对年轻的偏好


  年轻是一个关键的线索，因为根据记录，女性超过20岁以后，她的繁殖价值随着年龄平稳下降。女性过了40岁，繁殖价值就很低了，而到50岁时几乎为零。因此女性的繁殖期可能仅仅局限在一定的阶段内。


  男性的择偶偏好正是针对这一点形成的。在美国，男性都一致要求配偶比自己更年轻些。男性对年轻对象的偏好不仅仅局限于西方社会。当人类学家Napoleon Chagnon被问及，对亚马逊地区的雅诺马马族的印第安人（Yanomamö Indian men）来说哪种女性最为性感，他毫不犹豫地答道，“还是成熟（moko dude）的女性。”（Symons, 1989 p. 34—35）。Moko这个词，形容水果时是指成熟可食用的水果，形容女性时则指成熟可繁殖的女子。因此，moko dude可以指代完全成熟的水果，也可以指代刚刚成熟的尚未生育的女子。与其他部落相比较，雅诺马马人并不是特例。


  在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伊朗和印度，男性都表现出了相同的偏好。在一项涉及37种文化的国际性择偶研究中，无一例外地，男性都普遍偏好娶更年轻的女子为妻。例如，23岁的尼日利亚男性倾向于选择小6岁半的女性，或者刚好17岁的女子（Buss, 1989a）。21岁半的南斯拉夫男性希望妻子在19岁左右。中国、加拿大、哥伦比亚的男性和尼日利亚以及南斯拉夫的男同胞们一样，都对女子的年轻有很强的要求。把37种文化下的结果平均一下得出，男性理想中的妻子要比自己小接近两岁半（可参见图4.5，第116页）。


  尽管男性一般选择比自己年轻的女性为妻，但是不同文化中的偏好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例如芬兰、瑞典和挪威，男性倾向于娶仅比自己小一两岁的女子为妻，而尼日利亚和赞比亚的男性则选择比自己小6岁半至7岁半的女子为妻。在尼日利亚和赞比亚等实施一夫多妻制的文化里，法律允许有经济余力的男子娶多个妻子。在一夫多妻制的择偶系统中，有能力迎娶妻子的男性的年龄一般都比一夫一妻制系统中的男性偏大，因此尼日利亚和赞比亚的男性都倾向选择年龄差异更大的妻子，这也许反映了他们在结婚时年纪偏大这一事实。


  对报纸上的征婚广告的统计比较显示，男性的年龄对他的要求也有极大的影响。男性的年龄越大，所期望的配偶的年龄就相应越小。三十几岁的男性偏好选择比自己小约5岁的女性，而五十几岁的男性则偏好选择比自己小10到20岁的女性（Kenrick & Keefe, 1992）（见图5.2）。


  根据一个进化模型的预测，从本质上来说，男性所要求的并不是女性的年轻这一品质本身，而是与此相关的繁殖价值或者生育力。从这个视角可以得出青春期男性的年龄偏好与直觉相违背的预测：青春期的男子应该偏好比自己稍微年长的女性，但这与观察所得的男性偏好更年轻的女性的一般模式刚好相反，这是因为稍年长的女性比青少年同龄或者更年幼的女性有更高的生育力（Kenrick, Keefe, Gabrielidis, & Cornelius, 1996）。


  为了检验该预测，一项研究（Kenrick et al., 1996）调查了年龄在12到19岁之间的103名少男少女。被试接受的指导语如下：“花一秒钟时间想出一种你觉得吸引人的异性类型。想象一下你将要和某人约会，假设这个人也对你颇感兴趣，你也刚好有时间赴约，而且父母是否同意和财富多少都不重要。”（Kenrick et al,. 1996, p. 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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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2 男性在不同年龄阶段对配偶的年龄偏好。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偏好的女性与其自身年龄差距不断增大（见左图）。女性的年龄偏好却不同于此（见右图）。来源：Kenrick, D. T., & Keefe, R. C.（1992）。《择偶的年龄偏好反映了繁殖策略中的性别差异》，来自《行为与脑科学》，15，75—133。经授权采用。


  接下来，每个被试都被问及他或她的年龄限制。主试开始问到：“你乐于和你年龄一样的人约会吗？”接下来是“比你小一岁的人如何？”如果给出的是肯定的答案，主试就继续询问直到被试认为某个年龄的人太年轻了。然后，主试询问被试可接受的约会对象的最大年龄限度。最后询问被试约会对象的理想年龄，“你能够想象的最吸引你的人的年龄”（p. 1505）。调查数据用三种变量来表示：约会对象的理想年龄、最小年龄和最大年龄。结果见图5.3。


  尽管青春期的男性愿意接受和稍年幼的女性约会，但是他们显然更愿意和稍年长的女性约会。“最吸引人的”年龄数据和青少年所表达的想和比自己大几岁的女子约会的愿望同时佐证了这一发现。更有意思的是，尽管那些稍年长的女性很少对年轻的男性产生兴趣（见图5.3第二幅图），他们却并不顾及这一事实。


  我们把所有年龄组的数据统一到一张图表中，见图5.4，以便得到男性对配偶年龄的偏好对应于自身年龄的函数模式的总体认识。这张图表清晰地显示了，在最小的年龄阶段，青春期男性偏好比自己稍年长的女性。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开始偏好比自己年轻的女性，而且偏好的年龄差异也逐渐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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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3 青少年择偶的年龄差异。据记录，青春期的男性不像成年男性一样偏好比自己稍年轻的女子（见左图）。来源：Kenrick, D. T., Keefe, R. C., Gabrielidis, C., & Cornelius, J. S.（1996）。《青春期男子对约会对象的年龄偏好：一生发展策略的进化模型的支持证据》，来自《儿童发展》，67，1499—1511。经授权采用。


  这些青少年的有关数据非常重要，用其他理论来解释却不尽合理。例如一种解释这样说，男性偏好年轻女性是因为年轻女性比年长女性更容易控制，而男性喜欢选择能够被掌控的女性为对象（Wolf, 1992）。倘若这果真是唯一的因素，那么我们可以预测青少年也同样偏好更年轻的女子，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如果说“掌控”的观点行得通，也就等于说青少年认为年长的女性更容易控制！


  另一种对年轻的偏好的解释基于经典学习理论。因为女性往往偏好青睐那些比自己更年长的男性，所以男性和年轻女子约会时便能得到更多的奖励或强化。然而这种解释在青少年的例子时同样以失败告终，尽管青少年偏好较年长的女性，但事实上这种兴趣却很少能得到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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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4 青少年的择偶偏好与成人征婚广告表现的择偶偏好的比较。该图显示，青少年往往偏好同龄人。随着年龄增长，男性越来越偏好比自己小的女性，而女性则一直偏好比自己稍稍年长的男性。来源：Kenrick, D. T., Keefe, R. C., Gabrielidis, C., & Cornelius, J. S.（1996）。《青春期男子对约会对象的年龄偏好：一生发展策略的进化模型的支持证据》，来自《儿童发展》，67，1499—1511。经授权采用。


  综合跨文化研究的数据，所有的研究结果都有力地支持了进化心理学的解释：在进化历程中，男性对年轻的偏好都一直和生育力联系在一起。该解释破解了其他理论所面临的难题：其一，男性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他们偏好的年轻女性与其自身的年龄差距在不断增大；其二，青少年偏好年长几岁的女性，而事实上他们这种兴趣很少得到对方相应的奖赏。


  进化形成的对外貌美的评价标准


  对年轻的偏好是男性择偶偏好与女性的生育能力相关的最明显的证据。依照进化的逻辑，我们还能对美的一般标准作出一系列更有效的预测。我们评判风景美的标准包含水源充足、适合游戏和庇护场所等线索，这些实际上是我们对祖先的热带草原生活习性的效仿（Orians & Heerwagen, 1992）。与此类似，我们评判女性美的一些线索也反映了女性的繁殖价值。传统观念认为美是由观察者的双眼来评判的，但双眼及其背后的心理机制却是人类经历了数百万年进化而来的。美存在于观察者的适应器中（Symons, 1995）。


  我们的祖先可以利用两种可觉察的证据来识别女性的繁殖价值：（1）外貌特征，例如，丰满的嘴唇、光洁的皮肤、明亮的眼睛、亮泽的头发、恰到好处的肌肉和匀称的体型；（2）行为特征，例如，轻盈的步伐、生动的表情和充沛的精力。标志年轻与健康的身体线索都体现了生育力与繁殖价值，根据假设它们应该是男性判断女性美的一些关键因素（Symons, 1979, 1995）。


  因为身体和行为的线索提供了对女性繁殖价值的最有效的观察证据，远古男性才进化出对拥有这些线索的女性的偏好。如果对这些标志着高生育力或高繁殖价值的品质不加重视，反而偏好皮松肉弛头发灰白的女子，那么该类男子很可能繁殖不出什么后代，而且他们的家族血脉终将消亡。


  心理学家Clelland Ford和Frank Beach发现了几种普遍的美的线索，它们恰好与美的进化理论（1951）相符合。年轻的线索，例如光滑洁净的皮肤；还有健康的线索，例如没有伤疤和感染，都被普遍认为是有性魅力的。任何病痛或老龄的线索都被看作是缺乏性魅力的。通常，平乏呆板的表情被认为是不性感的，而癣病、畸形以及污秽也都是不被认可的。洁净与健康才具有性魅力。


  人类学家Bronislaw Malinowski的研究报告中讲到，马来西亚西北地区的Trobriand岛屿的居民认为，“从性爱的角度看，皮肤的任何伤口、溃烂以及疹病自然是特别令人反感的。”（Malinowski, 1929, p. 244）相应地，美的“必要条件”包括“健康、有生命力的秀发、洁白的牙齿和柔滑的皮肤”。还有一些特殊的特征也尤为重要，例如明亮动人的双眼、丰满有型的嘴唇，而不是干瘪紧缩的嘴唇。


  年轻的线索在对女性魅力的审美中也至关重要。当男性和女性对一系列不同年龄的女性照片进行等级评定时，结果面孔吸引力的评分随着女性年龄增长呈下降趋势（Henss, 1992; Jackson, 1992）。该下降趋势与评定者的年龄或性别无关。只是当照片中女性年龄越大，男性对其脸部的评分值比女性的评分值下降要快得多，该现象突出表现了年龄作为生育能力的线索的重要性。


  年轻和健康的其他潜在线索也许包括女性头发的长度和发质。一项研究调查了不同公共场合的230名女性，内容包括年龄，自我感觉的健康状况、关系状态以及其他变量，并测量了她们头发的长度以及质量（Hinsz, Matz, & Patience, 2001）。他们发现头发的长度和质量是年轻的强有力的线索：更年轻的女子比年长的女子头发更长且发质更好。此外，观察者对女性发质的评判和女性对自身健康的主观评价也存在着正相关。毫无疑问，未来的研究将继续寻找年轻和健康的可观察的身体线索，归根结底也就是体现女性配偶价值的线索。


  生命早期的美的标准。许多传统的性魅力理论都假设，人类判断性魅力的标准是通过文化传递逐渐习得的，因此儿童的性魅力判断标准只有在三岁或四岁甚至更晚的时期才会出现（Berscheid & Walster, 1974; Langlois, Roggman, Casey, Ritter, Rieser-Danner, & Jenkins, 1987）。然而，心理学家Judith Langlois和她的同事们关于婴儿对面孔的社会性反应的研究已经推翻了这种传统观念（Langlois, Roggman, & Rieser-Danner, 1990）。


  先呈现白人女性或黑人女性面孔的彩色立体图像，让成人评估她们的性魅力。然后给2—3个月以及6—8个月大的婴儿成对地呈现这些性魅力程度不同的面孔。不管是较小的还是较大的婴儿都对更有性魅力的面孔注视得更久，这表明美的标准显然在生命早期就已经出现了。在第二个研究中，他们发现12个月大的婴儿与面孔更漂亮的布娃娃游戏的时间明显更长一些。这个证据对一般认为性魅力标准是在当前的文化模式中逐渐形成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在上述研究中发现，这种标准看上去不需要训练就已经出现了。


  美的标准存在跨文化的一致性。美的要素既不是任意的也不是受文化制约的。当心理学家Michael Cunningham要求不同种族的人评价亚洲、西班牙、黑人以及白人女性照片中的面孔吸引力时，他发现在评判一个人是否好看时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Cunningham, Roberts, Wu, Barbee, & Druen, 1995）。评价照片吸引力的种族的组间平均相关是＋0.93。在同一研究者的第二项研究中，中国台湾被试与其他组被试对吸引力的评价也相一致（r＝＋0.91）。与西方媒体文化的接触程度并不影响上述两项研究中的吸引力评定。在第三项研究中，白人和黑人在评价哪张女性面孔最吸引人以及哪张最不吸引人时显示出了极大的一致性（r＝＋0.94）。同样，从非洲南部到美洲北部的中国人、印第安人以及英国人之间都存在着一致性；还有美国黑人与白人之间以及俄罗斯人、Ache印第安人和美国人之间都存在着一致性（Cross & Cross, 1971; Jackson, 1992; Jones, 1996; Morse, Gruzen, & Reis, 1976; Thakerar & Iwawaki, 1979）。


  “平均”的或对称的脸更有吸引力。要查明究竟是什么使一张脸充满吸引力，研究者设计了人类面孔的计算机合成实验（Langlois & Roggman, 1990）。他们把许多面孔都重合在一起创造出新的面孔。由不同数量的面孔重合组成了不同的新面孔——从4、8、16到32不等。然后要求被试对每张合成脸的吸引力进行评分，同时还对合成前的所有照片评分。一个惊人的结果出现了！合成脸被一致评价为比合成前的任何照片都更具吸引力。由16张面孔合成的面孔比由4张或8张合成的更有吸引力，而由32张合成的是所有新面孔中最吸引人的。因为合成的面孔消除了原有的不规则处，变得更加对称，所以平均的或对称的面孔比那些偏离常态的面孔更加吸引人。


  上述研究表明，对称的面孔往往更加迷人，也许计算机的合成使面孔更加对称了。还有一项研究探寻了面孔和身体的不对称性与性魅力的评价之间的关系（Gangestad, Thornhill, & Yeo, 1994），并且认为人类发展中环境性损伤会导致不对称性。这些损伤包括可能导致非健康状态的伤病和其他物理损伤，还包括栖居人体的寄生虫的流行。因为寄生虫可能造成身体的不对称性，所以不对称的程度可以用于检验个体健康状况及其成长过程中受压力的影响程度。例如，在鲉和燕子中，雄性总是偏好那种两翼完全等长的雌性，而避开那些两翼不匀称的。


  Gangestad和他的同事们测量了参与者的不对称性的特征，例如脚宽、手宽、耳长以及耳宽，同时评定性魅力。他们发现，较不对称的人也更不吸引人。此外，年轻人的面孔比年老人对称得多，所以对称性又是预测年轻的另一个线索。最后，另一项研究证明，面孔对称性与身体和心理的健康程度成正相关（Shackelford & Larsen, 1997）。该证据也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这种理论观点，即健康和年轻的线索包含在性魅力的标准中——这种标准在生命早期就已显现并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栏目5.1详细阐述了面孔吸引力的一些发现。


  美和大脑。进化心理学家已经开始使用神经科学的技术来探索心理机制与特殊脑回路的关系。科学家Itzhak Aharon, Nancy Etcoff和他们的同事利用新的核磁共振技术（FMRI）探寻不同图片的“奖赏价值”（Aharon, Etcoff, Arief, Chabris, O'Connor, & Breiter, 2001）。他们给异性恋的男性被试呈现四组吸引力不同的面孔，性魅力事先评定好了，包括：迷人的女性、普通的女性、迷人的男性以及普通的男性。在被试观看这些面孔的同时对其脑部六个区域进行神经成像扫描。研究结果极具戏剧性。男性观看迷人的女性时，大脑的伏隔核区域（mucleus accumbens area）显得非常活跃。而众所周知，该区域是一个基本的奖赏回路——已经被证明是脑部的快乐中枢。但是，当男性观看普通女性或任何男性的面孔时，该区域都不会被激活。总之，男性观赏美丽的女性面孔，能获得心理上与神经上的奖赏。在确认择偶适应器的心理与行为机制的基础上，这一发现使得我们向特殊的神经机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栏目5.1


  计算机生成的面孔进化


  Victor Johnston和Melissa Franklin（1993）设计了一种天才的方法来研究美的标准，即把计算机生成的图像作为研究工具。20名男性被试和20名女性被试可以在计算机屏幕上实现女性面孔的“进化”，他们可以停止改动直到该形象达到他们心中对美的理想标准。然后研究者把这40张脸进行计算机合成，生成“美的组合体”。接着他们根据20名女性皮试的面孔生成“被试组合体”——这些被试的平均年龄为20岁。把“美的组合体”（左）与“被试组合体”相比较，发现在绝大多数方面两者并无显著差异。只有两个例外。第一，美的组合体的面孔相对更短，下巴底部与下嘴唇的距离更短。第二，美的组合体比起被试组合体，在垂直维度上，嘴巴稍小些且更丰满。这些特征都与年轻有关。例如嘴巴的丰满度，西方人一般在14岁时达到峰值（Farkas, 1981）。其他研究者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Perret, May & Yoshikawa, 1994）。以日本人和英国人为被试，他们发现最具吸引力的组合形象，一般而言，眼睛与脸部的比例更大，下巴更瘦，嘴唇和下巴的距离更短。进化人类学家Doug Jones（1996）的一项跨文化研究也找到了类似的证据，其研究对象包括巴西人、美国人、俄罗斯人、巴拉圭的Ache人以及Hiwi人（居住于委内瑞拉的一个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印第安部落）。Jones从每个群体采集了脸部照片。然后他把照片呈现给每个国家的独立分组的不同评分者，要求他们评价照片中人的性魅力、看上去的年龄以及其他品质。接着他测量了面孔比例及其与年龄的相关。Jones发现，对所有五种文化中的男性而言，那些拥有比实际年龄更年轻的面孔比例标志的女性——例如有一个较小的下巴和相对大的眼睛——较之于那些面孔比例和实际年龄相当的甚至更老态的女性，显得更有吸引力。这些结果通过经验数据进一步证明了年轻与女性性魅力的评价相关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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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最高的组合体（左）和拥有类似特征但仅在群体平均面孔比例上有所差异的组合体（右）。Victor Johnston提供。


  对体型胖瘦与严格的腰臀比率的偏好


  然而，面容美并不是美的全部。身体其他部分的特征也同样提供了女性的生育能力的线索。在某些维度上，例如身体的丰满与苗条，或者皮肤的黑与白，女性身体美的标准是随文化而变化的。而对一些特别的身体特征例如眼睛、耳朵或者生殖器的重视程度也随文化而变。受文化影响最大的审美标准是对体型胖瘦（body fat）的偏好，这与体型所传达的社会状况有关。在食物缺乏的文化里，例如对澳大利亚的Bushmen来说，丰满象征财富、健康以及成长中充足的营养（Rosenblatt, 1974）。而在食物相对丰富的文化中，例如美国和许多西欧国家，丰满程度和家庭情况的关系刚好倒置，是否纤瘦甚至可以用来辨别人们是否富裕（Symons, 1979）。


  关于美国女性和男性对胖瘦体型有何需求，一直让人迷惑。有一项研究揭示了这个问题（Rozin & Fallon, 1988）。让被试观看九名从极瘦到极胖的不同的女性形象。要求女性被试指出自己的理想值，同时还指出她们认为的男性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在这两种情况下，女性都选择了比实际平均值更苗条的形象。但是当要求男性被试选择他们更偏爱的女性形象时，他们却选择了正好平均值胖瘦的形象。这样看来，是美国女性自己错误地认为男性想让她们变得比实际上更瘦些。


  尽管男性对某种体型的偏好是随着不同文化背景而变化的，心理学家Devendra Singh却发现了一种普遍的体型偏好：对女性的腰臀比率的偏好（Singh, 1993; Singh & Young, 1995）。未发育前，男孩和女孩的脂肪比例分布类似。然而一进入青春期，就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男孩臀部和大腿处的脂肪开始减少，而雌激素的释放使得女孩的下身开始积累脂肪，主要集中在臀部和大腿上部。确实，女性身体该区域的脂肪量比男性要多出40％。


  因此在青春期之前，男女的腰臀比率（WHR）大致相同，在0.85到0.95之间。而青春期之后，女性臀部的脂肪堆积造成她们的腰臀比率显著低于男性。健康、有生育能力的女性的WHRs在0.67到0.80之间，而健康男性的腰臀比率在0.85到0.95之间。有足够证据表明，WHR是测量女性生育状况的精确指标之一。腰臀比率越低，显示出该女性的青春期内分泌活动较早。腰臀比率较高的女性在婚后往往更难怀孕，而要怀孕也是在更大年纪的时候。腰臀比率同时还是长期健康状况的精确指标之一。糖尿病、高血压、中风以及胆囊病症等往往和脂肪分布有关，而脂肪分布刚好可以用腰臀比率而不是总脂肪量来反映。正是腰臀比率与健康及生育状况的这种关系使其成为了男性择偶的有力线索。


  Singh发现WHR确实是女性性魅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在Singh主持的一项研究中，要求男性被试对WHR与总脂肪量有差异的女性形象的性魅力进行评价。又一次，男性认为平均体型比更胖或者更瘦的体型都更有性魅力。然而，与脂肪总量无关，男性发现低WHRs的女性最具性魅力。WHR0.70的女性比WHR0.80的女性更有吸引力，而WHR0.80的又比WHR0.90的更有吸引力。使用素描的研究和使用计算机生成图像的研究都得出了相同的结果。最后，Singh对过去30年的《花花公子》杂志插页模特以及美国选美比赛的获胜者进行了分析，结果也验证了WHR线索的不变性。尽管模特和选美获胜者都比同时代的人要瘦些，但是她们的WHRs仍然约等于0.70。


  有证据表明对低WHRs的偏好在不同种族中都存在吗？在一项系列研究中，Singh和Luis（1995）给被试呈现WHRs和体型不同的女性素描像，被试包括年轻的印度尼西亚人和黑人，要求他们评价这些女性的性魅力。结果与以往的研究基本一致。男性把体重正常而且WHRs低（0.70）的女性评价为最具吸引力的。在英国、澳大利亚、德国、印度、几内亚比绍共和国（非洲）以及亚速尔群岛（Connolly, Mealey, & Slaughter, 2000; Furnham, Tan, & McManus, 1997; Singh, 2000），这种对较低的WHR的偏好同样存在。尽管如此，验证该结果时有两项研究失败了——一项在秘鲁（Yu & Shepard, 1998），另一项在坦桑尼亚的Hadza地区（Marlow & Wetsman, 2001）。实际上，在Hadza地区，男性更偏好WHR较高体重偏重的女性。Hadza研究的作者认为，WHR的偏好具有生态偶然性，因环境而发生变化。Marlow和Wetsman认为，在需要为粮草奔波的社会，女性是否有足够体力很重要，因此男性会认为WHR较高的女性更有吸引力。而在食物丰足的社会，对女性的体力要求相对较少，所以男性会偏好WHR较低的苗条的女性（Marlow & Wetsman, 2001）。要对该假设进行系统验证，还有待于更广泛的跨文化研究。


  外貌重要性的性别差异


  因为女性外貌传达出了足够的信息，相应地，男性对美的标准由此进化而来，因此在男性择偶时性魅力显得尤为重要。在一项从1939年到1996年的跨时57年的择偶研究中，研究者调查了美国的男性及女性择偶时对不同品质的重视程度（Buss, Shackelford, Kirkpatrick, & Larsen, 2001）。约每隔十年重测一次，以确定美国人的择偶偏好怎样随时间而变化。在择偶的所有情况下，性魅力和长得好看对男性起的作用都比对女性大得多。男性把性魅力评为重要的，而女性认为它是令人满意的但不是关键性的。尽管时代变更，评价性魅力重要性的这种性别差异却一直保持不变，至少在目前整整五十年内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性魅力的重要性就是一成不变的。正相反，在过去一个世纪，就美国而言，性魅力的重要性一直在急剧上升（Buss et al., 2001）。从1930年开始，几乎每过十年，外貌的重要性的增加量对男性和女性而言都是一样的，这是与电视、时尚杂志、广告以及对模特的媒体报导的兴起密不可分的。例如，从对伴侣外貌要求的量表评分（量距从0到3）来看，从1939年到1996年，男性的要求从1.50增至2.11，而女性的要求从0.94增至1.67，这表明择偶偏好会发生改变。这些变化确实体现了文化演变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然而性别差异仍然保持不变。现在男性与女性的差异与20世纪30年代末时的差异相比，仍然没有变化。


  这种性别差异不单单限于美国或者西方社会。它与区域、习惯、婚姻制度以及文化生活方式无关，在37种文化的择偶研究中，从澳大利亚到赞比亚的所有男性，都比女性更看重外貌（见图5.5 p. 149）。中国就代表了这种差异的平均值，男性对美的重要性评分为2.06，而女性评分为1.59。这种性别差异存在着跨国界的一致性，它与种族、民族、宗教、地理区域、政治系统，甚至是婚姻制度都没有关系。男性对性魅力的偏好似乎是凌驾于文化之上的一种普遍心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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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5 长期择偶中对性魅力的要求。在37种文化下的被试对该变量进行评分，同时评定的共有18种变量。研究者使用四点评定量表，范围从0（无关或不重要）到3（必不可少），以期确定长期择偶中或选择婚配对象时被试对该变量的要求。N＝样本大小。P值小于0.05则表明性别差异显著。来源：Buss, D. M., & Schmitt, D. P, (1993)。《性策略理论：人类择偶的进化论观点》，来自《心理学评论》，100, 204—232。版权©1993美国心理学会。经授权采用。


  男性偏好排卵期女性吗？


  也许基于男性欲望的一个最明显的预测就是，他们应该对正处于排卵期的女性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偏好，因为在此期间排放于子宫中的卵子有可能受精。对远古男子来说，谁能够觉察女子的排卵期谁就占有繁殖优势。首先，他们对这些女子开展求爱攻势，实施诱惑进而与之发生性关系，从而使成功繁殖的概率最大化。其次，由于避开了那些不处于排卵期的女子，他们节省了大量精力。最后，已婚男子可以在配偶排卵期对其进行限制，以防他人侵犯。


  事实上，大部分其他雄性灵长类动物都能觉察它们的雌性同类何时处于排卵期。不过雌性动物也并不对自身的排卵状态有所隐讳。例如，雌性黑猩猩一进入发情期和排卵期，就会发出视觉与嗅觉信号吸引雄性前来交配。当雌黑猩猩不处于排卵期时，一般都会被雄性所忽略。


  然而，对人类而言，排卵期是“隐蔽的”或者说是“秘密的”；传统的科学观念认为并没有证据表明男性能够觉察女性是否正处在排卵期（Symons, 1992, p. 144）。尽管识别女性的排卵期有极大的繁殖收益，选择还是没有进化出相应的适应器。也许这种结论太过仓促了。


  事实上，已有一些证据表明男性或许是可以觉察女性的排卵期的（Symons, 1995）。第一，在排卵期女性的皮肤会变得更有“血色”，显得容光焕发。与此相伴的，女性有时会“发热”，脸颊出现健康的红潮。第二，排卵期女性的皮肤会比其他时期更亮泽，这也通常被认为是具有性魅力的线索（van den Berghe & Frost, 1986）。一项跨文化的研究发现，“在提到对本国人的肤色偏好的51个国家中，有47个更偏好比当地肤色更亮的颜色，但未必是最亮的肤色”（van den Berghe & Frost, 1986, p. 92）。


  第三，在排卵期，女性的雌激素水平升高，相应地女性的腰臀比率就降低（Profet，个人交流，见Symons, 1995, p. 93）。如前面提到的，较低的WHR对男性更具有性魅力（Singh, 1993）。第四，如第二章提到的，在单身酒吧，排卵期的女性被触碰的次数更多（Grammer, 1996）。


  因此我们已经有四种证据表明男性觉察女性排卵期的可能性：皮肤富有血色、肤色更加亮泽、WHR稍微减小以及在单身酒吧被触碰的次数增多。不过，因为排卵期的女性可能传递出更多的性信号，所以即便男性确实能够对女性的性兴趣作出反应，也不一定意味着他们能够觉察女性的排卵期。


  另一项研究对女性激发的接触假设（woman-initiated contact hypothesis）提供了环境方面的支持。研究者对一群已婚妇女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调查（Stanislaw & Rice, 1988）。因为体表温度在排卵前期会有一个上升，所以通过测量体表温度就能测量到排卵期。在这24个月中，妇女在体验到“性欲”的日子里就按要求在表格上划下“X”。正如151页的图5.6所示，据报告，妇女的性欲在排卵期到达前稳步增加，在排卵期后或刚好在排卵期达到峰值，随后稳步下降，直到不易怀孕的经期。因此，在单身酒吧里排卵期女性被触碰次数更多这一事实也许反映了女性膨胀的性欲、更暴露的穿着，或者其他研究者尚未考虑到的性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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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6 女性的性欲与生理周期的函数曲线。女性的性欲往往在排卵期附近达到峰值。排卵期可由体表温度的变化而测定。来源：Stanislaw, H., & Rice, F. J.（1988）。《女性生理周期特征与性欲的相关性》，来自《性行为档案》，17，1988（纽约：Plenum Publishing），499—508。经授权采用。


  总之，男性是否能觉察女性排卵期仍未有定论，许多研究还在进行之中。但现有证据足以表明，当女性处于排卵期时，她们的皮肤以及身体会发生一些潜在的可觉察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对男性具有性吸引力。在未来的几年内，对男性不能觉察女性排卵期这个传统观念的对错，我们将有可能作出恰当的裁决。


  父子关系不确定性问题的解决方法


  女性的排卵期是隐蔽的或秘密的，拥有这样一种不同寻常的适应器在灵长目动物中是罕见的（尽管就像前面已经提到过，它也许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隐蔽）。这种相对隐蔽的排卵期也使得当今女性的繁殖状态变得模糊不清。这种隐蔽性还戏剧性地改变了人类择偶的基本法则。不单单排卵期，甚至整个生理周期中的女性都对男性具有性吸引力。秘密的排卵期使得男性不得不创造出一种适应器，以便能够更加确定父子关系。我们来看看雄性灵长类动物，要防止配偶与其他异性发生关系，他们只需在雌性发情期采取措施。相对于人类，它们可以完全确信自己的父亲身份。它们与配偶分开及交配的时期是被严格限定的。在其配偶发情期的前后，它可以放心大胆地做其他事情，无需担忧配偶怀上其他雄性的孩子。


  远古男性却无法享受这样的待遇。因为交配对于人类的生存和繁殖来说并不是唯一的活动，男性不可能时时刻刻守在女性身边。一名男性守护伴侣所花费的时间越多，用于处理其他关键的适应问题的时间就越少。因此，与其他灵长类雄性动物不同，远古男性面临着父子关系确认的问题——在女性排卵期隐蔽的情况下如何确认自己的父亲身份。


  婚姻可能提供了一种解决途径（Alexander & Noonan, 1979; Strassman, 1981）。相对于其他男性，已婚男性的繁殖优势实际上是增加了父子关系的确信度。如果一位女性在整个生理周期与一位特定的男性反复进行性接触，那么该女性怀上该男性的孩子的几率就大大增加。婚姻的社会功能是维系两人关系的公共纽带，它清楚地表明谁是谁的配偶，因此也潜在地降低了男性联盟内的冲突。婚姻让人们有机会深入了解其配偶的个性，使其很难掩饰自己的性背叛。由此说来，婚姻的收益足以弥补男性单身时性机会的丧失，至少在某种情况下是这样。


  一名远古男性想要从婚姻中获得繁殖收益，他就必须确保妻子对他的性忠贞。那些无法识别忠贞线索的男性也许就无法成功地繁衍后代，因为他用于寻找配偶、开展求爱以及同伴竞争的许多时间精力都付诸东流了。也正因为对忠贞的线索不敏感，他们不仅无法享有配偶对其子女的悉心照料，自己反而在照料其他男人的孩子。就繁衍子孙这一点，也许更具灾难性的意义在于：不能确保妻子的忠贞就意味着把自己的资源白白赠送给了其他男性的子孙。


  我们的祖先已经可以解决这个独特的适应性问题了，他们注重寻找潜在配偶身上可增加父子关系可信度的某些品质。在择偶过程中，至少有两种偏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1）婚前贞洁（premarital chastity）和（2）婚后性忠贞（postmarital sexual fidelity）。在现代避孕法普及之前，处女的贞洁就是确保父子关系的一个重要线索。假设一个女性对贞洁的倾向一直很稳定，那么婚前的贞洁便标志着婚后的忠贞。哪个男性不选择处女为妻，他就得顶着带绿帽子的危险。


  一项跨代择偶的研究表明，时至今日，男性也似乎比女性对婚前贞洁重视得多，至少在美国是这样。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内，男性对贞洁的重视程度已经有所下降，这与节育技术的进步是相一致的（Buss et al., 2001）。在20世纪30年代，男性几乎把贞洁看作是至关重要的，但在过去的二十年内，他们把这个因素评为合意但不重要的。在这项研究的18项品质中，贞洁已经从1939年的第十位下降到1990年的第十七位。此外，并不是所有的美国男性对贞洁都同样重视，一般来说各地区有所不同。例如，得克萨斯州的大学生比加利福尼亚的大学生更重视配偶的贞洁，在一个三分量表中他们评分1.13，而后者评为0.73。尽管20世纪对贞洁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各地区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男女两性仍然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在长期择偶中，男性比女性更重视未来配偶的贞洁。


  男性比女性更重视贞洁程度，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但因文化不同而存在差别。一个极端是，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中国台湾和以色列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地区的居民在选择潜在配偶时对贞洁高度重视。而另一个极端是，瑞典、挪威、芬兰及荷兰、西德、法国等地的居民则认为选择配偶时，对方是否处女在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甚至毫不重要（Buss, 1989a）（见图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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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7 长期择偶中对贞洁或无性经验的要求。37种文化下的被试对该变量进行评分，同时评定的共有18种变量。研究者使用四点评定量表，范围从0（无关或不重要）到3（必不可少），以期确定长期择偶中或选择婚配对象时被试对该变量的要求。N＝样本大小。p值小于0.05则表明性别差异显著。NS表明性别差异不明显。来源：Buss, D. M., & Schmitt, D. P, (1993)。《性策略理论：人类择偶的进化论观点》，来自《心理学评论》，100，204—232。版权©1993美国心理学会。经授权采纳。


  尽管世界范围内两性年轻和性魅力的偏好的性别差异趋于一致，但在一项国际性研究中，只有62％的受调查文化在择偶的贞洁问题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在这些存在性别差异的文化中，男性对贞洁的重视程度始终高于女性。


  在对贞洁的偏好中存在的文化变异也许要归结为以下几个因素：婚前性行为的普及性、择偶时对贞洁的要求程度、女性的经济独立性，以及评估的信度。贞洁与其他品质例如性魅力的不同就在于，它不易被直接观测。即使是鉴定处女的身体检查也并非完全可信，究竟处女膜的变化或破裂是性行为还是人为破坏所导致还无从可知（Dickemann, 1981）。


  人们对贞洁的重视程度的差异也许可以部分归结为女性经济依赖性的不同，以及对自己性行为的控制程度的不同。在某些文化中，诸如瑞典，婚前性行为根本没有阻碍，实际上在瑞典，结婚前没有人是保留着童贞的（Posner, 1992）。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也许是瑞典的女性比其他国家的女性在经济上独立得多。法学学者Richard Posner提出，瑞典妇女从婚姻中得到的收益相比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女性要少得多（Posner, 1992）。瑞典的社会福利系统包括儿童日常护理、长时间的带薪产假，以及许多其他物质帮助。瑞典的纳税人有效地提供了从前由丈夫提供的帮助，把女性从对男性的依赖中解放出来。这种经济上的独立也使得女性婚前自由性生活的风险降低，轻松的单身生活也成为了可以与婚姻旗鼓相当的一种选择。因此，事实上没有一位瑞典女性在结婚时还是处女，而在调查中瑞典男性对贞洁的重视程度在一个三分量表中仅有0.25（Buss, 1989a）。


  说到有利于男性繁衍后代、确认父子关系时，未来的忠诚度比贞洁还要重要。如果男性不能要求配偶是处女，那么他们更需要性忠诚。在一项包括短期与长期择偶的研究中，美国男子把缺乏性经验这一项评价为合意的（Buss & Schmitt, 1993）。此外，在－3到＋3的量表上，美国男性把乱交（promiscuity）看作婚配对象最令人厌恶的品质，评分为－2.07。以前性活动的实际多少，比起贞洁本身来，对于远古男性解决父亲身份的问题作出了更为有效的向导。当前的研究表明，对婚前性行为的认可程度是预测婚外性行为的最好指标，婚前拥有许多性伴侣的人比那些婚前几乎没有性伴侣的人更容易对配偶不忠（Thompson, 1983; Weiss & Slosnerick, 1981）。


  现代人更重视对方的忠诚。在对有承诺的配偶关系（committed mateship）中67种可能品质的喜好程度作出评价时，美国男性把诚实和性忠贞视为最重要的品质（Buss & Schmitt, 1993）。几乎所有的人都对这些品质给出了最高的评分，在－3到＋3的量表上得分平均为＋2.85。相应的跨文化研究仍在进行中，以检验该结果是否具有普遍性。


  男性把性背叛视为妻子最可恶的品质，评分为－2.93，由此可看出男性十分看重忠诚。妻子的性背叛给男人带来的痛苦比其他品质多得多，该结论得到了跨文化研究的证据支持（Betzig, 1989; Buss, 1989b; Daly & Wilson, 1988）。女人也同样会因为配偶性背叛而异常愤怒，但几个其他因素例如性攻击就比性背叛更容易激起女人的愤怒。


  总结一下，我们可以列出男性对长期配偶的品质要求（但栏目5.2所述的同性择偶仍是一个谜）。除了善良、可靠性、容易相处等人格特征外，男性对性魅力也十分看重。性魅力的指标与女性的生育力高度相关。本质上，男性对女性外貌的需求解决了寻求有生育能力的女性的问题。然而，仅有生育能力还不够。女性的体内受孕可以确保其母亲身份，而男性却不能，这提出了第二个适应性难题，因此男性十分重视配偶的性忠贞，这部分地解决了父子关系不确定的难题。


  栏目5.2


  男同性恋是怎么回事？


  异性恋倾向是心理适应器的主流——约96％至98％的男性和98％至99％的女性的天生性取向都是异性恋。任何降低繁殖成功率的倾向都应该被自然选择残酷地淘汰。而人群中总是存在小部分的男女同性恋者，这就成了进化中的一个天然的谜团。经验研究显示，性取向有轻微的可遗传成分（Bailey et al., 1999），而且男同性恋者比异性恋者有更低的繁殖率（Bobrow & Bailey, 2001; McKnight, 1997; Muscarella, 2000）。对于男同性恋现象的一种早期进化解释是亲族利他主义理论（kin altruism theory）（Wilson, 1975）。该理论解释说，同性恋取向的基因之所以能够在进化中存留下来，是因为同性恋者对亲族成员更多的投入补偿了他们放弃繁殖带来的损失。然而，该理论并没有得到同性恋研究的经验支持。就对亲族的投入而言，男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并没有什么不同。事实上，男同性恋者与家族更为疏远，这与亲族利他主义理论的解释刚好相反。一种更新的理论提出，我们应该关注同性恋行为本质的功能，而不应关注性取向（Muscarella, 2000）。进化心理学家Frank Muscarella提出，同性恋行为具有特殊功能：形成联盟。该理论认为，年轻男子与年长者的同性恋行为提供了一种策略，形成联合以提高社会等级地位，最终获得更多的异性性接触。这种联盟形成理论（alliance formation theory）有几个优点，例如关注同性恋行为的功用以及重视跨物种的比较研究（在其他灵长类物种中也存在同性性行为）。尽管如此，该理论仍然遭遇了几个经验困境。虽然它可以解释部分的文化现象，例如古希腊和新几内亚某些部落的同性恋现象，但并没有证据显示，大部分文化中的年轻男子把同性恋行为作为联盟的策略。的确，非性关系的同性联盟是常见现象，它无需性行为的代价即可达成。更进一步说，尚无证据显示，有同性性行为的男性比其他男性更容易结成联盟，或者获得更高的地位。就这一问题，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尽管最近的理论以及经验研究都试图理解并解释男同性恋取向以及同性性行为，但是它们的起源仍然是科学之谜。目前的进展只是让我们意识到，根本没有一个现有理论能够独立完整地解释男女同性恋现象（gay males and lesbians），更不用说去解释同性恋取向的人群中复杂的个体差异了。


  男性择偶行为的背景影响因素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讨论两种背景因素对男性择偶行为的影响。首先，我们发现在实际择偶活动中个人愿望很少能够完全达成。如第四章中讨论的，当我们讨论女性的需求时，“配偶价值”高的男性就有更多的选择机会。拥有地位和财富的男性最受女性欢迎，他们才最有可能将自己的愿望转化成实际的择偶行为。


  其次，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环境和我们进化的远古环境存在着差别。在进化过程中，人类极有可能以组群（group）的形式生活，一个组群的规模从50到200不等（Dunbar, 1993）。在这些小群体中，一名男性只可能遇见十几二十名迷人的女性。而在现代社会中，受大型广告牌、杂志、影视的影响，人类却面临着成千上万的超级模特形象的视觉冲击。这一部分将讨论现代环境对人的择偶机制可能存在的影响。


  有权势的男性


  尽管大部分男士择偶时都看重对方的年轻与美貌，但是很显然，不是所有的男士都能达成这个美好的愿望。例如，一个没有地位和财富的男人，就很难吸引这样的女人，从而实现他的理想。从历史上来看，只有像国王或者其他拥有类似地位的男性才能得到他们最想要的女性。例如，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德国Krummerhörn人中，更富裕的男士就能娶到更年轻的女子（Voland & Engel, 1990）。类似地，地位高的男士也往往能娶到更年轻的女子，从18世纪的挪威农民到当代肯尼亚的Kipsigis都是如此（Borgerhoff Mulder, 1988; Røskaft, Wara, & Viken, 1992）。


  国王以及暴君的后宫通常都云集了众多年轻貌美的妙龄女子，国王拥有享受的特权（Betzig, 1992）。例如，摩洛哥皇帝Moulay Ismail暴政时期，就曾经生养了888名子女。他的后宫聚集了500名佳丽。每当这些女子年近三十之时，就被更年轻的女子所取代，并被转送给级别更低的官员。罗马、巴比伦、埃及、印加、印度以及中国的皇帝都和Ismail拥有相同的嗜好，派人从全国各地搜寻尽可能多的美女。


  现代非洲的婚姻模式也证实了这种事实，只有资源充足的男性才最有可能实现他们的愿望。地位高的年长男子，例如摇滚巨星Rod Stewart和Mick Jagger和电影明星Warren Beatty、Jack Nicholson，通常都会选择比他们年轻20甚至30岁的女子。一些社会学研究也探讨了男性社会地位对其妻子的性魅力的影响（Elder, 1969; Taylor & Glenn, 1976; Udry & Eckland, 1984）。结果显示，社会地位更高的男士的妻子比社会地位低的男士的妻子相对来说更有魅力。的确，人们可以从男性职位的高低来预测他妻子的魅力值。一名有权势的男子往往能娶到年轻貌美的妻子。


  那些高地位高收入的男士显然能够意识到自身对女性的吸引力。在一项包括1048名德国男性与1590名德国女性的计算机约会服务的研究中，行为学家Karl Grammer发现，男性的收入越高，他要求的对象就越年轻（Grammer, 1992）。例如，一名月薪10000马克的男性要求对方年龄比自己年轻5—15岁，而月薪1000马克的男士则只要求对方比自己年轻0—5岁。收入的增加伴随着对方年龄的下降。


  然而，不是所有的权贵都会选择年轻女子，有些人反而选择了更年长的女性。并非对任何人，也并非任何时候，择偶偏好都会转化成实际行为；和食物偏好一样，也不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能把它转化成实际的行为。但是，有权势的男性通常都会迎娶年轻貌美的女子。那些实现了这些偏好的远古男性比没有实现的往往能获得更大的繁殖成功，因此现代男性也继承了他们的欲望。


  观看漂亮模特对择偶的影响


  广告商们充分利用了年轻漂亮的女人的吸引力。麦迪逊大道（Madison Avenue）给世人提供了一个人人向往的美的标准，但有人指责该标准过于单一武断（Wolf, 1992）。这种指责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据我们所知，美的标准并不是任意的，而是反映生育力与繁殖价值的可信线索。那些更了解人类择偶偏好的广告人毫无疑问能获得更大的成功。此外，广告人也不可能因为对某一类美的标准特别感兴趣就不厌其烦地宣传，他们的目的只是尽可能地把产品推销出去从而获得最大的利润。广告人通常让一个皮肤光洁、相貌端正的年轻女子坐在最新式的汽车上，这不是为了宣扬哪一种美的标准，而是利用了男性的心理机制来推销汽车。


  天天都面对如此多的媒体形象必然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在一项研究中，先让两组被试分别观看十分迷人的女性照片和较普通的女性照片，然后让他们评估对自己伴侣的满意度（Kenrick, Neuberg, Zierk, & Krones, 1994）。观看过迷人女性的被试对自己伴侣的评价比那些观看平常女性的评价要更低。也许更重要的是，观看过迷人女性的被试通常也认为自己更为不忠，对自己的实际伴侣更为不满，开始轻视并疏远两人的关系。另一项研究也获得了类似的结果。该研究让被试观看杂志插页裸女画，结果他们认为伴侣对自己的吸引力降低了（Kenrick, Gutierres, & Goldberg, 1989）。


  研究者分析，这些变化源于那些美女形象的不真实性以及男性的心理机制。因为广告选择的都是千里挑一的美女，然后给她们拍出成千上万张照片。例如《花花公子》，据说每月的杂志都要拍摄近6000张照片。而这几千张照片中只有几张能够得以出版面世。所以男性所看到的照片，往往是最漂亮的女性在最恰当的背景下摆出最诱人的姿势所拍摄而成的。拿这些照片与十万年前上百人群居的祖先的见闻相比较，以现在的美女标准来看，那种环境中的男性恐怕连十来个美女都难遇到。然而，现在过于丰富的美女资源可能引诱男性考虑更换伴侣，从而降低了对现有配偶的责任感。


  现代的我们仍然继承着与祖先相同的评估机制。然而在杂志、大型广告牌、影视宣传漫天飞舞的文化背景下，我们天天都能见到许多魅力超凡的女子，她们使得男性古老的心理机制轻易地就被激活。但这些美女形象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只是它们恰好利用了另一种环境中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


  长期面对这些形象可能导致男性对自己配偶产生不满，降低责任感。同时，美女形象的泛滥也潜在地影响了女性，激起了女性之间病态的疯狂竞争。女人们竞相装扮以博得男人的宠爱。这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神经性厌食症以及全面整容手术的流行。正是基于男性固有的美的标准以及女性竞争性的择偶机制，美女形象的应用如此泛滥，已经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甚至是不健康的程度。


  男性偏好对实际择偶行为的影响


  这一部分我们将讨论男性的长期择偶偏好对行为的影响。首先我们来看一项征婚广告的研究，看男性是否对那种拥有男性所希求的品质的女性有更多的反馈。其次，我们来看年龄偏好与实际的择偶决策之间的关系。最后，我们看看男性的择偶偏好如何影响女性的择偶策略，女性是否试图以符合男性欲望的方式来吸引男性。


  男性对女性征婚广告的反应


  男性偏好年轻貌美的女子，如果他们确实按照择偶偏好来行动，那么他们应该对拥有这些品质的女性作出更多的反应。在一项自然实验中，两位心理学家研究了男性对两种报纸的征婚广告的反应，一份是Midwest，另一份是West Coast（Baize & Schroeder, 1995；见第4章）。该样本中，回应者的平均年龄为37岁，从26到58岁不等。


  比较男性与女性对征婚广告的反应，发现了几种惊人的差异。第一，男性对女性征婚广告的反应往往比女性对男性启事的反应更多。男性收到的来信只有女性的68％。第二，年轻的女性比年长的女性得到的回应更多。第三，尽管性魅力（physical attractiveness）为两性都招揽了回应，但女性得到的回应显著多于男性得到的回应。


  总之，男性对女性征婚广告的反应是男性依据择偶偏好来行动的天然证据。


  年龄偏好与婚姻决策


  实际的婚姻决策也印证了男性的择偶偏好。随着男性年龄的增长，他们偏好的配偶与自己的年龄差异也呈增长趋势。在美国，男性第一次结婚时往往比他们妻子年长约3岁，到第二次结婚时夫妻年龄差约5岁，第三次婚姻时夫妻年龄差约8岁（Guttentag & Secord, 1983）。在世界范围内，婚姻决策也与男性对年轻女人的偏好相符合。例如，从19世纪的瑞典教堂档案可以发现，离婚后再婚的男性娶的新娘平均比自己年轻10.6岁（Low, 1991）。在有历史记载的许多国家里，平均而言，新郎的年龄都比新娘的年龄大，这和第四章所说的情形一样（Buss, 1989a）。


  夫妻的年龄差与男性年龄的函数关系可参见图5.8。它表明，随着男性年龄的增长，夫妻的年龄差也呈增长趋势。该样本来自波罗（Poro）岛，研究持续了25年（Kenrick & Keefe, 1992）。二十几岁的男子往往娶比自己年轻1—2岁的女子。三十几岁的男子往往要娶比自己年轻3—4岁的女子。然而到了四十几岁，男性的妻子就要比自己年轻13—14岁。尽管这些数据局限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和地点，却代表了这样一种普遍趋势，即男性越年长，他们就越要娶比自己年轻的女性（Kenrick & Keefe, 1992）。巴西的一项现代研究也获得了相当一致的发现，该研究分析了3000份报纸刊登的结婚通告（Otta et al.,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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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8 波罗岛上1511对夫妇的实际年龄差异（1913—1939）。来源：Kenrick, D. T., & Keefe, R. C.（1992）。《择偶的年龄偏好反映了繁殖策略中的性别差异》，来自《行为与脑科学》，15，75—133。经授权采用。


  跨文化的研究数据报导了实际婚姻中新郎新娘的年龄差。波兰人的年龄差为2年，而希腊人则为5年。把有人口统计的所有国家的数据放在一起，发现平均而言新娘比新郎年轻3岁，这与世界范围内男性期望的年龄差几乎一致（Buss, 1989a）。在一夫多妻制文化中，年龄差甚至更大。例如在澳大利亚北部的Tiwi，地位高的男子的妻子要比他自己年轻20—30岁（Hart & Pilling, 1960）。


  男性的择偶偏好对女性的性策略的影响


  根据性选择理论的预测，某种性别的偏好势必影响另一种性别成员之间的竞争模式（Buss, 1994）。特别地，如果男性偏好对他们的择偶行为产生着持续的影响，那我们可以预测女性之间的竞争也体现了男性的欲望。验证该假设有三种数据来源：女性吸引异性的策略研究、女性诋毁情敌的策略研究以及对征婚广告上女性的自我描述的研究。


  在一项研究中，Buss（1988c）研究了女性性策略的自我报告以及女性觉得有效地吸引异性的101条策略技巧。首先，改善外貌显然有效。女性使用这种策略往往比男人多得多，她们报告说：“我会使用化妆品”，“我曾经为了改进身材而节食”，“我学习怎样化妆”，“我要使自己一直受男生欢迎”，“我使用那些能突出自己优点的化妆品”，以及“我做了一个有趣的新潮发型”。她们对这些策略有效性的评价与自我报告的成绩相当：所有这些改善外貌的行为都是为了更加有效地吸引男性。


  在相关的系列研究中，William Tooke和Lori Camire（1991）研究了两性间诱惑技巧的使用及其有效性，以及择偶过程中男性如何迷惑女性和女性如何迷惑男性的各种方法。他们要求男女大学生们报告他们迷惑异性时采用的各种行为策略，并对其有效性进行评价。女性比男性更多采用包括改善外貌在内的诱惑策略，例如：“当众多异性在场时我会注意收起小肚子”，“在异性面前我会戴假发”，“我会戴上彩色的隐形眼镜，把眼睛变成其他颜色”，“我染了头发”，“我会戴上漂亮的手指甲”，“我穿黑色的衣服使自己看起来要苗条一些”，以及“我会穿加垫的衣服”。比起男性来，女性在修饰外表吸引异性这一方面显然技高一筹。另一项研究发现，随着女性年岁增长，在征婚广告中她们往往会隐藏自己的年龄信息（Pawlowski & Dunbar, 1999b）。研究者认为这种手段隐藏了对男性十分重要的长期择偶线索，也是一种潜在的欺骗技巧。总的说来，在吸引异性这一方面，女性的行为显示出对男性择偶偏好的高度的反应性。


  女性与情敌的相互竞争也体现了她们对男性择偶偏好的敏感性（Buss & Dedden, 1990）。一种策略是贬低对手的外貌，行为表现诸如“取笑他或她的长相”，“和别人说对手长得多胖多难看”，以及“嘲笑对手的体形和身高”。根据评价，女性采用贬低对手外貌这一方式比男性采用该方式要有效得多。


  不过，两性在采用诋毁对手的性忠贞这一手段上的差异甚至更大。回想一下前面所讲的，男性在长期择偶时十分重视性忠贞，这极有可能是为确定父子关系进化而来的心理倾向。一种“诋毁对手的私生活”的策略就彻底打破了妻子必须忠贞这一男性要求。女性采取的行为例如“称对手为妓女”，“告诉别人说她曾经和许多人睡过觉”，以及“和别人说对手十分随便，可以和任何人上床”。根据评价，女性采用诋毁对手的私生活的方式比男性采用该方式要有效得多。从这些研究中可以得出，女性的诋毁策略显然对男性的择偶偏好十分敏感，尤其指向外貌和忠贞。


  总的来说，有三个方面的证据支持了男性偏好影响实际择偶行为这一假设。第一，男性对那些符合其偏好的征婚广告反应更多，例如对年轻貌美的女子反应更多。第二，实际生活中，男性一般娶比自己年轻的女子，而且随着男性年龄增长，夫妻年龄差距也随之拉大。第三，女性择偶的性魅力策略与诋毁对手的方式也刚好与男性长期择偶的偏好一一对应。从所有的这些经验证据中，我们有理由得到这样的结论，即男性的长期择偶偏好不仅影响了他们自身的择偶行为，而且也影响了女性相互竞争的择偶策略。


  小 结


  已婚的远古男性拥有许多优势。他们更有可能找到一个性伴侣，特别是一个更具吸引力的伴侣。同时，结婚使他们更确定自己的父亲身份，因为他们拥有妻子的持续的、专属的或支配性的性接触。在适应过程中，男性也从婚姻中受益，他们对家庭的投资和父爱的保护，增加了他们孩子生存与繁殖的成功率。


  男性在选择长期配偶时面临着两个重大的适应性问题。首先是如何辨别有高生育力和高繁殖价值的女性——能够成功养育后代的女性。大量证据表明，男性评判女性吸引力的标准是依据那些能体现女性生育能力的线索，这是进化而来的。这些线索中最重要的是年轻和健康，包括光洁的皮肤、丰满的嘴唇、小而低的下颚、对称性、洁白的牙齿、没有伤疤和感染以及较低的腰臀比率。


  男性看重女性的外貌和身材这一点并非动物世界中不可更改的法则。确实，许多其他物种，例如孔雀，就是雌孔雀更看重外貌。在动物世界里，对年轻的偏好也不是一个普遍的法则。有些灵长类动物，如猩猩、黑猩猩以及日本短尾猿都偏好那些已经生育过的稍年长的雌性;反而因为那些刚成年的雌性没有显现生育力而对之缺乏性兴趣（Symons, 1987）。然而对人类来说，男性面临着一系列独特的适应问题，因此进化出独特的性心理。他们偏好年轻的女性是因为人类择偶时是以婚姻为中心。他们的欲望集中在未来的生育潜力上面，不仅仅是暂时的生育。他们更看重外貌和身材是因为这些恰好是未来配偶的生育潜能的可靠线索。


  第二个重大的适应问题是父子关系不确定的问题。在人类进化历程中，那些漠视该问题的男性就有可能冒着抚养别人子女的危险，浪费大量的精力却不能成功养育后代。许多国家的男性都很重视未来新娘的童贞，但并非全部如此。觉察忠贞度的更普遍的解决方法是利用这样一个线索，即女性和其他男性发生性关系的可能性。


  男性既希望拥有一个迷人年轻性感的妻子，同时还希望她坚贞不移。这种择偶偏好不能归因于西方文化、资本主义或英国撒克逊白种人的顽固，也不能归因于媒体传播或者广告人不停地洗脑——这种偏好是普遍存在的。目前尚未发现有一种文化中不存在这种偏好。这种偏好是根深蒂固的，是一种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它驱使人们作出择偶决策，就像我们进化而来的食物偏好一样左右我们的饮食习惯。


  来自四个方面的行为数据表明，男性的择偶偏好影响了实际的择偶行为。其一，对征婚广告的反应显示，男性更偏好那些声称年轻且面容姣好的女性。其二，在世界范围内，男性实际上娶比自己年轻约3岁的女子为妻；离婚的男士再婚时往往会娶一个更加年轻的，第二次婚姻时夫妻年龄差5岁，第三次差约8岁。其三，女为悦己者容，女性往往热衷于美容来提高性魅力，表明她们对男性的偏好有所反应。其四，女性往往通过贬低容貌或者品行来诋毁对手，这些策略都使得对手与男性的长期择偶偏好相背离，因而能有效降低对手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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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短期的性关系策略


  ［女人］和心爱的人私奔虽然事属罕见，但还是存在的……因此我们发现……女人在婚姻关系中并非处于通常认为的那种卑微的地位。不管在婚前还是在婚后，她们都可能引诱中意的男子，有时也会拒绝她们不喜欢的人。


  ——查理·达尔文，1871


  从生物学上来看，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如果历史上女性总是拒绝其他男性的性请求，那男性也就永远不可能拥有混乱的性生活。


  ——罗伯特·史密斯，1984


  想象一下你置身于大学校园，一位迷人的异性款款走向你说：“你好，最近我一直在注意你，我发现你很有魅力。你愿意和我做爱吗？”你会如何反应？假如你和某项研究中的女性被试一样，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不”。事实上研究中100％的女性都这样作答。这种请求让你觉得很唐突、被羞辱了或者感到很迷惑。但假如你和该研究中的男性被试一样，便会觉得走了桃花运，事实上有75％的男性是这样想的（Clarke & Hatfield, 1989），因为这种请求对一名男性来讲是莫大的荣幸。另外25％的男性以先前的承诺作为拒绝的理由。在随意性关系问题上两性截然不同的反应也许并不值得惊讶。不过，进化心理学提供了预测和解释这些差异的理论基础。


  男性的短期择偶理论


  现在我们开始讨论短期择偶的理论。首先，我们将看到男性短期择偶的进化适应的逻辑，以及为什么男女两性的心理差异会拉大到现在的距离。其次，我们探讨男性为短期择偶所付出的潜在代价。最后，我们讨论，男性要成功维持短期择偶所必须解决的特殊的适应性问题。


  男性短期择偶的适应性收益


  第四章所讲的Trivers（1972）的亲代投资理论以及性选择理论给短期择偶的男女差异提供了一个有关繁殖的强有力的理论基础：根据预测，男性对随意性关系比女性进化出了更大的欲望。虽然同是性行为，男性实际上没有任何投入，但女性却有可能需要付出九月怀胎的代价。在一年的时间里，一个私生活随意的远古男性可能和上百个女性发生关系，这可能导致其中许多女性怀孕。而同样是一年的时间，远古女性也可能和许多男性发生关系，但她只可能生育一个孩子（除非双胞胎或者多胞胎）。短期择偶的功能及其收益效应可参见栏目6.1。


  男性成功采用短期择偶策略得到的繁殖收益是显而易见的：可以增加后代的数量。例如，一个已婚男士如果已有两个子女，那么他只需一次短期性关系就可能再获得一个孩子，后代数量就增加了50％。当然，只有当远古女性有能力通过其他方式（例如，独自依靠亲族和其他男性）来获取生活物资的时候，短期关系中生育的孩子才可能存活，该理论所假设的那种优势才能体现。从历史上来看，男性显然主要是通过增加性伴侣数量来增加后代数量，而不是仅让某一位配偶多多生育子女（Betzig, 1986; Dawkins, 1986）。这一章将列出该假设的多种证据，集中于男性进化而来的对多个配偶的心理偏好。


  男性短期择偶的潜在代价


  然而，短期性策略也让男性付出了潜在代价。在进化历程中，男性必须冒着（1）拥有多个性伴侣更有可能感染性病；（2）“猎艳高手（womanizer）”的名声使他们更难找到中意的长期配偶;（3）由于缺乏父亲的投资和保护，他们子女的成活率也会降低;（4）如果他所追求的对象已经有了配偶，那么维系短期性关系的男性有可能遭到嫉妒的丈夫的攻击；（5）他们可能遭到女方父亲和兄弟的暴力侵犯；（6）有可能遭到妻子的报复或者付出离婚的代价（Buss & Schmitt, 1993; Daly & Wilson, 1988; Freeman, 1983）。


  假如男性短期择偶的潜在适应性收益比上述代价更大，那么性选择就有可能偏向短期择偶策略。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可以预期选择应该进化出了这样的心理机制，即男性对成本花费具有敏感性，一旦使用短期择偶策略，男性就能针对代价采取行动以降低代价；也只有当花费的代价降低或者抵消时，男性才可能或者更偏好于使用短期择偶策略。因此，是否采用短期择偶策略是针对特定的适应性问题而言的，下面我们将讨论这些问题。


  栏目6.1


  短期择偶的功能与收益效应


  短期择偶的许多收益效应不同于它的原始功能。例如，“在电影里男演员或女演员得到保护”可能是短期择偶的一个收益，但这并不是短期择偶的原始功能。动态的图片是现代的一个发明，而不是人类进化环境的一种。当然，这并不排除短期择偶的抽象功能，例如“用性来交换地位和特权”。短期择偶的功能优势必须在以下方面体现出来：（1）人类进化中存在着反复出现的选择压力，以至于（2）在某些情况下使用短期择偶更为有利；（3）短期择偶的成本花费低于它的收益；（4）至少在某些特殊情境下，性选择有助于进化出特定的短期择偶心理机制。时光不可能倒流，因此我们只能通过各种证据来推断短期择偶的心理机制的形成。我们采取的推理如下：（1）在无限制的情况下，大多数或所有文化背景中的人们都可能在某些特定背景下采用短期择偶吗？（2）那种特定的背景因素是否真的存在？也就是说，是否存在短期择偶心理机制所敏感的那些背景？（3）在现有对远古生活环境的了解基础上，提出特定背景下女性有机会经常使用短期择偶是否合理？（4）人们有可能从这些特定背景中获得收益吗？（5）这些收益足以抵销人们付出的代价吗？（6）现代人短期择偶的环境是否与花费最小收益最大的远古环境相类似？目前的经验研究尚不能给出完满的答案，因此我们尚不能把短期择偶的功能优势和它的负面效应清晰地分离开。不过，现有的经验证据已经能够较好地将它们区分。如果说短期择偶现象存在于所有已知文化，包括诸如Ache（Hill & Hurtado, 1996）、Tiwi（Hart & Pilling, 1960）、！kung（Shostak, 1981）、Hiwi（Hill & Hurtado, 1989）、Yanomamö（Chagnon, 1983）在内的部落文化，加上几个世纪以来小说与戏剧中不断上演的性背叛题材，人类精子竞争的证据（Baker & Bellis, 1995）以及性的多样性的欲望的普遍存在，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得出，远古环境允许男人或女人在某些时候从短期择偶中受益。


  男性短期择偶时必须解决的适应性问题


  使用短期择偶策略的远古男性面临着许许多多特定的适应性问题——确保配偶的数量和多样性，性的可接触性（sexual accessibility），必须确定女性能否生育，还必须避免承诺。


  性伴侣的数量和多样性的问题。要成功进行短期择偶，人必须有一种存在于本性中的动机性的适应器，它驱使男性主动去寻求多样化的性伴侣。我们可以预期，伴侣数量问题的一个首要解决方法存在于人的欲望之中。男性也许是在历史的进程中进化出了对大量性伴侣的追求（Symons, 1979）。理论上讲，第二个特定的适应方法是，男性会降低对短期性伴侣的要求。从定义上讲，更高的标准只会排除更多的女性。标准的放松可体现在诸多特征上，例如年龄、智慧、个性特征、该女性是否和其他人有染等个人情况。第三个适应手段是最少的时间限制，即花极少的时间就可以开始性交。花费的时间越少，一个男性可交配的潜在的女性数量就越多。和设定较高标准一样，拖延时间也影响配偶数量这一适应性问题。


  性接触机会。根据预测，因为男性是性活动中投资较少的一方，因此他们在短期择偶时没有女性那么挑剔。不过，那些选择具有性的可接触性的女子的男士才能获得更多的繁殖收益。如果把时间、精力以及家族资源都投入到一个不可能同意发生性关系的女性身上，短期择偶的优势就会完全消失。


  从理论上讲，男性的短期择偶偏好解决了性的可接触性这一特殊的适应性问题。具体说来，男性不喜欢过于正经、保守、缺乏性经验或者性冷淡的女性。长期择偶时，男性十分排斥衣着暴露和举止放荡的女性，而短期择偶时这些特征却广受欢迎，因为它们似乎显示着性的可接触性。


  确定女性能否生育的问题。一种具有鲜明进化取向的观点对男性短期择偶是这样解释的，男性短期择偶偏爱选择那些拥有与生育力相关的特征的女性，因为生育力最高的女性才最有可能通过一次性行为就怀孕。男性长期择偶时却与此相反，他们偏好于繁殖价值较高的年轻女子，因为这样的女子更有可能在将来生育子女（参见第五章有关生育力与繁殖价值差别的讨论）。


  生育力与繁殖价值之间存在差异，并不是说性选择形成了男性的两种不同的选择标准，一种用于猎取随意性伴侣，另一种用于寻找婚配对象。重点在于，这种差别便于提出有关年龄偏好的转移假设，后面我们可以验证该假设。根据理论预测，男性猎取短期配偶只是想要寻找有生育力的女性。


  避免承诺的问题。据预测，男性短期择偶必须避免在性交之前作出严肃的承诺和投资。如果对某一位女性投资较多，那么男性可吸引的性伴侣数量就相对减少。需要较多承诺的女性即是间接要求男性使用长期择偶策略，而这显然与男性谋取短暂性关系的目的相冲突。因此，男性使用短期择偶策略时，会自动排除那些渴望在性交前得到长期承诺或更多投资的女性。


  总之，从理论上讲，男性要猎取短期性关系就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而且需要解决几个适应性问题。如果说男性在进化过程上曾经采用过短期择偶，那么我们就可以预测说他们已经进化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例如，猎取短暂性关系的男性尤其偏爱有快速的性的可接触性、生育力高和无需承诺的女性。下面我们要开始讨论短期择偶的心理机制的经验证据。


  短期择偶的心理机制进化的证据


  性关系必须经过双方同意才能发生，而短暂性关系也不可能由远古男性单方面挑起。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某些远古女性在某些时候参与过这种事情，因为如果历史上每个女性都从一而终，从来没有外遇发生，那么男性发生短暂性关系的机会就根本不存在（Smith, 1984）。当然，强奸现象排除在外——这将在第十一章中讨论。


  诸如外遇、一夜情、短暂私通等短期择偶形式在所有文化中都存在着，它们从来都不是新鲜事。事实上，在现代人的身体和心理中都有许多迹象表明，随意性关系在人类进化历程中占有很长一段历史。下面我们先来研究生理方面的证据。


  短期择偶的生理学证据


  我们人类业已存在的，诸如心理、身体结构、生理以及行为方面的适应器都反映了早期选择压力的痕迹。正如现代人对蛇的恐惧揭示了远古危险一样，现代人性器官的解剖结构和生理机制也揭示出人类曾使用短期性策略的古老历史。最近，有关男性睾丸大小以及射精量的研究给该领域提供了新的发现。


  睾丸大小。有许多生理学线索可以探测择偶多样性的历史。一种线索来自男性睾丸的大小。大睾丸显然是激烈的精子竞争的结果——在同一时间内两个或多个精子必须相互竞争才能争取到使卵子受孕的权利，因为女性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和两个或更多的男性发生过性关系（Short, 1979; Smith, 1984）。精子竞争对男性产生了选择压力，使他们能够一次射出更多的精子。在争夺宝贵卵子的过程中，射精量更大，男性就更有优势取代其他男性占领女性的繁殖地。


  人类的睾丸与体重的相对值比大猩猩和猩猩的睾丸与体重的相对值要大得多。大猩猩睾丸占体重的0.018％，猩猩睾丸占体重的0.048％（Short, 1979; Smith, 1984）。相比之下，人类睾丸占体重的0.079％，就相对值而言，比猩猩高出60％，是大猩猩的4倍。人类相对较大的睾丸有力地证明了我们的假设，即在进化历程中女性有时在某一段时间内和不止一个男性发生过性关系。没有精子竞争，睾丸的大小也就不会进化成现在的样子。这就说明人类两性都有短期择偶行为。不过，人类的睾丸并不是灵长目动物中最大的，实际上人类睾丸的尺寸比荒淫无度的黑猩猩要小。黑猩猩的睾丸占体重的0.269％，比人类的相对比值还高出3倍来。这表明，在性的问题上，人类祖先至少还没有达到黑猩猩那种荒淫的程度。


  为了更好地了解人类与黑猩猩之间性行为的差异，Wrangham（1993）总结分析了许多雌性灵长类动物一生的平均性伴侣的数量。最为忠贞的是雌性大猩猩，一生中平均只有一个性伴侣。人类女性一生中一般拥有1.1个性伴侣，比大猩猩多出近10％。相比之下，雌狒狒一生平均有8个性伴侣，雌倭黑猩猩（bonobo）一生平均有9个，而雌黑猩猩（Pan troglodytes）一般有13位性伴侣。雌性动物通常和多个异性发生关系，这种行为导致了精子竞争，很显然这些发现与精子容量的发现是一致的。因此，人类精子竞争的激烈程度比忠贞的大猩猩要高，但远远低于生活荒淫的黑猩猩与狒狒。


  射精量的变化。随意择偶的另一条进化线索来自于精子产量与射精量的变化（Baker & Bellis, 1995）。一个项目研究了夫妻分离对精子产量的影响，35对夫妇参与了该研究。要求他们提供性交过程中的射精量，包括避孕套中残留的或回流的，以及性交后女性不同部位留下的胶状精液。每对夫妇分开的时间也有差异。


  离最近一次性生活的时间越长，男性的精子量就积聚得越多。夫妻分离越久，他们重聚后第一次性交中的射精量就越多。如果一对夫妇100％的时间都在一起，那平均一次射精包含约389，000，000个精子。如果他们只有5％的时间在一起，则平均一次射精包含约712，000，000个精子，几乎是前者的两倍。因为夫妻分离时有可能产生外遇，如果其他男人的精子留在妻子体内，那丈夫就必须增加精子量。假设人类历史上真的存在随意性关系和外遇，那上述情况下精子量的增多就是完全可以预料的。值得一提的是，精子量的增加并不因男性最后一次射精时间而定。即使丈夫在和妻子分开过程中发生过手淫，一回来他仍会射出更多的精子。


  夫妻分离后丈夫射精量的增多可以使得男性在争夺卵子的过程中更有把握打败其他闯入者，从而处于优势地位。男性似乎向女性输送足够的精子以取代他们上一次性交后女性体内已死亡的精子，从而使女性体内他的精子保持量相对不变。男性这种与妻子分离后提高精子量以防妻子性背叛的生理机制表明，人类历史上至少在某一段时期内存在过外遇。


  短期择偶的心理学证据


  这一部分我们将讨论短期择偶的心理学依据——人类对性伴侣多样性的欲望，获取性交机会所需的时间，短期择偶标准的降低，性幻想的性质和频率以及“零点现象（closing time phenomenon）”。


  对性伴侣多样性的欲望。对远古男性而言，短期择偶的主要繁殖收益在于可以繁殖尽可能多的后代，因此男性面临着如何寻求多样的性伴侣这一关键的适应性难题。解决方法之一就是进化出能驱使男性寻求大量多样性性伴侣的心理机制（Symons, 1979）。


  一种方法是原始的肉欲（lust）：男性进化出了强烈的性欲。尽管他们不总是依据性欲来行动，但无疑这是一种驱动力：“即使一千种欲望中只有一种能够得到满足，肉欲的功能也仍然会驱使人性交。”（Symons, 1979）


  为了弄清人们真正希望有多少个性伴侣，研究者对未婚的美国大学生做了一番调查，以确认他们在不同时间所期望的性伴侣的数量，时间从下个月到一生不等（Buss & Schmitt, 1993）。调查结果见图6.1，结果表明在任意时间段内男性想要的性伴侣数量都比女性要多。例如，在未来的一年内，男性口述的理想的性伴侣数目平均多于6个，而女性通常只想要1个。而在未来三年内，男性希望有10个，而女性只有2个。这种性别差异随着时间推移还会增大。平均来看，男性希望一生能拥有18个性伴侣，而女性只希望有4—5个。


  另一项研究分析了48种“个人愿望”，从“死后跟随上帝”到“通过创造性的工作作出永久性的贡献”（Ehrlichman & Eichenstein, 1992）。研究中发现性别差异最为显著是这样一种愿望：“想要谁就可以和谁发生性关系。”


  一项对13，551名被试进行的跨越世界十个主要地区的大型研究发现，任意地区的男性都比女性渴望更多的性伴侣（Schmitt, 2001）。该研究覆盖的地区横跨了六大洲，13个岛屿，27种语言以及52个国家。从斐济这样的小岛到中国台湾这样的大岛屿，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到非洲南部，几乎每个岛屿、每个洲际和每种文化中的男性都表现出了比女性对性伴侣数量的更大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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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1 理想中的性伴侣数目。被试在空白处填写的数字表示他们在不同时期想要的理想性伴侣的个数。来源：Buss, D. M., & Schmitt, D. P. (1993)。《性策略理论：一种人类择偶的进化观点》，来自《心理学评论》，100，204—232。版权归美国心理学会（1993），经授权采用。


  获取性交机会所需的时间。猎取多个短期性伴侣的另一种心理上的解决方法是减少从见到某一异性到发生性关系所需的时间。从彼此认识到发生性关系前所用的时间越少，男性可能成功引诱的女性就越多。择偶过程中花费大量时间必然会影响伴侣的数目。


  在一项研究中，假设和一个不错的异性相识只有一小时、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月、半年、一年、两年或五年，要求大学男生女生评价不同时间间隔下同意发生性关系的可能性（Buss & Schmitt, 1993）。男生女生都回答说他们最有可能在认识五年后才会和那个异性发生性关系（见图6.2）。然而，在更短的时间间隔内，男性还是比女性更有可能发生性关系。


  假如只认识一个星期，男性通常会接受对方的性请求。而女性恰好相反，她们不可能只认识一个星期就委身于人。即使是只认识一小时，男性也会稍微倾向于考虑性交，而且没有很大的厌恶情绪。而对于大部分女性，只认识一小时就发生性关系是完全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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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2 同意发生性关系的可能性。被试在认识一个有魅力的异性成员后评价他们在每个特定的时间间隔内同意发生性关系的可能性。来源：Buss, D. M., & Schmitt, D. P. (1993)。《性策略理论：一种人类择偶的进化观点》，来自《心理学评论》，100，204—232。版权归美国心理学会（1993），经授权采用。


  在男性的欲望中，他们倾向于在猎取性伴侣前只花费少量的时间，因为这有助于他们获取多个性伴侣。男性在很短时间的交往后就同意性交的倾向还在美国不同区域和不同年龄层得到了反复的验证（Schmitt, Shackelford, & Buss, 2001）。


  进化心理学家Michele Surbey和Colette Conohan在研究“发生随意性关系的意愿”时得到了类似的结果。根据包括性魅力水平、个性以及行为在内的不同特征分出不同的情况，他们研究了不同情况下的结果（Surbey & Conohan, 2000）。结论得出：“在所有的情况下，男性都比女性表现出更大的发生性关系的意愿”（第367页），而且男性发生随意性关系时会降低标准。此外，一项包含五个实验的研究得出，在短期择偶背景下，男性远比女性更青睐那些拥有“更容易发生性关系”特征的异性（Schmitt, Couden, & Baker, 2001）。


  短期择偶标准的降低。另一种猎取更多性伴侣的心理手段是男性对短期配偶标准的降低。更高的要求，诸如年龄、智慧、个性以及婚姻状况等方面的高标准会把大部分异性排除在外。而放松标准就能获得更多候选性伴侣。


  大学生提供了在短期择偶与长期择偶中可接受的伴侣的年龄最小值和最大值（Buss & Schmitt, 1993）。在选择短期性伴侣时，大学男生选择的年龄范围比女性要宽约4年。男生可接受16岁到28岁的女性，而女生可接受的异性是18到26岁。而对于年龄范围是17到25岁的长期择偶，上述标准并不适用。


  不单是年龄，在其他许多方面男性都降低了标准。研究发现，男性对短期配偶的67种品质中的51种都降低了标准。对于随意的性伴侣，有魅力、健康、受教育程度、慷慨、诚实、独立、善良、理智、忠诚、有幽默感、友善、富有、有责任心、自然、有合作精神以及情绪稳定这些标准尺度显然都放得更低。男性为了猎取更多的性伴侣而放松了对众多品质的要求标准。


  然而，降低标准并非意味着没有标准。事实上放宽标准只是男性猎取更多性伴侣的策略之一。与长期择偶策略相比，男性在选择短期性伴侣时不愿意选择一本正经、行为保守、性欲冷淡的女性。还有一个不同点在于，短期择偶时更看重对方的性经验，因为男性认为经验丰富的女性比没有经验的女性更容易接近。行为放荡、性欲较强、经验丰富的女性也许暗示着她们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和男性产生性接触。相比之下，一本正经和性欲冷淡则暗示着难以接近，不利于男性的短期择偶策略的实施。


  男性在短期择偶时所放松的标准还包含对承诺的需求。长期择偶时，男性选择婚配对象时对承诺的重视程度为＋2.17，而在短暂性关系中，男性却排斥要求承诺的女性，此时重视程度为－1.40（Buss & Schmitt, 1993）。这些研究成果都支持了男性短期择偶的投资最小化的假设。


  性关系后的承诺最小化。男性还有一种使得短期择偶顺利进行的可能的适应器，进化心理学家Martie Haselton近期发现了该假设的证据：一夜风流之后快速的情绪转变（Haselton & Buss, 2001）。性伴侣较多的男性都曾有过这种经验，一夜风流之后伴侣的性魅力就突然消失，情绪体验急转直下，而性经验较少的人不论男女都不会有这种感觉。假如研究继续验证这种吸引力效应，就能进一步支持男性有使短期择偶易化的心理机制的假设。在这种机制的驱使下，男性一夜风流之后能够迅速和对象分手以便使投资最小化，这也是男性在拥有长期配偶的情况下还拈花惹草的原因。


  零点效应。另一个和男性短期择偶相关的心理线索来自于单身酒吧中一个晚上的性魅力评价转变的研究（Gladue & Delaney, 1990; Nida & Koon, 1983; Penebaker, Dyer, Caulkins, Litowixz, Ackerman, & Anderson, 1979）。在一项研究中，要求酒吧的137位男士和80位女士分别在晚上9:00、10:30和12:00对异性成员的性魅力评分，使用十点量表（Gladue & Delaney, 1990）。结果随着零点的逼近，男性对女性的评分也逐渐增加。9:00时的平均得分是5.5，而零点时刻得分超过了6.5。女性对男士性魅力的评分也随时间而增加，但相对于男性她们的评分还是较低。9:00时女性对当时酒吧的男性的平均评分为5.0，而零点时也只达到5.5（见图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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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3 零点现象。随着零点的接近，两性都会觉得异性更加吸引人，男性尤为如此；即使在控制了酒精饮用量的情况下，这种效应仍然存在。该研究中男性评价女性顾客，女性评价男性顾客。 来源：Gladue, B. A., & Celaney, J. J. (1990)。《对酒吧男女性魅力的评价中的性别差异》，来自《人格和社会心理学研究报告》，16，378—391。版权归Sage出版社（1990），经授权采用。


  接近零点时刻男性对女性性魅力评价的提升与他们饮料中的酒精含量并没有关系。一位男士喝了一杯酒还是六杯酒，并不影响对女性评价的提高。通常所说的“啤酒效应”（beer goggles）现象认为，男性之所以认为女性越来越吸引人是因为他们喝得越来越醉。现在也许可以用心理机制来解释，即男性对猎取性伴侣的机会特别敏感。随着夜晚时间的推移，男性如果还没有猎取到一位女子，就会觉得酒吧里剩下的女子越来越吸引人，这种转变可以解释成男性为了勾引异性所作的尝试。零点现象显然代表了性的可接触性问题的一种心理上的解决方法——在特定背景下随着性的可接触性的下降而降低自己的标准。


  性幻想的性别差异。性幻想提供了证明进化过程中男性随意择偶倾向的另一种线索。当然，性幻想还不是行为，但它体现了男性和女性的行为动力的某些特性。研究发现，男性和女性的性幻想存在巨大差异。日本、英国、美国等地的研究显示，男性性幻想的次数约为女性的两倍（Ellis & Symons, 1990; Wilson, 1987）。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做与性有关的梦。男性的性幻想对象可能涉及陌生人或者多个伴侣。例如，多数男性都会报告说在一个性幻想情境中有时会更换性伴侣，而大部分女性报告说她们很少更换对象。约43％的女性报告说她们从来没有在同一个幻想情境中更换过对象，而只有12％的男性报告说是这样。有32％的男性说曾幻想一生中能和1000名不同的对象发生性关系，而仅有8％的女性这样报告。例如，一位男性幻想“成为一个小城的市长。小城里住满20—24岁的裸女。我喜欢在街道上散步，然后挑选一个最漂亮的女孩交欢。只要我喜欢，任何时候都可以挑选城里任何一个女人发生性关系”（Barclay, 1973, p. 209）。性伴侣数量之多和内容奇特是男性性幻想的两个重要特征。


  男性通常不带情感地观察女性的身体部位和性感带。他们的性幻想也通常是视觉性的，关注于光滑的皮肤和活动的身体部位。约有81％的男性报告在性幻想时注重视觉形象而不是情绪体验，而只有43％的女性是这样的。男性性幻想中最频繁出现的女主角大多是穿着暴露的，她们容易接近而且无需承诺。如进化心理学家Bruce Ellis和Donald Symons所观察的，“男性性幻想的最大特点就是其中的性只是充满肉欲的，可充分满足身体的需要，没有其他阻碍物、情绪装饰和复杂的情节，也无需卖弄风情，甚至省略了求爱过程和性前戏”（Ellis & Symons, 1990, p. 544）。这些幻想刚好和男性对多样性伴侣的欲望相一致。


  相比之下，女性的性幻想对象通常是自己熟悉的伴侣。59％的美国女性报告说她们的性幻想对象一般集中于已有过关系的男性，而只有28％的美国男性这样报告。对女性来说，情绪和个性很重要。51％的女性报告说她们非常注重性幻想对象的个性和情绪特征，而只有16％的男性是这样的。57％的女性和仅有的19％的男性更注重情绪体验而不是视觉形象。正如一名女性所说：“我会常常幻想和我的爱人在一起。有时，我会被这种排山倒海的想念紧紧地缠绕。”（Barclay, 1973, p. 211）女性在性幻想中更注重对方的温柔、浪漫以及个人投入程度。她们不会过分注重视觉形象，而更看重对方如何对待自己（Ellis & Symons, 1990）。


  短期择偶的行为证据


  生理学和心理学上的证据都充分表明，在人类历史中，男性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利用短期择偶策略来猎取更多的女性。这一部分我们将进一步列举男性比女性更多地采用短期择偶的跨文化的行为依据。


  外遇。在多数文化中，男性都比女性更有可能发生婚外性关系。例如，金赛性学研究中估计约50％的男性经历过外遇，而只有26％的女性有婚外性行为（Kinsey et al., 1948, 1953）。一些研究认为男女差异也许并没有这么大。一项对8000名已婚男性和女性的研究发现，40％的男性和36％的女性报告说至少有过一次出轨（Athanasiou, Shaver, & Tavris, 1970）。海蒂性学报告认为约有75％的男性和70％的女性有过出轨，不过据说该研究的样本不具有代表性（Hite, 1987）。Hunt对982名男性和1044名女性的调查提供了更具代表性的样本，得出的数据男性是41％，女性是18％（Hunt, 1974）。尽管各个报告说法不一，而且实际的男女差异可能更低，但是所有研究都发现，两性在外遇的次数与频率方面都存在差异，男性出轨的次数更多并且拥有更多的伴侣。


  人类学家Thomas Gregor这样描述亚马逊地区Mehinaku人的性体验：“女人的性魅力可以从‘无味’（mana）到‘美味’（awirintya）不等……”（1985, p. 84）Gregor更进一步说，“不幸的是，婚配对象总是被归为mana一类，而情人却是awirintya的”（Gregor, 1985, p. 72）。金赛对此作出了最好的总结：“毫无疑问，如果没有社会规范的制约，男性选择性伴侣是不可能专一的……而女性对多个性伴侣的兴趣却比男性小得多。”（Kinsey, Pomeroy, & Martin, 1948, p. 589）


  卖淫。作为一种利用性服务来获取收入的交易行为，卖淫从另一个侧面反应了男性对随意性关系的欲望（Symons, 1979）。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卖淫现象在每一个社会里都屡见不鲜，从非洲的Azande到北美洲的Zuni皆是如此（Burley & Symanski, 1981）。据估计，美国现有妓女约10万到50万人。东京有超过13万，波兰有23万，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巴约有8万妓女。德国有5万合法娼妓，而暗娼约为此数量的3倍。在所有文化背景中男性嫖客都占绝大多数。金赛发现69％的美国男性曾经招妓，而约有15％的嫖娼行为是常规的性发泄。而女嫖客数量是如此之低甚至都没有报道（Kinsey et al., 1948, 1953）。


  卖淫现象的盛行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种作为进化选择目标的适应器。它可以被理解成为两种因素同时作用的结果：一方面男性渴望发生随意性关系，一方面女性可以利用性服务换取所需的经济来源。


  上述生理、心理以及行为方面的研究都一致证明：在人类进化历程中，短期择偶是男性的择偶策略之一（见表6.1）。


  表6.1 远古非一夫一妻制择偶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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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的短期择偶


  这一部分我们转向对女性的研究。首先，我们提供女性在长期进化历程中可能参与短期择偶的证据。其次，我们探讨远古女性从短期择偶中获得的适应性收益。再者，我们研究女性在短期择偶中付出的代价。最后，我们考察关于女性短期择偶收益的各种假设的经验证据。


  女性短期择偶的证据


  我们已经看到，人类择偶的进化理论十分重视男性短期择偶带来的繁殖收益（e. g., Kenrick et al., 1990; Symons, 1979; Trivers, 1972）。在人类进化史中，男性从短期择偶中获得的繁殖收益是直接而且丰厚的，他们可以生育更多的后代。不过，也许是由于亲代投资理论的简约，再加上众多经验证据的支持，许多理论家们都忽略了短期择偶中的一个最为基本的事实：从数学的角度看，有出轨行为的男性和女性的数量应该是相等的。因为一位男性和一位素不相识的女性发生性关系的同时，这位女性也正在和一位素不相识的男性发生性关系。


  假如远古女性从未有过短期择偶行为，那么男性也就不可能进化出对性伴侣多样性的强烈欲望（Smith, 1984）。男性的这种欲望表明，在双方同意的而不是强迫的性关系中，女性也必然是乐意合作的。进一步说，如果远古女性十分乐意并且经常参与这种活动，从逻辑上讲她们必然能从中获得收益。事实上确有线索表明远古女性曾经有过短期择偶行为，我们先从女性性高潮的生理机制讲起。


  女性性高潮。女性性高潮的生理机制是了解女性短期择偶的进化史的线索之一。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女性性高潮的功能在于可以使女性困倦并保持平躺，由此防止精子流出从而提高受孕的可能性。但是假如性高潮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让女性保持平躺以防精子流出，那么女性体内应该保留更多的精子。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精子流出的时间与女性体内遗留的精子量没有任何关系（Baker & Bellis, 1995）。


  一般而言，在性交过程中男子射精后的30分钟内女性排出的精子量约为总量的35％。如果女性达到了性高潮，则会保留70％，排出约30％的精子。这5％的差别似乎不大，但如果这种差别始终存在，一代传给一代，那么叠加起来就会变成进化中的一种选择压力。如果女性没有达到性高潮，就会浪费更多的精子。一种理论认为，女子性高潮的功能在于把精子从阴道送入子宫颈而后直达子宫，从而提高怀孕的几率。上述证据刚好与这种假设相符。


  女性保留的精子量和她是否与其他人私通也有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女性会调整性交时间使之对情人更为有利，从而削减了丈夫的繁殖收益。在英国一项全国性的3，679名女性参与的性学调查中，要求所有的女性记录她们的月经周期和与丈夫的同房时间，有情人的话也要记录幽会时间。结果显示，有外遇的女性似乎有意把和情人的幽会安排在排卵期前后，也就是最有可能怀孕的时间，当然她们自己并无觉察（Baker & Bellis, 1995）。更进一步说，出轨的女性和情人比和丈夫在一起时更有可能达到性高潮（见Buss，2003）。


  外遇的行为证据。行为证据也表明，除少数极其严格的社会以外，几乎所有的社会中都存在女性的外遇现象。在美国，有外遇的女性几乎占总体的20％到50％（Athanasiou et al., 1970; Buss, 1994; Glass & Wright, 1992; Hunt, 1974; Kinsey et al., 1948, 1953）。在一些原始部落里，包括巴拉圭的Ache（Hill & Hurtado, 1996）、委内瑞拉的雅诺马马（Yanomamö）（Chagnon, 1983）、澳大利亚的Tiwi（Hart & Pilling, 1960）、博茨瓦纳的！Kung（Shostak, 1981）以及亚马逊地区的Mehinaku（Gregor, 1985），尽管外遇十分隐蔽，但还是有所记载。总体看来，现代文明社会以及原始部落的行为证据一致表明，并不是所有女性都是从一而终的。


  综合看来，大量线索都表明在远古时期有些女性并不遵从单一的择偶方式，也会使用其他策略。


  女性短期择偶的适应性收益假设


  短期择偶的心理机制既然能够进化而来，那么在特定环境下发生随意性关系一定伴随着许多适应性收益。而这些收益究竟有哪些呢？研究者提出了5种收益：资源假设、遗传收益、更换配偶、性技巧的获取以及操纵配偶（Greiling & Buss, 2000）（表6.2）。下面讨论一下这些假设的收益及其相应的经验证据。


  表6.2 理论所假设的短期择偶给女性带来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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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Greiling, H. (1995)。


  资源假设。短期择偶的一种收益是获取资源（Symons, 1979）。通过短期性关系女性可以获得肉类、食物或者其他服务。此外，远古女性还可以通过隐藏孩子的父亲身份而从两个或多个男人那里获得资源（Hrdy, 1981）。根据这种混淆父子关系的假设，只要这个女人的孩子有可能是自己的，每个男性都会提供一定的资源。


  另一种可利用的资源是个人保护（Smith, 1984; Smuts, 1985）。男性能够为其配偶和子女提供保护，帮助他们抵抗天敌和侵略者。对女性来说，当配偶不能总是在身边提供保护时，她就可能依靠其他男性以寻求附加的保护。


  最后，Smith（1984）提出了短期择偶的地位提升假设。结识一位社会权贵并与之交往，女性就有可能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或者步入上流社会。很显然，通过短期择偶，女性可能获得大量的有形或无形的资产。


  遗传收益假设。另一类收益可以被称为遗传收益。第一点是最明显的——提高生育力。如果一位女性的长期配偶无法使她怀孕，那么短期配偶就可能帮助她生育后代。


  第二，短期配偶可能比原配偶提供更优秀的基因，特别是如果她和社会权贵发生外遇。这种基因可能使她的后代更好地生存和繁殖。该假设的另一种说法是性感的儿子基因假设（Fisher, 1958）。女性如果和一个特别有魅力的男性发生关系，那么她也将生育一个更有魅力的儿子。这样她的儿子也就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女性，并生育更多的子女，也就是说给这位女性生育了更多的孙子。


  第三，短期配偶可能为女性提供了相对于原配偶的不同基因，从而提高了后代基因的多样性，以便抵抗环境的变化（Smith, 1984）。在短期择偶的所有假设收益中，基因假设是最难验证的。


  更换配偶假设。第三类收益是更换配偶。有时候丈夫会停止资源供应，甚至开始虐待妻儿，此时丈夫作为她的配偶的价值就大大降低（Betzig, 1989; Fisher, 1992; Smith, 1984）。在这种情况下，远古女性就有可能从短期择偶中获益，以处理这种适应性问题。


  该假设有几种变式。根据配偶驱逐假设，婚外出轨也可以帮助她脱离长期配偶。因此许多文化中的男性通常都会和出轨的女性离婚（Betzig, 1989），所以外遇是一种较为有效地使关系破裂的手段。


  假设的另一种变式是，女性可能仅仅想要找一个比丈夫更好的男人，利用短期择偶作为更换配偶的手段。正像Helen Fisher所说的，“较少的接触降低了女性最想在其第一段配偶关系中得到理想伴侣的机会。这使得她开始了第二次尝试……也许病害导致第一任配偶的繁殖价值大大降低；因此她寻找的第二任将拥有更高的繁殖价值”（Fisher, 1992, p. 337）。


  性技巧的习得。另一种可能的收益是女性为了获取性技巧（Greiling & Buss, 2000）。在短期择偶过程中，女性能够提高性吸引和性诱惑等长期关系中所需要的技巧。


  操纵配偶。第五种收益是女性可以借此操纵配偶。女性可以借助外遇报复丈夫的性背叛，从而防止他进一步出轨（Symons, 1979）。换句话说，如果丈夫感觉其他男子对妻子虎视眈眈，那么为留住妻子他会变得更加忠诚（Greiling & Buss, 2000）。


  女性短期择偶的代价


  有时候，女性因短期择偶所付出的代价比男性要大得多。男性一般都要求未来的妻子对自己忠诚，一旦女性被冠以放荡或淫乱的名声，就很有可能无法出嫁。男性选择长期配偶时厌恶放荡的女子，因此女性行为不端有损她们的名声。即使在一些相对开放的社会里，诸如瑞典和Ache印第安地区，女性行为不端都会给她带来极大的名誉损失。


  没有长期配偶的身体保护，采取短期择偶策略的女性或许就可能遭遇更大的侮辱和性虐待。尽管婚姻中的女子也遭到丈夫毒打甚至强奸，但在对约会强奸（date rape）的发生率的统计中，高达15％的女大学生都认为，没有长期配偶的女性危险系数也相当高（Muehlenhard & Linton, 1987）。在对短期配偶和长期配偶的研究中，女性十分痛恨动不动就拳脚相加对妻子使用暴力和精神虐待的人（Buss & Schmitt, 1993）。所谓精神虐待，是指使人处于时刻担心被虐待的状态中。假如明智地运用择偶偏好来避免有潜在危险的男性，就能使危险最小化。


  行为不检的未婚女性可能面临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即在没有男性支援的情况下怀孕生子。这样出生的孩子在远古时代里很可能遭遇疾病、伤痛甚至是早夭。在没有男人的情况下，有些女性甚至还会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例如，在加拿大，单身母亲所生的婴孩只占1977至1983年间新生儿的13％，而在警方报道的64起母亲杀婴案（infanticides）中单身母亲占据了50％以上（Daly & Wilson, 1988）。在其他文化中，未婚母亲杀婴的比例甚至更高，例如非洲的巴干达地区。不过，即便是杀死婴儿，也抵不过九月怀胎、丧失名誉和择偶机会带来的损失。


  已婚妇女如若不忠，丈夫很可能会收回投资。如果希望再次生育，女性必须费时费力寻找婚外伴侣。此外，由于她的子女经常更换父亲，容易产生同胞之间的相互竞争与不和。最后，女性在短期择偶中还容易感染性病——这种危险对女性来说比男性更大（Symons, 1993）。


  因此短期择偶对两性而言都有危险。不过或许因为收益也很大，男性和女性才可能进化出特定的心理机制用以选择环境使得代价最小而收益最大。


  女性获得适应性收益的经验证据


  尽管假设的女性短期择偶的收益有很多种，但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受到经验证据的制约。一些研究者发现，短期择偶时女性十分注重男性的性魅力，该结果与好的基因和性感的儿子假设相符合（Buss & Schmitt, 1993; Gangestad & Simpson, 1990; Kenrick et al.，1990）。同时，短期择偶时女性也十分看重对方能够提供的资源（Buss & Schmitt, 1993）。许多女性说她们希望找到一位生活奢侈的短期配偶，这样在交往早期她们就能收到大量的金钱和礼物。这些发现都支持了资源增加假设。


  另外几种研究发现，在和现有伴侣相处时，无论从情绪还是性生活来说，有外遇的女性都比那些从一而终的女性更不幸福（Glass & Wright, 1985; Kinsey et al., 1953）。该发现为更换配偶假设提供了间接证据。


  Glass和Wright（1992）研究了对外遇的17种可能的“辩护”，从“寻找乐趣”到“提升职位”。女性把爱情（例如，和其他人共坠爱河）和情感上的亲密（例如，理解你的处境和情绪）列为最有力的理由。更进一步说，77％的女性把爱情列为强有力的辩护条件，而只有43％的男性这样做。这些结果为配偶更换假设提供了间接证据。


  一项研究（Greiling & Buss, 2000）调查了女性从外遇中可能获得的几种收益，内容包括收益究竟有多大以及在哪些背景中女性能察觉到发生外遇的可能性。这些研究者同时还调查了那些乐于沾染风流韵事的女性，询问她们从中能获得哪些收益。下面总结了这些研究的成果，同时还提出了值得高度重视的研究的局限性问题。女性认为，能够从短期择偶中获得收益，并不意味着这些收益就是进化过程中驱使女性短期择偶策略形成的选择压力的一部分。那些真正促进女性短期择偶的心理机制进化的适应性收益也许不能被女性意识到，也就可能无法主观地表述出来。此外，现代环境中女性获得的收益也许并不能代表远古女性获得的收益。在了解上述研究局限性的基础上，我们再来看一看研究结果。


  得到支持的假设：更换配偶、配偶驱逐和资源假设。从研究结果来看，获得支持最多的两种假设是更换配偶和配偶驱逐假设。研究1（Greiling & Buss, 2000）调查了女性对从外遇中获得28种收益的可能性的评估。女性都认为，有外遇的女人更可能和现有伴侣破裂（居可能性第六位的收益），而她也更有可能找到比现有伴侣更好的人（居可能性第四位的收益）。有趣的是，理论预测可能性最大的收益——性满足——在调查的假设中并不是最重要的。


  另一项研究调查了可能促使女性出轨的背景因素。Greiling和Buss（2000）发现，最有可能发生外遇的情况是，伴侣已有外遇，或者伴侣不愿发生性关系，或者伴侣虐待自己——所有这些背景都可能导致关系破裂。在这种背景中，女方会觉得能够找到比现有伴侣更相配的人，她期望找到一个愿意为自己花费时间的人，一个事业更成功经济更富足的人。这些研究结果支持了更换配偶假设，即更换配偶是女性短期择偶的一个重要功能。


  资源假设中有两种得到了上述两个以及更多研究的支持。一般认为，女性最有可能通过性来交换资源，例如免费的晚餐，更多的金钱、珠宝或者服饰（居可能性第十位的收益）。不过，与其他的一些收益相比较，这些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此外，丈夫失业的女性可能会期望找到一个经济条件更好的人，失业也是促使女性出轨的背景之一。这些背景表明资源的获取对女性来说至关重要，它影响到女性是否会有外遇，这还意味着，女性更有兴趣和一位物资充足的人建立长期关系，而不是仅仅用性服务获取暂时的物资。


  具有前景的假设：好基因和性感的儿子的基因。择偶市场的经济学原理表明，原则上女性可以从短期性伴侣中获得比现有伴侣更优秀的基因。只要女性不要求承诺或不过分纠缠，一个十分性感的男人通常是愿意和一个普通女子发生关系的。一些研究已经开始着手证明好的基因的假设（Gangestad & Thornhill, 1997）。研究者利用测量器测出身体的对称性，由此测量基因的质量。回想一下第四章中的假设，身体对称是健康的遗传性标志，表明这种人能够更好地抵御疾病和外界环境的损伤。研究者发现，身体对称性好的男性，比那些缺陷更多的人，往往更容易和已婚女性发生性关系。也就是说，女性往往挑选身体对称性好的男性为外遇男主角，从另一个方面说女性可能是利用短期择偶来选择好的基因。此外，在短期择偶中，女性十分看重对方的性魅力和“对其他女性的诱惑力”（Buss & Schmitt, 1993; Gangestad & Thornhill, 1997）。这些发现都指向这种可能性，即女性选择那些能使后代更性感的基因。尽管这些研究都只是粗浅的，但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好的基因假设作为女性短期择偶的一种可能的解释的可行性。


  少有证据支持的假设：提升地位假设和加强承诺假设。没有得到上述研究支持的是提升地位假设。研究1（获取收益的可能性）发现，女性不可能通过短期择偶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同样不可能由此走入上流社会。研究2（收益的大小）发现，即便是这种收益确实存在，对女性来说也不是很大。当然这并不排除在特定环境中，某些女性与社会要人的短期结合后能获取巨大的社会收益。它只是认为，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极小，并不能算作一种高效的收益，也就几乎无法成为短期择偶的一种进化功能。


  少有证据支持的第二种假设是加强承诺假设，即女性出轨可能加强现有配偶对女性的承诺。尽管这种推理是可以接受的，但实际上这根本不可能发生。事实上，跨文化研究（Betzig, 1989）表明妻子的性背叛是离婚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与上述假设的效应——加强配偶的承诺——完全相反。当然在个体研究中确实存在与一般趋势相背离的例子，即通过外遇反而加强了现有配偶的承诺，但这种小概率事件无法为女性的出轨提供进化的动力。


  短期择偶的背景影响因素


  短期择偶的个体差异


  研究短期择偶的一个有效途径是调查那些乐于沾染风流韵事的女子对短期择偶带来的收益和代价的主观知觉，并与那些忠贞不二的女子相比较。Greiling和Buss（2000）的一个调查研究要求被试样本中的女性完成社会性取向问卷（Sociosexuality Orientation Inventory, SOI）（Gargestad & Simpson, 1990），结果表明女性无论在使用长期择偶还是短期择偶策略中都存在个体差异。女性的SOI得分与她们对短期择偶和长期择偶的收益的主观知觉相关联较之从一而终的女子，乐于沾染风流韵事的女子对短期择偶的收益的知觉存在很大差异。通常采用短期择偶策略的女性认为有三种类型的收益十分可观。一种是性资源。她们可以寻找一个更乐意从事性体验的伴侣（r＝＋0.51），在性伴侣那体验到性高潮（r＝＋0.47），而且从更具魅力的伴侣那能享受到更大的乐趣（r＝＋0.39）。


  这些女性还认为和情人的交往能够提高引诱异性的技巧（r＝＋0.50），这一点与提高性技巧假设相符合。她们认为短期择偶更为有利，因为能得到包括昂贵的服饰（r＝＋0.45），职场提升（r＝＋0.40），珠宝首饰（r＝0.37），免费的车辆服务（r＝＋0.35）。


  惯于采用短期择偶策略的女性对促使外遇的环境背景也有不同的知觉。现有伴侣失去工作（r＝＋0.29），薪水减少（r＝＋0.25）或者疾病缠身（r＝＋0.23）都有可能促使她们寻找其他关系。这些结果支持了更换配偶假设——惯于采用短期择偶策略的女性更有可能把对方的问题当作出轨的借口。此外，遇见更英俊的男性也很有可能导致她们产生外遇（r＝＋0.25）。


  另一项基于SOI的个体差异的研究着重于对伴侣的“承诺的需求”的转变（Townsend & Wasserman, 1998）。研究使用诸如“我想知道他或她对这段关系是否投入（例如，同时不和其他人纠缠）（第183页）”这样的项目来测量对承诺的需求。比起专注于长期关系的女性，使用短期策略的女性更愿意在没有承诺的情况下和别人发生关系。此外，她们非常重视对方的受欢迎程度和性魅力——这可以看作是对女性短期择偶的性感的儿子假设的一种支持（Townsend, 1998）。


  短期择偶的两种代价在她们看来也不怎么可能遭遇。首先是名誉损害。她们认为短期择偶给自己带来的在朋友圈、潜在伴侣以及上层社会中的名誉损失不大可能发生（r＝－0.47），而现实中不曾使用过短期择偶采略的女性则认为此种行为的后果会严重得多。这也许是因为前者选择了某种无需付出代价的环境背景，例如在大城市里或者丈夫出城的时候。总的说来，这些证据支持了一部分短期择偶带来的假设效应，特别是资源和更换配偶的收益。


  可能影响短期择偶的其他背景因素


  人人都想知道谁是朝秦暮楚的“情场浪子”，谁又是永不言弃的忠贞好男人。人人也都明白有些女人享受随意的性生活，而有些女人却无法想象没有承诺的性生活。每个个体对于随意择偶的偏好都是如此不同。即便是同一个人，也可能在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下转换自己的择偶偏好。人类性策略的这些变化依赖于大量的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变化。


  生父的缺乏和继父的存在。女子使用短期择偶策略与成长过程中父爱的缺乏存在着可靠的关联。例如，伯利兹的玛雅人和巴拉圭的Ache人声称，父亲不愿承担义务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花费时间、精力和资源去维持长期配偶关系（Waynforth, Hurtado, & Hill, 1998）。关于男女两性的其他研究也已经发现，在没有父亲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可能发育更快，更早接触性和开始短期性关系（e. g., Ellis, McFadyen-Ketchum, Dodge, Pettis, & Bates, 1999; Surbey, 1998）。更为有趣的是，一项研究发现，继父的存在，甚至比生父的缺乏更可能促进女孩的性成熟——这是采用短期择偶策略的可能预兆（Ellis & Garber, 2000）。相反地，生父可能给予女儿更多的保护，也就是说会采取行动阻止女儿过早涉足性行为（Surbey, 1998）。最后，与父母关系的疏远更有可能导致女性阅读色情书籍，也就更有可能导致她们日后生活的放荡，这对男性来说也是一样（Walsh, 1995, 1999）。


  生活状态的转变。随意的性生活方式还和人生的发展阶段相关。在许多社会中，青少年更倾向于利用这种方式评估自己在择偶市场中的配偶价值，他们试验不同的策略，训练诱惑异性的技巧，弄清自己的喜好（Frayser, 1985）。等到一切都尝试完毕，他们就能更好地为结婚作准备。这种青少年的婚前性试验是可以容忍的，在某些社会中甚至是被鼓励的，例如亚马逊地区的Mehinaku（Gregor, 1985）。该现象表明，短期择偶方式和人生发展阶段有关。


  配偶关系的转变为风流韵事提供了机会。例如，离婚后，重估自己的择偶价值就十分必要。婚后子女的存在往往会降低离婚人士的吸引力。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职场地位的提升也可能使得他们的吸引力超过上次择偶时的水平。


  性别比例。适宜婚嫁的男女比例是影响配偶关系持久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性别比例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例如战争中会战死更多的男性，搏击等危险性活动也更多地影响到男性，故意杀人案中死亡的男性约是女性的七倍，随着年龄增长女性的再婚率比男性要低。一旦有很多女性可供选择，男性就会转向短期择偶。这是因为性别比例对他们有利，能更好地满足他们对性伴侣多样性的需求（Pedersen, 1991）。例如在Ache，女性比男性数量多出50％，所以男性常常显得十分放纵（Hill & Hurtado, 1996）。相反，在男性数量大于女性数量时，两性都会转向使用长期择偶策略，表现为稳定的婚姻和较低的离婚率（Pedersen, 1991）。


  自我知觉的配偶价值和自尊对短期择偶的影响。最后一个可能影响短期择偶的是配偶价值，即一个人对异性成员的全面的性吸引力。自我知觉的择偶成功量表（Lalumiere, Seto, & Quinsey, 1995; Landolt, Lalumiere, & Quinsey, 1995）可以用来评价配偶价值。该量表的样本项目包括：“注意我的异性的数量”；“我得到许多异性的赞美”；“异性被我所吸引”；以及“相对于我的伙伴，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约会”。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他们的配偶价值量表的得分都和性经历存在相关。只是两性之间的结果截然不同。较之于自我知觉的配偶价值较低的男性，自我知觉的配偶价值较高的男性往往较早发生第一次性关系，青春期以来拥有的性伴侣较多，过去一年内拥有的性伴侣也较多，过去三年内受到的异性邀请更多，性交次数更多，甚至认为性交前没有必要让对方爱慕自己。此外，配偶价值高的男性往往在SOI调查表的最后部分中得分较高，这表明他们使用的是短期择偶策略。


  与男性截然相反的是，女性自我知觉的配偶价值和短期择偶策略的采用并没有显著的关联，其他研究者也重复证实了这一结论（Mikach & Bailey, 1999）。不过女性的自尊可以有效地预测短期择偶。自尊较低的女性较之自尊高的女性，往往自青春期以来拥有更多的性伴侣，在过去的一年内拥有更多的性伴侣、更多的一夜情。她们表现出对短期性关系的偏好，SOI调查表的得分也表明她们使用的是短期择偶策略。


  总之，自我知觉的配偶价值和自尊中的个体差异与短期择偶显然存在高度相关，但是这些差异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方式是不同的。自我知觉的配偶价值较高的男性往往更容易发生短期关系，而女性自我知觉的配偶价值与短期择偶之间却没有关联。与男性相反，自尊较低的女性更容易发生短期性关系，而男性的自尊和短期择偶不存在关联。和女性不同，大多数男性都表现出了对性伴侣多样性的需求，该现象的一种解释是只要条件允许男性就会这样去做；也就是说，对女性有诱惑力的男性实际上确实和许多人发生过性关系，这种行为表现出了对随意性关系的需求。女性的情况更为复杂。短期择偶策略的采取与自我知觉的配偶价值无关，却和较低的自尊有关。自尊较高的女性往往采用要求承诺的长期择偶策略，而自尊较低的女性往往采用短期择偶策略。究竟为什么自尊能够如此有效地预测短期择偶的发生，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小 结


  几乎整个20世纪有关择偶的科学研究都集中于婚姻。然而人类解剖学、生理学以及心理学的研究几乎都忽略了绵延人类历史中的风流韵事。科学家们显然能看到这种短期关系带给男性的繁殖收益，却看不到女性从中获得的众多收益。短期关系必然要求一个乐意合作的女性，而女性要乐意于此必然是因为能从中获得收益。


  在这一章中，我们首先讨论男性的短期择偶问题。根据Trivers的亲代投资和性选择理论，远古男性在短期关系中获得的繁殖收益是直接的——使更多女性成功受精就可能繁殖更多子女，从而增加后代的数量。有经验证据表明，相对于女性，男性对短期关系有更大的欲望。男性更希望能有多个性伴侣，交往中能更快进入性关系阶段，并在短期关系时降低择偶标准。男性拥有更多的性幻想，而且多数幻想都涉及多个性伴侣，他们有更多的婚外韵事，并且更经常地光顾色情服务业。尽管有小部分心理学家否认这个基本的性别差异（例如Miller & Fishkin, 1997），但对性的多样性的需求是性心理一个最大的、已经反复验证并具有跨文化一致性的性别差异（Schmitt, 2001; Schmitt et al., 2001）。


  然而，短期性关系必然要两厢情愿。除强奸外，男性进行短期性关系都必须得到女性的应允。历史上确实存在女性参与短期性关系的相关证据。生理线索包括男性的睾丸大小及射精量的变化，这些变化表明在进化历程中存在着精子竞争——在同一阶段，不同男性的精子必须通过竞争才能获得一个女性的生育权。从进化观点来看，女性也不可能不为任何收益而发生短期关系。


  据假设，女性可能从中获得五种类型的适应性收益：经济收益或者获取物质资源，遗传收益，更换配偶，获得性技巧和操纵配偶。根据现有的少量研究，经验证据支持更换配偶和资源获取假设，并不支持巩固地位或者操纵配偶的假设。要检验这些假设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检验，并且要从非适应性的影响中把适应性收益完全分离出来。


  这一章的最后部分研究了短期择偶的背景影响因素。性别比例是影响因素之一——女性比例较大时双方短期择偶的概率往往都比较高。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配偶价值，即对异性的性魅力。对男性而言，自我知觉的配偶价值较高的男性往往更容易发生短期关系，他们一般较早发生第一次性关系，拥有较多性伴侣。对女性而言，自我知觉的配偶价值和短期择偶之间却没有关联。但是，通常自尊较低的女性更容易发生短期关系，她们拥有更多性伴侣，并偏好没有依赖与承诺的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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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亲代抚育和亲属关系的挑战


  这一部分包括两章，一章关于亲代抚育问题，另一章关于亲属关系问题。有机体一旦成功穿越生存的障碍，就必须解决择偶和繁殖问题，接下来的挑战就是为繁殖的结晶而努力，因为孩子是父母基因的“载体”。第七章开篇就提出了为何几乎所有物种中母亲都比父亲对子女抚养投入更多这一难题。由此开始探讨亲代抚育的模式，集中于三个重要问题：子女与父母的基因的相似程度，子女把父母的关爱转换成适应性的能力，父母面临的是为子女还是为其他适应性难题投资的权衡问题。最后一部分为几乎人人都曾经历过的两代冲突现象提供了一种进化论的解释。


  第八章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大家族的亲属，诸如祖辈、孙辈、侄女、侄子、姑母、伯父。内含适应性理论为理解这类问题提供了许多解释，包括亲属间的关系、生死关头的亲属互助、通过自己的遗嘱把资产留给亲属、祖辈对孙辈的投资以及亲属关系上的性别差异。这一章用更宽广的视野考察了大家族的进化历程。


  
第七章 亲代抚育问题


  我的母亲说他是我的父亲。然而我不知道。因为没有人知道谁是自己的生父。


  ——忒勒马赫斯（奥德修斯之子），引自荷马《奥德赛》


  设想这样一种社会，男性和女性拥有同样的收入，每个健全成人都在工作，男女两性共同作出决策，所有孩子都由集体共同抚养。当人们真正面临这种社会组织时会有怎样的反应呢？事实上，这种实验已经有人尝试过了，生活在以色列集体农场（kibbutz）的人们就是如此。两位人类学家——Joseph Shepher和Lionel Tiger——研究了生活在集体农场上的三代人，总人数达34，040人。在他们1975年出版的经典著作《以色列集体农场的女人》中，Shepher和Tiger这样写道，他们惊奇地发现，集体农场的男女劳动分工甚至比以色列其他地区还要细（Tiger, 1996）。然而更令人吃惊的是女性表现出这样一种强烈的偏好：时间一长，她们要求孩子和自己同住，而不是归其他妇女集体抚养。男性试图否决这种建议，认为这是一种后退，是以放弃最初的乌托邦理想为代价而对平庸价值的一种妥协。而母亲以及上一代母亲则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最终否决了男性的大同理想。因此，这种共同抚养子女的乌托邦实验宣告破产，社会又恢复到私人抚养的母子关系这一人类文化中常见的模式上来。


  从进化的视角来看，后代是父母的一种媒介。通过子女，父母的基因得到成功的繁衍。没有子女，个体的基因很快就会消亡。既然后代最重要的功能是遗传的媒介，那我们就有理由推断说，自然选择可能青睐父母为确保生存和成功繁殖的那些强大机制。除了择偶问题，也许就再没有一个适应性问题比保证后代的生存发展更重要了。没有成功繁衍的后代，那有机体为择偶付出的所有努力也都毫无意义了。所以，进化过程应该产生一整套专门用于抚养后代的心理机制。


  既然后代繁殖至关重要，那么亲代抚育中一个令人惊诧的事实就是，许多物种根本就不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Alcock, 1993）。例如，牡蛎只是把它们的精子和卵子排入海洋，让后代在没有父母看管的情况下随波逐流。每个牡蛎都在大海中寂寞地求生，成千上万的兄弟在中途夭折。自然界中后代成长缺乏父母抚育这一现象普遍存在的原因之一是抚育代价过高。一旦为子女投入，父母就会失去原本可自己使用的物资。而照管子女的资源可以转而用于看管更大的领土，寻找其他配偶或者增加繁殖输出。要保护幼子，父母自己就要经受自己生存的危险。在抵御侵犯子女的天敌时，他们可能受伤甚至死亡。既然亲代抚育的代价如此之高，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推测，无论何时，从本质上看待亲代抚育现象，其繁殖收益都必然要远远超过其代价。


  在许多非人类物种中，我们也发现了进化而来的亲代抚育的例子（Clutton-Brock, 1991）。墨西哥的皱鼻蝠（free-tailed bat）就提供了一个进化得来的亲代抚育的极好例证。这些蝙蝠群居于黑暗的洞穴中，洞内通常有成百上千甚而上百万只蝙蝠。雌蝙蝠产下幼崽后，就会离开安全的群体外出觅食。她回来时，就面临着从拥挤的住所中辨认出自己的幼崽的难题。那里一平方米的地方可能就有几千个幼崽，所以这不是个小问题。假如自然选择按照“为了物种的利益”行事，那么蝙蝠妈妈喂养哪一个幼崽都可以，也就不存在再认并喂养自己孩子的选择压力。然而，蝙蝠妈妈并不是这样做的。83％的母亲都能正确找到自己的孩子，为了母乳喂养她们每天都减轻16％的体重（McCracken, 1984）。很显然，皱鼻蝠妈妈进化出了有助于探测自己的遗传后代的敏感机制，为了养育子女她们不惜代价，由此确保后代的生存。每个母亲都进化出了养育机制，该机制被选择设计用于保护自身的遗传后代，而不是整个蝙蝠物种的后代。


  伯劳鸟是科学家发现的拥有亲代抚育适应器的另一个例子。幼鸟刚破壳而出时，伯劳鸟总是会忙于清理它们身上的蛋壳，并且不辞辛劳地把破碎的蛋壳一片一片从巢中去除。这个现象令人困惑，Tinbergen（1963）对此进行了研究。他提出了三种假设：（1）清理蛋壳具有清洁功能，能防止细菌和疾病以此传播；（2）清理蛋壳可以保护新生的幼鸟，防止它们被锋利的碎壳边缘所伤；（3）清理蛋壳可以使鸟巢对捕食幼鸟的天敌不那么具有吸引力。通过一系列实验，Tinbergen发现只有防御天敌这一假设获得了支持。总的说来，减少被袭击的危险可以增加幼鸟存活的几率，这一收益超过了父母看管的代价。


  尽管从进化的视角来看，亲代抚育行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种行为在人类心理学中也是一个相对来说被忽视的主题。在1987年召开的“内布拉斯加州动机专题讨论会”上，进化心理学家Martin Daly和Margo Wilson为准备其中一个分会，浏览了34本较早的相关书籍，寻找父母动机方面的心理学研究和理论。结果没有一本书涉及于此，甚至连一段也没有（Daly和Wilson, 1995）。尽管母亲对子女的爱已经广为人知，但正是这种强烈的父母之爱让心理学家们颇为困惑，他们难以从理论上对此进行解释。一位著作颇丰的知名心理学家在关于爱的主题上写道：“那种需要促使大多数人感到，对子女的爱是无条件的，这种需要看上去十分持久，而其中的原因目前还不明了。”（Sternberg, 1986, p. 133）不过从进化的视角看来，深厚的父母之爱的原因却是一目了然的，至少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有理由认为，选择已设计了这种心理机制——通过进化而来的父母抚育动机，用于确保宝贵的基因载体的生存与成功繁殖，而正是这种载体使得个体的基因代代相传。不过，正如我们下面将看到的，从一些具有迷惑性的进化原因看来，父母之爱远不是无条件的。


  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转向父母关爱这个迷人的主题了。首先提出的问题需要我们从动物王国这个更广阔的物种背景中来反观人类本身：为什么包括人类在内的众多物种中，母亲对子女的照顾往往比父亲多得多呢？


  为什么母亲为子女提供的照顾比父亲更多？


  进化心理学家John Alcock（1993）描述了一部有关非洲猎犬的电影，它讲述了一只名叫Solo的特殊猎犬所遭遇的生活及与恶势力的故事。Solo是他母亲唯一的后人。因为其母地位低下，她和孩子容易受到别人的凌辱。一个接着一个，Solo的同胞相继被群内一只母犬杀死，这只猎犬是他母亲昔日的对手。Solo母亲的反抗是徒劳的，无法把孩子从凶残的对手手中救出。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当母犬拼死营救幼子的时候，父亲只是被动地站在一旁置若罔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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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们通常认为母爱是理所当然的，但人们仍提出了大量假设争相对此作出解释，即为什么在绝大多数物种中母亲往往比父亲对后代投入更多。


  这个故事尽管过于极端，却戏剧性地描述了生命进化的一个深刻的真理：在动物世界里，所有的雌性都比雄性在子女抚育方面的投入要多得多。人类也不例外。在一本名叫《亲代抚育的进化》的书上有一段妙趣横生的感谢辞：“我亏欠最多的是我的妻子，在我写亲代抚育的时候正是她照管着我们的孩子。”（Clutton-Brock, 1991）通过测量父母亲近孩子、抚摸孩子、教育孩子的时间，大量的跨文化数据也表明，女性的确在子女抚育方面的投入多得多（Bjorklund & Pelligrini, 2002; Geary, 2000）。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为解释亲代抚育中这种一边倒的现象，人们提出了多种假设。我们来看一下与人类最贴切的三种假设：（1）父子关系的不确定假设；（2）遗弃假设；（3）择偶机会的代价假设。


  父子关系的不确定假设


  在动物王国里，对于子女和自己的遗传关系，母亲通常都百分百地“确信”。这里有必要把“确信”二字用引号括起来是因为她们无需有意识地确认自己的母亲身份。当雌性生产或者排卵时，毫无疑问她们的后代将含有她的50％的基因。雄性却不可能“确信”。父子关系的不确定性问题意味着，从雄性的角度来看，总是有可能有其他雄性使雌性的卵子受精。


  体内受精的物种的父子关系的不确定性是最高的，这些物种包括大多数昆虫、人类、所有的灵长类动物和所有的哺乳动物。由于体内受精，在一位雄性到来之前，雌性动物可能已经和其他雄性交配过，或许已经受孕了。还有可能，在他们配对的任何时间，该雌性都可能和其他雄性秘密交配。对于人类，父子关系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包括性嫉妒在内的极大后果。不过，这里要指出的重要一点是，男性如果错把资源投入到其他男性的后代身上，将是一个极大的损失。不仅浪费了自己的资源，还把资源拱手奉送给对手的孩子。一般说来，由于这种错误投资所产生的代价，任何程度的父子关系的不确定性都意味着男性在亲代抚育的投资中更加不利。因此，对亲代抚育中女性比男性投资更多的现象，父子关系的不确定性提供了一种广为接受的解释，尽管没有被一致认可。


  父子关系的不确定性还不足以阻止亲代抚育的进化。但是，相对于母亲来说，父亲为子女投资显得不那么有利可图。在父子关系不确定的情况下，对于每份相同的亲代投资，母亲获得的回报就比父亲更多，因为“父亲”投资的一小部分可能就浪费在其他人的子女身上。相比之下，母亲的亲代投资是百分百地针对自己的孩子的。总之，尽管父子关系的不确定并没有阻止雄性的亲代投资机制的进化，却仍是雌性比雄性对后代投入更多的普遍倾向的一个可能的原因。


  遗弃假设


  能解释雌性育子的第二个假设把卵子和精子排放的顺序作为一个决定因素。假如亲代投资使后代受益，那么首先能够放弃子女的人也能受益，他们让配偶承担抚养的义务。被留下来的一方要么为后代投资从而获得收益，要么放弃后代。即便后代已经被父母中的一个所遗弃，一旦他们从亲代投资中受益，选择也会偏向那些留守的父母。总之，率先遗弃后代的父母一旦这样做，被留下的另一方就“被迫”抚养后代，而不是让它们自生自灭（Alcock, 1993）。


  根据遗弃假设，就体内受精物种而言，雄性动物可以在贡献完精子之后自由离开，因此雌性动物就应该背负着沉重的抚养负担，而且雌性动物必须对是否抚养后代作出残酷的决定。而对于体外受精的物种，雌性把卵子存储在外，之后雄性贡献精子，此时雌性就和雄性有同样的遗弃后代的自由，有能力把抚养的担子丢给雄性。因此，根据遗弃假设，在体内受精的物种中，雌性的亲代抚育应该更为普遍，而在体外受精的物种中，雄性的亲代抚育更为普遍（Alcock, 1993）。


  有一些数据似乎是支持该假设的。一项对多种鱼类和两栖类动物的研究发现，有86％的体内受精物种是由雌性承担大量的抚养工作（Gross & Shine, 1981）。相比之下，对于鱼类和两栖类等体外受精物种来说，只有30％是雌性比雄性提供更多的亲代投资，余下的70％是雄性比雌性对亲代抚育投入更多。


  该假设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对于体内受精的物种来说，比起体外受精物种，雄性确定哪个精子使卵子受精的途径更少，因此它们的父子关系的不确定性就更大。当受精在体外发生时，雄性动物有足够的线索来确定自己的父亲身份，例如目击自己的精子包裹住雌性的卵子，或者探测到卵子内有其他雄性的精子存在。因此，对于体内受精的物种表现出的雌性育子倾向，真正的原因也许是父子关系的不确定性，而不是谁先遗弃。第二，许多物种都是两性同时释放配子。如果遗弃假设是正确的，那么对于它们，任一性别进化出亲代抚育行为的几率应该都是50％。然而，一项对56种同时释放配子的物种研究发现，78％（56种物种中有36种）的物种表现为雄性育子现象（Alcock, 1993）。这远远多于遗弃假设预测的50％。由于这两个原因——来自同时释放配子的物种中的经验证据不支持遗弃假设，而是显示出亲代抚育是与亲子关系的不确定性相关联——遗弃假设在解释雌性比雄性对后代投入更多的普遍倾向时显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择偶机会的代价假设


  第三个假设来源于择偶机会代价中的两性差异。择偶机会的代价（mating opportunity costs）是指父母为后代投入精力而直接导致的其他择偶机会的丧失。男性和女性都会遭遇这种择偶机会的损失。当一位母亲在怀孕或者喂养孩子的时候，或者当父亲在抵御伤害幼子的敌人时，他们去保护其他配偶的几率就不可能很高。不过，男性付出的择偶机会的代价要比女性高，原因第六章已经讨论过：雄性的繁殖成效往往会受到他们使之怀孕的雌性的数量的限制。例如，对人类而言，男性只要拥有大量女性伴侣就能够获得更多的子女，而女性却不能通过与多个男性配对来增加后代数量。总的说来，由于在亲代抚育导致的择偶机会损失上，男性比女性要高，因此男性比女性不怎么可能承担子女的抚养任务。


  根据该假设，对雄性动物来说，因择偶机会丧失造成的机会代价越大，雄性育子的概率就越小（Alcock, 1993）。然而，当择偶机会代价较低时，这种情况就有利于亲代投资的进化。在雄性监管和守护特定领地的鱼类物种中，发生的正是这种情况（Gross & Sargent, 1985）。雌鱼活动于多个雄鱼的领地，选择其中一个产卵。雄鱼能一边保护甚至喂养这些鱼子，一边保护自己的领地。此时的亲代投资并不会使雄鱼丧失择偶的机会。事实上，雌鱼在某个雄鱼的领地中产下卵子，反而会增加这条雄鱼对异性的吸引力，会促使其他雌鱼也到此地产卵。也许正是其他鱼卵的存在表明该雄性领地是安全的，可以抵御外敌袭击，这使得其他雌鱼认为此地是可以接受的。总的说来，当雄性为子女投资所造成的择偶机会损失不大时，雄性的亲代抚育机制的进化时机也就成熟了。


  择偶机会的代价假设可以部分地解释人类亲代抚育中的个体差异。如果在适婚人群中男性较多，那么男性就很难使用短期择偶策略。反之，当女性较多时，男性就有更多的择偶机会（见第六章；见Gutteentag & Secord, 1983; Pedersen, 1991）。因此，我们可以预测，在男性过剩时，男性更有可能为子女投入，而在女性过剩时，男性就会忽视子女。大量的经验证据都表现出了这种情况（Pedersen, 1991）。


  总之，人们已经提出了三种假设来解释女性比男性的亲代投资更大这一普遍情况：父子关系的不确定性假设、遗弃假设和择偶机会代价假设。这些假设从本质上来说也并非是不相容的，当然，也有可能它们每个都能部分地解释亲代抚育的两性差异。在这三项假设中，最有力的竞争者是父子关系的不确定性假设和择偶机会代价假设。


  亲代抚育的进化视角


  本章开篇就指出，子孙后代是选择所塑造的载体，父母的基因由此传递到下一代，但是并非所有的后代都会繁殖。那些擅于生存或者择偶前景更好的后代才是成功传递父母基因的更好的载体。有的后代更可能从亲代抚育中获得收益。作为一项普遍法则，亲代抚育机制中很容易体现出选择倾向——一种针对后代的优先投资分配，以牺牲其他投资分配形式为代价——结果便增加了父母的适应性。从定义中可以看出，亲代抚育的选择性会对某些后代更为有利，这种情况被称为父母偏心（parental favoritism）。换一种说法就是，选择将会有利于这样一种亲代机制的进化，即父母更青睐那些对其投资有更高繁殖回报的后代（Daly & Wilson, 1995）。尽管父子关系比母子关系更弱，但对于更高的繁殖回报，父亲应该和母亲同样敏感，这几乎是所有文化中的通则（Mackey & Daly, 1995）。


  从最一般的理论层面来看，亲代抚育的进化机制应该对以下三种背景敏感（Alexander, 1979）：


  1．与后代的亲缘关系：孩子真的是我的吗？


  2．后代把亲代抚育转化为适应性的能力：我的每一份投资对后代的生存和繁殖都是重要的吗？


  3．用于后代投资的资源的其他可利用途径：我的某一份投资最好是用于自己的子女还是用于其他活动，诸如为姐妹的子女投资或是争取其他的择偶机会？


  现在让我们来深入探讨这三个背景，研究人类可能已经进化出的对这些背景敏感的亲代机制的经验证据。


  与后代的亲缘关系


  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州的匹兹堡，一位名叫G先生的公共汽车司机在六年后发现，他的女儿，一直喊他“爸爸”的孩子，事实上不是他的亲生女儿（“法定的父亲”案，1995）。最初的迹象是有一次G先生无意中听到流言说，镇子里的另一个男人吹嘘自己是孩子真正的父亲。而验血报告最终证明这是真的。G先生立刻停止对这个女孩支付每月的生活费用，拒绝拥抱或亲吻她，和亲生儿子出门时他也不再带上她。G先生试图切断和这个女孩的所有关系。而法院命令G先生继续支付这个女孩的生活费用，但他提出了上诉。尽管他和她亲密生活了六年，但自己不是她生父的事实导致他前后判若两人。


  Daly和Wilson（1988）简洁地描述了亲缘关系对父母动机的影响：


  从父母动机的达尔文观点来看，也许最为明显的预测就是：继任的父母通常没有亲生父母对子女那么关心，结果不是亲生父母养大的孩子通常会被人剥削利用，或者处于危险之中。亲代投资是一项宝贵的资源，选择必然青睐那些具有不在非亲属身上浪费资源心理的父母。（p. 83）


  对亲代情感的研究也支持了该假设。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城的一项对继父的研究中，只有53％的继父和25％的继母声称对继子怀有“亲代情感”（Duberman, 1975）。达尔文主义人类学家Mark Flinn在一个名叫Trinidadian的村子里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继父和继子之间的交流明显没有亲生父子之间频繁，而且更加具有攻击性（Flinn, 1988b）。此外，继子们显然不觉得这些攻击性的交流令人高兴，因为他们通常比亲生的子女更早离开家庭。


  这些发现也并不意味着无亲缘关系的孩子就不能激起父母之爱这种强烈的情感。继任父母能够并常常对继子表现慈爱和关心，并为他们提供资源。关键是，他们这种父母之爱和资源的投入极有可能比亲生父母要少。这一点甚至在韦伯斯特词典中都有提及，该词典对“继母”的定义包含两个部分：（1）父亲的继任妻子；（2）她不能给孩子适度的关照和注意（Gova, 1986）。


  继任父母和前任子女之间的内在利益冲突也常常表现在许多文化中的童话故事和民间传说中。一项对民间文学作品摘要的跨文化研究发现，此类主题通常有这样的结局：“邪恶的后母下令处死继女”，或者“趁丈夫外出做生意的时候，恶毒的后娘让孩子干苦活直至累死”（Thompson, 1955; Daly & Wilson, 1988, p. 85引用）。有关继父的主题也同样普遍，通常分成“好色的继父”（更容易对继女进行性虐待）和“残忍的继父”（更容易对继女进行身体上或情感上的虐待）两类。爱尔兰人、印度人、爱斯基摩的阿留申人以及印度尼西亚人的民间故事里，都把继父和后母描绘成了恶棍。


  有趣的是，继任父母和继子的关系中存在的问题，被少数观察或研究此类问题的社会科学家们普遍地归为“残忍的继父继母之谜”或者“孩子的非理性恐惧”（Daly & Wilson, 1988, p. 86）。但是如果这种恐惧是非理性的，这种残忍行径也只是虚构的故事，那么我们有理由询问为什么这些信条会如此普遍地存在于如此多样的文化之中。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要问这些虚构的故事、信条和民间传说是否扎根于现实的亲子关系中。以下我们将考查关于虐待儿童和杀害儿童的主题研究的证据。


  在雌性体内受精的物种中，例如我们人类，母子关系是百分百确定的，而父子关系有时令人心存怀疑。男性怎样确认自己的父亲身份呢？要确认自己是某个孩子的生父，他们至少有两种信息来源：（1）关于伴侣受孕期间的性忠贞的信息；（2）孩子和他相似的程度（Daly & Wilson, 1988）。我们有理由认为，男性进化出了对这两种信息敏感的心理机制。我们还认为，母亲试图影响男性对这两种信息的感知，例如试图让他相信她的确是忠诚的，或者说新生儿简直就是他的翻版。


  新生儿被说成和谁相像？Daly和Wilson（1982）提出，母亲们也许是有意识地通过评论新生儿和他长相上的相似性来提高父亲对自己身份的确信度。男性对自己的父亲身份的信任度一旦提高，他对孩子投资的意愿也就相应增加。为了观察母亲们的这种意图，Daly和Wilson研究了111份美国的出生录像带，长度从5到55分钟不等。为便于记分，口头表达都被逐字记录下来（其中一些母亲是默不作声的，还有一些音质太差以致话语无法听懂，因此该统计数据还可能低估了评论的实际数量）。


  就概率上考虑，人们会认为婴儿有50％的几率被说成像母亲，50％的几率说成是像父亲。但实际上，人们评价婴儿像谁时，母亲评价孩子与父亲相像的次数是其评价与自己相像的次数的四倍，分别占80％和20％。母亲的评价包括“他长得像你”（一位女性对丈夫说了三次），“我觉得他像你”，“跟爸爸真像”，“他像你，头发和你一样”，或者“说真的，他真像你”（Daly & Wilson, 1982, p. 70）。


  在同一份报告的第二项研究中，Daly和Wilson（1982）从加拿大报纸的出生公告上搜集了刚刚为人父母的人的地址，向他们发出了526份问卷。近25％的父母完成了该问卷。研究者要求给出反馈的人与较亲密的亲属取得联系，让他们也加入这个调查。问题是这样的：“你认为孩子长得最像谁？”


  第二项的研究结果证实了第一项研究的结论，而且更为详尽。在对孩子和父母的相似性进行评论的母亲中，有81％的人认为孩子更像父亲，只有19％的人认为孩子更像自己。母亲的亲属也表现出该倾向：在评价孩子与父母的相似性的人群中，有66％的人认为孩子更像他的父亲，只有34％的认为孩子更像母亲。


  研究结论的基本模式——母亲更有可能坚持认为孩子和他的父亲更相像——在其他不止一种文化的研究中也得到了验证，住在尤卡坦半岛上的墨西哥人也是如此（Regalski & Gaulin, 1993）。在该研究中，对59个墨西哥婴儿的亲属们做了198份采访。和加拿大的研究结果一样，断定婴儿更像父亲的人要比断定婴儿更像母亲的人多得多。孩子的母亲及其亲属更有可能强调父子的相似性。对于共同生活时间较短的夫妻而言，人们对他们的首胎子女与父亲的相似性的断定就更为普遍。总之，跨文化环境中验证的研究结果和理论假设是一致的，即孩子的母亲及其亲属试图影响孩子的父亲对自己父亲身份的感知，这也许是为了鼓励男性为子女付出亲代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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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和婴儿：他们相像吗？研究表明，孩子的母亲及其亲属以及父亲的亲属往往都认为新生儿长得更像父亲而不是母亲。这是一种使男性确认自己的父亲身份的策略并借此保证父亲对孩子的投资吗？


  更近的研究重复得出了以上结论，并进一步考查了新生儿是否真的更像父亲（McLain, Setters, Moulton, & Pratt, 2000）。结论有三：第一，母亲们更容易指出新生儿和父亲的主要的相似之处，而不是孩子跟自己的相似之处。第二，比起其他时间，当孩子父亲在家里的时候，母亲们更容易对父亲与孩子的相似性作评论。第三，要求人们根据照片对新生儿与其父母做出匹配时，母亲们和孩子之间的匹配度更高。这个发现表明，母亲们对父亲与孩子的相似性的评论偏好实际上并不是依据了真实的相似性。的确，该领域最系统的研究数据也表明，与研究最初的结果相比较（Christenfeld & Hill, 1995），孩子在一岁、三岁和五岁时与父亲的相似性并不比与母亲的相似性高（Bredart & French, 1999）。


  近期一项很有意思的研究表明，相似性的知觉可能影响男性以后对子女的投资。利用电脑的“变形”程序，实验人员把被试的照片或者其他人的照片变形生成孩子的照片（Plateck, Burch, Panyavin, Wasserman, & Gallup, 2002）。观看每张照片后，被试要完成一份关于他们假设中会为孩子投入多少的问卷。男性认为他们自己的照片变形后生成的面孔更吸引人，并表明他们会为这个孩子花费更多的时间，投入更多的金钱，并且在抚养他时最没有怨言。相比之下，女性的亲子投入就远远没有男性这样受到孩子与自己相似性的影响。


  男性对孩子与自己相似性的知觉还可能对家庭暴力现象有所影响。在一项研究中，55名参与家庭暴力治疗项目的男性对孩子与自己的相似程度进行了评价（Burch & Gallup, 2000）。报告表明，评价孩子和自己更像的男性与孩子有更积极的关系。不过最令人吃惊的发现就是，男性对相似性的知觉和对妻子的重度虐待之间的相关性。认为自己和孩子不像的男性，更容易对妻子采取暴力手段。因此，孩子和父亲的相似性的知觉可能是影响父亲对孩子的投入程度和他对配偶的惩罚量的重要线索之一。


  然而许多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母亲试图操纵父亲对自己身份的信心，这一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吗？母亲们究竟是意识到了自己在试图影响丈夫对自己父亲身份的知觉，还是说这些努力都是无意识中发生的？男性进化出了专门的机制来怀疑自己和孩子的相似性吗？并同时进化出了防止为其他人的子女投入的防御机制？这一系列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对子女的亲代投资。人类正生活在一个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远古时代的现代环境中。例如，现代社会有更新世时代所没有的货币经济。从理论上看，货币经济的一个优点就是能够为投资提供具体的量化的测量手段。利用这一点，三位进化人类学家测量了父子关系的不确定性对男性为子女的大学教育的投资造成的影响（Anderson, Kaplan, & Lancaster, 1999）。


  人类学家作出了三个预测：（1）男性对于自己的亲生子女比对继子会分配更多的资源；（2）不确定孩子是否是自己亲生骨肉的男性会比那些有把握的男性的投资更少；（3）男性对现任配偶的孩子会比对前任配偶的孩子投入更多。第三个预测对于亲生的和继任的子女都同样适用。预测1和2就直接来源于亲代抚育的进化理论，尤指亲缘关系。预测3是基于男性把亲代投资作为择偶努力（mating effort）的一种形式这一假设。也就是说，对子女转移资源是男性吸引和维持配偶的手段。


  这些预测的验证数据取自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城的615位男性。这些男性共生养了1246个孩子，其中有1158名亲生子女和88名继任子女。研究者收集了三个相关测量的数据：（1）子女是否曾经从参与者那里得到过大学费用？（69％的人收到过一部分钱）；（2）每位子女从参与者那里收到的大学费用总数的平均差为1990美元（平均而言，每个子女从他们那里能获得13180美元）；（3）参与者为子女支付的大学费用占大学总费用的百分比（平均而言，参与者支付的费用占大学费的44％）。


  该结论有力地支持了三种预测。孩子是参与者的亲生子女还是继任子女有很大的差别。与继任子女相比较，亲生子女从参与者那里获得大学费用的可能性是他们的5.5倍左右；亲生子女获得的平均大学费用比他们多出15500美元，约占65％。预测1——比起对继任子女，男性会给亲生子女分配更多的资源——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第二个预测是关于男性对其父亲身份的确信度的影响的。该调查为男性列出每一个他们认为有责任的怀孕事件。接下来，询问他们是否确信自己就是孩子的生父。如果男性确信自己不是或者不确定自己是否是孩子的生父，他们就被归为对父亲身份确信度较低的那一类。在这一类父亲的孩子中，只有13％的人可能收到大学费用。即使获得大学费用的机会相等，这些孩子也比那些确信自己身份的父亲的孩子收到的费用要少整整28400美元。预测2也就此得到了验证。


  第三个预测——男性对现任配偶的子女比对前任配偶的子女的投入要更多，不管谁是他们的亲生父母——也同样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如果一个孩子的母亲是参与者的现任配偶，他此时获得大学费用资助的机会是参与者前任配偶孩子的三倍左右。即使获得资助的机会相等，亲生父母在一起的孩子也将多得到14900美元；当参与者和孩子的母亲还是夫妇时，他们的孩子得到的大学费用将比其他孩子多出53％。研究表明，即使孩子是继任子女，男性也会投入更多，这可以看成是和孩子母亲的配偶关系的函数，该事实支持了男性的亲代投资是用于“择偶努力”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亲代努力”这一假设。


  在南非好望角镇对其中学生进行的男性投资调查也发现了类似的效应（Anderson, Kaplan, Lam, & Lancaster, 1999）。如果中学生是亲生的而不是继养的，那么这位父亲就会为他投入更多的金钱，买更多的衣物，花费更多的时间，而且更多地帮助他做功课。科萨男性也会为继子们做出一些投资，研究者把这解释为择偶努力的一种形式。进化人类学家Frank Marlow还发现，在坦桑尼亚的哈扎人（Hadza）地区，继父总是比生父投入得少（Marlow, 1999）。的确，研究中Marlow发现，没有一个继父会和继子直接玩耍。当问及继父的感觉时，他们承认和继子在一起时的积极情绪不如跟亲生子女在一起的时候强烈。


  总之，和子女的亲缘关系是男性对子女投入资金的有效预测指标。男性对亲生子女的投资要比对继任子女的多。当他们确认自己是孩子的生父时也会投资更多。


  没有双亲照管的儿童遭遇的虐待和其他危险。亲代投资可以看成是一个连续体。该连续体的一端是极度的自我牺牲，父母为孩子尽其所有，为抢救孩子甚至连生命都在所不惜。连续体的另一端是折磨孩子的事件，例如虐待儿童。这一类的极端例子就是杀死婴孩，这是对亲代抚育的一种相反的测定（即作为对亲代抚育的极端相反的评估）。内含适应性理论告诉我们，和孩子的亲缘关系可以作为杀婴行为的预测指标：一个成人和孩子的亲缘关系越远，他杀死孩子的可能性就越高。该预测已经得到了验证（Daly & Wilson, 1988, 1995,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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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1 每一千名儿童中被虐待的人数，数据来自儿童福利院和外省的案件记录。汉密尔顿、安大略湖、加拿大，1983。 来源：Daly, Martin和Wilson, Margo。谋杀，87。（纽约：Aldine de Gruyter）版权© 1988 by Aldine de Gruyter。经授权采用。


  同类研究中最有影响的是Daly和Wilson进行的，他们调查了美国汉密尔顿、安大略湖地区和加拿大的841个子女年龄在17岁或更小的家庭，以及来自某一儿童福利院的99名被虐儿童（Daly & Wilson, 1985）。大多数年幼的小孩都和双亲住在一起，因此儿童被继父母或双亲虐待的比率必须用比例的形式加以校正，使用诸如“人口中每1000个儿童中的受害人数”的统一指标。结果见图7.1。


  这些数据表明，那些和一个是亲生父母、另一个是继任父母一起生活的孩子，其被身体虐待的可能性是那些和亲生父母住在一起的孩子的近40倍。当贫穷和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得以控制后，危险系数更高。尽管低收入家庭中虐童事件的发生率的确更高，但研究者发现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中，有继父或继母的家庭其虐童事件的发生率都大约相等。Daly和Wilson得出结论：“继父继母本身仍然是儿童虐待的一个业已确定的最危险的因素。”（Daly & Wilson, 1988，pp. 87—88）当然，有人会声称这个结论是“显而易见”的，或是“任何人都能预料的”。但事实上，此前的该类研究都没能把继父继母确认为儿童虐待的危险因素，直到Daly和Wilson利用进化的视角才提出了这个因素。


  与后代的亲缘关系和儿童谋杀事件呈函数关系。


  1992年2月20日，2岁的Scott M. 因严重内伤死于蒙特利尔医院，伤势是由一处或多处腹部重击导致。在这起杀人案件中，孩子母亲的24岁的同居男友受到指控。法医鉴定认为，Scott的身体显示出“一个被打伤的孩子的所有症状”，这主要是因为孩子的“不同时期的大量瘀伤”。被告声称自己是Scott的主要看护人，承认曾经袭击孩子的母亲和其他成人，但[声称]“我不伤害孩子”。然而知情人说被告曾经承认用肘部撞击过孩子，因为Scott“在他想看电视的时候打扰他”。法院宣判被告有罪（Daly & Wilson, 1996, p. 77）。


  在美国和加拿大，人们每天都能从各大报纸上读到此类新闻。不幸的是，美国人口普查局和联邦调查局（FBI）收集数据时都没有区分亲生父母和继父继母，这种做法使得确认儿童的高危险度是否源自继父继母之手变得迷雾重重（Daly & Wilson, 1996）。尽管现有的大范围全国调查并没有述及亲缘关系和儿童谋杀事件的联系，Daly和Wilson还是在一系列其他的人口研究中找到了证据。在一项研究中，他们调查了十年间408名被杀的加拿大儿童是被亲生父母所害还是被继父继母所害。然后，他们计算了和父母同住的不同情况下每一百万名儿童中被害儿童的数量。结果见图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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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2 被继父继母和亲生父母杀害的危险与儿童年龄的关系。Canada 1974—1983来源：Daly, Martin和Wilson, Margo。谋杀，90。（纽约：Aldine de Gruyter）版权© 1988 by Aldine de Gruyter。经授权采用。


  儿童被继父继母杀害的比率明显大于被亲生父母杀害的比率。幼小的孩子危险最高，2岁以下的孩子尤为如此。Daly和Wilson（1988）在研究了该方面大量不同的数据之后发现，和继任父母同住的学龄前儿童被害的危险比和亲生父母同住的孩子高出40到100倍。


  不幸的是，有关儿童虐待和杀童事件与继任父母关系的跨文化数据十分稀少。Daly和Wilson（1988）列举了来自人类关系地区档案（HRAF）中的人种志的一些证据，不过这些证据几乎都不是系统性的，而且人种志被收集时也没有特别集中于儿童虐待、杀童事件或者继任父母，因此这些资料务必谨慎对待。尽管人种志记载有局限，但仍然值得注意的是，通奸被假定为导致了一定程度的父子关系的不确定，它也被认为是儿童被害的基础，记载中的39种社会中有15种提到了杀婴现象。有三种宗族型社会中的男性说，如果孩子表现出了某些身体特征，令他怀疑自己父亲身份的话，他会坚持杀死这个孩子。最后，在大洋洲的Tikopia和委内瑞拉的雅诺马马族的男子报告说，如果要和一名已经和其他男性生有子女的女性结婚，他们会要求杀死其前任丈夫的孩子，这是结婚的一个条件。


  亲缘关系是亲代投资和儿童虐待的一个有效的预测指标。男性对自己的亲生子女的教育投资比对继子继女要多，当他们对自己的父亲身份不甚确定时会减少对其子女的投资。当儿童和继任父母同住时，他们被虐待或被杀害的比率要比和亲生父母同住的时候大得多。和继任父母同住的学龄前儿童被虐待或被谋杀的危险至少是和双亲同住的孩子的40倍。的确，继任父母是业已确认的导致儿童虐待和儿童谋杀事件的一个最大的危险因素。尽管我们还需要更好的跨文化数据的支持，但现有证据已经支持了进化心理学的预测，即亲缘关系是父母收益的分布或者父母的代价花费的一个有效的预测指标。亲代抚育是代价不菲的。人类似乎已经进化出了相应的心理机制，引导他们把关怀优先指向自己的遗传后代。


  后代把亲代抚育转化为繁殖成效的能力


  在肯定了子女和他们假定的父母的亲缘关系（或者否定这种关系）之后，预测亲代抚育的下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子女利用父母关怀的能力。更准确地说，选择会偏好这样一种心理机制，促使父母在投资发挥最大效用的时候对子女加大投资——也就是说，子女通过扩大生存机会或者增加繁殖后代，从而把亲代抚育转化为适应性，当子女这样做的能力最强时，父母会为他们加大投资。


  这一进化的逻辑并不意味着，父母只关心精力充沛身体健康的子女。事实上，根据预测，在某些情况下，父母对于病患子女比对健康子女的投入还更多，这是因为每一份相同的投资更有利于前者而不是后者。该理论的关键不在于孩子是否健康，而在于孩子把既定量的亲代抚育转化成适应性的能力。当然不管这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父母们都不会这样想。没有一位父母会这样想：“我之所以对Sally比对Mary投入更多，是因为Sally能把我的投资变成更多的基因复制品。”真实的情况是，选择压力产生了导致投资转移的进化心理机制。而正是这种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一旦被当前的环境事件所激活，就“产生”了亲代投资的现代模式。


  进化心理学家David Geary总结了大量证据，说明亲代投资（包括父亲的投资）因子女的身体状况和在社会上的发展的不同而有显著的差别（Geary, 2000）。例如，在巴拉圭的Ache地区，15岁生日之前没有父亲照料的孩子的死亡率高达45％，而相比之下，15年一直有父亲相伴的孩子的死亡率就低得多，只有20％（Hill & Hurtado, 1996）。在印度尼西亚，父母离异的孩子的死亡率比和双亲同住的孩子要高出12％。瑞典、德国和美国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Geary, 2000）。此外，父母的资源越多，也就是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他们孩子的死亡率也就越低。


  亲代投资似乎还能影响子女在社会上的发展，不过两者间精确的因果关系还很难确立（Geary, 2000）。亲代投资可以用父母的收入和他们与子女相处时间显示出来，较高水平的亲代投资和子女的学业技能、社会技巧和此后的社会经济地位存在着正相关。父亲的投资似乎有特别显著的效果，由于他们教育成就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是母亲投资的四倍（这可能是因为母亲的投资往往稳定在较高水平，而父亲的投资更容易变化）。总之，父母在子女生存和社会上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存在差异。下一个关键问题是：父母对哪种孩子投入最多？


  我们不可能让时光倒流以确认哪种因素促使孩子最好地利用亲代抚育。不过，Daly和Wilson（1988，1995）确定了两个合理的可能因素：（1）孩子是否先天不足；（2）孩子的年龄。即使其他情况都正常，比起健全的孩子，拥有某种残疾的孩子获得未来的繁殖成效的可能性更低。同样，年幼的孩子的繁殖价值也低于年长的孩子。我们可以回忆一下，繁殖价值与未来繁衍后代的可能性是相关的。下面我们考查一下两个可能因素的经验证据。


  父母对先天不足的儿童的忽视和虐待。比起健康儿童，有例如脊柱裂、纤维囊病、兔唇、唐氏综合征等先天疾病的儿童的繁殖价值很可能更低。那么有没有证据表明父母会对他们区别对待呢？指标之一是，这些儿童是被完全放弃还是被部分放弃。研究显示，大部分有严重病患的儿童都会被送进专门机构。1976年的人口普查发现，被送入专门机构的儿童中有超过16000名儿童（几乎占总数的12％）根本没有被探访过。此外，约30000（近22％）的病患儿童一年被探访一次甚至更少（美国人口普查局，1978）。尽管结果是相关的，但不能建立因果关系，不过这至少是和父母为病患儿童投资更少的假设是相一致的。


  那些没有被送进专门机构的或者被遗弃的病患儿童的情况如何呢？根据粗略估计，美国总人口中儿童被虐待和被忽视的比率约为1.5％（Daly & Wilson, 1981）。这可以作为一个基本比率，可与不同特征的儿童被虐的比率相比较。Daly和Wilson（1981）从大量研究中总结出，先天不足的儿童被虐待的比率相当高。在这些研究中，有先天身体缺陷的儿童遭遇虐待的比率在7.5％到60％——远远高于普通人群被虐待的基本比率。尽管有一部分儿童的缺陷并不是虐待的原因，而是由虐待所导致，但对于有诸如脊柱裂、囊肿性纤维化、畸形足、兔唇或唐氏综合征等先天缺陷的儿童来说，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由于健康原因导致的母亲照料。对父母根据孩子的繁殖价值而有倾向地投资这一假设最直接的验证是双生子研究，其中每一对中都有一个更为健康。进化心理学家Janet Mann对14个婴儿进行了研究：共7对双胞胎，他们都是早产儿。婴儿4个月大时，Mann对孩子和母亲的互动进行了详细的行为观察（Mann, 1992）。这些互动观察都是在父亲不在场且孩子清醒的情况下进行的。观察者们都受过超过100小时的行为观察训练，包括大量的家庭母—婴配对练习。行为记录积极的母亲行为（positive maternal behavior），包括亲吻、搂抱、抚慰、谈话、玩耍和注视婴儿。


  独立进行的研究还有，对每个婴儿出生时、离开医院时、四个月大时、八个月大时的健康状况进行评估。健康状况的检查包括医学的、神经的、体格的、认知的和发展水平的评估。


  接下来，Mann验证了健康宝宝假设（healthy boby hypothesis）：孩子的健康状况将会影响积极的母亲行为的程度。当婴儿四个月大的时候，近一半的母亲把更多的积极的母亲行为指向了更健康的婴儿；另一半则没有显示出这种偏向。然而，当婴儿八个月大的时候，每个母亲都对更健康的婴儿表现出了更多的积极的母亲行为，无一例外。总之，该双生子研究的结果支持了健康宝宝假设，表明母亲的确把更多积极的母亲行为指向繁殖价值更高的婴儿。当然，该假设还需要更多的大样本研究的支持。


  孩子的年龄。繁殖价值——对未来繁殖的预期的可能性——从出生起到青春期一直在增加。这种增加的原因主要是一部分儿童——特别是婴儿——的死亡导致较早年龄段的孩子的平均繁殖价值下降。例如，14岁孩子的平均繁殖价值比婴儿的要高；有的婴儿不能存活到14岁。在婴儿死亡率极高的远古时期，从出生一直存活到14岁是一个充满艰险的路程。在此基础上，Daly和Wilson提出了一个特殊的假设：孩子越年幼，父母杀死他的可能性就越高，但是当谋杀者不是孩子的亲属时，上述与年龄相关的儿童谋杀模式就不会发生，因为非亲属不会和父母一样关注孩子的繁殖价值。


  和大部分其他主题一样，跨文化的证据也十分稀少。在HRAF文件中，11种不同文化的人种志报告说，当子女的出生时间间隔太短或者家庭人口过多，子女就可能被杀掉（Daly & Wilson, 1988, p. 75）。报告中每一个例子都是新生儿被杀；没有一项是年长的孩子被处死。


  对该进化预测的更严格的验证来自加拿大与年龄有关的儿童被亲生父母杀害的危险性的数据。研究结果（见图7.3）表明，婴儿被亲生父母杀死的危险性要高于其他任何年龄组的孩子。从这一点来看，从出生到17岁，儿童死亡的比率是逐渐下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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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3 孩子的年龄与其被亲生父母杀害的危险性之间的关系。加拿大，1974—1983。来源：Daly, Martin和Wilson, Margo。谋杀，76。（纽约：Aldine de Gruyter）版权© 1988 by Aldine de Gruyter。经授权采用。


  死亡率下降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越来越会保护自己。但这并不能解释数据，因为儿童被非亲属杀害的危险性显示出与此完全不同的模式，如图7.4中所示。非亲属者与孩子的亲生父母不同，他们更容易杀害1岁的孩子，而不是婴儿。不同之处还在于，大部分父母都不会杀死十几岁的孩子，这些孩子此时体力最强，难以对付，但他们被非亲属杀害的比率比其他年龄组的孩子都要高。简言之，随着孩子年岁增长而升高的繁殖价值解释了亲生父母很少杀死年长儿童的事实，而孩子增长的体力却无法解释这一事实。


  总之，与子女提高父母的繁殖成效相反的两个指标——先天缺陷和年幼——预测了亲生父母杀害子女的事件。Daly和Wilson（1988）还极力指出，他们并没有说“虐待儿童”或“杀害儿童”本身是一种适应器；准确地说，他们是用杀害儿童的事件来分析或检验父母情感。他们提出，父母较为偏爱那些最有可能把亲代投资转化成繁殖成效的孩子，而不会偏向于那些做不到这一点的孩子。他们用偏心（discriminative parental solicitude）这个词汇来形容父母情感的这种形式。根据Daly和Wilson的分析，杀害儿童代表了父母情感的一种极端的相对异常的负面表现形式，它本身并不是一种适应器。另一方面，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父母对健康儿童比对不健康儿童的投入要多，这说明自然选择促进父母形成对孩子的繁殖价值敏感的心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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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4 孩子的年龄与其被非亲属杀害的危险性呈函数关系。加拿大，1974—1983。来源：Daly, Martin和Wilson, Margo。谋杀。（纽约：Aldine de Gruyter）版权© 1988 by Aldine de Gruyter。经授权采用。


  对儿子的投资与对女儿的投资：Trivers-Willard假设。身为儿子还是女儿，是可能影响儿童把亲代抚育转化成繁殖成效的能力的另一个因素。当然，假定人口中的性别比率相等，平均而言，儿子和女儿应该拥有相同的繁殖成效。但是他们身处的家庭条件可能使得儿子或女儿更有可能更好地利用亲代投资。这就是Trivers-Willard假设的核心思想：当父母条件较好时，他们将生养更多的儿子并为儿子投入更多，从而他们有机会生养一个在择偶竞争中十分成功的儿子（Trivers & Willard, 1973）。相反，根据该假设，如果父母的条件较差或者几乎没有资源可供投资，那么他们应该会为女儿投入更多。换一种说法，是否有“好”的条件更能影响男性的繁殖成效而不是女性的繁殖成效。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期望，在一夫多妻的择偶系统中，条件好的父母会把投资偏向儿子，而条件差的父母则会把投资偏向女儿。


  不幸的是，研究表明Trivers-Willard假设并不适用于所有人类（Keller, Nesse, & Hofferth, 2001）。一些研究中发现了Trivers-Willard效应。例如，一项研究显示，在社会的较高阶层，女婴比男婴更有可能被父母杀掉（Dickemann, 1979），这和先前的假设（假定杀婴是亲代投资的相反行为）相一致。类似地，在肯尼亚的Kipsigis，较贫困的家庭就更有可能为女儿而不是为儿子的教育进行投资，而较富裕的家庭则出现了相反的倾向（Borgerhoff Mulder, 1998）。与此相反，在一个样本为3200名美国儿童的调查中，研究者既没有发现地位较高的父母对儿子比对女儿投资更多的证据，也没有发现地位较低的父母对女儿比对儿子投资更多的证据（Keller等等，2001）。要确定其他不同文化中能否发现Trivers-Willard效应，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更一般地说，我们需要更细致的研究以确定在何种条件下儿子或女儿能更好地利用亲代投资。


  亲代投资的资源的其他可利用途径


  人的能量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分配于一项活动的精力增多，分配于其他活动的精力就必然会减少。这种精力有限的原则应用到亲代抚育上，就意味着照顾孩子的精力不能分配于其他适应性问题，例如个体生存、吸引其他配偶或者为其他亲族投资。在最一般的水平上，我们预期选择已经塑造了人类的决策标准，该标准决定了人类何时为子女投资，何时解决其他适应性难题。从女性的角度来看，年龄和婚姻状况是可能影响这些决策的两个背景因素。从男性的角度来看，对女性的潜在性接触是影响亲代投资的一个重要背景因素；当男性对女性的潜在性接触较高时，他就倾向于把投资指向择偶而不是亲代抚育。现在我们依次来讨论这些背景因素。


  女性的年龄和杀婴现象。年轻的女性还有许多年的时间来生育和抚养子女，因此拒绝一个生养孩子的机会只会带来极小的损失。相反，年长的女性已经步入可生育期的尾声，丧失一个生养孩子的机会就可能永远失去了机会。随着繁殖机会的减小，推迟怀孕所带来的繁殖损失就越来越大。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预期自然选择会偏向于这样一种决策标准，年长女性会倾向于立即为子女投资而不是拖延时间。


  Daly和Wilson（1988）把杀婴事件作为母亲投资（或者拒绝母亲投资）的一种测定，以此来考查上述假设。前面的推理带来了一个特殊的预测：年轻女性应该比年长女性更容易杀死自己的婴孩。该假设得到了Ayoreo印第安人行为数据（Bugos & McCarthy, 1984）的支持。新生儿被杀的比例在最年轻的女性组（15—19岁）中最大，在最年长（39岁以上）的女性组中最低。


  然而，Ayoreo印第安人的杀婴事件的比率之高显然非同寻常——占新生儿总数的38％——因此这可能是一个非典型样本。那么其他文化中有支持母亲年龄影响杀婴比率的证据吗？Daly和Wilson（1988）收集了1974至1983年间加拿大发生的杀婴事件的数据（见图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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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5 母亲的年龄与婴儿被杀（婴儿早期被亲生母亲杀害的事件）的危险性呈函数关系。加拿大，1974—1983。来源：Daly, Martin和Wilson, Margo。谋杀，63。（纽约：Aldine de Gruyter）版权© 1988 by Aldine de Gruyter经授权采用。


  与Ayoreo印第安人一样，年轻的加拿大女性杀死婴儿的比率远远高于年长的加拿大女性。十几岁的年轻妈妈的杀婴率最高，比其他任何年龄组高出3倍多。二十多岁的妈妈的杀婴率位居其次，之后是三十多岁的妈妈。图7.5表明，最年长组的女性的杀婴率呈现出轻微的增大，这似乎和年长女性更少杀婴的假设相冲突。不过，Daly和Wilson认为这可能不是一个可信的结果，因为该年龄段只有3位女性：一个38岁，其他两个51岁。


  因此来自两种文化的数据都支持了该假设，即杀婴率在未来生育机会较高的年轻女性中较高，而在未来生育机会较低的年长女性中较低。根据假设，年轻女性会把个人资源指向其他目的，例如积蓄个人资源或吸引有投资能力的配偶。而年长女性的决策标准会倾向于立刻为子女投资，甚至放弃对其他适应性问题的投资。另一个可能影响子女投资决策的是女性的婚姻状况。


  女性的婚姻状况和杀婴现象。未婚生子的女性面临着三种可能的选择：她可以试图在没有孩子父亲帮助的情况下把孩子抚养成人，她可以放弃生出孩子或者放弃抚养他，或者她可以杀掉孩子，努力吸引一个丈夫并和他生育子女。Daly和Wilson（1988）提出，女性的婚姻状况将影响她杀死孩子的可能性。


  他们用两套数据检验了这个预测。首先他们研究了HRAF档案——现存的最大型的人种志数据库。有6种文化报告，在没有男人知道孩子父亲是谁或没人愿意承担抚养孩子的义务的时候，婴儿会被杀死。在另外的14种文化中，女性的未婚状况被认为是杀死婴儿的决定性原因。尽管这些数据都很具有启发性，但更加量化的数据才会更令人信服。


  一项研究以1977年到1983年的加拿大女性为样本，此间有两百万婴儿出生（Daly & Wilson, 1988）。其中，未婚先育的女性只占12％。尽管未婚妈妈的百分比相对较低，但在此后报道的64起母亲杀婴案中她们占据了半数以上。敏锐的读者可能就会立刻想到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也许未婚母亲一般都比已婚妈妈更年轻，因此也可能是年龄而不是婚姻状况说明了该杀婴现象。为了解决这个疑点，Daly和Wilson（1988）分别研究了年龄和婚姻状况对杀婴现象的影响（图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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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6 母亲的年龄和婚姻状况与婴儿被杀的危险性呈函数关系。加拿大，1974—1983。来源：Daly, Martin和Wilson, Margo。谋杀，65。（纽约：Aldine de Gruyter）版权© 1988 by Aldine de Gruyter。经授权采用。


  结果很明显：年龄和婚姻状况两者都与杀婴比率存在相关。除去最年长组，每个年龄段的未婚妈妈都比已婚妈妈更容易杀死自己的婴儿。


  假如我们把所有的结果放在一起加以评估，似乎就会有更充分的证据证明，女性的年龄和婚姻状况将影响她们杀婴的可能性。根据假设，这些倾向反映了女性进化而来的考虑怎样分配精力的决策标准。对于年老的已婚女性，她们可生育的年份在快速缩减，因此她们更有可能保留孩子并为之投资。年轻的未婚女性则更有可能杀死婴儿，而把自己的精力更多地用于其他适应性问题的解决，例如生存或吸引能够投资的男性。必须记住的重要一点是，Daly和Wilson并不是说杀婴现象本身是一种适应器。相反，他们把杀婴现象作为与亲代抚育相反的一种行为指标——从这众所周知的冰山一角我们可以揭示出，对特殊背景敏感的亲代投资的决策标准这一内在心理机制。


  亲代投资努力和择偶努力。已经分配于亲代投资的精力就不能再用于寻找其他配偶。回忆一下，在权衡亲代投资和择偶问题时，男女进化出了不同的决策标准，验证该假设时有两点重要的进化原因。第一，与女性相比，男性可以通过与其他配偶的性接触获得更大的收益。择偶成功的男性可以通过增加性接触量来生育更多的子女，女性却不能。第二，父子关系一般都不是百分之百确定的。因此，平均看来，相同数量的子女投资对增加男性的繁殖成效比增加女性的繁殖成效的可能性要小。这两点考虑产生了一个有效的预测：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把能量和精力直接指向亲代抚育，而不是用于寻找其他的择偶机会。


  来自多种文化的证据都可以支持该预测。例如，委内瑞拉雨林的Ye'Kwana人的父母亲，在搂抱孩子花费的时间上就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平均而言，母亲搂抱婴儿的时间占总时间的78％，父亲搂抱婴儿的时间仅占1.4％（Hames, 1988）。剩下的时间里，婴儿大部分是被姐妹、姑母、姨妈、祖母等其他女性亲属搂抱着。


  非洲中部的Aka Pygmies人是另一个例子（Hewlett, 1991）。Aka人以他们异常高水平的亲代投资而著称。Aka的父母和他们的幼儿睡在同一张床上。夜间喂养母乳时，孩子感到不适的时候，通常是父亲照顾婴儿，他们唱歌、跳舞使他或她安定下来。父亲还为孩子擦鼻涕，擦屁股，或者除去孩子身上的灰尘、虱子。当孩子饿了而母亲不在身边时，父亲甚至会让孩子吮吸自己的乳头，尽管里面显然没有乳汁。


  Aka的父亲们每天搂抱孩子的次数显然比其他文化里的父亲要多得多——平均有57分钟。但这样高水平的亲代投资在Aka的母亲面前还是相形见拙，母亲们平均每天搂抱孩子多达490分钟。因此即使在Aka这种被称为“母性的男性”社会里，女性仍在后代抚养中扮演主要角色。


  另一个跨文化研究调查了大量技术水平较低的农业社会，包括墨西哥、爪哇、盖丘亚、尼泊尔和菲律宾（Barash & Lipton, 1997）。两性的劳动分工模式是一致的。男性照管孩子的时间占他们清醒时间的5％—18％，通常是8％。相反，母亲照管孩子的时间占她们清醒时间的39％—88％，通常是85％。总之，女性照管孩子的时间约是男性的10倍。如果把看管玩耍的孩子等更多被动模式考虑在内，性别差异甚至会更大。包含这些数据以后，女性对子女养育的投资就扩大到了男性的15倍。


  在当代美国也能找到相似的差异，现代社会的奶瓶和人造母乳等发明意味着男性完全有能力从婴儿期开始照顾孩子。即便是这样的社会，女性对孩子的直接照顾也是男性的4倍多（Barash & Lipton, 1997）。单身的亲代抚育也提供了另一组有效数据。约90％的单亲是女性。尽管强调男女平等，但男性并不情愿在抚养孩子中担当主角，而女性更愿意承担大部分责任。最吸引人的是，该结果反映了两性进化而来的决策标准，男性倾向于为择偶投资而女性倾向于为子女投资。


  大量其他研究表明，母亲进化出的这种特殊的亲代机制在父亲身上似乎很弱甚至不存在。一系列研究调查了男性和女性在观察不同图片时的瞳孔反应（Hess, 1975）。当我们看着吸引我们的东西时，我们的瞳孔比在注视周围环境时会扩大（放大）一些。因此瞳孔是否放大可以作为兴趣和吸引的测量手段——这种细微的测量手段可以合理地避免可能影响问卷调查的自我报告的偏向。在这些研究中，当给女性示以婴儿的幻灯片时，女性的瞳孔会比平时放大17％多；而男性的瞳孔反应却没有任何变化。此外，当示以怀抱婴儿的母亲的幻灯片时，女性的瞳孔放大了近24％，而男性的瞳孔只放大5％（但即便是这种轻微的放大，也可能是由于男性对母亲的兴趣而不是对婴儿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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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婴儿时，女性的瞳孔会自发地扩大，扩大程度比男性大，这是对婴儿喜爱的一种表现。


  其他研究也显示了对婴儿的反应中类似的性别差异。在孩子出生6小时后，母亲能够仅凭嗅觉就辨认出自己的孩子，而父亲却不能（Barash & Lipton, 1997）。当婴儿照片在屏幕上快速闪现时，女性认出婴儿面部表情的能力也比男性高；女性对婴儿的惊奇、厌恶、愤怒、恐惧、沮丧等情绪的探查也比男性要更快更准确得多（Barash & Lipton, 1997）。更有趣的是，女性的准确度丝毫没有受到和婴儿或儿童相处的先前经验的影响。


  女性显然拥有强大的亲代抚育机制，而男性的亲代抚育机制却很弱甚至是没有。在所有文化的现有数据当中，女性比男性花在婴儿或儿童身上的时间显然更多。和男性相比，女性认为婴儿的图片更有趣或者更吸引人，瞳孔测量证实了这一点。女性在婴儿出生几小时后就能凭气味辨别出自己的孩子，而男性却不能。最后，女性能比男性更快更准确地读懂婴儿的面部表情。所有的这些证据都指向了一个强有力的结论：女性显然进化出了引导她们为子女分配更多资源的决策标准，同时进化出了使亲代投资更有效的兴趣机制和情绪解读机制。


  有假设认为，男性把没能分配于亲代投资的精力指向了其他的适应性问题，例如择偶。该假设的直接证据是存在的，但不足以令人信服。证据之一来自于关于非洲中部的Aka Pygmies人的详细研究。尽管和其他文化相比，Aka人呈现出大量的男性亲代投资现象，但那里的男性在如何抚育后代上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一位在部落（kombeti）里地位较高的男性，搂抱孩子的时间就比地位较低者搂抱孩子时间的一半还要少（Hewlett, 1991）。这些高地位的男性通常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妻子。相比之下，地位低下的男性甚至拥有一个妻子就很幸运了。地位低的男性显然是通过增加对子女的投资来弥补身份上的不足，而高地位的男性显然把额外的精力投入到了吸引更多的配偶上面（Hewlett, 1991; Smuts & Gubernick, 1992）。


  即使男性确实为子女而贡献力量，这也可能是一个择偶的策略而不是帮助子女生存的方法——这是灵长类动物学家Barbara Smuts和David Gubernick（1992）提出的一个假设。例如，Mark Flinn（1992）考查了特立尼达岛的一个农村的男性亲代投资。他发现，当一名女性单身并带有孩子时，男性与她结婚之前会比之后更多地与她的孩子互动，这表明男性把精力投向孩子也许是为了吸引女性。


  小结 我们已经研究了亲代投资进化的三个影响因素：与后代的亲缘关系、后代把亲代抚育转化为繁殖成效的能力，以及亲代投资的资源的其他可利用途径。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这三个因素都非常重要。父母对亲生子女的投资多于对继子继女的投资。比起对亲缘关系百分之百确信的母亲，对亲缘关系较不确信的父亲对孩子的投入更少。和残疾的、患病的，或者繁殖价值较低的儿童相比，繁殖价值更高的健康儿童能得到父母更多积极的注意。男性往往比女性更多地把资源指向择偶，他们对子女的直接投资也往往更少。在Aka男性中，地位较高的人显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吸引更多的妻子上面，因而在直接的亲代抚育上花费的时间就较少。地位较低的Aka男性则更多地为子女投资，不过其水平还是不及Aka女性。


  父母——子女冲突的理论


  进化理论告诉我们，孩子是父母繁殖成效的主要载体。如果说孩子对父母是如此重要，你也许会奇怪为什么你和父母之间会产生冲突。那么接下来你也许会惊奇地看到，进化实际上也能够说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冲突（Trivers, 1974）。


  在诸如人类等有性繁殖的物种中，父母和后代有50％的亲缘关系。前面已经证明，父母和子女的亲缘关系能够产生选择压力从而生成强烈的亲代抚育机制。但这同时意味着，父母和子女之间有50％基因差异。因此，双方各自理想的行为过程很难完全契合（Trivers, 1974）。特别地，父母和子女将在如何理想地分配父母的资源上产生分歧，这样导致的典型结果就是，子女想得到的要多于父母想给予的。下面让我们来探讨父母—子女冲突的逻辑。


  Daly和Wilson（1988）用一个数字表示的例子来阐述其中的逻辑。假设你有一个同胞兄弟，他和你的繁殖价值相同。一天，你们的母亲采集了两份食物准备喂养你们。在资源充足的情况下，相同的资源消耗的增加量伴随着递减的收益（diminishing returns）；也就是说，第一份消耗的食物的价值高于第二份消耗的等量食物的价值。打个比方，第一份食物可能防止你饿肚子，而第二份食物让你吃得饱一些或者长胖一些。我们说第一份食物能使你的繁殖成效提高四个单元，而第二份食物将会使之再提高三个单元。你的同胞兄弟的食物消耗也是相同的结果，每次增加相同的食物量会带来递减的收益。


  现在来说冲突。从你母亲的视角来看，理想的分配是你和兄弟各得一个单元的食物。这样她能净赚八个单元的收益，四个来自你，四个来自你兄弟。但是，如果你或者你的兄弟独享所有的食物，那么收获就只有七份（第一项的四份加上第二项的三份）。因此，从你母亲的角度来看，给孩子平均分配才能产生最好的结果。


  然而，从你的视角看来，你自己的价值是兄弟的两倍：你拥有100％自己的基因，而你兄弟只有50％你的基因（平均而言）。因此，你母亲的理想分配能够给你带来四个单元的收益，而从你兄弟那里你只能得到两个单元的收益（因为你只能从兄弟的收益那里获得50％），总共获得六个单元的收益。然而，如果你设法得到所有的食物，你能就获得七个单元的收益（四个单元来自第一份食物，而三个单元来自第二份）。在这个简单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从你自身的角度来看，理想的分配是你获得所有的食物，而你的同胞兄弟一无所有。不过，你的这种理想模式就和你母亲的平均分配的理想模式产生了冲突。这样一来就得出了一般结论：父母—子女冲突理论预测，一般每个孩子想得到的父母资源都比父母所能给予的多。尽管上述例子简化了很多方面，但该结论在兄弟姐妹对父母的价值不同或者独生子女的情况下也同样适用。如果父母一味赞同子女的理想的资源分配，那么就会封闭父母获得繁殖成效的其他可能的渠道。有趣的是，该理论预测，关于父母资源的父母—子女的冲突不仅发生在青春期等特殊时期，而且存在于每一个人生阶段（Daly & Wilson, 1988）。


  总之，Trivers的理论确定了父母和子女重要的遗传利益冲突（genetic conflict of interest）的竞争场所——资源最佳分配的“战场”（Godfray, 1999）。在进化过程中，父母表达的基因和子女表达的基因将展开“军备竞争”。因此理论预测，选择使子女形成了操纵父母导向子女的最佳资源分配的适应器，使父母形成了倾向于自己的最佳资源分配的相反适应器。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场战争通过一些奇怪的方式得到了解决。


  父母—子女冲突理论产生了大量可验证的特殊假设：（1）父母和子女就孩子何时应该断奶的问题产生了冲突，父母一般希望孩子尽快断奶而孩子希望继续占有母乳资源；（2）孩子天性上往往重视自己，父母则鼓励孩子更重视自己的兄弟姐妹；（3）父母倾向于惩罚子女之间的冲突，奖励他们的合作。


  子宫中的母婴冲突


  很少有关系能像母子关系一样和睦，毕竟母亲百分百确信孩子身上自己的遗传成分，因此在所有关系中母子的遗传利益应该是不相冲突的。然而，在近期一系列令人惊奇的论文中，生物学家David Haig把父母—子女冲突的范围加以扩展，把子宫内的母婴冲突也囊括在内（Haig, 1993）。


  母婴子宫内冲突的逻辑直接取自前面讨论过的父母—子女冲突理论。母亲把50％的基因贡献给了胎儿，胎儿另外50％的基因来自父亲。孩子选中母亲为其投资从而获得更大的繁殖收益。然而，胎儿更加看重的是自己而非母亲未来的孩子。因此，选择创造出相应的机制，使胎儿能够操纵母亲为自己提供更多的营养，比母亲最乐意提供的还要多。


  母婴冲突最早表现在胎儿是否自动夭折上面。多达78％的受精卵要么无法着床，要么在母亲怀孕早期就自动夭折（Nesse & Williams, 1994）。大多数受精卵夭折的原因是染色体变异。母亲显然进化出了一种探查染色体变异并中止其发育的适应器。这种机制是十分高效的，它阻止了母亲对可能早年夭折的孩子的进一步投资。及早中止妊娠对母亲是十分有利的，便于她们为将来更有可能存活的孩子保留资源。的确，绝大多数流产都发生在怀孕的头十二个星期内，而且许多都在女性忽略的孕期的第一阶段（first period）之前就发生了，因此有人可能甚至不知道自己怀孕就已经流产了（Haig, 1993）。然而，从胎儿的角度来看，生命只有一次。它会尽自己的一切努力在子宫着床，并避免自发的流产。


  人的绒膜促性腺激素（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 hCG）似乎就是为这种功能进化而来的适应器，它是胎儿往母亲血液中分泌的激素。它能起到阻止母亲行经的作用，使得胎儿继续留在子宫中。因此，生产大量的hCG似乎是胎儿暗中破坏母亲企图自动流产的适应器。对女性来说，体内高水平的hCG可以“解释”为胎儿健康而且能够存活的信号，此时不大可能自动流产。


  一旦着床成功，另一种冲突似乎又产生了，这就是母亲供血的冲突。怀孕的最普遍的一种影响就是高血压。因血压过高对肾脏产生的危害，被称为子痫前期（preeclampsia）。在怀孕早期，胎盘细胞侵入母体动脉，负责调节胎儿供血量。因此，任何对母亲其他动脉的限制都会导致血压的升高。当胎儿“感觉”自己需要更多的营养时，会往母亲血液里释放限制其动脉的物质。这就导致孕妇血压升高，并为胎儿传输更多的血液（也就是营养），这可能会对血管造成危害，出现子痫前期的症状。很显然，这种机制的进化是有利于胎儿的，它甚至不惜对母亲造成伤害。


  有两个证据支持了胎儿与母亲相冲突的进化机制假设。第一，几千份孕期资料显示，怀孕期间血压升高的母亲自发流产的比率往往较低（Haig, 1993）。第二，对胎儿的血液供给限制更多的母亲来说，子痫前期更为普遍，这表明胎儿在血液供给较低的时候会分泌更多的hCG，从而导致高血压的产生。


  也许，关于母亲和胎儿的冲突的这些最新理论看起来像科幻小说一样荒诞。但它们都直接来源于Trivers（1974）的父母—子女的冲突理论。根据预测，冲突的发生是因为胎儿和小孩一样，也被选择设定为要从母亲那里获取比母亲准备给予的更多的资源。下面，让我们转而讨论孩子出生以后父母—子女冲突理论的意义。


  重解伊底帕斯情结


  已有研究探讨了父母—子女的冲突理论和弗洛伊德的伊底帕斯情结假说（1900/1953）之间的联系。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伊底帕斯情结是孩子和他的同性父母之间冲突的重要来源。它由两个部分组成。首先，根据假设，儿子在2—5岁之间对母亲产生了一种性吸引。由于父亲和母亲有实际的性接触，这种性吸引就会导致儿子和父亲的冲突。这就引发了伊底帕斯情结的下一个部分，即儿子杀死其父亲的无意识愿望。从本质上来说，为了争夺母亲，儿子和父亲成了相互竞争的情敌。接下来就出现了一个清晰的预测：如果该理论正确，父母和子女间的同性冲突和敌对状态会就比异性间的敌对状态多得多，特别是在孩子2—5岁的伊底帕斯阶段。


  伊底帕斯理论和Trivers（1974）的父母—子女的冲突理论存在严重的矛盾。根据Trivers的理论，父母和子女的利益冲突基本上和孩子的性别无关，至少在学前阶段是这样。相反，冲突是亲代投资上的分歧所导致。由此前的讨论可知，父母—子女的冲突理论预测，儿子和女儿都同样要求父母给予自己比父母想给的还要多的亲代投资。


  这两种理论都预测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冲突，但它们在两个关键假设上差别迥异。第一，导致父母和子女冲突的资源不同。弗洛伊德理论中的冲突对母亲的性欲，而Trivers的理论中的冲突源自父母的投资量。第二，两个理论中同性冲突的重要性也不同。弗洛伊德理论中，父母和子女之间（例如父亲和儿子）的同性冲突应该比异性冲突（例如母亲和儿子）更为普遍，而Trivers的理论则并不强调同性冲突（Daly & Wilson, 1990）。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限定，即儿子必须足够成熟才能成为父亲的性对手。性选择的标准达尔文理论（见第四章）预测，同性成员将为争夺异性成员的性接触而成为竞争对手。然而，该理论中没有预测母亲会成为性对手的目标。事实上，我们已经知道男性择偶时偏好较年轻的女性（见第五章），由此我们预测儿子很少会对母亲产生性兴趣。另外，由于“近交衰退（inbreeding depression）”所产生的并发症，即近亲夫妇生育的孩子会表现出智商较低或更多的遗传病症，此时选择会强烈反对母亲对儿子的性吸引。因此，父亲和儿子有可能成为性对手，但他们竞争的焦点在于和其他女性的性接触，而非他们的妻子或者母亲。


  总之，根据进化的解释，弗洛伊德理论的伊底帕斯情结混淆了冲突的两种相互分离的来源。第一，父亲和儿子之间可能的确存在与性无关的冲突，但该冲突指向亲代投资，而非性接触。第二，父亲和儿子之间可能存在性冲突，但针对的是和其他女性的性接触，而非儿子的母亲。总之，弗洛伊德显然不恰当地把这两种不同的冲突融合到了他的伊底帕斯情结理论中。


  还存在与这两种相对立的理论假设相关的数据吗？Daly和Wilson（1990）收集了多种间接的数据。他们考察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谋杀案，用以检验弗洛伊德的预测，即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谋杀主要集中于伊底帕斯阶段（2—5岁）的同性谋杀案。他们把谋杀事件作为冲突程度和敌对关系的一种测定手段。从早期的谋杀模式上来看（例如，有继任父母存在的家庭发生的谋杀事件更多），该假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支持。


  使用研究父母和子女谋杀事件的两个独立样本，一个来自加拿大，另一个来自芝加哥，Daly和Wilson没有发现伊底帕斯阶段（2—5岁）存在同性谋杀事件的任何证据。例如，在加拿大样本中，有21名男孩被父亲杀死，21名男孩被母亲杀死。在同一个样本中，有27个女孩被父亲杀死，27个女孩被母亲杀死。把这些谋杀事件加以分析，我们发现并没有证据显示父亲会更倾向于杀死儿子，或者母亲更倾向于杀死女儿，至少在伊底帕斯阶段是如此。


  然而，当孩子成长至青春期然后到成人期时，一个清晰的同性冲突模式就出现了。例如，在成人阶段，60％的家庭谋杀事件是男性所为，而受害者也是男性（父亲或儿子）。本案例中另外27％是男性为凶手，而女性是受害者。家庭谋杀事件中女性凶手极为少见。女性杀人而男性被害的事件只占5％，女性杀人而女性受害的例子也只占9％（Daly & Wilson, 1990, p. 178）。总之，成人阶段的确偶尔存在家庭内部的同性谋杀，大多数集中在父亲和儿子身上。但这是在伊底帕斯阶段结束十年后才发生的。总之，这种数据形式更为支持Trivers的父母—子女的冲突理论，而不是弗洛伊德的伊底帕斯理论。在下一章讨论亲属关系的时候，我们将看到Trivers的父母—子女的冲突理论如何发展并扩大到更为一般的理论，进而解释不同家庭之间的冲突。（进一步的研究参见栏目7.1的家庭谋杀事件。）


  栏目7.1 杀害父母与尊老爱幼的不对称性


  1月2号，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被害人（男，46岁）在家被人用鸟枪近距离射中致死。凶手（男，13岁）是被害人的儿子，这种情况对负责调查的警方来说非常熟悉……家庭是暴力的常发地，在这起案件中，被害人起先殴打妻子和儿子，随后威胁他们，他所用的正是最终令他毙命的同一把武器，他甚至曾经对妻子开枪。在这个致命的星期天，被害人喝醉回家，骂他的妻子是“婊子”、“妓女”，并开始动手打她，此时他的儿子终于忍无可忍，亲手结束了这漫长的虐待生活（Daly & Wilson, 1988, p. 98）。


  假设父子关系是确定的，父母和子女的基因就有50％的相关。但是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他们并不会因此就平等地对待对方。子女是父母基因的载体，但是当父母衰老时，他们对子女来说越来越不重要，相反子女对父母来说越来越重要了（例如，当父母繁殖的其他途径都开始削弱时）。最终结果是，成年子女对父母的价值要比父母对子女的价值大得多（Daly & Wilson, 1988）。顺着这个逻辑，我们可以预测：更没有价值的人就更容易被杀，因此成年的后代更有可能杀死他们的父母，相比之下，反过来的可能性则小之又小。支持该假设的只有一些有限的经验证据。在Detroit主持的一项研究中，涉及父母和成年子女的11起谋杀案中，9起是父母被成年子女杀害，仅有2起是成年子女被父母杀害（Daly & Wilson, 1988）。在一项更大型的加拿大谋杀案调查中，91起是父亲被成年儿子杀害（占父—子谋杀案的82％），仅有20起是成年儿子被父亲杀害（占父—子谋杀案的18％）。值得一提的是，该样本排除了涉及继父的谋杀案，因为本章较早我们提到，继父继子会产生特定类型的冲突。当然，这些谋杀案数据都是初步的，并没有解释假设中价值不对称导致的父母—子女的冲突的内在心理机制。然而，它们也确实说明，父母—子女关系中相对不被重视的一方的危险更大。以此推论，未来的研究无疑将为这种特殊而又亲密的亲缘关系的冲突本质提供更丰富的研究信息。


  小 结


  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后代是父母基因的载体，因此选择应该青睐被设计来确保后代生存和繁殖的亲代机制。亲代抚育的心理机制已经被证明也存在于许多非人类物种上。一个最有趣的谜团就是，为什么母亲往往比父亲提供更多的亲代抚育。有三种假设给出了解释：（1）父子关系的不确定假设——男性比女性投入更少是因为他们对假定的后代贡献基因的概率更少（母子关系的确定性是100％，而父子关系的确定性低于100％）；（2）遗弃假设——谁可以率先遗弃子女，由于许多物种都是体内受精，因此雄性可以成为率先遗弃孩子的人；（3）择偶机会的代价假设——付出亲代投资的男性的代价高于女性，因为这种投资使他们丧失了其他的择偶机会。尽管这三个因素都可能说明亲代投资量中全部的性别差异，但当前证据更为支持的是父子关系不确定假设和择偶机会代价假设。


  根据预测，亲代投资的进化机制至少对以下三种背景因素敏感：（1）与子女的亲缘关系；（2）后代把亲代抚育转化成适应性的能力；（3）亲代投资资源的其他可利用途径。足够的经验证据支持了与后代的亲缘关系影响人类的亲代投资这一假设。研究显示，继父母比亲生父母对子女产生的积极的父母情感更少。继父母和继子继女的关系往往比亲生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存在更多冲突。新生婴儿常常被说成是更像假定的父亲而不是母亲，这一现象显示出试图影响假定父亲对子女的投资的心理机制。父母对亲生子女的大学教育费用的投资通常高于对继子女的投资。在父子关系更确定的情况下，投资也会更高。和一个是亲生父母、另一个是继父母同住的孩子，其遭受身体虐待的比率是和双亲同住的孩子的40倍，他们被杀的可能性也是和双亲同住的孩子的40—100倍。总之，子女和父母的亲缘关系似乎是亲代投资质量的关键因素。


  根据预测，进化的亲代机制对于后代把亲代抚育转化为繁殖成效的能力也非常敏感。有三条研究线索支持了该理论假设。首先，先天不足的孩子，例如患有脊柱裂或唐氏综合征的孩子通常会被送入专门机构或者被遗弃；即便没有被遗弃而是得到照顾，他们被父母身体虐待的可能性也更大。其次，双生子的少量研究发现，母亲对健康的婴儿往往比对不健康的婴儿投入更多。最后，年幼的婴儿比年长的孩子更容易处于被虐待和谋杀的危险之中。


  理论预测的影响亲代抚育质量的第三个背景因素是亲代投资的资源的其他可利用途径。人的精力和能量都是有限的，而分配于一项活动的精力必然不能再投入其他活动。一些研究调查了杀婴事件的模式，基于杀婴事件是亲代抚育的相反行为这一假设——也就是说，他们指出这是亲代投资的对立面。研究显示，年轻女性比年长女性更有可能犯下杀婴案，因为根据假设，年轻的母亲还有很多年时间可以生养后代，而年长的母亲生育的时间却为数不多。未婚女性比已婚女性更有可能犯下杀婴罪。根据假设，这些倾向都反映了女性进化而来的分配精力的决策标准。最后，男性通常比女性把更多的把精力转向择偶，他们往往比女性提供更少的直接亲代抚育。在Aka，地位高的男性对直接子女抚育的投入要比地位低的男性少。根据假设，地位高的Aka男性把精力都投入到了吸引更多的妻子上面了。总之，资源的其他可利用途径对何时把精力投入到亲代抚育的决策标准会产生影响。


  父母—子女冲突的进化理论表明，父母和子女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因为他们只有50％相关的基因。该理论预测，通常每个子女都想要比父母所给予的还要多的亲代资源。该理论产生了一些惊人的预测，例如：（1）母亲—子女冲突时常在子宫中就发生了，例如围绕胎儿是否会自发流产的冲突；（2）随着双方年龄的增长，父母对子女的重视程度往往高于子女对父母的重视程度。有关子痫前期的经验证据支持了第一个假设——似乎胎儿往母亲的血液中分泌了大量的绒膜促性腺激素，阻止了母亲行经，使得胎儿继续留在子宫中，从而暗中破坏了母亲自发流产的任何企图。来自谋杀案件的证据支持了第二个假设——父母衰老后更不被重视，他们更有可能被成年子女杀死，相反的情况则要少些。基于越不被重视的人被杀的危险性越高这一假设，成年子女应该更有可能杀死自己的父母，而不是父母杀死子女。初步的数据表明，父母—子女冲突将是未来进化心理学经验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推 荐 读 物


  Bjorklund, D. F., & Pellegrini, A. D. (2002). The origins of human nature: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Daly, M., & Wilson, M. (1988). Homicide. Hawthorne, NY: Aldine.


  Geary, D. C. (2000). Evolution and proximate expression of human paternal investmen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6, 55—77.


  Marlow, F. (1999). Showoffs or providers? The parenting effort of Hadza men.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0, 391—404.


  Trivers, R. (1974). Parent-offspring conflict. American Zoologist, 14, 249—264.


  
第八章 亲属关系问题


  我们遇到的所有人群，无不对有关性和亲属的事情表现出一种无法摆脱的兴趣。


  ——Edmund Leach, 1966


  想象这样一个世界，每个人都同等地爱着其他所有人，不会对谁有任何偏爱。你不仅把食物留给自己的孩子，也同样赠予过路的陌生人。你的父母出资让邻居去上大学，就好像他们对待你的方式一样。而且，当两个人同时落水，但你只能挽救其中的一个人时，你挽救一个陌生人和你的兄弟姐妹的可能性完全相同。


  这样的世界是难以想象的，内含适应性的进化理论能够解释其中的奥秘。从内含适应性理论的视角看来，人与人之间的遗传相关度是不同的。按照一般的规则，我们和我们的父母、子女和同胞之间的遗传相关度是50％，和我们的祖父母、祖孙、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叔叔、舅舅、姑姑、姨妈、侄子和外甥的遗传相关度是25％。平均而言，我们12.5％的基因和我们的第一代堂表兄弟姐妹是相关的，而和第二代堂表兄弟姐妹的相关度则还要减半。通常情况下，我们和陌生人在遗传上没有任何关系。


  内含适应性理论认为，个体的所有亲属都是他（她）的适应性的载体，不过他们的价值是有差别的。在第七章中我们已经知道，小孩对于他们父母的价值是各不相同的；而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会探讨亲属对于我们有不同的价值这一问题的理论假设和经验证据。从理论上来讲，如果其他条件一样，那么自然选择将会青睐这样的适应器——即能够根据亲属的遗传相关度来提供相应比例的帮助。比如说，自然选择所青睐的机制应该是这样的，它为我们自己提供的帮助是我们兄弟的两倍，而兄弟得到的帮助将会是外甥的两倍。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每种条件都是相同的。比如让遗传相关度保持恒定时，一个努力奋斗想要成为音乐人的兄弟将会比另一个富有的兄弟从我们这里得到更多的帮助。此外，利他行为能够在相关度很低或完全没有任何遗传相关的条件下得以进化，这个问题我们放在第九章中讨论。不过，如果要从内含适应性理论出发，得出最为直接的预测，那就是：如果一种机制让我们先帮助近亲，然后是远亲，最后才是陌生人的话，那么自然选择通常会让这样的机制得以进化。


  这一章主要探讨亲属关系的进化心理。然而，与前面的章节有所不同的是，本章的内容着重于理论探讨，而较少涉及到经验证据。这是有原因的。尽管从进化的视角看来，亲属关系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这一主题几乎完全被心理学家忽略了（Daly, Salmon, & Wilson, 1997）。原因之一在于，亲属往往比陌生人更难研究，所以我们很容易在那些入门的心理学教科书中找到有关陌生人的论题。第二，由于生活在现代的都市环境中，所以我们和我们的外亲通常都住得很远。人们一般都成长于核心家庭，然后离家去上大学，或者住在离亲戚很远的其他城市和城镇。第三，我们对亲戚的偏爱是如此的司空见惯，以至于很少有研究者会认为对这个主题的研究会带来什么富有创见的发现。没有哪个科学家敢大张旗鼓地宣称说他的研究结果表明人们提供给家庭成员的帮助比陌生人要多。第四个原因更具推测意味，它认为任人唯亲往往会给现代西方社会的人们带来窘迫感（Hamilton, 1987），因为这种现象和所谓的民主与平等的观念是相矛盾的。也许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原因，所以对于亲属关系的心理机制的研究尚缺乏丰富的经验证据。不过，现有的证据仍然是令人兴奋的，而且为将来的研究指明了一条清晰的脉络。


  内含适应性理论及其应用


  这一节我们先介绍Hamilton规则，也就是内含适应性的理论公式。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将会明白，父母对自己子女表现出来的偏爱，可以被看作是对内含自己基因拷贝的“载体”表现出偏爱的一种特例。然后，我们将探讨这个公式用来说明诸如合作、冲突、冒险和悲痛等主题时所得出的精妙结果。


  Hamilton规则


  我们在第一章中曾经谈到内含适应性的理论概念：


  一个生物体的内含适应性并非是指他自身的属性，而是指他的行为或影响的属性。内含适应性等于个体自身的繁殖成功，再加上他对其亲属繁殖成功的影响并乘上一个对应的相关系数。（Dawkins, 1982, p. 186）


  为了理解这个内含适应性公式，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基因，它促使个体表现出利他行为。在这里，对利他行为的定义必须满足两个条件：（1）自己会付出代价；（2）为他人提供了利益。Hamilton提出的问题是，在哪些条件下这个利他基因能够得以进化并在人群中扩散开来？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会认为利他行为不可能得到进化。这是因为，让自己付出代价的行为将会阻碍自身的繁殖，有可能还增加了竞争者的繁殖能力，所以这样的基因通常会被自然选择淘汰出局。但是Hamilton认为，如果利他行为的受惠者所获得的收益b乘以受惠者携带利他者基因的概率值r之后，仍然大于利他者自身所付出的代价c，那么这样的利他基因就能够得以进化。也就是说，当


  c<rb


  时，自然选择就能够将利他行为选择出来。这就是Hamilton规则的正式公式。其中，c是指利他者所付出的代价，r是利他者和受惠者之间的遗传相关度（遗传相关度是指除了基因在人群中的平均分布之外，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共享某个特定基因的概率；详细讨论见Dawkins, 1982, and Grafen, 1991），而b则是受惠者所获得的收益。这里，代价和收益都是以繁殖价值来予以衡量的。


  这个公式表明，如果遗传相关度为0.50的亲属所获得的收益比利他者付出的代价高出2倍；如果遗传相关度为0.25的亲属所获得的收益比利他者付出的代价高出4倍，如果遗传相关度为0.125的亲属所获得利益比利他者付出的代价高8倍，依此类推；那么自然选择将会支持利他者付出代价。举个例子来说，假设你经过一条河，碰巧看到你的亲属掉进河里，正在湍急的水中挣扎。你可以跳进水里去救他，但可能会搭上自己的性命。按照Hamilton规则，自然选择所支持的决策规则是，如果你能够救出3个兄弟（而不是1个），你才应该跳进水里去冒险救人。你不可能为了救一个兄弟而赔上自己的性命，因为这将会违反Hamilton规则。从Hamilton规则的逻辑看来，进化形成的决策规则会让你牺牲自己的性命去挽救5个侄子或外甥，但是对于第一代堂兄弟而言，在你牺牲之前，你必须挽救9个堂兄弟才能满足Hamilton规则。


  需要记住的是，人们的行为并不一定会遵守内含适应性的逻辑。其实，Hamilton规则只是限定了帮助亲属的基因能够得以进化的条件而已。Hamilton规则阐明了利他基因——其实是所有的基因——在进化过程中所受到的选择压力。如果一中特质（基因）通过突变进入群体当中，而它又违反了Hamilton规则的话，那自然选择会将它无情地淘汰掉。只有当特质的基因编码满足Hamilton规则时，这些基因才能扩散到整个群体中去，进化成物种所特有的本领中的一部分。研究者将它称之为可进化性限制（evolvability constraint），因为只有那些满足Hamilton规则的基因才能得以进化。


  在整个20世纪，Hamilton的内含适应性理论是对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最重要的修正。在内含适应性理论出现之前，利他行为一直让进化科学家们困惑不已，因为它削弱了利他者本人的适应性。地面松鼠为什么看到捕食者之后会发出警报呢？因为报警声显然会让它自己更容易被捕食者盯上。而一个女性又为什么愿意将自己的肾脏捐献给她的兄弟？Hamilton的内含适应性公式漂亮地解决所有的这些问题，并且向我们展示了利他行为（会给利他者自身的繁殖带来妨碍）是如何能够轻易地得以进化的。


  Hamilton规则的理论应用


  物种的社会行为是以这样的方式进化而来的：在每一个能够激发不同行为的情境中，个体都会根据适合于该情境的关系系数来评估周围的人以及他自己的适应性。（Hamilton, 1964, p. 23）


  乍看之下，Hamilton的内含适应性理论似乎意味着：存在多少种亲属关系，人类就应该进化多少种心理适应器来解决每一种亲属关系所包含的适应性问题。但是，Hamilton的理论并不是说这样的心理机制一定会得以进化。毕竟，有很多物种根本不和它们的亲属一起生活，所以自然选择也就不可能塑造出特定的亲属机制。不过，倘若涉及亲属关系的心理机制真的能够得到进化，那Hamilton的理论倒是可以预测这些亲属机制的一般形式。在上一章中，我们曾经讨论过许多特定的“抚养问题”，而且还对各种抚养机制（比如对子女的不同偏爱程度）的进化证据作过评论。在对子女的偏爱程度上，父母所依据的特征是他们父母身份的确定性，以及子女的繁殖价值。内含适应性理论把亲子关系看作是亲属关系的一种特例——尽管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特例——因为亲代抚育仅仅代表了个体对携带有自身基因拷贝的“载体”的一种投资方式而已。在人类的进化历史中反复出现的其他亲属关系还有同胞、半同胞、祖父母、祖孙等等。下面我们来考察这几种亲属关系，看看这些关系引发了哪些适应性问题。


  同胞。兄弟姐妹带来了非常独特的适应性问题，而且在人类的进化历史中不断地反复出现。首先，兄弟姐妹是一种主要的社会联盟，毕竟，你和你的同胞的遗传相关度是50％。但与其他亲属不同的是，同胞也是争夺父母资源的主要竞争者。正如我们在第七章看到的那样，父母已经进化了对部分子女的偏爱。亲子冲突理论告诉我们，父母和子女很难在最佳利益的观点上达成共识。这就使得子女们一直面临这样一个适应性问题：为了从父母那里获得资源而相互竞争。鉴于存在这样的冲突，所以我们不会奇怪为什么同胞之间的情感总是爱恨交织、自相矛盾（Daly, Salmon, & Wilson, 1997, p. 275）。


  在一项引人注目的研究分析中，Sulloway（1996）提出，由父母所施加的适应性问题为子女们创造出不同的“生态位”，其中的差别主要取决于出生的顺序。具体而言，由于父母常常偏爱长子（女），所以一般来说长子（女）都较为保守，更有可能维持现状。但是，次子（女）却很难通过维持现存的结构来获得资源，所以他们需要依靠反叛行为才能达到目的。根据Sulloway的观点，接下来出生的子女——特别是中间的子女——会发展出一种更加叛逆的人格，因为如果维持现存的次序，他们获得的资源将是最少的。然而，幼子（女）往往会得到父母较多的投资，因为父母通常会停止对其他孩子的关注，将主要精力和资源都投资在他们最后这个直接的繁殖载体身上。


  进化心理学家Catherine Salmon和Martin Daly（1998）已经找到了支持这些预测的部分证据。他们发现，与长子和幼子相比，中间出生的子女在家庭稳定性和对家庭的认同上的评分更低。比如，中间出生的子女很少把遗传亲属当作他们觉得最亲近的人，他们也不大可能成为掌管谱系关系的角色。


  上述结果和其他研究发现（Salmon, 1999），为Sulloway的理论提供了支持：出生顺序会影响个体对生态位的选择，长子（女）更有可能和父母建立牢固的感情，认为父母是可以依靠的对象，而中间出生的子女则更有可能向家庭之外的人寻求联盟。有趣的是，即使父母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孩子，中间出生的子女所获得的总投资仍然是最少的（Hertwig, Davis, & Sulloway, 2002）。其中的原因在于，长子（女）在生命早期得到了父母的全部投资，因为当时其他孩子尚未出生；而在哥哥姐姐建立自己的家庭之后，幼子（女）就可以完全享有父母的所有资源。相反，中间出生的子女总是要和其他人分享父母的资源，因为他们的全部成长过程中一直有同胞在其左右。所以，即使父母努力地公平对待每一个子女，中间出生的子女还是会吃亏，这也许正是中间出生的子女对他们的家庭缺乏认同感的原因所在（Hertwig, Davis, & Sulloway, 2002）。显然，关于出生顺序对亲属关系稳定性的微妙影响，我们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探讨。


  同胞与半同胞。亲属关系的另一个问题是，同胞到底是全同胞还是半同胞（half sib）？这一点在理论上非常重要。比如说，你和你的同胞有一个共同的母亲，但你们有同一个父亲吗？这种差别之所以在理论上特别重要，是因为全同胞的遗传相关度为50％，而半同胞的遗传相关度则只有25％。在对地面松鼠的一项研究中，Warren Holmes和Paul Sherman（1982）发现，全同胞的姐妹在互相照看对方子女的合作频率上比半同胞姐妹更高。


  人类身上也存在类似的差别吗？我们对此还一无所知，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研究者探讨过这个问题。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全同胞和半同胞之间的差别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反复出现的一种选择压力。对当代部落社会的研究表明，女性常常和不同的男人发生关系并生下小孩，有时是因为婚外情，有时是因为再婚（Hill & Hurtado, 1996）。Daly, Salmon和Wilson（1997）曾经推测，“在人类的史前史中，一个女人所生的子女到底是全同胞还是半同胞，确实是一件说不准的事情；而且，50％和25％这两种遗传相关度的差别决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特别是当需要决定是合作还是竞争的时候”（Daly, Salmon, & Wilson, 1997, p. 277）。再婚家庭中的同胞兄弟姐妹之间的遗传相关度是不同的，这些家庭中出现的冲突将是我们检验上述预测的理想条件。


  祖父母和祖孙。祖父母和他们祖孙直接的遗传相关度是25％。现代女性在更年期之后仍然心身健康，这就引发了如下的假设：更年期是作为一种策略而得以进化的，因为女性不再从事直接的繁殖活动，而是把资源投资在祖孙身上。这就是所谓的“祖母假设”（Hill & Hurtado, 1991）。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更年期后的女性确实都在为祖孙的生活谋福利（Lancaster & King, 1985）。所以，这种推论是合乎情理的：祖父母是人类进化历史中不断重复出现的生存特征，因此自然选择肯定已经设计了特定的心理机制来让祖父母对资源加以分配。正如我们在本章后面看到的那样，研究者已经为这个假设找到了可靠的证据。


  关于亲属的某些普遍特性的假设。Daly, Salmon和Wilson（1997）提出了一套关于亲属心理的普遍特征的假设。首先，他们认为，以自我为中心的亲属称谓具有普遍一致性。也就是说，在所有的社会中，所有的亲属关系都是根据某个中心个体来进行分类的。我的父母不是你的父母，我的兄弟也不是你的兄弟。简而言之，所有的亲属词汇都是以某个中心个体的自我为中心的。


  第二，所有的亲属系统都是根据性别和代（generations）来划分的。母亲和父亲不同，姐妹和兄弟也不同。这种性别差异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亲属的性别包含有丰富的繁殖意义。比如，母亲和子女之间的血缘关系是确定无疑的，但父亲却不尽然。儿子可以通过多个配偶而获得广泛的繁殖成功，但女儿却不行。总之，亲属成员的性别对他（她）所面对的适应性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所有的亲属系统都是按照性别来划分的。


  第三，代也是非常重要的。正如我们在第七章中看到的那样，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比如，随着年龄的增长，子女（作为父母基因的载体）的繁殖价值越来越高，而父母对子女的用处却越来越少。所以，我们预测，所有的亲属系统都是根据代来划分的。


  第四，亲属关系都是根据“亲疏程度”来排列的，而亲近程度又与遗传关系密切相关。简而言之，“亲疏程度”的情感认同和文化认同应该和遗传关系的疏密相对应。很明显，这个预测并没有说人们必定能够意识到基因、繁殖或遗传关系。


  第五，亲属之间的合作程度和稳定性是他们之间遗传相关度的函数。比如说，当你需要帮助时，近亲为你提供帮助的可能性应该远大于远亲。另外，近亲之间在互惠活动中的不平衡现象（比如你送给亲属食物或礼物，但不需要回报）常常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当亲属的遗传相关度下降时，可接受的程度也随之降低。特别是当两人之间没有遗传关系时——比如朋友——这种不平衡现象应该是最让人不能接受的。总之，亲属之间的合作和冲突应该可以从遗传相关度中得到预测；人们在遇到麻烦时应该向近亲求援，而不是远亲；无论是哪一种利益冲突，它在近亲中应该比远亲中更容易化解。


  内含适应性理论的第六个应用是，大家庭中的长者会鼓励或强迫年轻人对旁系亲属（即非直系亲属，比如兄弟姐妹、堂表亲、外甥、侄子等）表现出更多的利他和合作行为。假设一位年长男人的亲属包括一个儿子、一个姐姐，以及姐姐的一个儿子。从这个年长男人的角度来看，他姐姐的儿子（即他的外甥）和他的遗传相关度为25％，是他的内含适应性载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他儿子的角度来看，这个人只是一个表兄弟而已，遗传相关度仅为12.5％。根据Hamilton规则（c<rb），他为表兄弟所作的任何牺牲，都至少应该产生8倍的收益才行。所以，这个年长男人的儿子向他姐姐的儿子（即男孩的表兄弟）提供的任何帮助，都对这个年长男人自身的内含适应性更为有利。总之，内含适应性理论的一个非常明确而有趣的应用是，大家庭中的年长者会鼓励年轻的家庭成员向他们的表兄弟和其他亲属提供帮助。而且，年长者让年轻成员提供的帮助，肯定要多于年轻人出于自身的最佳利益而自愿提供的帮助。这是一个利益冲突的典型例子，可以称之为一种“代沟（generation gap）”。


  内含适应性理论的第七个应用是，一个人在整个亲属关系网络的位置——即家谱关系——是自我概念的核心成分。你心里面关于“我是谁”的信念，应该包含有亲属关系，比如说“我是某某的儿子”，或“某某的女儿”，或“某某的妈妈”。这个命题可以直接进行检验，实际上，它已经被应用在对自我概念的心理学研究中（Salmon & Daly, 1996）。


  内含适应性理论的第八个应用是，尽管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在亲属称谓的使用上不大一致，而且这些称谓的具体内涵也不尽相同，但所有的人都还是知道他们“真正”的亲属到底是谁。比如在Venezuela的Yanomamö印第安人中，他们的“abawa”这个词既指兄弟，也指堂表兄弟。但是在使用英文的社会中，我们采用的是两个不同的词汇brother（兄弟）和cousins（堂表兄弟）。Yanomamö人的亲属词汇的合成现象，会使他们对真正的亲属关系产生混淆吗？人类学家Napoleon Chagnon对Yanomamö印第安人进行了实地考察，来检验上面这个问题。他向Yanomamö人呈现两张照片，一张是我们所说的兄弟，另一张是我们所说的堂表兄弟。尽管Yanomamö人把两张照片上的人都称为“abawa”，但当问及“谁才是真正的abawa”时，每个参与实验的Yanomamö人都指向他们的亲生兄弟，而不是堂表兄弟（Chagnon, 1981; Chagnon & Bugos, 1979）。此外，当Yanomamö人遇到社会冲突时，他“真正的abawa”站出来帮助他的可能性更大。总之，尽管亲属称谓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表现出很大的差别，有些文化中的人还将不同的亲属合成一个种类，但内含适应性理论表明，各地的人们其实都能敏锐地觉察他们真正的亲属到底是谁。


  内含适应性理论的最后一个应用是，亲属称谓常被用来说服和影响其他人，哪怕你们之间并不存在实际的亲属关系。比如，乞丐的招数通常是：“喂，老兄，给点儿零钱好吗？”乞丐为什么会采用这种方式来发出请求呢？一种可能是，乞丐希望采用亲属词汇“兄弟”来唤起路人的亲属心理。由于我们更有可能帮助兄弟而不是陌生人，所以当乞丐使用“兄弟”这个词时，他们能激发路人的一些亲属心理，从而得到更多的施舍。同样的例子还能在大学里的兄弟会和女生联合会中找到，这些团体内部的成员相互以“兄弟”和“姐妹”相称。另外，女性主义的口号中通常会出现“姐妹们”这样的词汇。其实，这也是出于相同的意图，它试着让没有遗传关系的女性们团结起来。总之，通过语言来唤起他人的亲属心理，是内含适应性理论的一种策略性运用。这个假设能够经得起实际的检验。


  支持内含适应性理论应用的实证依据


  相对而言，亲属心理学在科学界并没有得到多大的重视。尽管内含适应性理论已经衍生了大量的理论应用，但实际的研究报告却寥寥无几。不过，有几种用于探讨人类和其他动物的研究方法还是非常有前途的，而且为我们揭示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在这一节中，我们将着重介绍其中最重要的研究结果。


  地面松鼠的报警行为


  当Belding的地面松鼠觉察到有陆生捕食者（比如獾、山狗等）靠近时，它们有时会发出一种间断的、高音调的叫声。这种叫声就像一种警报，能让其他的松鼠知道有危险正在靠近。所以，听到警报的松鼠可以马上攀爬到安全的地方，避开捕食者的攻击。显然，收到警报的松鼠获得了收益，因为警报增加了它的生存机会，但发出警报的松鼠却难免遭殃。其中的原因在于，尖利的叫声让那个发出警报的松鼠更容易被捕食者盯上，从而成为捕食者的捕猎对象。这种现象让我们特别迷惑，因为报警行为给松鼠自己的生存带来了危害，那我们怎么对这种现象进行解释呢？


  研究者提出了几种假设来解释这种明显的利他行为（Alcock, 1993）：


  1．扰乱捕食者假设：报警声使得所有的松鼠马上开始疯狂地逃命，从而出现一种非常混乱的场面，而这样的场面有可能让捕食者左右为难，不知道对谁下手。所以，混乱的场面让松鼠得以脱险，发出警报的松鼠当然也从中获益。


  2．制止捕食者假设：尽管报警声让发出警报的松鼠面临更大的危险，但报警声本身也许能够制止捕食者的攻击。一旦捕食者知道自己已经被发现，捕食者也许会放弃眼前的猎物，因为它成功的机会也许不怎么高。所以，这个假设认为，报警行为能够增加发出警报的松鼠的生存机会。


  3．互惠式的利他行为假设：地面松鼠在发出警报时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但是在以后的日子中，他（她）也可以从其他松鼠的报警行为中获得益处。这个假设的成立条件是，松鼠之间必须存在稳定的互惠关系，并且能够记住谁曾经提供过互惠式的帮助，而谁却没有这么做。


  4．亲代投资假设：尽管发出警报的松鼠自己会面临更大的风险，但也许它的子女能够因此而获得更大的生存机会。这样看来，报警行为只是亲代投资的一种方式而已。


  5．内含适应性假设：尽管发出警报的松鼠会付出一定的生存代价，但是它的叔叔伯伯、姑姑姨妈、兄弟姐妹、父母亲、堂表兄弟姐妹等都能够从中获益。根据这个假设，发出警报的松鼠通过向那些包含它基因拷贝的“载体”提供信息，从而获得内含适应性收益。


  为了检验上述这些假设，生物学家Paul Sherman花了好多个夏天在加州的丛林中辛苦地记录、追踪和研究整个Belding地面松鼠群体的生活特征（Sherman, 1977, 1981）。不过，他的付出终究获得了回报。Sherman轻松地排除了头两个假设。发出警报的松鼠通常会面临更大的危险，因为捕食者（比如黄鼠狼、獾和山狗）围捕它的频率往往比其他松鼠更高。所以，捕食者并没有因为报警声而受到干扰（假设1），相反，它们常常会直接对发出警报的松鼠发起进攻。此外，捕食者也并没有因为听到报警声而放弃进攻（假设2）。


  Sherman的第二个发现是，松鼠的报警行为和它与周围其他松鼠的相处时间，以及它们之间的亲密程度没有任何关系。这就排除了第三个假设，因为该假设认为互惠式的利他行为是报警声的主要功能。但是，这种互惠行为得以进化的前提条件是，松鼠之间必须存在长期而且稳定的联盟（Axelrod, 1984; Axelrod & Hamilton, 1981）。


  于是只剩下这两个假设了：亲代投资假设和内含适应性假设。当Belding雄性地面松鼠成年后，它们就会离开这个从小长大的群体，到另一个没有亲属的群体中去生活。但是雌性则相反，雌性松鼠在成年后仍然在这个群体中生活，所以它周围的成员包括姑姑姨妈、侄女、姐妹、女儿和其他雌性亲属。Sherman还发现，雌性松鼠发出警报的次数比雄性高，大概高出21％左右。不过，单单从这个研究结果，我们还无法在这两个假设中作出抉择，因为它既符合亲代投资假设，也符合内含适应性假设——报警松鼠的女儿和其他遗传亲属都能从报警声中获益。


  关键性的证据来自对一种特别的雌性地面松鼠的研究，她们没有孩子，但周围却有很多其他的亲属。所以问题在于，她们看到捕食者时也会发出警报吗？答案是肯定的。只要有姐妹、侄女和姑姑姨妈等亲属在旁边，这些没有子女的雌性松鼠仍然会发出警报声。总之，尽管亲代投资可能是报警行为的一种功能，但上述结果同样也支持内含适应性理论。因为即便雌性地面松鼠没有后代，她们在觉察到捕食者时仍然会发出警报。随后，Sherman为内含适应性理论找到了进一步的证据。他发现，当出现有关领地冲突和侵略的纠纷时，雌性地面松鼠会帮助她们的遗传亲属（比如姐妹或女儿），而不会帮助非亲属的松鼠成员（Holmes & Sherman, 1982）。总体上看来，这些结果表明，利他行为是通过内含适应性过程才得以进化而来的。


  但松鼠毕竟和人不同，我们能用内含适应性来解释人类身上的利他行为吗？


  Los Angeles妇女之间的帮助行为


  在将内含适应性理论应用于人类身上的早期研究中，两位研究者对300名年龄35—45岁的Los Angeles妇女进行了调查。下面就是参与研究的妇女们所阐述的帮助行为：


  当我需要钱加入工会时；当我摔伤锁骨而他照看房子；和朋友谈谈她的婚姻问题；当她生病时帮她照看小孩；当我儿子犯事儿被警察抓到时；当我第三个孩子出生时，她帮我照看其余的孩子；当她丈夫抛弃她时；当她做截肢手术时；借钱给我们预付房子的定金。（Essock-Vitale & McGuire, 1985, p. 141）


  妇女们总共列出了2520个受到帮助的例子，和2651个帮助他人的例子。这项研究中有两个与我们现在正讨论的主题密切相关的假设：（1）在亲属之间，帮助行为将随着遗传相关度的增加而增加；（2）亲属之间的帮助行为，将随着受惠者的繁殖价值的增加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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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1 不同亲属关系的帮助行为的百分比。r＝遗传相关度（比如，你和父母、同胞、子女之间的r＝1/2；你和半同胞、祖父母、姑姨叔舅、孙子、外甥、侄子之间的r＝1/4；你和堂表亲、半同胞的子女之间的r小于1/4但大于零）。近亲之间的帮助行为比远亲更多。 来源：重印自《习性学与社会生物学》，6，S. M. Essock-Vitale & M. T. McGuire，《从进化的视角来考察女性的生活Ⅱ——帮助行为》，143，版权（1985），经Elsevier Science同意。


  图8.1列出了三种不同遗传相关度的亲属之间发生的帮助行为，遗传相关度分别为50％、25％，以及低于25％（比如第一代堂表亲）。正如之前所预测的那样，互助行为在近亲之间比远亲之间更为常见，这就支持了上文中的第一个假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亲属之间发生的帮助行为也仅仅只占全部帮助行为的三分之一左右，大多数的帮助行为都发生在亲密的朋友之间。这个问题我们在第九章将会作详细讨论。


  上文中的第二个预测是，亲属之间的帮助行为应该更多地指向那些繁殖成功率更高的个体。这一预测同样也得到了这项研究的支持。妇女们更倾向于帮助她们的孩子、侄子（女）和外甥（女），而且非常明显的是，帮助行为通常都是从年长者指向年轻成员的，这也许是因为年轻的受惠者拥有更大的潜在繁殖可能性。


  这些研究结果在某些方面存在一定局限。研究者只考察了一个城市（Los Angeles）中的一种性别成员（女性），而且还只采用了一种搜集信息的方法（问卷法）。不过，正如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那样，当其他研究者将样本扩大到男性和其他的群体，并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时，他们发现，亲属关系仍然对帮助行为存在很大的影响。


  人类在生死攸关场合中的帮助行为


  进化的观点向我们清楚地表明，帮助和利他行为并不是随机地出现的，利他者和受惠者之间的遗传相关度是利他者是否提供帮助的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之一。遗传亲属是我们适应性的载体，亲属关系越接近，那我们在帮助他们后所获得的适应性收益也越高。当然，我们在帮助他人时并不会意识到这一点。更确切地说，它描述了人类进化历史中的一组选择压力，而这些选择压力已经在我们身上塑造出了相应的心理机制或决策规则，让我们倾向于帮助近亲而不是远亲。


  有一项研究探讨了从内含适应性理论得出的一系列假设，并考察了相应的心理机制所包含的决策规则（Burnstein, Crandall, & Kitayama, 1994）。研究者假设，帮助他人的直接功能在于，受惠者能够增加利他者的内含适应性。他们推测，当利他者和受惠者之间的遗传相关度减小时，帮助行为也将随之而线性地下降。所以，研究者预期，同胞之间（遗传相关度平均为50％）的帮助行为应该比叔侄之间（遗传相关度平均为25％）更多，而遗传相关度仅为12.5％的个体之间（比如第一代堂表亲）的帮助行为应该更少。但是，没有哪一个心理学理论曾对帮助行为的线性变化作出如此精确的预测，也没有哪一个心理学理论曾详细阐明亲属关系是利他行为出现的一种潜在原因。


  遗传相关度虽然重要，但它并不是影响利他行为所涉及的决策规则的唯一理论因素。当其他条件相同时，帮助行为将随着受惠者年龄的增加而减少，因为帮助年轻的亲属所获得内含适应性肯定比帮助年老亲属要高——年轻亲属在未来的繁殖活动更多，所以能够产生更多的包含利他者基因拷贝的后代。除了年龄因素之外，那些繁殖价值较高、“投资”回报比较高的遗传亲属，应该会得到更多的帮助。同样，没有任何一种心理学理论曾经作出过如此确切的预测。


  Burnstein等人（1994）采用一系列的研究来检验这些假设，他们在下面这两种帮助行为之间作了重要的区分：（1）重大的帮助行为，比如直接影响受惠者生命的行为；（2）相对比较琐碎的帮助行为，比如给无家可归的人一些零钱。根据上面的有关假设，第一种情境中的利他行为应该较多，而第二种则会较少。


  为了检验这些假设，Burnstein及其同事研究了美国和日本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参与者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当他（她）面对一幢正在熊熊燃烧的房子，而他（她）又只有足够的时间营救里面三个人中的一个时，他（她）将会怎么做。研究者还强调说，只有得到帮助的人才能存活下来，其余的两个人都将必死无疑。在另一个比较琐碎的日常情境中，被试的任务是帮助别人去商店买一些小物件。和前一个场景一样，被试也只能帮助其中的一个人。而且，在所有的场景中，被试和每个受惠者之间的遗传相关度都是各不相同的。


  结果表明，在这些场景中，帮助行为随着遗传相关度的降低而稳固下降。同胞之间（r＝0.50）的帮助行为比遗传相关度为0.25的亲属要多，而遗传相关度为0.125的亲属之间的帮助行为就更少了。这一结果在生死攸关的场景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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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2 在生死攸关的场景和日常生活场景中，帮助行为和受惠者年龄之间的函数关系。 来源：《新达尔文主义的利他行为决策规则：寻找内含适应性在生物学上拥有重要决策功能的线索》，by E. Burnstein, C. Crandall, & S. Kitayama，《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67（1994），779。版权（1994）归美国心理协会所有。经同意重印。


  在生死攸关的场景中，帮助行为也随着受惠者年龄的增加而稳固下降。1岁大的婴儿比10岁的孩子得到的帮助更多，接下来是18岁的青年。而获得帮助最少的，则是75岁的老人。有趣的是，尽管帮助行为的年龄效应在生死攸关的场景中最为明显，但它在第二种不大重要的场景中却刚好相反。比如说，在差使和跑腿等日常帮助行为上，75岁的老人比45岁的中年人获得的帮助要多得多（见图8.2）。这些结果在日本样本和美国样本中表现出广泛的一致性，这表明年龄效应并不仅限于西方文化，而是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


  总之，Burnstein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如果帮助行为真的发生，那它会随着利他者和受惠者之间的遗传相关度的增加而增加，也会随着受惠者的繁殖价值（比如年轻）的增加而增加。不过，一个与先前的预测不一致的发现是，1岁大的婴儿得到的帮助比10岁的孩子要多，但实际上儿童的年龄越大，他的繁殖价值会越高。所以，想要澄清这个问题，我们尚需进一步的研究。总的说来，这些结果表明，内含适应性所产生的选择压力已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塑造了相应的心理机制，这些机制使得我们愿意作出个人牺牲，去帮助那些携带有我们部分基因拷贝的亲属。


  遗传相关度与亲近感：血浓于水？


  Burnsteins的研究清楚地表明，遗传相关度对亲属之间的帮助行为有很大的影响，在生死攸关的场合下尤其如此。然而，我们还不知道引发帮助行为的潜在心理机制到底是什么。为了填补这个缺陷，最近的两项研究提出了“亲近感（emotional closeness）”这一概念，以此作为心理媒介。在其中一项研究中，要求参与者评价他（她）自己与每个家庭成员之间的亲近感，评定等级从1（一点都不亲近）到7（极其亲近）（Korchmaros & Kenny, 2001）。随后，研究者要求被试完成和Burnstein研究中非常相似的假设场景任务。结果和Burnstein的研究一样，他们发现，遗传相关度可以被用来预测利他者愿意作出利他行为的主观程度。但是，最关键的发现主要表现在亲近感上。个体和家庭成员之间的遗传相关度越高，他们之间在情感上的亲近程度也更高，而且统计结果表明，亲近感还能用来预测一个人对其家庭成员所作出的利他行为。德国的一项大样本（1365人）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研究结果（Neyer & Lang, 2003）。研究表明，遗传相关度是个体之间主观亲近感的强有力的预测指标，这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竟然高达0.50。即使在对某些变量（比如双方住所之间的距离、平常相互联系的频率）进行统计上的控制之后，上述结果仍然非常显著。也就是说，即使一个人和他（她）的遗传亲属住得很远，而且很少联系，但只要他们的遗传相关度足够高，他们之间的主观亲近感仍然比较强烈。


  总之，尽管将来的研究肯定还会揭示出促使遗传亲属之间产生利他行为的其他潜在心理机制，但上述研究表明，亲近感可能是其中的一种。正如俗语所言，血确实浓于水。


  亲属关系与生存


  亲近感和对假设的生死攸关场景的反应是一回事，但实际的生存问题却是另一回事。是否有证据表明，在真实的生死攸关场景中，周围存在的亲属数量会影响到个体的生存机率？有两项研究探讨了这个令人着迷的问题。其中一项研究考察了在开拓美洲的初期，一群开拓者乘坐“五月花（Mayflower）”号到达Plymouth殖民地之后的生存状态（McCullough & Barton, 1990）。在他们到来的那个冬天（1620—1621年），天气严寒，食物紧缺，而且疾病横行。在103名首批开拓者当中，51％的人都相继死去了。研究者将幸存下来的人和死去的人相比较之后发现，一个人能否存活下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她）当时拥有的亲属数量。最先死去的人所拥有的亲属最少，而那些拥有父母以及其他亲属的人，则最有可能存活下来。同样的结果也出现在另一个生死攸关的场景中，即1846年发生的“Donner聚会”惨剧。当时，87人中有40人没能抵挡住严酷的寒冬，最终相继死亡（Grayson, 1993）。在进化的严峻考验面前，当一个人的生命确实处于危险境地时，遗传亲属的数量将对个体的生存机会产生强大的影响。


  继承遗产的形式——谁将财产留给谁？


  检验内含适应性理论的另一个领域，就是对遗嘱的研究。当一个人写下他（她）的意愿、希望自己死后由谁来继承遗产时，内含适应性理论能够预测他（她）对财产的分配情况吗？人们会将钱留给近亲，还是远亲？


  心理学家Martin Smith、Bradley Kish和Charles Crawford（1987）从内含适应性理论出发，假设我们已经进化了关于资源分配的潜在心理机制，并在此假设的基础上对下面三个预测进行了检验。这三个预测分别是：（1）人们会将更多的遗产留给遗传亲属和配偶，而不是无亲属关系的人。这里之所以包括配偶，并不是因为与配偶的遗传相关度很高，而是因为配偶很有可能将得到的财产和资源投资在他们共同的子女和孙子女身上。（2）人们会将更多的遗产留给近亲，而不是远亲。（3）人们会将更多的财产留给子女，而不是同胞兄弟姐妹，尽管当事人和这两种亲属的遗传相关度是一样的（r＝0.50）。其中的道理可能在于，子女往往要比同胞更年轻，因而拥有更高的繁殖价值。从一生的发展阶段来看，当一个人开始写遗嘱，或遗嘱开始正式生效的时候，他的同胞很可能已经过了生育年龄，而他的子女则不同，子女能够将这些资源用于繁殖更多的后代。


  为了检验这些预测，研究者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地区随机挑选了1000名留下遗产的死者，其中男性552人，女性448人。研究者剔除了取样中没有留下遗嘱的人，因为有人死后只留下了遗产，但没有留下遗嘱。随后，研究者记录了每一份遗产的总额，还有分给每个受益人的遗产份额的比例。研究者根据受益人与死者的遗传相关度来对他们进行分类，比如儿子、女儿、兄弟、姐妹、孙子、侄子和堂表亲等等。两种非遗传亲属类的受益人是指配偶和家庭之外的人。另外，还有一类受益人是某些团体和组织。


  男性死者的平均遗产是54000美元，而女性死者的平均遗产则是51200美元。有趣的是，女性倾向于将遗产分给更多的受益人（2.8人），而男性则较少（2.0人）。表8.1列出了每种不同的受益人所得到的平均遗产份额。


  表8.1 受益人获得的遗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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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计错误是因为表中的数据和总体数据存在差异。


  来源：重印自《习性学和社会生物学》，8，M. S. Smith, B. J. Kish, & C. B. Crawford，《遗产是人类亲属的投资方式》，175，版权所有（1987），经Elsevier Science同意。


  第一个预测得到了很好地证实。平均而言，人们只将7.7％的遗产留给亲属之外的人，而将92.3％的遗产留给了配偶和亲属。第二个预测也得到了证实。死者在遗嘱中将更多的遗产留给了近亲，而不是远亲。在留给亲属的财产总额中（配偶和其他非亲属人员除外），人们将46％的遗产留给了遗传相关度为0.50的亲属，将8％的遗产留给了遗传相关度为0.25的亲属，而留给遗传相关度为0.125的亲属的遗产则不足1％。这些数据支持了如下假设：内含适应性已经塑造了特定的心理机制来对资源进行分配，这使得人们在分配活动中更加青睐于遗传相关度较高的亲属。


  上面的第三个预测是，人们留给子女的遗产应该比留给同胞的更多。这个预测同样也得到了证实。实际上，人们留给子女的遗产比留给同胞的要高出4倍还多，其中前者占遗产总额的38.6％，而后者则只占遗产总额的7.9％。


  在一项更近的研究中，Debra Judge（1995）发现，女性死者倾向于将遗产分给更多的受益人，而且这一结果得到了重复的验证。特别的是，大部分男性却倾向于将全部财产留给妻子，并且相信他们的妻子会把这些资源用在他们的子女身上。下面的几个例子可以用来解释男性将财产留给妻子的原因：


  “……知道她（妻子）值得信赖，她会照顾我的儿子……让他们接受教育，并最终开始独立生活。”“……不需要留给我的孩子……因为我知道她（妻子）会好好照顾他们。”“……如果把财产都留给她（妻子），她应该能打理得更好，而且……（我）相信她会帮我照顾我们的孩子。”（Judge, 1995, p. 306）


  所以，男性通常对他们的妻子分配资源的能力充满信心。但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已婚女性在临终之前却很少对丈夫表现出同样的信任。实际上，当女性在遗嘱中提到丈夫时，往往会有一些限制条件存在。比如，在上述研究中，6名女性有意地在遗嘱中将丈夫排除在受益人的行列之外，因为她们曾经遭到丈夫的抛弃（“我有足够的理由”），或者丈夫曾经“行为不端”。而在另一个事例中，一名女性这样写道，“只要他的丈夫一直独身”，她的全部财产就归她丈夫所有（Judge, 1995, p. 307）。


  我们很难从这些数据和引用的文字中作出什么直接的推断，但是下面这种推测似乎还比较合情合理。众所周知，老年男性比老年女性再婚的可能性要高得多（Buss, 1994b）。所以，丧偶的男性可以利用前妻留下的资源去吸引新的配偶，甚至组建一个新的家庭。倘若真是如此，那么前妻留下的资源就无法全部投资在她的子女身上，因为她丈夫还要将部分资源分给和她完全无关的其他亲属。相反，老年女性很少再婚，而且大多数都已经过了生育年龄，所以再生育的可能性也极为低下。正因为此，丈夫们才对他们寡居的妻子充满信心，相信她们会把留下的资源都用在他们共有的孩子身上。如果这个推测是正确的，那它就意味着，人类的择偶心理对人类的行为存在非常广泛的影响。即便在对未亡人的“信任”和“信心”上，人类的择偶心理也产生了明显的性别效应——女性将较少的资源留给丈夫，而男性却将较多的资源留给妻子。


  最近在德国进行的两项研究为上述解释提供了支持（Bossong, 2001）。研究者挑选了不同年龄段的男性和女性进行实验，被试的任务是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医生告诉他（她），他（她）已经身患绝症，所以必须写下遗嘱，将其财产分给他（她）的孩子和配偶。与早期研究结果相同的是，女性倾向于将财产直接留给她们的孩子，而男性则倾向于将财产留给在世的配偶。但是对男性而言，在世配偶的年龄会发挥重大的作用。如果在世的配偶年事已高，而且过了生育年龄，那么男性倾向于将大部分遗产留给他们的妻子，因为他们相信妻子会把资源分配在他们的孩子身上。但是，倘若在世的配偶年纪轻轻，很有可能再婚，并且和其他男人生儿育女，此时的男性则不会把遗产留给配偶，而是直接留给他们的孩子。


  总之，上面的三个假设都得到了实际证据的支持。遗传亲属得到的遗产比非亲属人员多。近亲得到的遗产比远亲多。直系后代（主要是子女）得到的遗产比旁系亲属（比如兄弟姐妹）多。


  如果说正式的遗嘱也只是近代的产物，那我们如何来解释这些研究发现呢？显然，我们无需假设存在一种“立遗嘱的心理机制”，因为遗嘱的存在时间太短了，以至于它根本不可能成为我们心理适应器的进化环境中所反复出现的特征。最合理的解释可能是，人类已经进化了资源分配的心理机制，而遗传相关度则是影响资源分配的决策规则的关键因素。另外，这些涉及资源分配的心理机制能够对现代的资源——即一生中慢慢积累的、在遗嘱中进行分配的有形资产——进行操作。更一般地来说，这些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内含适应性所带来的选择压力已经在我们人类身上塑造出了各种各样的心理机制。


  祖父母的投资


  大家庭已经在上个世纪慢慢消失了，与日俱增的人口流动使得家庭成员分散在全国各地。尽管这种现象偏离了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大家庭背景，但是祖父母和孙子之间的关系仍然保有非常重要的地位（Euler & Weitzel, 1996）。


  由于当今的西方媒体处处都鼓励年轻，所以人们可能会认为，成为祖父母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事情，因为它意味着你行将老去。但是，实际情况则完全相反。祖父母的角色让人们感到骄傲、高兴和深深的满足感（Fisher, 1983）。我们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的长辈自豪地炫耀他们孙子的照片和大事记，我们却不得不忍受这些冗长的英勇事迹和辉煌成就。


  但是，在祖父母和孙子的亲近程度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比如说，有的祖孙之间温情脉脉，经常联系，而且祖父母在孙子身上作出了巨大的投资。而有的祖孙之间则比较疏远，很少联系，而且投资也是寥寥无几。最近，进化心理学家已经开始探讨祖父母在投资方面的巨大差异——即这个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所对应的主基因座（prime locus），因为孙子代表了祖父母的基因延续的主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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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人类社会中，祖父母通常会在孙子身上进行投资。祖孙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亲近感、联系频率和投资多寡来予以衡量。我们可以从DeKay（1995）和Euler & Weitzel（1996）提出的父亲身份的不确定性理论中得到关于祖父母投资模式的具体预测。


  理论上来讲，祖孙之间的遗传相关度是0.25。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形成有关祖父母投资差异的假设，那我们应该以什么为基础呢？回忆一下前面屡次提到过的性别差异：男性面临父亲身份不确定的适应性问题，而女性的母亲身份则是确定无疑的。这一点用在祖父母身上同样合适，不过需要对理论进行特殊的转换：我们考察的是两代子孙，所以从祖父的角度看来，祖孙之间的遗传关系存在两层疑虑（DeKay, 1995）。首先，他可能并不是他儿子或女儿的亲生父亲。其次，他儿子未必一定是他孙子的亲生父亲。这种双重打击使得祖父和孙子之间的血缘关系在所有的祖孙关系中最具不确定性。


  在血缘关系确定性的另一个极端，是女性和她的外孙。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女人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她的外孙身上必然携带着她的基因拷贝（记住，她不需要意识到这一点）。她是她女儿的妈妈，而她女儿又必定是她外孙的妈妈。总之，从内含适应性理论中得出的理论假设是非常清楚的：从孙子的角度看来，当其他条件都相同时，外婆应该投资最多，而爷爷应该投资最少。


  那么另外两种祖父母——外公和奶奶——的投资又会是怎样的呢？在这两种情况中，祖辈和孙辈之间的遗传关系总是要发生一次不确定性。对于外公而言，他并不确定他就是女儿的亲生父亲。而对于奶奶而言，她的孙子并不一定和她存在遗传关系，因为她的儿子很可能被人带了绿帽子——也就是说，她的孙子有可能是她的儿媳妇和其他的男人所生。所以我们可以假设，外公和奶奶的投资应该介于最确定的遗传关系（外婆）和最不确定的遗传关系（爷爷）之间。


  一个人在孙子身上的投资可以有很多种形式，有的是行为上的，而有的则是心理上的。在讨论行为层面的投资时，我们可以考察他（她）与孙子的联系频率、实际投资的资源、抚养的准备工作，以及愿意付出的财产。而对于心理层面的投资，我们则可以考察祖孙之间的亲近程度、祖父母在孙子死去后的悲痛程度，以及祖父母是否愿意作出各种牺牲。“祖父母的投资差异”假设预测，心理上的和行为上的投资都应该与祖孙之间遗传确定性程度相一致。也就是说，外婆投资最多，爷爷投资最少，而外公和奶奶则居中。


  分别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两项独立研究，已经对这个祖父母的投资差异假设进行了检验。在美国的背景中，进化心理学家Todd DeKay（1995）对120名在校大学生进行了研究。每个学生都要完成一个问卷，填写个人成长背景的有关信息，还要在下面的维度上对4个祖父母进行评价：祖父母和自己在外貌上的相似性、祖父母和自己在人格上的相似性、成长过程中与祖父母的相处时间、从祖父母那里获得的知识、从祖父母那里收到的礼物，以及与祖父母在感情上的亲近程度。研究结果见图8.3。


  最左边的条形图表示被试与每一个祖父母在情感上的亲近程度。很明显，参与者认为最亲近的是外婆，而最疏远的则是爷爷。在相处时间和收到的礼物这两个变量上，研究者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唯一例外的是被试获得知识的来源。尽管与上述预测一致的是，被试从爷爷那里获得的知识最少，但是从外公和外婆那里获得的知识却平分秋色。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发生在遗传确定性居中的两个祖父母身上。在图8.3所示的4个变量当中，被试对外公的评价都比奶奶要高。既然外公和奶奶都要面对一次遗传不确定性，那我们如何来解释这些数据呢？实际上，DeKay（1995）已经提前预测到了这些结果。他认为，年轻一代发生性背叛的可能性应该比年老一代更高。而且，这种观点已经得到了某些经验证据的支持（Lauman, Gagnon, Michael, & Michaels, 1994）。所以，奶奶的身份不确定性应该比外公的更高，因为前者的不确定性来源发生在年轻一代身上。如果这个假设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证据支持，那么它就意味着，祖父母不是对性背叛的可能性非常敏感，就是对那些危及到他们和子代以及孙代的遗传关系确定性的个人环境非常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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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3 祖父母对孙子的投资。结果表明，被试和外婆之间的感情最亲近，相处时间最长，而且外婆的投资也最多。相反，被试对他们和爷爷在这些维度上的等级评定是最低的。研究结果显示人类确实已经进化了某些特定的心理机制，这些机制对遗传关系的确定性程度非常敏感。来源：《祖父母的投资与亲属关系的不确定性》，by W. T. DeKay，July，1995，“人类行为与进化学会”第七届学术年会提交论文，Santa Barbara。经同意重印。


  Bill von Hippie教授提出了另一个假设来解释这些现象（私下交流，2002年10月10日）。他的理论焦点主要集中于祖父母是否还拥有其他的投资对象。具体而言，奶奶很有可能还具备外婆的身份，因为她可能不止有儿子，还有女儿。这样，她们就拥有了另一个更加可靠的投资对象（外孙），所以对孙子的投资也就自然而然地减少了。相反，外公的处境则完全不同，他们除了外孙之外，没有其他更为可靠的投资渠道，所以，他们的投资往往比奶奶要多。简而言之，外公以他们的外孙作为可靠的投资对象，而奶奶会缩减她们在孙子身上的投资，因为她们也把外孙作为更加可靠的投资对象。这个假设的巧妙体现在它很容易加以检验：只有当奶奶还拥有女儿时，她们的投资就会比外公要少。相反，如果她们只有儿子，那她们对孙子的投资才会和外公旗鼓相当。不过，这个理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它最终不得不考虑每一种祖父母内部的个体差异，特别是祖父母在投资对象上存在的差异。


  对祖父母投资差异假设的第二项研究是由Harald Euler和Barbara Weitzel完成的，他们在德国对1857名招募的被试进行了调查（Euler & Weitzel, 1996）。在这个样本中，研究者对其中603名被试进行挑选时采用了如下的标准：在被试7岁之前，4个祖父母都仍然在世。被试要回答的是每个祖父母对他（她）的gekummert，这个德语词汇既有行为上的含义，也包括认知—情感方面的意义。具体而言，它包括：（1）照顾和照看；（2）情感上的关爱和知识上的交流（Euler & Weitzel, 1996, p. 55）。这项研究的结果见表8.2。


  表8.2 祖父母的关心。研究结果支持了如下假设：外婆给予的关爱比爷爷更多，因为前者和被试之间的遗传关系最确定，而后者与被试之间的遗传关系最不确定。研究结果还表明，父亲身份的不确定性确实影响了祖父母的投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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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是指“确定”；“－”是指“不确定”


  从繁殖策略和父亲身份的确定性中得出的预测，以及相关的研究结果（N＝603）；与祖父母住所之间的距离以对数公里为单位（N＝207）。


  来源：经同意采用，来自H. A. Euler & B. Weitzel的《作为祖父母繁殖策略的不同的关心模式》，取自《人性7:1》（1996）（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版权归Walter de Gruyter公司所有（1996）。


  德国样本的研究结果和DeKay对美国样本的研究结果表现出相同的模式。被试认为外婆（遗传关系非常确定）是最关爱自己的人，而爷爷（遗传关系最不确定）则是关爱最少的一位。而且，与美国样本的研究结果相同的是，外公对被试的投资要比奶奶高。


  外公和奶奶的比较结果特别有趣，因为它排除另一种潜在的理论解释——女性通常比男性更乐于投资，所以奶奶对被试的投资应该比爷爷高。但是，上述两项研究的结果都否定了这种说法。在这两项研究中，外公的投资总是比奶奶要高。总之，单凭男女两性在投资上的性别差异，我们还无法解释这样的事实：外公为什么会比奶奶投资更多（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是如此）。


  实际上，研究者们已经发现，祖父母的关爱和投资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比如希腊、法国和德国——具有非常相似的模式（Euler, Hoier, & Rohde, 2001; Pashos, 2000）。当研究者调整变量，询问被试在童年时代和哪个祖父母关系最好或最差时，他们还是得到了相同的数据模式。人们通常和外婆关系最好，而和爷爷的关系最差（Euler et al., 2001）。


  另一种潜在的原因可能在于，祖辈和孙辈的居住距离的远近影响了他们之间的亲近程度。为了考察这种可能性，Euler和Weitzel记录了被试和每一个祖父母之间的居住距离，单位以公里计。正如表8.2所显示的那样，被试与4种祖父母之间的居住距离实际上相差无几。所以，这个变量不足以说明4种祖父母的投资差异。


  另外，这项研究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有待考证。比如，性背叛在每一代人身上的发生频率对祖父母的投资心理产生了何种影响？祖父母会密切关注他们儿媳妇的不忠行为，然后对他们的投资对象作出相应的改变吗？祖父母是否会在孙子身上寻找与他们自己的相似之处，然后将其作为是否进行投资的一种依据？


  在未来的十年之内，上述有关祖父母投资的进化心理学问题很有希望能得到解决。不过从现有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结果都支持了如下的假设：由于每一代人的父亲身份都存在着不确定性，所以祖孙之间的遗传相关度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而祖父母的投资行为对遗传相关度的变化概率非常敏感。（关于姑姨叔舅投资行为的详细讨论，请参见栏目8.1）


  栏目8.1


  姑姨叔舅的投资


  根据内含适应性理论，如果某些心理机制能让我们按照遗传相关度的高低来对亲属进行投资，那么自然选择将会把这些机制保留下来。所预期的遗传相关度是这两个因素的函数：（1）家族成员之间的谱系关联（比如和同胞姐妹的遗传相关度要比和叔伯以及外甥的更高）；（2）婚外性行为导致了父亲身份的不确定性。在这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有证据表明，随着父系世代中父亲身份的不确定性的增加，祖辈和孙辈之间的投资行为逐步降低。这种效应仅仅存在于祖孙之间的投资行为中吗？它的内在逻辑是否也适用于其他的亲属关系比如姑姑、姨妈、叔叔伯伯和舅舅？按照父亲身份不确定性的理论逻辑，姨妈的投资应该比姑妈多，而舅舅的投资应该比叔叔多。一般来说，母系世代中的母亲身份最具确定性，所以母系亲属之间的遗传相关度也最高。相反，父系亲属之间的遗传相关度应该最低。为了检验这种观点，一个研究团队对285名美国在校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研究，每个被试都报告说他们的亲生父母都在世（Gaulin, McBurney, & Brakeman-Wartell, 1997）。研究者要求参与者采用7点量表来回答下面的问题：（1）姑姨叔舅对你有多关心？（2）如果你既有舅舅（姨妈），又有叔叔（姑妈），那他们谁对你更加关心？（p. 142）。研究者之所以选择“对你的关心程度”这个短语，是为了让参与者广泛地考虑他们从姑姨叔舅那里所得到的各种各样的收益。研究结果见下面的表格。


  关心程度（和校正后的关心程度）是亲属性别和谱系的函数。研究结果支持了如下假设：姨妈的投资要多于姑姑，舅舅的投资要多于叔叔。因为母系亲属与被试之间的遗传关系是确定无疑的，所以一般而言，母系亲属的投资最高，父系亲属的投资则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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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经同意重印，来自S. J. C. Gaulin, D. H. McBurney, & S. L. Brademan-Wartell的《姑姨叔舅的投资中的母系偏向》，取自《人性8:2》（1997）（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版权归Walter de Gruyter公司所有（1997）。


  两个主效应都具有显著性。第一个主效应变量是性别，姑姑和姨妈比叔叔和舅舅的投资更多。第二个主效应则是指，姨妈和舅舅（母系亲属）分别比姑姑和叔叔（父系亲属）的投资更多——即预测的谱系效应。研究者认为，造成这两种效应的原因是不同的。性别效应（姑姑和姨妈比叔叔和舅舅的投资更多）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男性倾向于将剩余的资源用于寻找其他的交配机会，而女性则不会如此。在前面有关择偶的章节中，我们已经知道，额外的交配行为给男性带来的内含适应性收益要比女性高得多。所以，现代男性身上应该携带着相应的心理机制，这些机制让男性比女性更多地将剩余的资源用于实现其他的交配机会。相反，对于谱系效应，研究者采用男性的父亲身份不确定性来予以解释。父亲身份的不确定性，以及随之而来的遗传相关度的降低，向我们完美地展现了促使姑姨叔舅进行投资决策的心理机制是如何得以进化的。当遗传身份非常确定的时候——比如你和你同胞姐妹的孩子——你的投资会更多。而当遗传关系不那么确定的时候——比如你和你同胞兄弟的孩子——你的投资可能会更少。总之，正如内含适应性理论所预测的那样，遗传相关度是亲属之间投资多寡的主要影响因素。当遗传相关度因父亲身份的不确定性而受到削弱的时候，投资行为就会减少。这一效应在不同的亲属关系中都非常明显，既包括姑姨叔舅，也包括祖父祖母。


  亲属关系重要性的性别差异


  你的亲属对你而言有多重要？如果你是女性，那你的答案很有可能是“非常重要”，但如果你是男性，那你的答案很可能是“不那么重要”。这就是两位进化心理学家近期的两项研究结果（Salmon & Daly, 1996）。


  在其中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调查了24对成年同胞兄妹（或姐弟），让他们按照一套经计算机处理过的菜单指令来尽可能多地回忆他们所有的亲属成员。结果表明，同胞中的女性比男性回忆出了更多的亲属，前者平均32人，后者平均27.5人，两者的差异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在这个样本中，20位女性比她们的同胞兄弟列出了更多亲属，而只有2位男性比他们的同胞姐妹列出了更多的亲属（另外2对同胞列出的亲属数量相同）。这种性别差异甚至超越了亲属的种类，不管是长辈（比如祖父母、曾祖父母）还是旁系亲属（比如兄弟、堂表亲），不管是母系亲属还是父系亲属，这种性别差异都是成立的。


  你能回忆起你长辈的娘家姓吗？如果你是女性，那你很有可能能够记起来。尽管只有58％的女性被试比她们的同胞兄弟列出了更多的女性长辈的娘家姓，但是没有一个男性被试比他的同胞姐妹列出了更多的娘家姓（其他同胞列出的长辈的娘家姓数目相同）。总之，女性在回忆亲属这件事上似乎比男性做得更好。这种现象当然不能归结于男女两性在记忆能力上的领域一般性差异，因为男女两性的记忆能力在总体上没有差别（Salmon & Daly, 1996）。


  在Salmon和Daly（1996）的第二项研究中，有300名（男女各半）加拿大大学生参与了调查，并填写一份“我是谁”的问卷。问卷的内容是：“在下面的10个空白处，请用10种不同的陈述来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按照你想到的先后顺序填写答案，越快越好。”（Salmon & Daly, 1996, p. 292）


  尽管提到亲属关系和家庭角色的男女比例没有太大的差别（女性为53％，男性为51％），但是男女两性在表述亲属关系时却存在巨大的差异。女性更多地提到了她们的家庭角色，在使用关系词时尤其如此。在所有使用了关系词的参与者中，44％的女性将她们自己描述为“女儿”，而只有12.5％的男性将他们自己描述为“儿子”。不过，有趣的是，当问到和谁的关系最亲密时，不管是男性参与者还是女性参与者，都认为那个人是姐姐（或妹妹），而不是哥哥（或弟弟）。


  我们如何解释在回忆和自我描述中表现出来的性别差异呢？一种解释是，在人类的进化历史过程中，女性更有可能通过在亲属身上的投资（并从亲属那里得到收益）而获得繁殖成功，但是男性则不然，男性更有可能通过更多的配偶来获得繁殖成功。如果这种解释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预期，女性应该把更多的认知活动用在了思考、记忆和理解亲属关系上。按照这种解释，上述的两性差异应该具有文化普遍性。


  不过，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这种性别差异具有文化特殊性，它只是反应了现代的加拿大社会（也许是整个西方文化）所面临的适应性问题。在西方文化中，女性更多地依赖于亲属，而男性则更多地依赖于亲属成员之外的互惠关系，比如朋友关系（Salmon & Daly, 1996）。比如，Chagnon（1988）发现在Venezuela的Yanomamö印第安人中，男性在对亲属进行归类时比女性表现得更好。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建构完整的亲属关系对于Yanomamö男性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他们不能违反规则和那些不能结合的人（比如亲属）结婚。


  Salmon和Daly（1996）所发现的性别差异到底是文化普遍性的，还是文化特殊性的呢？想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裁决，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将来的研究。不过，现有的研究结果至少部分地表明，男女两性可能已经进化了有关亲属的不同心理机制。其中的原因也许在于，男女两性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历史过程中必须面对不同的适应性问题，而亲属关系确实又是一种非常稳定的选择压力。


  从更广泛的视角来考察家庭的进化


  家庭是什么？现在，对于家庭这个实体的描述方式非常之多，而且科学家们还没有达成广泛一致的共识（Emlen, 1995）。社会学家常常强调家庭的抚育功能，把家庭定义为一群生活在一起的成年人，而他们的责任则是繁殖和抚育后代。相反，人类学家更加强调亲属关系，他们认为家庭是由父母、未成年的孩子所组成的，有时还包括其他的旁系亲属。


  进化生物学家Stephen Emlen把家庭定义为这样的生活场所：“后代在成年之后，仍然和他们的父母保持有规律地相互作用”（Emlen, 1995, p. 8092）。他把家庭分为两种类型：（1）简单家庭（simple family），只包含一对已婚父母，只有一位女性从事繁殖行为（比如一位母亲和她未成年的孩子）；（2）大家庭（extended family）：包含2个或者更多的具有繁殖能力的同性亲属。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对家庭的定义中，一个具有繁殖能力的男性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当男性确实存在的时候，我们把这样的家庭称为“双亲（biparental）家庭”，因为父亲和母亲都有抚育后代的责任。但是，当男性不存在的时候，我们把这样的家庭称为“母系（matrilineal）家庭”，因为此时抚育后代的责任都落在了母亲及其女性亲属身上。其实，所有对家庭的定义都包含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在子代能够自己繁殖后代之前，他们一直和父母生活在一起。


  家庭是人类生活的普遍特征之一，这让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家庭的存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让人惊讶的事实却是，在所有的鸟类和哺乳动物中，只有3％的物种会组建家庭（Emlen, 1995）。那么，为什么家庭如此稀少呢？为什么动物界的大多数物种在身体发育成熟之后就离开巢穴，而很少和父母在一起生活？最有可能的原因是，继续留在父母身边（或者延迟离开父母的时间）会带来巨大的繁殖代价。在简单家庭中，子代在离开家庭之前不可能获得任何的繁殖机会。而在大家庭中，父母经常会积极地压制子代的繁殖行为（比如干涉子代的求偶意图）。在这两种情况下，延迟离开家庭的子代通常会付出较大的繁殖代价。


  所以，家庭会给子代带来两种主要的代价：（1）繁殖行为被延迟了，有时甚至直接受到压制（这也许是最重大的代价）；（2）资源竞争（比如食物）变得更加激烈，这使得父母和子女的生命都受到更大的挑战。因此，对于这3％的少数物种而言，家庭模式能够得以进化的唯一条件就是，子代滞留在家庭中所获得的繁殖收益，要远远大于他们因早期的繁殖行为受到压制所付出的代价。


  研究者们提出了两种理论来解释家庭的进化过程。第一种理论被称之为生态限制模型（ecological constraints model）。该理论认为，家庭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子代在达到性成熟之后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繁殖空缺。在这种情况下，留在家里所付出的代价，以及离开家庭所获得的收益都非常低下。此时，滞留在家里的巨大代价——繁殖行为受到延误——不复存在了，因为子代缺乏合适的繁殖空缺（比如，提供繁殖机会的资源生态位），这也就使得子代在早期的繁殖行为变得不大可能。


  第二种理论是家庭收益模型（familial benefits model）。该理论认为，家庭的形成原因在于，它让子代能够从中获得大量的收益。这些收益包括：（1）家庭成员提供的帮助和保护增加了子代的生存机会；（2）子代学会了更多的技能，身体更加高大强壮，同时也具备更高的竞争能力；（3）可以继承家庭的领土和资源；（4）通过帮助遗传亲属或从亲属那里获得帮助，从而获得内含适应性的收益。


  Emlen（1995）对这两个理论进行了整合，试图用整合后的理论来解释家庭的起源。他的家庭形成理论包含有三个前提。第一，当成长起来的子代数目超出了生态所能提供的繁殖空缺时，家庭就出现了。显然，这个前提来自于生态限制模型。第二，当子代必须等待合适的繁殖空缺，但是还没有达到竞争这些空缺的有利条件时，家庭就会形成。第三，如果滞留在家庭中的子代能够从中获得大量的收益——比如存活几率得以提高、发展出更好的竞争技能、有机会获得家庭的资源，并且还能增加自身的内含适应性收益——那么家庭也会形成。所以说，Emlen的家庭理论是对生态限制模型和家庭收益模型的综合。


  我们可以从Emlen的理论中作出一些预测。第一组预测涉及到亲属关系与合作的家庭动力系统。


  预测1：当子代缺乏合适的繁殖空缺时，家庭就会形成；但是一旦子代获得了繁殖的合适途径，那么家庭将会解体。家庭是非常不稳定的，家庭的形成和解体取决于具体的生存环境。这个预测已经在少数几个物种身上得到了证实（Emlen, 1995）。当先前所缺乏的繁殖空缺得以出现的时候，成熟的子代就会离开现在的家庭，去填补这个繁殖空缺，从而和他之前的家庭分离开来。这个预测的意思是，如果子代已经达到了性成熟，但是还未发展出成功求偶的竞争能力，或者尚未拥有维持一个新的家庭所必需的资源时，子代会选择继续留在现在的家庭中。


  预测2：一个家庭拥有的资源越多，它也会更加稳定和持久。把这个预测运用到人类身上就是，富有的家庭应该比贫穷的家庭更加稳定，特别是当子女有机会继承父母的资源时尤其如此。而且，富家子女在决定离开家庭的时间和条件上应该更加谨慎，也更加挑剔。如果子女在性成熟之后继续逗留在家，他们将有机会继承父母的财产，所以，富有的家庭在持续时间上应该比贫穷的家庭更加长久。在许多以家庭为单位的鸟类和哺乳动物中，子女有时候确实继承了他们父母的繁殖地位。Davis和Daly（1997）为这个预测找到了实际的证据支持，他们发现，与低收入家庭相比，高收入家庭的成员和他们亲属之间的社会关系更加稳固。


  预测3：在家庭内部，帮忙抚育幼小亲属的行为应该比较常见，而在其他无亲属关系的群体中则比较少见。比如，姐姐或哥哥可能会帮忙抚育他们年幼的同胞，因为他们能够从中获得内含适应性的收益。这个预测也很容易在人类身上加以检验。


  预测4：和其他无亲属关系的群体相比，家庭内部的性攻击应该很低，因为人类已经进化了避免近亲交配的心理机制。同胞之间的性吸引现象是非常罕见的，父亲和儿子争夺母亲作为性对象的例子也是凤毛麟角。由于家庭成员之间的性竞争很少，所以每个人都不必将过多的精力放在监视配偶上。尽管家庭成员之间有很多性接触的机会，似是在鸟类和哺乳动物中，真正的乱伦行为是非常罕见的。研究者就这个问题对19种鸟类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其中的18种鸟类几乎总是和家庭之外的对象进行婚配（Emlen, 1995）。对于我们人类而言，亲属之间的乱伦行为也是非常少见的。不过，继父和继女之间的乱伦行为倒是常见得多（Thornhill, 1992）。


  另一组预测所关注的问题是，当现有的繁殖者不在了之后，家庭这个动力系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预测5：当繁殖者死亡或离开之后，其他的家庭成员会因为争夺这个繁殖空缺而发生冲突。Emlen的理论的一个核心前提是，正是由于达到性成熟之后的子代还无法马上找到合适的繁殖空缺，所以家庭才会出现。如此一来，家长的离去提供了新的繁殖空缺，这是子代继承其父母的现成资源的一个绝佳机会。一般而言，空缺的质量越高，争夺这个空缺的竞争也就越激烈。比如说，在对23个红顶啄木鸟家庭进行研究的案例中，每当父亲去世之后，它的一个儿子就会占据这个新的繁殖空缺，而母亲则被迫离开。其实，在我们人类身上也能观察类似的情况，如果一个父亲去世了，并且留下了大笔的遗产，子女通常会参与到遗产分配的诉讼案件当中，并向那些没有遗传关系、但却分得了部分遗产的人（比如父亲的情妇）发难（Smith, Kish, & Crawford, 1987）。


  预测6：当现有的繁殖者死亡或者离开之后，如果一个和家庭成员毫无遗传关系的人试图来填补这个繁殖空缺，那么必将导致性攻击（sexual aggression）的增加。如果一个母亲在离婚、丧偶或被抛弃之后，和另一个与原来的家庭无关的男性结婚，那么在这个重新组成的家庭中，原本强烈的避免乱伦的内疚感就会变得比较疏松了。比如说，继父在继女眼里具有性的吸引力，这就使得母亲和女儿处在了同性竞争者的位置上。在许多鸟类当中，继父和儿子之间的攻击行为是比较常见的，因为他们没有任何亲属关系，是纯粹的性竞争者（Emlen, 1995）。而在人类身上，我们有一个很容易的方法，那就是通过比较继父母家庭和原生家庭中的性冲突和性竞争现象，来对上述预测加以检验。


  总之，Emlen的理论产生了大量可供检验的预测。许多预测已经在鸟类、哺乳动物和灵长目动物中得到了证实，但是仍有很多预测有待检验。将这些预测运用在人类的家庭上是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根据Emlen的理论，我们不必期望家庭是完美而和谐的。冲突、竞争，甚至直接的攻击行为总是弥漫在家庭生活当中，这些令人不快的现象主要是由每个家庭成员的不同的“利益”取向所致。


  对Emlen的家庭理论的批评。进化心理学家Jennifer Davis和Martin Daly对Emlen的理论进行了批评，对他的理论提出了几项重要的修正，并对一些关键性的预测进行了检验（Davis & Daly, 1997）。在最具一般性的水平上，Davis和Daly提出了下面三条观点，这三个观点为我们考察人类的家庭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理论背景。它们分别是：（1）人类的家庭可能是群体竞争的产物，这是因为，建立在亲属关系基础上的大规模联盟在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竞争中非常有利；（2）人类和亲属之外的个体通过互惠式的利他行为来进行广泛的社会交换；（3）无繁殖能力的帮助者（比如更年期后的妇女）很少鼓励他们的后代离开家庭，这有助于家庭的稳定。


  这三条观点影响到了Emlen的预测的逻辑。比如Emlen的预测1认为，当其他地方出现可获得的繁殖机会时，家庭就会解体。如果一个女性已经过了更年期，不再拥有生育能力，但是当面对其他地方出现的繁殖空缺时，倘若她选择抛弃她的家庭、不再为家庭提供帮助的话，那对她将是非常不利的。这是因为，她已经过了更年期，繁殖空缺对她而言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相反，留在家里继续为家人提供帮助倒是对她更为有利。人类女性的更年期出现得相对较早，这有可能是影响人类家庭的进化过程的独特因素。


  另一项理论修正来自于这样的事实，即人类总是参与广泛的社会交换活动。Emlen的预测3认为，在家庭内部，帮忙抚育年幼亲属的行为应该比其他无亲属关系的群体中更加常见。但是实际上，无亲属关系的女性之间常常形成朋友关系，相互帮忙照料对方的孩子（Davis & Daly, 1997）。所以，我们可以对预测3作如下修正：在家庭内部，非互惠式地帮忙抚育年幼亲属的行为应该比其他无亲属关系的群体中更为常见。总之，根据Davis和Daly所提出的三点考虑，我们可以对Emlen的预测进行修正。这是因为，上述的三点考虑顾及到了人类这一物种的独特之处，比如广泛的互惠式联盟（见第九章）、更年期后的女性仍然发挥余热等。


  跨物种的比较分析很清楚地表明，家庭模式在生物界是非常少见的，它只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才会出现，尤其是缺乏合适的繁殖空缺的时候。鉴于当前的社会大众对“家庭价值”的重视，进化心理学家还是能够提供若干解释，让大家明白在哪些条件下家庭会保持稳定，而在哪些情况下则倾向于瓦解。在未来的十年中，研究者们毫无疑问地会对上面提到的种种预测（包括Davis和Daly对这些预测的修正）进行检验，并揭示出一系列的进化心理机制。这些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有些让我们产生合作行为，而有些则会让我们发生冲突，但是无论如何，它们都是被设计来解决家庭所带来的各种适应性问题的（见Geary & Flinn, 2001）。


  家庭的阴暗面


  我们常常把家庭看成温馨和谐之所，认为家庭内部的资源、保护、信息和地位都会在家庭成员之间慷慨善意地流动。其实，甚至在进化生物学内部，对家庭的“经典”看法也确实是如此。家庭被看作是由相互合作的个体所组成的和谐单元，自然选择对家庭进行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后代的存活数量最大化（Parker, Royle, & Hartley, 2002）。然而，过去的三十年间发展起来的进化理论已经彻底颠覆了这种和谐的观点，揭露出家庭生活中的阴暗一面——普遍存在的资源冲突，特别是对父母资源的竞争冲突。在第七章中，我们以Trivers的亲子冲突理论为基础，简要地考察了两种冲突来源。下面的图8.4从一种更加宽广的视角来考虑家庭内部的冲突问题（修改自Parker et a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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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4 家庭中的三种主要冲突形式。这个图展现了家庭中存在的三种主要冲突形式：同胞冲突、亲子冲突和父母冲突。 来源：修改自Parker, G. A., Royle, N. J. & Hartley, I. R.（2002）《家庭内部的冲突与父母的投资行为：一个综合的观点》，发表于《皇家学会哲学学报：伦敦B》，357，295—307。


  上图表明，家庭中存在三种基本的冲突来源。第一种是同胞冲突。在同一个家庭中，同胞之间为了争夺父母的资源会相互竞争。在某些特定的鸟类中，父母返回巢穴的时候会带来食物，而同胞之间则会为了抢占最好的取食位置而推推搡搡。为了获得超出平均份额的资源，鸟儿们通常会夸张地表达自己的乞求愿望和需求程度。有时候，鸟儿甚至会向同胞“狠下毒手”，把同胞推出巢穴。在哺乳动物中，同胞之间（通常是指同一窝出生的幼崽）的竞争有时主要是为了抢占妈妈的奶头，获得更多的吮吸机会。上面提到的都是“抢夺式的竞争”，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的家庭中也存在着相似的现象。事实上，同胞之间存在冲突的现象在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中也屡见不鲜，下面这段话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它来自于King James版本的《圣经》中的《创世纪》篇章：“雅各最宠爱儿子约瑟，因为约瑟是他年老所得。他为约瑟做了一件彩衣，引来其他儿子的满腹嫉妒。其他的儿子看到父亲如此偏爱约瑟，他们恨透了约瑟，从来不对他好言好语。”


  第二种冲突形式是亲子冲突，我们在第七章中曾经谈论过这个问题。从父母亲的角度来看，对资源的最佳分配方案应该是平均地分给每一个孩子，尽管每个孩子在对资源的需求上和运用能力上会有所差别。然而，从孩子的角度来讲，每个人肯定都希望自己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有一个老掉牙的笑话就是关于这种亲子冲突的。


  儿子去上大学，3个月之后，写了一封信回家要钱：“亲爱的爸爸：无钱，无趣，儿子。”（Dear Dad: No mon, no fun, your son）而父亲在回信中这样说道：“亲爱的儿子，太差，失望，父亲。”（Dear Son: Too bad，so sad，your Dad）


  可以想象，自然选择应该在孩子身上塑造了特定的适应器，让他们想方设法地从父母那里得到更多的资源；同时，自然选择也应该在父母身上塑造了相对应的适应器，让他们不会屈服于某一个孩子霸道的愿望。


  图8.4中所包含的第三种家庭冲突是指父母亲在资源分配上产生的冲突，也叫作父母冲突。父母亲之间的冲突主要集中在于，每个人应该为家庭内的子女投入多少资源。对于父亲或母亲而言，他们可以将资源保留下来用于实现其他的繁殖途径，这对他们自己来说是非常有利的。比如说，如果父亲（母亲）将大部分的资源都奉献给了子女，那么母亲（父亲）就可以把她（他）的资源转而投资在其他亲属身上，从而获得内含适应性的收益。另外，父亲（母亲）可能会将资源用于获得其他的择偶机会，并在家庭之外产下私生子。但是，这个私生子和母亲（父亲）没有任何的遗传关系，它必然会导致父母亲之间的冲突。所以，如果说人类还没有进化出用于处理这些冲突的心理适应器的话，那将是一件非常令人惊讶的事情。这样的心理适应器可能表现为，对配偶的资源流动状况非常敏感，或者通过心理操纵（比如诱发罪过感）来获取配偶的额外资源。


  从小到大，我们一直相信家庭是和谐而温馨的港湾，家庭中的互帮互助让每个人都能获得最大的收益。结果，当我们和父母、同胞或子女之间发生争吵和矛盾冲突的时候，我们总会觉得自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现在甚至有专门的职业——比如某些特别的心理辅导——来解决我们因家庭冲突而产生的心理困扰。但是，进化心理学的观点告诉我们，同胞冲突、亲子冲突和父母冲突是家庭生活中的三种基本冲突形式，这三种冲突是非常普遍的。当然，如果一个女儿正和她的母亲处于对峙阶段，一对父母在资源分配上无法达成一致，或者兄弟姐妹之间无法和睦相处，那么上述观点对于解决这些实际的问题可能没有太大的帮助。但是，在理解了家庭冲突的进化逻辑之后，人们至少能够明白这样一点：他们的困扰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未来的十年当中，我们希望能够涌现出一些实证研究来检验这些从各种家庭冲突模型中得出的具体预测。


  小 结


  在这一章的开头，我们深入探讨了Hamilton（1964）的内含适应性理论，以及Hamilton公式c<rb。比如，利他行为的进化条件是，利他者所付出的代价，必须小于受惠者所获得的收益与两人之间的遗传相关度的乘积。简而言之，内含适应性理论为这个问题——利他行为如何得以进化——提供了答案。同时，它将达尔文的经典适应性（个体的繁殖成功率）的定义扩展为内含适应性（个体的繁殖成功率，加上他的行为对遗传亲属的影响b并乘上他和亲属之间的遗传相关度r）。


  接下来我们提出了内含适应性理论在人类身上的理论应用。这些应用包括：（1）应该存在一组特定的涉及亲属关系的进化心理机制，这些机制能用于解决同胞、半同胞、祖父母、祖孙和姑姨叔舅等亲属所带来的不同的适应性问题；（2）性别和世代是区分亲属的主要类别，因为这两个维度限定了一个人的适应性载体的重要特征（比如男性亲属的繁殖数量的上限要高于女性亲属；年轻亲属的繁殖价值要高于年老亲属）；（3）亲属之间的亲近感是有大小之分的，而遗传相关度则是这种亲近感的主要预测指标；（4）合作行为和亲属关系的稳定性是遗传相关度的函数；（5）年老的亲属会鼓励年轻成员向遗传亲属（比如年老亲属的同胞）表现出更多的利他行为，而这超出了年轻成员本来的利他意愿；（6）一个人的家庭角色将是他（她）的自我认同的主要成分；（7）在无亲属关系的情况下，人们将会利用亲属称谓词来影响或控制其他人（比如“兄弟，能给点儿零钱吗”）。


  大量的研究证据显示，亲属关系是帮助行为的一个重要指标。有一项研究考察了地面松鼠的报警行为。报警行为可能会让发出警报的松鼠付出一定的代价，因为报警声让它更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但是，当有近亲在附近的时候，报警行为还是会频频发生。在一项对300名洛杉矶女性的调查中，研究者发现，帮助行为是帮助者和受惠者之间的遗传相关度的函数。而在另一项研究中，实验者要求参与者在一个假想的生死攸关的场景中（比如冲进一座着火的房子去挽救一个人的生命）作出决策。结果表明，帮助者和被挽救者之间的遗传相关度可以很好地预测被试的帮助行为。对遗产的研究显示，人们更倾向于把遗产留给遗传亲属（以及配偶，因为死者相信配偶会将资源留给他们共同的遗传亲属），而不是无亲属关系的人。还有研究表明，人们体验到的悲痛程度和遗传相关度直接相关（经验证据见Segal, Wilson, Bouchard, & Gitlini, 1995；有关悲伤心理的更多评论详见Archer，1998）。所有的这些实证研究都告诉我们，亲属关系是帮助行为的一个重要预测指标。


  祖父母的投资行为为我们检验内含适应性理论的具体预测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舞台。这时，父亲身份的不确定性开始在这个舞台中扮演它的角色。祖父和孙子的遗传关系有着双重疑问。首先，他不一定是他儿子的亲生父亲。其次，他的儿子不一定是他孙子的亲生父亲。相反，外婆和她女儿的孩子之间的遗传关系却具有百分之百的确定性。正是在这个逻辑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预测：在所有的祖父母投资中，外婆的投资一般是最多的，而爷爷的投资则最少。对于剩下的两种祖父母身份（奶奶和外公）而言，他们的投资总量应该位于外婆和爷爷之间，因为他们和孙子的遗传关系有一层是值得疑虑的。


  来自德国、美国、希腊和法国的研究证据都支持了上述的预测。不同的研究者的独立研究取得了相似的研究结果，被试认为他们和外婆最亲近，和爷爷最疏远。此外，被试还报告说他们从外婆那里得到的资源最多，从爷爷那里得到的资源最少。尽管对奶奶和外公的评定确实位于外婆和爷爷之间，但有趣的是，外公的投资总是比奶奶要多。这个发现排除了这样的观点：女性对所有亲属的投资总量要多于男性。


  研究者采用相似的理论逻辑对姑姨叔舅的投资行为进行了考察。如果你是女性，那么你的同胞兄弟姐妹可以确信你是你孩子的亲生母亲，他们确实是你孩子的姨妈和舅舅。与此相反的是，如果你是男性，那么你的同胞就不能确信你就是你孩子的父亲，因为你有可能带了绿帽子。所以，我们可以预测姑姨叔舅的投资应该存在差异，而且这些差异应该主要取决于孩子到底是他们姐妹的还是他们兄弟的。


  在一项对姑姨叔舅的研究中，研究者找到了两个比较重要的预测指标。首先，不管你是男性还是女性，你孩子的姑姑和姨妈对你孩子的投资总是比舅舅和叔叔要多。这是性别效应。其次，姨妈和舅舅的投资要分别多于姑姑和叔叔。这刚好证实了我们上面提到的关键性的预测。


  有几项研究表明，北美女性对亲属的投资似乎要高于北美男性——女性能够记住更多的亲属的名字，更多地采用她们在家庭网络中的位置来认同自己（比如“我是某某的女儿”），而且更有可能和旁系亲属保持联系。


  在本章的最后一节，我们从更加广泛的视角考察了家庭的进化过程。由于家庭在动物界非常少见——大概只有3％的哺乳动物中存在家庭模式——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家庭进行解释。根据Stephen Emlen的观点，家庭是指子代在成年后继续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场所。家庭是在下面这两种条件下产生的：（1）还未找到合适的繁殖空缺；（2）留在家里能够获得显而易见的收益，比如增加存活机会、提高竞争能力、为家庭成员提供帮助或者从家庭成员那里获得帮助。


  我们可以从这个理论中得出大量的具体预测。比如说，该理论认为，家庭越富有，那么它的稳定性也就越高，因为子代能够从家庭中获得收益，或者有机会继承家庭的财产。另一个预测是，如果家庭中的繁殖者突然死去，那么家庭内部必然会因争夺这个空缺而发生冲突（比如为了获得父母的财富而发生冲突）。这个理论还预测，与原生家庭相比，继父母对子女的投资应该更少，家庭的稳定性更差，而且家庭内部的冲突应该更多。很多预测已经在动物身上得到了证实，但是它们能否被运用在人类身上仍然有待检验。不过，Emlen的理论也受到了下面几点批评：（1）他未能考虑到这样的事实——更年期后的妇女继续为家庭发挥余热，而很少去寻找其他的繁殖空缺；（2）人们在无亲属关系的人群中广泛地参与互惠式交换活动。这些因素让Emlen的理论变得更加完善，因为它们考虑到了人类家庭中许多独一无二的现象。


  尽管早期的进化模型总是强调家庭成员之间和谐的合作关系，但是最近的进化模型指出了家庭中存在的三种冲突形式：同胞冲突、亲子冲突和父母冲突。虽然内含适应性理论认为遗传相关度是利他行为的重要预测指标，但是家庭成员一般很难在遗传利益上达成共识。所以，家庭内部的冲突是非常普遍的。在未来的十年当中，进化心理学将会揭示出人类进化形成的、专门用于解决上述每一种家庭冲突的适应器。


  总之，遗传相关度是亲属之间的投资行为的关键预测指标。亲属关系越近，投资也会越多。当其他条件相同时，如果遗传关系确定无疑，那么投资将会是最高的。不过，当遗传关系受到父亲身份不确定性的影响时，投资将会降低。继父母对继子女的投资也要少于亲生父母。虽然我们对涉及亲属和家庭的心理现象的探索才刚刚起步，但是，内含适应性理论对我们理解这些现象已经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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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群居问题


  群居生活是人类整个适应过程的关键组成部分。进化心理学认为，人类拥有许多专门用于解决群居问题的进化心理机制。这个部分包含四章的内容，每一章所涉及到的群居问题都是不一样的。


  第九章主要讨论合作联盟的进化过程。在这一章中，我们先介绍了互惠式的利他主义理论，它为合作行为的进化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接下来，我们列举了自然界中存在的合作行为的例子，主要包括吸血蝙蝠分享食物的行为、黑猩猩和其他非人类的灵长目动物的互惠式联盟等等。在第九章剩下的篇幅里，我们主要对人类合作行为的进化过程进行了探讨。最后，我们从进化的视角出发，考察了友谊给交往双方所带来的代价和收益。其中我们还谈到了“真心朋友”的心理学，只有真正的朋友才会为我们的幸福着想。


  在第十章中，我们讨论了攻击行为和战争，并且得出了下面这个可能会让很多人深感不安的结论：我们可以通过暴力行为让其他人蒙受损失，而自己却从中获得许多适应性的收益。在所有的文化背景下，男性总是比女性更具攻击性。这一章不仅提到了这种现象，并对它进行了解释。紧接着，我们根据攻击者和受害者的性别对各种具体的攻击模式进行了划分，并且对相关的实证依据进行了讨论。最后，我们探讨了战争的进化，以及下面这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人类是否已经进化了专门用于杀害其他同类的适应器？


  第十一章主要考察了男女两性之间所存在的冲突。在这一章开头，我们介绍了策略冲突理论，它为我们理解两性之间的冲突提供了一个大致的框架。然后，我们主要讨论了从各种具体的冲突形式中所得出的经验证据。这些冲突形式包括性接触机会的冲突、嫉妒冲突、因欺骗引发的冲突，以及因争夺资源而产生的冲突。


  第十二章探讨了人类身上广泛存在的一个特征——地位和统治级别。我们先提供了一个进化理论来解释地位等级的出现，然后主要讨论了人类和其他动物中存在的有关统治和地位现象的具体问题。对我们人类自身的研究证据表明，男性和女性在对地位的追求上存在差异，在表达自己的统治身份的行为上也有很大的不同。最后，我们还对服从策略进行了讨论。


  
第九章 合作联盟


  如果你想和一个人交朋友，不要急于相信他，应该先确定他是否可靠。因为有些人只是图一时之利才和你结交，这种关系绝不会持续到你有困难的时候。……另外，有些人只是酒肉朋友，而不是患难之交。……当你不幸落难时，他们不会前来帮忙，仿佛人间蒸发。……真正的朋友是一种强有力的防护，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没有什么比一个真正的朋友更加珍贵。


  ——传道书6


  有一个故事是关于两个朋友的。其中一人被指控盗窃，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偷过东西。尽管这个人是清白的，但他最终仍然被判入狱，监禁期4年。他的朋友听到宣判结果之后非常伤心，每天晚上睡觉都睡在地上，就像他的朋友睡在牢房的地上一样。即便当他躺在温暖舒适的床上时，只要想到监狱里的朋友只有一条发霉的破被子用来裹身，他就感觉如卧针毡。后来朋友总算出狱了，两个人的友谊一直持续了整整一辈子。我们如何对这种令人迷惑不已的行为进行解释呢？人们为何会形成长期的友谊和合作联盟呢？


  合作行为的进化


  很多人都会为了朋友而作出某些牺牲，这种现象并不罕见。人们每天都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帮助着他们的朋友，有时只是提供一些小小的建议，有时则是给身处危难中的朋友提供切实的帮助。朋友之间的利他行为是一个非常深奥的难题，因为自然选择总是充满了残酷的竞争。我们常说自然选择是自私的，是因为它是一个反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有机体因为拥有某些设计特征所以比群体中其他人更具繁殖优势。但是，为朋友作出牺牲的人难免要付出代价，而朋友却会从中受益。所以其中的问题就是，这种友谊和利他行为是如何得以进化的呢？


  利他主义难题


  在第八章中，我们论述了亲属之间的利他行为是如何得以进化的。亲属之间的利他行为能用内含适应性理论来加以解释，但是问题在于，你的朋友通常和你并没有任何遗传关系。所以，当你为朋友提供帮助时，你总会有所损失，而你的朋友则会从中获益。因此，最大的难题在于，如果说自然选择只能产生自私的设计，那么非亲属之间的利他行为是如何得以进化的呢？这就是进化生物学家们所说的利他主义难题（problem of altruism）。“利他”的设计特征促使个体为其他人提供帮助，从而增加他们的繁殖成功率，尽管利他者自己可能会付出一定的繁殖代价（Cosmides & Tooby, 1992）。


  但是，在大量的研究之后，上述难题不但没有得以解决，反而变得更加复杂。研究者们发现，利他行为既不是什么新生事物，也不是什么罕见的现象。首先，作为一种合作行为，社会交换在不同的人类文化中普遍存在。研究者通常认为狩猎—采集者文化和人类进化的远古条件非常相似，但是正是在这种文化中，研究者发现了频繁的社会交换行为（Cashdan, 1989; Cosmides & Tooby, 1992; Lee & DeVore, 1968; Weissner, 1982）。其次，在和人类差别很大的物种（比如吸血蝙蝠）中，同样存在着明显的社会交换行为（Wilkinson, 1984）。第三，在人类之外的其他灵长目动物（比如黑猩猩、狒狒和短尾猴）身上，也存在着广泛的互助行为（De Waal, 1982）。总的说来，这些证据意味着，利他行为拥有一段非常漫长的进化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几百万年前。


  互惠式的利他行为理论


  研究者提出了一个理论来解决利他主义难题，这就是互惠式的利他行为理论（reciprocal altruism）。自问世以来，这个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和扩充，而且已经产生了很大影响（Axelrod, 1984; Axelrod & Hamilton, 1981; Cosmides & Tooby, 1992; Trivers, 1971; Williams, 1966）。互惠式的利他行为理论认为，只要利他者能够在将来的某个时刻从受惠者那里获得回馈式的收益，那么促使人类在非亲属之间产生利他行为的心理机制就能够得以进化。


  互惠式利他行为的精妙之处在于，互惠双方都能从中受益。比如说，有两个猎人是朋友，但是他们能否成功地逮到猎物，却是一件非常不确定的事情。有可能在这个星期，一个人打到了猎物，但是下一个星期，成功的却是另一个人。如果第一个猎人将他的食物和朋友共享，那么他会蒙受一定的损失。但是，倘若他打到的肉比较多，他们全家人没法一下子都吃完，而肉类又很容易变质腐化，这个时候，如果他让朋友来分享剩余的食物，他所付出的代价相对而言是比较小的。但是反过来，这些食物对他的朋友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肉，他的朋友可能要挨一个星期的饿。不过在下个星期，情况可能会完全倒过来。所以，当他们将肉分给朋友食用时，他们自己的代价很小，但朋友获得的收益却很大。显然，与其自私地将自己捕获的肉独自享用，还不如和朋友共同分享，因为互惠式的利他行为让他们两人都能获得更多的收益。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双赢（gain in trade）”，它是指每一方在交换中所获得的回馈都比他付出的代价更高（Cosmides & Tooby, 1992）。


  用进化的术语来讲，这种双赢为互惠式利他行为的进化搭建了一个很好的舞台。参与互惠式利他行为的个体通常比那些自私的个体拥有更高的繁殖成功率，所以，引发互惠式利他行为的心理机制也就在后代中慢慢传播开来。总之，互惠式的利他行为可以被定义为“两个或多个个体为了相互利益而发生的合作行为”（Cosmides & Tooby, 1992, p. 169）。类似的同义词还包括合作行为（cooperation）、回报（reciprocation）和社会交换（social exchange）。


  互惠式利他行为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适应性问题是，利他者必须确信他所提供的利益在将来能够得到回报。比如说，有人可能假装成互惠式的利他者，骗取了好处，但他后来却不愿意向利他者作出相应的回馈。这就是所谓的“欺骗问题（problem of cheating）”。我们稍后将会谈到一些具体的实证依据，这些证据表明我们人类已经进化了专门用于解决欺骗问题的心理机制。不过，我们先看看下面这个计算机模拟程序，它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互惠式的利他行为为何能够得以进化。然后，我们再看看非人类物种中存在的合作行为的几个具体例子。


  以牙还牙


  互惠式利他行为所面临的问题和一个游戏非常相似，这个游戏就是众所周知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囚徒困境假设了这样一个场景，两个人因为被指控共同犯罪，所以被警察关押受审。实际上，这两个人也确实是做了坏事。警察将两个疑犯分开关押，防止他们进行交流。然后，警察对两个人分别进行审讯，试图让他们招供自己的同伙。假如两个人都不招供，那么警察就会面临证据不足的问题，必须将两人无罪释放。从囚犯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合作策略，也是对他们双方最为有利的策略。


  但是，警察自有办法。为了让两人出卖他们的同伙，警察对每个人都说，如果他认罪并且招供出他的同伙，那么他就会被无罪释放，而且还能得到一小笔奖金。但是如果两个人都认罪的话，他们就会被判入狱。不过，倘若一个人认罪了，但另一个人却没有认罪，那么这个隐瞒实情的人所受到的判决，将会比两个人同时认罪所受到的判决要严厉得多。囚徒困境可以用下面的图9.1来表示。


  [image: ]


  图9.1 囚徒困境的游戏。这是Robert Axelrod在模拟循环赛中所采用的支付矩阵。每次游戏都由两种不同的策略进行对垒，较量次数为200次。在这个支付矩阵中，相关的数值必须满足如下条件：T>R>P>S且R>（S＋T）/2。来源：经允许重印。来自Axelrod, R., & Hamilton, W. D.（1981），《合作行为的进化》，发表于《科学》，211，1390—96。版权（1981）归美国科学发展协会所有。


  在这个表格中，R是指双方共同合作所获得的奖励，也就是两个人都没有出卖对方。P是指两个人都认罪时所受到的惩罚。T是指出卖同伙的诱惑——无罪释放加上一小笔奖金。S则是指“笨蛋的代价（sucker's payoff）”，也就是被同伙出卖后所受到的严厉惩罚。


  这个游戏之所以被称作囚徒困境，是因为这两个疑犯的合理行为应该都是坦白从宽。倘若他们试图相信对方，认为对方会和自己进行合作，那么他们可能要面临一个更加糟糕的结局。这也正是困境的由来。以玩家A为例，如果他的搭档没有认罪，那么他的出卖行为就会让他获得收益——无罪释放，并且还有一小笔奖金。反过来，如果他的搭档出卖了他，招供了所有的事实，那么对于A而言，他的最佳选择仍是供出他的搭档。否则，他有可能受到更加严厉的惩罚。总之，尽管双方进行相互合作确实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不管搭档选择哪一种行为，两个人的合理决策都应该是招供和背叛。


  这个假想的困境游戏和互惠式利他行为的问题非常相似。每个人都能从合作中获得收益（R），但同时又受不了诱惑（T）——既能得到好处，又不用付出回报。最糟糕的情形是，一个人表现出合作行为，但他的搭档却背叛了他（S）。如果游戏只进行一次的话，那么唯一的明智选择应该是背叛。Robert Axelrod和W. D. Hamilton（1981）认为，出现的合作行为关键在于，游戏总是一次次的反复上演，而且每一个玩家都不知道游戏何时会结束。这和我们的现实生活如出一辙。


  在“反复的囚徒困境”游戏中，获胜的策略叫作以牙还牙（tit for tat）。Axelrod和Hamilton利用计算机模拟的循环赛游戏发现了这个策略。他们在全球范围内邀请了一批经济学家、数学家、科学家和电脑奇才来参加囚徒困境游戏，并要求这些参与者提交他们将会采用的策略。每个参与者都要玩200轮游戏，游戏的得分参照了图9.1所示的支付矩阵。得分最高的人就是最后的赢家。每个人的策略都是由他在游戏中采用的决策规则所构成的。研究者将提交上来的14种策略随机配对，让它们在游戏循环赛中相遇并展开对弈。有些策略非常复杂，它们包含大量的条件性规则，甚至能对其他策略进行建模，并在中途忽然改变自己的策略。最复杂的一个策略是由77条FORTRAN语言程序指令所构成的。但是，循环赛的最后赢家采用的却是最简单的策略，那就是以牙还牙。以牙还牙策略仅仅只包含4条FORTRAN程序指令，它只有2条非常简单的规则：（1）第一次主动地选择合作；（2）后来选择互惠式合作。换句话说，我方在开始时选择合作，如果对方也选择合作，那么双方将一直合作下去。但是，如果对方选择了背叛，那么我方也马上选择背叛。Trivers（1985）给它起了个恰当的名字，叫作“条件性互惠（contingent reciprocity）”。


  在第二次循环赛中，Axelrod邀请了更多的参与者。这次的参与者共有62名，他们是来自6个不同国家的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和前一次比赛不同的是，这次比赛并没有将每对选手的较量次数固定在200次。结果，曾经采用过以牙还牙策略的参与者故伎重演，并再次获胜。当研究者用这个循环赛来模拟自然选择的过程——成功的策略一代一代地取代不大成功的策略时，以牙还牙策略仍然胜出了。


  Axelrod（1984）认为，以牙还牙策略包含有三个特征，正是这三个特征使得它百战不殆。它们是：（1）从不先出卖对方——开始时总是选择合作，只要对方合作，那就一直合作下去；（2）在对方选择出卖后进行报复——只要对方开始背叛，那就马上也选择背叛；（3）宽恕——如果对方改变策略，愿意重新合作，那就进行互惠式合作，双方关系重新回归到良性循环。概括地来说就是，“先以你希望对方对待你的方式去对待他，然后以他实际对待你的方式去对待他”（Trivers, 1985, p. 392）。对于促进双方进行合作的策略，我们将在下面的栏目9.1中具体讨论。


  在反复的囚徒困境游戏中，以牙还牙就是一种典型的稳定的进化策略（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 ESS）（Maynard Smith & Price, 1973）。稳定的进化策略是指这样一种策略：“如果群体中的大多数成员都采取这种策略，那就不可能有比它更好的策略。”(Dawkins, 1989, p. 69)稳定的进化策略这一概念来自于博弈论（game theory）。博弈论是数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专门致力于为不同的策略在对弈过程中的获胜概率建立形式化的模型（Maynard Smith, 1982）。以牙还牙之所以是一种稳定的进化策略，是因为它打败了其他各式各样的策略，最终能够在群体中扩散开来。而它一旦在群体中发展起来，就不可能再被其他策略所取代。以牙还牙策略在个体和其他的“以牙还牙者”的交往活动中非常管用。


  这个计算机循环赛的结果向我们表明，合作行为在大自然中能够很容易地得以进化。但是，我们必须记住一个重要的局限：上面的游戏假定每个玩家的权力都是相等的，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权力的不对称现象非常普遍。我们还不清楚以牙还牙策略在权力不对称的条件下是否仍然有效。不过，尽管存在着某些局限，但是这项研究的结果仍然清楚地表明，条件性的合作行为能够在相当简单的决策规则下得以进化。其实，合作行为在自然界中确实非常普遍。


  栏目9.1


  促进合作行为的策略


  根据Axelrod（1984）对以牙还牙这个成功策略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几条能够促进合作行为的实用规则。第一，增强将来交往的迹象（shadow）。如果对方认为你们以后会经常交往，那他（她）的合作动机就会更高。倘若对方知道这是“最后的一次”，双方的关系不久就会终止，那么对方更有可能选择背叛，而不是合作。增强将来交往预兆的方法有：增加现在的交往频率，或者对双方之间的关系作出承诺（比如婚礼中的誓言）。离婚通常都是丑陋的，充满了相互出卖的冷酷行为，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就在于，双方都认为这是“最后一步”了，将来不大可能会继续交往。Axelrod推荐的第二个策略是引导他人的互惠行为。通过引导他人的互惠行为，我们让对方具有更强的合作性，这不仅对我们自己有利，而且让其他的剥削策略难以生存。采用以牙还牙策略的人越多，试图通过背叛来利用他人的人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少。从本质上来讲，合作者能够通过相互交往而蓬勃发展，而背叛者最终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因为没有人会让他再次得逞。第三个促进合作行为的策略就是坚持公平原则（equity）。贪婪让很多人相继垮台，也许Midas国王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希望他触摸的每一件东西都变成金子，后来甚至他想吃的食物也不能幸免。以牙还牙这个策略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它并不奢望得到的价值超出它所提供的价值。正是通过这种公平原则，以牙还牙策略才引发了个体之间的合作行为。第四个促进合作行为的策略是迅速对挑衅作出反应。如果你的拍档出卖了你，那么一个好的策略就是立刻进行反击。还击行为传达了一种强烈的信号，即你不能容忍被人利用。这种行为可以促进将来的合作行为。第五个促进合作行为的策略是建立一种诚信互惠者的个人声誉。在我们所处的社会生活中，别人心中拥有对我们声誉的评价和信念，这决定了别人是对我们以礼相待，还是敬而远之。一个人的声誉是通过他的行为建立起来的，通过人们的言谈和交流，所有的人都将会慢慢地知晓他的行为。如果你是一个信誉很高的互惠者，别人为了相互的利益，就会找上门来。但是，如果大家都知道你是一个喜欢利用他人的骗子，那么大家肯定唯恐避之而不及。将这些策略结合起来，就可以容易地创造出合作关系。而且，先前采用背叛策略的人也必须变得老实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挽回他们声名狼藉的信誉。这样，合作行为就能够在群体中蔓延开来。这些方法为合作行为在人类中的进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照点。


  大自然中的合作行为


  在进化过程中，虽然每一个物种都要面对许多独特的适应性问题，但是不同的物种也要处理一些共同的问题，并且采用相似的解决方案。所以，考察非人类的物种是否进化了合作行为，对于我们将会大有裨益。下面我们从吸血蝙蝠这个特别的例子开始讨论，然后是狒狒和黑猩猩，它们在种系发生学上和人类更为接近。


  吸血蝙蝠的食物共享行为


  吸血蝙蝠依靠吸食其他动物的血液为生，所以才得此恶名。吸血蝙蝠习惯于群居，通常是十来个成年雌性蝙蝠和她们的子女生活在一起。雄性蝙蝠在能够独立生存之后，会离开它成长的这个族群，去寻找另外的繁殖空间。吸血蝙蝠白天隐匿，晚上出来觅食，主要吸食牛和马的血液。牛和马当然不会听之任之，这时它们的尾巴派上了用场——驱赶蝙蝠。蝙蝠的觅食能力随着年龄和经验的增长而显著增加。有一项研究表明，一天当中有33％的小蝙蝠（不足2岁）找不到任何食物，而在2岁以上的蝙蝠中，找不到食物的比例只有7％（Wilkinson, 1984）。


  那么，未能找到食物的蝙蝠如何生存？事实上，如果没有食物，蝙蝠最多只能存活3天，越过3天就会饿死。但是，上述统计数据表明，对年幼的蝙蝠而言，觅食失败似乎是家常便饭。所有的蝙蝠几乎都会失手，因此被饿死对于蝙蝠而言是一种持续存在的生存威胁。Wilkinson（1984）发现，蝙蝠会将它们吸入的一部分血液反刍出来，以供群体中的其他蝙蝠食用。但是，这种馈赠并不是随机的。实际上，蝙蝠只将血液反刍给它们的朋友，也就是曾经送给它们食物的那些蝙蝠。Wilkinson还发现，蝙蝠之间的关系越亲密——比如在一起的时间越长——它们相互赠予食物的可能性也越大。只有当亲密相处时间超出60％时，蝙蝠才有可能从同伴那里获得血液。而低于这个时间标准的蝙蝠，很难从其他蝙蝠那里得到食物。


  在这项研究中，Wilkinson（1984）利用一群俘获的吸血蝙蝠来探究它们的互惠式利他行为的其他特征。他实验性地剥夺了吸血蝙蝠的食物，但剥夺时间长短不一。结果Wilkinson发现，当蝙蝠面对这两种处境时——急需食物（13小时后会饿死）和对食物有中等程度的需要（2天后会饿死）——它们的“朋友”更有可能对前者作反应，即反刍出血液赠给它们。他还发现，这些在急需食物时获得帮助的蝙蝠，更有可能向那些为它们解燃眉之急的朋友给予回馈。


  总之，吸血蝙蝠拥有的行为特征很明确地显示它们已经进化了互惠式利他行为的适应器。每只蝙蝠都会和其他蝙蝠进行交往和接触，而相处的频率能够预测利他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受惠者得到的收益远比赠予者付出的代价要高。风水轮流转，也许赠予者下次就成了受惠者。最后，蝙蝠倾向于帮助那些最近帮助过自己的同伴。对这些条件加以考虑之后，再看看蝙蝠不断面临的死亡威胁，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互惠式的利他行为，蝙蝠将会如何生存（Trivers, 1985）。


  非人类灵长目的互惠行为


  狒狒拥有广泛的社会化行为，它们群居而且频繁地参与社会活动。狒狒之间爆发的冲突，也多半都由争夺食物和性伴侣而引起。人类学家Craig Packer对一群狒狒研究了很长一段时间，总共见证了狒狒在社会冲突中向其他成员寻求帮助的140个明显的例子（Packer, 1977）。当发生冲突时，狒狒会向其他成员寻求帮助，它们先和帮助者建立眼神交流（eye contact），然后将目光在这个潜在的帮助者和它们的对手之间来回地快速切换。


  其中有20项冲突，是两只雄性狒狒为了争夺和一只处于发情期的雌性狒狒交配，从而产生了矛盾。与其他的冲突形式相比，在涉及性活动的冲突中，如果一只雄性狒狒向其他的雄性狒狒寻求帮助，那么它获得帮助的可能性会更大。在这20个例子中，有16只雄性狒狒成功地得到了第三只狒狒的帮助，从而摘得雌性狒狒的芳心。所有这些冲突中，提供帮助的狒狒不可能从中受益，它们从来不会因为帮助行为而拥有和这个雌性狒狒发生性行为的机会。但是Packer观察到，在以后的性活动冲突中，当角色发生反转的时候，先前为其他雄性提供帮助的狒狒更有可能获得帮助。这种互惠式的利他行为模式是如此强烈，以至于那些未能形成朋友关系的雄性狒狒几乎很难获得求偶机会。


  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在一群非洲短尾猴身上进行了田野式的实验，主要考察它们相互梳理毛发的习性对后来的帮助行为有何影响。研究者先将雌性短尾猴发出的请求帮助的叫声录制下来，然后把这些录音放给其他的雌性短尾猴听。他们发现，如果录音带中的雌性短尾猴最近曾经为其他雌性短尾猴梳理过毛发，那么这些接受过恩惠的雌性短尾猴更有可能对录音带作出反应，并四处张望。但是，最近不曾受过恩惠的那些雌性短尾猴对录音带却没有什么反应。有趣的是，亲属成员之间却不存在这种效应。正如图9.2所示的那样，如果雌性短尾猴和录音带中的短尾猴没有亲属关系，而它最近又从该短尾猴那里接受过帮助，那么它会对录音作出强烈的注意力朝向反应。但是倘若两者之间存在亲属关系，不管录音带中的短尾猴最近有没有帮助过它，它的反应都不会有多大差异。所以，帮助行为似乎是非亲属之间的一种互惠式利他行为，而不是依赖于亲属关系的行为（Seyfarth & Cheney,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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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2 短尾猴先前的梳理毛发行为对后来的反应倾向的影响。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下（先前接受和没接受过梳理毛发的帮助），短尾猴对亲属和非亲属的叫声给予注意的持续时间。给予注意＝转向发出叫声的短尾猴。注视的持续时间通过录影资料来进行测量。在接受帮助和没接受过帮助这两种条件下，短尾猴对非亲属的注意时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但是它们对亲属的注意时间却没有差异。 来源：经允许重印自《自然》（Seyfarth, R. M., & Cheney, D. L. [1984]。《短尾猴的梳理、联盟和互惠式的利他行为》，308，541—543）。版权（1984）归Macmillan Magazines Limited所有。


  我们可以从这些研究中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帮助过他人的狒狒和短尾猴更有可能得到来自其他成员的帮助。第二，狒狒和短尾猴倾向于形成稳定的联盟，所以向你“寻求”过帮助的朋友将来最有可能在你需要帮助时为你排忧解难。第三，这些帮助行为很可能是互惠式利他行为的结果，而不是由于亲属关系所导致的。


  黑猩猩的政治


  在荷兰的Arnhem地区有一个很大的动物园，里面生活着一群黑猩猩，一只名叫Yeroen的成年雄性黑猩猩是它们的首领（de Waal, 1982）。Yeroen用一种非常夸张的方式走路，这让它看起来比它实际的体型大得多。有时候，当它需要展示自己的统治地位时，它会让全身的毛发根根直立，然后疯狂地冲向其他的黑猩猩。一般而言，其他的黑猩猩都只是四散逃开，避免受到伤害。Yeroen的统治地位当然也表现在性行为领域。尽管这个黑猩猩群体中有四个雄性成员，但是当雌性黑猩猩处于发情期时，Yeroen几乎要占有75％的雌性。


  不过，当Yeroen慢慢老了之后，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只名叫Luit的年轻雄性黑猩猩成长迅猛，并且开始挑战Yeroen的统治地位。慢慢地，Luit不再向Yeroen表示臣服性的问候，而且还大胆地表现出它一点都不怕Yeroen。有一次，Luit接近Yeroen，在它身上狠狠地拍了一巴掌。还有一次，Luit用它尖利的犬齿把Yeroen咬伤了。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只雄性黑猩猩之间的争斗都只是象征性的威胁和虚张声势，不会有真正的流血冲突。开始时，所有的雌性黑猩猩都站在Yeroen这边，帮助它维护其统治地位。实际上，对于雄性黑猩猩而言，和雌性黑猩猩的互惠式联盟是它维护自身统治地位的必要手段。雄性黑猩猩保护雌性黑猩猩免受其他雄性的攻击，往往在冲突中充当着“和事佬”的角色。反过来，雌性黑猩猩为雄性提供帮助，使它能够稳坐江山。


  但是慢慢地，随着Luit的统治倾向越来越明显，雌性黑猩猩渐渐地开始背叛Yeroen，站到了Luit这边。两个月之后，过渡期结束了。Yeroen不得不走下宝座，开始向Luit表现出臣服性的问候。性活动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在Yeroen统治年代，Luit只有25％的交配机会，而现在它的交配次数超出了总数的50％。同时，Yeroen的交配机会下降为零。


  尽管Yeroen失去了权力宝座，也没有任何交配机会，但是它并不打算就此放弃。它慢慢地和一个名叫Nikkie的年轻雄性黑猩猩形成了紧密的联盟。虽然Yeroen和Nikkie都不敢单独向Luit发起挑战，但是它们的联盟却是非常强大的。几个星期之后，它们联合起来向Luit发起的挑战越来越大胆。最终，一场恶战在所难免。尽管所有参与搏斗的黑猩猩都受伤了，但是Nikkie和Yeroen的联盟策略大获全胜。打完这场胜仗之后，Nikkie释得了50％的交配机会，而作为联盟者的Yeroen也一扫前耻，获得了25％的交配机会。虽然Yeroen再也没有处于统治地位，但是与Nikkie的联盟让它能够继续繁衍后代。相应地，正是因为和Yeroen的联盟，Nikkie才能够打败Luit并走上权力的巅峰。


  联盟是黑猩猩的社会生活的主要特征。雄性经常拉拢雌性，替她们梳理毛发，和她们的婴儿玩耍，希望能够和她们建立紧密的联盟。如果没有雌性的联盟和帮助，雄性很难在这个群体中获得统治地位。所以，为了获得群体的统治地位，如果一只雄性黑猩猩看到一只雌性黑猩猩和它的竞争对手打得火热，那么它会追着撕咬这只雌性黑猩猩。在某些极端情况下，雄性黑猩猩会突袭雌性黑猩猩，并且站到雌性黑猩猩的背上上下跳动，丝毫不理会雌性黑猩猩讨饶的尖叫声。但是一个小时之后，当雌性黑猩猩和这只雄性黑猩猩的竞争对手断绝关系时，这只雄性黑猩猩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它向雌性黑猩猩及其孩子表现出极度的友好和关爱。这是黑猩猩发展联盟关系的一个关键策略：切断其他黑猩猩和它的竞争对手的联系，并且将它们拉拢过来。


  从de Waal对黑猩猩政治行为的精妙研究中，我们瞥见了互惠式利他行为的进化过程的复杂性——不仅要建立同性联盟，也要和异性建立起联盟关系。知道了这些研究结果之后，我们现在转向这个问题，即人类的合作行为的进化。


  社会契约理论


  互惠式的利他行为理论预测，有机体能够从合作性的交换中获得收益。但是，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许多潜在的交换活动并不是同时发生的。如果我给你带来了收益，那么我必须相信你以后也肯定会给我带来好处。如果我在你需要帮助时提供了帮助，那么我必须相信你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也会如此。倘若你没有给予回馈，那我就会遭受纯粹的损失（net cost）。简而言之，在互惠式的交换活动中很容易出现欺骗行为——获得收益但没有付出相应的代价（Cosmides & Tooby, 1992）。


  实际上，交换活动有时候也是同时进行的。比如，我给你一个水果，你给我一片肉。但是，在很多场景中，交换活动不可能同时进行。比如说，你正在遭受狼的攻击，我跑过来帮助了你。这个时候，你不可能马上给予我相同的回馈。然而，帮助行为一旦发生，就不可能被撤销。


  交换活动之所以不可能同时进行，还有一个原因在于，有时候交换的需要和交换的能力很难完全匹配。如果我很饿，而你又是唯一拥有大量食物的人，那么对于你给予我的帮助，我不可能马上能够回馈给你。所以你必须相信，当你陷于困境时，我也会跑过来帮助你。如此说来，不管交换是不是同时进行的，欺骗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


  进化心理学家Leda Cosmides和John Tooby提出了社会契约理论来解释人类的合作式交换活动的进化过程，而且他们特别致力于探究人类是如何来解决欺骗问题的。欺骗对合作行为的进化是一种威胁，因为欺骗者比合作者拥有进化上的优势——至少在欺骗未被觉察和惩罚的时候是如此。如果我从你那里得到了收益，但是后来没有给予回馈，那我就等于获得了双倍的收益。因为我得到了好处，但是不用付出相应的代价。正因为此，欺骗者在进化过程中应该比合作者拥有更大的繁殖成功率，并且慢慢地扩散到整个群体中去。后来，整个群体中没有一个合作者了。


  所以，要想互惠式的利他行为得以进化，除非有机体创造出一种能够觉察和避开欺骗者的机制。如果合作者能够识破欺骗者，只和同为合作者的人进行交换活动，那么互惠式的利他行为算是找到了一个立足点，并且慢慢得以进化。同时，欺骗者则面临一个不利的局面，因为他们未能从合作式的交换活动中获得益处。


  为了进化出既能促进社会契约关系、又能避开欺骗者的威胁的心理机制，人们必须解决哪些特定的问题？Cosmides和Tooby（1992）列出了5项认知能力：


  能力1：识别不同的个体。如果你给我带来了益处，但是我消失在了“茫茫人海”当中（Axelrod & Hamilton, 1981），那么你就很容易受骗。你必须记得我，能够把我和其他人区分开来。识别不同个体的能力似乎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因为我们人类太擅长于此了。有一项研究表明，人们对于34年未曾见面的熟人的正确再认率超过了90％（Bahrick, Bahrick, & Wittlinger, 1975）。实际上，神经学的相关证据表明，这种认知能力位于特定的脑区。如果一个人的大脑右半球的特定区域受损，他会表现出高度特异性的认知缺陷，也就是所谓的“面孔失认症（prosopagnosia）”（Gardner, 1974）。人类也特别擅长从一个人走路的风格来识别不同的个体（Cutting, Profitt, & Kozlowski, 1978）。总之，丰富的科学证据表明，人类已经进化了精确地识别出不同个体的认知能力。


  能力2：记住与不同个体的交换历史。这项能力可以拆分成几种不同的子能力。第一，你必须要记住面前这个人在先前的交换活动中到底是一个合作者，还是欺骗者？第二，你要很清楚地知道是谁欠你，欠你什么东西。这就需要有一个“账目系统”来记录你曾经付出的代价，以及其他人从你这里获得的收益。如果不清楚对方的交换历史，那么你很容易受骗。如果一个人曾经欺骗过你，但你却记不住他，那么你以后很可能会再次受骗。而且，倘若你不清楚自己在其他人身上付出的代价有多高，那你也就无从知晓他们后来回馈给你的收益能否补偿你曾经付出的代价。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研究者曾经探究过这种能力。


  能力3：向他人表达你的想法。如果你的朋友不知道你到底需要什么，那他（她）如何提供你所需要的东西呢？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向背叛者表达你的愤慨，那你很有可能再次遭受背叛。比如说，在Waal（1982）对黑猩猩的研究中，Puist和Luit保持着一种长期的互助关系，以此抵抗其他黑猩猩的攻击。


  有一次，当Luit在追赶Nikkie时，Puist为Luit提供了帮助，从此Puist和Luit就形成了互助的关系。但是后来有一次，当Nikkie向Puist发起进攻时，Puist朝Luit伸出一只手寻求援助，然而Luit却没有为她提供任何保护，听任她饱受Nikkie的攻击。之后，Puist马上愤怒地向Luit咆哮，拼命地追赶Luit，甚至还打了Luit。（p. 207）


  显然，Puist向Luit表达了她的不满情绪，因为当她面临危难时Luit却选择了逃避。尽管黑猩猩的交流方式是非言语式的，但是当我们人类在表达自己的愿望、权利和不满时，我们除了采用表情和行为之外，还可以借助于语言。“你欠我的”、“我需要这个东西”、“我有权利得到这个东西”以及“我想要这个东西”等短语，就是我们向他人表达自己想法和需要的方式。


  能力4：理解他人的需要。能力4和能力3就好像是同一个硬币的两个反面。如果你能够觉察出一个人需要什么以及需要的程度，那么你提供的利益才有可能符合他的实际需求。如果我给你一片肉，根本就没有认识到你一点都不饿，而且拥有充足的食物，那么我提供的利益对你就没有什么价值可言。只有理解了他人的愿望和需要，你才能将你在交换中所提供的利益最大化，让受惠者对你更加感激。这就意味着，人们能够进行“市场研究”，从而掌握其他个体在交换活动中所特有的偏好、需要和动机。当然，这个命题还有待实际的验证。


  能力5：能对代价和收益进行表征，而不依赖于交换的具体事物。Cosmides和Tooby（1989）认为，许多动物的交换活动仅仅局限于少数几种事物，比如食物和性。但是，人类交换的事物却数不胜数，比如刀和其他工具、肉、浆果、坚果、鱼、栖息之所、保护、地位、石斧、搏斗时给予的帮助、性交机会、钱、吹箭筒、敌军的情报、帮你做学期论文或计算机编程等等。正因为此，Cosmides和Tooby认为，进化形成的社会交换机制不可能被预置（prewired）来表征和买卖具体的事物。我们必须能够理解各种不同的事物，并且在认知层面上以代价和收益来对它们进行表征。在我们人类身上进化形成的，正是以代价和收益来对交换的事物进行表征的一般能力，而不是和特别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的特殊能力。


  总之，社会契约理论认为，人类已经进化了5种能力来解决社会交换中的欺骗问题，从而确保人们在交换活动中获得成功。人类必须能够识别其他的个体；记住自己和不同个体的交换历史；向其他人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念、需要和愿望；认识到其他人的需要和愿望；以及以代价和收益来对各种不同的交换事物进行表征。


  为了检验社会契约理论，Cosmides和Tooby做了十几个实验来考察人们对逻辑问题的反应。逻辑是指从已知为真的陈述句出发，对某一个陈述句的真伪进行推断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并不依赖于陈述句的具体内容。如果我宣称“如果P，那么Q”为真，那么你就会发现，当P为真时，你的逻辑推断肯定是Q必须也为真。这种形式适用于所有的陈述句，比如“如果我去食品商店，那就意味着我饿了”，或者“如果你在性行为上对我不忠，那么我会离开你”。


  不幸的是，人们对于解决逻辑问题似乎并不怎么在行。请想象在一个房间里，有几个考古学家、生物学家和象棋选手（Pinker, 1997, p. 334）。考古学家都不是生物学家，但是所有的生物学家都是象棋选手。你能从这些信息中得出什么结论？在接受调查的大学生中，超过50％的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考古学家都不是象棋选手。很明显，这是一个无效的推论。因为“所有的生物学家都是象棋选手”这个陈述句并没有说考古学家都不下棋。在这项研究中，没有一个被试得出这样的结论：房间里有些象棋选手不是考古学家——这是从前提条件中得出的符合逻辑规则的结论。另外，有大约20％的大学生声称，从上述前提条件中不能得出任何有效的推断。显然，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


  以下面这种逻辑问题为例（Wason, 1966）。设想在你面前的桌上放着4张卡片，每张卡片的一面写着一个字母，另一面写着一个数字。但是，你只能看到卡片的其中一面。现在考虑一下，为了检验这个规则“如果卡片的一面是元音字母，那么另一面是偶数”，你需要翻看哪些卡片？而且，只需要翻开那些你认为能够证明这条规则的真伪的卡片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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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和研究中的大多数被试一样的话，那么你可能会翻看“a”，或者“a”和“2”。翻看卡片“a”当然是正确的。由于它的正面是元音，所以如果它的背面是奇数，那它就可以证明上述规则是假的。但是，卡片“2”对于我们检验这条规则的真伪却没有任何帮助。规则并没有说，只要卡片的一面是偶数，那么另一面肯定是元音字母。它和卡片“2”的背面到底是元音字母还是辅音字母没有任何关系。相反，翻看卡片“3”却可以对规则进行强有力的检验。如果“3”的背面是元音字母，那么规则就被证伪了。所以，根据逻辑规则所得出的正确答案应该是翻看卡片“a”和“3”（卡片“b”也不能提供任何相关的信息，因为规则并没有说辅音字母的背面必须是什么数字）。但是，为什么人们（包括那些在大学里学过逻辑学课程的人）在解决这类逻辑问题上如此差劲呢？


  Cosmides和Tooby（1992）认为，答案在于人类并没有进化出用于解决抽象的逻辑问题的心理机制。相反，人类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是用于解决以代价和收益为表征的社会交换问题的。设想一下，如果你是一家酒吧的酒保，你的工作就是确保每一个喝酒的顾客都达到了法定的饮酒年龄。你要检验的规则是，“如果一个人正在喝酒，那么他（她）必须年满21岁”。酒吧里正好有4个人，分别是喝啤酒的人、喝汽水的人、25岁的人和16岁的人。为了做好自己的工作，你必须检查哪些人？和上面的抽象问题截然相反的是，大多数人都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检查喝酒的人和16岁的人。但是，饮酒年龄问题和上面的字母数字问题在逻辑形式上是完全一样的。那么，人们为什么擅长解决饮酒问题，而对抽象问题却不怎么在行？


  根据Cosmides和Tooby的观点，当一个问题拥有社会契约的结构时，人们就会作出正确的推理。如果你喝酒了，但是却未满21岁，那么你就在没有满足年龄条件（即代价）的情况下获得了某种收益。换句话说，人们在“寻找欺骗者”这件事情上非常在行，也就是找出那些获得了收益但没有付出代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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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的工作是检验酒吧里的顾客是否违反了这条规则——"如果一个人喝酒，那么他（她）必须满21岁"，你会去询问哪些人？


  为了在这个任务中取得成功，人们在进行推理时需要以“获得收益”和“付出代价”的形式来对这个问题加以分析。Cosmides和Tooby排除了其他几种理论假设。比如，这种效应并不依赖于被试对问题的内容是否熟悉。当研究者采用陌生的规则时——比如说“如果你结婚了，那么你的额头上必须有文身”，或者“如果你吃mongongo坚果，那么你的身高必须超过6英尺”——仍然有将近75％的被试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要知道，在抽象任务中，作出正确推断的被试不足10％。这些研究表明，人类的心智中包含着一种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它专门被设计来解决欺骗问题。上述研究结果也在其他的文化背景中得到了重复验证，比如位于Equador的Shiwiar部落（Sugiyama, Tooby, & Cosmides, 2002）。实际上，在条件推理的任务中，Shiwiar人的正确率和哈佛大学的本科生不相上下。前者是86％，后者为75—92％。这项跨文化的研究证据表明，用于社会交换的“觉察欺骗者”适应器具有某种普遍性。


  其他的证据也支持了这样的观点，即人类确实拥有一种特殊的觉察欺骗者适应器。这样的证据来自进化心理学家Valerie Stone及其同事对脑损伤病人的研究（Stone, Cosmides, Tooby, Kroll, & Knight, 2002）。患者R. M. 的眶额皮层（orbitofrontal cortex）和杏仁核曾经受到过损伤，不过，他仍然能够对某些问题进行正确的推理。比如说，当涉及“预警规则（precaution rules）”时——“如果你参加危险的活动X，那么你必须采用合理的防范措施Y”——R. M．和正常人的推理成绩没有差异。但是，他在社会契约问题——“如果你获得收益X，那么你必须付出代价Y”——中的表现却非常糟糕。R. M．在这两种推理任务上的分离现象表明，涉及社会交换的推理可能是人类认知机制中的一种独立的、专门化的成分。有趣的是，在实际生活当中，患有和R. M．相似的脑损伤模式的人，却对欺诈、剥削关系以及交易逆差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敏感性（Stone et al., 2002）。


  觉察欺骗者的心理机制似乎对人们采用的视角特别敏感（Gigerenzer & Hug, 1992）。比如说这个规则：“如果一个员工领到了养老金，那么他已经为公司工作了十年。”哪些条件算是违反了这条社会契约呢？这取决于你问的人到底是谁。如果你要求被试把自己想象成员工，他们就会从员工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找出的员工是工龄超过十年（Q）但是却没有领到养老金（–P）的人。这也就是说，员工关注的是老板有没有违反这条社会契约，是否向那些应得的员工发放了养老金。但是，如果你要求被试从老板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他们找出的员工却是工龄低于十年（–Q）但是却领到了养老金（P）的人。此时，老板关注的是员工有没有违反社会契约，是否拿到了他们本不该得到的养老金。简而言之，一个人所采用的视角决定了他觉察到的是哪一种欺骗者。如果你是员工，你会对老板的潜在欺骗非常敏感；而如果你是老板，你就会对员工的潜在欺骗特别敏感。


  显然，对于社会契约理论——特别是觉察欺骗者的机制——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探讨。请回想一下，前文中我们曾将心理机制的基本定义限定为“输入、决策规则和输出”。那么，人们是否对特定的输入项目更为敏感呢？我们对此还知之甚少。男性和女性会对不同类型的欺骗行为表现出特殊的敏感性吗？比如，男女两性对于违反婚姻契约的行为（如性背叛）会有不同的反应吗？另外，当人们受到欺骗时，他们会狂怒、告诉其他人某人是个骗子，或者和这个骗子断绝往来。尽管这些反应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但我们对于形式化的“输出”还是不甚了了。比如说，人们在发现一个骗子之后会采取哪些特殊的行动？为什么在不同的情境下——比如地位悬殊、遗传相关度不同——这些行动会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尽管如此，这项研究仍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它向我们表明，人类已经进化了专门用于发现欺骗者的心理机制。只要交换活动涉及到代价和收益的结构模式，这种机制就能被激活。正如Cosmides和Tooby所言，“研究结果表明，我们不具备对条件规则进行正确推理的一般能力（general-purpose ability）。人类的推理经过了自然选择的精心设计，专门适用于那些包含有欺骗和社会契约的条件规则，让我们找出违反规则的人”（Cosmides & Tooby, 1992, p. 205）。


  觉察有诚意的利他者


  人类一旦进化了觉察欺骗者的适应器，另一种适应器也会随之一起而进化，即防止被人觉察出欺骗行为的适应器。慢慢地，觉察欺骗者适应器使得许多非常微妙的欺骗形式不断地涌现出来，从而给人们的合作联盟带来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根据进化心理学家William Michael Brown的观点，人类已经进化了另一种适应器来解决这个问题，它让我们能够觉察出一个人的利他行为的诚意（germineness）（Brown & Moore, 2000）。比如说有两个人，他们都给了乞丐1块钱。但是你发现，第一个人确实对乞丐的处境深表同情，正是这种同情心激起了他的帮助行为。然而，第二个人对乞丐根本就漠不关心，他的施舍行为只是为了取悦他的约会对象而已。那么，你会选择哪个人作为合作联盟的对象？


  Brown和Moore（2000）制定了一组新的华生选择任务，以此来检验人们是否会去寻找那些隐藏在利他行为背后的真正情绪。觉察利他者的任务所涉及的条件规则是：“如果X给予了帮助，那么X是想获得声誉。”研究者要求参与者标出那些他们认为应该翻看的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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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项任务背后的逻辑是，如果一个人去帮助他人，只是为了得到某种外在的赞誉，那么他并不是好的合作者。相反，有些人帮助他人并不是为了外在的评价，而是出于自身真诚的利他倾向。这样的人才是完美的合作对象。所以，从觉察利他者的角度来看，上述条件规则的正确答案应该是卡片“X提供了帮助”和“X不是为了赢得声誉”。


  Brown和Moore（2000）通过两个不同的实验发现，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正确的卡片，即能让他们找到真正的利他者的卡片。实际上，被试在觉察利他者的任务中的正确率和觉察欺骗者的任务相差无几，而且这两项任务的正确率都比抽象任务的正确率高出很多。很明显，假如利他行为的主观诚意是将来的利他行为的有效预测指标，那么觉察有诚意的利他者的能力就会大大地促进合作行为的进化。虽然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定这些适应器的具体设计特征，但是当前的证据表明人类身上存在两种不同的适应器：一种用于觉察欺骗者（即获得了收益但没有付出代价的人），一种用于觉察利他者（即拥有真正利他动机的人）。这两种适应器都推动了合作行为的进化。


  显然，社会交换所涉及的适应器并不仅仅只有这两种。有一种可能的适应器叫作“社会交换的启发式（social-exchange heuristic）”，它专门用于激发我们不要去背叛那些正在和我们进行合作的搭档（Kiyonari, Tanida, & Yamagishi, 2000）。这种认知能力有利于合作行为的进化。还有另一种潜在的适应器，它涉及到无偿给予（costly signaling）（Gintis, Smith, & Bowles, 即将出版；Grafen, 1990; Zahavi, 1977；也可参见McAndrew, 2002）。无偿给予是指个体通过无偿的利他行为——比如赠送礼物、捐款给慈善机构，以及大宴宾客等——向其他人表示他是一个很好的潜在合作对象。只有那些有经济能力的人才会做出这些无偿的利他行为，对于资源缺乏的个体而言，这样的行为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豪华的餐宴和晚会中，往往需要大量的食物和酒水，主人的无偿给予行为正是通过这些物资条件得以表现出来。不计回报的利他行为是利他者向他人传递信息的途径，让别人认识到他作为一个合作联盟者的优秀潜质。


  总之，尽管觉察欺骗者对于合作行为的进化至关重要，但是其他几种能够促进合作行为的适应器很有可能也已经得到了进化。其中最重要的适应器包括选择合适的合作对象（比如具有真诚的利他动机的人），指导合作过程中的行为（比如社会交换的启发式），以及发现那些无偿给予的潜在合作对象。近期的研究表明，人们倾向于关注其他人的利他行为的主观诚意和无偿程度。这些证据意味着，自然选择已经设计了大量的认知机制来塑造我们人类的合作行为。


  友谊心理学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考察了合作行为和利他行为得以进化的两条主要途径。在第八章中，我们曾经介绍过Hamilton规则。Hamilton规则预测，在整个进化过程中，只要利他者付出的代价低于受惠者获得的收益与两人之间的遗传相关度的乘积（c<rb），那么利他行为的适应器就能够得以进化。换句话说，利他行为得以进化的途径之一是亲属选择（kin selection）。


  第二条途径就是我们在本章的开头曾经讨论过的互惠式利他行为理论。该理论认为，虽然利他者现在为他人提供了利益，但是如果他日后能从受惠者那里获得相应的回馈，那么利他行为就能够得以进化。当一个人付出的代价在后来得到了补偿时，这种合作方式就会发生。


  但是，这两种合作方式穷尽了理论上的所有可能性吗？Tooby和Cosmides（1996）认为，合作行为和利他行为的进化还有第三种潜在的途径，那就是友谊。他们提到了人们的某些直觉反应：当许多人听说人类的友谊只是基于外在的互惠互利时，他们变得非常生气。人们经常说，当他们为朋友提供帮助时，他们感到由衷的快乐，根本不会计较将来是否会得到回报。事实上，如果我们帮助了一个人，而他非要马上给予回报，那么我们通常会将这种行为当作是缺乏友谊的标志（Shackelford & Buss, 1996）。普遍的感受是这样的，我们之所以帮助我们的朋友，就是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朋友，而不是因为我们将来有可能得到回报。另外，在婚姻这一特别的合作关系中，如果夫妻双方的互惠式交换变成了即时性的——也就是说受惠者在接受帮助后马上向利他者给予回报——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对彼此心存不满，而且婚姻关系很有可能已经处于破裂的边缘（Hatfield & Rapson, 1993; Shackelford & Buss, 1996）。那么，我们可以说人们都是在自欺欺人吗？难道我们确实是想获得互惠式的回报，但是我们骗自己说我们对朋友的帮助只是出于内心的善意？Tooby和Cosmides（1996）认为，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应该尊重人们的直觉，因为这些直觉表明，友谊可能并不是以互惠式的交换活动为基础的。


  利他行为必然会付出代价吗？从上述关于利他行为的两种主要的进化理论来看，如果利他者的行为没有让他付出任何代价，那么这种行为就不能称作利他行为。在亲属选择中，利他者付出的代价可以通过遗传亲属所带来的内含适应性收益得以抵消。而在互惠式的利他行为中，虽然利他者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这些代价可以通过朋友后来给予的回馈加以补偿。简而言之，对利他行为的定义隐藏着这样的准则——利他行为必然会让利他者付出代价。


  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个定义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为什么要死盯着这个问题——利他者是否付出了代价——而不去关注那些促使我们向他人提供利益的进化机制呢？事实上，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心理机制，它们专门用于促使我们向他人提供帮助，而不管利他行为是否会让我们付出代价。看看下面这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正要驱车去你最喜欢的食品商店，采购下个星期所需的食物。你的朋友问你，他能否搭个便车顺便去买些东西。让你的朋友一起同行，不会让你付出额外的代价，因为你反正要去食品商店。所以，根据上述关于利他行为的两种经典的进化理论，这种行为不能被看作是利他行为——因为你没有付出任何代价。但是常识告诉我们，你的行为确实为你的朋友提供了帮助。而且，你的帮助行为可能对自己有利，可能没有任何影响，也可能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所以Tooby和Cosmides（1996）建议，我们需要理解这些专门被设计来促使我们向他人提供帮助的进化心理机制，而无需考虑我们在帮助行为中是否要付出昂贵的代价。


  其实从进化的视角看来，利他者在帮助他人时付出的代价越高，这种利他行为就会越少。相反，利他者在帮助他人时付出的代价越少，这种利他行为就会越来越普遍。一旦用于向他人提供帮助的适应器得到了进化，后来的进化过程就会慢慢地发挥作用，使得利他者在帮助行为中付出的代价越来越低，而从中获得的收益越来越高。这一推论意味着，还存在大量的利他主义机制有待探讨。这些心理机制专门用于促使利他者向他人提供帮助，而且利他者付出的代价最低，从中得到的收益最高。这些问题超出了亲属选择和互惠式的利他行为理论的范围，同时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银行家困境”问题。


  银行家困境。银行家在发放贷款时会面临一个两难问题。通常，信贷市场对贷款的需求量总是大于银行所能提供的贷款数额，所以银行家必须挑选一部分对象发放贷款。有些人的信贷风险很低，按时还款的可能性很大，而有些人则完全相反。“银行家困境”（Tooby & Cosmides, 1996）是指，最需要贷款的人往往就是那些信贷风险最高的人，而不大需要贷款的人所拥有的信贷风险要低得多。所以，银行家只能把贷款发放给最不需要资金的人，而不是最需要资金的人。


  这个困境和我们祖先所面临的复杂的适应性问题非常相似。每个人帮助他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只能有选择地帮助某些人。有些人可能最需要帮助，但他们的“信贷风险”却最糟糕，根本不可能给予回馈。比如，在我们祖先所处的时代，一个人受伤或者生病了，特别需要其他人的帮助，但是由于他并不是一个合适的帮助对象，谁都不愿意把有限的时间花在他身上。所以说，我们的祖先和银行家面临着相似的问题——他们必须选择何时将“贷款”发放给谁。银行要挑选“信贷风险”较低的人，同样的道理，我们的祖先也要选择更有吸引力的帮助对象，毕竟帮助他人的能力和资源都是非常有限的。


  那么，哪些适应器掌管着这些重要的决策过程呢？第一，人们应该能够估计出每个受惠者在将来是否愿意偿还他得到的收益。也就是说，这个受惠者是习惯于利用他人，还是对帮助他的人心存感激，并试图给予回报？第二，人们应该能够评估每个受惠者在将来是否有能力偿还他得到的收益。这个人的处境会越来越好，还是会继续糟糕下去？第三，选择帮助这个人是不是对我们有限的帮助能力的最好运用？是否还存在更有吸引力的投资对象？


  如果受惠者死了、在群体中的地位丧失殆尽，或者受了重伤，那么你的投资就白白浪费了。相对于那些条件较好的个体而言，一个处境困难的人并不是什么理想的投资对象。这可能会导致这种适应器的产生——促使我们在朋友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将他（她）抛弃。另一方面，如果这个人的困境只是暂时的（比如偶尔没有打到猎物），那么他可能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帮助对象。其实，帮助一个暂时处于困境的人是最有利的，因为他（她）会对你感恩戴德。总之，自然选择应该塑造出特定的适应器，让我们选择在合适的时候帮助合适的人。不过，有一个问题仍然存在：自然选择也应该塑造出某些特定的心理机制，让人们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离你而去。那么，自然选择如何让我们走出这个困境？我们又如何进化出特定的机制，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诱导他人向我们提供帮助？


  成为不可替代者。Tooby和Cosmides（1996）为这个适应性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让自己变得不可替代，或者对别人而言不可或缺。不妨看看下面这个例子。假如有两个人需要你的帮助，但是你只能帮助其中的一个人。两个人都是你的朋友，都为你提供过相等价值的帮助（比如说一个帮你做数学作业，另一个帮你记录你错过的课堂笔记）。碰巧两个人同时生病了，而你只能照顾其中一个人，直到他康复为止。那么，你会选择帮助谁？影响你的决策的一种因素可能是，哪个朋友更加不可替代？比如说，如果你能找其他人借用你错过的课堂笔记，但是很难找人帮你做数学作业，那么很明显，那个帮你做数学作业的朋友更加不可或缺。简而言之，即使两个朋友曾经提供给你价值相等的利益，你还是更有可能抛弃那个可以被替换的人（即你可以从其他人那里得到同样的利益），而不是那个不可替代的人。根据这种推断，你对友谊的忠诚程度部分地取决于你的朋友是否不可或缺。


  那么，为了成为更有吸引力的投资对象，我们如何提高自己的不可替代性呢？Tooby和Cosmides（1996）大略地列举了下面几种策略：


  1．提高你的声誉，让别人认识到你拥有某些独一无二的特质；


  2．认识到你自己拥有的某些个人特征——别人很看重这些特征，但是却很难从其他人那里得到它；


  3．掌握一些专门化的技能，以此增加自己的不可替代性；


  4．寻找一个合适的生活圈子。在这个群体中，大多数人都非常看重你所拥有的独一无二的特质，因为很少有人具备这些特质。也就是说，你会因这些特质而倍受尊崇；


  5．如果一个群体不大看重你拥有的独特品质和能力，或者很容易找到其他人来取代你，那你就不要生活在这个群体中；


  6．击退那些和你拥有相同特质的竞争者。他们的出现给你带来了威胁，因为之前只有你才能提供的利益，现在他们也能提供。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项研究曾对这些策略的有效性进行过检验。这些策略都只是针对银行家困境提出的解决方案，尽量让个体提高自己的不可替代性。不过，这些策略似乎确实勾勒出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某些行为特征。一般来说，人们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够施展他们独特天赋的职业，这些独特的能力包括我们常见的运动能力、动手操作能力、空间能力、语言能力和音乐天赋等等。我们习惯于将群体分为更小的单元，比如说把教会分成不同的宗派，把心理学家分成不同的思想流派。如果新来的人拥有和我们相似的能力（甚至比我们更好），而之前只有我们才具备这些能力，那么我们就会觉得受到了威胁。总之，人们通过许多途径来发展自己独特的才能，以此提高他们的不可替代性，从而吸引其他人为自己提供帮助。


  酒肉朋友、真心知己和现代生活的困境。当你春风得意的时候，交朋友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只有当你身处困境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哪些人才是真正的朋友。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有些朋友只有在你红运当头时才会出现在你身边。所以，寻找一个“真正的朋友”、一个你能够真心信赖的人，变成了一项艰巨的挑战。


  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你平安无事的时候，酒肉朋友（fair-weather friends）和真心朋友的表现非常相似。当你一帆风顺的时候，你很难发现谁才是真正的朋友，因为酒肉朋友可以效仿真心朋友的行为方式。所以，你面临的适应性问题就是：如何区分出真心朋友（为你的幸福着想的人）和酒肉朋友（当你最需要帮助时却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人）（Tooby & Cosmides, 1996）。自然选择应该已经在人类身上塑造了特定的评估机制，让我们能够区分出这两种朋友。检验朋友关系的最强有力的证据，来自于当你身处逆境时所接受到的帮助。与其他时候获得的帮助相比，此时得到的帮助简直就是友谊的一块试金石。我们通常会对这样的朋友感恩戴德，并且向他们表示，我们从来都不会忘记他们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所给予的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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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面临的一个复杂的适应性问题就是：如何区分“酒肉朋友”和真正为我们幸福着想的“真心朋友”。


  但是，现代生活给人们带来了一个难题（Tooby & Cosmides, 1996）。人们通常会避开那些有可能带来麻烦的事情，而且那些曾让我们的祖先饱受其苦的“恶劣的自然条件”，现在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和治理。我们用法律来阻止盗窃、人身侵犯和凶杀事件的发生。我们有警察来行使安全职能，但是在远古的祖先那里，这些职能大多数都是由我们的朋友来完成的。我们还具备丰富的医疗知识，让我们消灭或减少疾病的来源。和我们的祖先相比，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安全多了，也更加稳定。但是矛盾的是，我们也很少碰到那些能让我们精确地区分出酒肉朋友和真心朋友的重大事件了。在这个现代社会中，许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尽管身边存在很多貌似热情而且友好的交往对象，但是大家仍然觉得自己没有可以真心依赖的社会纽带，孤独和疏离感总是在所难免。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我们很少经历到重大的事件（比如身处困境），不知道哪些人才是我们的真心朋友（Tooby & Cosmides, 1996）。


  友谊的有限生态位。前面我们曾经提到，Tooby和Cosmides关于友谊进化的理论认为，每个人都只拥有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你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当你决定要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也就是说你不可能同时再去帮助另一个人。根据这个理论，每个人都只拥有有限数量的友谊生态位（friendship niches），所以我们面临的适应性问题就是，选择谁来填补这些空缺。这个理论的含义和标准的互惠式利他行为理论是不同的。在互惠式的利他行为中，你在向他人提供利益的同时，总是期望对方以后会给你相应的回报。但是Tooby和Cosmides（1996）认为，还有其他几种因素影响着你的择友行为。


  1．空缺已满。你拥有多少朋友？他们是真心朋友还是酒肉朋友？如果你没什么朋友，那么上述心理机制将会激发你去交新的朋友，巩固和深化现存的朋友关系，或者促使你将自己变成一个更有吸引力的交往对象。


  2．评估一个人的积极外部效应。比如说，你的邻居是一个身强力壮的猛男，就像美国影星Arnold Schwarzenegger那样。由于他的存在，你家附近的犯罪事件少了很多，所以你和你的家人从他身上得到了某种收益。有些人为你提供了利益，但是这并非出自他们的本意，而只是他们的存在或行为的副产品而已。比如，你的邻居并不是为了保护你和你的家人才让自己练出一身强壮的体格。其实，你的邻居为你提供的帮助，并不是有意的利他行为，它充其量只是某种周边效应，或者某种偶然的结果。经济学家把这种有利的周边效应叫作“积极的外部效应（positive externalities）”。


  那些拥有某种特殊能力的人——比如会说其他的方言，或者善于寻找浆果、猎物和水等等——通常会给他周围的人带来好处，不管他到底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这些人所拥有的特殊能力让他们散发出大量的积极外部效应，所以和其他人相比起来，他们往往是更具吸引力的交往对象。正因为此，我们可以预期，自然选择应该已经在我们身上塑造了特定的评估机制，让我们识别出这样的人，重视这样的人，并且用他们来填补我们的友谊生态位。


  3．选择那些善于读懂你心思的人做朋友。如果你能够读懂一个人的心思，知道他需要什么，那你对他的帮助也会更加容易。同样，一个能读懂你心思的朋友，他会很清楚你的愿望、信仰和价值观，知道哪一种形式的帮助对你更为有利，而且他自己付出的代价也更少。但是，如果他未能认识到你需要的是什么，那他就错失了帮你的机会。我们都知道，有些人似乎直觉地“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有时甚至是在我们这么想之前，他们就预测到了我们的心思。这样的人往往是比较好的交往对象。


  4．选择那些认为你不可替代的人做朋友。如果你的朋友认为你不可替代，那么他会为你的幸福投入更加强大的资本。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找这样的人做朋友，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收益。


  5．选择那些和你趣味相投的人做朋友。如果你周围的朋友和你的喜好相同，那将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你的朋友会根据他们的需要对你们所处的共同环境作相应的调整和改变，而这同时也满足了你的愿望，因为你们的喜好是一致的。举例而言，假设你很喜欢参加晚会，你的朋友也是如此，而且他经常受邀去出席这些晚会。由于你们的朋友关系，有时他可以带你一起去玩儿。这样，你的朋友毫不费劲就为你带来了好处，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你们拥有相同的喜好。同样地，你的朋友也能以相同的方式从你这里获得收益。由于你们的愿望相同，所以当你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处理事情时，你的朋友也能从中受益。总之，选择那些和你有相同需求的人做朋友，会给你们双方都带来好处。


  因为我们都只拥有有限数量的“友谊空缺”，所以自然选择应该已经塑造了专门的心理机制，让我们监控并且记录我们从每个朋友那里所得到的利益。这里所说的利益并不仅限于朋友有意提供的帮助，还包括因为朋友的共同喜好和积极外部效应而给我们带来的利益，以及这些利益的不可替代的程度。Tooby和Cosmides（1996）认为，朋友关系并不仅仅是一种互惠式的交换关系。友谊的主要风险也不是遭受欺骗，而是未能找到真心朋友，或者找到的全都是酒肉朋友。所以，自然选择塑造的用于监控朋友关系的心理机制，应该让我们专注于这样的信息：朋友对我们的感情是否冷淡了；这个人是否更适合填补我们的友谊空缺；对朋友而言，我们的不可替代性到底达到了何种程度。


  深入交往和互惠式的交换关系。现代社会充满了各种互惠式的交换活动。当你去商店买东西时，你是用钱在交换物品。你今天帮别人买午餐，他下次会帮你买，这也是互惠式的交换活动。但是在这些交换活动中，交换双方根本谈不上朋友关系。实际上，如果你总是希望你的朋友对你所提供的帮助马上给予相似的回馈，那说明你们的友谊非常微弱，因为你们还缺乏真正的信任（Tooby & Cosmides, 1996）。


  真正的朋友所拥有的完全是另一种期望和感受。和朋友在一起时，我们会感到非常愉快。当朋友获得成功时，我们体验到的不是妒忌，而是由衷地替他高兴。我们和朋友拥有相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这种志同道合让我们获得了深深的满足感。当朋友急需帮助时，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甚至不会在意我们的付出是否马上能够得到回报。Tooby和Cosmides（1996）认为，现代人的社会疏离感之所以如此普遍，主要原因在于现代社会空前地充满了各种外在的临时交换活动，而相对地缺乏象征着真正友谊的深入交往（deep engagement）。毫无疑问，将来的进化心理学研究将会揭示出这一系列专门用于形成真正友谊的复杂心理机制。


  友谊的代价和收益


  从理论上讲，友谊所带来的各种利益会对我们的繁殖活动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朋友可以为我们提供食物和住所，在我们生病的时候给予照顾，这有助于我们解决与生存有关的各种适应性问题。另外，朋友还会为我们介绍合适的约会对象，这对我们的繁殖活动大有帮助。尽管友谊拥有这些潜在的好处，但是朋友有时也会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朋友可能会出卖我们，把我们的私人信息透露给敌人；朋友可能会和我们争夺那些非常难得的资源，有时甚至是争夺同一个异性。毫无疑问，朋友的这些行为肯定会让我们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对于友谊所带来的具体收益和代价，我们还知之甚少。


  朋友关系在很多维度上存在着差异，其中一个维度就是性别。友谊可以发生在同性之间，也可以发生在异性之间。这两种不同形式的友谊所带来的收益和代价，可能存在天壤之别。比如，同性之间的友谊往往会产生同性竞争，但异性之间则不会。而且，异性朋友拥有一种同性朋友所不具备的好处，那就是异性朋友有可能成为你的配偶。Bleske和Buss（2001）提出了关于友谊的代价和收益的许多假设，并对这些假设进行了检验。他们向参与者提出问题，主要搜集了下面两种信息：（1）你觉得你从朋友那里获得的各种事物给你带来了多大的好处（坏处）；（2）你从朋友那里获得这些收益（代价）的频率如何。


  第一个假设主要是针对男性而言，该假设认为，异性朋友的功能之一就是提供短期的性接触机会。这个假设主要来源于亲代投资理论（Trivers, 1972）。在人类的进化历史中，男性对于子代的投资相对较少，他们的繁殖成功率主要取决于和他们发生性行为的女性的数量。所以，男性可能已经进化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和更多的女性发生性行为（包括他们的异性朋友）。


  研究结果证实了这个假设。正如图9.3所示，男性比女性更加看重异性朋友作为潜在的性接触对象所带来的好处，两者的评定分数存在显著性差异。根据参与者自我报告的资料，男性被试对异性朋友的单恋经历比女性被试更为频繁。很多女性被试报告说，她们的异性朋友爱上了她们，但她们对异性朋友却没有这样的感情（图9.4）。另外，男性向异性朋友提出的性行为请求，往往比女性更容易遭到拒绝。总之，研究证据支持了这个假设：男性比女性更加看重异性朋友作为性接触对象的潜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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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3 友谊带来的好处：潜在的性接触机会。结果表明，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把潜在的性接触机会看作是异性朋友所带来的好处。SSF＝同性友谊；OSF＝异性友谊。来源：来自Bleske, A., & Buss, D. M.（June 1997)，《特殊“友谊”的进化心理》，“人类行为与进化协会”第九届学术年会提交论文，University of Arizona, Tuc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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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4 朋友对自己的爱慕。根据被试的自我报告，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得到异性朋友的爱慕，但是她们对朋友却没有这种浪漫的感情。SSF＝同性友谊；OSF＝异性友谊。来源：来自Bleske, A., & Buss, D. M.（June 1997），《特殊“友谊”的进化心理》，“人类行为与进化协会”第九届学术年会提交论文，University of Arizona, Tucson.


  第二个假设主要是针对女性而言，该假设认为，异性朋友的功能之一就是为自己提供保护。在我们人类的进化历史中，那些能够从男性那里获得资源（比如食物和其他物品）和保护的女性，往往比其他女性拥有更高的繁殖成功率。Bleske和Buss（2001）提出了这样假设：女性已经进化了特定的择偶偏好，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够为她们提供资源和保护的男性，或者将来有能力提供这些利益的男性。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个假设。女性被试报告说她们确实从异性朋友那里得到了保护。在一个从0到6的评定量表中，女性对于异性朋友提供的保护所给予的评定分数平均是3.06，而男性的评定分数仅为1.68。两者的差异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性。


  第三个假设是，异性朋友能够提供有关异性的各种信息。由于异性朋友对于自身性别的情况更加了解，所以我们从异性朋友那里获得的相关信息要比从同性朋友处得到的更多。比如说，如果我们知道了某个异性是喜欢短期配偶还是长期配偶，那就有助于我们解决许多有关择偶的适应性问题。所以，人们应该会觉得这样的信息是非常有用的。研究结果表明，男性和女性更多地是从异性朋友（M＝2.84）那里获得异性信息，而不是同性朋友（M＝1.86）。和男性（M＝1.48）相比，女性从同性朋友那里获得异性信息的经历更加频繁（M＝2.15）。所以，这些信息似乎对女性的同性朋友有一种更为特别的好处。此外，男性和女性都认为，异性朋友提供的异性信息（M＝4.15）比同性朋友的（M＝3.12）更加有用。总之，研究证据支持这样的观点：友谊能够提供关于异性的某些信息。


  第四个假设是，人们将会把同性竞争看作是同性友谊的一种潜在代价。和两个随机的陌生人相比，同性朋友更有可能拥有相似的兴趣、人格和择偶条件。所以，同性朋友可能要面临这样的局面——为了吸引同一个人成为自己的长期配偶而相互竞争。研究结果证实了这些预测。参与者对于自己的同性朋友变成情敌的可能性给予了评估，评定分数为M＝1.03。尽管这个评定分数相对较低，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异性朋友变成情敌的可能性所给予的评定分数却只有M＝0.14。两者的差异非常显著。另外，所有的参与者都认为同性朋友产生的性竞争让自己付出了更高的代价（M＝2.12），而异性朋友产生的性竞争所带来的代价却很少（M＝0.71）。这些数据表明，性竞争不仅仅出现在我们和同性的陌生人或敌人之间，也出现在我们和朋友之间。有趣的是，男性的同性朋友之间发生的性竞争现象（M＝1.35）比女性（M＝0.79）更高，这有可能是因为男性更喜欢短期的偶然性行为。这种解释得到了研究结果的支持——男性通常把短期的性接触看成是异性朋友所带来的一项重要利益。总之，研究表明，性竞争有时会发生在同性朋友之间（特别是男性），这经常被看作是友谊的代价。


  区分友谊的利益和功能。从进化的视角看来，我们需要对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利益效应（beneficial effects）和功能（functions）。比如，拥有大拇指的一种好处就是，我们可以使用剪刀和电脑游戏手柄。但是很明显，这些“现代”的好处并不是大拇指的确切功能。也就是说，使用剪刀和游戏手柄并不是大拇指被设计来要解决的适应性问题（也许有人会考虑一个更加抽象的功能，比如使用工具）。同样地，现代的友谊可以带来许多收益，比如帮你写作业或者编制计算机程序。但是，它们都不是友谊的确切功能。当我们考察某种行为是不是友谊的确切功能时，我们应该牢记如下观点：友谊之所以能够得以进化，部分原因在于它有助于我们的祖先解决那些在我们人类的进化历史中反复出现的特殊的适应性问题。


  Bleske和Buss的研究未能对友谊的利益效应和进化功能作出明确的区分。假设女性的友谊的一种功能是为她们提供保护，那么为了检验这个假设，我们需要下面的证据来源：（1）女性是否需要能够提供这种利益的朋友？（2）她们是否倾向于采用这条标准来择友？（3）假如遇到紧急情况（比如她们受到威胁），但她们的朋友未能提供保护，她们会不会和朋友断绝往来？（4）女性是否认为保护是她们从朋友那里得到的一项重要收益？（5）男女两性对这项收益的重要性是否存在不同的看法？（6）上述设计特征是否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


  这些研究所提供的证据仅仅只考察了其中的一部分标准，比如对收益的知觉、获得收益的频率，以及在知觉和频率上的性别差异。尽管当前的研究还未能明确地区分出友谊的利益效应和功能，但是这些研究确实找到了友谊给我们带来的某些收益，这些收益对于我们进一步地考察友谊的功能大有裨益。


  合作联盟


  人们有时会形成合作联盟（coalitions），它是指两个以上的个体为了实现一个特殊的目的而采取的集体行动。在狩猎—采集者社会中，合作联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捕捉大型的猎物、分享食物、向另一个群体发动袭击、抵挡来自另一个群体的攻击，以及建造住所等等。所以，我们可以假设，人类已经进化了专门化的心理机制来用于促进个体之间的合作联盟。


  但是，联盟面临着两个重大的问题，这两个问题足以使得联盟关系土崩瓦解，它们是欺骗（defection）和搭便车（free-riding）。有关欺骗的一个例子，发生在Venezuela的Yanomamö人发起的一次袭击行动中（Chagnon, 1983）。有时候，当一群Yanomamö人开始靠近他们打算袭击的另一个相邻的群体时，有人会说他的脚被刺扎伤了或者胃痛，所以必须回家去。这样的欺骗行为当然会对群体的联盟关系产生危害，但是如果一个人经常采用这样的借口来搪塞的话，他就会被其他人当作懦夫。不过，有些人有时仍然会欺骗大家，危及群体的成功。


  另一个同样严重的问题就是搭便车。搭便车是指一个人享受了联盟所带来的好处，但是却没有尽到他本来应尽的义务。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就是，大家一起去吃饭，每当要到结账的时候，搭便车的人总是说他没带现金。所以，他从群体中得到了好处，但是却没有为他自己的那一份买单。欺骗问题和搭便车问题是如此严重，以至于生物学和经济学中的许多博弈论分析都表明，合作联盟必然会土崩瓦解，根本不可能持续存在。欺骗常常会变成一种稳定的进化策略（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也就是说，一旦这种策略在人群中扩散开来，其他的策略根本不可能取代它（Maynard Smith & Price, 1973）。因此，如果合作联盟想要得以进化，那么就必须先解决欺骗和搭便车的问题。


  最近，进化论者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惩罚（punishment）在解决搭便车问题中的作用（Boyd & Richardson, 1992; Gintis , 2000; Henrich & Boyd, 2001）。理论上来讲，只要搭便车的人受到了惩罚，合作联盟就可以得到进化。实验研究表明，如果一个系统对搭便车的人设置了惩罚措施（即让他付出某种代价），那么这个系统将会产生更高水平的合作行为。但是，惩罚措施带来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谁来承担因为惩罚搭便车的人而蒙受的损失？在一个合作的群体联盟中，与那些拒绝惩罚搭便车行为的人相比，主张惩罚搭便车行为的人更有可能蒙受某种个人损失。这样就必须有某种惩罚方式来对付那些拒绝惩罚搭便车行为的人！尽管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在这些问题上还没有达成一致，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确实拥有特定的适应器来惩罚合作联盟中出现的搭便车行为（Price, Cosmides, & Tooby, 2002）。确实，当搭便车的人受到严厉的惩罚时，高水平的合作行为就会出现（Fehr, Fischbaher, & Gachter, 2002; Kurzban et al., 2001）。


  阐述得最为清楚的一项假设是，人类已经进化了一种“惩罚性情感（punitive sentiment）”，以此来解决合作联盟在进化过程中所面临的搭便车难题（Price et al., 2002）。这种惩罚性情感是指一种对群体中的“逃避责任者”给予伤害的愿望，它至少能够以下面两种方式发挥作用：（1）激发体验到惩罚性情感的个体去惩罚那些搭便车的人；（2）鼓励群体中的其他人也去惩罚搭便车的人。从理论上来讲，惩罚性情感也有两种不同的功能：（1）增加了那些不情愿履行份内职责的人为群体作出应有贡献的可能性；（2）破坏那些搭便车的人通过逃避责任而获得的适应性收益，也就是说，“消除不利的适应性差异”（Price et al., 2002, p. 210）。


  在一项精妙的实证研究当中，Price等人（2002）考察了被试在一个假想的合作活动中（比如是否愿意应征入伍去打仗）体验到的惩罚性情感。惩罚性情感有一个非常有效的预测指标，那就是一个人加入某种合作联盟的意愿程度。比如，如果你比其他人更愿意应征入伍去打仗，那么你将会更想去惩罚那些本该应征入伍但是却逃避服役的人。简而言之，尽管我们还未能排除这样的观点——惩罚性情感能够增加个体参与合作联盟的可能性——但是这项研究向我们表明，惩罚性情感已经得到了进化，它专门用于消除搭便车的人和其他的正常合作者在适应性上的不利差异。


  所以，当你下回再次感到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去攻击你们群体中的那些“逃避责任者”时，你就知道是为什么了。这些强烈的愿望很可能是你进化的惩罚性情感的一种具体表现，因为这种惩罚性情感专门被设计来解决联盟合作在进化中所面临的搭便车问题。对于联盟式合作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我们知道，人类这种物种总是倾向于形成一群一群的合作组织，所以人类极有可能已经进化了专门化的心理机制，用于解决这些合作组织在形成过程中必然要面临的适应性问题，其中就包括如何减少搭便车行为给群体带来的代价。


  小 结


  在本章的开头，我们考察了利他行为这个问题。利他行为的设计特征是：尽管利他者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受惠者却能够从中获益。看起来利他行为似乎违反了Hamilton规则，那么利他行为又是如何得以进化的呢？研究者一直对此迷惑不解。其中一种解决方案，就是互惠式的利他行为理论。互惠式的利他行为理论认为，只要受惠者将来对利他者给予相应的回馈，那么利他行为——包括那些促使我们向无血缘关系的人提供帮助的心理机制——就能够得以进化。但是，互惠式的利他行为必须面临一个最重要的适应性问题，那就是欺骗。欺骗是指受惠者获得了收益，但是后来却没有给予相应的回报。


  Robert Axelrod采用计算机模拟了一套循环赛实验，来解决这个欺骗问题。他发现以牙还牙是一种最为成功的交换策略。以牙还牙策略是指，个体第一次选择合作，随后选择互惠式的合作。这个策略不仅能够促进双方合作，而且还有助于解决欺骗问题，因为它可以马上对欺骗行为予以惩罚。


  互惠式利他行为的例子在自然界十分常见。吸血蝙蝠以吸食其他动物的血液为生，如果“朋友”未能找到食物，吸血蝙蝠会和朋友共享它们的食物。随后，受惠者会向最近帮助过它们的蝙蝠给予相应的回馈。狒狒、短尾猴和黑猩猩也会形成互惠式的联盟关系。乐于向其他成员提供帮助的狒狒和短尾猴，最有可能得到来自其他成员的帮助。狒狒和短尾猴倾向于形成稳定的联盟关系，所以当它们需要帮助时，它们曾经帮助过的那些朋友更有可能向它们施以援手。这些互助行为很可能是互惠式利他行为的结果，而不是因为亲属关系的缘故。在黑猩猩中，互惠式的联盟关系不仅出现在雄性之间，也出现在雌性之间，还出现在雄性和雌性之间。


  社会契约理论认为，如果人类要想解决欺骗问题，成功地参与社会交换，那么我们必须已经进化了5种认知能力。人类必须能够识别不同的个体；能够记住和每个人的交换历史；能够认识到他人的价值观念、愿望和需要；能够向他人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念、愿望和需要；能够用代价和收益来表征各种各样的交换事物。研究者已经发现，我们人类拥有觉察欺骗者的特殊心理机制，这种能力让我们能够对那些包含社会契约的逻辑问题进行推理。人们在搜索那些获得了利益但是却没有付出代价的骗子上表现得特别在行。除了觉察欺骗者的适应器之外，最近的研究证据表明，人们还拥有一种专门化的能力来发掘那些真心诚意的利他者。选择这样的人作为合作对象，可能是避免遭受欺骗的一种重要策略。


  友谊的进化提出了一个特别的问题，也就是银行家困境。尽管银行应该把贷款发放给最需要资金的人，但是问题在于，最需要资金的人往往拥有最高的信贷风险，所以银行只好把贷款发放给不怎么需要钱的客户。同样，当我们最需要朋友的帮助时，这也是我们“信贷风险”最高的时刻，因为我们很难马上对朋友所提供的帮助给予回馈。这个难题的一种解决方案就是，让你自己变得不可替代。如果我们能够为朋友提供某些独一无二的利益，那么我们的朋友就会对我们的幸福投入很大的资本，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提供援助。酒肉朋友和真心朋友之间存在一种关键的差别。当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就能区分出哪些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人们通常会体验到疏离感，这可能是因为人类已经克服了很多“恶劣的自然条件”，很少有机会面对那些非常危急的事件。但是正是在这些事件中，我们才发现哪些人才是真正的朋友，真正在为我们的幸福着想。所以，虽然人们拥有很多朋友，但是他们还是觉得，这些朋友其实很少真正地投入他们的生活。


  有些研究者已经对友谊的功能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他们考察了被试的主观感受，看被试觉得友谊到底给自己带来了何种收益（和代价）。人们既有同性朋友，也有异性朋友，这两种友谊在功能上存在很大的差别。男性更多地将短期的性接触看作是异性朋友所带来的好处，而女性则更多地将人身保护看作是异性朋友所提供的帮助。同时，男女两性都可以从异性朋友那里获得相关的异性信息，而且他们都认为这是异性朋友的一项重要作用。


  同性友谊会带来一定的代价，因为你和你的同性朋友很有可能成为性竞争对手。性竞争现象在男性同性友谊中更为常见，这也许是因为男性对于短期的性行为拥有更强烈的愿望。所以，性竞争现象在男性同性友谊中产生的冲突也更多。


  人类除了进行双向合作之外，还会形成多向的合作联盟，也就是为了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而采取的集体行动。只有解决了搭便车问题之后，这些促使我们形成群体联盟的心理适应器才能得以进化。经验证据表明，我们人类所拥有的“惩罚性情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决搭便车的问题。如果集体中有人没有作出应作的贡献，大家通常都会感到非常生气，这种愤怒的情绪激发了惩罚性情感，促使大家去惩罚搭便车的人。我们期待，未来十年的研究能够揭示出用于促进合作联盟的其他心理机制。


  推 荐 读 物


  Axelrod, R. (1984).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Cosmides, L., & Tooby, J. (1992). Cognitive adaptations for social exchange. In J. Barkow, L. Cosmides, & J. Tooby (Eds.), The adapted mind (pp. 163—22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ynard Smith, J. (1982). Evolution and the theory of game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rice, M. E., Cosmides, L., & Tooby, J. (2002). Punitive sentiment as an anti-free rider psychological device.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3, 203—231.


  Trivers, R. L. (1971). The evolution of reciprocal altruism.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46, 35—57.


  
第十章 攻击与战争


  从进化的观点来看，暴力的主要原因在于雄性。


  ——Robert Wright, 1995


  1974年1月的某个下午，在坦桑尼亚的Gombe国家公园，8只黑猩猩组成了一个战斗团队，开始向南行进（Wrangham & Peterson, 1996）。在整个行进过程中，它们似乎在尽力保持安静，所以看起来有点鬼鬼祟祟。一位来自Jane Goodall的Gombe团队的研究人员Hillali Matama开始跟踪这群黑猩猩。后来，黑猩猩朝着它们日常活动范围的边界走去，并且最终跨出了这条边界。这时，只见不远处有一只年轻的雄性黑猩猩，它正在怡然自得地独自享用树上熟透的果实。这只雄性黑猩猩名叫Godi，只有21岁。通常情况下，Godi在外出觅食时都会和他的同伴们（也就是Kahama黑猩猩群体中的其他6只雄性黑猩猩）一起行动，但是那天他选择了独自外出。


  当Godi发现这8位入侵者时，它们已经来到了这棵果树面前。Godi试图转身逃走，但是8只黑猩猩追上了它，抓住了它的双腿。Humphrey是这个战斗团队中的首领之一，它牢牢地扣住了Godi的肢体，让它不得动弹。而其他的黑猩猩则把Godi团团围住，把它的脸按在地上，并且开始发起攻击。在狂风暴雨般的尖叫、扭打、撕咬和攻击中，8只黑猩猩就好像是一群黑帮少年正在殴打一个碰巧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一个错误的地方的受害者。十分钟之后，拳打脚踢和撕咬总算停止了，Godi看着这些黑猩猩重新返回了它们自己的活动范围。但是，Godi已经身受重伤，流血不止，它的身上布满了被打伤的痕迹。研究者再也没有见过Godi。尽管Godi受到攻击后并没有马上死去，但是研究者推测它准是在几天或一周之内就死了。


  这次攻击之所以引人注目，并不是因为它的性质恶劣，也不是因为入侵者以合作的方式殴打了无助的受害者，而是在于它的历史意义。其实，这是人类第一次亲眼目睹黑猩猩入侵邻近的地域，并且向敌人发起了致命的攻击。结果，这次观察促使许多研究者开始怀疑那些由来已久的基本假设：其他的灵长目动物都和平共处，只有人类才杀害自己的同类；黑猩猩过着一种“田园般的纯净生活”，那是“人类已经遗失的天堂乐园”（Ardry, 1966, p. 222）。而且，这个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黑猩猩群体面临雄性暴力的威胁。这种雄性暴力是如此的极端，以至于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碰到错误的群体也许就意味着死亡。”（Wrangham & Peterson, 1996, p. 21）


  当然，人类并不是黑猩猩，我们不能把人类和其他物种作简单的比较。尽管黑猩猩具有极端的攻击性，但是这些证据还不足以说明人类是否也具有这种攻击性。不过，Wrangham和Peterson（1996）做了一项令人注目的观测工作。在现存的1000多万种动物物种（其中包括4000种哺乳动物）里面，只有两个物种表现出如此强烈的雄性冲突。它们的雄性成员会形成合作同盟，入侵邻近的地域，并且对自己的同类发起致命的攻击。这两个与众不同的物种，就是黑猩猩和人类。


  其实，人类和黑猩猩一样，也会形成攻击性的雄性同盟。同盟内部的成员相互帮助，共同向敌人发起进攻。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对抗和斗争：斯巴达和雅典、十字军东征、Hatfields和McCoys（美国两个有世仇的家族）、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以及Tutsis和Hutus（卢旺达的种族屠杀）。在每一种文化背景中，男性通常都是团结起来进攻其他的群体，或者保护自己的群体成员。在所有的物种当中，只有人类和黑猩猩同样具有这种独一无二的攻击模式（Wrangham & Peterson, 1996）。


  基于这些观察，我们不禁要发问：人类攻击行为的起因是什么？人类攻击行为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也就是说，哪些人具有攻击性，哪些环境容易引发攻击行为？最后，攻击行为为何表现出现在的形式？这些问题都是本章的主要内容。


  攻击是适应性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


  不管是攻击行为的起源，还是其他的行为现象，进化心理学都不会只有一种理论假设来给予解释。其实，进化心理学常常会提出几种假设，让它们以科学的方式相互竞争。下面，我们将详细介绍几个主要的理论假设，看看攻击行为到底进化来解决什么样的适应性问题（Buss & Shackelford, 1997b）。


  获取他人的资源


  在所有的物种当中，最喜欢储藏资源的也许要属我们人类，因为储藏资源对于我们的生存和繁殖非常重要。资源通常包括肥沃的土地、清洁的水源、食物、工具和武器等。人类获取他人资源的途径有很多种，比如社会交换、偷窃和欺骗等。而攻击也是获取他人资源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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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类中，男性比女性更多地使用武力攻击来获取其他人的资源。这种性别差异早在3岁时就已经初显端倪。


  通过攻击来获取资源的行为不仅发生在个体水平，也可以发生在群体水平。在个体水平上，一个人可以通过武力来夺取他人的资源。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中，校园欺凌现象就是如此：有的学生采用胁迫手段从其他同学那里获得午餐费、书本、皮夹克或运动鞋等（Olweus, 1978）。一般而言，童年时期的攻击行为主要是为了争夺玩具和地盘（Campbell, 1993）。而成年人通常则会采取袭击和殴打的方式，从其他人那里夺得金钱和财物。其实，攻击行为构成的威胁本身，就足以让攻击者从其他人那里获得资源。具体的例子包括：孩子可能为了避免挨打从而放弃他的午餐费；杂货店的老板为了防止店面受损，不得不上交一定的“保护费”；等等。


  人类（特别是男性）通常会形成同盟，去强行夺取其他人的资源。比如说Yanomamö男性就会形成雄性同盟，向邻近的部落发起进攻，夺取他们的食物和育龄妇女（Chagnon, 1983）。纵观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战斗都是为了抢夺其他人的土地，获取相应的战利品。所以，通过攻击行为来获取有利于繁殖活动的资源，是一个貌似合理的进化假设。如果攻击行为带来的平均收益超出了平均代价，那么自然选择肯定已经在人类身上塑造了某些攻击性的行为策略。


  抵御他人的进攻


  在同一个物种当中，具有攻击倾向的个体给那些受到攻击的个体提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适应性问题：受害者要损失很多非常重要的资源。此外，受害者的生存和繁衍也同样会面临危机，因为他们可能会受伤，甚至是死亡。而且，受害者还会丧失他们本来的群体地位和社会声望。其实，为了避免受到攻击而甘愿丢脸和受辱的个体，很可能会再次遭受他人的攻击，因为大家认为他很好欺负，或者不会报复欺负他的人。


  所以，攻击行为可能是为了抵御他人的进攻。在防止他人强行夺取自己的资源上，攻击性可能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攻击性可以让个体建立一种社会声望，从而打消其他人的进攻念头。另外，攻击性的个体不会受到羞辱，从而防止了地位和名誉的丧失。总之，抵御进攻是关于人类攻击性起源的第二个进化假设。


  让同性竞争者付出代价


  第三个适应性问题是，同性之间会为了争夺相同的资源而相互竞争。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多名同性的个体都看中了同一个异性。其实，一说到同性竞争，我们头脑中马上就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一名强横的男子把海滩上的沙子踢到另一名软弱男子的脸上，并且带走了他的女朋友。尽管我们对同性竞争拥有这样的刻板观念，但是观念本身的意义却非常重大。


  让竞争者付出代价的攻击行为有很多种，它既包括口头攻击，也包括身体上的攻击，甚至还包括杀人行为。男女两性都喜欢通过口头攻击来诋毁他们的同性竞争者，削弱竞争者的社会地位和声望，降低异性成员对竞争者的兴趣（Buss & Dedden, 1990）。而在另一个极端，男性有时会通过决斗来杀死他们的竞争者。酒吧斗殴往往是由很小的摩擦所产生的，但是最终却升级为杀人流血的恶性事件（Daly & Wilson, 1988）。另外，有的男性在发现妻子或女友的情人之后，也会采取极端的攻击行为（Daly & Wilson, 1988）。


  由于进化的操作对象是个体在设计上的差异，所以，让竞争者付出代价，也就意味着攻击者会获得收益。根据这种进化假设，口头攻击和身体攻击的主要功能就在于让同性竞争者付出代价。


  提升社会地位和权力等级


  第四种进化假设是，攻击行为的功能在于提升个体在现存社会等级中的地位和等级。比如说，在巴拉圭的Ache地区和委内瑞拉的Yanomamö区域，每个男性都要参与和其他部落的群体战斗。在屡次战斗中幸存下来的男性，往往会受到其他人的钦佩和敬畏，他的地位和权力也会不断上升（Chagnon, 1983; Hill & Hurtado, 1996）。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中，攻击行为已经演变成了拳击比赛。同样，获胜者的地位不断提高，而失败者的地位逐步降低。


  在战争中不顾危险、英勇杀敌的男性，通常被公认为是英勇之士，他们在群体中的地位会随之上升（Chagnon, 1983; Hill & Hurtado, 1996）。在街区的少年帮派中，如果你在和其他帮派的群殴中表现得很勇猛，那么你的地位也会上升（Campbell, 1993）。


  尽管攻击行为有时能够提升个体在群体中的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攻击策略在每种情境下都有效。有时候，攻击行为也会导致地位的下滑。比如说，如果一位教授在学术会议上（或者在礼堂、在教室）对另一位教授拳脚相向，那么他的地位肯定会下降。所以，地位提升假设的关键问题就在于，我们的进化心理机制应该对社会情境非常敏感，因为在某些情境下攻击行为会让个体付出一定的代价。


  打消竞争者的攻击念头


  拥有一个攻击性的名声，也许能够打消其他人的攻击念头。比如，在偷窃一个黑手党职业杀手的东西之前，在和拳击手Mike Tyson争吵之前，我们大多数人都肯定会三思而后行。如果站在你面前的女孩是“地狱天使（Hell's Angels）”飞车党成员的女朋友，那你在和她调情时肯定会颇有顾虑。所以，攻击行为和攻击性的名声非常具有威慑作用，能够打消别人夺取你的资源和配偶的念头。


  防止长期配偶的性背叛


  第六个假设是，攻击行为和攻击的威慑性可以防止长期配偶的不忠行为。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男性的性嫉妒是婚姻暴力（或者说家庭暴力）的主要原因（Daly & Wilson, & Weghorst, 1982）。比如，有专门的机构为家庭暴力的受害妇女提供庇护，来自这些机构的研究资料表明，大多数女性都认为丈夫或男友的失控行为主要是出于极端的嫉妒心理（Dobash & Dobash, 1984）。不过，有的男性殴打他们的妻子或女友，主要是为了防止她们和其他的男性有瓜葛。


  攻击行为的情境特殊性


  上述六种适应性问题都可以通过攻击策略来加以解决，所以，攻击行为并不是一种单一的、铁板一块的（monolithic）、与情境无关的策略。其实，攻击行为可能具有高度的情境特殊性。只有在那些和我们祖先曾经面临的类似情境中，攻击行为才能得以激活。


  比如说这个例子：男性通过家庭暴力来解决配偶出轨这个适应性问题。如果一个男人的配偶价值低于他的妻子，或者他获取资源的能力下降了（比如说丢了工作），那么他更有可能面临配偶出轨的问题（Buss, 2003）。因为在这些情况下，女性做出背叛行为或提出分手的可能性倾向于更高，所以男性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会表现得更加激烈。实际上，和其他的男性（他们的配偶不大可能出轨或提出分手）相比，这些男性通常都更具攻击性。


  另外，适应性的收益必须在代价的范围之内给予评估。从定义上来讲，攻击会让他人付出代价，但是他人不可能对付出代价无动于衷。“对于那些容易遭受伤害的人而言，致命的报复是一种古老的、具有文化普遍性的处理方式”（Daly & Wilson, 1988, p. 226）。对攻击行为进行研究的一项最强有力的发现就是，攻击很容易导致报复行为（Berkowitz, 1993; Buss, 1961）。有时候，这会形成一种攻击和反攻击的恶性循环，也许Hatfields和McCoys这两大家族之间的世仇就是最好的例证（Waller, 1993）。


  攻击行为带来的名声效应，是影响攻击行为的一种关键因素。在不同的文化和子文化背景中，攻击行为对社会地位的影响存在很大的差异。比如说在一个“崇尚荣誉的文化”中，如果你受到欺负，但是你却没有攻击欺负你的人，那么你的地位肯定会下滑（Nisbett, 1993）。如果一个女孩因为婚前性行为而让整个家族蒙羞，那么为了维护家族的社会地位，杀死这个女孩可能是一种“光荣的”的解决方法（Daly & Wilson, 1988）。在这些文化背景中，如果这个女孩苟活下来，那么她的家人的地位就会降低。


  受害者采取报复行为的能力和愿望，是影响攻击行为的另一个因素。在学校里面，不良学生总是喜欢欺负那些不会报复的弱小同学（Olweus, 1978）。同样地，如果一个女人的父亲和四个兄弟都住在附近，而且个个都身强体壮，那么她的丈夫在动手打她之前（即便是因为她和别的男人调情）也不得不考虑再三。所以，旁系亲属的存在是一种有利的背景，它可以减少家庭暴力的出现频率。近期的经验证据支持了这个假设。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一项对家庭暴力的研究当中，研究者发现，一个女人在马德里内和马德里外的遗传亲属越稠密，她受到家庭暴力的可能性就越小（Figueredo, 1995）。而且，马德里内的亲属密度比马德里外的亲属密度具有更大的保护效应。这些结果支持了亲属接近程度的重要性。


  但是，在某些情境中，攻击者会因为攻击行为而获得坏名声。比如说，在学术圈内，身体攻击是应该避免的。如果有人采用了攻击行为，那么他肯定会遭到排斥。但是，如果你是街区帮派的成员，当你受到挑衅时你却没有攻击对方，那么你在群体中的地位将会一落千丈（Campbell, 1993）。


  进化心理学的视角认为，我们的进化机制经过了自然选择的设计，对某些特殊的情境非常敏感。这和早期的本能理论大为不同。因为早期的理论通常认为，攻击是人的一种本能，它会严格不变地表现出来。所以，攻击行为在情境、文化和个体上都存在很大的可变性，这些研究发现还无法让我们证伪某个特殊的进化假设。其实，情境特殊性正是检验进化假设的重要工具（Dekay & Buss, 1992）。


  这个领域的早期研究者曾经下结论说，攻击行为的可变性既否定了“生物”理论，同时证实了“学习”理论。进化心理学抛弃了这种错误的二分法，提出了一个具体的相互作用模型：攻击行为是被特殊的代价—收益情境中的特殊适应性问题所唤起的。从理论上来讲，如果个体没有遇到相关的情境，那么他用于产生攻击行为的心理机制可能在整个生命过程中都处于潜伏状态。从这个观点看来，攻击行为主要基于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它并不是严格不变的，也不会在任何环境中都自动地“流露”出来。


  为什么男性比女性更具攻击性？


  在芝加哥1965—1980年的所有凶杀案件中，86％的凶手都是男性（Daly & Wilson, 1988）。而且，在男性凶手的案件中，80％的受害者也是男性。尽管这个比例在不同的文化中会存在某些差异，但是跨文化的统计结果得出了惊人相似的结论。在接受研究的所有文化中，绝大多数凶手都是男性，而且他们的伤害对象大部分也是男性。所以，要想对攻击作出完整的理论解释，我们必须要解释这两个事实：为什么男性的凶杀事件远远多于女性？为什么大多数的受害者也是男性？


  同性竞争的进化模型为我们的解释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个模型来自于亲代投资理论和性选择理论（参见第四章）。如果一个物种中的雌性成员对后代的投资要比雄性更高，那么对于雄性的繁殖活动而言，雌性将会是非常重要但又十分有限的资源。所以，雄性的繁殖成功率并不是特别在于它的生存能力，而是在于它获得接近雌性的机会的能力。


  两性在亲代投资的最低责任（比如雌性哺乳动物要承担体内受精和怀孕的重担）上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性别差异意味着雄性可以比雌性拥有更多的后代（参见第四章）。换句话说，雄性的繁殖上限要远远高于雌性。这种差别导致了两性在繁殖活动的可变性（variances）上存在差异。因此，有后代和没有后代的差异在男性身上比在女性身上更为明显。


  某种性别的繁殖活动的可变性越大，自然选择将在这种性别成员身上塑造出更加危险的行为策略（包括同性竞争）。最极端的例子可能要数加利福尼亚北岸的海象。在繁殖季节，5％的海象占据了高达85％的繁殖资源，也就是说，5％的成年海象所繁衍的后代占据所有后代的85％（Le Boeuf & Reiter, 1988）。如果在一个物种当中，一种性别在繁殖活动上的可变性比另一种性别更加突出，那么这个物种将会表现出非常明显的性别二态性（dimorphic）——即雌雄两性在大小和体型等许多身体特征上存在明显的差别。一夫多妻制越突出的物种，它的性别二态性也越明显（Trivers, 1985）。比如，海象在体重上的性别二态性就非常显著，雄海象的体重几乎是雌海象的四倍（Le Boeuf & Reiter, 1988）。黑猩猩在体重上的性别二态性要小一些，雄黑猩猩的体重大约是雌黑猩猩的两倍。而人类在体重上的性别二态性则非常微小，男性只比女性重12％左右。在灵长目物种当中，如果一夫多妻制越突出，那么性别二态性将会越显著，两性在繁殖活动的可变性上的差异也将会越明显（Alexander, Hoodland, Howard, Noonan, & Sherman, 1979）。


  一夫多妻制意味着有些雄性获得了超出“平均份额”的繁殖资源，而另一些雄性则完全被关在了繁殖活动的大门之外。这样的繁殖系统使得雄性之间的竞争更加残酷。其实，一夫多妻制选择出了某些危险的策略，比如和竞争者进行搏斗，冒险去获取那些吸引异性所必需的资源。和自己同一性别的成员，是争夺异性的主要竞争者。


  暴力既可以发生在最高的阶层，也可以发生在最低的阶层。假如男女两性的比例相等，如果一个男人拥有两个妻子，那么就会有另一个男人不得不面对单身生活（Daly & Wilson, 1996b）。对于后者而言，一种危险的攻击性策略可能是最后的手段。凶杀案件的数据资料表明，贫穷的未婚男子比富裕的已婚男子更有可能成为案件的凶手（Wilson & Daly, 1985）。简而言之，在具有某种程度的一夫多妻制的竞争情境中，使用攻击行为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发挥作用：（1）“赢得领导地位”，从而获得接近大量配偶的机会；（2）避免完全被关在繁殖活动的大门之外。


  为了更好地理解男性在择偶情境中为什么会采用危险的行为策略，让我们以下面这个例子作为类比：觅食。假设一个动物生活在一个觅食区域，这个区域提供的食物足够它生存，但是却不足以让它繁殖和抚育后代。然而，跨出这个区域又存在一定的风险。如果它离开自己的活动范围，它很有可能成为其他动物的捕猎对象。在这种情况下，雄性要想获得繁殖成功，就必须冒险跨出这个区域去寻找食物。当然，有些雄性会因此丧命，这正是外出觅食的风险所在。但是，有些雄性设法避开了捕食者的攻击，找到了额外的食物，从而获得了繁殖成功。而那些不肯冒险去觅食的个体，则一点繁殖成功的希望都没有。所以，这种情境选择出了冒险性的繁殖策略。在这个例子当中，自然选择就像是一张过滤之网，淘汰了那些不肯冒险的个体。


  正如Daly和Wilson所言，“性别二态性和男性之间的竞争是我们人类进化历史中非常古老而持久的元素”（1988, p. 143）。现代人类的性别二态性水平，其实和5万年前人类祖先的性别二态性水平大致相当。和存在性别二态性的其他哺乳动物一样，人类男性之间的斗争是男性受伤和死亡的主要原因。


  现代人类已经遗传了那些让我们祖先获得成功的心理机制。不过，这并不是说男性拥有一种增加自身繁殖成功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愿望。而且，这也并不意味着男性拥有一种“攻击本能”，这种被压抑的能量必须得到释放。其实，男性从祖先那里遗传得来的心理机制只是对某些特定的情境非常敏感。在这些情境中，攻击行为在多数时候都能够成功地解决某种特殊的适应性问题。


  对于我们在跨文化的凶杀案件记录中得到的两个事实而言，这种说法提供了一种非常简洁的解释。男性之所以更容易成为暴力案件的凶手，是因为在我们人类漫长的进化历史中，一夫多妻制一直是一种虽然微弱但是却持续不变的特征。这样，在同性竞争中，有些男性必须采取危险策略才能获得繁殖成功，而我们现代人类恰恰是这些获得成功的祖先的后代。男性的平均寿命比女性小7年，这一现象也是男性的攻击策略所导致的众多后果之一（Trivers, 1985）。


  男性之所以更容易比女性成为攻击行为的受害者，是因为男性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其他的男性。其他男性是策略冲突（即采取相同的生存和繁殖策略）的主要来源，他们占有那些吸引女性所必需的资源，并且阻止别人接近他们所看中的潜在配偶。在这些斗争中，胜利者得到了战利品，而失败者不仅没有得到配偶，还很可能会受伤，甚至死亡。


  女性也会参与攻击行为，而且她们的攻击对象通常也是女性。比如，对女性的口头攻击行为的研究表明，女性常常诋毁她们的竞争者，嘲笑她们的长相和外貌，贬低她们的繁殖价值（Buss & Dedden, 1990; Campbell, 1993, 1999）。不过，女性的攻击方式不像男性那样激烈和暴力，也不像男性那样危险。这些现象可以用亲代投资理论和性选择理论加以解释（参见Campbell, 1995）。其实，自然选择可能会淘汰那些采用危险的攻击方式（比如身体伤害）的女性。进化心理学家Anne Campbell认为，女性必须比男性更看重自己的生命，因为婴儿更多地依赖于母亲的照顾，而不是父亲（Campbell, 1999）。所以，女性应该对那些涉及人身威胁和身体伤害的场景感到更加害怕——这个预测已经得到了经验证据的大力支持（Campbell, 1999）。


  关于攻击行为的不同适应性模式的经验证据


  在概述了大量的理论背景之后，下面我们将转而讨论有关人类攻击行为的经验证据。从攻击行为的进化理论中得出的最直接的预测就是，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使用暴力和攻击行为。所以，我们讨论的第一组证据就是关于这个预测的。然后，我们将讨论攻击行为在四种不同的组合中（男对男、男对女、女对男、女对女）都具有哪些不同的特征。下面我们从男性对男性的攻击行为入手，来考察这些问题。


  有关同性攻击行为的性别差异的证据


  在这一节中，我们将讨论攻击行为的性别差异。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主要有这样几种证据来源：对攻击行为的性别差异的元分析；凶杀案件的统计结果；对校园欺凌现象的研究；以及来自原住民社群的人种学证据。


  对攻击行为的性别差异的元分析。心理学家Janet Hyde进行了一项元分析的工作，她比较了男女两性在各种不同的攻击方式上表现出来的性别差异的效应大小（Hyde, 1986）。这里，效应大小是指性别差异的幅度。效应大小为0.80表明差异很大，0.50表明差异中等，而0.20则表明差异很小。下面的效应大小是平均了十几个研究的结果而得出来的，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下列攻击方式：攻击幻想（0.84）、身体攻击（0.60）、模仿攻击（0.49），以及在实验情境下愿意电击他人（0.39）。在每一种攻击方式中，男性的得分都比女性高。不过有趣的是，Hyde发现，两性在“敌意量表（Hostility Scale）”上的得分没有任何差异（0.02）。总之，这项元分析的结果支持了从上述对攻击行为的进化分析中得出的关键性预测：男性比女性更多地使用各种攻击方式，性别差异的效应大小从“中等”到“很大”不等。近期的研究证实了这个基本的模式。在一项对1452名高中生的研究中，研究者搜集了来自攻击者和受害者所报告的两方面信息。研究结果表明，男生对男生的攻击行为要远远高于其他的三种组合模式（Hilton, Harris, & Rice, 2000）。


  同性凶杀。尽管从统计上来讲，凶杀行为非常少见，但是它为我们考察攻击行为的模式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检验。Daly和Wilson（1988）对35项不同的研究进行了编译和整理，这些研究所涉及的文化背景非常广泛，既有像密歇根的Detroit这样的大城市，也有像乌干达的BaSoga这样的偏远地区。虽然每个文化背景下的凶杀率都各不相同，但是，比较两性差异最有效的方式，还是计算男性同性凶杀事件的比例（即男性对男性的凶杀占所有同性凶杀事件的比例）。具体的统计结果见表10.1。


  表10.1 不同研究中的同性凶杀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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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经允许重印自Daly, Martin & Wilson, Margo，《杀人》。（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版权（1988）归Aldine de Gruyter所有。


  表10.1中列举的统计结果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在表中涉及的每一种文化背景中，男性对男性的凶杀比例都远远高于女性对女性的凶杀比例。不过，有些新的说法暗示，女性的暴力行为和犯罪率正在不断上升（Daly & Wilson, 1988）。有人认为，这是“妇女解放运动”所带来的恶果，因为女性渴望在各方面和男性获得平等。实际上，女性的犯罪率之所以上升，其主要原因是女性的盗窃率上升了。但是，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女性的暴力犯罪（比如凶杀）有增长的趋势。正如Daly和Wilson（1988）所言，“其实，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哪一个社会中，女性参与暴力冲突的比例已经和该社会中的男性持平”（p. 149；着重号系原文所加）。


  校园里的同性欺凌现象。凶杀是攻击行为最极端的形式，但是在那些比较轻微的攻击行为中，同样也表现出了相似的性别差异。初中和高中校园里的欺凌现象就是如此。在一项研究当中（Ahmad & Smith, 1994），研究者调查了226名初中生（8—11岁）和1207名高中生（11—16岁）。通过匿名问卷的方式，研究者要求每一个学生回答如下问题：你是否受到过欺负？你是否伙同他人欺负过其他的同学？如果有，你采取了什么样的欺负方式？结果，研究者在每一个维度上都发现了显著的性别差异。比如，54％的初中男生都参与过欺负他人的活动，而初中女生的这一比例却只有34％。在高中生样本中，报告自己曾经欺负过他人的男生占43％，而女生则只有30％。


  但是，这些性别差异低估了暴力和攻击行为的比例。当考虑到欺负活动的方式时，性别差异就更加明显了。在高中生样本中，报告自己曾经受到身体侵害（比如拳打脚踢）的男生占36％，而女生却只有9％。另外，10％的男生和仅仅6％的女生报告自己曾经被人抢走了某些东西——这个现象恰好支持了前面的进化假设：攻击行为的功能之一就是夺取他人的资源。不过，在另外两种欺负方式上，女生的得分比男生高。在整个样本中，74％的女生报告自己曾经被人叫绰号，但是只有57％的男生遭遇过这样的情形。更有意思的是，在“我听说别人在讲我的坏话”这个项目上，30％的女生和仅仅17％的男生有过这样的经验。


  研究者还考察了口头攻击的具体内容。女生在骂人或说其他女生坏话的时候，最常使用的词汇是“婊子”、“荡妇”、“贱货”，以及“娼妇”。这种欺凌方式在高中女生中非常普遍，但是在初中女生中却很少见。这似乎意味着，高中女生慢慢地开始了同性竞争，因为她们已经面临择偶的适应性问题。


  其他文化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性别差异。有一项研究在芬兰的Turku进行，调查对象是127名15岁的中学生，研究方法由同伴评价法和自我报告法所组成（Bjorkqvist, Lagerepetz, & Kaukiainen, 1992）。研究结果表明，男生参与直接的身体攻击的比例比女生高3倍。其中，直接的身体攻击是指绊倒、抢走别人的东西、拳打脚踢、在游戏中寻求报复，以及推推搡搡。相反，研究者把间接的攻击行为定义为说闲话、故意避开某人、散播恶性谣言作为报复、和某人绝交，以及向其他的人表示友好作为报复。在这个15岁的研究样本中，女生参与间接攻击行为的比例要比男生高出约25％。


  总之，对校园欺凌现象的研究也支持了上述预测：男女两性在使用暴力型和冒险性的攻击方式上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参与这些攻击方式的频率总是远远高于女性。这些性别差异不仅出现在大学生样本中（Gladue, 1991），也在平时的驾驶模式中得到了体现——男性往往比女性驾驶得更快，更有可能发生追尾事故，在切换车道时常常抢占他人的位置（Atzwanger, 1995）。当女性采取攻击行动时，她们会使用那些比较柔和的攻击方式，比如在口头上诋毁她们的竞争者。


  澳大利亚原住民社群的攻击行为。人类学家Victoria Burbank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研究一个她称之为Mangrove的社群。Mangrove位于Arnhem地区的东南部，居住了大约600个澳大利亚原住民。Burbank采用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研究方法，但是这种方法绝不亚于社会科学家所使用的其他任何方法。Burbank记录了793次攻击性事件，其中许多事件都是当地居民（通常是女性）向她口头传达的。有大约1/3的事件，是根据两个以及两个以上的居民对同一起攻击事件的描述整理而成。Burbank亲眼目睹了其中的51个案例，她根据自己的观察记下了当时的攻击情景。


  下面是Burbank（1992）记下的一个例子：


  当（一个男人）和他的两个妻子在一起时，一个“兄弟”试图把她们拉走。“你不能拥有她们，”他说，“我们来决斗。”然后，这个男人刺中了年轻男子，年轻男子的肠子流了出来。但是，当他刺向年轻男子时，其他人正抓着年轻的男子，而没有人抓住他。所以，他把长矛递给年轻男子，（露出自己的胸膛），并且说：“杀了我。我们一起死。”但是其他人都叫道，“不要杀他。”最后，垂死的年轻男子刺中了他的肩膀。紧接着，年轻男子死了。（pp. 254—255 )


  Burbank对这793次攻击性事件进行归类，考察了每一种攻击方式在发生频率上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结果表明，男性参与危险的攻击行为的频率要远远高于女性。在所有的记录中，有93次攻击性事件涉及到危险武器的使用。当然，男性发起的攻击行为占了90次之多，其中12次出现了枪，64次出现了长矛，还有14次出现了刀。相反，只有3次攻击性事件是女性所为，其中2次出现了刀，1次出现了长矛。简而言之，在使用了危险武器的攻击活动中，男性占据了97％的比例。


  在这些原住民当中，男性的攻击性表演（display）也比女性更多。攻击性表演是一种引人注目的危险行为，它并不会带来实际的身体伤害，但是它可以让表演者的名声得以提升。在这些表演中，90个男人拿起了一种危险武器，但是却并没有使用它；14个男人驾驶了交通工具围着社区高速行驶；35个男人攻击了某个物体；5个男人发出了攻击的威胁。和这144名男性相比，采取攻击性表演的女性只有57名。


  只有在少数几种攻击方式中，女性的攻击行为的比例超过了男性。第一种是棍子的使用：总共有63名女子使用了棍子，但是使用棍子的男子却只有25名。和刀、长矛和枪等危险武器相比，棍子给被攻击者带来的伤害要小得多。女性对棍子的偏好非常显著，因为其他的武器（比如刀）通常是给她们做饭或从事其他活动的。我们可以推测，女性不像男性那样热衷于身体伤害，这部分地决定了她们对武器的选择。女性超过男性的第二种攻击方式，就是口头攻击。两者的参与人数分别是221人和141人。


  总之，这些性别差异与英国和芬兰的研究者对校园欺凌现象的研究结果惊人地相似。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男女两性使用身体攻击的性别差异非常明显，而且具有一致性；在每一项研究中，男性使用身体攻击的频率都要远远高于女性。一部关于性别差异的经典著作曾经这样写道：“我们已经知道，男性比女性更具攻击性是所有性别差异中最普遍的、无可置疑的结论。”(Maccoby & Jacklin, 1974, p. 368)不过，这种观点并不能推广到口头攻击行为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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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1 美国1975年凶杀案件的受害者的死亡率。上图显示，正在进入择偶期的男性会选择最具风险的暴力策略。这为年轻男性综合征提供了证据。数据来自美国的卫生部门、教育部门和福利部门（1979），以及美国人口普查局（1977）。来源：重印自《习性学和社会生物学》，6，M. Wilson & M. Daly的论文《竞争、风险与暴力：年轻男性综合征》，59—73。获得Elsevier Science版权（1985）许可。


  年轻男性综合征。同性攻击行为的进化逻辑预测，男性将比女性更乐意选择那些危险的暴力策略。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男性都会选择这样的策略。对于这种性别内部的差异，我们必须加以解释。特别地，年轻男性往往喜欢采取一些非常危险的攻击方式，而这些方式很容易让他们受伤或死亡。Wilson和Daly（1985）把这种倾向叫作“年轻男性综合征”。


  关于年轻男性综合症的经验证据，可以参看图10.1。该图的数据取自美国1975年的凶杀案件大样本（其他年份的统计结果在形状和分布上都大同小异），其中不仅包含受害者的性别，还有他们的年龄。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在10岁之前，男性和女性成为凶杀案件受害者的可能性没有任何差异。但是，在青少年时期，男性的死亡率开始急速上升，在25岁左右达到峰值。在那个年龄上，男性成为凶杀案件受害者的可能性比女性高出6倍之多。不过，在25岁之后，男性的受害率急剧下降，这表明男性开始避免使用那些非常危险的策略。到75岁的时候，性别差异慢慢消失了。总之，凶杀案件确实不成比例地集中于年轻男性身上——这正是“年轻男性综合征”的由来。


  从图中我们可以知道，男性的凶杀死亡率最高的时期，正是他们的体能处于顶峰的时期，也是他们患病死亡率（因患病而导致死亡）最低的时期。所以我们不禁要问，这个年龄阶段的男性为什么最喜欢参与那些危及到生命的暴力行为？Daly和Wilson认为，我们祖先所生活的环境存在一定程度的一夫多妻制。基于对祖先的择偶竞争的进化分析，Daly和Wilson给出了如下解释：“年轻男性之所以特别难对付，也特别喜欢冒险，主要是因为自然选择已经在年轻男性这个群体身上塑造出了最强烈的对抗性竞争能力。”（Daly & Wilson, 1994, p. 277）具体来说，Daly和Wilson认为，在人类的整个进化历史过程中，如果男性要想吸引异性，那他就必须在狩猎、部落进攻、部落防守，以及保护自己的财物等活动中表现出惊人的体能。这些表现不仅是为了给女性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还向其他男性示威，让竞争者自动放弃。


  这种观点可以应用到许多哺乳动物身上。根据Daly和Wilson的观点，我们人类的独特之处仅仅在于，人类倾向于建立一种名声（reputation），因为名声往往拥有一种长期的效应。生命早期的竞争成败，是一个人能否建立起某种名声的决定性因素，而这种名声又会影响到他整个人生的生存和繁殖活动。比如，如果一个人在面对危险情况时表现得很勇敢，那么这个勇敢的好名声将会伴随他一辈子。研究发现，年轻男性的暴力行为基本上都是发生在有他人在场的情境之中。这意味着，他们不仅仅是为了打败竞争对手，还希望能给同伴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建立一种强大的社会声望。如果他们只是为了打败竞争者，他们完全可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选择一条偏僻的羊肠小道或隐秘之处来做这些事情。


  这种观点也可以解释我们为什么愿意把声望和社会地位献给那些敢于冒险并取得成功的人（Zahavi & Zahavi, 1996）。如果在这些危险的事情中，过去的成功可以预测将来的成功，过去的失败可以预测将来的失败，那么，追踪每个人在这些危险事件中的结果将会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必须对每个人的结果进行编码，形成对每个人的名声评价，并且将这些信息传递给其他人。在第十二章，我们主要讨论声望、地位和名声的进化心理学，到时候我们将会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另外，年轻男性综合征还可以解释其他一些非常有趣的研究结果。曾经有研究者对导致死亡的群殴事件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他们的研究样本包括很多不同的国家和地区（Mesquida & Wiener, 1996）。统计结果表明，15～25岁的男性所占的人口比例越大（相对于30岁以上的男性而言），群殴事件的发生率越高。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年轻男性所占的人口比例几乎成了群殴事件的最佳预测指标（之一）。


  总之，“年轻男性综合征”的进化观点可以解释大量的经验现象。这些现象包括：群殴事件的变化特征；男性从青春期到25岁左右会出现肌肉力量猛增的现象；肺活量也开始猛增；特别是，危险的攻击行为所必需的快速消耗能量的能力也开始猛增（Daly & Wilson, 1994）。男性身上发生的这些变化，似乎都和危险的竞争策略的出现有密切关系。


  激发男性之间攻击行为的情境因素


  凶杀是攻击行为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对全世界的凶杀案件的统计数据表明，大多数的凶手都是男性，而且大多数的受害者也是男性。下面，我们将详细讨论几个诱发男性之间凶杀行为的影响因素。


  婚姻状况和职业状况。首先，凶手和受害者常常拥有某些相似的特征，比如说失业和未婚。有一项研究对密歇根州Detroit地区在1982年的所有凶杀案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当年Detroit地区的成年男子的失业率仅为11％，但是43％的受害者和41％的凶手都处于失业状态（Daly & Wilson, 1985）。这项研究还揭示，73％的男性凶手和69％的男性受害者都还未婚。相比之下，当年Detroit地区同样年龄的男性的未婚率只有43％。所以，男性个体的某些社会性因素——比如缺乏资源、未能吸引到长期的配偶——似乎和男性之间的凶杀行为有关。这种相关性在年轻男性身上尤为明显，因为他们刚刚踏上这个争夺地位和配偶的残酷竞争舞台。如果一个人正处于繁殖活动的边缘地位，那么采取一些冒险的行动也许可以让他获得繁殖成功。


  地位和名声。维护自己在同伴群体中的地位、名声和荣誉，是引发男性凶杀行为的重要动机。下面是一个男人给出的评论。他曾经参加过帮派活动，他认为攻击行为的动机主要在于获得名声和产生威慑作用，“如果你的伤口的缝合针数最多，那你会得到某种名声。这种名声具有强大的威慑力量，让其他人在靠近你之前考虑再三”(Boyle, 1977, p. 67)。但是天真的是，警察局的档案记录却总是把这些行为归入“普通争吵”的行列。要知道，酒吧间小小的口头争吵，常常会逐步升级为恶性的凶杀事件。发生争吵的当事人通常不愿退让，害怕自己在同伴面前丢脸，所以很容易采取某些过激的行动，比如砸碎酒瓶、拔出刀子，甚至是开枪杀人。警察经常对这些看似普通的争吵感到十分迷惑。Dallas的一位刑事警官这样说道：“有些案件真让人匪夷所思，因为根本找不到任何起因。脾气是突然爆发的。而一旦发生了打斗，那就免不了有人会受伤（刀伤或枪伤）。我处理过很多这样的案子，有时他们甚至只是为了争夺一张10美分的唱片，或者是因骰子赌博而欠下的1美元而已。”（Mulvihill, Tumin, & Curtis, 1969, p. 230）


  但是，地位、名声和荣誉并不是琐碎的。相反，它们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于人类是在小群体的群居环境中进化而来的（e.g., Alexander, 1987; Tooby & DeVore, 1987），所以，地位的丧失可能会给个体的生存和繁殖活动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们身上携带有祖先遗传下来的心理机制，这些机制曾经让我们的祖先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采取攻击行为。尽管这些机制由来已久，但是它们一直保留在我们身上。只要现代环境中存在相应的线索（比如丧失了地位），这些机制就会开始运作。不过，以现在的观点看来，这些机制可能是一种适应不良。这就好比，我们进化形成的对脂肪类食物的偏好，在现在的生活环境中就是一种适应不良，因为大街小巷到处都有各式各样的快餐店。不过，只要碰到那些曾在远古环境中激活了心理机制的事件，石器时代的心理机制也会在当今的信息时代中正常运作。


  进化人类学家John Patton通过对厄瓜多尔亚马逊流域的两个部落的研究，向我们揭示了攻击行为和社会地位之间存在的关联（1997，2000）。首先，Patton为两个部落的每一个男人拍摄了相片。然后，他选择了47人作为调查对象，其中26人来自Achuar同盟，21人来自Quichua同盟。每一个调查对象都要对33个已婚男人的地位进行评分。Patton每次提供3张照片，调查对象的任务就是指出哪个人在群体中的地位最高，哪个人居中，哪个人最低。然后，Patton把每个人的评价分数都加起来。在另一个单独的任务中，研究者要求调查对象判断每个男人的“战斗力（warriorship）”：“如果今天发生战争，你认为谁将是最后的战士？”（Patton, 1997, pp. 12—13）。然后，每个男人的战斗力分数也会全部加起来。


  研究结果列在了图10.2中。地位和战斗力呈现高相关。对于Quichua男人而言，地位和战斗力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90。而在Achuar男人当中，两者的相关系数也有＋0.77之多。简而言之，一个人在战争中的勇猛表现和他在群体中的地位有着密切的关联。


  [image: ]


  图10.2 地位和战斗力的关系。上图显示，被认为最具战斗力的男性，通常就是社会地位最高的男性。来源：《战士是利他的吗？互惠式利他主义和亚马逊Ecuadorian地区的战争》by J. Q. Patton, June 4—8, 1997。在“人类行为与进化学会”的会议上提交的论文。经允许重印。


  性嫉妒与同性竞争。性嫉妒可能是激发同性之间的攻击和凶杀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要知道，大多数的凶手都是男性，大多数的受害者也是男性。曾经有8项研究对“三角恋”引发的同性凶杀案件做过调查。后来，有人对这8项研究的结果进行了总结。整理后的结果表明，92％的案件是男性对男性的凶杀，只有8％的案件是女性对女性的凶杀（Daly & Wilson, 1988, p. 185）。


  同性竞争也可以引发非致命性的攻击行为。比如说，有一项研究考察了男女两性对配偶的看护行为（mate guarding），即看住配偶并赶走竞争者的行为策略。当有人对他们的配偶感兴趣或者接近他们的配偶时，采取威胁和攻击行为的男性要多于女性（Buss, 1988c）。所以，当男性面对留住配偶（mate retention）这个适应性问题时，他们对竞争者的攻击倾向会表现得非常明显。


  在一项对竞争者之间诋毁行为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对竞争者的体能不足进行贬损，从而降低竞争者对异性的吸引力（Buss & Dedden, 1990）。此外，为了减少竞争者在异性心目中的合意性，采取攻击行为对男性而言常常更为有效。


  攻击行为的另一个极端是战争，也就是男性形成同盟去攻击其他的群体。在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女性形成战争同盟去攻击其他群体的例子。但是，部落战争在男性的同盟之间却非常普遍（e. g., Chagnon, 1983）。在本章的后半部分，我们将会对部落战争进行详细的讨论。所以在这里，我们还是先考察那些激发女性的攻击行为的情境因素。


  激发女性之间攻击行为的情境因素


  和男性相比，女性对同性的身体攻击既没有那么频繁，也没有那么暴力，而且也没有多少炫耀的成分在里面（Campbell, 1995）。在Detroit地区1972年发生的47起涉及性嫉妒的凶杀案件当中，只有3起案件的凶手和受害者都是女性（Daly & Wilson, 1988, p. 184）。但是，这并不是说女性之间不存在攻击行为。


  如果攻击行为被定义为“让他人付出代价”，那么女性的攻击行为也能够发挥巨大的威力。在一项对竞争者之间诋毁行为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女性对竞争对手的口头攻击和男性一样多（Buss & Dedden, 1990）。但是，男女两性的口头攻击的内容却大相径庭。比如，女性更多地攻击竞争者的外形和不检点行为。和男性不同的是，女性往往会贬损她们的竞争者太胖、太丑，经常提到竞争者笨重的大腿，取笑竞争者的身材和体型，说竞争者缺乏吸引力（Buss & Dedden, 1990）。女性似乎对其他女人外形上的不足特别敏感，而且乐于在同性竞争的情境中公开地指出这些缺憾，让男性注意到这些特征，从而降低对她们的竞争者的兴趣。


  在性行为领域，女性和男性也大为不同。女性更有可能诽谤她们的竞争者和很多人上过床，有过很多男朋友，不仅仅是行为不检，简直就是人尽可夫（Buss & Dedden, 1990）。而且，这种诋毁策略也依赖于具体的情境。当男性在寻找一个短期配偶时，这种诋毁策略很可能毫无成效，因为男性在寻找短期配偶时，不会特别在意女性的忠贞程度。甚至情况可能完全相反，女性对竞争者的诋毁很可能增加了男性对她们的竞争者的合意性。因为对于男性而言，找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做短期配偶的成功率可能会更高（Schmitt & Buss, 1996）。相比之下，当男性想要寻找一个长期的配偶时，女性对竞争者的诋毁可能非常有效，因为此时的男性更加看重女性的忠贞程度（Buss & Schmitt, 1993）。


  近期对女性之间攻击行为的调查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个观点：女性攻击行为的主要功能在于让同性竞争者付出代价。比如，在一项对高中女生的研究当中，研究者发现，激发女生攻击行为的主要动机包括嫉妒竞争者、争夺心仪的男生，以及希望成为“有吸引力”的人（Owens, Shute, and Slee, 2000；有关女性之间竞争行为的详细讨论，还可参见Campbell, 2002）。


  总之，在争夺配偶的时候，女性之间的诋毁行为和男性的一样多。但是，这并不是一种不可改变的攻击本能，也不是和情境“毫无关系”。相反，女性似乎知道男性在短期择偶和长期择偶中分别看重女性的哪些品质，从而相应地改变她们的诋毁策略。


  激发男性对女性的攻击行为的情境因素


  男性对女性的暴力活动（性暴力除外），大多数都指向他们的配偶、妻子或女朋友，而性嫉妒则是这种暴力行为的主要原因。在一项对Baltimore地区配偶凶杀案件的研究当中，研究者发现，在36起案件中，有25起是出于性嫉妒，而其中受害者为妻子的案件占了24起（Guttmacher, 1955）。有些机构专门为那些受到家庭暴力的妇女提供庇护。来自这些机构的资料显示，2/3的受虐妇女报告她们的丈夫极具嫉妒心（Gayford, 1975）。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者找到了60名受虐妇女，其中有57名妇女报告她们的丈夫拥有非常疯狂的嫉妒心和占有欲（Hilberman & Munson, 1978）。还有一项类似的研究，研究者调查了100起家庭暴力的案件。研究结果发现，在大多数案件中，丈夫们认为他们不能控制自己的妻子，并且因此感到非常受挫，同时他们还抱怨妻子有不忠行为（Whitehurst, 1971）。


  性嫉妒也是配偶凶杀的一个关键因素，而且它还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Daly & Wilson, 1988）。如果一个男人杀害了他的妻子或女朋友，那么他很可能是碰到了下面的情况：（1）看到或者怀疑他的配偶存在不忠行为；（2）配偶提出离婚或分手。第一种情况是指他戴了绿帽子，这样他就存在如下风险——把资源投资给了没有任何亲缘关系的后代。第二种情况是指他失去了一项非常重要的繁殖资源，这是一种直接的适应性损失。当然，这种适应性逻辑并不会出现在男性的头脑当中。但是，男性身上携带有那些曾让祖先获得过成功的心理机制，这些机制可以点燃男性的嫉妒心和占有欲，从而引发他们对配偶的攻击行为。


  女性受害者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她们的年龄。年轻的妻子或女朋友更有可能成为配偶凶杀的牺牲品（Daly & Wilson, 1988; Shackelford, Buss, & Weeks-Shackelford, 2003）。由于年轻是评估女性繁殖价值的一条重要线索，所以男性的性嫉妒应该特别关注年轻的配偶。当然，也有可能是这样，年轻的女性更容易成为其他男性的追求对象，所以男性的性嫉妒有可能是被竞争者的引诱行为所激发的。


  男性对配偶的暴力行为是为了控制她们的性活动吗？为了检验这个假设，有一项研究（Wilson, Johnson, & Daly, 1995）对8385名女性进行了调查，其中有277名女性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曾经遭受过丈夫的虐待。研究者把暴力行为分为两种类型：“严重的”和“不严重的”。在对不严重的暴力行为进行评估时，研究者提出的问题如下：“你丈夫（配偶）曾经用拳头或其他东西威胁你说要打你吗？”；“他是否向你扔过一些能够伤人的东西？”；“他是否推过你？或者将你牢牢抓住？”；“他是否打过你耳光？”；“他是否踢过你、咬过你或者用拳头打过你？”；“他是否用一些能够伤人的东西打过你？”。比较严重的问题则有“他是否毒打过你？”；“他是否狠狠地掐过你的脖子？”；“他是否用刀和枪威胁过你？或者他曾经对你使用过这些武器？”。


  在另一个调查项目上，研究者要求这些女性用下面的句子来表示她们丈夫的嫉妒心和控制欲：“他很嫉妒，他不准你和其他男人说话”；“他试图限制你和你的家人和朋友联系”；“他坚持要求知道你每时每刻都在哪里，而且和谁在一起”；“他叫你的名字来羞辱你，或者让你感觉很难受”；“不管你问不问，他都不让你知晓和享用家庭的收入”。


  “限制自主权（autonomy-limiting）”的句子和丈夫的暴力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一般而言，采用暴力行为的男性通常也表现出一种过度的嫉妒心和控制欲。男性采取暴力形式越严重，他在嫉妒心和控制欲上的得分也越高。这些发现支持了上述假设：男性的暴力行为是为了控制他们的配偶，防止配偶和其他男性发生性关系，或者防止配偶欺骗自己。


  问题的关键在于，男性对配偶的暴力行为并不是一种不可改变的本能。其实，这种心理机制是否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它所处的情境，它的目标的特征，以及它所要解决的特殊适应性问题。


  激发女性对男性的攻击行为的情境因素


  女性似乎很少对男性发起暴力性的攻击行为。但是，在虐待配偶（比如打耳光、吐唾沫、打人、骂脏话等）的报告当中，男性受害者和女性受害者的比例却常常十分接近（e. g., Buss, 1989b; Dobash, Dobash, Wilson, & Daly, 1992）。


  抵御攻击。尽管极端的攻击行为（比如杀夫）在女性身上非常少见，但是它们确实发生过。激发女性采取极端攻击行为的情境因素，通常和下面这两种情况有关：（1）丈夫因为看到或者怀疑她的不忠行为而变得大怒，女性正在抵抗来自丈夫的疯狂攻击；（2）女性经受了长期的身体虐待，她认为自己无法逃出丈夫的魔掌（Daly & Wilson, 1988; Dobash et al., 1992）。简而言之，男性的性嫉妒既是男性杀妻的主要原因，也是女性杀夫的主要根源。


  战争


  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包括对全世界几百个部落文化的人种志记录）向我们揭示了这样的事实：男性形成战争同盟的行为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e. g., Chagnon, 1988; Keeley, 1996; Tooby & Cosmides, 1988）。所以，战争是一种纯男性的活动。虽然战争的目的通常是为了杀害对方的男性，但是女性往往也会遭殃。尽管很少有战争在开始之前就宣称要抢夺对方的女人，但是，获得更多的繁殖资源几乎一直都被认为是打败敌人所得到的最好收益。栏目10.1描述了一场具体的部落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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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4000多种哺乳动物中，只有黑猩猩和人类才会形成联盟去杀害其它的同类成员。人类的战争几乎是一种纯男性的活动。理论分析表明，在某些条件下，参与战争所带来的适应性收益超出了战争的死亡风险。


  栏目10.1


  Yanomamö战争


  进化人类学家Napoleon Chagnon对Yanomamö的一个部落对另一个部落的具体战争进行了非常生动的描述。战争的起因是从Damowa开始的，他是Monou-teri村庄的首领。Damowa总是喜欢引诱其他人的妻子，他这个恶习经常引发村子内部的群体斗殴。后来，邻近的Patanowa-teri部落袭击了Monou-teri，他们成功地抢走了5名妇女。Damowa非常生气，号召他的部落向Patanowa-teri宣战。在第一次攻击中，Monou-teri人突袭了一个敌人。那是一个名叫Bosibrei的Patanowa-teri人，当时他正爬在一棵rasha树上采摘水果。Bosibrei的身躯在蔚蓝的天际留下了一道醒目的剪影。Damowa及其部下马上向他发射了大量的箭。Bosibrei当场毙命。Monou-teri人随即撤退，返回家园。攻击总会引来报复，Patanowa-teri人开始伺机反击。他们决定在Damowa外出寻找蜂蜜时将他捕获。当时，Damowa的两个妻子跟在他身后。突然，5只箭射中了Damowa的腹部。不过，Damowa并没有马上死去，他咒骂着他的敌人，还向敌人放了一箭。但是，最后一只箭射中了Damowa的脖子，所以他马上就死了。这一次，入侵者并没有掳走女人，因为他们担心Damowa的战友会提前赶到。所以，他们选择了安全撤离，而Damowa的妻子跑回营地向大家报告了此事。最终，凶手逃走了。Monou-teri人也逃到丛林深处，他们担心入侵者会再来进犯。由于首领死了，Monou-teri的士气大大受挫。但是，不久之后一个新的首领出现了，他就是Kaobawa。Kaobawa继承了同样的风格，他鼓动大家为Damowa报仇。放弃报复会导致名誉受损，因为其他部落可能会认为他们很好欺负。所以，Monou-teri人觉得他们应该主动进攻，以避免遭到再次的袭击。出发前夕，Kaobawa把人们的情绪调动到了一种疯狂的状态。他开始唱歌：“我要吃肉！我要吃肉！”（Chagnon, 1983, p. 182）。其他人则以相同的内容给予回应，并辅以高音尖叫。这些叫声让作者Chagnon特别害怕，只感到脊背阵阵发凉。最终，尖叫声变得越来越疯狂，整个队伍进入了复仇状态。次日黎明，女人们给男人们装上了储藏的大蕉，作为行军的干粮。男人们用颜料将脸和身体涂成了黑色。战士的母亲和姐妹会对他说些临别的话，比如“别受伤”、“要小心”等等（p. 183）。然后，女人们开始哭泣，担心她们的家人一去不回。在队伍出发5小时之后，一个男人回到了营地，他说自己的脚受伤了，不能继续跟随大部队。他昨天晚上也参加过战前仪式，而且给女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和许多参战的其他Yanomamö人一样，他也感到非常恐惧。Monou-teri人必须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才能抵达敌军的营地，所以他们在路上要花费几天的时间。夜晚来临时，部队生火取暖。不过，最后一个晚上，这个奢侈的享受也不得不取消了，因为他们担心敌人发现他们的行踪。战斗爆发的前一个晚上，又有几个男人的脚受了伤，或者肚子疼，所以返回了营地。剩下的部队决定改变进攻计划，他们把队伍分成一个个小组，每一组由4—6个人组成。每个小组都要派出2个人埋伏在前线，等待伏击那些前来的追兵。所以，这种分组模式可以让他们在有保护的情况下慢慢撤退。Damowa的儿子也在这个队伍当中，他是为了替父亲报仇而来的。不过，他只有20岁，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战斗，所以年长的男性把他围在中间，使他的危险降到最低。但是，Monou-teri的女人看到提前返回营地的男人之后，开始变得焦虑不安。如果得不到保护，女人们很容易被邻近的部落掳走。有时候，就算是有盟约的部落也并非完全可靠。后来，女人们的焦虑变成了激怒，男人们也开始争吵。最终，一个女人用棍子打倒了另一个女人。要知道，在平时的大多数情况下，女人们不会如此过激，她们通常只是静静地等待。后来，远征的队伍决定在撤离之前杀死一个敌人。他们原本为报仇而来，现在自己却身处险境。Patanowa-teri人开始追击他们，试图把他们截住并且伏击他们。一个Monou-teri男人身受重伤，被一根尖锐的竹箭射中了胸膛。第二天早上，Monou-teri带着他们的伤员回到了自己的家园。尽管这个伤员伤势严重，但是他并没有死去，还参加了后来的战斗。当Napoleon Chagnon一年后重返Yanomamö时，Monou-teri和Patanowa-teri之间的战斗仍在持续，而且已经经历了好几次的袭击与反袭击。Monou-teri人杀死了2名Patanowa-teri男人，并且抢走了2名妇女。而Patanmva-teri人则杀死了1名Monou-teri人。事情发展到现在，似乎Monou-teri稍占上风。但是，Patanowa-teri人并没有善罢甘休，一直在寻找机会向Monou-teri进行报复。而当他们向Monou-teri发起进攻之后，Monou-teri又不得不采取报复行动。Yanomamö战争向我们展现了人类攻击行为的几个关键特征：战争主要是男性的活动；有繁殖能力的女人是战争的获胜者所得到的主要战利品；复仇和反击对于维持名声非常重要；其实，男人和女人都非常害怕战斗带来的死亡后果。


  战争的进化心理学。Tooby和Cosmides（1988）对战争的逻辑进行了非常精妙的分析，他们注意到了大家通常会忽略的一个问题：战争是一种极具合作性的危险活动。如果男性不能形成合作性的同盟关系，战争根本不可能发生。男性必须团结起来，组成一个合作整体才行。由于这个条件非常苛刻，所以在对大量哺乳动物的观察结果中，只有两个物种会形成合作同盟去攻击自己的同类。这两个物种就是黑猩猩和人类。


  战争要想得以进化，还必须克服另一个障碍。那就是，参与战争的人所获得的适应性收益，必须远大于受伤和死亡所带来的毁灭性代价。要知道，对于参与战争的每一个人而言，战争都是一种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危险活动。正如Tooby和Cosmides所言，“我们很难理解一种被设计来从事生存和繁衍活动的健全有机体，为什么会主动地参与一些可能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危险活动”（1988, p. 2）。那么，进化过程又是如何在我们人类身上塑造出相应的心理机制的呢？我们又该如何解释这样的现象：在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上，战争为什么总是不断地发生？战士为何总会受到他们所属群体的高度赞扬？


  根据Tooby和Cosmides（1988）提出的战争的进化理论，引发同盟性攻击行为的适应器要想得以进化，它必须满足下面4个条件：


  1．在进化过程中，参与战争的个体在繁殖资源上获得的平均长期收益，必须远大于他参与战争所付出的繁殖代价。那么，哪些繁殖资源特别重要？答案恐怕非它莫属了——即获得和女性性交的机会。女性这种资源是男性繁殖活动的最大限制因素。相反，女性的繁殖活动倒不会受到这样的限制，这个问题我们在讨论亲代投资理论和性选择理论时就已经谈到过。由于女性对后代的投资非常巨大，所以对于男性而言，女性这种有限的资源显得异常重要。两性之间的不对称性表现为，女性几乎不可能从战争获得任何收益。精液是非常廉价的，如果一个女人想要怀孕，她根本不用担心找不到能够让她受孕的男性。总之，如果战争能让男性获得更多和女性发生性行为的机会，那么他们就会获得巨大的收益。由于这是一种比较稀少的繁殖资源，所以它值得男性冒险而为之。


  2．战争同盟的成员必须相信他们的群体会获得胜利。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成员们不仅要相信我方的战争同盟会取得胜利，而且还要相信我方的累积资源在胜利后会变得更多。


  3．每个成员所承受的危险程度以及每个人对战斗的贡献大小，都必须转换为对应大小的收益份额。这是一条觉察欺骗者的标准，也是合作行为得以进化的必要条件。关于合作行为的进化过程，我们在第九章已经详细地讨论过，这里不再赘述。确切地说，没有参与战争的男性，就没有资格分享任何战利品。承受了较高风险的人（比如战争的头领），应该获得较大份额的战利品。类似地，如果一个男人对战争的贡献很大，那么他就可以获得较多的繁殖资源。


  4．参与战争的人必须对他们战时的生死存亡“一无所知”（veil of ignorance）。换句话说，死亡的可能性必须或多或少地随机分配到每一个成员身上。如果你在战前就已经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你将什么也得不到，那你肯定不会参与战斗。所以，如果有一种机制让你在知道自己将会必死无疑的情况下却还是坚持要去参战，那么自然选择肯定会毫不留情地把这种心理倾向淘汰出局。其实，“战场恐惧症”（battlefield panic）也许就反应了一种适应性的心理机制，它让有些男性在知道将会必死无疑之后，放弃那些有害的行为方式，而是选择投降或叛变。但是，如果每个成员都要承担一定的危险，没有人知道谁会活下来而谁又会死去，那么自然选择就能够在我们人类身上塑造出参与同盟战争的心理倾向。


  Tooby和Cosmides（1988）把这4个条件称作“战争的风险契约”。从这些条件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令人惊讶的预测。其中最重要的预测可能要属，一定程度的死亡率对某些进化的选择压力——这些进化选择压力在人类身上塑造了促使男性参与战争的心理机制——的影响。前面我们曾经提到，自然选择在对包含某些特殊设计特征的基因进行操作时，它所采用的标准在于这些基因在整个进化过程中的平均繁殖结果。比如说，我们在第三章中曾经谈到，自然选择青睐于男性的某种冒险倾向，因为这种倾向让男性获得了更高的平均繁殖成功率。所以，虽然这种倾向同时也让男性的寿命缩短了，但是自然选择还是让它得到了进化。


  现在，让我们把这种逻辑运用到战争这个主题上。假设10个男人组成了合作同盟，向邻近的部落发起了进攻。在这次袭击中，他们成功地俘虏了5个育龄妇女。如果所有的男人都幸存下来，那么他们每个人在繁殖资源上所获得的平均收益就是0.5个妇女。现在，假设5个男人死于战争，不过他们还是成功地俘虏了5个育龄妇女。那么这时，每个人所获得的平均收益就是1.0个妇女。但是，对于参与战斗的所有成员而言，每个人所获得的平均收益仍然保持不变，还是0.5个妇女。换句话说，尽管前一种情况没有人死亡，后一种情况死了5个人，但是在这两种条件下，决定参战所带来的平均繁殖收益是一样的。


  当然，对那些死去的人而言，战争让他们付出了所有的代价。但是，他们原本应该分得的资源可以被分到那些幸存者身上。这样，幸存者所获得的额外的繁殖收益，刚好等于死去的人所遭受的繁殖损失。这就意味着，虽然有一半的男人死了，但是平均的繁殖收益并没有发生变化。总之，由于自然选择是在整个进化过程中对个体的平均繁殖收益进行操作，所以它可以塑造出促使男性参与战争的心理机制，哪怕这些机制会带来一定的生命危险。


  这个战争的进化理论引发了许多具体的预测：（1）男性（而不是女性）已经进化了用于合作性同盟战斗的心理机制；（2）和女性的性接触机会，是男性参与同盟战争所获得的主要收益；（3）男性应该已经进化了某种特殊的心理机制，让他们觉察到死亡已经不可避免时，选择投降或者叛变；（4）当战争的成功几率很高时，男性更有可能参与战争，比如当我方人数远远超过对方时；（5）男性应该已经进化了用于执行风险契约的心理机制，即觉察并且惩罚欺骗者和叛徒；（6）男性应该已经进化了某种心理机制，专门用于觉察、欣赏和招募那些乐于参战并且勇于战斗的男人。鉴于这个战争的进化理论诞生的时间并不算长，所以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些具体预测的经验证据还非常稀少。不过，下面的几条证据来源已经为这些预测提供了初步的支持（Brown, 2001）。


  男性参与战争。男性形成同盟去杀害其他群体中的男性，这种现象已经出现在许多不同的文化中（Alexander, 1979; Chagnon, 1988; Otterbein, 1979; Wrangham & Peterson, 1996）。在某些文化背景下（比如Yanomamö），部落之间总是战事不断。但是，研究者还没有观察到女性有这样的合作性攻击行为。女性不会像男性那样，联盟起来去杀害其他群体中的人。这些事实似乎显而易见，而且在Tooby和Cosmides（1988）提出他们的理论之前就已经广为人知。但是，这些现象确实和他们的理论相一致，并且挑战了其他的理论解释——比如说，有人认为战争是一种人为的社会建构过程（van der Dennen, 1995）。


  男性更有可能自发性地评估他们的战斗能力。如果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男性总是比女性更多地参与攻击和暴力行为，那么我们可以推测，男性应该已经进化了不同的心理机制，让他们能够对具体的情境进行评估，看看采取攻击行为是否明智。自我评估机制就是这样一种机制，它能让个体对自身和他人的战斗能力进行比较和评估。进化心理学家Adam Fox（1997）就曾经预测，男性已经进化了用于评估战斗能力的机制。特别地，男性评估战斗能力的频率应该要高于女性。


  为了检验这些假设，Fox挑选了一群大学生样本，要求他们报告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他们想象自己和他人打架的可能结果的频率。调查结果见图10.3。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性别差异极其明显。大多数男性报告，他们的想象频率至少为1个月1次，最常见的情况是1周1次。相反，大多数女性报告，她们只是偶尔才会想到打架的结果这种事情。女性最常见的反应是“从未有过”。这些发现支持了上面的预测：男性评估自身战斗能力的频率要高于女性。而且，这种评估机制可能是一种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它可以用来判断是否值得参与战斗。


  男性拥有促进战斗取得胜利的适应器。男女两性存在许多显而易见的性别差异，这些差异似乎都反应了男性身上用于参与战斗的适应器（Brown, 2001）。男性上半身的力量超过了女性：男性在胸膛、肩膀和胳膊上的力量平均是女性的两倍。男性的投掷距离更远，精确性也更高，这些能力在使用石头和长矛的战斗中非常有用。当身处陌生的环境中时，男性辨别方位的能力比女性更强（参见第三章）。男性有一种形成同性联盟的强烈倾向，这种倾向完全将女性排除在外。实际上，每到发动袭击的前一个晚上，当所有的男性聚集在一起时，他们通常会赶走所有在场的女性，使得潜在的性别冲突降到最低。而且，参与战争的男性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担心自己胆小怯懦，在同伴面前丢脸（Brown, 2001）。另外，男性在战争到来的过程中似乎变得非常兴奋，感到特别光荣，而且相互之间充满了兄弟情谊。这种现象不仅常常为战士们所津津乐道（Brown, 2001），而且还出现在文学作品当中，比如说下面这段来自莎士比亚《亨利五世》的战前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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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3 对战斗力的评估。上图显示，男性更加频繁地自发性地评估自己的战斗能力。这意味着这种评估机制可能是一种专门用于战争的心理适应器。来源：《人类对战斗力的评估》，by A. Fox, 1997。在人类行为第九届学术年会上提交的论文。经允许重印。我们，是少数几个人，幸运的少数几个人，我们，是一支兄弟的队伍；因为，今天他跟我一起流着血，他就是我的好兄弟；不论他怎样低微卑贱，今天这个日子将会带给他绅士的身份。而这会儿正躺在床上的英格兰的绅士以后将会埋怨自己的命运，悔恨怎么轮不到他上这儿来；而且以后只要听到那个在圣克里斯宾节跟我们一起打过仗的人说话，就会面带愧色，觉得自己够不上当个大丈夫。（摘自莎士比亚《亨利五世》，第四幕，第三场。）


  和女性的性接触机会是最重要的战利品。两位进化心理学家Craig Palmer和Christopher Tilley对下面这个命题进行了检验：增加和女性的性接触机会是男性加入帮派的主要动机（Palmer & Tilley，1995）。帮派是指“一群同龄人因为相互利益而自发形成的一种组织。他们拥有明确的领导阶层，拥有完善的等级制度……为了达到某个（些）特殊的目的而相互合作”（Miller, 1980, p. 121）。美国的帮派争斗特别常见，在大城市（比如洛杉矶）尤其如此。同时，帮派争斗所引发的死亡事件也十分平常。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男性为什么愿意冒生命危险去加入帮派？


  正如一位帮派成员所解释的那样，“帮派似乎控制着一些我想要的东西。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像个笨蛋。那会儿，我成天就是学习，和帮派一点边儿都不沾。但是后来，我发现帮派里的人都有女朋友”（Padilla, 1992, p. 68）。


  Palmer和Tilley（1995）希望寻找实际的经验证据来检验上述假设，而不是仅仅听从某一个人的看法和轶闻趣事。他们挑选了一个57人的样本，这57人都是科罗拉多州一个名叫“科罗拉多春天”的帮派的成员。然后，研究者将他们和63名来自同一个社区、拥有相同年龄但是没有加入任何帮派的男性进行了比较。研究者搜集了两组人群在最近30天中所拥有的性伴侣数量。统计结果表明，在最近30天中，帮派成员报告自己拥有的性伴侣数量（平均为1.67个）要明显高于无帮派的男性（平均为1.22个）。在所有的被试当中，有两个人在最近90天内所拥有的性伴侣数量特别高，分别为11个和10个。但是，这两个人都是帮派分子。相比之下，在最近3个月内，无帮派的男性所拥有的性伴侣数量都不超过5个。


  Palmer和Tilley（1995）提到，在一项随机样本的调查中，研究者发现，55％的男性在过去1年中所拥有的性伴侣数量不超过1个，只有14％的男性报告自己的性伴侣多于4个（Laumann et al., 1994）。把这个结果和上面的数据进行比较，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许多帮派成员在最近1个月内的性伴侣数量，比普通男性在最近1年中的性伴侣数量还要多。不过，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因为帮派成员很有可能夸大了他们的性伴侣数量。


  另一项经验证据来自Chagnon（1988）对Yanomamö人的研究，Chagnon发现，同盟中的领导者拥有更多的性伴侣。在Yanomamö的各个部落中，报仇是一个部落向另一个部落开战的最常见的理由，而引发战争的最初原因则往往是为了“女人”。Yanomamö把所有的人分成两大类：unokais（杀过人的人）和non-unokais（从未杀过人的人）。这种划分对于一个男人的名声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只有杀过人的人才会为大家（包括其他村子的人）所熟知。Unokais的受害者主要是敌军的成员，不过有时候，部落内部的男性也会因为性嫉妒而发生凶杀事件。在Chagnon进行这项研究的时候，所有在世的unokais总共有137人。虽然大多数unokais只杀过一次人，但也有少部分unokais杀过许多人（当地的最高记录是16个）。他们因此而获得了一种特别的名声，被认为特别凶残（当地人称之为waiteri）。


  当把年龄相同的unokais和non-unokais进行比较时，统计上的差异立刻显现了出来：unokais拥有更多的妻子。在20—25岁的青年当中，unokais平均拥有0.80个妻子，而non-unokais则平均只有0.13个妻子。前者几乎比后者超出了4倍还多。同样，在41岁以上的男性样本中，unokais平均拥有2.07个妻子，而non-unokais则平均只有1.17个妻子。所以，unokais明显比non-unokais拥有更多的性伴侣。另外，相关的轶事表明，unokais还拥有更多的婚外性行为（Chagnon, 1983）。总之，如果我们把杀人看作是男性参与战争并且作出重要贡献的合理指标，那么上述证据就支持了如下假设：和女性的性接触机会，是男性参与同盟战斗所获得的重要资源。


  男性和女性会看重同盟者的哪些特征？三个研究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们要求60名男性和53名女性对同盟者可能拥有的148种特征给予评价。在这里，同盟是指“你所参与的一个群体，因为你们拥有共同的目标”（DeKay, Buss, & Stone，未出版的手稿，p．13）。被试要在一个9点量表上（从﹣4到﹢4）对每一种特征给予评价，其中﹣4代表最不喜欢，﹢4代表最喜欢。这148种特征主要有三个来源：（1）提高一个人的地位和名声的行为或事件；（2）主要的人格变量，比如支配、亲和力、认真负责、情绪稳定，以及真诚坦率；（3）从对同盟行为的功能的理论分析中得出的特征。比如说，研究者把“面对危险时表现得很勇敢”这个项目纳入其中，就是为了检验如下假设：男性同盟的一种功能（也是男性选择同盟者的目的）就是攻击其他的同盟群体，或者保护自己的群体。


  研究结果表明，男性和女性都对下列特征表现出高度的兴趣：不辞劳苦、聪明、友善、开明、能够激发他人、知识渊博、幽默感、值得信赖。但是，在某些特征上也出现了明显的性别差异，这些特征正好反应了男性同盟的独特功能。男性比女性更加看重下列特征：面对危险时表现得很勇敢（男对女是2.40对1.66）、身体强壮（1.07对0.43）、优秀的打斗能力（1.30对0.42）、能够保护他人免受身体伤害（1.37对0.89）、能够忍住疼痛（0.75对0.36）、能够保护自己不受身体攻击（1.90对1.43）、在体能上优于他人（0.35对﹣0.42）。相似地，男性在挑选同盟者时比女性更加讨厌同盟者的下列特征：运动能力太差（﹣0.68对﹣0.23）和身体瘦弱（﹣1.08对﹣0.55）。


  当然，由于这项研究的调查对象仅限于美国的大学生样本，所以我们还不能得出非常普遍的结论。不过，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种研究思路运用到其他的文化背景中去。非常有趣的是，现代美国大学生的生活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于人类祖先所处的部落战争环境。但是，即便身处现代的大学背景，男性在挑选同盟者时还是更加看重那些有助于他们在群体性的攻击和防御行为中取得成功的特征。


  对战争的小结。Tooby和Cosmides（1988）提出的战争理论，指出了一个经常受到忽略的问题：战争需要各个成员之间的精密合作。这个理论还提出，和女性的性接触机会是男性参与战争所获得的主要繁殖资源。也正是因为能够得到这样的收益，男性才进化了形成同盟战争的心理机制。Tooby和Cosmides的战争理论带来了很多令人惊讶的预测。比如说，只要参与战争的人对他们战时的生死存亡“一无所知”，战争的死亡率就不会影响参与战争所带来的平均繁殖收益。


  大量的经验证据为这个战争理论的某些关键性预测提供了支持。首先，在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上，男性一直是战争的主要参与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女性形成同性联盟去参加战斗的任何例证。其次，男性比女性更多地自发性地评估自己的战斗能力。这意味着，男性拥有一种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让他们对当前的情势进行评估，然后决定是否发动攻击。第三，对帮派和原住民的研究表明，战争可以增加男性对女性的性接触机会。最后，男性更喜欢那些勇于面对危险、身体强壮、善于打斗、有能力保护他人的同盟者，而这些特征似乎正是一个好的战友所具备的素质。虽然这个令人迷惑的领域还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但是现有的经验证据都支持了这个理论：男性已经进化了专门用于参与战争的心理机制。


  人类已经进化了杀人的机制吗？


  她说自从她四月份回来之后，她已经和那个男人上过10次床。我跟她说，既然你都跟他上过床了，那你还跟我谈什么他妈的爱和婚姻。我真的要疯了。我冲进厨房，抓起一把刀。然后我回到房间问她，你刚才告诉我的都是真的？她说是。我们在床上扭打起来，我刺中了她。她爷爷跑了进来，想从我手中把刀夺走。我让他去报警。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杀这个女人。我爱她。（Carlson, 1984, p. 9）


  根据FBI的犯罪统计资料，美国每年大约有18000多起凶杀案件（Kenrick & Sheets, 1993）。当然，其中80％的凶手都是男性（Daly & Wilson, 1988）。主流的社会科学家在解释美国的凶杀案件中的性别差异时，总是喜欢谈到“特殊文化背景下的性别规范”（e.g., Goldstein, 1986）。但是，这个理论遇到了一个经验上的难题：凶杀案件中的性别差异在全世界的所有文化中都存在（Daly & Wilson, 1988）。那些使用“局部的文化规范”的理论，显然无法解释这种普遍性的人类特征。


  从统计上来讲，实际的凶杀事件非常少见，所以很难加以研究。但是，在每一个凶杀事件发生之前，凶手都曾经有过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想要杀死某人的念头或者幻想。下面是一个大学男生的凶杀幻想：“我想杀了我前一个女朋友。她住在（另一个城市），所以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顺利逃走。我考虑了机票（的价格），以及我不在场的证据。我还考虑我该如何杀死她，让整个现场看起来像是抢劫。真的，这件事情我曾经想了大概一个星期。不过，我什么都没有做过。”（Kenrick & Sheets, 1994, p. 15）这个男生并没有杀他的前任女友。但是，反复出现的杀人念头，为我们探索杀人的心理活动打开了一扇窗户。


  进化心理学家Doug Kenrick和Virgil Sheets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们在760名大学生身上进行了两项研究。其实，他们的方法非常简单。他们先让被试提供自己的个人信息，比如年龄和性别等。然后，他们要求被试描述自己最近一次想要杀人的具体情景。另外，他们还询问了激发被试杀人念头的具体环境，以及这些念头的具体内容：“你想杀谁？你想怎么杀他？”诸如此类（Kenrick & Sheets, 1993, p. 6）。他们调查了被试的幻想频率，被试想杀的人和被试的关系，以及杀人的念头是如何产生的——是因为受到了身体攻击和公开羞辱，还是受到了其他人的挑衅？


  这两项研究得到了相似的结果，所以我们只讨论第二项研究，因为它的范围更广，也更详细。首先，至少有过一次杀人幻想的男性（79％）要多于女性（58％）（见图10.4）。其次，有过几次杀人幻想的男性占38％，而女性则只有18％。第三，男性的幻想比女性的更加持久。大部分女性（61％）报告她们的杀人念头通常只会维持几秒钟而已。但是，大多数男性报告他们的杀人念头要持续几分钟，其中18％的男性甚至会持续几个小时，乃至更久。这些发现支持了如下假设：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强的杀人心理倾向。而且，这个假设也得到了实际凶杀案件的统计数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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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4 出现杀人念头的频率。上图显示，有过杀人念头的男性要多于女性，而且男性出现杀人念头的频率也要明显高于女性。来源：重印自《习性学与社会生物学》，14，D. T. Kenrick & B. Sheets，《杀人的念头》，231—246。获得Elsevier Science的版权（1993）许可。


  男女两性在激发杀人念头的起因上也表现出特别明显的性别差异。下面几种情境更能激发男性的杀人念头：受到人身威胁（男女分别是71％对52％）、财物被盗（57％对42％）、想知道杀人是什么感觉（32％对8％）、钱财引发的冲突（27％对10％），以及受到公开的羞辱（59％对45％）。


  男女两性在想杀的对象上也存在差异。男性的杀人念头可能更多地指向陌生人（53％对33％）、国家领导人（34％对17％）、老板（35％对21％）、或室友（34％对23％）。


  内含适应性理论的进化观点预测，儿童和继父母之间的冲突要高于和亲生父母之间的冲突。确实，上面关于杀人念头的研究结果已经证实了这个预测。在和继父母一起生活的被试当中，44％的人曾经有过杀死继父母的念头。而在和继父母一起生活超过6年的被试当中，这个比例会高达59％。相比之下，只有31％男性和25％女性曾经有过杀死亲生父母的念头。


  那么，我们如何从进化的视角来对这些结果给予解释呢？现在存在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Kenrick和Sheets（1993）以及Daly和Wilson（1988）提出的“疏漏假设（slip-up hypothesis）”。根据这个假设，男性已经进化了一种使用暴力的心理倾向，这种倾向有助于男性控制他人，并且减少资源冲突。一般情况下，这种倾向所产生的行为通常是威胁，或者尚不致命的暴力攻击。但是，它偶尔也会出现“疏漏”。这样，暴力行为可能会意外地升级成一次凶杀事件，“暴力冲突中存在一种边缘政策（brinkmanship），婚内凶杀事件可能就是危险的暴力行为刚好出现了疏漏所导致的”（Daly & Wilson, 1988）。同样的疏漏也可能出现在其他的凶杀事件中，比如说男性对男性的凶杀行为。


  另一种可能的理论解释叫作“进化形成的杀人机制”（Buss & Duntley, 1998; Duntley & Buss, 1998）。根据这个假设，人类（特别是男性）已经进化了一种特殊的心理机制，这种机制让我们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去杀害我们的同类，比如战争、同性竞争、配偶的不忠和欺骗等。人类的杀人念头和杀人幻想可能就是这种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让我们先在头脑中构建出杀人的整个脚本，评估不同的行为所带来的收益和代价，然后在收益高于代价的时候采取杀人行动。通常情况下，杀人所引发的代价是非常惨重的：在每一种社会文化中，凶杀行为都会给凶手带来很多消极的影响，比如要面临来自亲属的愤怒，以及来自其他相关人等的惩罚（Daly & Wilson, 1988）。这些代价是如此的惨重，以至于成功地阻止了很多凶杀事件的发生。当然，这个观点并不是说男性拥有一种“杀人的本能”，而这种本能会驱使他们不顾一切地去杀人。其实，只有在我们进化形成的杀人模块被特定的输入信息所激活，并且对潜在的代价和收益进行评估之后，这种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才会产生行为输出——杀人。


  从现有的经验证据看来，疏漏假设和进化形成的杀人机制理论还没有决出高下。但是，杀人念头的普遍性、激发杀人念头的情境的可预测性、明显的性别差异，还有凶杀行为的预谋性等等，都和疏漏假设不大一致。不过，检验这两个假设的具体研究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在未来的十年当中，我们希望这个争论能够得以解决。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人类到底有没有进化出特殊的杀人机制。


  小 结


  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来看，攻击行为并不是一种铁板一块的现象。其实，它是一组行为策略，只有在高度特殊化的情境条件下才会显现出来。攻击行为的潜在心理机制之所以得到了进化，是因为它能够解决很多非常独特的适应性问题，比如获得资源、同性竞争、提升社会等级以及留住配偶等。


  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就可以预测攻击行为的诸多差异：性别差异、个体差异、一生当中的差异以及跨文化之间的差异。证明攻击行为的差异性，并不代表它与生物学因素完全无关。其实，进化心理学的视角是一种真正的交互作用论：它详细地阐明了一系列的因果条件，包括凶手和受害者的特殊特征、激发攻击行为的社会情境，以及攻击行为能够解决的特殊适应性问题。


  进化的观点认为，采用攻击策略至少会给我们的祖先带来六方面的收益：获取他人的资源，保护自己和亲属免受攻击，让同性竞争者付出代价，提升地位和社会等级，打消竞争者的攻击念头，还有防止长期配偶的性背叛。


  进化的观点作出了这样的预测，攻击行为在男性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而且攻击者和受害者一般都是男性。如果一个择偶系统拥有一定程度的一夫多妻特征，那么自然选择将会在男性身上塑造出某些冒险的策略。这些策略让男性获得了比平均份额更多的性接触机会，不必担心自己完全被排除在繁殖活动之外。各方面的经验证据都强烈表明，大多数的身体攻击都是男性所为，而且大多数的受害者也都是男性。这些证据分别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同性凶杀事件的统计资料，校园里的欺凌现象的频率，还有澳大利亚原住民社区中的身体攻击行为的人种志证据。


  四种不同组合的攻击行为（男对男、男对女、女对女、女对男）分别对应于不同的情境因素。激发男性的同性攻击行为的情境因素通常包括失业和未婚。这两种因素都预示着个体即将被排除在繁殖活动之外，所以它们激发了男性的攻击性的冒险策略。另外，当男性的地位和名声受到威胁时，当男性看到或者怀疑有竞争者打算“引诱”他们的配偶时，他们也会对其他男性发起攻击。


  女性之间的攻击行为主要发生在同性竞争中。但是，女性通常不会使用身体攻击，而是喜欢使用口头攻击来诋毁她们的竞争者。女性最常用的毁谤策略，就是攻击竞争对手水性杨花、行为不检，或者嘲笑竞争对手的外貌。这两种策略都非常有效，因为它们违反了男性在挑选长期配偶时的偏好和标准。


  男性对女性的攻击行为主要是为了控制女性的性活动。性嫉妒是激发男性对他们的配偶发起攻击的主要原因。很有可能，在人类的进化历史中，这样的攻击行为确实有助于阻止他们配偶的不忠行为。由于年轻的女性拥有更高的繁殖价值，所以她们往往更容易受到配偶的攻击。这很有可能是因为，远古男性都希望自己成为年轻女性的唯一性接触对象。


  虽然女性杀死男性的事例特别少见，但是确实也存在这样的事情。不过，女性通常只是为了自卫。最常见的情况是这样的，男性因为女性的不忠行为（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捕风捉影）而大怒，女性为了保护自己才不得已杀死了男性。


  战争是指一个合作同盟向另一个合作同盟发起的攻击行为，它在所有的动物当中都非常罕见。到目前为止，人们只在两种哺乳动物身上发现了战争行为——黑猩猩和我们人类自己。进化的观点带来了很多关键性的预测：战争是一种纯男性的活动；和女性的性接触机会是男性参与战争所获得的主要繁殖资源。确实，经验证据支持了这个理论。研究者发现，在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中，只有男性才会参与战争；和女性的性接触机会是战胜方所获得的主要战利品；男性比女性更多地自发性地评估自己以及他人的战斗能力；男性比女性更加看重同盟者的下列特征——身体强壮、勇于面对危险以及善于打斗。尽管尚需进一步的研究，但是现有证据都支持了战争的进化理论，并且向我们表明，男性已经进化了专门用于参与战争的特殊心理机制。


  本章的最后一节考察了人类是否已经进化了杀人的心理机制，并且介绍了两个不同的理论假设。第一种假设认为，杀人行为是一种“疏漏”，是当事人在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胁来控制他人时所产生的意外结果。第二种假设认为，人类（特别是男性）已经进化了一种特殊的“杀人机制”。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这种机制能够被激活。如果杀人行为带来的收益超出了它所引发的代价，那么这种机制就会产生行为输出，即杀人行为。虽然我们还需要对这两种假设进行更加直接的比较，但是杀人念头的普遍性、激发杀人念头的情境的可预测性、明显的性别差异以及凶杀行为的预谋性等等，似乎都支持了杀人机制理论。


  不过，进化心理学对人类攻击行为的观点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说，三个男人都面临配偶出轨的问题，但是他们的反应却完全不同：一个是暴打，一个是杀人，另一个则是酗酒。从目前的情况看来，进化的视角还无法对这种现象给予解释。另外，进化的观点也不能解释下列文化差异：在有些文化中（比如Yanomamö），男性的攻击行为有助于他们提升自己的地位；但是，在另一些文化中，攻击行为可能会导致不可挽回的名誉损失。所以，当今的进化心理学在对攻击行为进行解释时，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局限。


  但是，虽然进化心理学对攻击行为的探讨还处于初级阶段，但是这种理论框架所提供的研究思路，是许多其他的研究方法所不能比拟的。攻击行为的进化理论可以非常简洁地解释很多令人费解的现象。比如说，男性对男性的攻击行为最为普遍，男性的性嫉妒是家庭暴力和婚内凶杀事件的主要原因，还有，继父母的身份是引发继子女的攻击行为的原因之一。同时进化心理学让我们朝着关于人类攻击行为的复杂交互作用论又迈出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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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两性冲突


  男人和女人之间总是发生冲突是因为他们想要的是不同的东西。男人想要女人，而女人想要男人。


  ——George Burns


  每个年龄阶段的两性战争大部分都是在性方面的战争。


  ——Donald Symons, 1979


  一项针对中学生的研究显示，36％的女生都报告说曾经在约会过程中遭遇过暴力（DeGroat, 1997）。该研究还发现，曾经遭遇过中度暴力——包括踢、掐、抓、推和搧耳光——的女生中，44％仍然维持情侣关系。而曾经遭遇过重度暴力——包括使人窒息、拳击以及使用武器威胁——的女生中，36％还维持着这种关系。不过，这些都仅仅是两性冲突的冰山一角。本章将探讨两性冲突的进化基础以及相关的经验研究。


  进化心理学家是探索两性冲突问题的先驱，在他们研究之初，其他领域对此少有问津。刚开始，有一名进化心理学家只是简单地让男性和女性分别列出异性曾经做过的使他们心烦、生气或者愤怒的事情（Buss, 1989b）。大学生们列出了147种事件，从傲慢无礼、出言不逊、拳脚相向到性攻击（sexual aggression）、性抑制（sexual withholding）、大男子主义以及性背叛。然后，这个列表被用来测试一系列基于策略冲突（strategic interference）的进化心理学假设。


  策略冲突理论


  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是社会交往中的一个常见特征，它有多种表现形式。在第十章，我们研究了同性冲突的许多特点，包括竞争者之间的相互诋毁、身体暴力和战争。这些都是进化观点中可以预测的冲突形式。同性成员的相互竞争常常是为了获取相同的资源：异性以及吸引异性所需的资源。


  进化心理学家预测两性冲突的发生不是因为男性和女性争夺相同的繁殖资源，而是源于两性的性策略在进化中形成的差异。在第四、五、六章中我们可以看到，男女两性都进化出了短期择偶和长期择偶策略。但是相同的策略却因性别差异而拥有不同的性质。短期择偶策略就体现了一个最重要的差别。男性进化而来的对性的多样性的欲望就比女性要深得多。这种欲望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男性能更快地获取性接触，男性比女性的欲望更持久，也更具有攻击性。相反地，女性进化出了对短期择偶策略更强的辨别力，这典型地体现在拖延性交时间，不像男性期望的那样很快就进入性交阶段。很明显，男女两性这些相互冲突的欲望不可能同时得到满足。这就是被称为策略冲突（strategic interference）的一个例子。


  策略冲突可以这样来定义，一方使用某种策略想要达到某个目标而另一方却阻挠策略的实施以及欲望的达成，此时策略冲突就产生了。例如，一个女人会采用拖延性交的策略，直到她感到依恋对方或者得到承诺时才打算进入性交阶段，而此时男人却坚持提出性请求，即便在了解了女性的想法后还是如此，这就产生了与女性性策略的冲突。然而与此同时，女性的拖延策略也干扰了男性采用短期择偶策略尽快获得性接触的计划。总之，两性冲突并不是像同性的策略冲突一样来源于对相同资源的竞争，而是因为两性间的策略总是相互干扰。


  策略冲突理论不单单用于解释性交发生时间早晚的冲突。它几乎可以解释所有的两性冲突，包括工作场所和约会时间发生的不愉快和婚姻中的小摩擦。例如，性骚扰就是策略冲突在工作场所中的一种表现形式。约会中的欺骗是策略冲突的又一种形式。男人对女人隐瞒婚姻而女人对男人隐瞒年龄，这两者都违背了对方的意愿因而产生了策略冲突。婚姻中的性背叛是策略冲突的又一种形式，因为这违背了配偶的意愿。长期关系中的策略冲突还包括强迫性控制、恐吓威胁、暴力举动、口头辱骂以及伤害对方的自尊。这些冲突的重点在于，它们阻碍了对方策略的实施，而且违背了对方的意愿。根据理论预测，从陌生到亲密的两性交往过程中，这些冲突都广泛存在。


  策略冲突理论的第二个假设是，诸如恼怒、忧伤和烦恼等“消极”情绪是一种进化而来的心理解决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用于解决策略冲突所引发的适应性问题。消极（negative）用引号引起来是因为虽然这些情绪体验起来很痛苦，但它们的功能是解决策略冲突引起的适应性问题。首先，它们指向有问题的事件，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于此，而暂时撇开无关事件。毕竟，注意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必须明智地作出分配。一个人体验愤怒或忧伤的时候，这些情绪会把他的注意力导向困境的来源。其次，情绪给这些事件打上印记，便于记忆的储存和提取。再次，这种情绪激发人们采取行动以降低策略冲突事件的发生。


  总之，策略冲突理论有两个主要的假设。第一，无论哪一方违背了异性成员的意愿，策略冲突都会发生；从历史上来看，这种冲突能够有效阻止我们祖先对某种策略过分偏爱而导致繁殖成功率的降低。第二，诸如恼火、愤怒和忧伤等“消极”情绪是一种进化而来的用于解决策略冲突适应性问题的手段，它们激发人们对冲突来源提高警惕并且采取行动使之化解。


  在讨论验证该理论的经验证据之前，我们必须注意两个重要的限定。首先，冲突本身并没有适应性目的。一般而言，每个卷入与异性冲突的个体，在冲突中及其冲突本身并不具有适应性。相反，冲突往往是男女性策略不同而产生的令人不快的副产品。


  第二个限定是“两性之间的战争”，这一隐喻可能使人误解。它似乎暗示着，男性和女性为了各自的利益而结成两大联盟，而联盟之间时有战事发生。这与实情相距甚远。进化心理学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其中的原委。男性不可能和其他男性结成联盟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男性主要和同性成员竞争。女性亦是如此。因此，由于“共同利益”而使得所有的同性成员结成统一联盟是不可能的。当然，男性和女性都有可能和特定的同性成员结成某种联盟，但是这并不违反个体主要和同性成员竞争的基本原则。有了这两个限定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支持两性冲突进化观点的经验证据。


  性行为的发生与发生时间上的冲突


  在性行为的发生与发生时间（occurrence and timing of sex）上的分歧，也许是男女之间最常见的冲突。在一项研究中，要求121名大学生连续记录四个星期的约会活动，47％的人报告说在所期望的性亲密度（sexual intimacy）的水平上曾经发生过一次或多次分歧（Byers & Lewis, 1988）。这种分歧总是显示出一种可预测的性别差异。例如，在澳大利亚一项对大学生的研究中，217名女生中有53％的人报告说至少有一名男性曾经“高估她们想要的性亲密度”，而72名男生中有45％的人报告说至少有一名女性曾经“低估他们想要的性亲密度”（Paton & Mannison, 1995, p. 447）。


  有时男性期望以最小的投资获取性接触。他们守卫着自己的资源，对于投资对象特别挑剔。他们在资源的投资上是“保守”的，通常把它留给自己的长期配偶。因为女性通常采取的是长期择偶策略，所以在接受性请求之前，她们需要获得资源或者投资的信号。不过，女性所觊觎的资源正是男性紧紧守护着的，而男性追求的性接触也正是女性吝于给予的。


  有关性接触的冲突


  性意向的推断。男性有时会基于女性的部分行为推断出并不存在的性意向（sexual intent），该现象是两性冲突的一个主要心理来源。已经有一系列实验证明了该现象的存在（Abbey, 1982; Saal, Johnson, & Weber, 1989）。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让98名男大学生和102名女大学生观看一段十分钟的谈话录像。在录像中，一名女学生来到一名男性教授的办公室，请求他宽限完成学期报告的时间。剧中的演员分别是戏剧专业的学生和教授。根据要求，教授和女生都不能故意调情或者卖弄性感，他们只需表现友好的态度。录像观看完毕后，要求大学生们使用7点量表对女生的可能意图给予评分。结果显示，女生更倾向于评价说女演员只是尝试表现出友好，平均评分为6.45，认为她没有故作性感（2.00）或者在诱惑人（1.89）。男生也看到了友好（6.09），但他们比女生更容易推断她在诱惑人（3.38）或者有性意向（3.84）。另一项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让246名大学生观看男性和女性一起学习的照片，然后评价其中女性的性意向（Abbey & Melby, 1986）。男性评价照片中的女性有中度的意图表现性感（4.87）或者展示诱惑（4.08），然而女性却认为有较低的性意向（3.11）和诱惑企图（2.61）。由此可知，对于女性的友谊和微笑这些相同的事件，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推断出性兴趣来。


  迄今为止，只有一项关于性意向知觉的两性差异的跨文化研究。196名巴西大学生参与了这项研究，包括98名男生和98名女生，要求他们对葡萄牙语呈现的4种假定的场景进行评估（DeSouza, Pierce, Zanelli, & Hutz, 1992）。204名美国大学生参与了平行研究，对用英语呈现的4种场景加以评估。每个场景中都有一名男性和一名女性参加聚会，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两人是否饮用酒精以及女性是否答应去他的住所。观看完毕，要求参与者使用七点量表对这4个问题进行评价，判断每个角色是否愿意或者期望做爱。最后，研究者综合参与者的反应得出了性意向知觉的指标。


  [image: ]


  图11.1 巴西人与美国人的性意向的平均判断值。该图显示，对同一个情景，男性往往比女性推断出更多的性意向。 来源：《在美国和巴西进行的与相遇场所、被试国籍和性别有关的性意向知觉研究》。E. R. DeSouza, T. Pierce, J. C. Zanelli, & C. Hutz，《性研究期刊》，29（1992），251—260。获准采纳。


  结果参见图11.1。比起美国大学生，巴西大学生一致认为角色的表现更为性感，巴西和美国学生的平均得分分别是18.77和14.27。性别间的差异同样很显著，如图11.1所示。两种文化中的男性都比女性推断出更多的性意向，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分分别是17.53和15.50。每种文化的独立分析也表现了对性意向推断的显著的性别差异，特别是对于两者都饮用酒精的场景。


  即使心存怀疑，男性也会推断女性有性兴趣。根据这种推断采取行动，他们有时就能获得性机会。在进化历程中，即使只有极小的一部分推断能够导向性行为，男性也可能进化出了推断性意向的更低阈限。我们不可能断定说，男性总是误判女性的性兴趣，因为我们不可能完全确定一个人的真实兴趣和意图。但可以肯定的是，男性在知觉性兴趣方面比女性拥有更低的阈限。


  男性的这种机制容易受到女性的操纵。有时候，女性会把性感当作一种策略。在一项由200名大学生参与的研究中，女性比男性更显著地报告说曾经利用微笑和卖弄风骚来勾引异性，即使她们没有兴趣发生性关系（Buss, 2003）。


  当女性没有性意向时男性却有可能认为她对自己感兴趣，而女性有时又故意利用男性的这一心理机制，这两者联系在一起就形成了不稳定的组合。男性和女性的性策略的不同导致了对性亲密度的要求水平的冲突，男性觉得女性想让他们这样做，而女性却觉得男性总是太心急。


  虚假的承诺。另一种性接触的冲突表现在两性欺骗上。男性报告说有时在感情承诺上欺骗女性。当112名男大学生被问及是否曾经为了性目的而向一名女性夸大自己的感情深度时，71％的人承认确实这样做过，而女性的这个数字只有39％（Buss, 1994）。当女性被问及是否有一名男性为了性目的而向自己夸大感情的深度时，97％的女性都承认有过此种经历，而男性的这个数字只有59％。


  在人类的求爱阶段，如果潜在配偶在资源和承诺上有所欺骗，那么女性付出的代价要大得多。如果一个远古男性错选了一个性伴侣，那他至多也就浪费一部分时间、精力和资源，尽管他也可能激起女方嫉妒的丈夫或有保护欲的父亲的愤怒。但是，如果一名远古女性错以为一个随便的男性甘心为自己付出或者愿意和自己厮守终生，并因此作为错误的选择那她则有过早怀孕、独立抚养孩子的风险。


  因为欺骗给人造成的损失惨重，所以进化过程中必然存在巨大的选择压力，以便进化出觉察欺骗和防止欺骗发生的警戒心理。在进化过程中，男女两性无休止地上演着欺骗与反欺骗的竞赛，现代人体验到的仅仅是另一种循环而已。当欺骗的手段越来越精妙和优雅时，反欺骗的能力也变得越来越敏锐。


  女性进化出了防御骗术的策略。在女性寻求一份可靠的关系的时候，她的第一道防线是增大对方求爱的代价，在同意性请求之前要求对方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以及承诺。时间越长，就越容易试探出对方的心意。在较长的时间内，女性更有可能评估男性，看他是否对自己忠诚或者是否已有妻儿负担。想要欺骗女性的男性一般都会厌倦这种漫长的求爱过程，他们会转而寻找其他更容易受骗的女性。


  为了识破欺骗，女性通常花上很多时间和好友一起讨论与配偶或潜在配偶交往的细节。谈话中，常常是一方详尽描述，其他人细心盘查。例如，当被问及是否曾和好友研究某人约自己出去的真实目的时，大部分女性都承认确实有过。相比之下，男性讨论这类问题花费的时间显然比女性少得多（Buss, 2003）。


  性心理解读中的认知偏向。人类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择偶世界里。我们必须猜测其他人的意图和情绪状态。他是如何被她吸引的？她对他有多忠诚？微笑是表示性兴趣还是单纯的友谊？诸如暗恋等心理状态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而且更难揣测。我们不得不把与事件相关的细微线索拼贴在一起，以便推断出事情的真相。例如，爱人身上的不明香味也许意味着一次背叛，或者仅仅是一次偶然谈话中沾染的香气。


  在性心理解读（sexual mind reading）中，人们可能会犯两种错误。你也许会推断出根本没有的心理，例如假设某人有性愿望而事实上没有。也许一些真实的心理你根本没有察觉到，例如别人对你有十分明显的爱慕。利用错误管理理论（error management theory）这种新方法可以发现，从众多事件的平均值来看，两种错误的代价和收益是不对等的（Haselton, 2003; Haselton & Buss, 2000; Haselton & Buss, in press; see also Buss, 2001）。我们可以通过烟雾警报来直观地理解这一理论，烟雾报警器对任何烟雾都十分敏感，漏报信息可能引发房屋失火，而错误报警的代价总比这种灾难要小得多。错误管理理论把这种逻辑应用到进化适应的代价—收益权衡上来，特别是在解读异性的性心理方面。


  根据错误管理理论可以预测，如果在进化过程中人类解读异性性心理始终有不对称的代价收益，那么这种不对称性就形成了一种选择压力，从而使人类产生某种可预测的认知偏差（cognitive biases）。就好像烟雾报警器“偏向”于误报而不是漏报，错误管理理论预测，进化而来的性心理解读机制将偏向于产生更多的某一类推断错误。目前，已经发现了两种可能的偏向。第一种是夸大型的性知觉偏向（sexual overperception bias），这是为了使错过性机会的概率达到最小。就像前面讨论过的种种现象，当女性仅仅是微笑、轻拍男性的手臂或者碰巧在酒吧喝饮料，男性都可能错误推断出她对自己有性愿望。错误管理理论对这些现象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第二个偏向是女性怀疑承诺的偏向（commitment skepticism bias）（Haselton & Buss, 2000）。根据假设，女性也进化出了一种推理偏向。在求爱过程中，她们常常低估男性承诺的真实度。因为某些男性可能利用承诺来骗取短期性关系，而女性的怀疑偏向功能就在于使自己上当受骗的代价最小化。例如，一个男人给一个女人赠送鲜花和礼物，女人往往会低估这种行为实际包含的承诺，旁观者却看得更清楚。当然，女性对承诺的这种怀疑主义是完全合理的。男性为了获取短期的性关系，常常会在承诺、社会地位甚至对孩子的喜好方面欺骗女性，而这些恰恰都是女性所在乎的东西（Keenan, Gallup, Goulet, & Kulkarni, 1997）。


  错误管理理论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研究人类的择偶问题，它指出人类的特定类型的错误是进化中功能性适应的结果而不是随机误差。它使我们对为什么男女之间会发生特定类型的冲突有了一种新的理解，例如，为什么男性解读性心理的夸大偏向导致了不受欢迎的性诱惑。认识到这种偏向及其内在的进化逻辑，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解读对方的择偶心理。


  性骚扰。与性接触有关的分歧不仅存在于约会和婚姻，工作场所也时有发生。人们有时也会在工作环境里寻找短期或长期伴侣。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的定义是这样的，“在工作场所中遭遇不受欢迎的性注意”（Terpstra & Cook, 1985）。它的形式有很多种，从情节轻微的举动，例如不怀好意的注视和言语挑逗，到情节严重的身体侵犯，例如触摸乳房和臀部甚至下体。性骚扰是一种明显的两性冲突，也是男女性心理之间的差异导致的后果（Brown, 2002）。


  一般而言，性骚扰的动机都是期待通过这种诱惑得到艳遇，尽管我们不能排除性骚扰有时只是为了操练吸引异性的技巧，或是获取一种长期的配偶关系。性骚扰是男女两性进化而来的性策略的产物，要证明这种观点我们可以从受害人的以下方面取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态和性魅力，对于不受欢迎的性请求的反应以及被骚扰的环境。


  遭遇性骚扰的人群并不是随机的。一项研究发现，两年内美国伊利诺斯州的人权组织整理的性骚扰控诉中，女性占了76例，而男性仅有5例。另一项对10644名联邦政府职员的调查显示，约有42％的女性经历过某种程度的性骚扰，而男性只有15％（Gutek, 1985）。在加拿大的一个省统计的性骚扰控诉中，有93例来自女性而仅有2例来自男性，而这两例的骚扰者还是男性。很显然，通常女性是性骚扰的受害者，男性是肇事者。不过，由于女性在面对性骚扰和性攻击时会感到更加痛苦，所以对于相同的性骚扰行为，女性会比男性有大得多的负面反应（Buss, 2003; Rotundo, Nguyen, & Sackett, 2001）。因此，女性在遭遇性骚扰时比男性更有可能提出官方控诉。


  尽管任何一个女性都可能遭遇性骚扰，但是受害者更多的集中在年轻迷人的单身女性身上。45岁以上的女性就很少经历性骚扰（Studd & Gattiker, 1991）。一项研究发现，性骚扰控诉中72％的受害者的年龄处于20到35岁之间，尽管她们只占劳动力人群的43％。超过45岁的受害者只占控诉的5％，她们却占劳动力人群的28％。在众多研究中，尚未发现年长女性比年轻女性遭遇性骚扰的几率更大或者相同。相对来说，性骚扰的目标指向更年轻的女性，这与男性性兴趣是一致的。


  男女对性骚扰的反应也遵循进化心理学预测的逻辑。当男性和女性被问及如果一个异性同事向你提出性请求会有什么想法时，有63％的女性觉得受到了侮辱，仅有少数（17％）感觉很荣幸。男性的反应刚好相反：只有15％觉得受到了侮辱，而67％觉得荣幸。这些反应都与人类择偶的进化逻辑相符合，即男性对随意性关系有积极的情绪反应，而女性则表现出消极的情绪反应。这些结果支持了策略冲突理论。


  不过，女性在面对性请求时体验到的困扰程度也和对方的地位有一定的关系。在一项研究中，要求109名女大学生对地位从低到高的陌生男子在她们多次拒绝后还坚持邀请她们赴约而引起的困扰程度作出等级评分（Buss, 2003）。在一个7点量表中，女性觉得最令她们困扰的是建筑工人（4.04）、垃圾收集工（4.32）、清洁工（4.19）和加油站服务员（4.13），最不困扰的是医学预科生（2.65）、大学毕业生（2.80）和成功摇滚歌星（2.71）。在询问104名女性当不同职业的人直接提出性请求时她们会觉得有多荣幸的研究中，也得出了类似的反应。由此可见，被骚扰者和骚扰者之间发生策略冲突时，被骚扰者的情绪反应是和骚扰者的地位相关的。


  上面关于性骚扰事件的统计结果，性骚扰的情绪反应中的两性差异，以及骚扰者地位的重要性，都与性策略的进化逻辑以及策略冲突理论相一致。男性进化出了更低的性阈限以便无需承诺就获得随意性关系，以及感知别人性意向的更低的阈限，这些进化而来的性心理机制在工作环境中和在其他社会环境中一样起作用。而女性则进化出对性骚扰感到愤怒和困扰的心理机制——这种情绪反应消减了策略冲突，或者降低了将来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性攻击。性攻击（sexual aggressiveness）是指无视女性的不情愿和抵抗，利用暴力来获取性接触机会的行为，它包含除性骚扰以外的许多形式。性攻击是男性利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性接触的一种策略，尽管这种策略本身可能招致报复并损伤名誉。典型的性攻击行为是，在没有征得对方同意的情况下，男性要求或者强迫对方和自己发生亲密关系，并触摸女性的身体。有一项研究要求女大学生根据从1（一点也不厌烦）到7（非常愤怒）的评分量表，对男性针对她们可能做出的147种举动的厌恶水平作出评分（Buss, 1989b）。女性对性攻击的平均评分为6.5。尽管男性的某些其他举动（比如言语侮辱和与性无关的身体侵犯）也让女性感到讨厌，但它们产生的厌恶水平根本无法和性攻击行为相比。与某些男性的观点刚好相反，女性并不希望发生强迫的性行为。


  男性则与之完全相反，如果一名女性充满性攻击性，他们并不会觉得那么讨厌；与其他的行为相比，他们倒觉得这是无伤大雅的。例如，利用同样的7点量表，男性对女性的性攻击行为的评分是3.02，仅仅是轻度的厌恶。一部分男性还在问卷的空白处补充说他们认为这种行为能唤起他们的性兴奋。对男性来说，其他行为例如配偶的不忠以及言语或者身体上的羞辱，反而更能引起他们的厌恶——这两者的得分分别为6.04和5.55——远远高于女性的性攻击。


  男女之间这种令人困扰的差异在于，男性常常高估女性对性攻击的可接受程度。当要求男性就性攻击对女性造成的负面影响进行评估时，他们在7点量表上仅仅给出了5.8的评分，这明显低于女性自己的评分6.5。这是两性冲突的一个惊人的来源，这意味着有的男性倾向于性攻击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对女性的伤害有多大。除了导致个体与异性交往的冲突外，男性还无法正确理解女性遭遇性攻击后的心理创伤，这也许是导致男性对强奸受害者缺乏同情心的心理机制之一（Thornhill, 1996）。


  男性进化出了强奸适应器吗？强奸（rape）也许可以定义为通过暴力或威胁而发生的性交行为。男性是否进化出了在特定环境下实施强奸的专门心理机制，还是说强奸只是其他进化机制的副产品，这是进化心理学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在举尾虫（scorpionfly）身上存在这样的证据，雄性有一种特定的夹钳，该夹钳只在强奸雌性的时候才发挥作用（Thornhill, 1980）。当然这并不适用于其他物种的择偶活动，一般雄性必须用赠礼诱惑雌性和自己发生关系。不过，猩猩也有一种特殊的强奸策略，但对灵长目动物来说这是个特例，因为倭黑猩猩和普通的黑猩猩也没有这种特殊的强奸策略（Maggioncalda & Sapolsky, 2002）。把强奸视为进化适应器的理论认为，自然选择青睐那些在特定环境下采用强奸策略的远古男性。该理论的支持者还提出了6种假设，认为人类男性至少有6种进化而来的专门的心理机制（Thornhill & Palmer, 2000）：


  • 对潜在受害者是否易于攻击的评估（例如，在战争期间或者非战争期间女性缺乏丈夫或亲属保护的情况下）。


  • 对背景敏感的“开关”机制，会刺激那些被拒绝的男性采取强奸的手段（例如，失败的男性无法通过正常的求爱途径获得配偶）。


  • 倾向于选择具有最强繁殖力的受害人，这与婚姻背景下男性倾向于选择生育价值更高而并非能立刻繁殖的女性相对应（见第五章）。


  • 强奸过程中的精子数明显多于正常性活动中的数量。


  • 男性会特别地因为暴力的使用或者女性对性的反抗而产生性唤起。


  • 在婚内强奸这种特殊的背景中，精子竞争也可能存在（例如，当男性怀疑妻子背叛或者掌握了妻子背叛的证据的时候）。


  相反，强奸的副产品理论（by-product theory of rape）提出，强奸不是自然选择的设计产物，而是其他进化机制的副产品。这些进化进制包括对性的多样性的欲望，无需投资而获得性接触的欲望，对性机会的心理敏感性，以及利用性攻击达到目的的能力。


  不幸的是，还没有清晰的证据解决这些理论之争。强奸是战争中一种普遍现象，但是偷窃、抢劫、毁坏财物以及对战败方的虐待现象也同样普遍。这些行为究竟是专门的适应器，还是其他机制的副产品呢？该方面还没有具体的研究。


  强奸犯一般都会瞄准正值生育年龄的年轻女子。确实，约有70％的受害者的年龄在16至35岁之间（Thornhill & Thornhill, 1983）。事实上强奸往往都针对年轻的有繁殖力的女子，不过这种现象也不能作为支持或反驳这些相互竞争的强奸理论的确切证据。只是，这可以说是常规择偶背景下男性对有繁殖力的女性的偏向导致的，而无需用专门的强奸适应器来解释。


  实验室研究发现，形象的强奸描写会导致男性的性唤起，这与他们观看双方自愿的性交录像时的反应一样（Thornhill & Thornhill, 1992）。然而，这些发现并没有区分出强奸的适应器理论和副产品理论，因为这两者都可以解释性唤起。此外，针对女性的身体暴力或者女性的排拒反应会抑制大多数男性的性唤起——这种证据显然违背了强奸的适应器理论的假设。


  不同的男性个体对强奸的倾向显然不同。在无人发觉的情况下，一位男性会不会强行和一个不情愿的女性发生关系？一项研究要求男性想象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结果，35％的人认为不是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Malamuth, 1981; Young & Thiessen, 1992也有类似的结果）。尽管这些数据足以引起重视，但它们还是没能为强奸的适应器理论提供足够的证据；事实上，仅从研究结果的表面效度来看，大多数男性都不是潜在的强奸犯。


  二十多年前，Donald Symons总结说：“我认为现有数据还不足以得出强奸本身是男性进化而来的官能性适应器这一结论。”（Symons, 1979, p. 284）这个结论在今天同样适用。不过，证据不足并不能说明该心理机制不存在。横向的研究工作将有可能揭示强奸现象的真实原因，只是对这种可怕现象的调查经常受到意识形态上的指责，这无形中对研究工作造成了影响（见Jones，1999，对强奸理论及其相关经验证据的冷静讨论）。


  女性进化出了反强奸适应器吗？尽管有关强奸的争论都集中在对男性动机的讨论上，但是对强奸受害者的研究同样重要。有关受害者的心理，有一点是所有理论阵营都认同的：强奸是令人憎恶的，它通常会造成极大的伤害。关于这点我们无需用正式的理论来解释，需要研究的是为什么强奸会给受害者带来极大的创伤。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强奸的代价是和女性择偶策略的关键部分相冲突的（见第四章）。被强奸的女性可能会怀上一个不是自己选择的男人的孩子。此外，她们还可能受到责怪和惩罚，不仅名誉受损而且影响以后的婚嫁。如果她们已经结婚，还有可能遭到丈夫的抛弃。被强奸的女性承受着心理上的折磨：耻辱、焦虑、恐惧、愤怒和沮丧，这些情绪并不罕见。


  如果说强奸行为在人类进化历程中一直存在，这种行为给女性造成的伤害如此之大，而自然选择却没有帮助女性进化出一种避免强奸的防御机制，那将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必须注意，这与男性是否拥有强奸的进化适应器没有关系。即使强奸只是男性心理机制的一种副产品，理论上女性可能已经进化出了针对强奸的防御机制。尽管我们不能让时光倒流以查明真相，但历史记载和人类民族志都表明强奸行为确实在任何文化的任何时间内都有发生（Buss, 2003）。从马来群岛中部的Semai到博茨瓦纳的！Kung Sans，都有许多强奸事件的记载。确实，Thomas Gregor研究的亚马逊部落对强奸和群奸还有专门的词汇，分别是antapai和aintyawakakinapai（Gregor，1985)。进化人类学家Barbara Smuts对这些证据进行总结时说：“男性对女性的暴力侵犯行为在各种社会中都十分普遍，许多文化调查表明少有侵犯或者强奸现象的社会只是特例，不属于常规水平。”（Smuts, 1992, p. l）


  因此，如果强奸对女性已经成为了一种反复的危害，她们会进化出哪些防御机制以降低强奸发生的几率呢？以下是几种假设：


  • 联盟的形式，即为寻求保护和其他男性结成“特殊的朋友”关系（Smuts, 1992）。


  • 男性的选择，选择具有身体威慑性和社会权威性的男性以阻碍其他男性可能的性攻击——“身体保护假设”（Wilson & Mesnick, 1997）。


  • 结成女性联盟以保护自己（Smuts, 1992）。


  • 特殊恐惧的发展，使得女性自动避免可能遭遇强奸的环境（Chavanne & Gallup, 1998）。


  • 在最有可能怀孕的排卵期避免参加有危险的活动，以降低受到性攻击的概率（Chavanne & Gallup, 1998）。


  • 强奸带来的心理创伤使得女性在将来避免被强奸（Thornhill & Palmer, 2000）。


  尽管关于这些假设的防御机制的研究几乎才刚刚展开，但它们的前景是巨大的。没有服用避孕药的女性一般都会避免参加危险性的活动，例如一个人上酒吧或者走在光线昏暗的地方，特别是在排卵期间（Chavarnne & Gallup, 1998）。女性越是害怕遭遇强奸，行为上就越是谨慎，这两方面存在着正相关。例如，尽量避免和不熟识的或看起来性欲强烈的男性单独相处，这种情绪激发的谨慎可以降低强奸发生的概率。年长女性担心被偷被抢，年轻女性则更恐惧强奸，这也表明恐惧也许是由强奸的统计概率而定的（Pawson & Banks, 1993）。不过，尽管报告说已婚女性比单身女性遭遇强奸的概率要更低（Wilson & Mesnick，1997），但“身体保护假设”仍然没有得到直接证明。


  总之，目前有关女性反强奸的防御机制的经验研究已经表明了这一领域的巨大前景。在强奸率居高不下的现代社会里，研究工作迫在眉睫，我们有必要研究女性反强奸的策略及其相关的有效性，并进一步探讨这些策略是最终发展成了专门的进化适应器，还是一般的认知与情绪机制的副产品。


  性攻击中的个体差异：配偶剥夺假设。并不是所有的男性都会采用性攻击来伤害女性。事实上，包括Neil Malamuth在内的进化心理学家们已经做了相关研究以确认具有性攻击性的男性的个性特征（Malamuth, 1996; Malamuth, Sockloskie，Koss，& Tanaka，1991）。研究者们确定了性攻击性的两条研究途径。第一种是“单方的性途径”（impersonal sex path）。其中包括强调性征服的男性，他们把性征服当作是高地位和自尊的来源。当然，并不是所有采取单方的短期择偶策略的男性都有性攻击性，但这种倾向和性攻击有着统计上的相关。


  第二种是“敌对的男性意识途径”（hostile masculinity path）。它包含相互联系的两个部分：（1）特别针对女性的一种不安全的、防御的、敏感的、敌对的和不信任的倾向；（2）在支配和控制女性中获得乐趣。在“敌对的男性意识”量表中得分较高的男性通常都曾经遭到女性的拒绝。在“我过去曾被许多女性拒绝过”和“我确定曾经遭到女性残酷的对待”等类似的项目上，他们表示肯定（Malamuth, 1996）。他们感觉到曾经被女性伤害、欺骗、背叛和玩弄。Malamuth认为这种敌对的男性意识也许会使得他们无法同情性攻击的受害者，否则他们就会有所克制。


  这些研究中最重要的发现就是，这两种途径的联合是预测性攻击的最佳途径。既有性的单方倾向又有敌对的男性意识的人是容易对女性发起性攻击的危险人群。这项研究得出一个专门的进化心理学预测：曾经被剥夺性接触的男性更有可能采用性攻击策略（Lalumiere, Chalmers, Quinsey, & Seto, 1996）。这被称为配偶剥夺假设（见Lalumiere & Quinsey, 1996; Quinsey & Lalumiere, 1995; Thornhill & Thornhill, 1983, 1992）。根据该假设，男性进化出了一种条件性的择偶策略——当他们无法通过吸引的手段获得配偶时，他们会有被剥夺的感觉，这使得他们采用性攻击策略以避免被完全排除在繁殖活动之外。极端一点，也可以这样描述：“当男性不能在资源和地位的竞争中成功胜出、吸引满意的配偶并成功繁殖后代的时候，他们就会采取强奸策略。”（Thornhill, Thornhill, & Dizinno, 1986, p. 103）


  [image: ]


  图11.2 自我知觉的择偶成功度和性攻击水平。该图显示自我知觉的择偶成功度上得分较高的男性往往在性强迫水平上也得分较高，这与配偶剥夺假设刚好相反。 来源：《习性学与社会生物学》，17, M. L. Lalumiere, L. J. Chalmers, V. L. Quinsey, & M. C. Selo，《性强迫的配偶剥夺假设的验证研究》，299—318，版权© 1996，经Elsevier Science 授权采用。


  一项样本为156名平均年龄为20岁的异性恋男性的研究对该假设进行了检验（Lalumiere, et al., 1996）。性强迫的测量包括非身体性强迫（例如，“你曾经和一名本身不情愿的女性发生关系吗，仅仅因为你一再要求使她被迫就范？”）和身体强迫（例如，“你曾经使用某种程度的暴力强行和一名女性发生关系吗？”）。择偶成功度可以用《自我知觉的择偶成功量表》来测量，该量表包括例如“我喜欢并且也喜欢我的异性数量”，“我受到过许多异性的赞美”，“我曾经收到异性的性请求”，“被我吸引的异性数量”等项目。社会经济地位和未来收入潜力也同样被评定。


  其结果与研究者基于性攻击配偶剥夺假设的预测相矛盾。在自我知觉的择偶成功度上得分较高的男性，往往在性攻击量表上得分也较高，见图11.2。此外，对自己未来收入潜力评估较高的男性往往使用更多的身体强迫。总之，研究结果没有支持配偶剥夺假设，也就证明该进化心理学的假设是错误的。


  不过，具有性攻击性的男性往往推崇并采用短期择偶策略。他们表现出了对性伴侣多样性和随意性关系的更大的偏好，这支持了Malamuth（1996）的单方的性途径的发现。事实上，在该研究样本中，具有性攻击性的男性比不采用性攻击策略的男性自我报告说有更多的性机会、更经常的性行为，以及更丰富的性经历。


  研究者为挽救配偶剥夺假设提出了一种可能的方法。他们提出了“微配偶剥夺假设”：当采用短期择偶策略的男性在获取性接触但却遇到周期性的困难时就会求助于性攻击策略。要验证这个修正后的假设，未来的研究就必须直接通过强迫与非强迫手段下性行为的比例来求证。


  性抑制。与性攻击相反的一面是性抑制（sexual withholding）。性抑制可以定义为女性一面进行性挑逗一面又不愿发生性关系的现象。男性一面欲火中烧，一面被喝令制止，为此他们经常抱怨女性的性抑制。在7点量表上，男性评价性抑制为5.03分，而女性评为4.29（Buss, 1989b）。男女两性同样为性抑制所困扰，尤以男性为甚。


  对女性而言，性抑制有以下几种可能的功能。其一可以保护她们的择偶能力，使得她们能够选择一个愿意付出爱的承诺并允诺婚姻的高质量男性。女性对一些男性采取性抑制，而有选择性地把性资源分配给自己钟意的其他人。更进一步说，女性通过性抑制可以使其性资源增值。她们视性为稀有资源，而物以稀为贵。如果大量的投资是男性获得性接触的唯一方法，那么他们一定会做这个投资。在性资源稀有的情况下，没有成功投资的男性就无法获得性机会。这就造成了男女之间另一个冲突：女性的性抑制策略与男性想以最少的感情投入尽快获得性接触的策略格格不入。


  性抑制的另一个功能在于可以操纵男性对女性配偶价值的知觉。对于普通男性，要获得最有魅力的女性的性机会是难上加难，因此许多女性通过抑制性接触来改变男性对自己的性价值的知觉（Buss, 2003）。性抑制的最后一个功能，也是最初始的目的，即激励男性把自己作为永久配偶而不是暂时的伴侣。男性常常会把过早地委身于人的女性当作一个随便的伴侣，认为她私生活过于开放从而不会与之建立长期关系。


  总之，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策略冲突经常围绕着性接触的问题展开。男性在寻求性接触时往往比女性所想的要更心急、更具有持续性和攻击性，而通常他们也会推断女性对性事比她们表面上看起来要更有兴趣。女性常常因男性对性的执著而烦恼和生气，这种情绪体验也许正是性策略冲突的适应性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法。另一方面，女性的性抑制也让男性感到生气和沮丧，这也是策略冲突造成的结果。


  性嫉妒中的冲突


  在第五章中，我们已经探讨了男性的长期择偶偏好，其中包括对婚姻期间始终忠贞的伴侣的偏好。根据假设，该偏好是用于解决——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父子关系的不确定性这一适应性问题的。这种偏好也表明，男性十分在意配偶和其他男性的性接触。的确，在第六章中我们也看到，女性可能从外遇中得到许多潜在的好处，例如资源、好的基因和更好的配偶。这些方面的思虑也成了两性冲突的一个深刻来源，丈夫期望完全占有配偶，而妻子可能渴望和其他男性的性接触。简而言之，两性在通奸（cuckoldry）的问题上存在着潜在的冲突。


  通奸的可能性对男性造成了一个严重的适应性问题。因为男性常常对子女投入很多资源，所以人们常常把通奸的危害夸大。假如一个男性戴上了绿帽子，他就一定会想到自己花费的所有资源都投入到了其他人的子女身上。但是问题甚至比这更加严重。他不仅丧失了自己的投资，还浪费了对配偶的投资，因为他的配偶正在为另一位男性的子女劳心费力。此外，这位男性在配偶选择、吸引以及求爱等阶段的心血和财力也全部付诸东流了。


  不能解决这一适应性问题的远古男性可能不仅要遭受繁殖资源的丧失，还可能要赔上地位和名誉，这样一来，就会严重削弱他们对其他女性的吸引力。我们来看一下希腊文化中人们对通奸的反应：


  妻子的不忠让丈夫蒙羞，使他背上“Keratas”的名声。这一称号对希腊男人来说是最大的羞辱，它代表着软弱和失败。在社会允许的范围内，对妻子来说，一个不忠的丈夫是可以被接受的，而对丈夫来说妻子的背叛是不可接受的，如果他容忍了，就会被嘲笑说不像个男人。（Safilios-Rothschild, 1969, pp. 78—79）


  进化心理学家提出假设说，男性的性嫉妒是男性进化而来的一种心理机制，用以抗争戴绿帽子所付出的多种多样的潜在代价（Daly, Wilson, & Weghorst, 1982; Symons, 1979）。


  男性的性嫉妒可能利用以下几种途径来解决这个适应性问题。其一，嫉妒使男性对伴侣可能发生背叛的环境十分敏感，从而提高警惕。其二，嫉妒使得男性做出某些行为以减少伴侣和其他男性的接触。其三，嫉妒使得男性尽量满足伴侣的要求使得对方没有理由背叛。其四，嫉妒使得男性威胁或者阻止对自己伴侣感兴趣的男性。由此推理，可以预测男性的性嫉妒应该主要集中在伴侣与其他人的可能的性接触上。该假设表明，男性进化而来的性嫉妒与通奸造成的沉重代价是相对应的。


  女性也同样面临着伴侣的性背叛这一深刻的适应性难题，但是由于女性能够确认自己是孩子的母亲，所以这一难题稍稍得到了缓解。回想一下，母亲的身份总是百分百确定的，因为孩子是在母亲的身体里孕育而生。但是，如果一个远古女性的伴侣对她不忠，这仍然是一个深刻的适应性难题。因为男性往往会把投资和资源转向和自己发生关系的女性，这样丈夫就可能把时间、注意力和精力投入到其他的女人和孩子身上，而不是自己的妻儿。因为这些原因，进化心理学家预测女性的性嫉妒更有可能集中那些危及男性长期承诺的线索上，例如他开始和其他女人有感情纠葛（Buss, Larsen, Westen, & Semmelroth, 1992）。


  嫉妒中的性别差异


  在进化心理学家之前，嫉妒心理已经有了许多经验研究。最常见的发现就是男性和女性所体验的嫉妒无论在程度还是在频率上都没有差异。在一项研究中，有300人即150对情侣参加，研究者要求他们评价自己在平时有多嫉妒，而当自己的伴侣和别的异性成员在一起时又有多嫉妒，以及多大程度的嫉妒会成为他们关系中的问题。男性和女性都报告出了同等程度的嫉妒，这表明男女两性都会嫉妒，而且嫉妒的强度大致相同（White, 1981）。嫉妒中不存在性别差异，这一点在一项遍及匈牙利、爱尔兰、墨西哥、荷兰、俄罗斯、前南斯拉夫和美国2000多名参与者的样本研究中得到了再次验证（Buunk & Hupka, 1987）。


  据进化心理学家分析，所有这些研究在信息上都表现出男女两性体验嫉妒的平等性，但是他们研究的方式太过笼统。经过分析，进化心理学家们提出这样的假设，即尽管两性都有嫉妒的体验，但引发他们嫉妒的线索的权重是不同的。据预测，男性对性背叛的线索更为看重，而女性对长期投资分散的线索更为看重，例如丈夫和其他人有感情纠葛（Buss et al., 1992）。


  有511名大学生参与了关于该假设的性别差异的系统验证性研究，要求他们比较下列两个令人苦恼的事件：（a）他们的伴侣和其他人发生了肉体关系；（b）他们的伴侣和其他人产生了感情（Buss et al., 1992）。整整83％的女性认为伴侣感情上的背叛更令人紧张，而只有40％的男性这样认为。相反，60％的男性对伴侣的性背叛更为生气，而只有17％的女性是这样的。男女两性的反应中有43％的差异，对于一个社会科学研究来说，这种差异无论用哪种标准来衡量都是巨大的。更准确地提出问题，不应该讨论是否两性都体验到了“嫉妒”，而是究竟哪种嫉妒的动因更令人气恼——这一进化心理学假设能够引导研究者发现之前未被注意到的性别差异。


  言语报告是一种合理的数据来源，但是如果和其他数据来源的证据相结合，它会显得更有说服力。为了检验以上结论的普遍性，研究者采用了其他的科学方法，他们把30名男性和30名女性带到心理—生理实验室（Buss et al., 1992）。为了测量被试在想象两种背叛现象时的生理反应，实验者在被试眉毛的皱眉肌处安置了电极，因为人们皱眉时皱眉肌会收缩；在右手的第一根和第三根手指处也安置了电极以测量电极反应或发汗量；在拇指处测量脉搏或心率。要求被试想象性背叛（“想象你的伴侣和其他人发生了性关系……清楚地想象当时的景象和情绪”）或者感情背叛（“想象你的伴侣和别人相爱……清楚地想象当时的景象和情绪”）。当头脑中出现了清晰的景象和情绪时，被试就按一下按钮，同时激活生理记录仪，测量之后20秒内的反应。


  男性对性背叛表现出的生理反应更为强烈。他们每分钟的心跳加快了近五次，约等于一次喝下三杯浓咖啡。想起伴侣的性背叛时，男性的皮肤电导率增加了1.5个单位，而想起感情背叛时却几乎没有变化。当他们的皱眉程度加深时，性背叛激起了7.75个微伏单位的收缩，而感情背叛只引起了1.16个单位的收缩。


  女性的反应模式则刚好相反。她们想到感情背叛时会有更大的生理反应。例如，就皱眉肌的反应而言，感情背叛激起了8.12个微伏单位的收缩，而性背叛只激起了3.03个单位的收缩。男女两性的这种生理反应模式和心理反应相结合可以强有力地证明以下假设，即人类拥有专门的心理机制，用于解决进化过程中反复出现的与性相关的问题。


  以上的两性差异也在德国、荷兰、韩国和日本的研究中反复得到了验证（Buunk, Angleitner, Oubaid, & Buss, 1996）。图11.3显示了不同文化中的个体对不同嫉妒场景（性背叛和感情背叛）的反应。总之，男性嫉妒对性背叛的线索更为敏感，而女性嫉妒对感情背叛的线索更为敏感——该结果得到了心理学以及生理学上的方法验证，同时还得到了跨文化研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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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3 跨文化的嫉妒困境。所有文化中的男性都报告出对性背叛比女性更大的苦恼；而所有文化中的女性都报告出对感情背叛或爱的背叛比男性更大的苦恼。N＝样本大小。来源：Buunk, B. P., Angleitner, A., Oubaid, V., & Buss, D. M.（1996）。《从进化和文化的视角看嫉妒的性别差异：来自荷兰、德国和美国的检验》，来自《心理科学》（美），7，359—363。经授权采用。


  不过，嫉妒的性别差异的进化解释已经遭到了挑战（DeSteno & Salovey, 1996）。一些心理学家提出，性背叛和感情上的背叛常常联系在一起。人们往往会和发生性关系的人产生感情，反过来，也常常和感情亲密的人发生性关系。但是男性和女性对于这种联系的信念又是不同的。也许女性对伴侣的感情背叛更为恼火是因为她们认为这也就意味着发生了性背叛。相应地，女性也许认为男性可以在没有感情的情况下发生性关系，因此想象伴侣的性背叛倒不是那么气恼。男性的信念也可能不同。也许男性对伴侣的性背叛更为恼火是因为他们认为女性只有在有感情的情况下才可能和别人发生性关系。反之，男性也许认为女性比较容易和一个没有性关系的男性产生感情纠葛。总之，男性和女性对于性背叛和感情背叛这两者的关系也许持有不同的信念，因此他们在选择更令人气恼的情景时会有不同的反应。


  有四项经验研究在三种不同的文化中进行，用以验证上述具有竞争性的预测（Buss et al., 1999）。第一项研究包括1122名大学生，他们来自美国东南部的一所艺术学院。最初的背叛场景（Buss et al., 1992）被更改成两种互斥的类型。针对没有感情纠葛的性背叛和没有性背叛的感情纠葛，要求被试报告相应的恼怒程度。图11.4表明，男女两性间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与进化的理论模型相一致。假如上述的信念假设是正确的，那么性别差异应该消失。但是在这个实验中差异并没有消失。


  第二项研究对这两种模型的预测提供了四种附加的检验，它使用了三种策略，以美国大学生为被试。第一种策略采用了表现两种互斥的背叛类型的三种不同变式。第二种策略安排两种类型的背叛都发生了，要求被试报告他们觉得哪些方面更令人气恼。第三种策略是使用统计方法检验在说明何种形式的背叛更令人气恼时，性和信念分别占的预测价值。结论总结如下：正如进化理论模型所预测的，研究发现了巨大的性别差异（见图11.4）。不管问题怎样表述，也不管使用何种方法策略，更不管条件概率被控制得如何严格，性别差异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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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4 竞争性假设的四项严格的试验。该图显示，当两种类型的背叛互斥时，两性反应有显著差异。即使两种类型的背叛都发生的情况下，要求被试指出哪些方面更令人气恼，性背叛和感情背叛中的两性差异仍然显著。来源：Buss, D. M., Shackelford, T. K., Kirkpatrick, L. A., Choe, J., Hasegawa, M., Hasegawa, T., & Bennett, K.（1999）。《性嫉妒和关于背叛的信念的性质：来自美国、韩国和日本的性别差异的竞争假设的验证》，来自《人际关系》。经作者允许采用。


  第三项研究采用来自韩国的非西方样本重复了六种背叛问题。最初的性别差异（Buss et al., 1992）再次得到了验证，表明女性对感情背叛比男性表现出更大的苦恼，而男性对性背叛比女性更感苦恼。当使用两种策略来控制条件概率时，性别差异仍然显著。进化假设经受住了实证的考验。第四项研究利用来自日本的非西方样本检验了有关嫉妒和信念性质的预测。这些结果再次验证了进化假设（Buss et al., 1999）。


  在激发嫉妒的动因上，两性的权重各不相同。尽管该两性差异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证明，但它仍在接受挑战（e. g., Harris, 2000）。不过在两性差异的信念理论被反复证伪之后，它的提出者看上去已经完全放弃了它。真正的科学是经得起反复检验的，依照这个标准，嫉妒的性别差异的理论解释是成功的。每次挑战过后，许多科学家仍在继续寻找嫉妒的两性差别和相关的进化解释的证据（e. g., Cann, Mangum, & Wells, 2001; Dijkstra & Buunk, 2001; Fenigstein & Peltz, 2002; Geary et al., 2001; Pietrzak, Laired, Stevens, & Thompson, 2002; Sagarin et al., in press; Shackelford, Buss & Bennett, 2002）。性别差异得到了更多的证实，例如，使用生理学的方法（Pietrzak et al., 2002），嫉妒的连续测量（e. g., Sagarin et al., in press），嫉妒体验的自我报告（Buss, 2000a），还有初始的迫选嫉妒测量（e. g., Geary et al., 2001）。


  嫉妒心理的进化假设顶住了诸多强烈质疑，而且以简单的方式完美地解释了繁如星辰的经验发现。它可以解释背叛的两性差异的最初发现（Buss et al., 1992）。即使控制了条件概率，它还是能够说明嫉妒的两性差异。当两种背叛都发生时，它能面对哪种背叛更令人苦恼时体现出的两性差异。此外，它还能说明这种差异的跨文化的一致性，这一点已经在荷兰和德国等西方文化中以及韩国和日本等非西方文化中得到了验证。


  从警惕到暴力——留住配偶的策略


  许多证据已经表明，男性进化出了一种产生嫉妒体验的强有力的心理机制，这使我们得以理解人类如何解决部分或者完全失去伴侣的适应性问题。然而，只有当心理机制产生能够真正解决适应性问题的行为输出时，它才能进化而来。在嫉妒问题上，行为输出必须（1）防止伴侣背叛行为的发生；（2）降低伴侣背叛的可能性。有两项研究（Buss, 1988c; Buss & Shackelford, 1997c）对从警惕到暴力的留住配偶（mate-retention）策略进行了研究，以此来探讨嫉妒的行为表现。


  研究的第一步是要列出有助于防止配偶背叛和留住配偶的行为。表11.1是这些行为的样本。一旦建立了这样的行为列表，我们就可以对情侣和夫妻进行研究，以此来检验影响留住配偶行为的背景因素的进化心理学假设。


  留住配偶策略中的性别差异


  研究结果显示，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使用留住配偶的策略，这与预测相一致。男性更有可能掩藏他的配偶，例如不带她出席其他男性在场的聚会或者坚持她的全部空闲时间都要和自己度过。男性还更有可能使用威胁和暴力手段，特别是针对情敌，例如他会威胁说要揍靠近他伴侣的男人，或者和对她感兴趣的男人打上一架。男性还更有可能使用资源炫耀（resource display）这一手段，给伴侣买珠宝，赠送礼物，并带她去昂贵的饭店。有意思的是，不论是情侣还是夫妇，男性都比女性更容易产生服从和自我贬低的行为，这一点不同于预测。例如，报告表明男性常常比女性更容易卑躬屈膝地说为了和对方在一起他们愿意做任何事情。


  女性比男性更常使用某些策略。和预测的一样，女性往往通过美容养颜来留住配偶，即通过面容化妆、追赶潮流使自己变得更有吸引力。


  女性也常常故意引发配偶的嫉妒，她们有时故意在配偶面前和其他人调情，或者显出对其他男性感兴趣让配偶生气，或者和其他男性说话让伴侣嫉妒。一项研究确认了女性故意引发嫉妒的一个关键的背景，即男女在认同情侣关系时的差异。男女双方承认的对感情投入的差异通常标志着双方欲求度（desirability）的不同：感情投入越少的人通常就越是令对方欲求的（Buss, 2000）。尽管女性普遍承认比男性更经常地挑起嫉妒，但并不是所有女性都会使用这种策略。认为自己对感情更投入的女性约有50％会有意识地引发嫉妒，而认为自己和对方投入相当或更少的女性只有26％会采用激发嫉妒的手段（White, 1980）。


  表11.1 留住配偶的行为和策略样本。从警惕到暴力的留住配偶策略。它们被用于留住配偶并防御异性情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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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Buss, D. M.（1996, June），《已婚夫妇留住配偶的策略》。选自“人类行为和进化协会年度会议的递交论文”。Evanston, IL。


  女性承认，她们激发配偶的嫉妒心理是为了增加双方的亲密度，测试感情的深浅，或者查明对方是否仍然在乎自己，激起对方的占有欲。对感情投入程度的差异表现出了双方欲求度的差异，很显然，正是这种差异使得女性采用激发嫉妒的手段来了解并增加伴侣的承诺水平。两性间有意激发嫉妒的心理也是与获取承诺保证相关的，还可能与长期关系的稳定性有关联（Sheets, Fredendall, & Claypool, 1997）。


  总的看来，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隐藏配偶，炫耀资源并服从配偶，同时对情敌采用暴力策略以阻止配偶和他人发生感情。女性比男性更多采用美容养颜的策略，以满足男性进化而来的对外貌迷人的伴侣的欲求。女性也更经常地激起配偶的嫉妒——这也许是一种策略，表明自己还有其他的择偶机会，同时也可以交流双方欲求度的信息。


  影响留住配偶策略使用频率的背景因素


  根据预测，作为留住配偶策略的嫉妒及其行为输出对于两性关系的某些特征具有高度的敏感性。Buss和Shackelford（1997c）以新婚夫妇为样本，检验了一系列的背景特殊性假设。这些假设包括：（1）伴侣背叛的可觉察程度和留住配偶策略的增加相关；（2）妻子的年轻程度和性魅力与丈夫的配偶保护策略存在正相关；（3）丈夫的收入和地位越高，妻子采用的留住配偶策略的水平就越高；（4）丈夫和妻子之间可觉察的配偶价值差距越大，为留住配偶做出的努力就越大。


  性背叛的可觉察迹象。标志着留住配偶策略失败这一适应性问题的最重要的线索之一，就是对配偶不忠的觉察或者怀疑。从男性的角度来看，性背叛将危及父子关系的确定性，并可能使得他在选择、求爱和吸引配偶上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他还有可能把投资浪费在对手的子孙身上，同时还丧失了许多其他的择偶机会。根据假设，那些怀疑伴侣有可能背叛自己的个体，比那些从不怀疑的人会更努力地解决留住配偶这一适应性问题。


  为了检验这个假设，研究者让107对新婚夫妇报告了伴侣性背叛的可觉察迹象（perceived likehood of infidelity）。研究要求参与者对以下不同情况发生的可能性评分，利用0％到100％的量表估计未来一年内配偶和异性成员调情、热吻、浪漫赴约、发生一夜情、风流韵事或者卷入一段感情的可能性。在一个单独的测验部分，参与者在“行为报告”项目中报告去年一年内为留住配偶的104项行为的发生频率。该评定量表范围是从“没有”到“经常”。


  统计分析表明，男性留住配偶的努力和配偶在未来一年内背叛的可觉察程度存在正相关，但女性不存在这种相关。觉察到背叛的男性尤其倾向于报告隐藏伴侣，和情敌发生暴力冲突，或者诋毁情敌。在对丈夫年龄、妻子年龄和关系的时间长短进行严格控制之后，上述关系仍存在显著的统计相关。总之，男性留住配偶的努力程度看上去对背叛的可觉察迹象的背景十分敏感，但女性没有表现出这种敏感。


  妻子的繁殖价值：年龄和性魅力的影响。和第五章讨论的一样，女性的繁殖价值和生育力的两条有力线索——年轻和性魅力——是跨文化范围中男性一致期望的两种品质（Buss, 1989a; Kenrick & Keefe，1992）。根据假设，娶繁殖价值较高的女性，也就是妻子更年轻更迷人的男性比妻子繁殖价值较低的男性在配偶防护上投入更大。为了检验男性为留住配偶做出的努力与他们妻子的年龄和性魅力是相关的这一假设，研究者进行了研究。这些结果的样本见图11.5。


  娶更年轻的女性为妻的男性报告说，在留住配偶这一适应性问题上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此外，他们更多地表现出隐藏伴侣、感情操纵等行为，占有性的言语信号（例如，表明这个女人是“我的妻子”）和占有性的装饰品（例如，坚持要她戴上他的戒指）来体现对妻子的占有权，而且更多威胁他人、对情敌采取暴力。在控制了诸如关系长短和丈夫年龄等其他变量之后，这些结果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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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5 留住配偶的努力和配偶年龄的函数关系。该图显示，娶更年轻的女子为妻的男性在留住配偶行为上要比其他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即使在男性年龄和关系长短得以控制之后也是如此。（A）显示了配偶年龄与留住配偶的行为强度的相关。（B）显示了控制男性年龄和关系长短后两者的相关。数据来自Buss & Shackelford（1997c）。


  男性使用留住配偶的策略和他们对伴侣性魅力的知觉也存在相关。自认为妻子外貌迷人的男性比自认为妻子外貌平常的男性更多地表现出炫耀资源、改善外形、用言语表现占有权和威胁他人等行为。有趣的是，在采用面谈者对女性性魅力进行评分时，这种关联并未出现。显然，男性为留住配偶付出的努力是和他们对配偶性魅力的主观知觉成函数关系的，而与面谈者对伴侣的吸引力的评价关系甚微。


  丈夫为收入和地位付出的努力。在理论假设中，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留住配偶的策略和丈夫的年龄或性魅力并不成函数关系，事实上也是如此。不过，根据假设，女性为留住配偶付出的努力是和丈夫为收入和地位等配偶价值而奋斗的程度——即男性为在社会和工作地位上领先而努力的程度——联系在一起的（Buss & Shackelford，1997）。这也就是在跨文化背景下女性所一致期望的长期配偶的配偶价值中与性相关的成分（见第四章）。


  为了检验该假设，Buss & Shackelford（1997）把留住配偶策略与伴侣收入和地位奋斗等四项指标联系在一起。这4项指标包括个人是否为了升迁而使用欺骗或操纵手段、工作的勤奋程度、有多大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是否迎合讨好上级。在女性为留住配偶而使用的19项策略中，有6项和丈夫的收入存在显著相关。根据报告，拥有高收入丈夫的女性更多地对伴侣采用警惕和暴力手段，而且更注重美容养颜、佩戴象征占有权的装饰品以及更多地表现出服从和自我贬低的行为。


  报告还表明，拥有更加努力为地位奋斗的丈夫的女性，比起其他女性，显然更多地表现出感情操纵、资源炫耀、改善容貌、用言语和装饰品表现拥有权等行为。在其他因素诸如配偶年龄和关系长短得以控制之后，这种相关性更加显著。实验结果见图11.6。


  总之，关于男女两性会在什么背景下更注重留住配偶这一适应性问题，研究已经证实了几个关键的进化心理学假设。对男性来说，在察觉配偶在未来一年内可能不忠的时候，或者伴侣拥有年轻和性魅力这两项重要的女性繁殖价值线索的时候，他们往往会投入更多以留住配偶。对女性来说，当丈夫收入更高或者更努力为社会地位和工作阶层而奋斗的时候，她们会更努力地维持关系。这些假设的验证对于阐述进化心理学的启发价值尤为重要，因为其他许多主流的心理学理论都无法作出类似的假设和预测。的确，在进化心理学家之前，还没有人研究过人类为解决留住配偶这一适应性问题而付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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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6 留住配偶的努力和配偶为地位而奋斗的程度。该图显示，拥有更加努力为地位奋斗的丈夫的女性，比起其他女性，显然要投入更多。而女性为地位奋斗程度对男性留住配偶的努力的影响要小得多，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数据来自Buss & Shackelford（1997c）。


  对伴侣的暴力


  留住配偶的一个极端表现形式就是对伴侣使用暴力。以下是对雅诺马马人的暴力的骇人描述：


  有人告诉我，monou-teri的一名年轻男子出于性嫉妒射杀了他的妻子。我在村子逗留的时间里，有一名男子用带刺的弓箭射向了妻子的胃部……还有一个人拿着弯刀砍向他妻子的手臂，导致她手指严重受伤……在我的第一次实地考察即将结束之际，一个村庄里发生了一起因背叛而引起的俱乐部斗殴事件。愤怒的丈夫杀死了情夫，还割下了妻子的双耳。（Chagnon, 1992, P.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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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7 已婚男性犯下杀妻罪的概率。研究对象包括新南威尔士（NSW）、澳大利亚（1968—1986）、加拿大（1974—1990）和芝加哥（1965—1989）等地合住和分居的夫妇。来源：《男性对妻子的性所有权和性暴力》，M. Wilson & M. Daly，《心理科学的当今趋势》，5，1996，5。获准采纳。


  为什么人类会对自己的配偶采用暴力？Wilson和Daly（1996）提出了强制假设。男性使用暴力和威胁手段来限制配偶的自由，从而降低伴侣背叛和关系破裂的可能性。的确，离开丈夫而独居的女性时常会受到追踪、威胁和侵犯。比起还和丈夫在一起的女性，她们被杀的概率更高，研究结果见图11.7。夫妻谋杀案常常遵循这样的模式，在妻子离开后，先是威胁然后追踪再到谋杀，而谋杀者通常把自己的暴力行为解释为“无法忍受妻子的离去而作出的一种反应”（Wilson & Daly, 1996, p. 5）。


  然而，从直观上看，这种谋杀行为是荒唐的、适应不良的。杀妻行为对犯罪人和受害者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而丈夫也自我阻断了所有获得繁殖利益的途径。因此从进化视角来看，杀妻行为是一个难解的谜。Wilson和Daly（1996）解释说暴力是一种威慑手段：


  威胁是一种有效的社会工具，通常它无需太大的代价。但是如果威胁被看成是虚张声势，即威胁被忽视、被否定时，威胁者是不情愿承担这种偶然性不良后果的代价的，那么此时，威胁就丧失了原来的效用。在充满复仇心理的最后时刻可能出现反作用——高风险或代价昂贵的行为不及时使用就丧失效用——有效的威胁不能成为“泄漏”诈骗的信号，因此就弄假成真。尽管杀死已经分居的妻子并不起作用，威胁别人也显得自私自利，但是他们还是进一步威胁追踪妻子，并放言由于愤怒对后果完全没有顾忌。（pp. 2—7）


  总之，根据该假设，使用极端暴力的意愿代表了一种高风险策略，用于防止妻子离开和阻碍情敌——有时这种策略付诸行动很有效果。


  年轻迷人的女性更容易遭遇伴侣的暴力。就像Wilson和Daly（1993）所指出的，“年轻的妻子比年老的妻子更有可能结束一场不满意的婚姻，更有可能拥有追求者并且结成新的性关系。因此，我们假设拥有年轻妻子的男性尤其容易产生嫉妒，他们有更强的占有欲和强制倾向”（Wilson & Daly, 1993, p.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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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有时会把暴力或者暴力威胁作为一种留住配偶并防止不忠的策略。研究表明，伴侣更年轻更迷人的那些男性比其他男性更经常地使用该策略。


  该假设得到了夫妻谋杀案数据的支持。女性在青年时期被丈夫谋杀的几率更高；女性绝经后被丈夫谋杀的几率最低（Daly & Wilson，1988）。这种现象也可以这样解释，年轻女子常常和年轻男子结成夫妻，而年轻男子在任何种类的暴力案件中的犯案率都比年老者高。不过，男性的年龄并不能完全说明该现象，因为实际上嫁给年老者的年轻女子被谋杀的概率还高于嫁给年轻男子的年轻女子（Shackelford, Buss, & Peters, 2000; Wilson & Daly，1993）。


  另一种可能引发暴力的背景是男性缺乏物质资源，从而对配偶没有积极诱因以维持家庭关系。在第六章中我们看到，当丈夫失业或者丧失了经济来源的时候，女性就更有可能出轨。这产生了另一种特殊的预测：经济资源相对缺乏的丈夫更有可能采用暴力作为留住配偶的策略，而其他人可以使用积极诱因（Wilson & Daly，1993）。


  经验证据证明了该假设。一项研究调查了纽约市1990到1994年的五年间1156名16岁以上（包含16岁）的被害女性（Belluck，1997）。近一半的女性是被丈夫或男朋友杀害的，前任或后任都有。不过，约有67％的谋杀案发生在纽约最穷困区：布朗克斯区和布鲁克林区。该结果显示，穷人和失业人士有更高的谋杀配偶的犯案率——在那种情况下男性没法利用积极诱因诸如物质资源来留住配偶。


  有几种环境因素可以保护女性免受配偶暴力的伤害。其中之一是外亲（extended kin）在场的情况，女性的外亲会阻止其配偶对她采用暴力。这正是进化心理学家A. J. Figueredo对西班牙和墨西哥的家庭暴力研究中得出的结果（Figueredo, 1995; Figueredo et al.，2001）。他采用了一种家庭暴力的量表，包括言语侮辱、身体虐待、逐渐升级的有生命威胁的暴力行为、性虐待等项目，对受害女性以及未受害女性进行电话调查。他提出的主要假设之一就是女性的外亲网络可以保护她免受配偶虐待。研究结果证明了该假设：无论是马德里城内还是城外，女方的亲属住得越近越密集，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的发生率就越小。在马德里城内，这种亲属密集度的效应尤为明显，而亲属住得越远，对家庭暴力的影响就越小。在墨西哥的研究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Figueredo et al.，2001）。


  总而言之，男性的性嫉妒是两性关系中针对女性的暴力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理论假设分析，男性的暴力行为是一种强迫性策略，以使配偶保持忠诚、避免未来的背叛以及防止关系破裂。但不是所有的男性都利用暴力达到目标，也不是所有女性遭遇暴力的几率都相同。缺乏经济资源的男性为了留住自己的配偶，更有可能使用暴力手段。年轻的女性，也就是繁殖价值更高、对其他男性更有吸引力的女性，更容易成为暴力行为的受害者。而在两种背景因素下，即选择有经济资源保障的配偶或者和亲戚住得更近一些，女性遭遇暴力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有关资源的冲突


  为了寻找一个在政治权力和物质资源领域男性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科学家们已经尝试多年。尽管很多人听说过有关女人统治男人的社会的传言，但在文献中并无这样的记载。主张女权的人类学家也广罗证据，但最终宣布这种文化并不存在（Ortner, 1974）。当然，不同的社会，在两性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不平等的程度上还是存在差异的。


  一般而言，男性往往掌握政权并控制着资源，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几乎在每种社会里，女性对经济资源的积累都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例如，在狩猎采集社会里，女性通过采集获得的食物能量有时也占总量的60％到80％（Tooby & DeVore, 1987）。此外，女性也常常通过许多其他手段来掌握相当的权力，例如带着偏好去选择配偶，在特定情况下和男性离婚，控制或者规范男性的性交行为，这些手段都影响了她们的儿子、情人、父亲、丈夫、姐妹、母亲甚至是孙辈（Buss, 1994）。


  无可争议的是，男性常常使用资源来控制或影响女性。如果男性掌握了女性需要的物资，他们就能利用这些资源去控制女性。在择偶领域，男性就用资源去吸引女性，这一点可参见第四章。此外，即使已经和男性建立了关系，物资匮乏的女性也常常因为害怕资源的丧失而感到生活在配偶的怜悯之下（Wilson & Daly, 1992）。重点在于，男性控制资源并且通过资源来控制女性，女权主义学者和进化心理学家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Buss, 1996a）。


  女权主义学者常常会追溯女性遭受男性父权制（patriarchy）压制的渊源。父权制这个术语是指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它既用于描述特定的家庭关系，也用于表示广义的社会现象（Smuts，1995）。该词汇所包含的现象的起源引发了合理的科学研究。尽管历史上一些女权主义者对男性控制和统治的来源有过推测——例如，把该现象归结为男性比女性更强壮更高大——但这种推测并没有得到一致认同（Faludi, 1991; hooks, 1984; Jagger, 1994; Smutsm, 1995）。大多数女权主义者都只是简单地把男性统治和控制作为一个出发点或一个既定的事实来看待（Smut, 1995）。


  资源不平等的原因：女性的择偶偏好和男性的竞争策略


  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我们有机会洞察男性控制女性的起源和历史（Buss, 1996a; Smuts, 1995）。首先，第四章所说的女性对男性资源的偏好在人类进化史上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这些择偶偏好经过世代的延续，使得女性都偏好选择有钱有地位的男性作为配偶，而讨厌缺乏这些资源的男性。在人类的进化历程中，不能获取资源的男性更有可能吸引不到女性。


  因此从这个观点来看，女性的择偶偏好建立了男性相互竞争的一系列重要的基本法则。从性选择理论可以得知，某一性别的欲望是异性成员竞争的决定性因素、维度。例如，因为远古男性往往十分重视女性的外貌，吸引力就成了女性相互竞争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美国，产值高达530亿美元的化妆品工业在女性消费产业中独占鳌头，这也是女性相互间竞争的有力证据。


  类似地，女性对男性资源的欲望使得资源的获取成为男性竞争的一个主要内容。现代男性继承了祖先的心理机制，这使得他们不仅优先考虑资源和地位的获取，还往往为此甘冒风险（见第十章）。那些不把地位和资源作为优先的个人奋斗目标的男性就无法吸引异性，无法冒险胜过其他对手的男性也是如此。不过这种竞争的代价是男性之间的暴力和谋杀事件，而且男性普遍比女性更早死亡。


  女性的择偶偏好和男性相互竞争的策略是同时进化而来的，男性的择偶偏好和女性相互竞争的策略也是同时进化而成的。也有以下的可能，男性一开始控制资源以吸引女性，女性的偏好可能就随之而来。或者是，女性偏好成功的、有抱负的而且资源丰富的男性，从而选择出那些使用竞争策略的男性，他们在争夺资源和地位的时候敢于冒险勤于奋斗从而胜过其他对手。女性的择偶偏好对男性施加了选择压力，使得他们结成联盟以获得资源，或者忙于个人奋斗以期胜过其他男性而获得女性想要的资源。不过，最有可能的还是男性的竞争策略和女性的择偶偏好同时进化而来。这两种共同进化的机制交织在一起，就造成了男性在资源领域占统治地位的局面。


  对资源不平等的这种分析并没有否认其他原因的存在，例如因为男性至上者奉行男女同工不同酬导致资源不平等。但这种分析并不意味着男性控制更多的资源是必然的结果（见Smuts，1995）。值得一提的是，进化心理学在确认资源不平等的原因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两性之间的合作与冲突的进一步探讨可参见栏目11.1。


  栏目11.1


  所有的男性都联合起来控制女性吗？


  女权主义作家有时会这样描绘，所有男性为了达到压制女性这个共同目标而联在一起（Dworkin, 1987; Faludi, 1991）。进化心理学的分析表明上述说法错误的，因为男性和女性都主要是和相同性别的人竞争。男性要控制资源，只有排斥其他男性为代价。他们抢夺其他男性的资源，对别人的权力和地位虎视眈，诽谤其他男性以降低他们对女性的吸引力。虽然所有的谋杀案中约有70％是在男性之间发生，但这也不过是男性成员竞争造成的损害的冰山一角（Daly & Wilson, 1988）。女性也逃不过同性冲突带来的厄运。女性相互竞争以争夺高地位的男性，她们有时会和别人的丈夫私通，或者把他们从妻子身边拐走。女性有时会诽谤情敌并诋毁他人清白，特别是在采用短期择偶策略的时候（见第十章）。女性和男性都是自己择偶策略的受害者，因此说某一性别的所有成员为某种共同目标（例如压制异性）而联合起来是没有道理的。但也有例外，男性会结成小团体联盟，就像第十章里讲到的一样。这些联盟有时用于获取女性的性接触，例如残忍的群奸和突袭邻村抢夺女人（Smuts，1992）。此外，有时男性联盟是为了把女性排除在权力之外——例如，在专门的男性俱乐部里，交易生意的时候就公开禁止女性参与。然而，同样的联盟也有可能抵制其他男性及其组成的联盟。在贸易、政治和战争中，男性会为了自身联盟的利益而损害其他男性联盟。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男性和女性也都从异性的择偶策略中获得收益。男性会为某些女性提供资源，例如他们的妻子、情妇、姐妹、女儿和母亲。假如一位女性选择有资源有地位的人作为配偶，那么她的父亲、兄弟和儿子都会因此受益。相对于某一性别的所有成员为压制异性而联合起来的观点，进化心理学得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出于利益，每个个体都会和每种性别的部分成员形成联合或者发生冲突。简单地认为同性成员共同联合起来压制异性成员的看法是和进化的逻辑相违背的。这种进化的分析观点指出了两性冲突的两个重要含义：同性竞争与两性冲突的联系，以及一种性别成员对异性择偶欲望的利用。


  小 结


  男女之间的冲突遍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约会的分歧到婚姻中的感情困扰。这些冲突为什么会发生，以何种形式发生，对此进化心理学家提出了一些关键的看法。首先是策略冲突理论，该理论认为当个人阻碍或破坏了他人为某种目的而设计的策略实施时，就会产生冲突。如果一位女性采用的是长期择偶策略，而碰巧一位男性采用的是短期择偶策略，他们各自都要成功完成目标就必然会产生冲突。根据该假设，诸如愤怒、困扰和嫉妒等消极情绪都是进化而来的策略冲突的警报器。


  有关性接触的冲突是两性冲突中一个最大的方面，它有多种表现形式。首先，研究证明男性总是容易比女性推断出更多的性意向，特别是针对诸如微笑等模糊信号。其次，男性有时会欺骗女性，尤其是在感情投入程度和长期关系的意向上采取欺骗，以达到他们获取短期性关系的目的。根据错误管理理论的预测，一些这样的冲突源自进化形成的认知偏向。该理论提出，一种错误带来的繁殖代价（例如，无中生有地过高推测对方的性兴趣）不同于另一种错误所产生的代价（例如，无法察觉对方实际存在的性兴趣）。如果这些不对称的代价在进化历程中一直存在，那么自然选择就会产生社会推理中的偏差。这样一来，男性就进化出一种夸大型的性知觉偏向，导致他们对女性的诸如微笑或独坐吧台这些模糊线索的反应产生偏差，认为这是女性对自己感兴趣，但是这种偏差使男性不至于错过性交机会。而根据预测，女性有一种对承诺的怀疑主义偏向，她们对男性的承诺信号十分警惕以避免被虚情假意的男性所欺骗。


  有关性接触冲突的第三种表现形式，是工作场合的性骚扰。绝大多数情况下，男性都是性骚扰的肇事者，女性往往是受害者。而受害人有一些特定的特征：她们通常都是年轻迷人的单身女子。对于同样的性骚扰行为，女性通常比男性更容易恼怒，该现象支持了一种假设，即消极情绪是策略冲突的信号。任何一种性骚扰行为，如果被地位较低的人骚扰，例如一个垃圾收集工或建筑工人，比起被地位较高的人骚扰，女性会表现出更大的恼怒。


  性攻击也会在工作场所以外发生。和性骚扰一样，对于同样的性攻击行为，女性通常比男性更容易恼怒，例如未经允许抚摸她们的身体，甚至在她们一再拒绝的情况下还要求性交。研究结果显示，男性通常会低估女性对性攻击行为的愤怒程度。


  一种广受争议的两性冲突在于，强奸究竟是男性进化而来的特定机制，还是诸如寻求短期性关系的欲望以及暴力解决问题的倾向等其他心理机制的副产品。现有的经验证据并没有单单支持哪一种假设。例如，强奸受害者通常是年轻女性（也就是有生育力的）的发现并不能证明强奸适应器的存在，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在正常的性关系中，男性也偏好年轻女子，这是进化而来的择偶偏好。不过，为了降低这种恐怖现象的发生率，此类研究仍然迫在眉睫。


  最近的研究集中于女性的反强奸机制，例如选择“特殊的朋友”充当保护人，选择更强壮更有威慑力的男性作为配偶，对可能发生强奸的环境的恐惧，以及遭遇性暴力后的心理创伤体验。对女性反强奸机制假设的初步研究是充满前景的。我们还需要大量的研究以便更加精确地确定女性用于反性暴力的防御策略。


  男性是否使用性攻击策略也因人而异，进化心理学家也开始预测哪种男性会使用该策略。配偶剥夺假设——无法用其他手段吸引女性的男性只好采用性攻击——已经被用来解释为什么某些男性会使用性攻击策略。而一些研究结果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使用性攻击的男性往往评价自己十分受女性欢迎，他们获取性接触的经历比不使用性攻击的男性更成功。尽管现在我们还不是很清楚，为什么某些男性使用而另一些男性不使用性攻击策略，但现有研究已经提供了两个重要的线索，采用性攻击策略的男性往往有以下特点：（1）倾向于短期的单方性途径；（2）敌对的男性意识心理。


  性嫉妒是两性冲突的另一大类。进化心理学家已经提出嫉妒是进化而来的配偶背叛问题的解决方法。他们预测，男性的嫉妒主要集中在伴侣的性背叛上，因为这与男性的父子关系的确定性有关。相反，女性的嫉妒更多关注于配偶的投资和承诺是否出现了长期分散。大量的经验证据支持了该预测：男性的嫉妒往往更容易因性背叛而起，而女性的嫉妒往往因感情背叛而起。心理学数据和生理学数据都显示出这种显著的性别差异，而且在多种不同的文化中都得到了验证。此外，当研究者要求男性和女性去想象伴侣既有性方面又有感情方面的背叛时，结果表明男性对于性方面的背叛更加恼火，而女性则是对感情方面的出轨更为烦心。


  嫉妒的心理产生了行为输出，根据假设，这些行为包括从警惕到暴力等一系列行为，主要用于防止伴侣离开或者背叛自己。当妻子年轻迷人时，也就是繁殖价值高的时候，男性往往会为留住配偶而更加用心。当丈夫收入丰厚而且为了地位努力拼搏的时候，女性往往也需要为留住配偶更加努力。针对伴侣的暴力是一种极端破坏性的留住配偶的策略。男性比女性更多地使用该策略，通常使用者大多数是缺乏经济资源而不能通过积极诱因留住配偶的男性。


  男性和女性也会为了资源发生冲突。在全世界范围内，往往都是男性控制着经济资源，只是存在着一些个体差异和文化差异，这也是被称为父权制现象的一个方面，对此进化心理学作出了清晰的解释。两性差异可以追溯到女性偏好和男性竞争性的择偶策略的共同进化。在进化历程中，女性偏爱选择有能力获取和控制资源的男性作为配偶，男性则相互竞争以获取资源来吸引女性。进化分析也表明，男性不可能为了阻止女性获取这些资源而联合在一起。男性主要是和其他同性竞争，而不是和女人。此外，男性还和许多特定的女性因为共同的利益而结盟，例如他们的朋友、姐妹、妻子、情人、侄女以及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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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地位、声望和社会支配


  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不过，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


  ——George Orwell


  我们生来就配备有一套用于争夺社会地位的神经系统。


  ——Robert Frank，1985


  1996年，时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的Admiral Jeremy Boorda出了点儿麻烦。Boorda曾在公开场合佩戴“V”字勋章，但事实上他从未被授予过这个勋章，所以他不得不接受媒体的采访（Feinsilber, 1997）。后来，Boorda对自己的假冒行为感到羞愧难当，最终自尽身亡。一年之后，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的联邦法官James Ware也被卷入到类似的丑闻当中。1963年，一位名叫Virgil Ware的男孩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的黑人教堂不幸遇害。那是一场白人少年发起的种族侵袭，同时被炸死的还有另外4名黑人女孩。James Ware谎称Virgil Ware是他的弟弟，并借此在各种场合不停地表达他对“正义的渴望”。随后，James Ware声名鹊起，社会地位不断上升，他甚至还差点儿被提升到高级法院任职。但是，谎言败露之后，他被迫辞去了上调的委任状。其实，在过去的十年当中，类似的事件屡见不鲜，足足有几百种之多。上面的故事仅仅只是其中的两个事例而已。我们不禁要问，人们为什么要弄虚作假，甚至不惜冒着背负骗子恶名的风险，去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在任何一个群体中，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地位、声望、尊敬、荣誉、尊重和等级。人们总是尽量避免那些让自己丢脸、羞辱、蒙羞以及声名狼藉的事情。经验证据表明，地位和支配等级的形成过程非常迅速。在一项研究当中，研究者找到了59组被试，每组3个人，而且3个人在实验之前并不相识。研究者发现，50％的小组在1分钟之内就形成了明确的等级关系；另外50％的小组也在5分钟之内形成了明确的等级关系（Fisek & Ofshe，1970）。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小组成员在看到其他成员之后——即便他们一句话都没有说——马上就可以精确地估计出自己将来在这个小组中所处的地位（Kalma, 1991）。所以，如果要在人类身上寻找具有普遍性的动机，那么争取地位的动机肯定是其中一个（Barkow, 1989; Frank, 1985; Maslow, 1937; Symons, 1979）。


  支配等级的形成过程


  蟋蟀能够记住自己的战绩（Dawkins, 1989）。如果一只蟋蟀经常获胜，那么它在后来的决斗中将会变得更具攻击性。相反，如果一只蟋蟀经常落败，那么它将会变得特别顺从，避免和其他蟋蟀发生冲突。进化生物学家Richard Alexander制作了一个无敌的蟋蟀“模特”，通过实验的方法证明了上述现象（Alexander, 1961）。如果一只蟋蟀被“模特”蟋蟀打败了，那么它在随后的决斗中遇到真正的蟋蟀时，往往更有可能再次败北。似乎每一只蟋蟀都能对自己和其他蟋蟀的战斗能力进行评估和比较，然后根据比较的结果来行事。一段时间之后，支配等级就出现了。每一只蟋蟀都拥有相应的等级次序，低等级的蟋蟀要屈服于高等级的蟋蟀。


  有趣的是，最近经常获胜的雄性蟋蟀更有可能得到雌性蟋蟀的青睐。Dawkins（1989）认为这种现象可以被称之为“马尔伯勒公爵效应（Dude of Marlborough Effect）”。这个词出自于马尔伯勒公爵夫人在日记中对丈夫的描述：“今天公爵凯旋归来，让我备感欣喜。”（Dawkins, 1989, p. 286）对我们人类自己的研究结果，也为这种效应提供了佐证。在一项对网球选手的调查当中，研究者发现，每到重大比赛的前夕，网球选手的睾丸激素水平要上升一倍。但是在赛事结束之后，输掉的选手的睾丸激素水平会迅速下降，而获胜的选手则继续保持了较高的睾丸激素水平（Mazur & Booth, in press）。


  动物身上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啄序（pecking order）”一词就来自于母鸡的行为。当母鸡刚刚碰面时，它们会经常打斗。但是一段时间之后，打斗现象慢慢减少了，因为每一只母鸡都知道它比某些母鸡更强，却又逊于另一些母鸡。这样，处于支配地位的母鸡可以从中受益，因为它们不必为了保住地位而把精力耗费在打斗上。同时，处于服从地位的母鸡也可以从中受益，因为它们不必为了争夺地位而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值得注意的是，啄序和支配等级本身并不具有什么功能。等级只是群体的属性，而不是个体的特征。其实，个体所采用的策略的确拥有某些特定的功能。总的来说，这些策略生成了一种稳定的等级次序。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考虑支配行为的功能，还要考虑服从行为的功能所在。


  对于任何个体而言，如果他每次遇到对手都要拼个你死我活，那么这将是一个非常愚蠢的策略。失败者可能会受伤，甚至会死去，所以他最好——开始就选择放弃一放弃他的领土、食物以及配偶。战斗对于胜利者也是代价沉重。胜利者也可能会受伤，而且还要把非常珍贵的能量、时间和机会耗费在打斗上。所以，如果双方一开始就知道孰强孰弱，那么胜负双方也就不必在打斗上枉费功夫。失败者可以选择屈从策略，然后径自走开，这样就不会受到伤害。尽管失败者暂时处于下风，丧失了很多资源，但是他（她）可以韬光养晦，选择另一个更好的时机卷土重来（Pinker, 1997）。


  总之，如果有一种心理机制能让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战斗能力进行评估和比较，那么自然选择肯定会青睐于这样的评估能力，并且让它得以进化。在人类身上，这种评估机制可能非常复杂。它不仅限于评价一个人的体能因素，还包括其他非常重要的能力，比如说赢得朋友和同盟者的合作，具有强大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广泛的亲属关系。经过评估机制的估计和比较，支配策略和顺从策略就可以发挥作用。这两种策略的主要功能在于，如果战斗双方能够提前决定孰强孰弱，那么他们都不必为了决斗而付出惨重的代价。当然，有时候双方的实力强弱也存在某些不确定性。所以，自然选择在有机体身上设计了很多虚张声势的行为，让他们夸大自己的能力，迫使对手提前放弃。同时，由于提前放弃会让动物损失很多非常重要的资源，所以自然选择肯定也塑造了用于识破这些虚张声势的行为的心理机制。总之，问题的关键在于，支配和服从这两种策略都可以让个体从中受益。总的来说，它们生成了一种支配等级。


  从功能的角度来讲，支配等级（dominance hierarchy）是指一个群体内的一部分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机会去获得那些非常关键的资源——即有助于个体的生存和繁衍的资源（Cummins，1998）。个体的等级越高，他所获得的关键资源也就越多；反之亦然。支配等级具有传递性，最简单的表现形式就是：如果A支配B，而B又支配C，那么A将会支配C。科学家已经在人类以外的许多动物身上发现了非常广泛的支配等级现象，比如鳌虾和黑猩猩。


  人类以外的动物的支配和地位


  在鳌虾的世界里，如果两只鳌虾还没有决出胜负，那它们绝对不可能生活在同一片领地（Barinaga, 1996）。两只鳌虾小心翼翼地相互环绕，打量对方的体型大小。然后，它们会大战一场，试图把对手干掉。战斗结束之后，获胜的鳌虾变成了统治者，开始在它的“领地”里神气活现地徘徊。而落败的鳌虾则逃到边缘地带，避免和处于支配地位的鳌虾再次接触。


  获胜者和失败者的行为差异是如此巨大，以至于研究者怀疑它们的神经系统肯定发生了某些变化。Donald Edwards及其同事在鳌虾身上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神经元，这种神经元能够根据宿主的地位而对5–羟色胺这种神经递质作出不同的反应。在处于支配地位的鳌虾身上，5–羟色胺更有可能让这种神经元产生冲动。相反，在落败的鳌虾身上，5–羟色胺抑制了这种神经元的冲动反应。其实，这是“科学家首次发现在社会现象和某种特殊的突触变化之间存在联系”（Barinaga, 1996, p. 290）。


  但是，动物的地位并不是经过一场战斗就永远固定下来。当研究者把两只处于服从地位的鳌虾放在同一个领地中时，不可避免的情况是，总会有一只鳌虾从服从地位变成支配地位。两周之后，当研究者再次检验两只鳌虾的神经元时，他们发现在变成支配型的鳌虾身上，神经元不再处于抑制状态，而是被激活了。所以，当环境发生改变的时候，服从型的鳌虾马上就变成了支配型的鳌虾。但是，在仍然处于支配地位的鳌虾身上，却没有出现类似的现象。研究者把两只处于支配地位的鳌虾放在同一个领地中，然后考察它们的反应。同样不可避免的是，有一只鳌虾要从支配地位掉落到服从地位。但是令人惊讶的是，研究者发现落败的鳌虾一直保持着高度的攻击性，不断地和处于支配地位的鳌虾决斗，哪怕死掉也在所不惜。所以，“动物似乎不愿意从支配地位变成服从地位”（Barinaga, 1996, p. 290）。


  黑猩猩也必须为了统治地位而不断斗争（de Waal, 1982）。处于统治地位的黑猩猩在走路时喜欢大摇大摆，这样让它们看起来更加庞大有力。衡量一只黑猩猩的统治地位的最佳指标，就是它从其他黑猩猩那里得到的服从型问候的数量。服从型的问候是指一连串短暂的呼呼的声音，并伴随有俯身的动作。这样，服从型的雄性黑猩猩通常都是认真地仰视着支配型的雄性黑猩猩。另外，俯身动作往往伴有一系列快速的深鞠躬行为。有时候，服从型的黑猩猩要带一些东西向支配型的黑猩猩表示问候，比如树叶和木棍等。通常情况下，服从型的黑猩猩在献上这些礼物时，还要亲吻支配型黑猩猩的脚、脖子或者胸膛。相应地，支配型的黑猩猩则会尽可能地伸展它的身体，并让全身的毛发竖立起来，使它自己看起来显得更为庞大。所以，尽管两只黑猩猩本来的体型差不多，但是观察者往往误认为支配型的黑猩猩的体型更大。当服从型的雄性黑猩猩和支配型黑猩猩相遇时，前者通常表现得低声下气，而后者则显得趾高气扬，有时还会从前者身上跳过去。相比之下，雌性黑猩猩通常会抬起它们的臀部，接受支配型黑猩猩的检阅。不管是雄性黑猩猩还是雌性黑猩猩，哪怕它们只是偶尔没有向支配型的黑猩猩表示服从型的问候，支配型的黑猩猩就会认为这是对自己的直接挑战，从而向它们发起攻击。


  处于统治地位的雄性黑猩猩可以获得一种非常重要的收益，那就是拥有更多和雌性黑猩猩进行性接触的机会（de Waal, 1982）。通常情况下，一群黑猩猩的首领所占有的繁殖资源（即雌性黑猩猩的数量）至少是全部繁殖资源的50％，有时甚至会高达75％。即便这个群体中还存在另外6只雄性黑猩猩，情况仍然是如此。一项对700人的调查研究表明，等级较高的男性通常比等级较低的男性拥有更大的繁殖优势（Ellis, 1995）。不过，在某些物种当中——比如恒河猴——雌性恒河猴有时也会偷偷摸摸地和地位较低的雄性恒河猴发生性关系（Manson, 1992）。


  当雌性黑猩猩进入发情期时，处于支配地位的雄性黑猩猩所获得的繁殖收益就显得特别明显（Ellis, 1995）。有四项研究探讨了雄性黑猩猩的地位和繁殖活动之间的关系，其中三项研究的结果都表明，当雌性黑猩猩进入发情期、更有可能怀孕的时候，处于支配地位的雄性黑猩猩就拥有更多的性活动；同时，处于服从地位的雄性黑猩猩却只有在雌性黑猩猩不大可能怀孕的时候才拥有一定的性活动。有一项研究考察了成年雄性黑猩猩和小黑猩猩之间的DNA指纹鉴定，研究结果发现，和服从型的黑猩猩相比，支配型的黑猩猩确实拥有大量的后代，而且后代的数量已经大大超过了平均比例。其他的研究者在猩猩和狒狒身上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Ellis, 1995）。


  研究者发现，灵长目动物的支配等级还拥有另外两种非常重要的特征（Cummins, 1998）。第一，这些等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个体总是不停地争夺更高的地位，有时甚至还会篡夺首领的宝座。在某些情况下，被驱逐的雄性有可能重新夺回它们的支配地位。首领的伤亡也会导致群体的不稳定性，因为有很多个体都希望自己能够填补这个诱人的空缺。由于每个个体都想争夺等级更高的位置，所以群体之间的社会组织形式就呈现出一种动态性。第二，灵长目动物的体型大小并不是等级高低的决定性因素。相反，灵长目动物的等级次序更多地取决于个体的社会技能，最重要的就是能否赢得朋友和同盟者的合作和支持。比如，研究者曾经观察到这样一个事例：处于服从地位的雄性结束了和首领的联盟关系，因为当它和另一个雄性争夺同一个雌性时，首领并没有给予支持（de Waal, 1992）。


  追求统治地位的心理机制之所以能够得以进化，关键在于它能让雄性获得更多雌性进行性接触的机会。这同时也意味着，男女两性在追求统治地位的动机上应该拥有不同的进化基础。


  支配和地位的进化理论


  一个关于支配和地位的进化理论，除了需要解释群体中存在的等级差异现象之外，还必须详细地阐明个体在提升自己的地位等级时所要解决的适应性问题。在理想情况下，一个好的理论应该能够预测人们在谋求社会等级时所采取的具体策略。比如说，学术界人士获取地位和等级的方法就与街区的小混混完全不同，“如果一位教授在学术会议上挥舞弹簧刀，那总归有点不合时宜。不过，学术会议总是充满了尖锐的提问、机敏的回答、学究式的愤怒、恶意的谩骂、义愤填膺的反驳，以及在学术评论和授奖委员会中的强权手段”（Pinker, 1997, p. 498）。


  一个好的理论还应该能够解释这个问题：为什么争夺社会地位的行为在男性身上更为普遍？理想的情况是，这个理论还应该能够对那些处于较低等级的个体的行为加以解释。比如，对传统社会的研究结果强烈地表明，当地的人们通常会对那些极力争取支配地位的个体表示出敌对行为，比如奚落、排斥、驱逐，甚至是凶杀（Boehm, 1999）。所以，一个好的支配理论应该能够解释为什么人们常常希望群体中的个体全都处于平等的地位（Boehm, 1999; Knauft, 1991）。在理想情况下，这个理论还应该区分出统治阶层（dominance hierarchies）和生产阶层（production hierarchies）。其中，前者是指决定如何分配资源的阶层，而后者则是指为了达到群体目标而进行劳动分工与合作的阶层（Rubin, 2000）。


  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理论能够对上面这些问题提供比较完整的答案。不过，研究者们已经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进展。下面，我们先来看看进化心理学是如何对争夺地位的性别差异加以解释的。


  关于争夺地位的性别差异的进化理论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曾经谈到，男性和女性在繁殖数量上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精子数量庞大，而且男性不必像女性那样对后代给予繁重的投资，所以男性的繁殖上限要比女性高出很多。换句话说，男性的繁殖活动比女性充满了更多的变数（variable）。基本上，不管一个女性的社会地位是高还是低，只要她具有生育能力，她通常都可以获得繁殖的机会。但是，男性却不是这样。如果有些男性占有超出平均份额的繁殖资源（即具有生育能力的女性），那么就会有另一部分男性找不到配偶，完全被排除在繁殖活动之外。这意味着，如果一个择偶系统的一夫多妻特征越明显（即男性的繁殖机会的变数越大），那么男性面临的选择压力将会越强烈，因为自然选择肯定会偏向那些获得繁殖成功的男性。此外，如果一种策略能够帮助男性免于被排除在繁殖活动之外，那么这种策略将会受到自然选择的青睐，从而在后代身上留存下来。


  地位和等级的提升有助于男性获得更多的性接触机会。首先，处于支配地位的男性更受女性的青睐（Kenrick et al., 1990）。地位较高的男性能够保护女性，为女性提供更多的资源。这些条件对于女性以及她们的孩子非常重要，因为她们能够获得更好的照料和生活保障（Buss, 1994; Hill & Hurtado, 1996）。在一夫多妻制的社会背景当中，一个女人宁可和其他女性共侍一夫（当然是地位高资源多的男性），也不愿意和一个地位低资源少的男性结婚（Betzig, 1986）。相比之下，采用前一种策略的女性只能分得丈夫的一部分资源，但是采用后一种策略的女性却可以得到丈夫的全部资源。但是即便如此，女性还是更愿意选择前者。所以，处于较高地位的男性拥有一种潜在的收益，那就是他们更受女性的青睐。有研究表明，不管是长期的配偶还是短期的伴侣，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女性都更愿意选择那些地位较高的男性（Baker & Bellis, 1995; Buss, 1994; Hill & Hurtado, 1996）。


  处于支配地位的男性获得性接触机会的第二种途径，就是同性之间的支配行为。其实，处于支配地位的男性通过赤裸裸的抢夺手段，就可以从地位较低的男性手中夺得中意的配偶，而被欺负的男性往往还不敢报复。正如Daly和Wilson所言，“在男性当中，有的人被认为是‘软柿子’，有的人则被认为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人’；有的人言出必行，有的人则是说一套做一套；有的人你可以很放肆地和他的女朋友聊天，但有的人你却不敢那么做”（1988, p. 128）。Napoleon Chagnon曾经报告了这样一个例子，故事的主角是Yanomamö部落的两兄弟。地位较高的是Rerebawa，他和自己兄弟的老婆有染。Rerebawa的兄弟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下，当他发现这件事时，他向Rerebawa发起了攻击。但是很不幸，他被Rerebawa用斧头的背面痛打了一顿。后来，当Rerebawa带领Chagnon参观整个村庄的时候，他抓住他兄弟的手腕，把他硬拖过来，并且这样向Chagnon介绍他的兄弟：“这就是我那个兄弟，我曾经和他老婆有过一腿！”（Chagnon, 1983, p. 29）。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如果这个场景发生在两个地位相当的Yanomamö男性之间，那肯定会引发一场血战。但是，Rerebawa的兄弟只是羞愧地跑掉了，根本不敢和Rerebawa作对。


  地位和性伴侣的数量。是否有确切的证据表明男性地位的提升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性接触机会？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国王、皇帝和君主都拥有大量的配偶，他们挑选出年轻貌美的女子，藏于自己的宫中。比如，摩洛哥的嗜血王Moulay Ismail就拥有500个妻子，总共生育了888个孩子。进化人类学家Laura Betzig搜集了6个最早的文明发祥地的系统化数据，这6个地区分别是美索不达米亚、埃及、Aztex墨西哥、印加秘鲁、帝制印度和帝制中国（Betzig, 1993）。这些文明发祥地跨越了4大洲，前后共有大约4000年的历史，大概起源于公元前4000年。


  研究发现，这6种文化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模式。比如在印度，Bhupinder Singh曾经拥有332位妻妾，其中包括10个高贵的王妃、50个中等的嫔妃，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情妇和没有级别的仆人，“她们对君主唯命是从。无论何时，只要君主有性的需要，她们就必须满足他”（Dass, 1970, p. 78）。当然，如此丰富的性接触机会通常只发生在那些地位较高的男性身上。实际上，许多男性只能娶到一个妻子，而有些人则穷到一个妻子都没有。相反，富有的贵族却能够轻易地占有大量的女性，即便是在现代的印度社会，情况仍是如此（Betzig, 1993）。


  帝制中国的情形和帝制印度非常相似。在公元前771年的周朝，国王拥有“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和八十一御妻”（van Gulik, 1974, p. 17）。宫廷执事官员负责在全国范围内物色年轻漂亮、多才多艺的女子，然后把她们带回宫中。然后，国王挑选出最有吸引力的女子作为王后，而把那些不够漂亮的女子留在宫中，从事仆人的工作。一般而言，男性的社会地位和他们占有的女子的数量是相对应的。据说，黄帝曾和1200个女子有过性行为，被废黜的废帝拥有6座宫殿，里面豢养了10000名后宫佳丽。另外，太子的妻室不能超过千名，大将军的妻室可以超过30个，上层官员的男性可以娶6—12名女子为妻，而中层官员则只能娶3—4个妻室（Betzig, 1993）。


  相比之下，印加秘鲁没有这些最高的数量限制。通常情况下，国王专门有1500间居室来安置他中意的“处女”。这些女子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随时等待国王的召见和宠幸。和中国一样，男性拥有的女子数量取决于他的社会地位和官衔。其中，国王的妻室最多，通常数以千计。印加国王至少需要700名女子“来照料他的饮食起居，供他取乐”（Cieza de Leon, 1959, p. 41）。根据印加的法令和习俗，“大臣要员”可以拥有50个妻室，诸侯可以拥有30个妻室，人口超过10万的省级长官可以拥有20个妻室，100人的地方长官可以拥有8个妻室，小官员是7个，更小的官员则是5个，等等。一个男性能够占有的女子的数量，要与他的社会地位和官衔严格对应。


  同样的故事在埃及继续上演。有史料记载，在公元前1416—1377年的埃及，“国王不停地向地方官员索要年轻漂亮的侍女”（Redford, 1984, p. 36）。虽然这些历史资料并没有记录具体的数字，但是我们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到，位于苏美尔、亚述和巴比伦的美索不达米亚国王曾经拥有大量的妻室、妾室和侍女（有时候是数以千计），也生育了大量的子女（Betzig, 1993）。这意味着，在最早的有历史记载的6个文明发祥地中，地位和等级决定了一个男性和女性的性接触机会。


  其实，这种关系在现代社会仍然成立，只不过在程度上有所不同罢了。现代的西方文化强烈地推行一夫一妻制，并且将其法制化，这就严格地限制了男性所能迎娶的女性的数量。随着君主制度的终结，封建式的一夫多妻制也慢慢消亡了。不过，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地位较高的男性仍然拥有更多的性接触机会（Perusse, 1993）。由于身处一夫一妻制的现代社会，所以地位较高的男性所经历的大量性接触机会主要来自于短期的性伴侣和婚外情。另外，地位较高的男性往往能够娶到更加漂亮的女子为妻（Elder, 1969; Taylor & Glenn, 1976; Udry & Eckland, 1984），而且他们的妻子通常较为年轻，所以生育力也就更强（Grammer，1992）。由此看来，尽管现代文明和远古文明在结构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这种关系——地位较高的男性通常拥有更加年轻、更有吸引力的女性——仍然或多或少地保持了原来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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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一个小镇上的Alex Joseph和他的9个妻子。无论古今中外，地位较高的男性总是拥有更多的性接触机会，比如说拥有更多的妻子、情妇或者妾室。


  总之，经验证据支持了这样的进化观点：男女两性在谋求社会地位的动机强度上存在性别差异。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地位较高的男性总是拥有更多的性接触机会。当然，如果一个女人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那么她肯定也能从中获得繁殖收益。但是，由于男性的地位对他们性接触机会有着非常直接的影响，所以自然选择肯定已经在男性的谋求社会地位的动机上施加了更大的选择压力。


  男性追求地位的动机更高吗？是否有直接的证据表明男性追求支配地位的动机比女性更高？非常奇怪的是，这方面的研究实在是寥寥无几，不过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某些暗示。在一项对6种不同文化的研究当中，Whiting和Edwards（1988）发现，和女孩相比，男孩更倾向于从事打斗、攻击以及其他的武力行为，更容易表现出“自我中心式”的支配风格，希望通过某些行为来吸引他人的注意。在这6种不同的文化中，男孩更有可能向年龄相仿的同伴的统治地位提出挑战。相反，女孩倾向于表现出支持和鼓励，并且更善于交际。


  在考察儿童的性别差异上，心理学家Elenor Maccoby（1990）的工作可以说是无人能及。她对几千个关于儿童性别差异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和评论，并且描述了学龄前儿童的两个最明显的性别差异：


  第一个差异是，男孩通常喜欢从事打斗类型的游戏活动，而且倾向于争夺统治地位……第二个重要的差异则是，女孩很难对男孩产生影响……男孩的言语主要用于实现“自我中心式”的功能，比如说建立和保护自己的势力范围。相反，女孩的交谈活动通常是一个更具社会联结性的过程。（p. 516）


  由此看来，支配动机的性别差异在儿童早期就已经出现了。


  心理学家Felicia Pratto和Jim Sidanius对他们称之为“社会支配倾向（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SDO）”的特质进行了非常广泛的研究，这些研究结果为男女两性在追求社会地位上的性别差异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Pratto, Sidanius, & Stallworth, 1993）。Pratto和Sidanius把社会支配倾向（SDO）描述为一种对社会等级的偏好，他们还编制了一套量表来测量人的社会支配倾向。他们认为，社会支配倾向较高的人通常会支持这样的意识形态：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统治具有合法性；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服从，以及两个群体的差别待遇是应当的；一个群体应该比另一个群体分得更多的额外补贴；等等。社会支配倾向量表包括下面这样的项目：“为了高人一等，有时候必须踩在别人头上”；“有钱人之所以有钱，也就是因为他们更加优秀”；“有些人就是低人一等”；“有的群体就是比不上其他的群体”；“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最优秀（比如最聪明、最富有、最有学问）的人才会获得成功”；“在玩游戏时，获得胜利比如何玩游戏更加重要”；“为了高人一等，可以不惜可手段”（Pratto, 1996, p. 187）。


  这些心理学家认为，男性在SDO量表上的得分应该比女性更高，因为社会支配倾向有助于远古男性获得更多和女性的性接触机会。另外，他们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自然选择应该已经在女性身上设计了特定的心理机制，让她们更加青睐SDO较高的男性，因为这样的男性往往可以为她们及其子女提供更多的资源。从总体上看来，这两个观点都意味着，男女两性在SDO上的性别差异拥有一种进化基础。研究结果表明，男性在SDO量表上的得分确实比女性更高。在一项对1000名洛杉矶成人的研究当中，男性在SDO量表上的得分比女性更高，而且，不管在哪个变量水平（比如文化、收入、教育程度、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其他的变量）上，这种性别差异总是存在（Pratto, 1996）。另外，社会支配倾向的性别差异在其他文化中也同样存在，即便是在瑞典这个以平等主义著称的国家也不例外（Buss, 1994）。总之，男性在那些支持高人一等的态度上的得分比女性更高，比如他们通常认为一个人的地位高于另一个人、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统治等等都是合理的。尽管尚需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但是这些研究结果都支持了这个进化理论：男女两性在追求地位的动机强度上存在性别差异。


  男性和女性在支配行为的表达方式上有所不同。关于支配行为存在性别差异的另一项证据，主要来自于男女两性在表达支配地位时所采取的不同的行为方式。在一项研究中，实验者列出了100种能够体现支配地位的行为（Buss, 1981）。比如说，“在发生意外事故时，由我来主持大局”，“开会时我发言较多”，“我要求别人给我背部按摩”，“大家在一起时，由我来决定看哪个电视节目”，“在和我的男（女）朋友打电话时，通常是我先挂电话”。在第一个研究中，研究者要求被试（包括男性和女性）对这100种行为给予评分，看看他们对这些行为的认同程度。这时，性别差异开始显露出来。一般地，女性更加看重那些亲社会的支配行为（prosocial dominant acts），比如“在会议中掌管某些事务”，“在弄清楚他人的想法之前，就对某个重大的问题表达自己的立场”，“为了一项重要的公共事业去到处游说，筹集款项”，以及“积极地参与学校和社区的各种活动”。


  截然相反的是，男性往往更加欣赏那些自我中心式的支配行为（egoistic dominant acts），比如“总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满足于一意孤行”，“抱怨不得不帮某人的忙”，“当事情搞砸后责怪他人”。与女性相比，男性所青睐的支配行为通常以自我为中心。


  但是，这些性别差异确实存在于男性和女性的实际行动中吗？为了检验这一点，研究者挑选了43名女性和40名男性，让他们完成下面这两份问卷：加州支配心理量表（Gough, 1964）和支配型人格量表（Jackson, 1967）。一周之后，被试上交了一份自我报告的问卷结果，其中包含他们在过去的一周内采取每一种行为（总共是100种行为）的发生频率（Buss, 1981）。统计结果表明，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被试在人格量表上的支配分数和他们实际的支配行为之间存在相关。支配型的男性和女性采取了更多的支配行为，比如“我积极参与政治斗争”，“我可以让一个沉闷的晚会充满生机”，“我在公共集会上发表演说”，“我会讲一个长长的故事来取悦他人”，以及“意外事件发生时我可以主持大局”。


  尽管拥有这些相似性，但是男女两性在具体的支配行为上仍然存在某些明显的差别。譬如，只有支配型的男性报告了下列行为：“我叫别人做那些非技术性的工作，而不是我自己去做”，“我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我告诉他应该做两项工作中的哪一项”，“我设法以别人觉察不到的方法来控制会议的讨论结果”，“我让其他人帮我跑腿”。换句话说，支配型的男性更多地采取了自我中心式的支配行为，他们常常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去影响其他人。


  相反，支配型的女性更倾向于采取亲社会的支配行为，比如说“我解决了群体内部的争端”，“我带头来组织一个计划”，“我在会议上向其他人介绍发言人”。也就是说，支配型的女性所采取的支配行为通常都是为了促进整个群体的团结和利益。


  人格心理学家Edwin Megargee（1969）曾经做过一个非常精妙的实验，他的研究结果也表明，男女两性在具体的支配行为上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Megargee设计了一个人为的实验情境，以此来考察支配型人格对领导能力的影响。首先，他采用加州支配心理量表对大量的潜在被试进行了测量，然后挑选那些得分很高和很低的人作为正式的被试。


  在选出合适的被试之后，Megargee（1969）把被试两两分组，但是每一组被试中必须包括一个高支配型的人和一个低支配型的人。这样，被试总共存在下面四种可能的组合：（1）一个高支配型的男性和一个低支配型的男性；（2）一个高支配型的女性和一个低支配型的女性；（3）一个高支配型的男性和一个低支配型的女性；（4）一个高支配型的女性和一个低支配型的男性。


  Megargee提供给每对被试一个大盒子，盒子里装有许多红色、黄色和绿色的螺母、螺钉和杠杆。他告诉被试，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探讨人们在处于压力状态下时，他们的人格和领导能力之间的关系。每一组被试就是一个故障检修团队，他们的任务是把某种颜色的螺母和螺钉卸下来，然后换成其他颜色的螺母和螺钉，速度越快越好。不过，每一组被试都必须推举其中的一个人来当领导者，领导者负责向他（她）的搭档发号施令。这样，另一个人就成了服从者，他（她）必须执行领导者提出的具体任务。随后，实验者告诉被试，谁是领导者由他们自己决定。


  Megargee感兴趣的问题是，在每一组被试当中，最后究竟是谁成了小组的领导者。所以，他记录了在上述四种不同的情况下，支配型的被试最终成为领导者的比例。统计结果表明，在同性配对组当中，75％的支配型男性和70％的支配型女性最后担任了领导者的角色。但是，在高支配型的男性和低支配型的女性所组成的实验组当中，90％的男性最后变成了领导者。不过，最令人惊讶的是，在低支配型的男性和高支配型的女性所组成的实验组当中，仅有20％的女性最后担任了领导者的角色。


  单从这些实验室数据出发，我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支配型的女性压制了她们的支配倾向，或者低支配型的男性被迫表现出一种标准的社会角色。但是，这两种假设都错了。在实验过程中，Megargee还记录了每一组被试在推举领导者时的谈话记录。当他对这些录音进行分析时，他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高支配型的女性常常“任命”低支配型的男性担任领导者的角色。实际上，在决定谁成为小组的领导者时，高支配型女性的决策时间占了总时间的91％之多！这种现象说明，在混合组被试当中，女性在表达自己的支配特征时采取了和男性完全不同的方式。这种表达上的性别差异在后来的研究中得到了反复的证实（e. g., Carbonell, 1984; Davis & Gilbert, 1989; Nyquist & Spence, 1986）。


  Megargee的研究揭示了一个重要的性别差异。那就是，男性倾向于通过自己的提升行为（比如提高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来表达他们的支配特征，但是女性的支配行为通常不是为了让自己的地位获得提升，而是为了实现整个群体的目标。上面的研究都表明，男女两性在追求地位上确实存在性别差异。


  总之，各种各样的研究证据都支持了这个进化观点：男女两性在支配行为上存在性别差异。一般而言，处于支配地位的男性通常可以获得更多的性接触机会。男性在社会支配倾向量表上的得分比女性更高，男性通常都支持这样的观点——有些个体和群体对其他个体和群体的统治是正当合理的。另外，男性一般通过自我中心式的行为（比如考虑自身的利益，让他人服从自己等等）来表达他们的支配地位，但是女性倾向于通过更具亲社会性的行为来表达她们的支配地位，而不一定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这些性别差异在许多活动中都有所体现。比如说，在男性的私人日记中，有很大的篇幅都是在谈论同性之间的竞争（Cashdan, 1998）。在工作场所，男性通常更有可能采取冒险的行为，提升地位的愿望更强烈，而且更愿意牺牲某些生活质量（比如弹性工时制度）来获得成功（Brown, 1998, 2002）。


  支配理论


  最近，进化心理学家Denise Cummins（1998）提出了一种支配理论，并以此为框架来解释人类身上许多令人迷惑不解的认知能力。她的理论出发点是，人类（以及黑猩猩）必须为了生存而斗争，所以，在处于支配地位的个体和那些试图胜过他们的其他个体之间，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冲突。“心理的进化过程正是在这种战略性的军备竞赛中慢慢出现的，而其中的武器则是不断增强的心理能力——主要用于表征和操作他人的内在心理表征”（Cummins, 1998, p. 37）。自然选择不仅偏爱那些能够促使个体的支配地位不断上升的策略，而且还青睐于某些复杂的服从策略。服从策略可以破坏那些处于支配的个体独自享有某些关键资源的特权，具体的策略主要包括欺骗、诡计、假意服从、友谊，以及设法接触那些生存和繁衍所必需的资源。比如说，研究者曾在黑猩猩中发现，当一只服从的雄性黑猩猩和一只雌性黑猩猩的“违法”性行为被雄性黑猩猩首领发现时，服从型的雄性黑猩猩企图掩饰它的勃起反应。这意味着，服从型的雄性黑猩猩能够“读懂”黑猩猩首领的心思，并且试图欺骗它（de Waal, 1988）。Cummins（1998）认为，这些用于推测他人心理状态的认知能力肯定已经在灵长目动物（包括人类）身上得到了进化，因为它们有助于处于服从地位的个体去破坏那些处于统治地位的个体独自享有资源的特权。


  支配理论包括两个关键性的命题（Cummins, 1998）。第一，该理论认为，人类已经进化了领域特殊性的推理策略，专门用来对有关支配等级的社会规范进行推理。比如说，我们必须理解允许（比如可以和谁结婚）、义务（比如在群体斗争中应该支持谁），以及禁止（比如不能和谁结婚）等。第二，该理论认为，这些推理策略应该先于其他推理策略而出现，并且独立于其他的推理策略。


  Cummins（1998）列举了几项证据来支持她的支配理论。第一项证据来自对儿童的研究，儿童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够对权利和义务进行推理，即道义推理（deontic reasoning）。确切地说，道义推理是指对“一个人是否被允许、有义务、被禁止去做某事”进行推断的过程（比如，我这个年龄能不能喝酒？）。与之相对的推理形式叫作陈述推理（indicative reasoning），它是指对某个陈述的真伪进行推断的过程（比如，那棵树后面真的有老虎吗？）。大量的研究发现，当人们对道义规则进行推理时，他们会自发性地搜寻违反这些规则的反例。比如说，面对这条道义规则“所有喝酒的人都必须年满21周岁”，人们通常会自发性地去搜寻那些年龄不够却正在喝酒的人。相反，当人们对陈述性规则进行推理时，他们往往会自发性地搜寻证实这些规则的例子。比如说，面对这条陈述性规则“所有的北极熊都有白色的毛”，人们通常自发性地想到白色皮毛的北极熊，而不是其他毛色的北极熊。简而言之，对于道义规则和陈述性规则，人们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推理策略。在道义规则中，人们寻找反例；在陈述性规则中，人们寻找能够证实规则的例子。即便是在3岁大的儿童身上，也出现了这两种不同的推理形式。这意味着，两种推理形式在生命早期就已经出现（Cummins, 1998）。不过不大一致的是，3岁的儿童就能够把他们自己安放在传递性的支配等级中（也就是，如果A的等级高于B，而B又高于C，那么A的等级就高于C）。此外，在儿童能够对其他的传递性刺激进行推理之前，他们已经能够对有关支配等级的连续性刺激进行推理（Cummins, 1998）。


  支配理论预测，人类的推理将会受到个体的社会等级的强烈影响。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一些经验证据支持了这个命题。进化心理学家Linda Mealey所做的一项研究是这样的：她向被试呈现一系列男性的照片，并且在呈现某个男性的照片时，同时给被试提供这名男性的个人信息（Mealey, Daood, & Krage, 1996）。个人信息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社会地位（高或者低），另一个是性格（有欺骗倾向、其他的无关信息、值得信赖）。一周之后，研究者再次邀请被试来到实验室，让被试报告他们是否还记得上周看过的照片。这时，被试的表现让人大为惊诧。第一，被试对“欺骗者”的记忆情况比对非欺骗者好得多，即出现了记忆偏差。第二，如果欺骗者的地位较低，那么被试对他们的记忆情况会更好；但是，如果欺骗者的地位较高，那么被试的记忆偏差就消失了。第三，男性被试对欺骗者的记忆偏差比女性被试更为强烈。这些结果支持了这个观点：人类已经进化了具有选择性的注意能力和记忆存储机制，它们专门用于对重要的社会信息进行加工，并且对谁是欺骗者以及欺骗者的地位非常敏感。这些结果也支持了Cummins（1998）的支配理论，即人类的推理受到社会等级的强烈影响。


  其他的研究结果为这个命题提供了更加详尽的支持。当人们发怒或者受到挫折时，他们的血压会上升。此时，如果他们能够向那个让他们生气或者受挫的人发起攻击，他们的血压就可以恢复到正常值。但是，这个方法只有在攻击“目标”处于较低的地位时才有效。如果攻击目标的地位较高，那他们的血压则不会下降（Hokanson, 1961）。


  关于社会地位对推理策略的影响，Cummins曾经做过最为直接的检验（Cummins, 1998, p. 41）。她向被试呈现了如下规则，“如果一个人被指派去主持一项学习讨论，那么他（她）必须对整个讨论进行录音”。被试的任务就是对讨论录音进行检查，看看是否符合上面的条件规则。不过，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操作：实验者让一半的被试扮演地位较高的角色（宿管助理），然后查看他（她）管辖的学生是否满足上述规则。而另一半被试则扮演学生的角色（地位较低），查看他们的宿管助理是否违反了上述规则。最后的研究结果表明，地位和社会推理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关联：当检查比自己地位更低的人时，65％的被试找出了潜在的违反规则者；而当检查比自己地位更高的人时，仅有20％的被试找出了潜在的违反规则者。


  上面这些研究结果都支持了支配理论（也可参见Cummins, 1999）。道义推理策略似乎在生命早期就已经出现了。人们对于有关允许、义务和禁止的社会信息总是特别敏感。另外，人们通常会自发性地搜寻道义规则的反例，而且在面对比自己地位更低的人时，这种搜寻反例的倾向会更加明显。Cummins认为，“如果我们来猜猜看人类的认知能力是进化来解决什么问题的，那么很难有比支配问题更好的备选答案了”（Cummins, 1998, p. 46）。


  吸引社会性注意的理论


  Cummins的支配理论主要强调我们人类在解决有关支配等级的适应性问题时所采取的信息加工策略，相比之下，进化心理学家Paul Gilbert（1990, 2000a）所关注的则是支配行为的情绪层面。Gilbert的理论部分地依赖于“保留资源的潜力（resource-holding potential, RHP）”这个概念，而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非人类的动物研究当中（Archer, 1988; Parker, 1974; Price & Sloman, 1987）。保留资源的潜力（RHP）是指动物对它们自己的能力强弱（相对于其他个体）的评估结果。竞争中的失败者，以及在竞争之前就知道自己会输掉的个体，拥有较低的RHP。相反，竞争中的胜利者，以及在竞争之前就知道自己很可能获胜的个体，拥有较高的RHP。通过对自己和其他个体进行评估，不同的动物个体往往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这样，支配等级也就慢慢出现了。


  在对自己和其他个体的RHP进行评估之后，动物的行为通常可以分为三种模式。第一，如果动物发现自己的RHP更高，那么它很可能攻击其他的个体。第二，如果动物发现自己的RHP更低，那么它很可能选择逃跑。第三，动物可能会投降，放弃和RHP较高的个体争夺那些至关重要的资源。从这些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支配并不是某个个体所拥有的属性，而是对两个或者多个个体之间的关系的描述。当这些关系和其他的许多关系汇聚起来之后，它们就可以对整个支配等级进行描述。


  Gilbert（1990）认为，人类已经进化了另一种模式的RHP：吸引社会性注意的潜力（social attention-holding potential, SAHP）。SAHP是指人们投放在某个特定个体身上的注意的质量和数量。根据这种观点，人们相互竞争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群体中其他人的注意和重视。当群体成员在某个人身上投放了大量的注意力时，这个人的地位也就上升了。相比之下，那些被忽略的个体则拥有较低的地位。所以，Gilbert的理论认为，地位等级的差异并不是源于个体受到的威胁和控制存在差异，而是在于别人对他们的注意存在差异。


  为什么我们会关注有些人，而忽略另一些人呢？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虽然Gilbert提出了一些解释，但是这些观点仍然有待检验。他认为，我们之所以会注意一个人，是因为他能够执行我们所看重的功能。比如说，医生给病人看病，病人通常会对医生给予高度的注意。从这种观点看来，当我们争相为他人提供某种利益时，我们其实是为了增加自己的SAHP。而那些没有给他人提供任何益处的人，则不会吸引他人的注意，所以也得不到什么资源。


  Gilbert（1990, 2000b）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的理论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心境和情绪是地位等级的变化所产生的结果。Gilbert推测，个体在地位等级获得提升时通常会产生两种反应，一种是变得兴高采烈（elation），另一种是帮助行为的增加。在比赛中获胜的人往往会产生一种欢愉的心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胜利者的姿态”。其实，你只要看看一场体育比赛的胜利者和失败者的面部表情，你就能够感觉到这种差别。我们可以推测，积极的心境更有可能促使一个人去寻找下一场竞争活动，而且对自己获胜的可能性也更有信心。第二种反应是帮助行为的增加。心理学家已经发现，如果一个人的地位获得了提升，那么他对待其他人的方式可能会更加友善，也更乐意帮助别人（Eisenberg, 1986）。有趣的是，有些人不愿意向他人寻求帮助，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可能会降低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地位（Fisher, Nadler, & Whitcher-Alagna, 1982）。此外，有研究证据表明，在医院的急诊病房里面，地位较高的人提供的帮助通常比地位较低的人更多（Brewin, 1988）。总之，等级的提升会影响到个体心境的好转和帮助行为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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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理论认为，胜利会带来一种兴高采烈的心境，产生更多的帮助行为，并且增加了个体赢得后续竞争的可能性（左图）。失败则会导致沮丧、社会性焦虑和嫉妒（右图）。


  根据SAHP理论，地位的暴跌也会给心境和情绪带来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出现社会性焦虑、害羞、愤怒、嫉妒和沮丧等。在公开场合发言时，如果潜在的后果对个体地位的影响越大，那么个体的社会性焦虑就会越严重。比如，一位教授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言论时所体验到的焦虑情绪，肯定要比他（她）在给本科生作报告时的焦虑情绪严重得多。我们可以推测，社会性焦虑的功能恰恰在于激发个体的行为，让个体免于丧失地位。害羞是另一种与之有关的情绪。害羞通常出现在下列情境中：一个人在公共场合成为了别人蔑视和嘲笑的对象，而且地位等级也随之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感到羞愧的个体通常认为自己特别渺小、低贱，甚至是卑鄙。伴随着这种自我评价，他的身体也会表现出相应的变化，比如避免和其他人的眼神交流、低下头、身体向前蜷缩（Wicker, Payne, & Morgan, 1983）。可以推测，羞愧能够激发个体的行为，让他避免成为嘲笑的对象（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


  愤怒是个体对丧失地位的另一种反应。愤怒可以激发个体的行为，让他向那个导致自己丧失地位的人寻求报复。俗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愤怒不仅让个体去寻求报复，而且还为自己的报复找到了正当的理由（Gilbert, 1990）。


  嫉妒是心理学研究得最少的情绪之一，但是SAHP理论认为，这种情绪非常重要。当我们看到其他人拥有我们也想要的资源如房子、配偶和遗产时，我们就会体验到嫉妒情绪。所以，嫉妒通常也和地位等级密切相关。嫉妒可以激发我们去模仿那些拥有我们想要的事物的人。英雄崇拜和理想化形象就是嫉妒情绪的积极表现之一。另一方面，嫉妒也会促使我们去诋毁那些比我们更强的人，比如说毁谤他们的成就、散播有关他们的谣言等等。嫉妒通常促使丈夫小看他们妻子的成就，以此来维护他们在婚姻中的地位（Honing, McCullough, & Sugimoto, 1981）。另外，对于一个组织而言，嫉妒拥有极强的破坏性，比如经理可能会暗中削弱下属的努力，避免下属的光芒盖过了自己（Gilbert, 1990）。


  根据Gilbert的假设，沮丧也是地位丧失所引发的一种情绪反应。不过，其他因素也可以产生沮丧情绪，比如说丧失了依恋关系（Gilbert, 1990）。通常情况下，如果我们觉得丢脸、丢了工作、感觉自己成了别人的负担，或者未能以社会大众的方式行事，那么我们就会体验到沮丧情绪。经验证据表明，沮丧可以促发我们的服从行为，这有利于我们安抚他人，避免受到他人的猛烈攻击（Forrest & Hokanson, 1975）。此外，当我们再次找到工作、为他人带来收益，从而提高我们的SAHP时，我们就可以从沮丧情绪中恢复过来（Gilbert, 1990）。


  总之，SAHP理论认为，自然选择已经设计了专门的心理机制来解决有关地位等级的适应性问题，而人类的许多情绪反应（从兴高采烈到沮丧）正是这些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到目前为止，检验上面这些假设的研究还寥寥无几。不过，这个理论拥有非常直观的吸引力，而且表现出很大的潜力。


  支配地位的决定因素


  个体拥有的很多言语特征和非言语特征，都与他们的支配地位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些特征的范围非常广泛，既包括谈话时间的长短，也涉及到睾丸激素水平的高低。在这一节中，我们主要概括支配性和地位之间存在的最重要的相关性。不过，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尚不能对相关数据作因果解释。比如说，尽管睾丸激素和支配性之间确实存在相关，但是，究竟是高的睾丸激素水平导致了高的支配性，还是高的支配性导致了高的睾丸激素水平？抑或是两种情况都有？另外，如果地位较高的人比地位较低的人站得更加笔直，那么是站得笔直导致了地位的提升，还是地位的提升让他（她）站得越加笔直？抑或是两者都有？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知道其中的因果关系。尽管如此，支配性和地位之间的相关性还是为我们理解整个群体中的相对等级提供了一幅迷人的图景。


  支配地位的言语指标和非言语指标。在总结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之后，Argyle（1994）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支配型的人通常站得笔直，面向大家，双手叉腰，胸膛舒展；他们的目光关注很多人，而且在谈话时总是看着别人；他们不会经常露出笑容；他们用身体去触碰别人；他们说话的声音洪亮，语速缓慢；他们会用手指向别人。但是，服从型的人则完全相反：他们的身姿通常不是笔直的而是弯曲的；他们经常露出笑容；他们说话的声音很柔和，当别人在说话时，他们总是看着对方，并且不停地点头；他们说话的时间比支配型的人更少；当别人说话时，他们不会打断对方；他们在演讲时总是看着地位较高的人，而不是整个群体。


  那么走路的姿势和步速又会怎样呢？Schmitt和Atzwanger（1995）预测，男性的步速和社会地位之间应该存在相关，而女性则没有。他们的理由是，在人类的整个进化过程中，男性必须为了获得配偶而相互竞争，所以他们通常会表现出那些能够象征他们狩猎技能的素质，比如移动速度和稳定性。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市区，一名观察者测量了步行者的步速。然后，第二名观察者对每一个步行者进行了采访，搜集了他们的年龄、身高和社会经济地位。研究结果列在下面的图12.1中。


  从图中我们不难发现，男性的步速和社会经济地位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相反，女性身上却不存在这样的显著相关性。研究结果支持了原作者的假设：走路的步速和社会地位之间的相关性仅仅只存在于男性身上。


  体型与支配地位。由于我们人类的地位等级非常复杂，我们可以通过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获取他人的注意，所以，如果说人的体型和支配地位之间存在相关，那么你肯定会觉得很奇怪。实际上，“大人物（big man）”这个词汇在大多数文化中都拥有双重含义，它既可以指一个人拥有庞大的体型，又可以形容一个人拥有非常重要的权力和影响力（Brown & Chia-yun, n. d.）。在某些文化中，“领导者”一词的字面含义也就是指“大人物”。另外，很多描述地位的词汇都是拿体型作比喻的，例如“高高在上（on top）”、“低人一等（under control）”、“自信满满（walking tall）”，以及“垂头丧气（crestfallen）”。Brown和Chia-yun对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人种志证据进行了总结，最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大人物’一词反应了普遍的文化特征：在人类（和其他动物）身上，社会地位和体型之间存在相关。”（Brown & Chia-yun, n. d., p. 10）不管是在非洲的Aka俾格米人当中，还是在巴西的亚马逊雨林的Mehinaku地区，人们都更加偏爱个头高大的人来担任领导者的角色。


  [image: ]


  图12.1 步行者的步速和社会经济地位（SES，数字越大代表地位越高）之间的关系。在男性（N＝167）中，步速越快的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但是在女性（N＝159）中，步速和社会经济地位之间不存在相关。来源：重印自《习性学与社会生物学》，16，A. Schmitt & K. Atzwanger，《快步伐一高地位：对步伐的社会生物学研究》，451—462。版权（1995）归Elsevier Science所有。经允许重印。


  有人对社会地位和体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验研究（Wilson, 1968）。其中有一项研究是这样的，实验者把同一个男人介绍给不同的观众，但是给每个观众的介绍内容都不一样，比如说教授、研究生等等。后来，实验者要求观众估计一下这个男人的身高。结果，两类观众的估计值出现了分化：尽管两类观众的评估对象是同一个人，但是他们对地位较高者（比如教授）的身高估计值要高于对地位较低者（比如研究生）的身高估计值。即便是那些我们认识的人，只要我们知道他们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我们对他们身高的心理估计还是会有所夸大（Dannenmaier & Thumin, 1964）。


  对美国社会的研究表明，高个子的男性在就业、升职、薪水和选举上都占有一定的优势（Gillis, 1982）。高个子的男性通常拥有更高的工资。在平均身高（5英尺8英寸）以上，男性的身高每增加1英寸，其年薪大概要增加600美元。在20世纪的历届美国总统竞选中，个头较高的竞选者最后赢得大选的次数占了总次数的83％。虽然人类的地位等级是如此的复杂和微妙，但是单单体型这个因素，就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睾丸激素与支配地位。睾丸激素是一种雄性激素，它也许是动物体内最重要的激素，因为“雄性”性征的发育和维持都需要依赖于这种激素（Mazur & Booth, 1998）。比如，自幼被阉割的公鸡既不会长出红色的鸡冠，也不会长出象征公鸡繁殖能力的肉垂；它们不会报晓，不会向母鸡献殷勤，而且不敢和其他公鸡发生冲突。在人类身上，睾丸激素的性别差异非常显著。男性体内的睾丸激素含量几乎是女性的7倍，在1公升男性的血液当中，平均含有十万分之一克的睾丸激素（Mazur & Booth, 1998）。虽然肾上腺皮质和女性的卵巢也可以分泌睾丸激素，但是大多数睾丸激素还是由男性睾丸中的Leydig细胞所产生的，而且，这也是男性和女性在睾丸激素水平上存在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睾丸激素可以通过血液和唾液来加以测量。


  到达青春期之后，男性的睾丸所产生的睾丸激素开始迅速增长，几乎是青春期之前的10倍之多。睾丸激素的急速增长导致了男孩的青春期发育，比如阴茎增大、嗓音变粗、肌肉增强、胡须和体毛开始出现，以及对性的兴趣开始增长（栏目12.1简要地讨论了面孔的支配性对地位和性行为的影响）。


  栏目12.1


  面孔的支配性


  面孔的支配性是社会地位的另一个指标。支配型的面孔通常拥有结实而突出的下巴、厚重的眉骨，以及肌肉发达的面颊。相反，低支配型的面孔往往表现为削瘦的下巴、细小的眉骨，以及肉乎乎的面颊。进化心理学家Ulrich Mueller和Allan Mazur（1996）先对美国西典军校的434名学员的面孔支配性给予评分，然后追踪考察了他们后来的军旅生涯。结果，两位研究者发现，面孔具有支配性的学员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获得了更高的军衔。另外，面孔的支配性不仅和学员在职业生涯中期所获得的军衔存在正相关，而且还对他们在职业生涯晚期（即拍照和评分20年之后）的晋升机会存在正相关。在另一项研究当中，研究者对58名高中男生的面孔支配性进行了评价，同时还考察了他们的外貌的吸引力和身体发育情况（Mazur, Halpern, & Udry, 1994）。随后，研究者要求这些男生完成一份调查问卷，问卷的内容主要是关于他们的性经验。统计结果表明，三个预测指标（面孔的支配性、外貌和身体发育情况）都与性行为的次数和性伴侣的个数存在正相关。然而，在控制了外貌的吸引力和身体的发育情况之后，面孔的支配性和性经验之间仍然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所以，研究者认为，面孔的支配性增加了男性的性接触机会。


  长久以来，科学家们一直怀疑在许多动物当中，睾丸激素水平和支配地位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比如说，在一项研究当中，研究者给地位较低的母牛注射了睾丸激素（Bouissou, 1978）。后来，接受注射的母牛的地位等级获得了提升。但是，当研究者让母牛的睾丸激素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时，这些母牛的地位又滑落到了较低的位置。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公鸡身上。当公鸡接受睾丸激素注射之后，它们的鸡冠开始增大，地位等级也获得了提升，有时甚至爬到了最高的位置（Allee, Collias, & Lutherman, 1939）。


  睾丸激素对地位提升的因果效应很难在人类身上进行验证，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这样的实验必然会受到伦理道德上的非难。有研究表明，不管是服刑人员还是非服刑人员，他们的睾丸激素水平和支配行为之间都存在相关。另外，如果睾丸激素水平越高，那么个体的反叛行为和反社会行为也会越多，这一点在年轻男性身上特别明显（Mazur & Booth, 1998）。由于这些研究都是相关研究，所以我们还不能得出结论说较高的睾丸激素水平产生了较多的支配行为。实际上，倒是有些证据认为是后者影响了前者。


  人类身上最可靠的现象之一就是，地位的变化会导致睾丸激素水平的变化（Mazur & Booth, 1998）。在比赛之前，运动员的睾丸激素水平都会上升，也许这能够促使个体更愿意采取冒险行为。更重要的事情是，在比赛结束之后，胜利者的睾丸激素水平仍然保持上升的势头，一般会持续2个小时之久。但是，失败者的情况则完全相反，他们的睾丸激素水平在赛后会马上下降。心境的变化伴随着睾丸激素的变化，因为胜利者的情绪总是比失败者更加高昂。如果运动员非常重视这场比赛的话，上面的效应将会更加明显。


  其他活动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比如棋类比赛（Mazur, Booth, & Dabbs, 1992）、实验室中的反应时“比赛”（Gladue, Boechler, & McCaul, 1989），以及言语辱骂的象征性挑衅行为（Nisbett，1993）。胜利者的睾丸激素水平上升了；失败者的睾丸激素水平下降了。有趣的是，胜利和失败的影响甚至扩散到了并未参加比赛的体育迷身上。在1994年的足球世界杯上，当巴西队打败意大利队时，坐在电视机前的巴西球迷的睾丸激素水平上升了，而意大利球迷的睾丸激素水平则下降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于睾丸激素的变化到底拥有何种进化功能还知之甚少。不过，有一种推测认为，胜利者很可能马上要面对下一个竞争者，所以睾丸激素水平的提高可以让他们为后面的比赛做好准备。而在失败者身上，睾丸激素水平的下降有助于他们放弃和其他个体的对抗和冲突，从而免受伤害，等到更好的时机后再寻求反击（Mazur & Booth, 1998）。另外，睾丸激素水平的提高让胜利者对自己更加自信，试图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以及更多的性接触机会。不过，这些假设仍然有待具体的验证。


  对于男性腰臀比率（WHR）的研究，为睾丸激素和支配地位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间接的证据。腰臀比率是一种第二性征，它受到睾丸激素的影响（Campell, Simpson, Stewart, & Manning, 2002）。腰臀比率较高的男性，不仅拥有较高的睾丸激素水平，而且往往更加健康，患病（比如糖尿病、心脏病、中风和某些癌症）的几率更小（Singh, 2000）。两项相互独立的研究表明，腰臀比率较高的男性认为自己更加自信，而且经常被别人认为有领导气质（Campell et al., 2002）。这又一次表明，男性的睾丸激素水平和支配地位之间存在关联。


  到目前为止，有关女性的睾丸激素水平和支配地位之间关系的研究尚不多见。不过，现有的研究表明，在男性身上发现的睾丸激素水平和支配地位之间的关系，并不能应用到女性身上。有几项研究的结果显示，在服刑的女性人员当中，睾丸激素水平和无缘无故的暴力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但是，其他的研究未能重复验证这种关系（Mazur & Booth，出版中）。在一项研究当中，研究者发现，睾丸激素水平较高的女性，同伴对她的地位评价很低，这个结果似乎和男性刚好相反（Cashden, 1995）。有趣的是，睾丸激素水平较高的女性倾向于高估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睾丸激素水平较高的女性对自己的地位评价很高，但是同伴对她的评价却很低。有关女性的睾丸激素水平和支配地位之间的关系，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总之，上面的研究结果还仅限于男性，而且表现出一种互反（reciprocal）的因果关系模式（Dabbs & Ruback, 1988; Mazur & Booth, 1997）。在某些亚文化中，睾丸激素水平较高的男性通常表现出更多的支配行为，从而导致了社会地位的提升。但是相应地，地位的提升也可以导致睾丸激素水平的增长（Bernhardt, 1997）。我们期待将来的研究能够更加精确地阐述这些互反的因果关系的进化功能。


  5–羟色胺与支配地位。最近的研究表明，神经递质5–羟色胺和支配地位之间存在关联（Cowley & Underwood, 1997）。解百忧（Prozac）是一种广泛使用的抗抑郁和焦虑的药物，它能够增加患者脑部的5–羟色胺的分泌。


  进化科学家Michael McGuire和Michael Raleigh以非洲猕猴作为实验对象，他们发现，社会等级较高的雄性猕猴的血液中的5–羟色胺含量，几乎是地位等级较低的雄性猕猴的2倍之多（McGuire & Troisi, 1998）。但是，和睾丸激素一样，这里也存在两种可能的因果解释。当雄性猕猴首领的领导地位被推翻之后，它的5–羟色胺水平就会急剧下降。当地位较低的雄性猕猴获得了更高的权力之后，它的5–经色胺水平就会上升。在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当中，McGuire和Raleigh把雄性猕猴首领置于一个单向玻璃后面，这样其他的猕猴就看不到它了，也就无法向它表示臣服的行为。这时，两位研究者发现，雄性猕猴首领的5–羟色胺水平急剧下降。显然，猕猴首领把其他猕猴的行为看作是它丧失地位的征兆，所以它的5–羟色胺水平开始急剧下降。


  在另一项研究当中，McGuire和Raleigh对一所大学的兄弟会中的48名成员进行了考察。这48个人既包括兄弟会的领导者，也包括普通的成员。研究者发现，领导者的5–羟色胺水平要比其他普通成员高出25％。这两位研究者还做了一项非常好玩的小样本试验，他们考察了自己的5–羟色胺水平。结果发现，McGuire（实验室主任）的5–羟色胺水平要比Raleigh（研究助手）高出50％。总之，5–羟色胺这种神经递质和睾丸激素一样，都与社会等级存在某种关联。


  缺乏一种关于支配地位的决定因素的理论。上面的内容只是简要地介绍了少数几个与支配和社会地位有关的特征。与支配有关的其他跨文化特征还包括运动能力、智力、外貌的吸引力、幽默感，以及精心的装扮（Weisfeld, 1997）。现在，我们还没有一个广泛的理论来解释我们看重他人的哪些特征，为什么看重这些特征；我们为什么对有的人充满了尊重和敬畏，而对另一些人却不理不睬，或者让他们颜面扫地。让我们获得更高地位的那些特征，是否对男性和女性都有效？是否对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人都有效？为什么在有些亚文化中，身体结实强壮的人会获得更高的地位，但是在另一些文化中，人们却把拥有这些特征的人称作暴徒？对社会声望的评价标准到底拥有多大的文化变异性？那些进化来让我们总是设法超越他人的心理机制又是什么？存在一种评价社会声望的普遍标准吗？它能否从进化心理学的分析中被提前预测出来？上面这些问题，以及其他很多非常关键的问题，都需要对声望、地位和名誉的跨文化研究来给予解答（Buss, 1995b）。


  自尊是一种追踪地位的机制


  最近，进化心理学家越来越关注有关情绪和自我评估的心理机制，因为这些机制追踪了社会情境中许多非常重要的适应性特征（e. g., Barkow, 1989; Frank, 1988; Kirkpatrick & Ellis, 2001; Tooby & Cosmides, 1990）。比如说，Barkow（1989）认为自尊就是一种追踪声望、权力和地位的机制，“导致自尊的评估过程其实是一种符号加工过程，它涉及到运用专门分派声望的各种标准”（Barkow, 1989, p. 190）。


  根据这种观点，心理学家Mark Leary及其同事（Leary et al., 1998; Baumeister & Leary）提出了一种形式化的理论——社会计量理论（sociometer theory）。社会计量理论的基本前提是，自尊是一种主观的指示器，它能够反应其他人对我们的评价。如果别人对我们的接受程度有所提高，那么我们的自尊就会增强；相反，自尊的减弱是因为我们认为别人对我们的接受程度有所下降。


  Leary试图从进化的角度来解释社会计量理论的基本原理。人类是以群体的形式进化而来的，为了生存和繁衍，我们必须依赖于他人的帮助。所以，自然选择肯定已经在人类身上塑造了相应的机制，激发我们去寻找同伴，形成社会同盟，或者讨好群体中的其他成员。如果一个人不能被他人（至少几个）所接纳，那么他就得不到群体的保护。这样，他就处于一种被孤立的局面，也很容易在成年之前就死去。既然社会接纳程度对于我们祖先的生存和繁衍如此重要，那么自然选择肯定已经在人类身上塑造了相应的机制，让我们可以评估自己被他人的接纳程度。社会计量理论认为，这种机制就是自尊。对自尊的渴望能够激发我们去获取他人的喜爱和支持，让我们去改善现有的社会关系，以及寻找新的社会关系。根据社会计量理论的观点，自尊追踪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适应性问题，那就是一个人被群体接纳或排斥的程度。


  许多经验证据都支持了社会计量理论。比如说在一项研究中，参与者先描述了他们之前参加的一次社交活动，然后在下面两个维度上对这次活动给予评分：（1）他们觉得自己被他人的接纳程度或排斥程度；（2）他们当时的自尊水平（Leary & Downs, 1995）。研究结果证实了社会计量理论的预测。觉得别人对自己的接纳程度较高的被试，通常拥有较高的自尊水平；反之亦然。


  正如Barkow（1989）所言，只要对这个理论稍作扩展，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观点：自尊追踪了声望、地位和名誉。根据这种扩展，自尊就变成了一种负责追踪他人对我们的尊重和敬意之情的心理机制。如果我们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提高了，那么我们的自尊水平也会增加；反之亦然。


  根据这个扩展式的社会计量理论，自尊拥有下面几种进化功能。第一，自尊是一种动机机制。自尊不仅能够促使我们去改善和他人的关系，而且还可以激发我们去重复和增加某些行为——即那些让我们从他人那里获得尊重的行为——的频率。在这个意义上，精确地追踪我们所拥有的尊重以及那些能让我们获得更多尊重的事件，确实有利于维持和增加我们实际的地位和声誉。


  自尊的第二个功能在于，它可以指导我们向哪些人发起挑战，又向哪些人表示服从。知道了我们在群体中所处的等级位置之后，我们就可以安全地欺负某一些人，而不去“惹”另一些人。这是因为，错误的自我评估很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伤害、驱逐甚至是死亡。正是由于自尊能让我们对自己的社会等级进行精确的评估，所以它有助于我们在面对不同的人时选择不同的策略：挑战或者服从。


  自尊的第三个功能是它可以追踪我们对自己的满意程度，从而影响我们对自己的配偶价值（相对于其他人而言）的判断（Kirkpatrick & Ellis, 2001）。有一项研究对这个功能进行了检验，研究者向被试呈现一系列的模特，这些模特在下面两个维度上存在差异：是否有吸引力和是否处于支配地位（Gutierres, Kenrick, & Partch, 1994）。每个被试看到的都是和自己性别相同的模特。研究者不仅提供了模特的照片（展示模特的吸引力水平），还对模特的个人信息给予了描述（包含地位等级的相关信息）。另外，指导语提示，被试的任务是帮助研究者评估各种可能的约会服务形式。随后，研究者要求被试对他们自己的很多维度进行评分，比如他们对自己作为一个配偶的满意程度。


  研究结果真是引人注目。和那些看到不漂亮的模特的女性被试相比，看到漂亮模特的女性被试对自己作为一个配偶的满意程度更低。但是，模特的支配地位对于女性被试的自我评价却没有多大的影响。耐人寻味的是，在男性被试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和女性被试刚好相反。男性被试看到的模特所拥有的支配地位越高，他们对自己作为一个配偶的满意程度就越低。但是，模特的吸引力水平对他们的自我评价却没有多大的影响。这项研究支持了上述假设：自我评价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我们对自身的满意程度。另外，这项研究还为男女两性在配偶价值上的性别差异提供了额外的证据。


  将来的研究者在检验自尊的功能时，可以采取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那就是对他人的知觉进行操纵。如果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体能非常自信，认为他（她）能够打败竞争对手，那么，哪怕没有明显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别人还是不敢随便招惹他（她）。另外，动物之间也经常通过叫声来威慑对方（Tiger & Fox, 1971）。我们倾向于认为，人们对地位和尊重的自我展示至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事情并非都是这样。傲慢、自负、骄傲、做作、自命不凡、夸大和过分——这些词汇通常是指有些人在自我展示时过分夸大了他们自身的地位。另外，人们经常用这些词汇来诋毁他们的竞争者，让竞争者的潜在配偶认识到自己受到了欺骗。将来的研究应该进一步探讨自尊的诸多功能，考察自尊随着时间的波动情况，以及人们如何影响和操纵其他人对他们的自尊所形成的印象（Kirkpatrick & Ellis, 2001）。


  服从的策略


  我们已经把本章的大部分篇幅用在了对支配地位的探讨上，比如支配地位的预测指标，地位较高的男性拥有更多的性接触机会，以及地位较高的人在走路时都身姿笔挺、步速很快。也许我们的注意力是很自然地集中在了那些地位较高的个体身上。而且在上文中，我们确实提到过一个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性注意意味着更高的地位。但是，我们还需要对支配行为的另一面加以解释，那就是地位较低的个体所画临的适应性问题。不过，本节的内容具有很大的推测性，因为到目前为止，服从行为还没有引起研究者们足够的注意。


  低调。进化生物学家John Hartung让我们考虑一下那些认为自己大材小用的人（Hartung, 1987）。比如，一个男人认为他的工作无法让他发挥自己全部的才能；一个女人知道她比自己的丈夫更加聪明能干。如果你的行为让你的上司或配偶感到自愧不如，那么你的工作或婚姻很可能会陷入危机。你的老板可能会因为你的桀骜不逊而解雇你；你的配偶可能会去寻找一个让他（她）感觉更加舒适和安全的人。Hartung提出了一种适应性的解决方案，名叫“低调”（deceiving down）。低调既不是“装聋作哑”，也不是故意假装自己不行。相反，低调确实会导致自信心的下降，促使人们表现出服从的行为。


  其中的进化逻辑在于，表现出令人信服的服从行为，在很多情况下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意义。拥有某种威胁的个体肯定会受到处于支配地位的个体的攻击，因为支配型的个体总是试图征服每一个潜在的竞争者。这样，真正的服从行为就可以让个体免受类似的攻击，继续在群体中占据一定的位置。同时，个体还可以等待更好的时机到来，夺取支配地位。至于那些被迫处于“大材小用”状态中的人是否真的降低了他们的自尊，以便更好地表现出令人信服的服从行为，这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


  “出头鸟”的衰落。《牛津英语词典》对“出头鸟（tall poppy）”的定义是“一个收入丰厚、享有特权的杰出人士”（Simpson & Weiner, 1989）。《澳大利亚国家词典》对出头鸟的定义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他（她）的声望、头衔或财富引起了他人的嫉妒和敌意”（Ramson, 1988）。心理学家Norman Feather（1994）曾经探讨了人们对出头鸟的衰落的反应，他发现人们的反应取决于很多不同的因素。一种常见的反应可以用德语词汇Schadenfreude来加以描述，它的意思是“从别人的不幸中体会到快乐（幸灾乐祸）”。虽然英语里面并没有与之严格对应的词汇，但是当讲英语的人初次听到这个定义时，“他们的反应通常不是‘让我看看……幸灾乐祸……这是什么意思？我理解不了这个概念；我的语言和文化并没有提供这样的范畴’，而是‘你是说真的有这么一个词吗？太酷了！’”（Pinker, 1997, p. 367）。


  处于服从地位的个体肯定会付出一定的代价。由于地位较高的个体拥有更多的机会去获得那些对于生存和繁衍都非常重要的资源，所以服从型的个体通常只能弄些边角余料。有一项对服从行为的研究阐明了服从的潜在策略（Salovey & Rodin, 1984）。研究者给被试提供反馈，告诉他们说，他们在一项与自我有关的特征上不如他们的同伴那样成功。接收到这条反馈信息之后，被试开始诋毁这个成功的同伴，表示自己不想和这个人交朋友，并且报告说和这个人的交往将会让他们感到更加焦虑和沮丧。贬低一个成功的竞争者可能确实让我们感觉好一点，但是，仅仅让我们自己感觉好一点还不能被称之为嫉妒的进化功能。贬低一个成功的竞争者可以带来其他的结果，比如说让竞争者的名声受损，让我们把努力转到其他的领域。这两种结果倒是可以被称之为合理的进化功能。


  Feather（1994）主持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他让被试阅读很多关于出头鸟的衰落的故事。比如，一个优等生在一次关键的期末考试中考砸了。Feather设置了不同特征的故事脚本，比如说一个人最初的成功是不是应得的，衰落的程度是大还是小，以及衰落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出头鸟的错误。Feather还挑选了日本被试和澳大利亚被试来参与实验，想看看对出头鸟的衰落的反应是否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有一项因变量指标采用了出头鸟量表（Tall Poppy Scale），其中的项目包括：“很乐意看到非常成功的人偶尔也会失败”，“非常成功的人总是很狂妄自大”，“衰落的成功人士不应该享有以往的声誉”，“非常成功的人应该走下宝座，变得和其他人一样”，“出头鸟应该降低自己的威望，有点自知之明”，“应该时不时地压制一下非常成功的人的傲气，哪怕他们没有做错什么”（Feather, 1994, p. 41）。


  通过一系列的研究，Feather发现了人们产生幸灾乐祸反应的几个重要条件。第一，当出头鸟的地位非常突出时，被试对出头鸟的衰落的反应更加高兴。第二，如果出头鸟的成功并不是应得的，那么被试的反应会更加高兴。第三，嫉妒是被试对出头鸟的普遍情绪反应。当出头鸟获得成功的领域对于被试非常重要时（比如学生的学业成绩），这种情绪更加强烈。第四，日本被试比澳大利亚被试的反应更加高兴，这说明Schadenfreude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第五，与高自尊的被试相比，低自尊的被试对于出头鸟的衰落表现得更加高兴。


  尽管这个主题仍然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但是现有的证据表明，服从策略可以促使地位较高的个体地位下降，而且对他们地位的下降感到满意。幸灾乐祸可能是一种激发性的机制，它可以促使我们让竞争者的不幸继续加深。要知道，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总是以相对性——有些人强于其他人——为基础的。所以，我们预测人类身上存在两种获得地位和支配等级的一般性策略。一种是自我提升（self-enhancement），即试图比竞争者变得更强。另一种是促使其他人的衰落。上面的研究表明，我们人类似乎两种策略都在使用。


  对于服从策略及其功能，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研究（Sloman & Gilbert, 2000）。比如，进化心理学家Lynn O'Connor及其同事已经发现，服从行为至少与下面两种不同的动机状态有关：害怕伤害自己和害怕伤害他人（基于内疚的服从行为）（O'Connor, Berry, Weiss, Schweitzer, & Sevier, 2000）。评估自己是否应该投降的社会比较过程，是激活服从策略的必要成分（Buunk & Brenninkmeyer, 2000）。另外，人类拥有的服从策略的数量简直令人瞠目结舌，比如和处于支配地位的个体保持更远的距离、隐藏、逃跑、保持被动、显得垂头丧气、吸引他人的帮助，以及表现出令人愉快的合作倾向（Fournier, Moskowitz, & Zuroff, 2002; Gilbert, 2000a, 2000b）。如果个体受到侮辱，或者被完全排除在群体之外，那么他的声望将会骤降，获得重要资源的机会也会随之减少。所以，我们预测自然选择已经在人类身上塑造了避免被完全排除在群体之外的心理机制，比如服从（Kurzban & Leary, 2001; Williams, Cheung, & Choi, 2000）。


  小 结


  本章主要探讨了社会地位和支配行为的进化心理学，这些现象在动物界（从鳌虾到人类）中十分常见。支配等级是指，在一个群体当中，有些成员比另一些成员拥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那些对个体的生存和繁衍都非常重要的资源。支配等级给动物带来了一系列的适应性问题，而动物已经进化了相应的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激发个体获得更高等级的动机，以及选择合适的服从策略等等。在有些物种当中，体型的大小是决定个体支配等级的重要因素，但是在灵长目动物（比如人类和黑猩猩）中，寻求同盟的社会技能是个体能否获取较高地位的关键因素。一般情况下，个体的地位等级越高，他就拥有更多的机会去获取那些生存和繁衍所必需的重要资源。


  一种得到普遍认同的观点是，自然选择已经在男性身上塑造了更高的追逐地位的动机。如果一个择偶系统的一夫多妻特征越明显，那么男性（相对于女性而言）就会为了获得繁殖成功而采取更多的冒险行为去提高自己的社会等级。在这样的择偶系统中，处于较高地位的男性通常可以拥有更多的妻子（古代），或者更多的性伴侣（现代）。经验证据支持了这个进化假设。在公元前4000年，在有历史记载的6种文化背景中，处于较高地位的男性总是拥有大量的妻子、情妇或者妾室。跨文化的研究结果表明，男性早在3岁时就已经形成了地位等级。经验证据支持了下面这个假设：男性在社会支配倾向上的得分比女性更高，他们往往认为有些人比其他人拥有更高的地位是合情合理的。女性倾向于平等主义，而男性则倾向于等级主义。另外，男性和女性在表达他们的支配地位时所采取的行为也截然不同。通常情况下，女性通过亲社会行为（比如解决群体内部存在的争端）来表达她们的支配地位，而男性的支配行为则主要是为了个人的收益和升迁（比如让别人做一些琐碎的事情，而不是亲自动手）。如果给一个机会让他们自己选择的话，支配型的女性通常会命令男性来担任领导者的角色，而支配型的男性则当仁不让地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


  Denise Cummins提出了支配理论来解释我们身上专门用于获取支配等级的认知机制。支配理论包括两个关键的命题。第一，人类已经进化了领域特殊性的推理策略，专门让我们对涉及支配等级的社会规范进行推理。这些推理策略包括对下列概念的理解，比如允许（比如谁可以和谁结婚）、义务（比如谁必须在社会斗争中支持谁），以及禁止（比如谁不能够参加战争仪式舞蹈）等。第二，这些认知策略应该先于其他推理策略而出现，并且独立于其他的推理策略。支持这个理论的经验证据有：（1）3岁大的儿童就能够对支配等级进行推理，并且可以理解支配等级的连续性和传递性；（2）如果欺骗者的地位比我们低，那么我们对这些欺骗者的记忆将会更好；（3）当站在地位较高的角度来检查那些地位较低的个体时，人们倾向于寻找违背规则的反例。


  支配理论所关注的是支配行为背后的推理机制，而吸引社会性注意的潜力（SAHP）理论则主要探讨了各种相关的情绪机制，这些情绪机制专门用于解决那些由社会等级所引发的适应性问题。常见的情绪机制包括：地位提升之后的兴高采烈，担心地位产生变动的社会性焦虑，地位下降之后的羞愧和愤怒，嫉妒（激发个体去追逐那些别人所拥有的东西），以及沮丧（有助于个体表现出服从行为，从而免受来自支配型个体的攻击）。


  个体的支配地位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挺拔的身姿、低沉而洪亮的嗓音、直接的眼神交流、大步流星的行走习惯、面部特征（比如强壮的下巴），以及体型。睾丸激素和5–羟色胺都与支配地位存在相关，但是它们和支配地位之间的因果关系仍然不能确定。有研究证据表明，在体育比赛之后，胜利者的睾丸激素保持了上升的势头，但是失败者的睾丸激素却开始下降。在黑猩猩当中，如果其他黑猩猩没有向首领黑猩猩表现出服从的问候，首领黑猩猩体内的5–羟色胺含量会急速减少。虽然我们现在对睾丸激素和5–羟色胺的进化功能还不甚了解，但是它们的增长有利于个体维持其支配地位，而它们的减少有利于个体免受某些危险的挑战。


  有些理论家认为，自尊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追踪地位的机制。自尊至少能够以下面三种方式发挥作用：（1）当别人对我们的尊重开始减少时，激发我们去改善或修复相应的社会关系；（2）指导我们作出合适的决策——可以向谁发起挑战，应该向谁表示服从；（3）追踪我们对自己作为一个配偶的满意程度。我们希望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加精确地阐明自尊的所有潜在功能。


  虽然本章的大部分篇幅都放在了支配行为上，但是我们不该忽略服从行为。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我们的祖先必须反复地面对那些需要表现出服从行为的场景，所以，如果自然选择没有塑造出相应的进化机制来解决那些与服从行为有关的适应性问题，那将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虽然关于这个主题的研究还寥寥无几，但是研究者已经提出了两种可能的服从策略。它们分别是低调（降低自尊水平，避免发生冲突；能够更好地表现出服从行为，免于受到来自支配型个体的攻击）和诋毁出头鸟。为了检验这些假设，为了给一个关于地位、声望和社会等级的完整进化理论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我们还需要进行大量的跨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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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一门整合的心理科学


  在这个结论性的部分，我们从进化的视角对心理学的各个领域给予了评论。第十三章揭示了进化的视角是如何让我们对心理学的主要分支产生了更深刻的理解的，这些心理学分支包括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人格心理学、临床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等。我们认为，当前各个心理学领域之间的界线和隔阂具有很大的人为性。但是，进化心理学超越了这些藩篱，并且向我们表明，如果以人类在漫长的进化历史中所面临的适应性问题为中心，我们可以将整个心理学领域更好地组织起来。


  
第十三章 走向统一的进化心理学


  进化心理学最为激动人心的事情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把来自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以及其他行为科学的证据和解释全部整合起来，形成了对人类行为的整体性描述。


  ——Boyer & Heckhausen, 2000, p. 924


  假设你是一个火星人，你到地球来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地球上最为常见的大型哺乳动物——人类。你发现在这个星球上存在一门名叫心理学的科学分支，专门研究人类自身。所以，你决定到大学里去看看这些心理学家究竟发现了些什么东西。但是，你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却是，心理学家被分为很多种类，每一种心理学家都拥有不同的名称。比如说，有些人自称“认知心理学家”，主要研究心理是如何加工信息的。有些人自称“社会心理学家”，致力于研究人际交往与社会关系。有些人自称“发展心理学家”，主要研究个体的心理在其整个生命历程中的发展和变化过程。有些人自称“人格心理学家”，主要关注个体之间的差异（当然，其中有一部分人研究的是人性）。有些人自称“文化心理学家”，集中于探究个人主义文化（比如美国）和集体主义文化（比如日本）中的个体所表现出来的惊人差异。另外，还有些人自称“临床心理学家”，主要研究各种心理障碍。


  作为一个火星人，你肯定会觉得这些学科划分相当奇怪。比如，社会行为当然要涉及信息加工过程，所以社会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为何要分开呢？还有，个体差异当然会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而且，许多非常重要的个体差异在本质上属于社会性的差异，那么人格心理学为什么要与发展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分开呢？想要理解心理障碍，我们当然需要理解心理本来是如何发挥其功能的，所以临床心理学又怎能和其他的心理学领域分开？


  尽管心理学家内部存在这种奇怪的分工模式，但是当你查看他们的研究成果时，你还是可以找到一些会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东西。比如，认知心理学家发现人类拥有一些奇异的认知偏向和启发式，人类的心理并不是按照形式逻辑规则来运作的（Tversky & Kahneman, 1974）。社会心理学家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只要处于较大的群体当中，人们就会表现出浪费行为，即个体没有作出应作的全部贡献（Latané, 1981）；人们倾向于把成功的原因归功于自己，而把失败归咎于他人（Nisbett & Ross, 1980）；人们倾向于服从权威人物，即便是权威者让我们去电击其他人也不例外（Milgram, 1974）。发展心理学家已经发现，三岁的儿童就能够理解他人的愿望，但是直到四岁他们才能理解他人的信念，而要想理解他人的性欲望，则要等到青春期才行。人格心理学家发现了某些奇异的个体差异，比如有些人总是比其他人更具支配性，也更加迷恋权力和地位。还有，临床心理学家已经发现了一系列的心理障碍，以及这些心理障碍的部分属性。比如说，女性患上抑郁症的可能性比男性高出两倍；精神分裂症具有稳定的遗传性，而且很难治愈；普通的恐惧症（比如恐高和怕蛇）通过系统性的脱敏疗法可以很容易就治愈。


  假如你想向你的火星同胞讲述你对智人（Homo sapiens）这种奇怪生物的总体理解。你希望描绘出心理学家的所有重要发现，但是你又不想遵循心理学中这种人为性的学科划分。由于自然选择是唯一已知的能够产生复杂有机体设计（比如人类的心理）的力量，所以进化心理学似乎是唯一可行的元理论（metatheory）。这是因为，只有进化心理学才能将这些子学科全部整合起来，才能让你对人类这种奇怪的两足灵长目动物的心理机制有一个完整的理解。


  这一章主要回顾了一些具体的实验研究，试图从一种更加宏观的角度来考察人类的心理活动。本章的第一部分讨论了心理学的各个子学科，并且向我们展示了进化心理学在每个领域的具体影响。而第二部分则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心理学要想成为一门整合的科学，就必须消除这些传统的学科界线。


  进化认知心理学


  从定义上来讲，所有的心理机制都是信息加工装置，它们专门用于解决各种适应性问题。但是，由于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适应性问题在本质上都属于社会性问题，所以认知心理学应该研究我们是如何加工有关他人的信息的。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来看，整个认知系统就是一组相互关联的信息加工装置。这些复杂的信息加工装置各自拥有专门的功能，用于解决特殊的适应性问题。


  传统的认知心理学建立在几个核心假设的基础之上，但是这些假设已经受到了进化心理学的严峻挑战（Cosmides & Tooby, 1994a）。第一，主流的认知心理学家倾向于假设认知结构具有一般目的性（general purpose），而且独立于加工的具体内容（content free）。这就意味着，用于选择食物的信息加工装置和用于选择配偶和住所的信息加工装置是一样的。这些一般目的性的机制包括推理、学习、模仿、衡量手段—目的（means-ends）之间的关系、计算相似性、形成概念，以及记住各种事物等。但是，正如本书通篇所阐述的那样，进化心理学家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假设——心理是由大量的专门化机制所组成的，每一种机制都用于解决专门的适应性问题。


  这种主流的认知假设带来了一种后果，那就是认知心理学家很少关注他们在实验研究中所采用的刺激类型。通常，认知心理学家在选择实验刺激时，总是希望刺激既易于呈现，又便于操作和控制。所以，他们选择的刺激往往是三角形、正方形和圆形，而不是“自然”的刺激信息（比如亲属、配偶、敌人，或者可食用的东西等等）。实际上，为了防止被试先前的经验对刺激的“内容”产生影响，许多认知心理学家干脆有意地采用了人造刺激。比如说，在研究记忆过程时，大量的实验研究都采用了“无意义音节”作为记忆材料，因为研究者认为真正的单词含有具体的意义，很有可能对实验结果产生“污染”。如果心理确实是一般目的性的信息加工装置，那么采用这些与内容无关的人造刺激确实无可厚非。但是，倘若认知机制专门用于加工特定的信息和解决特殊的任务，那么这种方法就是值得怀疑的。


  我们在第二章中曾经谈到，这种一般性的加工机制假设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1）对于各种适应性问题的解决方案，成功的标准在每个领域都是不同的。比如，成功地选择食物所需要的心理机制和选择配偶的心理机制是完全不同的。（2）一般性的机制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它们所能产生的行为数量几乎是无限的，所以有机体很难从无数种潜在的可能性中挑选出解决适应性问题的成功方案（也就是第二章讨论过的组合性激增问题）。


  传统的认知心理学的第二个主要假设是功能不可知论（functional agnosticism）。研究者认为，他们在研究信息加工机制的时候，不需要考虑这些机制被设计来解决什么样的适应性问题。但是，与此截然相反的是，进化心理学却将功能分析的方法贯穿在对人类认知活动的所有研究当中。如果我们不知道人类的肝脏是被设计来干什么的（排毒），那我们也就不可能完全理解它的所有特性。同样地，进化心理学家认为，如果我们不知道认知机制的功能，那我们也就不可能理解人类是如何归类、推理、判断，以及存储和提取信息的。


  总之，进化心理学家采用一套完全不同的假设取代了主流的认知心理学的两种核心假设——心理机制具有一般目的性并且与具体的内容无关，以及功能不可知论。而且，进化心理学将心理学和其他生命科学整合了起来，它的基本假设是（Tooby & Cosmides, 1992）：


  1．人类的心理是由一系列进化形成的信息加工机制所组成的，这些信息加工机制深置于人类的神经系统当中。


  2．这些机制以及生成这些机制的发展程序，都是自然选择在远古的进化环境中所产生的适应器。


  3．许多机制都拥有专门化的功能，它们能够产生合适的行为来解决特殊的适应性问题，比如择偶、习得语言和合作等等。


  4．为了拥有专门化的功能，这些机制的建构过程必须涉及到具体的加工内容。


  Cosmides和Tooby（1994a）以David Marr（1982）的著作为基础，提出认知心理学应该以计算理论（computational theories）作为其研究基础。“计算理论详细地阐明了一种装置被设计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以及它为何被设计来解决这个问题。计算理论指出了一种信息加工装置的功能所在（p. 44）”。计算理论是建立在下面这些观点的基础之上的：


  （1）信息加工装置是被设计来解决特定的问题的。


  （2）它们依靠其结构来解决这些问题。


  （3）所以，要想揭示一种装置的结构，你需要知道。


  （a）它被设计来解决什么问题。（b）它为何被设计来解决这个问题。（p. 44）


  计算理论本身还不足以确切地阐明一种机制是如何解决某种适应性问题的，因为每一种适应性问题都有很多种解决方法。比如说，恒温动物必须解决调节体温这个适应性问题。但是，狗和人的解决方法却截然不同。狗通过伸舌头来挥发多余的热量，但是人类却依靠皮肤上成千上万的汗腺来达到这个目的。所以，计算理论并没有提供什么捷径，让我们通过科学实验来揭示有机体到底是如何来解决这些适应性问题的。但是，计算理论限制了成功的解决方案的搜索空间，让我们排除那些大量的不可能成功的解决方案。比如，人类身上的限制之一就是，用来解决适应性问题的相关信息，必须在人类的进化历史中不断地反复出现。


  进化心理学关于人类认知特征的新假设，已经对我们考察认知功能的所有领域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有一些认知研究正是在这些新假设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下面我们看看其中的几个例子。


  问题解决：启发式、偏向以及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


  许多所谓的“高级认知活动”都涉及到问题解决和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根据现代很多研究判断的科学家的观点，在问题解决和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过程中，人们常常犯错误（e. g., Nisbett & Ross, 1980; Tversky & Kahneman, 1974）。实际上，在认知心理学中，探究人类拥有哪些犯错误的倾向已经成为了一小片天地。不妨看看下面这两个例子：


  [image: ]


  图13.1 银行出纳员和女权主义银行出纳员的维恩图。从逻辑上来讲，女权主义银行出纳员是银行出纳员的子集，所以Linda是女权主义银行出纳员的概率不可能高于她是银行出纳员的概率。但是在研究中，大多数被试报告说Linda更有可能是女权主义银行出纳员。


  1．基率谬误（base-rate fallacy）：当面对非常有说服力的个体信息时，人们总是倾向于忽略基率信息。基率是指在一个样本或群体中，一件事情可能发生的总体比率。举例来说，这里有一个房间，里面70％的人是律师，30％的人是工程师。房间里有一个人名叫George，他不喜欢看小说，而是喜欢做木工活。在他的衬衣口袋里，有一个口袋保护夹（指一种专门放笔的夹子，用来防止钢笔露液而弄脏衣服），里面装着他的钢笔。他写的文章枯燥而机械，他喜欢干净整洁、井井有条。这时问题出来了，George是（A）律师和（B）工程师的可能性有多大？大部分人都忽略了基率信息，即房间里有70％的人是律师，也就是说George更有可能是律师。相反，人们往往过于重视后面的个体信息，宣称George更有可能是工程师。这种错误就叫作基率谬误，因为人们倾向于忽略实际的比率（在这个例子中是律师的实际比率），并且违反了基率的数学公式——基率应该和个体信息以某种合适的方式结合起来。


  2．合取谬误（conjunction fallacy）：如果我告诉你，Linda穿了一件扎染的衬衣，带着一个徽章，徽章上面写着“男人都是王八蛋”，而且她总是试图将办公室里的女性组织起来，那么下面哪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A）Linda是一个银行出纳员；（B）Linda是个一个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员。结果，大部分人都认为B的可能性更大。显然，这违反了逻辑规则（见图13.1）。因为B（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员）是A（银行出纳员）的一个子集，所以A的可能性肯定比B大。换句话说，“女权主义者”和“银行出纳员”的合取概率肯定要低于银行出纳员的单独概率，因为合取事件的可能性不可能超过每个单独事件的可能性。但是，由于对Linda的描述似乎更符合女权主义者的特点，所以大部分人都忽略了逻辑关系，而选择了看起来似乎是明摆着的事实。


  大量的文献已经表明人们是多么的愚蠢，当然，这些文献也非常有趣。但是，这些文献资料所描绘的心理模型到底有多准确呢？人类的认知活动充满了偏差和错误，这仅仅是因为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过程中采取了鲁莽而且容易出错的捷径吗？进化的视角提醒我们先不要急于接受这样的观点，因为人类的祖先为了解决涉及生存和繁殖的大量适应性问题，必须具备某些非常重要的问题解决能力。


  Tooby和Cosmides（1998）认为，和人类拥有大量的认知偏差这种观点相比，进化的视角产生了一个两难问题。人类通常善于解决非常复杂的自然任务，人工智能系统在对这些任务进行建模时却往往有些力不从心。尽管科学家为人工系统武装了所有的现代逻辑工具和形式化的统计决策理论，但是在视觉、物体识别、生成语法和言语知觉等领域，人们表现出来的能力常常令人工系统顿然失色（Tooby & Comides, 1998）。所以矛盾在于，如果人类的认知机制充满了错误和偏差，那他们在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时怎么能轻易地超过任何一种现存的人造系统？


  Tooby和Cosmides认为，通过详细的进化心理学分析，这个矛盾完全能够得以解决。“在古代，希腊人把外族人称作‘野蛮人（barbarians）’，因为这些外族人的希腊语说得很糟糕，以至于希腊人听他们说话时感觉就像在听‘ba-ba-ba’一样。同样的道理，现在我们在判断人类的推理时也显得太过严厉，因为我们对复杂行为的判定标准太狭隘了”（Tooby & Cosmides, 1998, p. 4）。Tooby和Cosmides提出了一种认知机制的进化理论，叫作“生态合理性（ecological rationality）”。在整个进化历史中，人类的环境总是拥有特定的统计规律。比如说，打雷后通常会下雨；发怒通常会产生暴力行为；性行为常常发生在长久的眼神交流之后；离蛇太近就可能被咬伤等等。这些统计规律可以称之为生态结构（ecological structure）。生态合理性由进化形成的认知机制所组成，这些机制所拥有的设计特征能够利用上述的生态结构，让我们在解决适应性问题时更加容易。


  换句话说，认知机制的形式和人类在远古的进化环境中反复碰到的统计规律是相一致的。比如，我们怕蛇，但我们却不怕插座，因为蛇常常和致命的死亡相联系，而插座只是近代的发明，根本不足以产生反复的致命后果。简而言之，问题解决策略是被精心设计来解决进化过程中反复出现的适应性问题的，所以它们在解决人造的或新颖的任务时往往不尽人意。正是由于研究者提供的问题和认知机制被设计来解决的问题一点都不匹配，所以才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错误。


  Tooby和Cosmides（1998）将这种观点更进一步。认知偏差的研究者们认为人类在认知活动中采用的是形式逻辑理论，但是形式逻辑理论是独立于具体的加工内容的，它们在解决实际的适应性问题时表现得异常笨拙。其中的原因在于，我们的现实世界充满了随意的逻辑关系。比如，粪便对人类有害，但它却是粪蝇的适宜生存场所。所以从理论上来讲，一般性的逻辑规则不可能解决人类面临的这个适应性问题——即不要摄食粪便。相反，只有内容特殊性的机制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种机制是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而且参照了人类祖先处理粪便问题的统计规律。传统的认知研究者把从形式逻辑和统计理论所得出的结果与人类的行为进行比较，从而认为人类的认知充满了偏差和错误。Tooby和Cosmides认为，这就好比在一场射箭比赛中，胜利者“不是射中靶子的人，而是裁判认为射箭姿势最标准的人”一样（1998, p. 14）。


  我们的祖先必须能够解决大量的适应性问题，否则他们就不可能成为我们的祖先。人类对适应性问题的解决方案，常常取决于下面这三种元素：（1）想要达到的特定目标（也即需要解决的问题）；（2）附近存在的材料和工具；（3）这个问题所处的具体背景。要想解决所有的问题，单凭一个独立于内容的“合理”方法几乎是不可能的。评价一种解决方案是否“正确”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符合进化规律。也就是说，相对于进化过程中存在的其他设计而言，这种认知机制所作出的决策是否更能促进个体的生存和繁衍。自然选择所遵循的标准并不是真值、有效性和逻辑上的一致性，而仅仅是看一种机制能否成功地解决反复出现的适应性问题。“远古的环境和生活方式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地，当时存在的每一种认知装置都要在这里相互竞争，一决高下”（Tooby & Cosmides, 1998, p. 29）。


  在我们下结论说人类的认知机制充满了偏差和错误之前，我们应该扪心自问，人类的认知机制到底是进化来解决什么样的适应性问题的？从进化的视角来看，所谓“合理的判断”和“成功的推理”又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人们在一个用钠汽灯照明的停车场寻找自己的汽车时存在困难，那我们也不能下结论说人类的视觉系统充满了错误。这是因为，我们的眼睛是被设计来知觉自然光照耀下的物体的颜色的，而不是人造光照耀下的物体颜色（Shepard, 1992）。


  但是，许多研究程序都采用了人造的、进化过程中从未出现过的刺激来进行实验，就好像钠汽灯一样。比如说，很多研究都要求被试对单个事件的发生概率进行判断（Gigerenzer, 1991, 1998）。“在我们的祖先所生活的更新世时期（Pleistocene），几乎不需要对某一单个事件的发生概率进行具体的数值估算。而且，即使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也很少使用这样的数学用语（Tooby & Cosmides, 1998, p. 40）”。一个女人怀孕的概率不可能是35％；她要么怀孕了，要么就没有怀孕。所以，当面对单个的事件时，概率几乎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人类的心理可能是被设计来记录事件发生的频率的。比如，我去了山谷8次，我有几次找到了浆果？最近3次当我用胳膊抱住一个潜在的配偶时，我被拒绝了几次？如果人类的某些心理机制是被设计来记录事件发生的频率的（而不是单个事件的发生概率），那么研究者在实验中要求被试对单个事件的发生概率进行估算的做法，就好比在钠汽灯的照耀下来检验我们的视觉系统一样。更不用说在许多实验材料中，研究者还使用了完全新颖的、在进化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人造刺激。下面，让我们简要地介绍两项以进化认知心理学为基础的研究程序。


  频率表征和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有证据表明人类的认知机制是被设计来记录事件的发生频率的吗？Cosmides和Tooby（1996）提出了频率主义假设（frequentist hypothesis），该假设认为，人类的某些推理机制被设计来以频率信息作为输入，并且产生相应的频率信息作为输出。频率表征拥有如下优点：（1）让我们记住某个事件发生的次数（比如，在过去的两个月中，我去山谷找浆果去了几次？）；（2）让我们在新的事件和信息到来时升级我们的“数据库”（比如，把第三个月去山谷找浆果的有关信息加进来）；（3）让我们在事件已经发生并且被记住之后建立起新的参考类别，并且重新建构所需的数据库（比如，记住找到浆果的频率会随着季节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总之，频率表征能够为问题解决机制和决策机制提供关键性的输入信息。


  请考虑下面这个所谓的医疗诊断问题：“有一种疾病的发病率是1/1000。医院有一种化验技术可以对这种疾病进行诊断，但是却有5％的误诊率（也就是说尽管5％的人没有病，但是化验结果却呈阳性）。现在，假设有一个人的化验结果呈阳性，但你对他的症状一无所知，那么你觉得他确实患有这种疾病的几率有多大？__％。”（Cosmides & Tooby, 1996, p. 21）在一群由哈佛医学院的专家所组成的被试当中，仅有18％的人作出了正确的回答（2％）。但是，有高达45％的专家回答是95％，他们显然是忽略了误诊率的基率信息。


  但是，如果采用频率信息来呈现这个问题的话，结果会如何呢？这就是Cosmides和Tooby（1996）所做的一项研究工作：


  在1000个美国人中，有1个人患有X疾病。医院拥有一种化验技术，可以检验一个人是否患上了这种疾病。如果一个人确实患上了X疾病，那么化验结果肯定会呈阳性（也就是说，“正确的阳性率”为100％）。但是有时候，当一个人完全健康时，化验结果也可能会呈阳性。确切地说，在1000个完全健康的人中，有50个人的化验结果会呈阳性（也就是说，误诊率为5％）。假设我们随机抽取了1000个美国人，他们是通过抓阄被挑选出来的。而且，负责抓阄的人对每个人的健康状况一无所知。基于以上的信息，你觉得在那些化验结果呈阳性的人当中，有多少人确实患有这种疾病？_____中有_____人。（p. 24）


  正确答案约为2％。


  实验结果表明，有76％的被试（斯坦福大学的本科生）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回答。但是，当面对最初的医疗诊断问题时，他们的回答正确率也仅仅只有12％。这就是说，当研究者把信息用频率的形式加以呈现时，作业成绩大大地提高了。不过，76％是被试正确反应的上限吗？


  之所以怀疑被试的作业成绩还能够更进一步，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上面的问题都是通过书面的文字形式呈现给被试的。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人类使用文字的历史仅仅只有5000年左右。所以，如果研究者采用视觉信息来呈现这个问题，那被试的反应又会如何？


  为了检验被试在视觉呈现时的作业成绩是否会变得更好，Cosmides和Tooby（1996）采用了几乎和上面完全相同的问题，只是增添了这个随机的人群样本的视觉表征。另外，指导语也增添了如下内容：


  下面的100个正方形代表了这个由100个美国人所组成的随机样本。每个正方形代表一个人。我们希望你用这些正方形来表示你在上面看到的信息。如果一个人确实患病了，那么就在代表他的正方形上画个圆圈。如果一个人的化验结果呈阳性，那么就把代表他的正方形填满。基于上面的信息，请你：（1）用圆圈把患病者的正方形圈起来；（2）把化验结果呈阳性的人的正方形填满；（3）在化验结果呈阳性的那些人中，有多少人确实患有此病？_____中的_____人。（p. 34）


  图13.2将这项研究的结果和前一个研究的结果列在了一起。令人惊讶的是，当采用这种图示的呈现方式时，92％的被试都作出了正确的回答。简而言之，采用频率词汇来呈现这个问题时，3/4的被试作出了正确的回答；但是，当研究者增加了视觉的信息呈现时，几乎所有的被试都找到了正确的答案。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只要基率信息以适合于人类认知机制的加工方式（输入信息）呈现给被试，被试在作判断的时候就不会忽略基率信息。当然，Cosmides和Tooby（1996）并不是说所有的认知机制都是被设计来加工事件的频率信息的。他们只是认为，某些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行为需要对频率信息进行加工。在人的一生当中，或者在几代人当中，某些领域的信息会迅速发生变化，比如狩猎的地点、可食用的植物的分布情况，以及捕食者的出没地点等等。这些领域往往最需要对事件的频率进行加工。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这些事件的发生频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频率信息为他的决策行为提供了最可靠的判断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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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2 比较三种情况下的正确率：原始的非频率主义变式和两个频率主义变式。在积极的图示呈现条件下，被试的作业成绩最高，因为实验任务需要被试形成一种频率主义表征。来源：重印自Cognition, 58, L. Comides & J. Tooby，《人类是优秀的直觉统计学家吗？重新考虑不确定性条件下判断过程的文献中的某些结论》，1—73，版权（1996）归Elsevier Science所有，经允许重印。


  总之，这些研究结果挑战了主流的认知心理学观点——人类的问题解决能力充满了错误和偏差（Cummins & Allen, 1998）。进化心理学的分析对于我们确认人类的心理被设计来解决的适应性问题大有帮助。比如，通过进化心理学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人类的心理最适于加工哪种形式的信息。那么，我们在进行实验研究时，就可以采用相似的信息形式。这样的实验可以为我们揭示出人类用于决策和判断的认知能力的另一幅画面（也可参见Wang, 1996）。


  进化的视角对于人类认知机制的描绘和传统的认知心理学有着天壤之别，因为主流的观点认为人类的心理是由一般性的机制和粗陋的启发式所组成的。但是，人类拥有的并不是单一的一般性智力，而是多重智力。人类没有一般性的推理能力，而是拥有许多专门化的推理能力，每一种具体的推理能力都要取决于它们被设计来解决的适应性问题的特征。进化心理学还认为，人类也没有用于学习、模仿、计算手段—目的之间的关系、计算相似性、形成概念、记住事物，以及计算表征的所谓一般性能力，人类的心理是由各种复杂的、问题特殊性的认知机制所组成的，每一种机制都被设计来解决不同的问题。因为人类祖先所面对的大多数非常重要的适应性问题在本质上都属于社会性的问题，所以对人类认知的研究根本不可能和对人类社会活动的研究完全割裂开来。“能够在认知水平上进行描述的机制，其实是以人类的所有思想和行为（而不仅仅是知识的获得）为基础，并且将这些思想和行为全部组织了起来。所以，认知心理学应该扩大自己的范围，将这些思想和行为者都包括进来”（Cosmides & Tooby, 1994b, p. 105）。


  语言的进化


  语言是一种令人惊奇的能力，“仅仅从嘴巴里发出一些声音，我们就能够让别人准确地明白我们的想法”（Pinker, 1994, p. 15）。对于有的人而言，研究语言是世界上最为神圣的职业，是在探索人类智慧之冠上最耀眼的明珠。但是，有些人可能会想到学校里的语文老师，因为语文老师通常会对违反语法规则的学生施以惩罚。不管大家的预想如何，语言确实是一个充满了争议的研究领域。Steven Pinker教授曾经以他惯用的睿智口吻对一个研究择偶行为的科学家说：“你应该非常庆幸，因为你的研究主题（比如欺骗和性背叛）非常确切，而不像不规则动词那样充满了争议！”语言是一个异常复杂的主题，这么一小节内容根本不可能说得明白。所以在这里，我们仅仅考虑进化心理学最为关心的两个中心问题：（1）语言是一种适应器吗？（2）如果是，那它是被设计来解决什么适应性问题的？


  语言究竟是适应器还是副产品？对于这个问题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阵营的一方是著名的语言学家Noam Chomsky和已故的古生物学家Stephen Jay Gould，他们认为语言不是适应器，而是人脑急速增长的副产品（Chomsky, 1991; Gould, 1987）。尽管Chomsky和Gould同意人脑的增长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是他们认为，在人脑达到现在的尺寸和复杂性之后，语言就作为一种副产品而自发性地出现了。他们觉得，只要你把几十亿个神经元放在一起，然后将它们封装在头骨这个狭小的空间之内，语言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某种程度上，这就像是台灯一样；你不可能制造出一个不散发任何热量的台灯（见第二章）。语言比之人脑，就好像发热比之台灯一样。它并不是核心的功能，而只是一种自发性的产物。这种解释对于台灯而言似乎非常清楚，但是用这种观点来解释语言则有点不可思议。这是因为，我们对于台灯散发热量的物理规律已经非常了解，但是对于大量的神经元紧密地聚积起来产生语言的物理规律，我们还知之甚少。实际上，有些研究者认为Chomsky和Gould的观点有点神秘主义的味道。尽管Chomsky坚持认为语言并不是自然选择所产生的适应器，但他还是觉得深层的语法规则并不是习得的，而是先天的，并且在所有的人群中具有普遍性。


  站在阵营另一方的领军人物是进化心理学家Steven Pinker。Pinker认为，语言是一种非常精妙的适应器，是被自然选择塑造来进行信息交流的（Pinker & Bloom, 1990; Pinker, 1994）。Pinker说，语法的深层结构经历了自然选择的重重设计，拥有非常强大的交流功能，所以绝不可能是大脑的偶然性副产品。深层的语法结构中包含一些所有语言都拥有的普遍元素，比如都将词汇分成名词、动词、形容词和介词等等。它还包含控制短语结构的规则，以及决定一个句子中的单词顺序的线性次序规则。只有将单词以合适的顺序组合起来，它们才能传递正确的信息，比如在英语中，“狗咬人（Dog bites man）”和“人咬狗（Man bites dog）”的顺序是不同的。而且，每一种语言都包含有动词词缀来表达事件发生的时间（过去、现在或将来），还包含许多其他普遍性的基本成分。


  Pinker指出，儿童在生命早期（通常是3岁）就能够非常流利地说出包含复杂语法的句子，根本无需任何正规的教育和指导。他们遵守着非常微妙的语法规则，尽管很多规则在他们的生活环境中并不常见。另外，语言和特定的大脑区域相联系——威尔尼克区和布洛卡区。如果这些脑区受到损伤，人的语言能力就会受损。而且，和其他的灵长目动物相比，人类的发声器官似乎经过了专门的设计，能够产生语言所需的多种声音。比如说，人类的喉部就位于咽喉的下方。最后，我们用来接受声音的知觉机制也拥有非常专门化的能力，使得我们能够对其他人的语音进行解码。Pinker认为，综合以上所有的证据，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语言不是适应器。如果语言称不上适应器，那么蝙蝠的回声定位能力、昆虫的触须和猴子的立体视觉能力就都不能算是适应器了。语言的功能是交流信息，它拥有普遍性的复杂设计特征，而自然选择却是产生复杂有机结构的唯一可能的解释（Pinker & Bloom, 1990）。在这个意义上，Pinker把语言当作一种“本能”。他认为，“人类知道该如何交谈，就好像蜘蛛知道该如何结网一样……语言是一种用来交流信息的生物适应器”（Pinker, 1994, pp. 18—19）。


  但是，我们还不知道语言到底是何时进化而来的。有人认为语言的历史非常短暂，大概只有四五万年的时间。随着语言的发展，艺术、工具、技术和人造物等创造性的事物开始大量涌现，这种观点我们在第一章就曾经讨论过。但是，有些研究者认为语言出现的时间可能要早得多，大概是50万年前。另外，还有人认为语言是随着直立人（Homo erectus）的出现而发展起来的，这也就是说语言在20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了。不管语言是何时得以进化的（也许这是个不解之谜），我们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需要探讨，那就是语言为何能够得以进化？


  语言进化来解决什么样的适应性问题？关于语言功能的主流理论认为，语言有助于交流——即有利于个体之间更好地交换信息（Pinker, 1994）。有许多任务都涉及到信息交换，比如提醒朋友和家人存在危险，告诉盟友哪里有熟透的浆果，为了狩猎或战斗而组织一种联盟关系，指导他人如何建造房屋、工具或武器等等。但是，在过去的十年当中，研究者们提出了三种相互竞争的理论来解释语言的功能，而且每一种理论都涉及到语言的社会功能。


  第一个理论是社会流言假设（social gossip hypothesis）（Dunbar, 1996）。该假设认为，语言能够得以进化的原因在于，它有利于大规模人群之间形成亲密的关系。进化论者Robin Dunbar认为，语言有助于人们记录社会关系这张超级复杂的人际网络：谁和谁有性关系，谁欺骗了谁，你可以非常信任地和谁分享秘密，谁会是一个好朋友或者好的联盟对象，哪一种联盟关系存在破裂的迹象，以及谁在某些能力上享有盛誉等等。Dunbar认为，语言其实是一种“社会修饰（grooming）”的形式。随着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大，个体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了解他的每一个联盟对象。实际上，黑猩猩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因此，语言之所以进化，是因为它能够通过广义上的流言来促进整个群体之间的社会凝聚力——即能够交换“谁对谁做了些什么”的信息。


  第二个解释语言的起源和功能的理论叫作社会契约假设（social contract hypothesis）。根据这一假设，当大型的狩猎活动出现时，留守在家的配偶成了一个很麻烦的问题。男性出去狩猎时，女性独自呆在家里，很容易越轨或被人侵犯。所以，语言有利于男女双方表达明确的婚姻契约关系。男女双方可以公开地陈述他们的婚配约定，向对方同时也是向群体中的其他人传递这样的信息：我们的婚姻关系不容他人破坏。但是这个假设面临着几个严重的问题，它不能解释大规模群体的社会凝聚力是如何开始的，不能解释其他物种为什么无需借助语言就可以解决上述这些配偶问题，也不能解释婚姻契约的失败频率为何如此之高（Barrett, Dunbar, & Lycett, 2002）。


  第三种假设叫作侃天者假设（Scheherazade hypothesis），这个典故出自于阿拉伯传奇《一千零一夜》（Miller, 2000）。为了保存自己的性命，Scheherazade每天都要用一些有趣的传奇故事来取悦国王。这个假设认为，人类的大脑在本质上和孔雀绚丽的羽毛是一样的，它们都是性选择所塑造形成的器官，用于向潜在的配偶表现自己优越的适应性。实际上，能说会道的人善于通过幽默、智慧、奇异的故事和文字的魅力来吸引潜在的配偶，而说话含糊不清支支吾吾的人则处于劣势。


  尽管我们在讨论这些假设时似乎让它们处于相互竞争的局面，但是，不管导致语言出现的原始推动力到底是什么，语言完全有可能是进化来解决几种不同的适应性问题的。事实上，语言不仅被设计来交换物理世界的信息，而且还要交换社会世界的信息（Cartwright, 2000）。所以，有关语言功能的主流理论——语言主要用于交换信息——是无可厚非的。然而，一旦语言得以进化，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自然选择会把语言的作用限制在它的原始功能范围之内。语言的功能得以进一步的扩展，能够用于形成亲密的社会关系，监视欺骗者的行为，向潜在的配偶献殷勤，形成婚姻契约，以及和相邻的群体建立和平条约等等。语言还可以用来影响和支配他人，这也就是所谓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智力”（Machiavellian intelligence）（Byrne & Whiten, 1988）。例如，经验证据表明，人们常常使用语言来操纵一个人的社会声誉，比如在择偶竞争中诽谤自己的竞争对手（Buss & Dedden, 1990; Schimitt & Buss, 1996）。


  总之，尽管早期的理论主要把交流信息当作语言的进化功能，但是语言有可能继续进化，用以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适应性问题。这种观点道出了本章的一个重要主旨——尽管之前的研究者只是在认知心理学这个子学科内对语言进行探讨，但是从逻辑上来讲，对语言的研究根本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心理学这个子学科。这正是我们即将要讨论的主题。


  进化社会心理学


  在过去几百万年的进化历史中，人类所面临的许多非常重要的适应性问题从本质上来讲都属于社会性问题，比如争取社会地位，形成长期的社会交换关系，使用语言和他人交流并影响他人，形成短期和长期的配偶关系，在一群联盟者和竞争者中获得社会声誉，以及处理各种各样的亲属关系等等。正因为这么多的适应性问题都属于社会性问题，所以人类的心理应该包含有大量专门用于解决社会性问题的心理机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进化心理学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进化社会心理学（Simpson & Kenrick, 1997）。


  对于人类这个物种身上存在的许多非常深奥的问题，进化社会心理学有望对它们进行解答。人们为什么要群居？人们为什么要形成各种各样的关系（配偶关系、朋友关系、联盟关系和亲属关系），并且还持续很多年？为什么我们在选择配偶和朋友时有所偏好？选择的标准又是什么？人们为什么和有些人合作，而和另一些人相互竞争？社会关系为什么时而充满冲突，时而又充满了爱与合作？难道正如Beatles所唱的那样，爱就是我们所需的全部吗？由于人类在相互交往中的大多数社会活动都是以长期的关系为基础的，所以有关“关系心理学”的问题就应该是社会心理学的核心所在。


  但是，这种以“关系”为中心的研究思路与当前主流的社会心理学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当前的社会心理学主要以“现象”作为研究取向。通常情况下，研究者总是倾向于观察一些非常有趣的、违反直觉的现象，并将它们记录下来。这样的例子包括：（1）对应偏向（correspondence bias）：人们总是倾向于根据一个人一贯的性格来解释他的行为，而很少考虑到具体的环境因素，即便是环境因素应负主要责任时亦是如此（Gilbert & Malone, 1995; Ross, 1981）。（2）社会浪费效应（social loafing effect）：在集体行动中，当群体规模扩大时，个体对整个群体的贡献倾向于越来越少（Latané, 1981）。（3）自我设限行为（self-handicapping）：人们总是倾向于公开地表现出自己身上的某些缺点，以此来作为任务失败的借口（Leary & Shepperd, 1986）。（4）自我服务偏向（self-serving bias）：人们总是倾向于进行适当的归因，让自己比群体中的其他人看起来更好（Nisbett & Ross, 1980）。（5）证实偏向（confirmation bias）：人们倾向于有选择地寻找那些能够证实现有假设的信息，而不是能够证伪已有假设的信息（Hansen, 1980）。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所以，社会心理学已经积累了对许多非常重要而且有趣的现象的经验性描述。但是，社会心理学还没有发展出一种足够强大的理论来解释这些现象的原因，研究者们也没有发觉将这些现象放在一个更加宽广的框架内是多么的合适。进化心理学刚好提供了这么一个框架，能够将社会心理学的经验发现整合起来。进化社会心理学有两条主要的研究途径：（1）利用有关社会交往活动的进化理论；（2）以进化心理学为启发和指导，去发掘一些非常重要的社会性问题。


  利用关于社会现象的进化理论


  进化生物学的大部分理论进展都是关于社会现象的，然而很可惜的是这些理论几乎没有引起主流社会心理学家的丝毫注意。第一个理论是内含适应性理论（inclusive fitness theory）（Hamilton, 1964），该理论对经典适应性的概念进行了扩展，认为有机体的适应性还应该包括有机体的行为给携带有他的基因拷贝的其他个体所带来的适应性收益。内含适应性理论首次解决了社会性利他行为所带来的诸多难题。该理论的一个直接应用就是，利他者的帮助对象应该符合这样的条件：（1）拥有利他者的基因拷贝；（2）能够用他人提供的帮助来增加自己生存和繁殖的机会。有些社会心理学家将这项理论应用于人类身上，并且已经得出了一些新颖而又令人激动的研究发现。比如说，当实验者要求被试报告他们冒生命危险去挽救另一个人的可能性时，被试愿意伸出援手的可能性和他与被救者的遗传相关度呈函数关系（Burnstein et al., 1994）。在对家庭、利他行为、帮助行为、联盟，甚至攻击行为等社会心理学问题进行解释时，内含适应性理论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个领域的进一步研究工作应该是以内含适应性理论为基础，揭示出其他大量非常有趣的心理机制。


  对社会心理学而言，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进化理论是性选择理论（sexual selection theory）。性选择理论认为，进化可以通过择偶优势的不断积累而得以发生，其中择偶优势是指个体拥有的一系列特征，它们能够让个体：（1）在与同性竞争时获得成功；（2）更加受到异性的青睐（Darwin, 1871）。事实表明，这个理论在揭示一些关键的心理机制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比如同性竞争、凶杀和其他形式的暴力、冒险、择偶、两性冲突、两性在追求地位中的性别差异，以及两性在危及生命的冒险行为中的性别差异等等。其实，在对人类和其他灵长目动物中的性别差异现象进行整合时，性选择理论是最有希望的一种理论（Buss, 1996a）。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是亲代投资理论（parental investment theory），该理论提供了具体的理论预测，阐述了性选择理论的两个主要成分是如何发挥其作用的（Trivers, 1972）。特别地，如果一种性别成员对子女的投资越多，那么这种性别的个体在选择配偶时通常会更加挑剔。相反，投资较少的那种性别的个体在选择配偶时则不那么计较，但是和同性竞争者之间的冲突却往往更加激烈。这个理论在人类的择偶策略上已经带来了许多非常重要的研究发现（Buss, 1994; Ellis & Symons, 1990; Kenrick & Keefe, 1992），而且还有可能引发更多的发现。


  互惠式的利他行为理论（reciprocal altruism）为社会心理学提供了第四个理论基石（Axelrod & Hamilton, 1981; Trivers, 1971; Williams, 1966），它对很多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比如友谊、合作、帮助行为、利他行为和社会交换——提供了一种进化的解释。而且，互惠式的利他行为理论带来了一种新的视角，让我们能够对亲密关系（包括友谊和合作性联盟等）进行分析。在主流的社会心理学界，社会交换是一个常盛不衰的主题。但是，互惠式的利他行为理论以及相关理论为社会交换这一活动的重要性提供了一种进化解释，并且对它的形式进行了预测（e. g., Cosmides & Tooby, 1992）。


  第五个理论是亲子冲突理论（parent-children conflict），该理论为社会心理学提供了另一个理论基石（Trivers, 1974）。亲子冲突理论对家庭动力学进行了精确的预测。尽管我们通常把家庭冲突当作是家庭不和睦的征兆，但是亲子冲突理论认为，这样的冲突其实在大多数家庭中都是非常普遍的。该理论解释了同胞之间为何存在竞争，还对继父母家庭中的虐待儿童现象给予了说明。另外，该理论还预测母亲和孩子在断奶的时机上存在着冲突。“亲子冲突理论预测，子女和父母在父母的婚外情上也存在着冲突，因为私通行为对父母的繁殖行为有利，但是子女却会因此蒙受损失”（Friedman & Duntley, 1998）。而且，对于许多其他的现象，社会心理学中还没有相应的理论能够对它们进行解释和预测，但是亲子冲突理论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框架。


  总之，进化生物学中的理论进展为社会心理学提供了一组强大的工具，让研究者能够对社会现象进行解释。而且，在我们对许多非常重要的领域进行探讨时，这些理论也可以为我们指明方向。


  道德感的进化


  考虑一下下面这个假设的两难问题：一幢房子着火了，你可以去左边的房间挽救一群和你没有任何关系的小孩，也可以去右边挽救你自己的孩子（Pinker, 2002）。如果你是右边孩子的父母，那么左边的房子里有多少个小孩才能让你决定去挽救左边的孩子，而让自己的孩子被活活烧死？存在着让你作出这个悲痛决定的具体数字吗？进化理论告诉我们，我们的道德标准很可能以遗传相关度为基础。在这一点上，人类的直觉和进化理论其实是一致的。但是，人类的道德推理为什么没有让我们得出有利于自身遗传利益的结论呢？这一小节考察了道德感的进化，以及它为什么会让我们产生许多令人惊奇的态度。


  大多数人都觉得谋杀、强奸、乱伦和虐待儿童等犯罪行为是不道德的。但是我们怎么会有这样的道德观念呢？对道德观念的传统研究采用了“理性主义”的理论取向，即人们通过道德推理才得出了相应的道德观念（Haidt, 2001）。我们运用逻辑和理性，来权衡错与对、伤害和罪行、正义与公正等问题，然后才得出合乎道德的正确答案。但是最近，心理学家Jon Haidt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挑战，他主张人类其实已经进化出了很多道德感（moral emotions），这些道德感可以自动地迅速产生对于各种事物的评价。只有在后来我们必须对自己的道德观点进行解释时，我们才会抓住推理这根救命稻草，从而让我们相信自己的判断都是来自于理性推理的结果。看看下面这个道德困境：


  Julie和Mark是兄妹，他们趁暑假一起去法国旅行。有一天晚上，他们单独呆在海滩附近的一间小屋里。他们觉得，如果他们做爱的话，那肯定会非常有趣，至少他们会获得一种新的体验。为了安全起见，Julie服用了避孕药，Mark也使用了避孕套。事后他们感到非常愉悦，但是他们决定适可而止。他们把那个晚上的事情作为一个特殊的秘密封存起来，他们的关系甚至比以前更为亲密。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他们的做法对吗？（Haidt, 2001, p. 814）


  大多数人马上会说Julie和Mark之间的乱伦行为是错误的。但是当问及理由时，他们却开始犯难。有些人提到，近亲繁殖会带来遗传上的害处，但是他们马上又想到Julie和Mark采用了双重避孕措施。有些人认为乱伦行为会给当事人带来心理上的伤害，但是上面故事告诉我们Julie和Mark都自我感觉良好。如果你向被试继续追问，最终他们一般都会招架不住，说出“我不知道，我说不清，我就是觉得这件事是错误的”之类的话（Haidt, 2001, p. 814）。


  在其他类似的场景中，Haidt发现了相同的反应倾向——尽管人们从事件中找不到一个明显的受害者，但他们还是认为这种行为是不对的。这里就有一个例子：“有一条狗在它主人家门前被汽车撞死了。这家人听说狗肉很好吃，所以把死狗做成一道菜当作晚餐吃掉了。”同样地，大多数人觉得这样的行为简直是道德败坏，但是他们却很难找到潜在的合理原因来为自己的态度辩解。对这些现象的一种解释是，人类已经进化出了很多种道德感。比如说，人类已经进化了对乱伦行为的厌恶感（repulsion of incest）来防止近亲繁殖现象，正是这种情绪机制才让我们对Julie和Mark之间的行为作出上述反应（Lieberman, Tooby, & Cosmides，出版中）。当听到有人把他们家养的狗吃掉时，我们通常会感到很反感（disgust），这种情绪也许拥有进化上的意义，比如阻止我们摄入那些已经死去的、可能存在危险的肉类。换句话说，这种情绪是“我们进食行为的守护神”（Haidt，出版中）。变质的肉类和粪便可以激起相似的厌恶反应。


  同样的功能逻辑可以用来解释许多其他的道德情绪，不过到目前为止，有关这些道德情绪的研究工作还非常少见。对欺骗者的愤怒（anger）很有可能是进化来惩罚那些违反社会契约规则的人的。这种愤怒情绪可以激起主体的复仇意愿，用于阻止其他人以后的欺骗行为。而且，复仇这种情绪可以给人带来快感。在一系列非常有趣的研究当中，实验者向参与者呈现各种好莱坞电影短片，这些短片讲述了非常不公正的故事，但是故事的结局各不相同（Haidt & Sabini, 2000）。参与者的任务就是对各种不同的结局进行等级评定。一般而言，如果故事的结局是这样的——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接受了自己的损失，宽恕了坏蛋，并且发现自己得到了成长和实现——那么参与者通常会非常不快。他们最满意的结局是，坏蛋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并且知道他受到的惩罚是因为自己的罪行所导致的，并且为自己的行径感到羞耻。简而言之，人们对欺骗行为和违反社会契约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愤怒情绪，可能是进化来执行某种监控功能的——即确保其他人会履行自身的义务和职责。


  困窘（embarrassment）这种情绪可能是进化来促进主体的绥靖和服从行为的。最明显的证据是，当我们面对地位较高的人时很容易产生窘迫感，但是在地位较低的人面前则很少有这种情绪反应（Haidt，出版中）。另外，当我们违反社会习俗时，我们也会体验到窘迫感。羞愧（shame）是一种与困窘相似的道德情绪，不过它比困窘的程度更深。羞愧感通常是这样产生的，如果我们未能达到某种道德标准，而且我们的失败行为已被他人所知晓，这时我们就会体验到羞愧。羞愧和困窘都会激起个体想要隐藏和退缩的愿望，减少自身的社会参与程度。如果个体表现出羞愧感，那么处于统治地位的人对他发起的攻击和惩罚将会降到最低。这样，个体因违反道德规则所付出的代价就会大为减少。


  内疚（guilt）通常被看作是一种原型情绪。羞愧往往是由与地位等级有关的活动所产生的，而内疚则主要源于个体对群体关系的违背（Haitdt，出版中）。内疚这种情绪的进化意义可能在于，它可以让你向受害方传递这样的信息：你知道你给对方造成了伤害，你感到非常后悔和歉意。而且，内疚情绪还向对方表明，你愿意对对方受到的伤害给予补偿。正是由于内疚拥有这些功能，所以它才能保证那些非常重要的关系不至于破裂。


  研究者们已经提出了许多进化假设来解释其他的道德情绪，比如轻蔑（contempt，无视职责和等级、不尊重）、同情（sympathy，激发我们去帮助那些正在受苦的人）、感激（gratitude，激发我们对恩人表现出亲社会行为）等等。


  总之，道德情绪就好像“义务装置（commitment devices）”，它能够促进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对受害者给予补偿，去惩罚欺骗者，并且向他人表明自己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合作联盟对象。每一种道德情绪似乎都适合于某一种特殊的行为。道德情绪所解决的适应性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1）尊重权威——限制自己的私人愿望，去服从处于支配地位的人，或者权力组织所制定的条例、规则和命令等。（2）渴望公正——合作和互惠行为拥有适应性的价值，而且，惩罚欺骗者主要是为了防止互惠关系的破裂。（3）关心的进化——奉献、同情，以及向同盟者、配偶和亲属提供帮助，都拥有重要的适应性价值（Krebs, 1998）。研究道德情绪的科学家们敏锐地揭示出男女两性在道德情绪上存在着性别差异。比如说，进化心理学家Shelly Taylor发现，女性在面对压力时的反应更有可能是关心和帮助——保护和照料后代，维持亲密的人际关系网络等（Taylor, Klein, Lewis, Gruenewald, Gurung, & Updegraff, 2000）。相反，男性在面对压力时的反应则更有可能是打斗或逃跑。


  所以，与其说道德情绪是个体通过严密的逻辑规则所得出的深思熟虑的决策结果，还不如说它的产生是一个快速的、自动化的过程。正如哲学家David Hume所言，“理性……是激情的奴隶”（Hume, 1969/1739, p. 462）。尽管道德一直属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范畴，但是照现在的情况看来，我们对道德的研究根本不可能脱离那些它进化来所要解决的社会性的适应性问题。正因为此，Jon Haidt才会下结论说，“道德的高尚之处在于，它把我们所有的人都与比我们自身更伟大的东西相互联系起来”（Haidt，出版中，p. 25）。


  多水平选择理论：群选择理论的复兴


  群选择理论认为，有一些群体水平（group-level）的适应器已经通过差异繁殖和种群的灭绝而得到了进化。在第一章中，我们曾经讨论过群选择理论的消亡。自从George Williams（1966）在其经典著作中对群选择理论进行批评之后，几乎所有的进化生物学家都摒弃了群选择的观点。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并非因为群选择的观点在理论上是不可行的。事实上，Williams本人就曾经提到，群选择在理论上其实是有可能的，而且还确切地存在于某些物种当中（比如蜜蜂）。如果群选择理论想要变得实际可行，那么它至少要满足下面这些条件：（1）群体内部的成员“高度享有共同的命运”；（2）群体内部的成员在繁殖活动中的竞争较少；（3）差异繁殖和某些种群的灭绝必须不断地反复出现。但是遗憾的是，这些条件在自然界中非常罕见，根本不可能成为大多数物种的强大选择力量。


  最近，进化生物学家David Wilson和进化哲学家Elliot Sober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群选择理论的可行性其实远比大多数生物学家所想象的要高（Sober & Wilson, 1998; Wilson & Sober, 1994）。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群体是否也能像个体一样拥有特定的功能组织。这就好比，个体是自然选择的“载体”，所以群体也是自然选择的“载体”。Wilson和Sober以人类为例来解释这种观点。他们提出，人类采取许多措施来减少群体内部的繁殖差异，比如通过立法来限制男性和女性结为配偶等。另外，如果一个群体内的成员相互合作得很好，那么与那些全部由自私的个体所组成的群体相比，这个群体的繁殖成功率就会更高。这种复兴的群选择理论有时也被称作多水平选择理论（multilevel selection theory），意即自然选择可以在多个水平上发挥作用，既包括个体和某个物种内部的群体，也包括更大的实体（比如多物种的生态系统）。


  如果多水平选择理论确实存在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它将会对进化社会心理学产生深远的影响，让我们找出许多群体水平的适应器（比如，个体会为了群体利益而作出自我牺牲的利他行为，即便当群体中的成员并非他的亲属时也是如此）。要知道，对于那些专注于个体水平的适应器的研究者而言，群体水平的适应器几乎被完全忽略了。不过，许多生物学家和进化心理学家仍然对这种新的群选择理论持怀疑态度（e. g., Cronk, 1994; Dawkins, 1994; Dennett, 1994）。他们认为，要想使群选择成为一种强大的选择力量，还必须满足很多条件。但是从实际情况看来，这些条件几乎很难满足，在我们人类身上尤其如此。人类群体内部的相互竞争非常激烈，而且群体拥有很高的流动性，群体内的成员可以离开这个群体去加入另一个群体，或者和其他个体组成一个新的群体。另外，群体内的个体之间很少“高度享有共同的命运”。这些现象都是群选择理论必须克服的难题。


  幸运的是，对于群选择的力量和重要性，不管争论双方谁对谁错，它还只是一个经验性的问题。即使最后就像George Williams所说的那样，群选择确实只是一种“微弱的力量”，但是，这个问题的提出以及群选择理论本身至少能够让我们在人类的社会心理方面得出一些新的发现。


  进化发展心理学


  发展心理学和其他的心理学分支不同，它并没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内容。其实，它只是从时间的角度、一生发展的角度和个体发生的角度来考察每一种心理现象。你既可以研究人格发展、社会性发展、道德发展、知觉发展和认知发展，也可以研究发展精神病理学。所以，发展心理学和其他传统的心理学分支不同，它的特点在于它的研究视角（时间维度），而不是它的研究内容。因为很少有心理机制在个体出生时就已经发育完全了，所以发展的视角对于我们正确地描述和理解每一种心理机制是非常必要的（Bjorklund & Pellegrini, 2002）。


  但是，进化心理学能够让我们清楚地理解这些心理机制在个体的一生当中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吗？在当前主流的发展心理学领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一直没有得到重视。那就是，在生命的各个不同阶段，我们人类面临着迥然不同的适应性问题。婴儿面临的是生存问题，而不是择偶的问题。只有在择偶问题过去之后，个体才会面临抚养子女的问题。同样，只有在抚养子女的问题之后，个体才会面临抚养孙子的问题。一般而言，进化心理学的元理论认为，人类个体在其生命发展过程中面临许多新的适应性问题，当个体面对的线索和我们的祖先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线索相符合时，新的适应性机制将会在现代个体身上发展起来（或者说被激活）。如果这些适应性问题在时间维度上拥有一种普遍的序列或发展进程，那么进化心理学家就能够形成一套关于人性的发展理论。退一步讲，进化的视角对于我们仍然有所启发。它提出了很多从未得到过重视的问题，指引研究者去考察那些很少受到关注的领域，促使他们去观测那些曾被忽略的人类行为。这一小节我们主要讨论了几个具体的例子，看看进化的视角到底给发展心理学带来了哪些启发价值（更加全面的论述可参见Bjorklund & Pellegrini, 2002; MacDonald, 1998; Segal, Weisfeld, & Weisfeld, 1997；以及Surbey, 1998）。


  心理理论的机制


  Allen Leslie (1991)、Henry Wellman（1990）以及其他心理学家的研究工作表明，大概在三岁的时候，儿童发展出了“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这种心理机制使得儿童能够推断周围其他人的信念（beliefs）和愿望（desires）。通过这种推断，儿童（当然包括成年人）就可以预测他人的行为。比如说，当需要“解释”James为什么去食堂时，儿童就会使用这样的心理机制，并且得出下面的结论——James有某种愿望（饥饿）和信念（食堂提供食物）。但是在三岁（有些研究说是两岁）之前，儿童却不能理解他人的信念和愿望。所以，可能的情况是，通过他人的信念和愿望来预测他人的行为有助于人类在生命早期解决某些非常重要的适应性问题，比如预测外来的敌意和攻击、赢得来自他人的帮助、平息父母之间的冲突、提高威胁的可信程度，以及和他人形成联盟等等。


  心理理论机制所采用的推理程序和我们在对物理实体进行推理时所采用的程序是不同的。研究表明，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儿童出现心理理论机制的年龄基本上相同（Avis & Harris, 1991）。来自认知神经科学的证据也确定了这种机制的脑功能定位，因为它可以选择性地受到损害。比如说，自闭症儿童表现出来的许多特征，都是因为该机制的定位损伤所导致的（Baron-Cohen, Leslie, & Frith, 1985）。


  简而言之，来自各个领域的证据都表明，儿童会发展出一种专门的认知机制，用于对他人的心理活动进行推断。这种机制被设计来解决的适应性问题，就是预测和解释他人的行为。而且，该机制的工作原理和我们用于加工物理实体信息的机制是不同的。另外，有证据表明，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儿童出现心理理论机制的年龄大致相同。而特定脑区的选择性损伤，则为这种特殊的心理机制提供了神经学的证据。


  不过，心理理论机制的发展过程可能要比我们上面的描述更为复杂。有些研究者推测，心理理论机制所包含的内容应该远比现已发现的内容多得多（Buss, 1996b）。这些推测主要基于如下观点：心理理论必须解决许多不同种类的社会适应性问题。比如，女性拥有的“男性心理理论（theory of men's minds）”和“女性心理理论”就大相径庭，这是因为女性在与男性和女性进行交往时所面临的适应性问题是截然不同的（比如推测他人的性愿望；Haselton & Buss, 2000）。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女性直到青春期才能完全理解男性的某些特殊愿望和信念——比如说，有些男性在交往过程中“就想着性这件事儿”。根据这个假设，女性只有在青春期之后才能够理解和预测男性拥有这样的愿望——即希望发生无需承诺的偶然性行为。在这个例子当中，青春期的女性所形成的内容丰富的男性心理理论在她们到达青春期之前根本不可能出现。而且，该理论的内容和她们形成的女性心理理论不同，和男性形成的女性心理理论也不同。我们可以从这个假设中得出这样的预测：女性形成的心理理论之所以拥有这种内容特殊性的特征（即只出现在特定的发展阶段，并且只针对特殊种类的人群），主要因为它有助于远古女性解决一个特殊的社会适应性问题——防止过早的性行为。在远古环境中，过早的性行为会让女性不合时宜地怀上身孕，但是却没有一个男性愿意对她的子女进行投资。


  我们的社会环境包含着无数的事件和特征。在女性所形成的男性心理理论中，不仅包含有男性对糖、脂肪、盐和蛋白质的愿望，还可能包含有男性对橡树而不是枫树的偏爱。不过，进化心理学的分析表明，女性的男性心理理论可能经过了预先的编制（predisposed），从而能够习得男性的某些特殊的愿望和信念，因为理解这些愿望和信念对于女性应付那些有关男性的适应性问题非常重要。简而言之，女性的心理机制不仅决定了她们会选择什么样的社会环境，还决定了她们形成什么样的推断和心理理论。


  我们之所以会发展出心理理论，主要在于它有助于我们预测他人的行为。如果我们能够精确地推断一个人的愿望和信念，那么我们也就能够更好地预测他的行为。但是，由于男女两性在愿望和信念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至少在性行为和择偶领域是如此），所以如果我们的心理理论机制没有反应出这些差异的话，那将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由于男女两性在处理与异性有关的适应性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所以男女两性形成的异性心理理论不可能完全相同。另外，由于女性在青春期前后所面临的适应性问题不尽相同，所以如果女性的心理理论对这些重要的转变不够敏感，那同样也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依恋和生活史策略


  每个个体在生命早期所处的环境不同，经历的事件也存在差异，所以尽管个体拥有相同的进化心理机制，但是早期的生活环境会引导个体采取相应的策略。根据这种观点，每个人的指令系统生来就具有两种或者多种不同的潜在策略。在这个种属特有的指令菜单上，个体选择哪一种策略则主要取决于他所处的早期环境。其实，正是早期的经验促使个体锁定了某种策略，而排除了其他的策略。


  社会化的进化理论。比如，心理学家Belsky、Steinberg和Draper（1991）提出，儿童在生命早期是否面临父亲缺失这件事，决定了他们成年后的生殖策略。根据这个理论，如果一个人在生命的头5—7年中生活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里，那么他将会发展出这样的观念——父母的资源是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成年人的配偶关系不会持久。所以，这样的个体所形成的生殖策略主要表现为性早熟，初次性行为较早，而且频繁地更换恋爱对象。这种策略通常被设计来产生大量的后代，但是对每个后代的投资都很少。一般来说，采用这种策略的个体同时也拥有外向和冲动的人格特质。而且，他们通常认为其他人不够可靠，也很少拥有长期的朋友关系。别人在和他们短暂的暧昧关系中所获得的资源非常不稳定，而且很快就会被再次拿走。


  相反，如果一个人在生命的头5—7年中有父亲生活在身边，而且还得到了父亲的可靠投资，那么他在后来对其他人的看法上将会非常不同。他会认为别人是可靠的和值得信赖的，和他人的关系也会更加持久。这些早期经验引导个体采取了一种长期择偶策略，主要表现为性成熟较晚，初次性行为较晚，追求安全的长期配偶关系，生育的子女较少，但是对子女的投资非常巨大。


  不管承认与否，所有主张环境对个体产生影响的理论（包括上面这个），最终都要以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作为基础（Tooby & Cosmides, 1990）。有的研究者一直秉持“天性—教养”或“遗传—环境”这些错误的二分法。与这种观点相反的是，有些研究者认为，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对于主张环境影响的理论是必需的（Tooby & Cosmides, 1990）。在上面这个特殊的例子中，内隐的心理机制被专门设计来接收特定的输入信息（父亲存在与否以及父亲投入资源的可靠性），然后通过一系列决策规则来加工这些信息，在关于社会世界的两种可能的心理模型中建立起一种，然后选取一种择偶策略作为机制的输出信息。


  从上面这个社会化的进化理论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非常重要的观点（Belsky et al., 1991）。首先，个体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取决于某些单个的维度或特质，而是表现为一组连贯的共变特征，其中既包括生理特性（比如初潮年龄较小），也包括对社会世界的心理模型（比如认为他人不可信赖），还有外显的行为（比如短暂的性关系）。


  第二，早期经验所导致的个体差异，其实是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所产生的适应性结果。通过对社会环境进行评估，进化的心理机制能够从指令菜单中挑选出一种合适的策略。在一种情况下，个体获得繁殖成功的方法是提高自己的繁殖率（即产生更多的后代），但是其后代的存活率和繁殖率可能会随之降低。在另一种情况下，个体获得繁殖成功的方法是降低自己的繁殖率，并且对每个后代给予大量的投资，从而保证了后代的存活率和繁殖率。每个人所面临的抚养环境是迥然不同的。人类在进化历史中所经历的环境变化，可能已经在我们身上塑造出了某些可以灵活发展的心理机制。这些机制以抚养环境的特征作为输入信息，而抚养环境的特征又是我们预测一个人成年后的环境的关键线索。关于社会化和父亲抚养行为的完整讨论，可以参见Hirsch（1996）的著作。


  依恋和生活史理论。进化心理学家James Chisholm（1996）和Jay Belsky（1997）都提出可以将生活史理论（Levins，1968）和依恋理论（Bowlby，1969）整合起来。他们认为，个体差异的形成其实是一种适应的结果，这些差异很可能反应了远古人类在抚养子女的环境上存在很大的可变性。Chisholm从生活史理论出发，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生活周期构成了进化的适应性策略。生活史理论的核心原理是精力分配（Levins, 1968）。每个人所拥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所以个体必须作出合理的决策，将其资源分配给各个不同的适应性载体。另外，个体的繁殖行为由一系列的活动组成，比如生存、发育、择偶和抚育后代等。但是，这些组成部分之间往往存在相互冲突，将精力分配给一个活动可能会影响到另一个活动的成败。所以，个体在分配精力时必须进行权衡。比如说，花在其他配偶身上的精力，就会影响你对子女在时间和资源上的投资。根据这个理论，自然选择肯定已经在人类身上塑造了特定的决策规则，使得我们能够根据特定的环境特征把精力分配给各个组成部分。所以，策略就是“一整套在功能上整合了解剖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的发展机制，能让我们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对各个适应性组成部分进行权衡，然后最优化地分配精力”（Chisholm, 1996；也可参见Charnov, 1993; Hill, 1993; Steams, 1992）。


  最重要的权衡之一发生在当前的繁殖活动和将来的繁殖活动之间。增加当前的繁殖活动，往往是以将来的繁殖活动为代价的。根据Chisholm的观点，当资源有限或者不可预测时，如果个体增加他的繁殖活动，并且减少对其后代的投资，那确实是值得的（至少在某些条件下是如此）。Chisholm进一步提出，依恋心理就是一套进化形成的机制，用于执行相应的分配决策。


  Chisholm认为，这种机制得以进化的远古环境既不像很多依恋理论家所说的那么乐观，也不像他们所说的那么安全。远古环境中存在很多风险和不确定性，比如食物的不可预测性、气候和天气的变化无常、疾病、寄生虫和捕食者，以及个体周围的同类（比如父母）——这也许是最重要的因素。Chisholm认为，父母的生殖策略（包括他们对子女投资的数量和质量）是孩子的生活环境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按照这种观点，安全型依恋（secure attachment）表示儿童体验到在早期经验中不断受到生存和发育的威胁，他们的父母不能或者不愿意在他们身上给予太多的投资。回避型依恋（avoidant attachment）的儿童通常对父母比较淡漠，他们的父母喜欢追求短期的择偶策略，而不是对他们给予大量的投资。所以，回避型依恋是儿童对父母不愿意给予投资的一种适应器。相反，焦虑／矛盾型依恋（anxious/ambivalent attachment）的儿童通常表现得很紧张、害怕和没有安全感，他们的母亲则往往表现出易怒、心不在焉、害怕、饥饿或筋疲力尽等情绪。所以，焦虑型依恋可能是儿童对父母不能给予投资的一种适应器。Belsky（1997）认为，安全型依恋能够促进父母的高投资策略，回避型依恋能够促进低投资父母的偶然投资行为，而焦虑/矛盾型依恋的儿童很容易成为一个“抚养助手”的角色，他们会留在家里帮助父母照顾其他的小孩。


  考虑到这个整合的理论尚处于初始阶段，所以两位心理学家还未能清晰地阐述这些潜在心理机制的确切特性。Chisholm的意思并不是说几个月大的婴儿就能够区分父母的意图（不愿意投资）和能力（有能力投资）。他是指，婴儿似乎能够觉察父母的某些行为，而这些行为与意图和能力等内部状态之间可能存在关联。所以，父母在行为上的差异导致儿童选择了不同的依恋风格。未来十年的研究应该更加集中于探讨那些潜藏在不同依恋风格下的心理机制的确切特性。


  依恋风格确实代表了早期环境的影响吗？或者正如有些研究者所说的那样，依恋风格仅仅反应了个体在遗传上的差异（Bailey, Kirk, Zhu Dunne, & Martin, 2000; Goldsmith & Harmon, 1994）？依恋的个体差异是否在一生当中都很稳定？依恋的潜在心理机制是否和每一种备选策略所提出的适应性问题的具体特征相匹配？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不管是概念上的还是经验上的）来给予回答。不过，最近的研究已经表明，女孩的初潮年龄太早确实和下面这些事实存在关联：父母的婚姻关系不和谐，对父亲较为抗拒，和异性约会的年龄更早等等。这些研究结果意味着，早期的依恋类型似乎能够促发个体在成年后所采取相应的择偶策略（Kim, Smith, & Palermiti, 1997），尽管这种说法和纯粹的遗传解释并不一致。


  总之，进化发展心理学主要关注人在整个生命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前面谈到的心理理论、抚养的社会化以及依恋风格只是这个研究领域中的少数几个例子而已。其他的研究主题还有：青年处于未婚状态的时间越来越长（Bjorklund, 1997），游戏的发展（Bjorklund, 1997），儿童参与同伴群体的动机（MacDonald, 1996），抑制机制的发展，比如延迟满足和性约束（Bjorklund & Kiel, 1996），青春期的进化视角，比如择偶竞争和成人礼（Surbey, 1998; Weisfeld, 1997; Weisfeld & Billings, 1988），与性有关的社会化实践（Low, 1989），以及依恋风格是否影响成年后的恋爱关系（Kirkpatrick, 1998）。最终，一门全面的进化发展心理学应该能够解释这些种属特有的、存在性别差异和个体差异的心理机制是如何被激活的，又是如何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的。


  进化人格心理学


  人格心理学可能是范围最广而且最具包容性的心理学分支。从心理学史的角度来看，所有“重大”的人格理论在其核心观点中都有关于人性（human nature）内容的假设，比如性冲动和攻击性冲动（Sigmund Freud）、自我实现（Abraham Maslow）、追求优越感（Adler）以及追逐地位和亲密感（David MacClelland; Henry Murray; Jerry Wiggins）。这些关于人性的心理特征的基本假设，正是建构这些重要的人格理论的核心所在。


  另一方面，人格心理学也集中于关注个体在许多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当前，许多人格心理学家所探讨的问题是这样的：个体在哪方面的差异最为重要？个体差异的起源是什么？个体差异在心理和生理上有何关联？个体在社会交往、精神病理学、幸福感和生命过程等特殊维度上的差异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事实上，进化心理学的大多数研究都集中于探讨那些具有种属普遍性（species-typical）的心理机制，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所讨论的主题正是如此。相比之下，个体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忽视，而且，个体差异已经对进化心理学家提出了很大的挑战（Buss & Greiling, 1999; MacDonald, 1995; Tooby & Cosmides, 1990; Wilson, 1994）。一般来说，进化生物学家通常倾向于关注那些具有种属普遍性的适应器，而忽略个体之间的差异（尽管他们非常乐意将个体差异作为自然选择的操作对象——个体差异导致了优胜劣汰）。个体差异，特别是那些可遗传的个体差异，往往被放在了相对次要的位置，因为进化生物学家通常认为个体差异主要是由非选择力量所产生的，比如随机突变等（Tooby & Cosmides, 1990; Wilson, 1994）。遗传差异常常被看作是“噪音”，或者正好留存在人群中的“遗传垃圾（genetic junk）”。进化生物学家通常认为它们和进化过程的核心力量——适应与自然选择——没有多大的关系（Thiessen, 1972）。从这种观点看来，可遗传的个体差异和具有种属普遍性的适应器之间的关系，就好比汽车引擎中不同颜色的电线和引擎的功能性工作元件一样。我们可以改变电线的颜色，但是这并不影响引擎的功能（Tooby & Cosmides, 1990）。


  如果说科学的统一是一个合情合理的目标（Wilson, 1998），但这些概念和理论上的差异却很难调和。既然自然选择总是倾向于降低群体内部的基因差异——它会偏爱一些基因并且剔除另一些基因——那么行为遗传学的研究为什么又不断地发现人格倾向具有中等程度的可遗传性呢（Plomin et al., 1997）？如果个体差异真的独立于适应和自然选择，那么个体差异为什么又总是和那些与繁殖成功密切相关的活动（比如生存和性行为）联系在一起呢？比如说，个体在内向—外向上的差异与他们性伴侣的数量差异之间存在相关（Eysenck, 1976）；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获得的地位之间存在相关（Kyl-Heku & Buss, 1996）；而冲动和婚外情之间也存在相关（Buss & Shackelford, 1997），并且容易冲动的人死亡率更高（Friedman et al., 1995）。如果人格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个体差异和那些与繁殖活动有关的现象（比如地位、性行为，甚至是生存）之间确实存在相关，那么个体差异在人类进化心理学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许远比我们之前认为的更加重要。


  目前，进化心理学试图在一个统一的概念框架内对个体差异和具有种属普遍性的心理机制加以整合（e. g., Bailey, 1998; Buss & Greiling, 1999; Gangestad & Simpson, 1990; MacDonald, 1995; Wilson, 1994）。其中，有几种途径看起来似乎颇有希望。


  个体差异是由各种可遗传和不可遗传的因素所产生的。来自人格的行为遗传学研究证据强烈地表明，这两种来源都非常重要。人格特征通常具有中等的可遗传性，一般是30％到50％（Plomin, DeFries, & McClearn, 1990）。不过，这些研究同时也强烈地表明，个体差异受到了环境因素的重大影响，一般从50％到70％不等。下面，我们将探讨个体差异得以形成的几种途径，我们不仅以环境因素和遗传因素作为讨论的基础，同时还也考虑到了两者的交互作用（Bailey, 1998; Bouchard & Loehlin, 2001; Buss & Greiling, 1999）。


  选择不同的生态位或策略的专门化


  从进化的观点来看，那些采取相同策略的个体之间的竞争应该最为激烈。所以，当选择某种生态位（niche）的个体变得越来越多时，与那些采用其他生态位的竞争者相比，这些个体的生存和繁殖活动将处于较为不利的位置（Maynard Smith, 1982; Wilson, 1994）。自然选择塑造了相应的心理机制，促使一部分个体去寻求那些竞争不太激烈的生态位，因为这些生态位的平均收益可能更高。


  择偶行为给这种观点提供了非常清晰的例子。如果大多数女性都去追求地位最高或者资源最多的男人，那么有的女性可能会避开这种竞争最为激烈的情况，而去向其他男性表露芳心，从而获得更大的繁殖成功。比如，在一个既有一夫多妻又有一夫一妻的择偶系统中，一个女人可以得到一个一夫一妻制男人的全部资源，这比只能享有一个一夫多妻制男人的一小部分资源要好得多。


  个体使用某种生态位的能力，取决于他所拥有的资源和人格特征。不妨考虑一下一个人的出生顺序。一般而言，在人类的进化历史中，长子和幼子很有可能面临着截然不同的适应性问题。比如说，科学历史学家Frank Sulloway（1996）认为，长子采用的生态位通常都表现为强烈地认同父母和其他现存的权威人士。与此相反的是，幼子不大认同权威，而且倾向于推翻现有的秩序。根据Sulloway的观点，出生顺序影响了生态位的专门化过程。幼子通常会发展出一种不同的人格特征，表现得更加叛逆、不大负责任，以及对新鲜体验持有更为开放的态度（Sulloway, 1996）。出生顺序的差异在科学家中也非常明显：幼子通常是科学革命的强烈倡导者；而长子却常常竭力反对这些革命（Sulloway, 1996）。


  不管Sulloway观点中的具体细节是否正确，这个例子已经清楚地阐明了策略生态位的专门化过程。虽然个体差异的形成过程拥有某种适应性，但是这些差异并不一定以遗传差异为基础。这是因为，像出生顺序这样的非遗传性个体差异，也可以成为那些具有种属普遍性的心理机制的输入信息（比如通过和家庭成员的相互作用），从而使某种策略生态位变得专门化。当然，可遗传的个体差异也能够为那些具有种属普遍性的进化心理机制提供输入信息。此外，它们还可能是策略生态位的专门化过程所产生的结果。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种可能性。


  遗传特性的适应性评估


  假设所有的男性都已经进化了这样的决策规则：当武力可以达到目标时，就采取武力策略；但是当武力不能成功地达到目的时，则采取合作策略（Tooby & Cosmides, 1990, p. 58）。毫无疑问，进化形成的决策规则要比这复杂得多。但是，即便在这个简化的决策规则中，那些肌肉发达的人仍然能比其他人（比如瘦子或胖子）更加成功地执行武力策略。这样，个体在体格上的遗传差异就成了决策规则的输入信息，进而在攻击性和合作性上产生了稳定的个体差异。在这个例子当中，攻击倾向并不是直接遗传得来的，而是“反应性遗传”得来的。它是具有种属普遍性的自我评估和决策机制在接收到输入信息（即遗传的体格）之后所产生的结果。


  Tooby和Cosmides（1990）创造了“反应性遗传”（reactive heritability）这个词来描述某些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因为这些心理机制能够以遗传特性作为输入信息，进而引导有机体选择相应的策略方案。根据这种观点，如果评估机制能够帮助个体挑选出明智的策略，那么自然选择将倾向于让这样的评估机制得以进化。由此看来，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不仅要适应外部世界中反复出现的问题——比如父母投资的可靠性——而且还要与自身的评估机制相协调。


  对遗传特性进行评估也可以帮助个体选择合适的择偶策略。在第十二章中我们提到过一项研究，该研究在下面两个维度上考察了少年男性的外貌特征：他们的面孔属于支配型还是服从型；其他人认为他们的外表有多大的吸引力（Mazur, Halpern, & Udry, 1994）。研究者采用照片来判断这些外貌特征，他们把支配型的人定义为“告诉别人做什么、受到尊敬、有影响力的人，通常是一个人领导者”（p. 90）。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一个少年男性的外貌特征越具支配性，外形越有吸引力，那么他和女孩子进行“亲密接触”和发生性行为的经验也越多。此外，即使在控制了面孔的吸引力和青春期的发展阶段等因素之后，支配型的面孔还是可以很好地预测少年男性性经验的数量。


  假如说支配性和吸引力等面部特征在部分程度上取决于遗传因素，那么我们就能够推测男性已经进化了一种心理机制，该机制被设计来对自己面孔的支配性和吸引力进行评估：“如果在支配性和吸引力上得分很高，那么就采取短期择偶策略；如果得分很低，则采取长期择偶策略。”当然，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未能排除其他变量的影响，比如睾丸激素既能让男性的面孔更具支配性，同时也能增加男性的性驱力。


  进化形成的评估机制能对遗传特性进行评估。根据这种理论，个体在短期和长期的择偶策略中所表现出来的稳定的差异并不是直接遗传得来的。事实上，这两种策略是个体在对遗传信息进行评估之后所产生的适应性个体差异。在将来的研究中，进化人格心理学有望揭示出这些进化形成的评估机制的特征。


  基于频率的适应性策略


  一般来说，定向选择过程倾向于试探所有的遗传变异形式。较为成功的变异逐渐取代了那些不大成功的变异，从而产生了具有种属普遍性的适应器。不管基本的功能部件存在与否，这些适应器都不会或者很少表现出遗传变异（Williams, 1966; 1975）。


  然而，这种趋势有一个很大的例外，那就是依赖于频率（frequency-dependent）的选择过程。在某些情况下，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遗传变异能够同时存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生物性别。在有性生殖的物种当中，两性往往表现出各种依赖于频率的适应性共变模式。如果一种性别的数量比另一种要少，那么这种性别繁衍的成功机会就会更多。所以，如果父母所生育的后代属于数量较少的性别，那么自然选择将会对这样的父母更为有利。具有代表性的是，两性的数量比例总是通过频率选择过程而维系在一个大致相当的水平。依赖于频率的选择过程使得当一种策略的频率增加时，与群体中的其他策略相比，这种策略的收益将会降低（有关博弈论更为广泛的论述可参见Maynard Smith, 1982; D. S. Wilson, 1998）。


  备选的适应性策略也可以通过频率选择过程而在性别内部留存下来。比如说在密西西比河的太阳鱼中，我们可以观察到雄性太阳鱼有这样三种不同的择偶策略：（1）保护巢穴的“抚养”策略；（2）成长为较小体型的“潜藏”策略；（3）模仿雌性太阳鱼外形的“拟态”策略（Gross, 1982）。由于潜藏者体型较小而不易被发觉，所以它们有机会让雌性的卵受孕。而拟态者因与雌鱼外形相似，从而避免了来自抚养者的攻击，所以也获得了让雌性受孕的机会。然而，当采用拟态策略的雄性增加之后，拟态者的成功机会降低了，因为它们的存在取决于守护巢穴不受侵害的抚养者。随着拟态者和潜藏者变得越来越多，抚养者变得越来越少了，这使得上述两种寄生策略更加难以奏效。于是，可遗传的备选策略就通过频率选择过程在雄性群体内部留存下来了。从理论上来讲，这些可遗传的个体差异可以通过频率选择过程在群体中无限地持续下去。它与定向选择完全不同，定向选择总是倾向于剔除遗传变异。


  进化心理学家Linda Mealey（1995）根据频率选择过程提出了精神病态（psychopathy）理论。精神病态（也称反社会型人格障碍）通常表现为一系列的特质，比较突出的是不负责任和不可靠、自我中心主义、冲动、不能形成长久的关系、表面上很有吸引力，以及缺乏诸如爱、害羞、愧疚和同情等社会性情绪（Cleckley, 1982）。精神病态患者在社会交往中常常采取“欺骗”策略。精神病态在男性中较为常见，男性的比例大概是3％—4％，女性的比例要低于1％（Mealey, 1995）。


  精神病态患者所采取的社会交往策略，是以利用其他人的互惠机制为特征的。他们通常先假装合作，然后才进行欺骗。采用欺骗策略的男性，通常不能和其他男性在更加传统或主流的地位等级上进行竞争（Mealey, 1995）。


  根据Mealey的理论，反社会型的策略能够通过频率选择过程而留存下来。随着欺骗者数量的增多，合作者所付出的平均代价也就增加了，所以人类必须进化出某种能够觉察欺骗者的心理机制，从而对那些采用欺骗策略的个体给予还击。因此，随着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患者数量的增多，欺骗策略所获得的收益也就减少了。不过，只要反社会型人格的出现频率不是太大，那它们就可以在主要由合作者所组成的群体中留存下来（Mealey, 1995）。


  有些证据（尽管是间接的）与Mealey的精神病态理论相一致。首先，行为遗传学的研究表明，反社会型人格具有中等的可遗传性（Willerman, Loehlin, & Horn, 1992）。其次，有些反社会型的人倾向于追求短期的择偶策略，这可能是反社会基因增加或者得以留存下来的主要途径（Rowe, 1995）。与普通男性相比，反社会型的男性往往更加早熟，性伴侣较多，有更多的私生子，而且和妻子离婚的可能性也更大（Rowe, 1995）。可以预期，这种短期的、机会主义的择偶策略在人口流动性较高的群体中应该更为普遍，因为在这样的群体中采取短期的机会主义择偶策略所付出的声誉代价相对较小（Wilson, 1995）。


  当然，这个理论也面临一些挑战。比如说，它表现的是一种类型还是一个连续统一体（Baldwin, 1995）？它的频率是否足够大到能够通过频率选择过程而留存下来？以及它表现的是现代人群在最近才进化形成的策略还是一种古老的进化策略（Wilson, 1995）？


  尽管存在这些复杂的因素，但是Mealey的精神病态理论还是漂亮地解释了这种可能性：即可遗传的备选策略能够通过频率选择过程而留存下来。通过对适应性的个体差异进行进化分析，频率选择理论提供了一种潜在的解释，让我们能够对行为遗传学的研究结果（e. g., Willerman, Loehlin, & Horn, 1992）和有关反社会型人格患者所采取的择偶策略的研究结果（Rowe, 1995）进行整合。


  总之，进化心理学为我们探讨各种各样的个体差异提供了一个框架。个体差异可能产生于早期的生活环境和经历（比如有父亲或者没有父亲），早期经验的差异将引导个体发展出不同的适应性策略。个体差异也可能来自成年期所处的不同环境，这种因素能够反复地激活某种特殊的机制。此外，个体差异还可能来自个体对不同生态位的选择，或者是通过频率选择过程所产生的。这些个体差异的来源有望提出一种真正综合的人格理论，这种理论将不仅包含有关于人性的核心假设，而且还包括产生个体差异的主要途径。


  进化临床心理学


  心理障碍是临床心理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所以，明确心理障碍的具体标准对于心理科学及其应用和发展非常重要。有了明确的标准之后，我们就能以此为框架，对个体的正常和异常状况进行测评和诊断，并且提出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


  心理学家在描述心理障碍时常常用到这样的词汇：调适（adjusted）和失调（maladjusted）、适应（adaptive）和适应不良（maladaptive）、正常（normal）和变态（abnormal）。不过，这些词汇都缺乏清晰而明确的标准，从而回避了问题的实质所在——即心理学家为什么要用它们来描述心理障碍。许多研究者在他们的著作中使用这些词汇时，往往依赖于自己的内在直觉，并且定读者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不合适”等问题上和他们拥有共同的理解和看法。其实，美国精神病协会（APA）在1994年发布的《心理障碍的诊断与统计手册（DSMMD）》中提供了一个心理障碍模型，对那些用于描述心理障碍的词汇（包括控制障碍、缺点、顽固和不理智等）给予了明确的限定。《手册》详细地阐述心理障碍的具体标准，这些标准通常只是一系列简单的启发式规则，比如说主观忧伤、怪异、社会危害性和无能等概念就是如此（e. g.,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94）。


  进化心理学提供了一套更加严格的理论原则来确认心理障碍的存在与否，让我们避免对心理障碍产生直觉性的误解（参见Buss et al., 1997; Wakefield, 1992）。一旦我们能够对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进行描述，对它们的功能予以确认，那么我们就能够得到一套确定功能障碍的具体标准。在相应的背景下，如果一种机制未能执行它在进化中所形成的设计功能，那我们就可以说该机制发生了功能障碍。比如说，如果你的皮肤破了，但血液却不能凝固；周围很热，但你却不能排出汗液；或者当你在进食和下咽时，你的喉部却不能上升来阻止食物进入肺部，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些进化机制都出现了功能障碍。


  根据上面对功能障碍的定义，进化机制所出现的问题往往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当面临相应的适应性问题时，机制未能被激活（比如一个人看到蛇时不觉得害怕，也不知道逃走）；（2）机制在不应该激活的背景下却被激活了（比如对不合适的对象——如近亲——产生了性欲望）；（3）一种机制未能和其他机制相互协调（比如，对自身配偶价值进行评估的机制未能指导个体去追求合适的择偶对象）。


  机制失败的原因


  上面我们谈到了机制失败的三种类型：激活失败、背景失败和协调失败。其中，每一种失败的原因都有可能是遗传因素（比如偶然性的遗传变异或基因缺陷）或发展性损伤（比如脑损伤）所导致的，也有可能是这两者共同引发的。比如说，因脑损伤所导致的失语症患者，其进化形成的用于言语产生和言语理解的心理机制就不能正常运作。这些患者似乎能够理解语言，但他们却不能流利地说话。这也就是说，他们能够接收语言信息，并能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但是他们用于言语产生的机制却不能和言语理解的机制相互协作。另一种可能是，言语产生机制本身可能存在激活障碍或加工障碍（Pinker, 1994）。


  偶然的遗传变异能够导致机制失败。尽管自然选择倾向于产生具有种属普遍性的进化机制，但是在机制的表面特征中仍然存在某些遗传变异。几乎所有人都拥有功能相同的眼睛、心脏和肺部，但是这些机制在结构和形式上还是存在某些遗传的个体差异（比如肺部的形状就存在微小的个体差异）。从自然选择的角度来看，这些变异大多数都是中性的。不过也有少数的例外。很多变异在单独出现时并不会产生危害，但是当它们结合起来或同时出现时，则会导致机制出现功能障碍。有些研究者推测，某些精神分裂症可能就是由于比较少见的基因配对所造成的（Gottesman, 1991）。


  另一种变异来源是突变。尽管突变为自然选择的运作提供了必要的素材，但是孤立的突变很少会增加机制的功能，反而更有可能带来危害，促使个体的机制出现失败（Tooby & Cosmides, 1990; 1992）。不过，临床心理学家和研究者一般不把机制失败看作是功能障碍，因为机制失败并不像行为异常、心理困扰、缺乏自理能力，以及社会危害那么明显。在某些情况下，功能障碍可能让个体的生活更加顺利，比如当原本被设计来产生焦虑和沮丧的进化机制未能正常运作时就是如此。在另一些情况下，机制失败确实给个体带来了重大的困扰，对社会带来了潜在的危害，所以研究者和临床心理学家通常认为这些机制失败的案例值得治疗，应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当然，上述分析并不是说，心理学家只应该对上面提到的三种功能障碍进行治疗。相反，这种理论框架主要是为了帮助临床心理学家澄清某些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困扰——哪些情况才能被看作是功能障碍，它们又应该如何治疗。


  从进化的视角看那些被错误地当作功能障碍的问题


  尽管人类的许多行为和经历看起来似乎都是混乱的、适应不良的，或者给主体带来了困扰，但是它们并不是功能障碍。其中的原因在于，它们并不是因为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未能发挥其本来的设计功能所导致的。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是适应不良的行为，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原因所引起的。


  第一，可非是由于远古环境和现代环境之间存在差别（Glantz & Pearce, 1989）。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和祖先在进化过程中的大多数环境大相径庭，在某些方面更是有着天壤之别。假如一种机制能够实现其应有的设计功能，但是现在环境发生了改变，该机制的输出结果很可能变得不适应了。远古环境和现代环境之间的差别可能改变了适应性问题的主要特征，又或者，远古时代的适应性问题已经和现代环境没有可关联。


  人类可能已经进化了相应的心理机制来对自身和周围其他个体的配偶价值进行比较和评估。在远古时代，人类一直过着小规模的群居生活，每个群体的总人数从50到100不等（Tooby & DeVore, 1987）。所以在那个时候，个体对自己和他人的配偶价值的评估都相当精确。这样一来，每个人都可以将主要的精力和策略用在吸引和他自己比较相配的对象身上。但是，在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中，群体变得非常庞大，个人的形象可以通过各种媒体（特别是电视和网络）呈现在他人面前，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比较标准。比如说，时装模特和女演员通常都非常漂亮。众所周知，非常漂亮的女性只是所有女性中的极少数，但是她们在主流媒体上的曝光频率却非常之高。这些情况引发了一种人为的效应：女性在将自己和当地的所有竞争者进行比较时，总是倾向于低估自身的配偶价值。接下来，女性之间的同性竞争不断升级，有的女性还会采用一些非常手段来增加她们的吸引力（Buss, 1996a）。在特别极端的例子中，女性可能会患上体型障碍、饮食障碍（比如厌食症和贪食症）或抑郁。


  总之，现代环境和远古环境的差异可能会引发心理问题。不过，从进化的观点来看，这些问题都不能称作为功能障碍，因为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仍然在正常地发挥它们的设计功能。


  第二种原因可能来自于机制的“平均”功能所伴随的正常错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机制之所以能够得以进化，不是因为它们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能发挥作用，而是因为它们在远古的环境中给我们祖先所带来的平均收益超过了平均代价。正因为自然选择是根据进化机制的“平均”效应来决定它们的去留，所以每一种正常运作的机制都有可能产生某些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并不意味着功能障碍（Schlager, 1995）。比如，树后面本来没有任何危险的动物，但是你却觉察为有；对方明明对你没有任何性的愿望，你却认为对方有。在这两种情况下，你确实犯了错误，但是它们并不是功能障碍。因为平均而言，你觉察这些现象的阈限值比其他的阈限值为你带来的内含适应性更高。所以，正常的错误和真正的功能障碍是不同的。只要我们明确了各种适应性问题的具体内容，以及解决这些适应性问题所带来的收益和代价，我们就可以对正常的错误和真正的功能障碍进行区分。比如，远古男性在推测女性对他们的性愿望时，通常会出现以下两种结果：错误的积极推测（女性对他们没有兴趣但他们认为有）和错误的消极推测（女性对他们有兴趣但他们认为没有）。但是，后者给男性带来的损失却远远大于前者。所以，自然选择在男性身上塑造的推测机制所采用的实际阈限值，比最准确的理论阈限值要低得多（Haselton & Buss, 2000）。总之，有些现象初看起来似乎是功能障碍，但它们很可能只是进化机制的正常功能而已。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之所以会出现错误，其原因在于它们只能“在平均意义上”解决适应性问题，而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能成功。


  第三种常常被错误地看作功能障碍的问题，其实是心理机制的正常功能运作所带来的主观困扰。在我们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中，有许多机制所产生的结果都会给主体带来困扰（Buss, 2000b）。比如，在美国的年轻人当中，大约10％的人曾经有过抑郁体验。鉴于抑郁是如此普遍，而且它和悲伤有密切的关联，所以有些研究者认为，抑郁情绪大都是因为丧失了某些事物（比如钱财、配偶和声誉等）而产生的（Nesse, 2000; Nesse & Williams, 1994; Price & Sloman, 1987）。不过话说回来，尽管抑郁情绪毫无疑问会让主体感到灰心和失落，但是它也拥有一定的适应性功能。首先，抑郁有助于我们离开那些希望渺茫的事业，转而考虑其他的发展方向。其次，抑郁可以削减我们的“盲目”乐观，让我们更加客观地重估自己的目标（Nesse & Williams, 1994; Stevens & Price, 1996）。


  焦虑也是如此。当我们面临危险时，我们的功能机制马上开始正常运作，从而产生了焦虑情绪。焦虑也会给主体带来困扰，但它同时也改变了我们想法、行为和生理状态，让我们全力应对眼前的问题（Nesse & Williams, 1994）。焦虑情绪让我们保持警觉，注意周围潜在的物理伤害和社会危害。不过，尽管这种情绪非常有用，但它所产生的压力反应却要让主体付出一定的代价（过度消耗卡路里，造成组织损伤等）。所以，焦虑情绪之所以如此频繁地出现，一定有它的原因所在。从进化的视角来看，这个答案非常明确：在100次潜在的危险情况中，1次死亡比99次的虚报警告所带来的损失要严重得多（Nesse & Williams, 1994）。


  惊恐发作（panic attack）可能是焦虑系统的一个功能成分，它能够保护主体免受外来的侵袭。引发惊恐反应的线索通常有：身处开阔空旷的空间，独自一人而且离家很远，或者身处曾经感到极度恐怖的地方。这些线索能够激发焦虑的进化功能，保护主体免受潜在的攻击。所以，惊恐是对特殊的危险情况产生的防御反应；对惊恐进行不恰当的调节可能会导致惊恐障碍（Nesse, 1990）。


  总之，进化心理学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消极的情绪反应。主观困扰也许并不总是临床障碍，它可能只是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的正常功能反应。


  第四种原因在于，心理机制的正常功能产生了不符合社会预期的行为。我们的部分进化机制所产生的结果，往往和社会规范相违背。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医学治疗对于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基本上无能为力，临床心理学家之所以把它看作一种疾病，是因为患者通常很少理会那些用于维持互惠合作的社会规范。但是，患者表现出来的行为其实是一种机制的正常功能——该机制被设计来促进远古祖先在特殊背景下的欺骗行为。比如，当欺骗者不想参与稳定的社会交换活动时，在他们的欺骗行为被识破并且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比如说离开此地去加入另一个新的群体）之前，他们可以通过不对等的社会交换活动而获得收益（Harpending & Sobus, 1987）。患者表现出来的某些行为和特质，很有可能是进化形成的欺骗机制所产生的结果。这些特质和行为包括：喜欢突然改变计划、富有吸引力、流动性很高、性乱交，以及爱用假姓名等等（Harpending & Sobus, 1987; Lykken, 1995）。所以，进化心理学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为什么会认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患者的行为是令人讨厌的，因为他们对我们自己的繁殖利益带来了威胁。进化心理学也让我们明白了我们为什么对潜在的欺骗者如此敏感，这是因为我们已经进化了相应的心理机制来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


  虐待和忽视儿童（包括杀婴行为）也是如此，它们可能是机制的正常功能所产生的消极行为，其目的在于减少对非亲属成员的投资（Daly & Wilson, 1988）。比如，继父母的身份是虐待儿童的最佳预测指标。在英国，Scott（1973）的报告显示，在20项婴儿受到严重虐待的案件中，半数以上的凶手都是继父。要知道在当年，在所有的婴儿中，和继父一起生活的婴儿只占到总体的1％。换句话说，和继父母一起生活的婴儿和儿童，其受到虐待的可能性比普通儿童（即和亲生父母一起生活的儿童）要高出40倍。Daly和Wilson（1988）认为，继父母之所以遭遇如此尴尬的处境，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关于继父母角色的知识，而是由于他们和继子女之间确实存在利益冲突。不幸的是，这些利益冲突激发了继父母虐待和忽视儿童的行为。


  进化临床心理学的应用十分广泛，其意义也非常深远（Glantz Pearce, 1989; McGuire & Troisi, 1998; Sloman & Gilbert, 2000; Stevens & Price, 1996）。只有正确地理解了一个系统的设计特征，当这个系统出现问题时，我们才有更大的把握将它修好。这就好比你为什么要把汽车送到机械师那里去修理——你只知道如何开车，但是机械师还知道汽车是如何设计的，汽车的各个机制应该如何实现它的功能。同样，进化的视角也能为我们提供指导，让我们在合适的时机对来访者进行干预。在很多案例中，我们一直都只是在治疗症状（比如焦虑和抑郁），而不是疾病的来源（Nesse, 1990; 1991; Nesse & Williams, 1994）。如果我们不断地掩盖这些症状，那我们很可能是在破坏一个自然的康复过程。这与治疗发烧和咳嗽非常相似。发烧是为了帮助主体抵御感染，而咳嗽是为了帮助主体排出呼吸系统中的异物。但是，如果你通过药物来治疗发烧和咳嗽，那将有可能损伤整个系统。同样，采用药物（比如百忧解[Prozac]）来治疗抑郁和焦虑，可能根本无法触及导致抑郁和焦虑的潜在原因（Nesse & Williams, 1994）。总之，进化心理学为临床心理学提供了很多新颖而且颇有价值的观点。


  进化文化心理学


  有些心理学家一直死守着“文化一生物学”这种错误的二分法，好像这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因果竞争一样。诸如“文化凌驾于生物学之上”和“动物拥有本能，人类拥有文化”的观点，正是这种错误二分法的具体表现。进化心理学站在一种真正的交互作用的立场上，向我们揭示了这些二分法为什么是错误的。正如我们即将在本节所看到的那样，“文化”不能被看作为一种单独的因素，因为文化本身也必须以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为基础。


  热衷于文化的社会科学家总是喜欢从观察入手，他们主要关注一个地方的人和另一个地方的人在哪些方面存在差别。委内瑞拉的Yanomamö印第安人通常会骄傲地炫耀他们头上的伤症，因为这是他们在战斗中留下来的。在有些文化背景中，男性和女性用骨刺穿过他们的鼻子，在他们的嘴唇上文身，打耳孔，甚至用长针安全地刺穿他们的面颊。心理学家记下这些差异，并将其归结为“文化”。他们通常把“生物学”看作是全人类所共有的特征，而把“文化”看作是不同人群所拥有的不同特征。所以，在这些心理学家眼里，用“文化”来解释可变性似乎是不言而喻的（Tooby & Cosmides, 1992）。


  但是，进化心理学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视角。首先，我们最好把群体内部的相似之处和群体之间的差异看作需要加以解释的现象。这是因为，把这些差异变成一种独立的因果实体（即文化），会让那些需要加以解释的现象变得更加混乱。把这些现象归因于文化，无异于将它们归因于如下标签：上帝、意识、学习、社会化，甚至是进化。除非我们能够正确地阐述这些标签所包含的因果过程，否则，这些标签根本不可能为这些现象提供合理的因果解释。


  一旦我们确定了我们想要解释的现象（比如某些群体所特有的观点、习惯、宗教仪式、人造物、信仰、表征、音乐和艺术等），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寻找对这些现象的潜在因果解释。不过，我们需要先对“唤起的文化”和“传播的文化”加以区分（Tooby & Cosmides, 1992）。


  唤起的文化


  所有的进化机制都会对环境条件作出相应的反应，瞳孔、汗腺、性唤起和嫉妒等机制就是几个常见的例子。唤起的文化（evoked culture）是指那些因环境条件的不同而产生的群体差异现象。比如，加利福尼亚州的人比俄勒冈州的人晒得更黑，这主要是因为两个州的日照水平存在差异。这样的“文化差异”其实只是由一种普遍的进化机制结合了群体之间的局部差异（作为机制的输入信息）所产生的。


  不同的狩猎者—采集者群体所采用的合作型食物共享模式，是一个“唤起的文化”的具体例子（Cosmides & Tooby, 1992）。不同种类的食物拥有不同的分配规则。比如，在巴拉圭的Ache部落中，肉类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资源。在任何一天当中，出去狩猎的猎人带着肉类回来的可能性只有60％。所以，在具体的某一天中，很有可能一个猎人成功地捕获了猎物，而另一个猎人却空手而归。但是，采集的食物却拥有非常稳定的来源，采集食物的数量主要取决于每个人所花费的精力。


  激发食物共享行为的原因，在于这种食物来源的高度不稳定性（Cosmides & Tooby, 1992）。在非常不稳定的情况下，食物共享行为能够带来巨大的收益。如果这个星期你把捕获的肉和你的朋友共同分享，那么下个星期当你狩猎失败时，你就可以从朋友那里得到回馈式的收益。在食物来源非常不稳定的情况下，参与合作型食物共享的个体之所以能够得到收益，主要是因为每个人一次消耗的肉类是有限的，当他吃饱后，剩下的食物不会给他带来大量的收益。另一方面，在食物来源非常稳定的情况下，食物共享所带来的收益要低得多。由于采集类食物主要取决于个体的努力程度，所以分享也就意味着勤奋的人要把食物分给懒惰的人。


  在Ache部落中，肉类由大家所共同分享。猎人们把捕获的猎物交给“分配者”，然后分配者根据家庭规模来分发肉类。但是，同样是在这个部落中，人们却很少把采集类食物拿去和亲属之外的人共享。在位于地球另一边的喀拉哈里沙漠，进化论者Elizabeth Cashdan（1989）发现，有的San部落比其他的San部落更加遵守平均主义，而且这种文化差异和食物来源的稳定性有着密切的关联。！Kung San部落的食物来源非常不稳定，他们的食物共享行为也更加普遍。说一个人小气，简直是对他的天大侮辱。而且，如果一个人不把自己的食物拿出来和其他人共享，他将会付出惨重的声誉代价。相反，在Gana San部落中，食物来源比较稳定，人们倾向于储藏食物，而且很少把食物拿出来和亲属之外的人共享。这些例子表明，环境条件的差异在每个群体中激活了不同的心理机制。而这些文化差异，正是唤起的文化的生动范例。我们可以将这些文化差异解释为，普遍的进化机制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在这个例子中，环境条件是指食物来源的稳定性程度——得到了不同的激活。


  另一个唤起的文化的例子，来自于对是否看重外貌的文化差异的分析。进化心理学家Steve Gangestad推测，由于寄生虫会影响人的外形，所以生活在寄生虫高发区的人们在挑选配偶时会更加看重对方的容貌（Gangestad & Buss, 1993）。为了检验这个假设，研究者挑选了29个不同的文化背景，考察了这两个因素之间的相关程度。研究结果证实了上述假设：在寄生虫越流行的地区，人们在择偶时也更加看重对方的容貌（参见图13.3）。尽管这个结果可以有多种解释方式，但是它至少和唤起的文化的观点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文化差异只是因为一种普遍的心理机制受到了不同的激活而产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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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3 寄生虫的流行程度和对容貌的重视程度之间的关系。寄生虫的流行程度可以很好地预测当地人对长期配偶的容貌的重视程度。图中的每一个圆圈都代表一种文化。这项研究表明，进化心理学不仅可以解释人类的普遍特征，还能解释文化差异。数据来自Gangestad & Buss（1993）。


  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虽然它们现在被归因于文化的产物，但是它们最终都可以被看作是唤起的文化。比如说，对欺侮作出反应的文化差异（Nisbett, 1993），发生婚外情的频率的文化差异（Buss, 2003），以及在身材和体型的胖瘦偏好上的文化差异（Symons, 1979），都可以被看作是唤起的文化的例子。


  传播的文化


  传播的文化代表了另一类现象，它们需要一种不同的解释。传播的文化是指各种表征和观念，它们起初至少存在于一个人身上，然后才通过观察和相互作用传递到了其他人的心智当中（Tooby & Cosmides, 1992）。比如，呼啦圈、时装风格的变化、对异族人的看法，以及慢慢传开的笑话，都是传播的文化的例子。这些现象表明，文化的“接收者”必须拥有专门化的推理机制，用于在他们自己的头脑中重建出相应的表征。


  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来看，专门化的推理机制对于解释传播的文化是必需的。由于群体中的其他个体所发出的信息几乎是无限的，所以其实是有无数的观念在抢占我们有限的注意广度。文化的接收者所拥有的进化心理机制必须对这些观念进行筛选，仅仅挑选出一小部分信息用于心理重构。至于个体最终会选择哪些信息，并在自己的头脑中重构出相应的表征，则完全取决于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本身。所以，传播的文化和唤起的文化一样，都必须以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为基础。


  尽管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不知道这些机制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它们必须拥有哪些特征。这些机制所包含的程序必须能够有选择地注意某些观念，并且忽视其他观念；有选择地将某些信息记忆编码，同时忘掉其他的信息；有选择地将某些信息传递给某些人，而不将其他信息传递给别人。可以推测，这些机制能够决定哪些内容和当事人有关，而这些相关的决策方式肯定已经影响了我们祖先在远古环境中的适应性。


  人们总是倾向于模仿社会地位很高的人的着装风格，或者模仿自己很想加入的团体的着装模式。这些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的文化的常见例子。但是，这些现象仍然以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为基础。正是我们所拥有的进化心理机制，促使我们更多地留意那些社会地位很高的人，记住他们的着装风格，并且在以后买衣服时提取出这些记忆，等等。


  为了完整地解释传播的文化，我们不仅需要依靠那些“接收”其他文化表征的心理机制，还要依赖于理解那些主动传播文化表征的人的机制。正如Allport和Postman在很久以前所说的那样，“流言一旦开始，它就会随着每个传播者的个人利益而不断发生变化”（1947, p. 314）。故意散播流言是传播的文化的最好例子。要想理解一个流言，你必须探究传播者本人的动机和利益（比如诋毁竞争者，削弱对方的配偶价值）。


  并不是所有的流言都会得到同等程度的关注和传播。不同的个体对同一个流言的记忆编码和传播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条流言，“约翰总是喜欢玩弄女性，他几乎和每个人都上床”。在对这条流言进行评估时，我们的心理机制毫无疑问会促使我们有选择地关注某些特定的信息。这条流言来自约翰的竞争者和敌人吗？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个传言的真实性就会大打折扣，而且也没有人愿意将它继续传播下去。如果约翰正在追求一个女孩，而这条流言恰恰来自这个女孩的父亲或兄弟，那么流言的传播者可能是为了保护这个女孩不受约翰的欺骗。当然，这条流言也可能来自一个喜欢约翰的女人，她希望通过流言来消除其他的竞争者。所以说，流言发起者的个人利益，决定了哪些流言会得到传播，会被哪些人传播。而且，流言传播者的利益和意图，对于该流言会得到何种程度的注意、编码、提取、传播，甚至是歪曲，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当然，上述对文化现象的解释是非常简化、非常不完全的。但是，它足以让我们得出下面的结论：（1）“文化”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因果实体，在解释能力上它根本无法和“生物学”相互竞争；（2）文化的多样性——即群体内部的相似性和群体之间的差异性——是需要加以解释的现象，它们本身不足以构成对文化现象的解释；（3）我们可以将文化现象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比如唤起的文化和传播的文化），这样的划分对我们非常有用；（4）我们在对唤起的文化进行解释时，需要以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为基础，如果没有这些心理机制，文化的多样性根本不可能发生；（5）传播的文化也必须以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为基础，正是这些心理机制决定了我们应该注意哪些观念，对它们进行记忆编码，需要时从记忆中提取相应的信息，并且将它们传播给其他人。


  艺术、小说、电影和音乐的进化


  人们为什么要从事很多看起来与生存和繁殖没什么关系的活动？人们为什么愿意花费几个小时、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创造并且消费艺术、文学、音乐和体育赛事？对于有的人而言，这些看似“琐碎的追求”占据了他们全部的生活。这种现象需要加以解释。但是大家必须记住，下面的进化解释大部分还只是推测而已。当然，其中也不乏某些经验证据的支持。


  进化心理学家采用两种基本的方法来解答这些谜团。第一种方法通常被称作炫耀假设（display hypothesis）。根据炫耀假设，文化是“一种自然发生的现象，它源于采取不同择偶策略的大量个体在繁殖活动中的竞争行为”（Miller, 1998, p. 118）。特别地，男性总是喜欢创造和演示艺术、音乐，以此向大量的女性传达他们的求爱讯号。这项研究的作者Geoffrey Miller引用了摇滚歌手Jimi Hendrix作为例证。Jimi Hendrix去世时年仅27岁，死因是吸入了过量的毒品。但是，在他辉煌而又短暂的一生当中，Hendrix和数百个女性歌迷发生过性关系，在4个不同的国家拥有后代。Miller还提到，像Pablo Picasso、Charlie Chaplin和Honoré de Balzac这样的艺术家，都曾有过大量的性伴侣。所以，Miller得出结论说，“有一件事青少年都很明白，但是大多数心理学家却把它忘得一干二净。这件事就是，男性可以通过文化夸耀行为来增加他们获得性接触的机会”（Miller, 1998, p. 119）。


  炫耀假设可以对文化夸耀行为的几种常见现象进行解释。首先，它可以解释男女两性在文化产品的创造上存在的性别差异。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大多数的文化背景下，男性创造的艺术、音乐和文学作品都比女性要多。根据这种观点，女性从文化夸耀行为中得到的收益特别少，因为增加短期性关系的机会并不是她们的目标（参见第六章）。女性更有可能表现出Miller所说的“窄播（narrowcasting）”行为，也就是只向一个或者少数几个男性表露芳心，因为她们的目标是建立长期的关系，而不是和很多人建立短期的性关系。Miller以侃天者策略（Scheherezade strategy）为例来说明这个观点。Scheherezade是一个女人的名字，她通过1001个迷人的故事吸引了国王的注意力，成功地打消了国王想杀死她的念头。所以说，炫耀假设可以解释男女两性在文化夸耀行为上的投资差异。


  炫耀假设还可以解释文化夸耀行为的年龄分布情况。大部分艺术作品和音乐都是男性在青年时代创造出来的，而这个时间刚好是男性处于同性竞争最为激烈的阶段（见图13.4）。随着男性年龄的增长，他们要把更多的精力转向抚育子女和孙子女，所以他们创造的迷人的文化产品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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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4 爵士乐：719位音乐家的1892张唱片。这些结果支持了Geoffrey Miller的炫耀假设：男性创造的艺术、音乐和文学作品比女性更多，男性把这种创造活动作为一种吸引配偶的炫耀策略。除了性别差异之外，年龄的分布也大致符合这样的观点：在选择配偶的重要阶段，男性的文化创造活动也更加活跃。N是指样本大小。数据来自于Carr, I., Fair-weather, D., & Priestly, B., The essential Jazz Companion（1988）。来源：G. F. Miller的《文化夸耀行为的性选择》，出自R. Dunbar、C. Knight和C. Power主编《文化的进化》（出版中），Edinburgh: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Press。经允许重印。


  此外，炫耀假设还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艺术、音乐和文学作品总是与社会地位和资源联系在一起。正如进化心理学家Steven Pinker所观察到的那样，“如果你有能力购买一些既不能填饱肚子又不能遮风挡雨的奇特东西，而且这些东西需要耗费贵重的资源、长期的制作、创作晦涩的文本，以及和精英阶层保持亲密的关系，那么，还有比这更好的证据来证明你拥有足够的财富吗？……除去所有琐碎而卑微的生活必需品之外，人们其实只是在一些昂贵而又无用的事物上找到了自己的尊贵和荣耀”（Pinker, 1997, pp. 522—523）。简而言之，炫耀假设似乎可以解释文化产品在年龄和性别上的分布特点。


  但是，对于艺术、音乐和文学作品的其他现象，炫耀假设还不能加以解释。首先，炫耀假设无法解释这些文化产品的内容（content）。为什么人们觉得有些歌曲非常感人，而对另一些歌曲却无动于衷？为什么莎士比亚的戏剧总是让人如痴如醉，但其他一些剧作家的作品却让人感到单调乏味？为什么有的电影吸引了数百万名观众，但另一些电影却无人问津？如果一个理论要对文化作出完整的解释，那它不仅要能够解释文化产品在年龄和性别上的分布特点，还要能够解释文化产品的内容。其次，炫耀假设不能解释这样的现象——有些人花费了多得不成比例的时间来独自享受艺术、音乐和文学作品给他带来的快乐，却没有什么明显的炫耀成分在里面。


  在对文化进行解释的第二种方法中，Pinker提出了一个一般性的答案来解决这些谜团。不过，这个答案还只是一种推测。Pinker认为，文化产品之所以会出现，并不是因为我们拥有专门用于创造艺术、音乐和文学作品的特殊适应器，而是因为我们拥有“能够从形状、颜色、声音、笑话、故事和神话传说中获得愉悦”的进化心理机制（1997, p. 523）。比如说，一种被自然选择设计来寻找成熟果实的色觉机制，可以被那些具有类似色调模式的油画所激活，并且产生愉悦的体验。男性对于那些反应女性繁殖能力的线索有很强的心理偏好，而绘画、照片、电影和色情杂志则正是利用了这些心理偏好，它们推出的女性大都拥有这种心理偏好机制所青睐的女性特征。人造毒品可以“刺激”我们的愉悦中枢，同样地，艺术、音乐和文学作品也可以“激活”我们的进化心理机制。这样说来，我们并没有进化出专门用于创造艺术、音乐、文学以及其他文化产品的特殊适应器。相反，人类只是已经知道了如何人为地激活那些现存心理机制的方法——那就是创造出大量的文化产品，而且这些文化产品包含有我们的心理机制最初被设计来进行加工的刺激信息。简而言之，这些文化活动并不是适应器，而是非适应性的副产品。


  举例而言，抽象艺术通常包含点、平行线、圆、正方形、螺旋，以及斑驳的色彩。这些元素刚好和视觉研究者提出的刺激信息非常相似——这对于理解人类必须驾驭的对象及其外观至关重要，所以才会带给我们愉悦（Pinker, 1997）。相反，我们之所以认为有的绘画和风景非常单调，其实是因为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让我们觉察到这些景致中的资源非常稀少。简而言之，迷人的艺术作品通常拥有与资源丰富的环境非常相似的特征，所以才值得我们给予注意。


  Pinker对音乐也持有类似的看法：“我觉得音乐就是听觉式的奶油蛋糕，是一种精制而成的蜜饯，它至少拨动了我们六种心理官能的敏感部位（1997, P. 534）。”这些心理官能就是语言（比如歌词）、听觉场景的分析（我们必须分离出不同的声源，比如从嘈杂的森林中离析出动物的叫声）、充满感情的声音（比如我们在描述乐章时经常采用哀鸣、哭泣、呜咽、哀嚎以及欢快等作为比喻）、居所的选择（比如雷鸣、湍急的水流声、动物的低吼，以及其他声音可能反应了环境的安全程度）和运动控制（比如节奏；节奏是一种普遍的音乐成分，它和许多任务——比如跑和砍——的运动控制非常相似，同时也反应了个体的某些特征，比如急切、懒散和自信等）。根据这个假设，我们认为非常悦耳的音乐，应该包含有某些特定的人造刺激，而这些刺激和我们的进化心理机制被设计来加工的自然刺激非常相似。


  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小说和电影。喜剧和悲剧中的言辞、情节结构和故事内容，都可以激发我们的进化心理机制，从而带给我们愉悦的感觉。那些最为成功的小说和电影（比如《飘》和《泰坦尼克号》），往往都包含有同性竞争、配偶选择、浪漫的爱情，以及危及生命的天灾人祸。也许，这并不是巧合那么简单。正如Pinker所言：“当我们沉浸在书本或电影中时，我们仿佛看到了迷人的风景，和重要人物亲切交谈，爱上了令人销魂的男人或女人，保护自己的爱人，达到了不可能的目标，而且打败了邪恶的敌人。这七块五花得真是值！”（Pinker, 1997, p. 539）


  有一项研究对36部作品的主要故事情节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作品都涉及到下面的某个主题：爱情、性、主角受到了人身威胁，或者主角的亲属受到了人身威胁（Carroll, 1995）。这样的例子包括“错误的嫉妒”（比如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和“发现了爱人的不忠行为”（这是小说和电影最常见的主题之一）。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性和暴力一直是文学作品的主要内容。


  根据这个假设，人们之所以发明并且消费大量的文化产品（比如绘画、雕刻、小说和电影等），不是因为这些文化活动本身是适应器，而是由于它们的形式和内容能够人为地激活我们的进化心理机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人类其实是携带着远古的大脑，但是却生活在充满了新颖文化刺激的现代环境当中。所以，尽管我们创造和消费文化的活动本身并不是适应器，但是在揭示人类的进化心理上，这些文化模式所起到的作用绝不亚于最详细而周密的心理学实验。


  走向统一的心理学


  在这一章中，我们主要讨论了进化心理学是如何慢慢渗透到主流的心理学分支的，其中包括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人格心理学、临床心理学，以及文化心理学。另外，现已证明，进化心理学对其他的心理学分支也颇有价值，比如组织与工业心理学（Colarelli, 1998; Nicholson, 1997）、教育心理学（Geary, 2002）和环境心理学（Kaplan, 1992）等等。进化心理学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广泛，它的触角已经伸向了其他的学科领域，比如对法律（Jones, 1999）、宗教（Kirkpatrick, 1999; Pinker, 1997）、艺术（Feist, 2001）和经济学（Kurzban et al., 2001; Saad & Gill, 2001; Wang, 2001）的进化分析，对数学推理（Brase, 2002）、精神病理学（McGuire & Troisi, 1998）和社会学（Hopcroft, 2002; Kanazawa, 2001）的进化研究，以及对社会认知（Andrews, 2001; DeKay & Shackelford, 2000）和认知神经科学（Barkley, 2001; Gazzaniga, 1999）等交叉学科的影响等等。


  不过，进化心理学最终有望消除这些传统的学科界线。人不能被简单地分割为各自独立的元素，比如人格、社会性、发展和认知等。尽管稳定的个体差异一直是人格心理学的研究主题，但是它们也常常涉及到社会倾向，拥有特殊的发展源头，而且以特殊的认知机制作为基础。同样地，社会交换和互惠行为通常被认为是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但是它们的潜在心理机制，也是拥有特定发展轨迹的信息加工装置。青春期所发生的剧烈变化一直是发展心理学家的专属研究领域，但是青春期的个体差异以及许多重大的变化都涉及到社会性的发展。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看来，许多传统的学科界线不仅具有人为性和随意性，而且对于科学的发展颇有误导之嫌。这些学科界线采取了人为的和非自然的划分方式，把我们的心理机制割裂得七零八落。所以，本书的组织原则正是，我们应该通过适应性问题及其解决方案来研究人类的心理。这种研究思路提供了一种“在自然的连结点上对其进行划分（cleaving nature at its joints）”的更加自然的方法，从而超越了现存的学科界线。


  所以，在进化心理学这门新的心理科学中，有一项非常关键的任务，就是确认人类在进化历史中必须反复面对的适应性问题。在这一点上，当今的进化心理学家已经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也就是说，他们已经确认了一些明显与生存和繁殖有关的适应性问题。不过，还有很多的适应性问题仍然有待探索，而我们人类用于解决这些问题的心理机制更是未知之数。对于开拓这些未知领域的科学先锋，我们不应苛求他们马上就能作出巨大的科学发现。事实上，像Daphne Bugental、Michael Gazzaniga、Stan Klein、Paul Rozin以及Shelly Taylor这些杰出的心理学家，越来越多地将进化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运用在了他们自己的研究当中，而且已经取得了一些令人激动的新发现（e. g., Bugental, 2000; Klein et al., in press; Rozin, 2000; Taylor et al., 2000）。


  进化心理学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工具，这不仅使当今的心理科学摆脱了四分五裂的局面，而且还把心理学和其他的生命科学联系起来，朝着更为广阔的科学综合迈进了一步。通过这些重要的工具，进化心理学让我们尝试着去揭示一些永恒的谜团：人类是从何而来的？人类是如何达到现在的状态的？还有，让我们成其为人的心理机制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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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andonability hypothesis，（遗弃假设）Abortion，spontaneous，（流产，自发性的）Adaptation and Natural Selection （Williams），（《适应与自然选择》）Adaptation(s)，（适应器）by-products of，（的副产品）in children，（儿童的）to combat disease，（用于抵抗疾病的）concept of，（的概念）costs of，（的代价）to danger，（危险）evolutionary process and，（进化过程和）function of，（的功能）natural selection and，（自然选择和）psychological，（心理的）species-typical，（物种特有的）theories and origins of，（的理论和起源）Adaptive conservatism hypothesis，（适应性的保守主义假设）Adaptive function，（适应功能）Adaptive problem，（适应性问题）classes of，（的种类）development and，（发展和）identifying，（确定）organization of，（的组织）specificity of，（的特殊性）of survival，（生存的）Adolescents，mating preferences of，（青少年，择偶偏好）Advertising，effect on mating preferences，（广告，对择偶偏好的影响）Affair，（外遇，男女间的暧昧关系）Age. See also Youth（年龄。也可参见年轻）comparing younger and older women，（比较年轻和年长的女性）and marriage decisions，（和婚姻决策）and mate preference，（和择偶偏好）power of natural selection and，（自然选择的力量和）and reproductive value，（和繁殖价值）of women，and infanticide，（女性的，和杀婴行为）Aggression（攻击）as adaptation，（作为适应器）adaptive patterns of，（的适应性模式）bullying in schools，（校园中的欺凌行为）childhood，（儿童期）in chimpanzees，（黑猩猩的）context-specificity of，（的情境特殊性）context-triggering，（情境激发的）in defense of attack，（防御攻击）to deter rivals from aggression，（抵御竞争者的攻击）to deter sexual infidelity，（防止性背叛）heritable，（可遗传的）to increase status and power，（提升地位和力量）to inflict costs on rivals，（让竞争者付出代价）intrasexual，（同性之间的）in men，（男性中的）reputational consequences of，（的名声结果）same-sex，（相同性别的）sex differences in，（的性别差异）sexual，（性的）threat of，（的威胁）verbal，（口头的）victims of，（的受害者）in women，（女性的）young male syndrome，（年轻男性综合征）Agoraphobia，（广场恐惧症）Aharon，ItzhakAlarm calling，in ground squirrels，（警报，地面松鼠的）Alcock，JohnAlcohol，（酒精）Alexander，RichardAllgeier，ElizabethAlliance formation theory，（联盟形成理论）Allport，G. W.Altruism，（利他主义，利他行为）cost incurred and，（和导致的代价）detecting genuine，（识别真正的）evolution of，（的进化）friendship and，（和友谊）genetic relatedness and，（遗传相关度和）inclusive fitness and，（内含适应性和）life-or-death，（生死攸关的）in other species，（其他物种的）parental investment and，（亲代投资和）patterns of，（的模式）problem of，（的问题）reciprocal（see Reciprocal altruism）（互惠的）status and，（地位和）Ambition，and women's mate preferences，（抱负，和女性的择偶偏好）Animal fears，（对动物的恐惧）Anorexia nervosa，（神经性厌食症）Antimicrobial hypothesis，（抗菌假设）Antipredator defense，（对捕食者的防御）Anxiety，See also Fear(s)，（焦虑）protection of，（的保护性）separation，（分离的）social，（社会的）Anxiety disorders，（焦虑障碍）Anxious／ambivalent attachment，（焦虑—矛盾型依恋）Archeological evidence，（考古学证据）Archeological records，as data，（考古学记录，作为数据）Argyle，M.Art，evolution of，（艺术，的进化）Asexual reproduction，（无性繁殖）Athletic prowess，women's mate preferences and，（运动能力，女性的择偶偏好）Attachment（依恋）and life-history strategies，（和生活史的策略）varieties of，（的种类）Attachment styles，（依恋风格）Atzwanger，K.Auditory bias，（听觉偏向）Aunts，investment by，［姑姑（婶母），的投资］Australian aborigines，aggression among，（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攻击）Authority，respect for，（权威，尊重）Avoidant attachment，（回避型依恋）Axelord，RobertAxes，（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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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oons，reciprocity among，（狒狒，的互惠行为）Bailey，MikeBaize，H. R.Banker's paradox，（银行家困境）Barber，NigalBarkow，J.Barrett，C. H.Base-rate fallacy，（基率谬误）Beach，FrankBeauty，standard of，（美，的标准）across cultures，（跨文化）brain and，（脑和）emergence early in life，（在生命早期出现）evolution of，（的进化）examining using computer-generated graphic images，（用计算机生成图片来研究）youth and，（年轻和）beer goggles，（啤酒效应）Befriending，（友好）Behaviorism，（行为主义）radical，（激进的）rise of，（的兴起）Belsky，JayBenefit effect，（收益效应）Betzig，LauraBipedal locomotion，（两足运动）Birth control，（节育）Birth order，（出生顺序）Bleske，A. L.Bodily symmetry，（身体的对称性）Body fat，mating preference for，（身体脂肪，的择偶偏好）Body types，（体型）Boorda，JeremyBrain，human，（脑，人类）increase in size of，（的尺寸增加）language and，（语言和）Brown，MichaelBrown，William MichaelBugental，DaphneBunn，HenryBurbank，VictoriaBurnstein，E.Buss，D. M.By-products of adaptation，（适应器的副产品）By-product theory of rape，（强奸的副产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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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enorhabditis elegans，（线虫）California Psychological Inventory Dominance Scale，（加州支配心理量表）Camire，LoriCampbell，AnneCashdan，ElizabethCasual sex. See short-term mating，（随意的性关系）Catastrophism，（灾变说）Chagnon，NapoleonCheater-detection adaptation，（觉察欺骗者的适应器）Cheating（欺骗）anger towards，（对……生气）problem of，（的问题）Chiappe，D.Child abuse，（虐待儿童）children's health and，（儿童的健康和）risk of，（的风险）by stepparents，（继父母）Child homicide，（杀死儿童）age of child and，（儿童的年龄和）genetic relatedness and，（遗传相关度和）risk of，（的风险）by stepparents，（继父母）Children（儿童）adaptations of，（的适应器）age and reproductive value of，（的年龄和繁殖价值）aggression in，（的攻击）genetic relatedness，and parental care，（遗传相关度，和亲代抚育）parental investment in，（对儿童的亲代投资）understanding of death，（理解死亡）willingness to invest in，（对……投资的意愿）Chimpanzees（黑猩猩）aggression in，（的攻击）alliances among，（的联盟）ancestry of human beings and，（人类祖先和）dominance among，（的统治）estrus phase in，（的发情期）food selection in，（的食物选择）Chisholm，JamesChomsky，NoamClassical conditioning，（经典条件反射）Classical fitness，（经典适应性）Clinical psychology，（临床心理学）Closing time phenomenon，（零点现象）Coalitional allies. See Cooperative alliances（合作联盟）Cognitive bias，（认知偏向）Cognitive psychology，（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revolution，（认知革命）Combinatorial explosion，（组合性激增）Commitment（承诺）benefits to men，（对男性的益处）deception about，（欺骗）increasing status and，（地位的提升和）men's avoidance of，（男性逃避）after sex，（性行为后的）women's mate preference and，（女性的择偶偏好和）Commitment skepticism bias，（怀疑承诺的偏向）Competition，（竞争）Computational theories，（计算理论）Computer，compared to the brain，（计算机，和人脑比较）Computer dating service，（计算机约会服务）Computer-generated graphic images，（计算机生成的图片）Confirmation bias，（证实偏向）Conflict（冲突）over access to resources，（接触资源的机会）jealous，（嫉妒）between sexes. See Sexual conflict（两性冲突）Congenital abnormalities，parental neglect and，（先天性异常，父母忽视和）Conjunction fallacy，（合取谬误）Conohan，ColetteContempt，（轻蔑）Contingent cooperation，（条件性的合作行为）Cooperation. See also Reciprocal altruism（合作）and detection of cheaters，（和觉察欺骗者）evolution of，（的进化）family dynamics of，（的家庭动力学）friendship and，（友谊和）in nature，（大自然中的）problem of altruism，（利他的问题）social contract theory and，（社会契约理论和）strategies for promoting，（促进合作的策略）war as，（战争）Cooperative alliances，（合作联盟）qualities that men and women seek in，（男性和女性看重的品质）Cooperative coalitions，（合作性联盟）Correspondence bias，（对应偏向）Cosmetic surgery，（整容手术）Cosmides，LedaCostly signaling，（无偿给予）Costs of adaptations，（适应器的代价）Crawford，CharlesCrayfish，dominance hierarchies of，（鳌虾，的地位等级）Creationism，（特创论）Crickets，（蟋蟀）sexual selection and，（性选择和）Cuckoldry，（通奸，私通）Cultural displays，（文化炫耀）Cultural psychology，（文化心理学）Cultural transmission，（文化传播）Cultural variability，（文化变异性）Culture，（文化）evoked，（唤起的）transmitted，（传播的）Cummins，DeniseCunningham，MichaelCuvier，Frederick Dago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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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bbs，JamesDaly，MartinDanger，adaptation to，（危险，适应器）Darwin，CharlesDarwinian medicine，（达尔文医学）Data，for testing evolutionary hypothesis，（数据，来检验进化假设）Data sources（数据来源）multiple，（多种）transcending limitations of，（超越［单一］数据来源的限制）Dale rape，（约会强奸）Dating（约会）as strategic interference，（策略冲突）violence and，（暴力和）Davis，JenniferDawkins，R.Death（死亡）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儿童对死亡的理解）suicide and，（自杀和）theory of senescence and，（衰老的理论和）De Cantanzaro，DenysDeceiving down，（深藏不露）DeKay，ToddDeontic reasoning，（道义推理）Dependability，women's mate preferences and，（可靠性，女性的择偶偏好）Depression，（抑郁症）Desirability，（欲求度，满意度）Developmental psychology，（发展心理学）Developmental stability，（发展的稳定性）Developmental stage，and short-term mating，（发展阶段，和短期择偶）de Waal，F.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精神疾病的诊断和统计手册）Different genes，（不同的基因）Different reproduction，（差异繁殖）Diminishing returns，（收益递减）Disabled children，（障碍儿童）Discriminative parental solicitude，（偏心）Disease（疾病）body temperature and，（体温和）combating，（克服）infectious，（传染）Display hypothesis，（炫耀假设）Division of labor，（劳动分工）DNA，replication of，（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复制）DNA evidence，of ancient skeletons，（DNA证据，古人骨骼的）Domain-general learning processes，（领域一般性的学习过程）Domain-general mechanisms，（领域一般性的机制）Dominance. See also Statue（支配，统治。也参见“地位”）determinants of，（的决定因素）evolutionary theories of，（的进化理论）facial，（面孔的）serotonin and，（5—羟色胺和）sex differences in，（的性别差异）size and，（身材和）socioeconomic status and，（社会经济地位和）testosterone and，（睾丸激素和）verbal and nonverbal indicators of，（的言语和非言语指标）Dominance hierarchies，（支配等级）in animal world，（动物界中的）emergence of，（的出现）transitive，（传递的）Dominance theory，（支配理论）Draper，P.Dunbar，RobinDysfunctions，（机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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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logical constraints model，（生态限制模型）Ecological rationality，（生态合理性）Ecological structure，（生态结构）Economic resources，mate preference for，（经济资源，择偶偏好）Edwards，C. P.Edwards，DonaldEEA. See Environment of evolutionary adaptedness (EEA)（EEA。见“适应器的进化环境”）Ellis，BruceEmbarrassment，（困窘）Embryo protection hypothesis，（胚胎保护假设）Emlen，StephenEmotional closeness，and altruism，（亲近感，和利他行为）Emotional support，mate preference and，（情感支持，择偶偏好和）Employment status，male aggression and，（就业状况，和男性的攻击）Enhanced fertility，（生育力的增加）Environment of evolutionary adaptedness (EEA)，（适应器的进化环境）Envy，（嫉妒）Epinephrine，（肾上腺素）Error management theory，（错误管理理论）Errors，（错误）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An (Malthus)，（《人口论》）Estrus，（发情期）Etcoff，NancyEthology movement，（习性学运动）Euler，HaraldEvoked culture，（唤起的文化）Evolution，（进化）before Darwin，（达尔文之前的）three products of，（的三大产物）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 (ESS)，（生物进化的稳定策略）Evolutionary analysis，（进化分析）testing hypotheses，（检验假设）Evolutionary biology（进化生物学）landmarks in the history of，（历史上的里程碑）new theories in，（的新理论）Evolutionary formulation，（进化阐述）Evolutionary hypothesis（进化的假设）comparing different species，（比较不同物种）comparing individuals in different contexts，（比较不同环境中的个体）comparing individuals within a species，（比较同一物种内的个体）comparing males and females，（比较雄性和雌性）Experimental methods，（实验法）methods for testing，（检验进化假设的方法）sources of data for testing，（检验进化假设的数据来源）evolutionary psychology，（进化心理学）clinical，（临床的）cognitive，（认知的）core of human nature，（人性的核心）cultural，（文化的）data for testing hypotheses，（用来检验假设的数据）developmental，（发展的）focuses of，（的主要问题）foundations of，（的基础）identifying adaptive problems，（确定适应性问题）levels of evolutionary analysis in，（进化分析的水平）origins of human nature，（人性的起源）personality，（人格）social，（社会的）testing evolutionary hypotheses，（检验进化的假设）Evolutionary theory（进化论）common misunderstandings about，（普遍误解）general，（一般的）identifying adaptive problems and，（确定适应性问题和）Evolutionary time lags，（进化的时间间隔）Evolution of care，（抚育的进化）Evolution of Parental Care，The (Clutton-Brock)，（《亲代抚育的进化》）Evolvability constraint，（可进化性限制）Evolved homicide mechanism，（进化的杀人机制）Evolved physiological reactions，（进化的生理反应）Evolved psychological mechanism，（进化的心理机制）and behavioral flexibility，（和行为的可塑性）beyond domain-specific，（超越领域特殊性）definition of，（的定义）in humans，（人类的）mate preferences as，（择偶偏好）problem specific，（问题的特殊性）properties of，（的特征）Experimental methods，（实验法）Extended families，（大家庭）Extended kin，（外亲）Extramarital affairs（婚外情）behavioral evidence of，（的行为证据）contexts for women in，（女性所处的环境）risks for women，（女性所面临的风险）studies on，（对婚外情的研究）Eye，human，（眼睛，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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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s（面孔）computer-generated evolution of，（计算机生成的面孔的进化）infant responses to，（婴儿对面孔的反应）of older people，（较年长者的）Facial dominance，（面孔的支配性）Facial symmetry，（面孔的对称性）in older faces，（较年长者面孔的）Fair-weather friends，（酒肉朋友）Familial benefits model，（家族收益模型）Families. See also Kinship（家庭，也可参见“亲属关系”）biparental，（双亲的）conflicts within，（内部的冲突）emlen's theory of，（Emlen的家庭理论）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进化的视角）extended and simple，（大家庭和简单家庭）Father absence，and short-term mating，（父亲缺失，和短期择偶）Fear(s)（害怕）adaptive conservatism hypothesis of，（适应性的保守主义假设）animal，（动物）in children，（儿童的）distinguished from phobias，（与恐惧症的区别）evolutionary basis of，（的进化基础）evolutionary function of，（的进化功能）intuitive nature of，（直观特征）most common human，（大多数的普通人）overgeneralization of，（的过度概括化）Feather，NormanFeces，（粪便）Female choice，（雌性选择）Fertility（生育力）assessing in women，（评估女性的）enhanced，（的增加）and physical attractiveness，（和性魅力）Fiction，evolution of，（小说，的进化）Fidelity（忠诚）commitment and，（承诺和）cues to，（的线索）men's view on，（男性对忠诚的看法）postmarital sexual，（婚后的性忠诚）value of，（的价值）Figueredo，A. J.Fisher，EdwardFisher，HelenFixed action patterns，（固定行为模式）Flinn，MarkFlowers，（花）Fluid，（液体）body fluid，（体液）fMRI. Se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olk biology，（常识生物学）Food selection，（食物选择）adaptations to hunting and gathering and，（狩猎与采集适应器和）alcohol and fruits，（酒精和水果）antimicrobial hypothesis and，（抗菌假设）cultural differences in，（的文化差异）gathering hypothesis and，（采集假设和）in humans，（人类的）hunting hypothesis and，（狩猎假设和）in pregnant women，（孕妇的）in rats，（老鼠的）scavenging hypothesis and，（食腐假设和）vegetarian diet and，（素食和）Food sharing，（分享食物）in vampire bats，（吸血蝙蝠）Food shortages，（食物短缺）Ford，ClellandFounder effect，（建立者效应）Fox，AdamFranklin，MelissaFreeman，DerekFrequency-dependent selection，（基于频率的选择过程）Frequentist hypothesis，（频率主义假设）Freud，SigmundFriendship（友谊）becoming irreplaceable，（变得不可替代）benefits and functions of，（的收益和功能）costs and benefits of，（的代价和收益）fair-weather，（酒肉朋友）gender and，（性别和）limited niches for，（有限生态位）opposite-sex，（异性的）positive externalities and，（积极的外部因素和）psychology of，（的心理学）same-sex，（同性的）selecting friends，（择友）among women，（女性中）Fruits，（水果）Functional agnosticism，（功能不可知论）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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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metes，（配子）Game theory，（博弈论）Gangestad，SteveGang warfare，（帮派争斗）Garcia，JohnGarcia effect，（加西亚效应）Gathering. See also Hunting adaptations to，（采集，也可参见“狩猎适应器”）Gathering hypothesis，（采集假设）comparing to hunting hypothesis，（和狩猎假设相比较）Cazzaniga，MichaelGeary，DavidGeary，D. C.Generation gap，（代沟）Generosity，and selection pressure on men，（慷慨，和男性的选择压力）Genes，（基因）different，（不同的）gene's eye thinking，（基因之眼看世界）focal，（焦点基因）superior，（更优秀的）Genetically diverse offspring，（基因多样化的后代）Genetic benefit hypotheses，（遗传收益假设）Genetic bottlenecks，（基因瓶颈）Genetic closeness，（基因的接近程度）Genetic conflict of interest，（遗传利益冲突）Genetic determinism，（遗传决定论）Genetic differences，（遗传差异）Genetic drift，（遗传漂变）Genetic relatedness，（遗传相关度）and altruism，（和利他行为）and child homicide，（和杀死儿童）and emotional closeness，（和亲近感）and inclusive fitness theory，（和内含适应性理论）and infanticide，（和杀婴行为）and investment in relatives，（和亲属投资）and parental care，（亲代抚育）and parental investment，（亲代投资）Genetic variation，（遗传变异）Genotypes，（基因型）Geographical location，and mate preference，（地理位置，和择偶偏好）Gift，of fear：Survival Signals that Protect Us from Violence (De Becher)，（《害怕的天赋：让我们免受伤害的生存信号》）Gilbert，PaulGuilt induction，（罪过感诱发）Class，S. P.Goodall，JaneGood genes hypothesis，（好基因假设）Gould，Stephen JayGrammer，KarlGrandparental investment，（祖代投资）behavioral and psychological forms of，（在行为和心理上的表现形式）in grandchildren，（对孙代）and paternity uncertainty，（和亲子关系的不确定性）Grandparent solicitude，（祖代的关心）Gratitude，（感激）Gregor，ThomasGreiling，H.Ground squirrels，alarm calling in，（地面松鼠，的警报）Groups（群体）adaptive problems in，（的适应性问题）why people live in，（人类为何群居）Group selection，（群体选择）theory of，（的理论）Gubernick，DavidGuilt，（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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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bitat，栖息之所Habitat of life，（生活习性）Habitat preferences，（对居所的偏好）Haidt，JonHaig，DavidHamilton，William D.Hamilton's rule，（Hamilton规则）Harlow，HarryHartung，JohnHaselton，MartieHawkes，KristenHealth（健康）cues to，（的线索）and parental investment，（和亲代投资）symmetry as a cue to，（对称性，是健康的一条线索）testosterone and，（睾丸激素和）WHR ratio and，（WHR比率和）women's mate preference for，（女性的择偶偏好）Healthy baby hypothesis，（健康婴儿假设）Heerwagen，J. H.Height，mate preference for，（身高，择偶偏好）Heights，fear of，（高度，害怕）Helping. See Altruism（帮助。参见“利他”）Herbivores，（草食动物）Heritable qualities，adaptive assessment of，（可遗传的特征，的适应性评估）Heritable variation，（可遗传的变异）High blood pressure，in pregnancy，（高血压，孕期的）Hill，KimHite report，（海蒂性学报告）Holmes，WarrenHomberg，A. R.Homicide. See also Aggression; Warfare（杀人，凶杀行为。也可参见“攻击；战争”）of adolescent children，（青少年儿童的）fantasies of，（的幻想）of infants. See infanticide（杀婴）by males，（雄性的）of parents，（父母）risk of，（的风险）same-sex，（同性之间的）sex difference in，（的性别差异）spousal，（配偶的）victims of，（的受害者）Homo，（人属）Homo erectus，，（直立人，猿人）Homoerotic behavior，（同性恋行为）Homo habilis，（能人）Homo sapiens，，（智人）Homosexuality，（同性恋）Hostile forces of nature，（恶劣的自然条件）Hostile masculinity path，（敌对的男性意识途径）Huffman，K. J.Human beings（人类）archeological evidence of，（的考古学证据）milestones in the origins of，（人类起源的里程碑）multiregional origins of，（的多地域起源）Human body，（人体）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 (hCG)，（人的绒膜促性腺激素）Human courtship，（人类求偶）Human mind，（人类心智）Human nature. See also Evolved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人性。也参见“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in all species，（所有物种的）core of，（的核心）methods for testing hypothesis of，（检验人性假设的方法）theories of，（的理论）Human products，data from，（人类的产物，数据来自）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 (HRAF)，（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ume，DavidHunter-gatherers（狩猎者—采集者）adaptive problems in，（的适应性问题）evoked culture of，（唤起的文化）sources of data for，（数据来源）Hunting. See also gathering adaptations to，（狩猎。也参见“采集适应器”）Hunting hypothesis，（狩猎假设）compared to gathering hypothesis，（和采集假设相比较）Hunt's survey，（Hunt的调查）Hyde，JanetHypotheses，source of data for testing，（假设，检验假设的数据来源）Hypothesis generation，（生成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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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ersonal sex path，（单方的性途径）Imprinting，（印刻）Improbable usefulness，（不可能的用处）Inbreeding depression，（近交衰退）Incest，（乱伦）Inclusive fitness（内含适应性）altruism and，（利他行为和）concept of，（的概念）evolutionary theory of，（的进化理论）Hamilton's rule of，（Hamilton规则）theory and implications of，（的理论和应用）Inclusive fitness theory，（内含适应性理论）Indicative reasoning，（陈述性推理）Individual differences（个体差异）comparing in different contexts，（比较不同环境中的）comparing within species，（比较物种内的）development of，（的发展）heritable，（可遗传的）Industriousness，and women's mate preferences，（勤奋，女性的择偶偏好）Infanticide，（杀婴行为）age of infant and，（婴儿的年龄和）genetic relatedness and，（遗传相关度和）risk of，（的风险）women's age and，（女性的年龄和）women's marital status and，（女性的婚姻状况）Infants（婴儿）fear of strangers，（怯生）parental resemblance of，（和父母的相象度）responses to faces，（的面孔反应）sex difference in identifying，（识别婴儿的性别差异）Infections，（传染的）Infidelity（背叛）cross-cultural，（跨文化的）deterring mates from，（阻止与背叛者结合）emotional，（情感的）perceived likelihood of，（背叛线索的可觉察程度）sex differences in，（的性别差异）sexual versus emotional，（性背叛和情感背叛）as strategic interference，（作为策略冲突的）Information processing，mainstream cognitive assumption of，（信息加工，主流的认知假设）Information-processing metaphor，（信息加工隐喻）Inheritance，（遗传）genes and，（基因和）Mendel's theory of，（Mendel的遗传理论）patterns of，（模式）Instincts，psychology of，（本能，的心理学）Instinctual system，（本能系统）Intercourse（性交）minimizing commitment after，（之后将承诺最小化）occurrence and timing of，（发生性交和发生时间）time elapsed before seeking，（获取性交机会所需的时间）Intersexual selection，（异性选择）Intrasexual competition，（同性竞争）Intrasexual rivalry，（同性之间的竞争）Iron-poor blood，（血液缺铁）Iron supplements，（补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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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es，WilliamJankoviak，WilliamJealousy. See Sexual jealousy（嫉妒。参见“性嫉妒”）Johnston，VictorJohnston，V. S.Jones，DougJudge，DebraJustice，thirst for，（公平，渴望）


  
K


  Kaplan，HillardKenrick，DouglasKibbutz，（基布兹：以色列地名）Kin·altruism theory，（亲属利他理论）Kinsey，A. C.Kinsey study，（金赛性学研究）Kinship，See also Families（亲属关系。也可参见“家庭”）evolutionary theory of，（的进化理论）family dynamics of，（的家庭动力学）psychology of，（的心理学）sex and generation and，（性和后代）sex differences in importance of，（两性对……重要性的性别差异）and survival，（和生存）universal aspects of，（的普遍方面）Kish，BradleyKlein，StanKonner，Melvin


  
L


  La Cerra，PeggyLamarck，Jean Pierre Antoine de Monet deLandscape preferences，（风景偏好）Langlois，JudithLanguage（语言）adaptive function of，（的适应功能）and the brain，（和大脑）evolution of，（的进化）study of，（的研究）Larsen，RandyLeary，MarkLesbians，（女同性恋）mate preference and，（的择偶偏好）Leslie，AllenLiaison，[F]（私通）Life-history data，（生活史数据）Life-preservative instincts，（生本能）Lorenz，KonradLove（爱情）and commitment，（和承诺）cross-cultural studies of，（的跨文化研究）and marriage，（和婚姻）women's mate preference and，（女性的择偶偏好）Low，BobbiLuis，S.Lust，（肉欲、性欲）


  
M


  Maccoby，ElenorMacDonald，K.McGuire，MichaelMacroorganisms，（巨生物）Malamuth，NeilMalinowski，BronislawMalthus，ThomasMammals，（哺乳动物）Mann，JanetMarital status，and aggression in men，（婚姻状况，和男性的攻击行为）Marks，IsaacMarlow，F.Marlow，FrankMarr，DavidMarriage（婚姻）age preferences for，（年龄偏好）and high occupational status，（和较高的职业地位）love and，（爱情和）men seeking，（男性寻求）men with resources and，（拥有资源的男性和）to alder men，（和较年长的男性结婚）Masculine features，mate preferences for，（男子气特征，择偶偏好）Maslow，AbrahamMate deprivation hypothesis，（配偶缺失假设）Mate expulsion hypothesis，（配偶驱逐假设）Mate manipulation hypothesis，（配偶操纵假设）Mate replacement，（取代配偶）Mate-retention tactics，（留住配偶的策略）contexts influencing intensity of，（影响……强度的情境）husband's income and status and，（丈夫的收入和地位）sex differences in use of，（使用……的性别差异）violence in，（暴力）Mate skill acquisition hypotheses，（择偶技巧习得假设）Mate switching hypothesis，（更换配偶假设）Mate value（配偶价值）effect on women's mate preferences，（对女性择偶偏好的影响）self-perceived，and short-term mating，（自我觉知的，和短期择偶）Mating behavior（择偶行为）in men，（男性的）in women，（女性的）Mating opportunity cost hypothesis，（择偶机会的代价假设）Mating preferences. See also short-term mating（择偶偏好）asexual versus sexual reproduction and，（无性繁殖和有性繁殖和）in men（男性）adolescents and，（青少年和）benefits of marriage and，（婚姻的收益）for body fat and WHR，（体型胖瘦和WHR）content of，（的内容）context effects on，（的背景影响因素）with economic resources，（有经济资源的）effect on mating behavior，（对择偶行为的影响）effect on women's attraction tactics，（对女性吸引力策略的影响）evolution of，（的进化）Long-term，（长期的）for ovulating women，（排卵期的女性）for physical attractiveness，（性魅力）theoretical background for，（的理论背景）for youth，（年轻人）in nonhuman species，（非人类物种）in women（女性）for ambition and industriousness，（抱负和勤奋）for athletic prowess，（运动能力）changes over time in，（因时间而改变）content of，（的内容）context effects on，（的背景影响因素）for dependability and stability，（可靠性和稳定性）for economic resource，（经济资源）effect on mating behavior，（对择偶行为的影响）evolution of，（的进化）for health and physical appearance，（健康和外貌）long-term，（长期）love and commitment and，（爱和承诺）for older men，（年长男性）for physical protection，（身体保护）for social status，（社会地位）theoretical background for，（的理论背景）for willingness to invest in children and，（为子女投资的意愿和）Mating system，（择偶系统）Mazur，AllanMCT. See Multiregional continuity (MCT)（多地域连续性理论）Mead，MargaretMealey，LindaMechanism failure，causes of，（机制失败，的原因）Media images，（媒体）Medical diagnosis problem，（医学诊断问题）Megargee，EdwinMendel，GregorMenopause，（更年期）Menstrual cycle（月经周期）and facial preferences，（和面孔偏好）and mate preferences，（和择偶偏好）Mental disorder，（心理疾病）Microorganisms，（微生物）Miller，GeoffreyModern synthesis，（现代综合）Moko dude，（成熟）Monogamous，（一夫一妻制的）Moore，C.Moral dilemmas，（道德困境）Moral emotions，evolution of，（道德感，的进化）Motherhood，（母性）Mothers（母亲）love of children，（对孩子的爱）parental care provided by，（提供的亲代抚育）Movies，evolution of，（电影，的进化）Mueller，UlrickMultilevel selection theory，（多水平选择理论）Multiregional continuity theory (MCT)，（多地域连续性理论）Multiregional origins，（多地域起源）Muscarella，FrankMusic，evolution of，（音乐，的进化）Mutations，（突变）


  
N


  Natural selection，theory of，（自然选择，的理论）adaptation and，（适应器和）role of，in evolutionary theory，（的作用，在进化论中）Neanderthals，（尼安德特人）Negative emotions，（消极情绪）Neophobia，（新恐惧症）Nepotism，（任人唯亲）Neuhoff，JohnNiche picking，（生态位选择）Noise，（噪音、随机因素）Nucleus accumbens areas，（伏隔核）Numerousness of evolved psychological mechanism，（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的多样性）


  
O


  Observations，data from，（观察，数据来自）Occupational status，mate preference and，（职业地位，择偶偏好和）O'Connor，LynnOedipus Complex，（伊底帕斯情结）Offspring. See children; infants（后代）Omnivores，（杂食动物）On the origins of species（Darwin），（《物种起源》）One-night stands，（一夜情）Onerous，（繁重的，麻烦的）OOA. See Out of Africa theory（OOA）Operant conditioning，（操作性条件反射）Orgasm，（高潮）Orians，GordonOut of Africa theory(OOA)，（走出非洲理论）Over sex，（在性方面的）Ovulation（排卵）concealed，（隐蔽的）cryptic，（秘密的）lower WHR and，（低WHR比例和）mating preferences and，（择偶偏好）men's detection of，（男性觉察）men's mating preference and，（男性的择偶偏好和）skin changes in，（皮肤变化）women's desire and，（女性的欲望）


  
P


  Packer，CraigPaleoanthropology，（古人类学）Paleoarcheology，（古考古学）Palmer，CraigPan troglodytes，（类人猿）Panic attacks，（惊恐发作）Paranthropus，（傍人）Parasites，（寄生虫）prevalence of，（的盛行）Parasite theory，（寄生虫理论）Parent-infant interactions，（婴儿抚养期）Parental care，（亲代抚育）effort allocated towards，（分配的精力）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进化的视角）genetic relatedness and，（遗传相关度和）and health of child，（和儿童的健康）of mothers versus fathers，（母亲和父亲的）in other species，（其他物种的）Parental favoritism，（父母偏心）Parental investment，（亲代投资）altruism and，（利他和）and children's health，（和儿童的健康）genetic relatedness and，（遗传相关度和）by men versus women，（男性和女性的）resources available for，（可提供的资源）in sons versus daughters，（对儿子和女儿的）Parental investment theory，（亲代投资理论）Parental love，（父母的爱）Parental neglect，（父母的忽视）Parent-offspring conflict，（亲子冲突）Parent-offspring conflict，theory of，（亲子冲突，的理论）in utero，（子宫内的）Oedipus Complex and，（恋母情结和）Parenting，（亲代抚育）Particulate inheritance，（颗粒遗传）Paternal uncertainty，（父母身份的不确定性）Paternity，marriage and certainty of，（父子关系，的确定性和婚姻）Paternity uncertainty，（父子关系的不确定性）grandparental investment and，（和祖代投资）parental care and，（亲代抚育和）Patriarchy，（父权制）Patton，JohnPecking order，（喙序）Period of evolution，（进化的时期）Personal ads（征婚启事）men's responses to，（男性的反应）women's responses to，（女性的反应）Personality psychology，（人格心理学）Personality Research Form Dominance Scale，（支配型人格量表）Peterson，D.Phobias，（恐惧症）distinguished from fears，（和害怕的区别）neophobia，（新恐惧症）Physical appearance，外貌Physical attractiveness（性魅力）cultural differences in，（的文化差异）evolving standards of，（的进化标准）facial symmetry and，（面孔对称性和）fertility and，（生育力和）mate preference and，（择偶偏好）and personal ads，（和择偶启事）and reproductive value，（和繁殖价值）sex differences in the importance of，（重要性的性别差异）WHR and，（WHR和）women's，and desirability，（女性的，和合意性）and women's mate value，（和女性的择偶价值）Physical protection，mate preference for，（身体保护，择偶偏好）Pinker，StevenPlacebo，（安慰剂）Playboy magazine，（《花花公子》杂志）Pleiotropy，（多效性）Plumpness. See Body fat（肥胖）Positive externalities，（积极的外部效应）Positive maternal behavior，（积极的母性行为）Posner，RichardPostman，L.Postmarital sexual fidelity，（婚后的性忠贞）Potts，RichardPratto，FeliciaPredators，（捕食者）Preeclampsia，（先兆子痫，惊厥前期）Pregnancy（怀孕）food selection in，（的食物选择）high blood pressure in，（的高血压）risks of casual sex and，（随意性行为的风险和）Premarital chastity，（婚前贞洁）Premarital sex，（婚前性行为）Preprogrammed，（预先编程的）Preoccupation，（偏见，偏好）Price，M. E.Primary reinforcement，（一级强化）Primates，（灵长目）Prime locus，（主要基因）Principles of psychology（James），（《心理学原理》）Prisoner's dilemma game，f，（囚徒困境的博弈）Problem solving（问题解决）conditions of uncertainty and，（不确定的条件和）ingredients of，（成分）Production hierarchies，（生产阶层）Profet，M.Promiscuity，（乱交）Predicting，（预测）prosocial dominant acts，（亲社会的支配行为）Prostate cancer，（前列腺癌）Prostitution，t（卖淫）Provisioning hypothesis，（食物供应假设）Psychoanalytic theory，（精神分析理论）Psychology（心理学）landmarks in the field of，（领域的里程碑）varieties of，（的种类）Psychopathy，（精神病态、心理病态）Puberty，（青春期）Public records，（公共记录）Punctuated equilibrium，（间断平衡）Punishment，and free-rider problem，（惩罚，和搭便车问题）Punitive sentiment，（惩罚性情感）


  
R


  Radical behaviorism，（激进的行为主义）Rage，（狂怒）Raleigh，MichaelRandom change，（随机变化）Random effects，（随机影响）as product of evolutionary process，（作为进化过程的产物）Random walk，（随机游动）Rape，（强奸）by-product theory of，（的副产品理论）date，（约会）marital，（婚内）victims of，（的受害者）Rape-as-adaptation theory，（强奸的适应器理论）Rats，food selection in，（老鼠，的食物选择）Reciprocal altruism，（互惠式利他行为）evolution of，（的进化）Problem of cheating and，（和欺骗问题）theory of，（的理论）Reciprocal exchange，deep engagement versus，（互惠式交换，深入交往）Reciprocation，（回报）Reproduction，（繁殖）evolution of，（的进化）sex differences in，（的性别差异）sexual selection and，（和性选择）Reproductive success，（繁殖成效）Reproductive value. See also fertility（繁殖价值）age and，f，f，（年龄和）age of child and，（儿童的年龄和）Physical appearance and，（外貌和）in women，（女性的）Repulsion of incest，（对乱伦反感）Reputation，（名声）aggression and，（攻击和）Resource accrual hypothesis，（资源获取假设）Resource allocation，（资源分配）family conflict and，（家庭冲突和）in patterns of inheritance，（遗传模式中）Resource display，（资源炫耀）Resource-holding potential（RHP），（保留资源的潜力）Resource inequality，causes of，（资源不平等，的原因）Resources（资源）conflict over access to，（取得……的冲突）parental investment and，（亲代投资和）stockpiling，（储存）women' s preferences for men with，（女性对拥有资源的男性的偏好）Reverse engineering，（倒序工程）Rozin，Paul


  
S


  Salmon，CatherineSavanna hypothesis，（热带大草原假设）Scavenging hypothesis，（食腐假设）Scheherazade hypothesis，（侃天者假设，德语词汇，指善于讲故事的人，来自《一千零一夜》）Scheib，JoannaSchmitt，A.Schmitt，D. P.Schroeder，J. E.Scientific movements，（科学运动）Scientific theory，（科学理论）Scott，P. D.Seasonal changes，and habitat，（季节变化，和居所）Secure attachment，（安全型依恋）Seeding theory，（播种理论）Selection. See Mating preferences; Natural selection，theory of（选择）Self-esteem（自尊）inflated，（膨胀的）short-term mating and，（短期择偶和）status and，（地位和）Self-handicapping，（自我设限行为）Self-perceived mating Success Scale，（自我觉知择偶成功量表）Self-reports，data from，（自我报告，数据来自）Self-serving bias，（自我保护偏向）Seligman，MartinSenescence，theory of，（衰老，的理论）Separation anxiety，（分离焦虑）Serotonin，and dominance，（5－羟色胺，和支配）Sex，biological，（性，生物的）Sexes，comparing adaptation mechanisms of，（性别，比较两性的适应器机制）Sex partners，number or variety of，（性伴侣，的数量和多样性）Sex ratio，and short-term mating，（性别比例，和短期择偶）Sexual access（性接触机会）sex differences in，（的性别差异）sexual conflict over，（的两性冲突）status and，（地位和）to a variety of partners，（对多个性伴侣）to victors of warfare，（战争的胜利者）Sexual aggression，（性攻击，性侵犯）in families，（家庭中的）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的个体差异）Sexual behavior，same-sex，（性行为，同性之间的）Sexual conflict（两性冲突）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进化心理学和）occurrence and timing of sex and，（发生性行为和发生的时间）over sexual access，（性接触机会）same-sex，（同性之间的）sex differences in，（的性别差异）Strategic interference theory and，（策略冲突理论和）Sexual desire，ovulation and，（性欲，排卵和）Sexual division of labor，（劳动的性别分工）Sexual encounter，（性接触）Sexual fantasies，sex differences in，（性幻想，的性别差异）Sexual harassment，（性骚扰）Sexual infidelity. See Infideltiy（性背叛）Sexual instincts，（性本能）Sexual intent，perceptions of，（性意向，的知觉）Sexual intercourse. See Intercourse（性交）Sexual intimacy，（性亲密度）Sexuality，（性征，性）Sexual jealousy，（性嫉妒）aggression and，（攻击和）evolved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and，（进化的心理机制）sex differences in，（的性别差异）universality，（普遍性）Sexual transmitted diseases，（性传播疾病）Sexual mind reading，cognitive bias in，（解读性意向，的认知偏差）Sexual orientation（性取向）heritable component in，（的遗传成分）mate preference and，（择偶偏好和）Sexual overperception bias，（夸大型的性知觉偏向）Sexual reproduction. See Reproduction（有性繁殖）Sexual rivalry，（情敌）Sexual selection，theory of，（性选择，的理论）role of，in evolutionary theory，（作用，在进化论中的）Sexual treachery，（性背叛）Sexual withholding，（性抑制）Sexy son genes hypothesis，（性感的儿子基因假设）Shackelford，T. K.Shame，（害羞）Sheets，VirgilShelter preferences，（居所偏好）Shepher，JosephSherman，PaulShipman，PatShort-term mating. See also Mating preferences（短期择偶）behavioral evidence of，（的行为证据）context effects on，（影响……的背景因素）functions versus beneficial effects of，（的功能和有利影响）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的个体差异）lowering of standards in，（标准降低）in men，（男性的）adaptive benefits for，（适应性收益）adaptive problems for，（适应性问题）potential costs of，（的潜在代价）theories of，（的理论）Physiological evidence for，（的生理学证据）Psychological evidence for，（的心理学证据）Sex differences in，（的性别差异）In women，（女性的）adaptive benefits of，（适应性收益）costs in reputation for，（名誉损失）evidence for，（的证据）extramarital affairs，（婚外情）Showoff hypothesis，（炫耀假设）Siblings（同胞）conflict among，（的冲突）genetic relationship of，（的遗传关系）Sibs，full and half，（同胞，全同胞和半同胞）Sibships，（同胞关系）Sidanius，JimSilverman，IrwinSimple families，（简单家庭）Singh，DevendraSingle parenting，（单亲抚育）Skeletons，sex differences in，（骨骼，的性别差异）Skinner，B. F.Slip-up hypothesis，（忽略假设）Smell，women's sense of，（嗅觉，女性的嗅觉）Smith，MartinSmith，R. L.Smuts，BarbaraSnake，fear of，（蛇，害怕）Sober，ElliotSocial anxiety，（社会性焦虑）Social attention-holding potential（SAHP），（吸引社会性注意的潜力）Social contract hypothesis，（社会契约假设）Social contract theory，（社会契约理论）Social exchange，（社会交换）Social-exchange heuristic，（社会交换的启发式）Social gossip hypothesis，（社会流言假设）Social hierarchies，（社会等级）Socialization，evolutionary theory of，（社会化，的进化理论）Social loafing effect，（社会浪费效应）Social psychology，（社会心理学）Social status. See also Status（社会地位）from extramarital affaire，（来自婚外情）Sociobiology，controversy of，（社会生物学，的争论）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Wilson），（《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Sociometer theory，（社会计量理论）Sociosexuality Orientation Inventory（SOI），（社会性别取向问卷）Sounds，perception of，（声音，的知觉）Spatial abilities，sex differences in，（空间能力，的性别差异）Species，（物种）comparing different，（比较不同的）comparing individuals within，（比较……内的个体）Specific selection criteria，（特殊的选择标准）Sperm competition，（精子竞争）Sperm insemination，variations in，（射精量，的变化）Spices，（香料）Spiders，fear of，（蜘蛛，害怕）Spite，（恶意）Spousal abuse，（虐待配偶）Spousal homicide，（杀死配偶）Stability，women's mate preferences and，（稳定性，女性的择偶偏好和）Status，See also Dominance（地位）aggression and，（攻击和）altruism and，（利他行为和）effects on social reasoning，（对社会推理的影响）loss of，（的丧失）self-esteem and，（自尊和）sex differences in striving for，（追求……的性别差异）sexual opportunity and，（性交机会和）testosterone and，（睾丸激素和）by warriorship，（战斗力）Status competition，among men，（地位竞争，男性的）Status enhancement hypothesis，（地位提升假设）Steinberg，L.Stepfather presence，and short-term mating，（继父存在，和短期择偶）Stepparents，（继父母）child abuse and，（虐待儿童和）child homicide，（杀死儿童）conflicts between children and，（和儿童之间的冲突）Parental feelings and，（亲代情感和）Stranger，fear of，（陌生人，害怕）Strategic interference theory，（策略冲突理论）Strategic niche specialization，（策略生态位的专门化）Strong male coalitions，（牢固的男性联盟）Strong reciprocal altruism，（牢固的互惠式利他行为）Submissive strategies，（服从策略）Suicide ideation，（自杀念头）Suicide，（自杀）evolutionary theory of，（的进化理论）Sulloway，FrankSuperior genes，（较好的基因）Superordinate mechanisms，（高级机制）Surbey，MicheleSurvival，（生存）adaptive problems of，（的适应性问题）kinship and，（亲属关系和）Problems of，（的问题）theory of senescence and，（衰老的理论和）Symons，DonaldSympathy，（同情）Syphilis，（梅毒）


  
T


  Tall poppies，（出头鸟）Task analysis，（任务分析）Taste preference，（味觉偏好）Taylor，ShellyTeratogens，（致畸剂）Testes，size of，（睾丸，的大小）Testosterone（睾丸激素）dominance and，（和支配）elevated，（的增加）health and，（健康和）Theory of mind，development of，（心理理论，的发展）Thornhill，RandyTiger，LionelTilley，ChristopherTime frame，（时间范围）Tinbergen，NikoTit for tat，（以牙还牙）Tooby，JohnTooke，WilliamTools，（工具）Toxins（毒素）avoiding，（避免）in plants，（植物中的）pregnancy and，（怀孕和）Production of，（的产生）Traditional societies，adaptive problems in，（传统社会，的适应性问题）Transmitted culture，（传播的文化）Trivers，RobertTrivers-Willard hypothesis，（Trivers-Willard 假设）


  
U


  Uncles，investment by，（叔叔，的投资）Unfaithfulness，See also Infidelity（不忠）


  
V


  Vampire bats，food sharing in，（吸血蝙蝠，的食物分享）Variation，in species，（变异，物种的）Vegetarian diet，（素食）Vervet monkeys（猕猴）levels of serotonin in，（5－羟色胺的水平）reciprocity among，（的互惠行为）Violence. See also Aggression; Homicide（暴力）intrasexual，（同性之间的）in mate-retention tactics，（留住配偶的策略）towards partners，（对伴侣的）Virginity，value of，（处女，的价值）


  
W


  Wagner-Jauregg，JulianWaist-to-hip ratio（WHR），（腰臀比率）and health status，（和健康状况）of men，（男性的）and women's reproductive status，（和女性的繁殖状况）War，evolutionary psychology of，（战争，的进化心理学）Ware，JamesWarfare，（战争）men in，（男性的）theory of，（的理论）victors of，（的胜利者）of the Yanomamo，（雅诺马马人的）Wason selection task，（华生选择任务）Watson，James B.Weather conditions，and habitat，（天气条件，和居所）Weitzel，BarbaraWelllman，HenryWetsman，A.Whiting，B.WHR. See Waist-to-hip ratio（WHR）（腰臀比率）Wiederman，MichaelWilkinson，G. W.Williams，George C.Wilson，DavidWilson，Edward.Wilson，M.Wilson，MargoWired，（布线好了）Womanizer，（猎艳高手）Women in the Kibbutz (Shepher & Tiger). See Children; Infants（《基布兹的女人》）Wrangham，R.Wright，T. L.


  
Y


  Yosef，R.Young male syndrome，（年轻男性综合征）Youth. See also Age（年轻）cues to，（的线索）men's mating preference for，（男性的择偶偏好）signs of，（的标志）standards of beauty in，（美的标准）


  
Z


  Zygote，（合子、受精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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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

n3 TG R AL THIR

BT TR R HE W L0 e T A
51, ifi 65 B 9 b R 2 7 ) B GE AR %
(Singh, 19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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